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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语言学丛书》总序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2年组织策划了《现代语言学丛书》，并于1985年出版了第一本书——《心理语言学》（桂诗春著）。迄今这套丛书已出版14部著作。此丛书的主编、编委和作者都是我国语言学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现代语言学丛书》出版后，在学术界影响很大，为推动我国的语言学研究和外语教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7年后的1999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组织策划了《当代语言学丛书》，邀请黄国文教授和秦秀白教授任丛书主编，并成立了由12位比较年轻的学者组成的编委会。他们都是博士生导师或博士学位获得者，对语言学研究和教学有很高的造诣。

近两年来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先后引进了“牛津应用语言学丛书”39本和“牛津语言学入门丛书”6本。这些著作在介绍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方面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在考虑《当代语言学丛书》的组稿原则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处理好“引进”与“创新”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阅读和钻研引进的原版书需要一定的英语基础；对于那些英语水平不太高的语言工作者和语言学习者来说，仍有必要用汉语为他们“引进”一些新的东西。但是，我们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引进，而是与国际学者对话，用我们的研究成果与国际相关的学术领域接轨。我们需要创新，也必须创新。因此我们希望《当代语言学丛书》的作者在引进和评论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同时，能结合我国社会、语言、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实际情况，立足创新，勇于创新。

我们心目中的读者是高等学校的语言、翻译、文化等领域的教师和研究生以及研习相关专业的广大读者。我们相信，汉语界的同人和读者也能从我们的这套丛书中得到他们需要的某些东西。

我们希望更多的新一代学者能加入我们丛书作者的行列，共同为提高我国语言学研究的水平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感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以其敏锐的学术洞察力策划和组织这套丛书。我国语言学研究者将永远铭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们在普及和繁荣我国语言教学与研究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我们也将与出版社一起为推动我国的语言教学与研究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而继续努力。

《当代语言学丛书》编委会

2000年2月


序言


（一）


王寅教授的大作《构式语法研究》（上下卷）即将付印，我有幸披览初稿，深感荣幸，阅后惊叹不已！

这确实可堪称为一部呕心沥血之大作，厚厚上下两卷，洋洋百万余字，没有为事业献身的钻研精神和废寝忘食的巨大毅力，是难以完成的。但要完成此巨著，更需要扎实的中英文功底和语言学专业知识，特别是与本课题有关的认知语言学、语言哲学、认知心理学、隐喻学等知识。王寅教授为我们树立了治学的榜样，这样的学者在我国高校为数不多。


（二）


构式语法是当今国内外语言学界的一门前沿学科，国内涉足这一领域还是近几年的事，特别是在认知语言学理论框架中研究构式语法更是一门新兴学科。但是就构式而言，其发展过程却已有一定的历史。早在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风行之时，他所倡导的“深层结构”、“普遍语法”、“天赋论”等观点就受到了自己一些弟子的质疑。最先发难的是Lakoff，他在从事生成语义学、认知语义学和语言完形论等研究的过程中，通过对“There”结构的分析提出“句法研究离不开语义”的观点，指出整体意义不是部分意义的简单组合。与此同时，Fillmore对格语法、语义框架的研究以及对“let alone”句式的分析，与乔氏理论也产生了很大分歧，备受世人注目。Langacker所倡导的认知语法，对乔氏的许多基本观点提出了挑战，也大大推动了认知语言学和构式语法的发展。Fillmore，Langacker，Goldberg，Croft和Kay等人提出了有关构式是形式和意义的统一体的观点，且还认为它的意义不取决于构式中成分的意义或先已形成的构式。这个构式包括句式、短语结构、成语、复合词，以至语素，还包括音系学中的音韵成分和语调。他们的研究使得构式语法渐露头角，成为当前国内外语言学中的一门前沿学科。王寅教授对这些学者的论述琢磨多年，十分熟悉，很有研究，因此他均能一一加以梳理，并对其中主要的四种构式语法理论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对比研究（《上卷》第3—8章）。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王寅教授在本书中不是单纯地简单介绍国外学者的理论，而是能鞭辟入里地评述其中的利弊，有理有节地阐发自己的观点，积极慎重地提出许多补救方案，这在上下卷中到处可见。他在国内最早提出“语言体验观”，并发表系列论文对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证，又基于此提出“体验性普遍观”（第3章第2节）、“体验性概念化”（第5章第2节），这为语言学研究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方向。基于这一观点本书又详细论述了构式的体验性（第9章第1节），这当算作者对认知语言学的一大贡献。

本书第12章在论述构式语法利弊的基础上对该理论做出了有益的反思。在讨论国外学者对边缘句式的分析后，作者还能结合汉语特殊句式展开讨论，诸如“吃他三个苹果”、“副名”构式、英汉语明喻成语等（《下卷》第4、12、14、15章）。本书还较为全面地总结了“基于用法模型”的六个主要特征，区分出四种自治观，对“互动”、“传承”、“压制”等新观点梳理清晰、论述到位，且还提出自己的观点：多重传承、词汇压制、惯性压制（前压制、后压制）等。作者在《上卷》第9章中较为详尽地列述了构式的十大特征，在第10章中还以“吃/eat-名”构式为例做出详细解释。《上卷》第15章简述了构式框盒图分析法，这也是国内首次见到的这方面的资料，很有价值。《下卷》第16章在对英汉语明喻成语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AS认知方式”，可用其来统一解释认知语言学中常述及的隐喻、转喻、范畴化、识解、概念整合等机制，还能用来解释构式网络，可进一步简化理论描述，为统一分析语言各层面再提供一条重要思路，并将其定位为我们赖以生存的一种最根本的元认知策略。

本书《下卷》许多章节运用了“构式程序分析图”来系统梳理构式各部分的特征及用法，简易便行，清楚明了，既便于自己学习，也利于课堂教学，具有推广意义。从《上卷》第13章我们也可见到作者论述的系统性和严密性，先以图表为线索列述“图形—背景”的十大特征，然后依序佐以例句论述。第3节则以图形—背景关系为基础逐条论述它在语言中的解释力。这样的论述使人读后感到思路清晰，论述明了，值得写书人学习。

作者在论述中既能坦率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又能与读者坦诚地交流自己的体会，并对一些难点提出自己的意见，实践着自己在摘要中提出的研究原则“既有继承，也有发展，更有突破”，这种互动式的讨论和创新式的研究既有利于活跃学术气氛，更有利于国内认知语言学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对于最简单的译名问题，王寅教授也能认真加以讨论，列述了诸如“式”、“句式”、“构块”、“构架”、“架构”、“框架”的细微区别，最后选定“构式”（《上卷》第1章第3节），可见他的用心不凡。

本书的再一特色是它没有停留在理论层面上，而是在《下卷》中结合具体语料进行讨论和分析，如对英语和汉语的双宾构式的研究（《下卷》第1—4章），英语和汉语的动结构式的研究（《下卷》第5—10章），以及其他英汉对应构式的比较研究（《下卷》第11、13、14、15章）。这里，作者向我们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第一点是理论必须联系实际，这是我们指导学生过程中必须大声疾呼的。我经常遇到一些学生，煞有介事地侈谈自己的理论和模式或者批判他人的理论和模式，惟独没有提供大量的语料加以证明，以致那些苦心经营的模式像窗户纸一样，一捅即破。有时还似乎理直气壮地辩称他是搞理论的，不是搞实证的。作者为我们提供的第二点经验是能结合自己的母语进行分析，解决汉语的问题，使国外理论本土化。第三点是通过构式语法理论来进行英汉对比和语言教学，这为语言的对比和教学研究又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所有这些都说明构式语法研究方兴未艾，英雄大有用武之地。


（三）


我与作者相识已久，1989年在北京大学召开第一届系统功能语法研究会，我未见他踪影，问及山东的朋友，说他搞外事工作了，我情不自禁地说，“可惜了，好好的一个人才！”后来，他又回到外语界，搞管理，谈教学，做学问，他都能得心应手，施展自如。我相信，本书的出版必将大大推动构式语法的研究，引领国内认知语言学和构式语法研究继续向前发展。

胡壮麟

北京大学蓝旗营寓所

2009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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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章 从象征单位和构式说起

第一节 Langacker语法分析的最简方案



第二节 “Symbolic Unit”的汉译和定义



第三节 “Construction”的汉译和定义

1. “Construction”和“Construct”的汉译



2. 认知语言学家论“构式”



3. 解读“构式”的具体内容



4. 心智表征



5. 单词素词和可预测性问题



6. 小结







第二章 构式语法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构式语法研究的基础和核心

1. 象征单位：认知语法的基础



2. 构式：认知语法的核心





第三节 从词汇中心、分句中心到构式中心

1. 词汇中心论



2. 分句中心论



3. 构式中心论





第四节 结语





第三章 构式语法对TG语法的批判

第一节 TG的基本假设

1. 天赋观



2. 普遍观



3. 自治观



4. 模块观



5. 二元论与形式观





第二节 构式语法对TG的反思

1. 批判天赋观



2. 批判普遍观



3. 批判自治观



4. 批判模块观



5. 批判二元论和形式观



6. 充分性



7. 基于用法的模型



8. 小结





第三节 区分四种自治观





第四章 Fillmore从习语分析到构式语法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Fillmore三个里程碑式的理论

1. 格语法



2. 框架语义学



3. 构式语法





第三节 习语与模块论



第四节 Fillmore对习语的分析

1. Makkai的观点



2. Nunberg，Sag and Wasow的观点



3. Fillmore的观点（1）



4. Fillmore的观点（2）



5. Fillmore的观点（3）



6. Fillmore的观点（4）







第五章 Langacker的认知语法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意义等于概念化

1. 意义之定义：难



2. 意义的认知定义：新



3. 意义等于概念化：精



4. 体验性概念化：全



5. 构式的意义





第三节 配价关系与自主—依存结构

1. 从传统的配价语法到语法配价关系



2. 自主—依存关系



3. 详述位



4. 原型性构式



5. 非原型构式



6. 自主依存关系的普遍性





第四节 评述与反思

1. 反思详述位



2. 术语不统一







第六章 Goldberg的构式语法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1995年专著简介

1. 形义配对体



2. 从词素到语篇



3. 语言的基本单位



4. 构式的特征



5. 批动词中心论



6. 构式有独立义：构式压制，假宾语，词义最小量



7. 动词与构式的互动：角色互动＋意义互动



8. 多层面研究：句法、语义、语用



9. 隐喻认知机制和构式网络（传承）



10. 边缘兼中心＋构式单层性：批转换法



11. 自上而下的整体观与框架语义学



12. 配价语法



13. TG的动词中心论



14. 动词的论元结构和构式的题元结构



15. 基于用法的模型





第三节 2006年专著简介

1. 认知构式语法



2. 可学得的形功配对体



3. 构式才使语言成为语言



4. 构式工作＝语言工作，它可解释语言各层面



5. 概括性是语言的本质，体现在构式上



6. 概括性当兼顾普遍和特殊



7. 形功同时概括



8. 用传承网络来表示构式间的概括性关系



9. 语言是通过构式习得的



10. 语言研究当用归纳法，强调基于用法的模型





第四节 动词与构式之间的互动性关系

1. 角色互动



2. 意义互动



3. 小结





第五节 构式与构式之间的传承性关系

1. 多义性连接



2. 隐喻性连接



3. 分部性连接



4. 例示性连接





第六节 构式语法的一般研究程序





第七章 Croft的激进构式语法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用“构式的原素性”取代“句法范畴的原素性”



第三节 用“构式关系”和“部整关系”取代“句法关系”



第四节 用“整体观”取代“分解观”



第五节 用“多样性”和“独特性”取代“普遍性”



第六节 用“具体动词类构式”取代“独立的抽象构式”



第七节 用“句法空间”取代“句法形式特征”





第八章 比较四种构式语法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构式语法对“形”的理解



第三节 比较四种构式语法

1. 共性



2. 差异





第四节 结语





第九章 构式的特征（上）

第一节 体验性与抽象性



第二节 基础性与进化性



第三节 概括性与独特性



第四节 套叠性与整合性



第五节 独立性与互动性

1. 动词与构式的独立性和互动性



2. 动词与构式的多义性



3. 构式义兼顾动词义的研究取向





第六节 静态性与动态性



第七节 原型性与多义性



第八节 分类性与分层性

1. 纵聚合维度：分层性与构式的“图式—例示性”



2. 横组合维度：分层性与构式的“套叠—整合性”





第九节 传承性与限制性



第十节 理据性与象似性





第十章 构式的特征（下）

第一节 以“吃/eat”为例解释构式的特征

1. 体验性与抽象性



2. 基础性与进化性



3. 概括性与独特性



4. 套叠性与整合性



5. 独立性与互动性



6. 静态性与动态性



7. 原型性与多义性



8. 分类性与分层性



9. 传承性与限制性





第二节 所有格构式的原型性与多义性

1. 英语所有格构式



2. 汉语所有格构式





第三节 构式整合性十例

1. 复合词



2. 习语



3. 矛盾表达



4. 隐喻



5. 多义构式



6. 语用因素



7. 非常规构式或语式



8. 分句构式



9. 并列和复合构式



10. 动名组配







第十一章 构式中的压制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构式压制

1. 认知语言学家论“压制”



2. Michaelis论“构式压制”





第三节 构式压制的例证

4. 构式可改变动词的论元结构和意义



5. 通过构式揣测动词意义



6. 句子题元由动词和构式共同决定



7. 祈使构式压制



8. 体压制（Aspectual Coercion）





第四节 时体压制

1. 进行体和完成体



2. 过去时



3. 时间状语



4. 事件结构与时体对应





第五节 词汇压制

1. 概述



2. 词汇压制





第六节 其他压制现象

1. 惯性压制



2. 选显压制



3. 多重压制



4. 仿拟压制



5. 信念分句压制







第十二章 构式语法的利与弊

第一节 构式语法的优点

1. 形义一体化



2. 奉行一元论



3. 揭示词汇投射法之不足



4. 揭示转换分析法之不足



5. 扩大语法研究的范围



6. 避免循环论证



7. 倡导基于用法的动态加工模型





第二节 构式语法的缺点

1. 怎样理解构式的有限性



2. 如何看待构式的特殊性



3. 动词与构式当为双向互动



4. 深入研究构式的网络关系



5. 反思“唯题元结构论”



6. 研究语义当兼顾形式





第三节 利弊反思

1. 模块与综合，孰是孰非



2. 词汇与构式，兼而蓄之



3. 特殊与普遍，各有所用



4. 语义与句法，相互映衬







第十三章 “图形—背景关系”与构式组织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图形—背景关系”综述

1. F与G的分离性



2. F与G的转换性



3. 感觉上的优势性



4. 距离上的邻近性



5. 结构上的连贯性



6. 位置上的动态性



7. 面/体积上的对比性



8. 特征上的特殊性



9. 认识上的已知性



10. 关系上的依赖性





第三节 “图形—背景关系”对语言表达的解释力

1. 介词构式



2. 分句构式



3. 复合句构式



4. 并列构式



5. 倒装构式



6. 语篇组织



7. 语义解释





第四节 小结





第十四章 图式范畴理论与构式网络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经典范畴理论与原型范畴理论

1. 经典范畴理论



2. 原型范畴理论





第三节 图式范畴理论

1. 图式范畴理论的提出



2. Taylor对图式范畴理论的完善





第四节 图式范畴理论与原型样本范畴理论的同异



第五节 用图式范畴解释汉语“属加种差”构词法



第六节 图式范畴理论与象征单位和构式的关系

1. 象征单位之间的关系



2. 构式之间的关系







第十五章 构式语法中的框盒图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构式的框盒图表达法

1. 框盒套叠图



2. 属性结构图



3. 共变指数图



4. 框盒树型图





第三节 以“WXDY构式”为例解释框盒图

1. 概述



2. 程序性分析



3. WXDY框盒图分析





第四节 框盒图分析法的利弊

1. 框盒图分析法的“利”



2. 框盒图分析法的“弊”





第五节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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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


笔者（2004，2007a）曾将狭义的认知语言学（即首字母大写的Cognitive Linguistics）权且定义为：

一门坚持体验哲学观，以身体经验和认知为出发点，以概念结构和意义研究为中心，着力寻求语言事实背后的认知方式，并通过认知方式和知识结构等对语言作出统一解释的、新兴的、跨领域的学科。

Lakoff和Talmy等所倡导的认知语义学就是依据这一基本原理，基于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建立了“认知方式、概念结构、语义系统”的语义分析框架，以此来详细论述词句意义的形成、理解、心智表征等。

Langacker所倡导的认知语法也遵循着这一思路，以上述分析框架为基础，认为句法是由语义驱动的，主张以语义为中心来论述语法，从概念结构入手分析语法结构，采用自下而上的路径来分析语法系统的心智表征。

构式语法也接受了上述理论框架，主张语言研究当聚焦于发现语言事实背后的认知机制，其语法理论则当聚焦于研究发话者和受话者有关语法结构在心智中的表征，因此将一切语言单位视为“象征单位”和“构式”，这两者就是语言系统（或语法系统）在心智中的表征形式，强调将句法、语义、语用等因素紧密结合起来对其进行系统分析，从而就可以“构式”为基本单位对整个语言系统做出全面而又统一的论述。一言以蔽之，语言具有构式性（Constructionality），这一立场又可称作构式主义（Constructionism）。

我们知道，乔姆斯基继承了17世纪法国的普遍唯理语法和笛卡尔的唯理论思想
[1]

 ，于20世纪50年代，在反思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之种种不足的基础上首倡从心智角度研究语言，重在解释语言从何而来，而不仅仅对已有语言事实作描写，从而开启了语言研究的认知时代。他从心智和语言之间的关系来解释语言的运作机制，努力发掘语言表达背后的认知机制，解释人类为何能用有限符号表达无限思想，发动了一场语言学领域的乔姆斯基革命，实现了语言研究的认知转向。乔姆斯基的这一研究思路可记作：

认知——语言

即语言来自认知，语言是心智的窗户。

他还竭力主张将当时亦已流行的“形式主义”研究方法运用到语言学之中，以图将语言学纳入到所谓的“科学主义”研究轨道上来。乔姆斯基清醒地认识到语义较为复杂，语用更是变化多端，难以作形式化处理，因此为能实现语言形式化之梦想，就不得不“一意孤行”，奉行模块观，将语义和语用排除在外，研究对象被局限于“句法”上，以期能用数学公式来表征其背后有限的形式系统。他还以偏概全地将句法视为语言之本质，因此语言就成了一个抽象化的符号系统，且还认为这种形式化句法运算能力是先天就有的。乔氏为能自圆其说，提出了对语言的几个基本认识：天赋观、普遍观、自治观、模块观等（详见《上卷》第三章）。因此我们可将他的研究思路详述为：

[image: 0022-01]


Lakoff、Langacker、Taylor、Talmy、Dirven等所倡导的认知语言学接受了从心智角度研究语言的方法，但坚决反对乔氏上述语言观，通过对其多年的反思和批判，逐步形成了认知语言学，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体验性、非普遍性、非自治性、非模块性、非形式化”的研究思路，将“体验哲学（Embodied Philosophy）”视为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以批判乔氏的天赋观。为此，我们拟将乔氏上述的研究思路修改为：

现实——认知——语言

即在“认知”的左边增加“现实”，意为人们的认知来自对外部世界的经验，须从人的体验角度来认识和解读语言，这就明显使得认知语言学带上了我们所熟悉的“实践观”、“人本性”。该式可解读为：语言是人们在对现实世界进行“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的基础上形成的。这就是我们为认知语言学所下定义开头两小句话的含义，以区别于乔氏的立场。国内有个别学者至今还将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立场与乔氏的语言认知观相混淆，将前者所论述的概括性承诺（王寅，2007：30）误读为后者的“普遍语法”，且将认知语言学定位于研究“语言的普遍原则”和“认知规律”之间的关系，这显然是一个原则性误导。

我们知道，认知语言学主要包括认知语义学和认知语法，前者主要研究概念系统、意义和推理（Lakoff & Johnson，1999：497），后者也将语法归结为概念化，从意义角度探讨语法的形成机制，因此定义中的第3小句则点明了这两个核心分支学科的主要内容。倘若不以“概念结构”和“意义研究”为中心，恐怕就不是在做认知语言学了。

Lakoff（1990：40）曾指出：

For me，cognitive linguistics is defined by two primary commitments，what I will call the Generalization Commitment and the Cognitive Commitment. The generalization commitment is a commitment to characterizing the general principles governing all aspects of human language. I see this as the commitment to undertake linguistics as a scientific endeavor. The cognitive commitment is a commitment to make one’s account of human language accord with what is generally known about the mind and the brain，from other disciplines as well as our own.（对我来说，认知语言学可由两个基本承诺来定义，我将其称为“概括性承诺”和“认知性承诺”。前者是一种旨在描写能约束人类语言所有方面的承诺，我将其视为语言学可作为科学研究事业的一种承诺。后者是可使语言描述与我们从自己的学科以及其他学科所获得的有关大脑和心智的一般认识相一致的承诺。）

我们在权宜性定义中的第4小句则阐明了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进路，信守“概括性承诺（the Generalization Commitment）”和“认知性承诺（the Cognition Commitment）”。

这里的“概括性”主要是指：事实的归纳（基于用法的模型）、经验的总结（体验性），抽象出语言各层面共通的认知规律（定义中的“统一解释”，而不仅仅是句法层面）。要能“概括”出语言中规则性和非规则性（如习语）用法特征，“概括性”就应当先于“生成性”。此处的“生成性”是指乔姆斯基基于天赋观、普遍观、自治观、模块观和形式观等来解释语言生成的机制。

这里的“认知性”主要是指：语言能力不具有自治性，它与人们的其他认知能力不可分离，语言是建立在人们的互动体验、认知方式、概念结构之上的，语言是认知的结果，前者必须参照后者才能做出较好的解释。据此，语言就不具有像乔氏所说的天赋性，而主要是后天建构的，这就要求我们要从语言事实背后寻找出其内在性的认知方式。

我们认为，语言之所以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是因为人们所面对的世界具有相同或相似的规律，人类具有相同的身体结构和器官功能，在此基础之上就形成了部分共通的认知方式，使得全世界不同语言具有了部分普遍性。世界各语言之所以具有差异性，是因为人们的主观能动性有差异，识解世界的方式有所不同。我们近年来主要论证了认知的体验性和语言的体验性，且还提出了“体验性普遍观”、“体验性人本观”、“体验性概念化”，就是基于此做出的进一步研究。

我们还尝试将有限的认知方式用来解释语言的各个层面，以图建立语言研究的统一分析方案，这就是定义中“统一解释”的含义，这也是能将众多观点和繁杂论述统一在一个理论框架中进行研究的基础，笔者2007年出版的拙著《认知语言学》就是在此思路上写成的。

认知语言学是基于对以往语言理论，特别是对乔氏TG理论反思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亦已成为当今语言理论中的一门显学，代表着当今语言学的前沿之一，具有“新兴性”。要能深刻而又全面地理解认知语言学，不仅需要了解西方哲学，特别是后现代哲学理论，而且还要了解心理学，特别是认知心理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因此它也具有“跨学科性”，认知语言学的这两点性质是毋庸置疑的。也正因为认知语言学具有新兴性和跨学科性，才更具挑战性，吸引了众多学者为其“坐得板凳冷，享得清平乐”，为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语言真面貌提供了一个新且好的研究方向。


（二）


构式语法理论是一批学者于20世纪80—90年代，在认知语言学框架中对TG语法进行反思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个新语法理论体系，现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识和接受，并被不断拓深和扩展，亦已形成一股强劲的趋势，从而出现了近十几年来认知语言学家将对语法理论的研究逐步归结到“构式语法”上的现象（Croft & Cruse，2004：225），很多学者已经将其视为认知语言学研究句法理论的一个集合名词。Östman & Fried（2004：6）指出：

Construction Grammar can（or could）be a universal theory of grammar.（构式语法可能成为语法的普遍理论。）

Goldberg（2006：3）则将构式上升为语言之本质，是人们头脑中语言知识的表征形式，她指出：

Observations about particular linguistic constructions have shaped our understanding of both particular languages and the nature of language itself.（对特殊的语言构式的观察，形成了我们对特定语言及语言本质的理解。）

正如上文所述，认知语言学与TG两学派有部分相通之处，都认为语言具有心智性，应当从人类心智内部和认知系统的角度来研究语言（Goldberg，2006：3；王寅，2007：28），语言学家的主要任务就应当是描写语言事实背后的认知方式和语言的心理表征。但对于心智的来源、认知的描写、表征的方法、研究的途径、关注的对象、得出的结论等一系列根本原则和基本主张，两学派却出现了重大分歧。构式语法也深入批判了TG理论的五大基本假设（天赋观、普遍观、自治观、模块观、形式观），发现“核心语法（Core Grammar）”以及建立在狭义的同义关系之上的转换规则等解释方法难以令人信服，动词的配价理论和题元分析法存在许多不足，认识到句法结构本身可有独立于动词的意义，不仅如此，构式义还可能改变动词的意义，因此倡导在框架语义学的基础上详细分析动词所出现的句法环境（Syntactic Context）等，逐步使得构式语法发展成为认知语言学研究句法的核心内容。

我们应当注意，构式语法常用术语“Produce/Production/Productivity”应译为“能产（性）”，有时国内学者不经意地将其译为“生成”，但一定要注意它们与TG所讲的“生成（Generate/Generation）”含义是不同的。乔氏所说的“生成”主要是指语言表达生成自基础部分（短语标记和词库表）和深层结构，因此上文所说的概括性先于生成性，其中的生成性就是指乔氏基于天赋观、普遍观、自治观、模块观和形式观（详见《上卷》第三章）等来解释语言的生成机制。而构式语法主要是指基于同一图式性构式“能产”或“特许（Licence/Sanction）”出很多不同的、具体的例示性表达。构式语法的分析思路主要基于“所见即所得”、“基于用法的模型”等原则（详见《上卷》第三章第二节第7点），为此，本书主张将构式语法中的“Produce”译为“能产”，以便与TG语法中的“生成”相区分。

构式语法的核心观点是：在体验哲学的基础上用“象征单位（固化的形义配对体）”和“构式（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象征单位构成）”来建立结构与意义和功能间的最佳和最简心智表征方案，以期能对语言做出统一而又全面的解释。据此，语言就可被定义为“象征单位和构式的大仓库”，语法就可通过这两者做出深入详尽的描写。从构式角度来研究语言的意义在于：可望实现语言理论的充分性（兼顾中心和边缘现象）和统一性（将语法的认知研究都归结为构式），深化句法与语义的接口研究（以形义配对体为基点），以进一步批判语言天赋观、普遍观、自治观、模块观和形式观，拓展对人类一般认知能力和语言心智表征的理解。

这一新理论的出现不仅引起了认知语言学界，而且还引起了该学界以外很多学者的极大兴趣和密切关注，如伯克莱分校的认知科学项目组的语言学家（如Chafe，Ohala等）、哲学家（如Grice，Searle，Johnson等）、心理学家（如Slobin，Ervin-Tripp等）、人工智能专家（如Wilensky，Minsky等）、人类学家（如Cook-Gumperz，Gumperz等）。他们过去30年间出版的许多论文和著作都对构式语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也有力地促进了该理论不断发展和壮大，从而成为当今语言学理论中的一门显学。Lakoff（1987：467）得出这样的结论：

Theories of grammar without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simply do not account for anything approaching the full range of grammatical facts of any language.（没有语法构式的语法理论，就不能对任何语言中的任何语法事实做出圆满的解释。）

构式语法起源于Fillmore等（1988）学者对习语（Idioms）的研究，尝试解释被乔姆斯基等视为边缘成分而被忽视的非常规表达现象，可望能为这类语言事实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我们知道，任何语言都有一定数量或较多数量的习语或成语，语言学家必须对其加以充分关注，不少学者根据这一思路开始分析语言中一些较为特殊的表达形式，认为不能像乔氏那样置习语和特殊表达式于不顾，或将其置于词库中简单处理为一个词项。他们通过研究发现，这些习语和特殊表达式都可处理为“形式—语义”固定或相对固定的配对体，具有较高的约定俗成性，语言学家必须对其作出合理的解释，确定其在人们语法知识体系中的合适位置，否则根本就谈不上理论的“充分性”。

构式语法基于这一立场，既关注语言中的特殊现象，又关注普遍现象，认为核心和边缘表达对于语言研究都具有价值，都应受到关注。国内外很多学者尝试从习语和特殊构式入手，着手先解决特殊的、复杂的语言现象，然后以此为基础来反溯和解释概括的、规则的、简单的核心现象，并通过描述某特殊构式能被恰当运用的条件，来逼近和描写具有概括性的讲话人语言能力。这就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否定了TG学派仅研究核心语法（Core Grammar）或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简称UG）的理论取向，抛弃了转换分析法，将研究范围从“中心”扩展到了“非中心”，以求能解释语言中的所有现象，这显然比TG理论更具解释力。国外学者如Wierzbicka（1987）、Fillmore，Kay and O’Connor（1988）、Jackendoff（1997a）、Kay and Fillmore（1999）、Goldberg（1995，1996，2006）等，国内学者如陆俭明（2002）、沈家煊（2006a）、王寅（2007c/d，2009）、严辰松（2008）、江蓝生（2008）等，都尝试对英语或汉语中一些特殊构式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

他们的这一研究思路显然与哲学上的辩证法密切相关：一般存在于特殊之中，可从特殊来反溯一般，须将特殊与一般、归纳与演绎结合起来，既关注特殊，也兼顾普遍。构式语法的这一分析视角真可谓“独具慧眼”，具有理论上的创新性、实践上的可操作性，也是对西方语言学界沉醉于TG理论范式的一大反叛，确确实实给语言学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空气，也给我们以诸多启发。

构式语法与TG的另一根本分歧在于：形义分离还是形义结合（参见《上卷》第三章）。TG语法认为句法形式是天赋的和自治的，可以独立于意义和功能，可用形式化的方法进行单独研究，人们只要有少量的语言输入就可通过天赋能力推导出自治的句法规则，从而就可掌握语言。他们基于这一思路必然要走上“模块论”，将语言分为“音位子模块”、“句法子模块”和“语义子模块”，这三者通过“词库（Lexicon）”连接起来，这样就可取消“构式”的地位。

乔氏所倡导的语言生成理论必然要将注意力聚焦于语言的核心部分（即核心语法或UG），而将诸如“习语”、“成语”、“熟语”、“惯用语”等半规则或不规则的语言表达视为边缘成分或将其简单置于词库中而不予理睬。我们知道，TG理论所倡导的研究目标为：在观察充分性（Observatory Adequacy）的基础上，以描写充分性（Descriptive Adequacy）和解释充分性（Explanatory Adequacy）作为检验当代语言学理论的基本标准。但这就形成了一个“乔姆斯基悖论（Chomskyan Paradox）”，他一方面设定了语言理论的三大标准，另一方面又将自己的分析对象聚焦于不考虑或轻视语义的核心语法上，这似乎与他的三大标准相去甚远，使得“充分性”口号大打折扣。

构式语法则坚决认为，形义是密不可分的，它们紧密结合为一个“象征单位”，这也完全符合人们的语感，人们一听到某个词句的语音，就能晓其义、知其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象征单位可整合成一个构式（包括习语、成语、熟语等），它们都是“形义配对体”。语言就是这些“象征单位”和“构式”的大仓库（Inventory），语言研究必须借助于人们的一般认知能力或认知方式，才能将其解释清楚。语言学家应当集中精力研究这些构式，这才是真正的最简方案（Taylor，2002：22）。





其实，人们早就认识到句义是由词汇义和结构义共同决定的（王寅，2001：234），但自从20世纪中期TG理论登场之后，这一传统观点被打入冷宫弃之一旁，乔姆斯基等学者根据“模块论”得出结论：只有词汇才有意义，而句法仅提供组合词汇的规则，本身没有意义，这就与句法可作纯粹形式化演算的观点相吻合。词汇意义（内嵌论元结构）通过“投射原则（the Projection Principle）”将其意义和论元结构投射到短语或分句上。

许多语言学家于20多年前就认识到这一理论的重大缺陷，力主从完形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和整体主义（Holism）的角度来解释语言，提出很多例证来说明结构意义的存在，将研究焦点重新拉回到构式上来，认为必须将形式与意义、结构与功能紧密结合起来，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形义配对体（即象征单位或构式），这才是语言研究的主要对象。实现了一次既超越又不超越的回归，人们对于构式意义的认识好像走了一个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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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经常所说的，人类的认识经常以螺旋式的方式前进，但这一前进绝不是又旋转到以前的起点，而是上升到了另一个高度。构式语法的形成和发展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现象。

构式语法认为，词法和句法形成一个连续体，它们都是形义配对体，这两者都是人类通过一般认知能力获得的。这就是说，语言中的构式（Construction）和语式（Construct）都是人们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进行语法化的结果，它们作为相对稳定的构架和要素，不仅反映了人们对现实世界进行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的结果，而且也是人们表达现实世界的基本框架，这也与“语言具有体验性”完全吻合。因此，若从这个角度来讲，构式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结构的形式问题，它一定反映了某一概括性意义。

从这一观点出发，构式语法学家就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语法知识都是以“象征单位”和“构式”（或将两者归结为后者）组织起来的，应当寻求和建立“形式与意义”、“结构与功能”之间在心智中的最佳和最简表征方案，这样就能仅用“构式”为语言各层面做出统一而又全面的解释，这与认知语言学追求建立一个能对语言做出统一而又简约解释的研究思路完全一致。

构式语法不仅仅是一个语法理论，它本身就是一个内容丰富、视角独特、方法新颖、解释力强的语言学理论，几乎融合了普通语言学的各个学科，包括音位学、形态学、词汇学、句法学、类型学、语义学、语用学、韵律学（Prosody，基于韵律特征来研究表意单位或信息单位）等分支，难怪有学者要将构式语法称为“构式语言学（Construction Linguistics）”。

Goldberg（2003，2004，2005，2006）将自己于1995年、1996年、1997年提出的构式语法修补为“认知构式语法”，主要代表有Lakoff，Goldberg，Bencini等（参见Goldberg，2006：214），以区别于Fillmore et al.（1988）、Langacker（1987，1991a，b）、Croft（2001）等的构式语法理论，主张将语言中所有基本单位都称为“构式”（包括不可单独使用的词素），这样，语法知识都是以“构式”组织起来的，语言研究就可归结到“构式”上来，它才是语言概括性之所在，认知构式语法就应当将其视为基本单位和核心内容，基于这一思路的语言理论也才真正具有概括性。

我们拟将“认知构式语法”扩展到以狭义认知语言学为基本理论架构的所有构式研究。根据Croft & Cruse（2004）和Goldberg（2006）的观点，Fillmore不能算作是在狭义认知语言学框架内研究构式语法（但他作为构式语法的始创人功不可没），Langacker和Croft等学者的研究都可视为认知构式语法，因此该术语具有广义性，不仅仅限于Goldberg（2006）的观点。


（三）


近来国外许多认知语言学家都对构式语法予以充分关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究，提出了几种不同的构式语法理论，出版了数本相关著作和大量论文，如Langacker（1987，1991a/b，2003），Goldberg（1995，2006），Shibatani（1996），Croft（2001），Croft & Cruse（2004），Taylor（1996，2002，2004a/b），Fried & Boas（2005），详见Goldberg（2006：17—18）的列述。特别是荷兰的John Benjamins出版社于2004年开始出版Construction Approaches to Language
 （语言的构式法研究丛书），大大推动了构式语法理论的传播与发展：

第一卷2004年出版，由Susumu Kuno和Ken-ichi Takami合著，书名为Functional Constraints in Grammar：On the Unergative-Unaccusative Distinction；


第二卷2004年出版，由Mirjam Fried和Jan-Ola Östman合编，书名为Construction Grammar in a Cross-Language Perspective；


第三卷2005年出版，由Jan-Ola Östman和Fried合编，书名为Construction Grammar：Cognitive Grounding and Theoretical Extensions；


第四卷2005年出版，由Mirjam Fried & Hans Boas合编，书名为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Back to the Roots；


第五卷2008年出版，由Jaakko Leino主编，书名为Constructional Reorganization。


Mouton de Gruyter于2008年出版的系列丛书Trends in Linguistics：Studies and Monographs
 第194卷的书名为Constructions and Language Change，
 由Bergs，A. & G. Diewald主编。

此外，Mouton de Gruyter还有一套丛书Topics in Linguistics，
 2008年第57卷的书名为Constructional Approaches to English Grammar，
 由Trousdale，G. & N. Gisborne主编。

这些专著和论文的出版大大推动了认知语言学中的构式语法研究。我们认为，诸位学者在论著中所提出的种种观点，将在近几十年里引起越来越多语言学家的关注和思考，将成为认知语言学家研究语法的焦点，也将进一步促使构式语法成为当今语言学的一门前沿学科。

国际构式语法研讨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struction Grammar）从2001年至今，已经召开了四次国际研讨会：

第一次于2001年4月在美国加州的Berkeley召开，Fried & Boas于2005年主编出版的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Back to the Roots
 一书就是这次研讨会的论文集；

第二次于2002年9月在芬兰的Helsinki召开；

第三次于2004年7月在法国的Marseille召开；

第四次于2006年9月在日本的Tokyo召开；

第五次会议于2008年9月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的Austin召开。





构式语法也引起了国内同行的广泛兴趣和关注，近来在很多外语类期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汉语界学者也对其显示出了巨大的兴趣。在这些文章中，既有介绍引进、综合评述，也有借用这一理论分析汉语语法构式方面的研究。另外，外语界已经召开了两次构式语法专题研讨会：2006年4月21日至24日在河南大学召开了首届构式语法高级论坛，2007年3月30日至4月1日在重庆大学召开了第二届构式语法专题研讨会。

笔者于2001年在《外国语》第4期上撰文“Lakoff & Johnson笔下的认知语言学”就论及了语法构式的特征，后在2006年和2007年出版的《认知语法概论》和《认知语言学》中对构式语法的相关内容作了初步述评。但由于该理论所含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学科较为宽广，仅作零碎介绍或简要述评已不能满足要求。为能适应认知语言学框架中构式语法理论如此迅猛的发展趋势，特写本书，一方面将国外有关理论作一贯通性梳理，阐述我们对这些论述的看法，对不足之处提出一些修补方案；另一方面还根据构式语法理论做了自己的点滴研究，进行个案分析，算作一点学习体会，以飨读者，更欢迎批评指正。


（四）


本书共分上下两卷：《上卷》主要是理论阐述，包括15章；《下卷》为个案分析，包括16章。《上卷》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为构式语法的入门，在介绍Langacker所倡导的语法最简方案的基础上论述了“象征单位”和“构式”这两个英语术语的汉译和定义，重点阐述了笔者为什么倾向于择用“构式”这一译法的原委。本章还分析了各路学者对“构式”的论述，重点阐述了我们的解读。

第二章在上一章的基础上引出了“构式语法”，论述了认知语法的基础（“象征单位”）和核心（“构式”），指出了构式语法与“词汇中心论”和“分句中心论”所研究对象之不同，并探讨了构式语法与TG语法的差别。

第三章系统梳理了构式语法对TG语法的批判。从回顾TG语法的基本假设开始，包括：天赋观、普遍观、自治观、模块观、形式观等，构式语法对这些基本假设逐一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本章还介绍了Langacker对“自治观”的最新理解，笔者将其总结为四种不同的“自治观”。

从第四章至第七章重点梳理了构式语法的发展简史和主要派别。第四章在论述Fillmore三个里程碑式语言学理论的基础上，介绍了他如何从框架语义学和习语研究走上了构式语法的历程。第五章论述了Langacker所倡导的认知语法，他为构式语法的建立发展和广泛传播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第六章主要论述了Goldberg对题元结构的构式语法分析法，特别是她关于“动词”与“构式”互动关系的新观点，以及“构式”与“构式”之间传承性关系的新见解。第七章论述了Croft的激进构式语法，较为详细地解读了激进构式语法的“激进”之处。这四章为第八章详细比较这些理论的同异作了铺垫。

第八章围绕“句法范畴”、“句法关系”、“构式关系”、“信息储存和传承”这四个方面，分析和比较了当前四种较为流行的构式语法理论：（1）Fillmore的构式语法；（2）Langacker的认知语法（也是一种构式语法）；（3）Lakoff和Goldberg的构式语法；（4）Croft的激进构式语法。

第九章归纳了构式的十组特征：体验性与抽象性、基础性与进化性、概括性与独特性、套叠性与整合性、独立性与互动性、静态性与动态性、原型性与多义性、分类性与分层性、传承性与限制性、理据性与象似性。第十章则以“吃/eat+名词/N”构式、“所有格”构式为佐证例述了第九章所列述的构式特征。

第十一章论述了当前国内外认知语言学的研究热点“构式压制”，在介绍其发展简史和主要内容的基础上，重点论述了“体压制”现象，且提出了词汇压制、惯性压制、选显压制、仿拟压制、多重压制、信念分句压制等新观点。

第十二章主要分析了构式语法理论的优点和不足，在此基础上反思了当前构式语法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点滴看法。

第十三章的标题为“‘图形—背景’关系与构式组织”。Talmy于20世纪70年代首先将丹麦心理学家Rubin和完形心理学家所建立的“图形—背景观”引入到认知语言学研究中，为语言分析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本章在系统梳理“图形—背景”特征的基础上，从体验哲学角度较为系统地论述了这些特征对构式形成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

第十四章论述了图式范畴理论与构式网络。在论述了“原型样本范畴观”与“图式范畴观”之间的同异之后，尝试运用汉语中常见的“属加种差”构词法来支撑后一观点。本章还基于图式范畴理论论述了象征单位之间的关系，以及构式之间的关系。图式范畴理论对构式网络也有较大的解释力。

第十五章主要对构式语法中常用的“框盒图分析法”进行了描写和总结。框盒图的画法与TG学派常用的树型图不同，看上去虽较为复杂繁琐，画起来也较费时间，但只要稍微琢磨一下，其实也不难，反而更为直观形象，所含信息量更多。框盒图主要有四种类型：框盒套叠图、特征结构图、共变指数图、框盒树型图。本章最后简单探讨了框盒图分析法的利与弊。

为能保证各章所述内容相对独立完整，难免个别之处会有重复，本书的处理方法是：同一内容在某章节会重点论述，其他需要运用处则尽量略述，标注出所参见的章节。

附录一列出了本书所用主要术语以及汉译对照表，附录二列出了书中所述及的外国人名及其汉译对照表。两个附录都标注了索引页码，以便查询。


（五）


语言是一块神奇的土地，令人着迷，值得我们笔耕不辍，奋斗终生。语言研究又是一个艰难的领域，迷雾重重，荆棘丛生，我们为此深感任重而道远！若能揭示语言的奥秘，走出语言的迷宫，同仁尚需加倍努力，定会享得无穷乐趣。“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让我们以此句共勉！

在我访问美国和新西兰期间，G. Lakoff、R. Langacker、J. Taylor、J. Haiman等国外著名认知语言学家给予我很多指导，不仅赠送最新专著，此后还不断给我邮寄资料，认真解答我提出的问题。正是得益于他们的无私支持，我才能在认知语言学（包括构式语法）这一领域取得些许进步。

本书《上卷》为2007年度四川外语学院一等资助项目，并被列为2008年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08-YY10）的成果。在编写过程中我得到了国内著名学者胡壮麟老师、钱冠连老师、许余龙老师等的热情鼓励和大力支持；我的研究生刘玉梅、赵永峰、郭霞、沈艳萍、明月、宋雅志、梁亮、金睿、崔文灿等帮助我收集语料并校对手稿，还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对我一直大力支持。笔者在此向他们一并表示真挚的感谢！

孔子在《论语·雍也》中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我享受着读书、教书、写书的无穷乐趣，信奉着知识分子“坐得板凳冷，享得清平乐”的人生格言，曾自嘲地将李白“将进酒”中诗句“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
 ”仿拟为“古来学者皆爱书，唯有文章留衷肠”。

众多好友和学生建议我要注意休息，不要再过“没有周六和周日，更无寒假和暑假”的日子了，应当丰富生活，享受人生乐趣。我十分感谢他们的关怀，也一直表示我正在享受着自己喜欢的人生和乐趣，以书房为家，赖纸张为友；少闻窗外事，专心治本业。我真的无法对他们作出更多的承诺，只将一如既往地履行我的人生宗旨：诚诚恳恳待人，认认真真治本，踏踏实实做事！同时也向妻子和各位朋友保证“我会注意锻炼身体的”，以感谢各位对我的支持和关怀。

继往开来，让我们沿着前辈的足迹不断发展语言理论，有所建树；

承前启后，让后来者能踏着我们的肩膀奋力向上攀登，超越我们！

作者

2008年于大川水岸和青城山


[1]
 　Arnauld（阿尔诺，1612—1694）和Lancelot（兰斯洛特，1615—1695）于1660年出版了《普遍唯理语法》一书，认为语言运作的根本机制只能到“理性”中发现，理性是唯一重要的原因，语法也应当是唯理的，且具有普遍性特征。这就是该书书名的含义。又因他们常在法国凡尔赛附近的“Port-Royal”（波尔—罗瓦雅尔）修道院讲辩论学，且主要在此写成此书，因此该书又叫《波尔—罗瓦雅尔语法》（参见他们编著的《普遍唯理语法》，张学斌翻译，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法国的笛卡尔（Descartes，1596—1650）竭力主张用理性演绎法取代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而培根主张用经验归纳法取代经院哲学），提出了著名的“我思故我在”的哲学命题，认为只有理性是可靠的，且是生来就有的，乔氏将这一观点应用到了语言研究之中（参见乔姆斯基，1966）。


第一章　从象征单位和构式说起

本章为构式语法的入门，在介绍Langacker所倡导的认知语法最简方案的基础上论述了“Symbolic Unit”和“Construction”这两个英语术语的汉译和定义。笔者主张将“construction”译为“构式”，将“construct”译为“语式”，阐述了这两者的差别，并就“构式”涵盖太广的质疑提出了权宜方案。第三节还收集了不同学者对“构式”的论述，以及我们对其所作出的解读，特别强调了“构式”是语言在人们心智中的表征单位，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应当从认知角度研究构式。同时也探讨了在研究构式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单词素词”和“可预测性”等问题。

第一节　Langacker语法分析的最简方案

狭义认知语言学的核心原理为：

现实——认知——语言

即语言是人类在对客观外界进行“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可借用汉语中的词组“体认”来表示这两者）的基础上形成的。这就意味着，认知语言学主要聚焦于发现语言事实背后的体认机制，尝试运用有限的认知方式［如：互动体验、范畴化、认知模型（包括CM、ICM、ECM、心智空间）、意象图式、隐喻转喻、识解等］对语言各层面做出统一的解释（王寅，2007）。

Lakoff和Talmy等所倡导的认知语义学就是依据这一基本原理，基于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建立了“认知方式、概念结构、语义系统”的语义分析框架，以此来详细论述词句意义的形成、理解、心智表征等。

Langacker所倡导的认知语法也根据这一研究思路，正式提出描写语言系统心理表征（1987：57；2008：14）的简化方案，即仅通过“象征单位”和“构式”这两个概念就可实现对其做出系统而又统一的解释。他认为，在语法研究中只要设立三个基本单位，就可大致描述语言在人们心智中的表征情况，并在以后的论著中反复强调了这一观点，这就是构式语法学家所持的“构式主义（Constructionism）”立场，即“语言具有构式性（Constructionality）”。

认知语法的这三个基本单位是：

（1）音位单位［Phonological Unit，又叫：Phonological Pole（音位极），Phonological Structure（音位结构），Phonological Representation（音位表征），Phonological Category（音位范畴），Phonological Constituent（音位成分）］：与语言中语音密切相关，既包括抽象性的音位知识，又包括语言中可感知到的物质性的一面。这就彻底修改了索绪尔将“音响形象（Sound Image）”视为心理实体的说法，索绪尔认为音响形象和概念两者都是心理性的，似乎令人难以琢磨。

（2）语义单位［Semantic Unit，又叫：Semantic Pole（语义极），Semantic Structure（语义结构），Semantic Representation（语义表征），Semantic Category（语义范畴），Semantic Constituent（语义成分）］：包括命题内容、识解、功能、语用因素等，对语义的理解必须依赖于百科性知识。

（3）象征单位［Symbolic Unit，又叫：Symbolic Structure（象征结构），Symbolic Constituent（象征成分）］：象征指一定的形式约定俗成地代表一定的意义，象征单位就是音位单位与语义单位的直接相连的结合体（the conventionalized and direct association of a phonological unit with a semantic unit；a semantic unit paired with a phonological unit），两者不可分离。

这一观点还可以图示如下：

[image: 0038-01]
图1.1



象征单位具有双极性（Bipolar），它是一个音位极（形）和一个语义极（义）的结合配对体，语义极和音位极都是高度图式化的。根据Goldberg（1995：4）的观点，构式可简单地表述成：

［1］C（f，m）

式中m指一组意义和用法的条件，f指语音形式的条件。本书为突出语义的重要性，拟用先语义极后音位极的顺序，故将Goldberg的表达式改写为：

［2］C（m，f）

Langacker用一斜线（/）来表示语义和音位之间的象征关系。语义极用全大写字母表示，音位极用国际音标符号表示，如“boy”的象征单位就可记作：

［3］［［BOY］/［bᴐi］］

Langacker（2008：161）用“Σ”表示象征单位，用S表示语义单位，用P表示音位单位，一个象征单位就可记作：

［4］［［S］/［P］］Σ


一个音义配对体就是一个“象征单位”，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象征单位就整合而成一个“构式”，可记作：

［5］［Σ1
 ］+［Σ2
 ］→［Σ3
 ］

注意，该式中没有用等号，而是用右向的箭头，以表明［Σ3
 ］不是由其各成分简单组合而成的。

任何语言表达式，包括词素、词、短语、句子乃至语篇，都是象征单位或构式，认知语法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论述语言是如何通过象征单位或构式来表征的。Langacker提出了“语言就是象征单位和构式的大仓库”的观点，语法（甚至语言）用这两个单位或者用一个单位“构式”就能解释清楚，这比起其他理论来说确实是简洁了许多，难怪有很多学者认为它比乔姆斯基的最简方案（Minimalist Program，简称MP）还要简洁。

我们认为，Langacker提出用“象征单位”和“构式”来分析语言的各个层面，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创新，是对语言研究的一大重要贡献，一方面为认知语言学的目标——统一解释语言各层面——提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另一方面也彻底否定了把句法作为一个独立层面来处理的方法。音位单位与语义单位直接相连，就是说两者之间没有其他组织层次，它不同于TG，以句法为中心，一面通过“句法—语义”界面获得语义解释，另一面通过“句法—音位”界面获得音位体现。

这并不是说，认知语法完全否认句法的存在，而是意在强调把传统上被视为词法和句法的内容都当作“象征单位”和“构式”来作统一处理。一个词素是一个象征单位，两个或数个词素并置后，经过整合加工就形成了一个句法上相对复杂的表达，这就叫构式（或叫：复合表达式、象征复合体），它也是象征单位，而且是在音位串和语义串这两个层面上同时进行整合运作的结果。这样，象征单位、构式就分布于语言的各个层面，就可以将分析词法和句法的方法统一起来。因此分析词汇意义的认知方式同样适用于分析各类构式，包括：短语、分句、句子，乃至语篇。语言交际的最小需要，或分析语言的最小需要就是：语音、语义以及两者之间的连接，将语法分析归结为象征单位和构式正体现了这一最小需要。

通过研究象征单位和象征单位的整合（即构式），我们就能对语言作出较为详尽的心智描写和认知解释。Croft & Cruse（2004：225，254）指出：人们的一切语法知识基本上是以构式的形式来表征的，因此“构式”可以概括人们全部的语法知识。这为我们研究语言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确实是一大了不起的贡献。难怪Taylor（2002：22）指出“象征单位理论才是语言理论中真正的最简方案（a truly minimalist theory of language）”。

第二节　“Symbolic Unit”的汉译和定义

将“Unit”译为“单位”，学界无甚分歧。所谓“单位（Unit）”，就是人们通过反复运用使其成为一个自动的、通用的、无意识的、固化的（Entrenched）、常规化的（Routinized）最小元素，人们在使用“单位”的过程中，无需考虑其内部成分与结构层次，相当于认知心理学中所说的“知识表征单位——构块（Chunk）”。Langacker（1987）主张将其描写为“神经认知常规程序（Neurocognitive Routines）”。

该术语翻译的分歧主要在“symbolic”上。在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中“symbol”有两个解释：

（1）things regarded by general consent as naturally typifying or representing or recalling something（esp. an idea or quality）by possession of analogous quality or by association in fact or thought（e. g. White is a symbol of purity. The lion is a symbol of courage.
 ）

（2）mark or character taken as the conventional sign of some object or idea or process

其第一义相当于汉语的“象征”，第二义相当于“符号”。汉语的“象征”在《现代汉语词典》上有两义：


（1）用具体的事物表示某种特殊的意义；



（2）用来象征某种特别意义的具体事物。


汉语的“符号”也有两义：


（1）记号，标记；



（2）佩戴在身上表明职别、身份等的标志。


经过仔细解读我们会发现，汉语“象征”基本上相当于英语“symbol”的第一义，而汉语“符号”的第一义相当于“symbol”的第二义。至于将“symbol”或“symbolic”译为“象征（的）”还是“符号（的）”，这从语言学理论角度来说，还是有很大差异的，反映了译者对认知语法基本观点的理解。

由于长期以来受到索绪尔符号学理论的影响，“符号”具有任意性的观点似乎已成为一条“毋庸置疑”的公理，而“象征”似乎与其相反，其中有个取何“象”而“征（征：证明、证验，表露出来的迹象）”的问题，“象征物”与“被象征物”之间的关系不是任意的，而是具有一定或较高的理据性（即象似性，详见第九章第十节）。从其英语解释“naturally typifying or representing，analogous quality or by association”中，我们也不难悟出“象征”的确切含义。而Langacker所用的“Symbolic Unit”确实取了后一意义，这可从他（1987：12）在《认知语法基础》第一卷开头的一段话中得知：

索绪尔过分强调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例如由多词素构成的语言符号就是非任意性的例证，其间的理据是可被分析的，即使单个词素中的任意性也须大加限制。暂且不说拟声词这一显而易见的现象，语言中普遍存在类比和语言象征的现象，这在词汇的进化过程中不断起着许多理据性作用。语法本身（将词素结合成较大的、复杂的语法构式）具有象征性，因此论断语法与语义相分离，句法具有自治性是毫无意义的。

正如詹姆逊（1972）在《语言的牢笼》（钱佼汝译，1995：27）中所指出的：

的确，“象征”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词与物之间的关系根本不是任意的，在最初把它们联系起来的时候是有一种基本的对应关系。

这还能从Croft & Cruse（2004：257）的下一段话得到佐证：

构式语法理论中的语法构式，就像其他句法理论中的词库一样，包括形式和意义的配对体，它们之间的关系仅是部分任意的（at least partially arbitrary）。

为能确认我们的理解，笔者又直接发电子邮件请教Langacker本人，他于2005年3月8日在给我的回复邮件中说：

Arbitrariness is not part of the definition.Most symbolic relationships are less than fully arbitrary.（任意性不包括在象征单位的定义中，大部分象征关系并非完全任意。）

这就是说，沈家煊先生1994年将“Symbolic Unit”译为“象征单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种译法能够完全反映出Langacker所用术语的准确含义，也能体现出认知语法的基本观点。

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阅读和理解Langacker在《认知语法基础》中的基本观点就会通畅得多，他（1987：11）指出：

Language is symbolic in nature.

我们将其译为：“语言在本质上具有象征性。
 ”这也与他的一贯思想完全吻合：语言一方面是概念化（即我们认识世界的过程和方式）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对概念化的表达（即词汇化和语法化），具有理据性。若将其译为“语言在本质上具有符号性
 ”，好像就未传递什么实质性内容，因为长期以来，语言一直被视为人类交际的一种主要符号系统，也就没有必要作为一条基本原则在此强调，此外，这种译法还会与索绪尔的符号学、任意性等问题纠缠在一起。因此，我们完全赞成沈家煊（1994）将“Symbolic Unit”译为“象征单位”，用其指固化了的形义配对体，在形式和意义之间具有约定俗成的理据性关系，而不是任意的，这样就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Langacker认知语法的基本观点。

据此我们认为，这里的“象征性（Symbolic）”有以下几层含义：


（1）形义配对存在，两者不分家；



（2）一切语言单位都具有象征性，它们都是象征单位；



（3）语言是象征单位的大仓库；



（4）象征性更接近于象似性；



（5）形义之间具有约定俗成性（不等于任意性）和象似性。


第三节　“Construction”的汉译和定义

1. “Construction”和“Construct”的汉译

在当前理论语言学特别是认知语言学的论著中，有关“Construction（构式）”的研究实在是太多了。按照认知语言学家的看法，所有语法研究都可归结到“构式”上来，构式语法能成为未来语法研究的普遍方法（Fried & Östman，2004：6）。注意，这里的“普遍”，不是TG学派所追求的普遍原则或理论，而是指一种普遍有效的研究方法。

但是，并不是所有学者对“Construction（构式）”都已达成了一致的看法，有人将其等同于“Constituent（成分，要素）”、“Structure（结构）”、“Collocation（搭配）”、“String（语符串）”、“Syntactic Context（句法环境）”或“Syntagmatic Context（组合环境）”；有人将其视为“Phrase（短语）”、“Idiom（习语）”或“Formulaic Phrase（公式化套语）”；还有人将其用作“Pattern（句型）”、“Configuration（构型）”等等，不一而足。因此，本章有必要先对“Construction（构式）”作一具体描写和明确定义。

“Construction”在国内有多种译法，如：“构式”、“构造”、“句式”、“型式”、“构块”、“构件”、“构块式”、“结构式”、“语法结构式”、“构架”、“架构”、“框架”等（纪云霞、林书武，2002）。笔者主张将其译为“构式”，将“Grammatical Structure”译为“语法结构”。如此译法主要出于两个考虑：

（1）从构词法角度而言，“construction”是从动词“construct”派生而来的，同时，我们还可将其视为由“con-”加上“struct（ure）”而构成的，其中含有“建构”、“制造”之义，更含抽象之义，因此我们曾有一段时间将其译为“构造”，强调建构的过程
[1]

 ，但国内学者大多已接受了“构式”这一术语，我们取“从众”之策。

（2）在英语中，“construction”和“construct”都可作名词，但在构式语法理论中，这两词有不同的分工：许多学者认为前者多含抽象性，主要指心智中的一种“图式结构（Schematic Structure）”或“抽象蓝图（Abstract Blueprint）”，有学者将其称为“抽象的语法成分（Abstract Elements of Grammar）”，还有学者将其称为“语法构式（Grammatical Construction）”，它是“在语式的基础上概括而成的（generalization over constructs）”；后者则是前者向具体方向的转化，多用以指由前者特许而成的具体表达式，Fried（2008：52）将其视为“构式的具体体现（actual physical realization of constructions）”，Cappelle（2006）将其称为“构式变体（Allostruction）”，Bergs & Diewald（2008：6）则主张将其称为“具体衍生者（Concrete Descendant）”
[2]

 。

这两个术语的区别与语言学中常用的“类型（Type）”和“记号（Token）”的区别大致相当，前者指一个类型，后者指具体的记号，Traugott（2008：36）将它们直接对应为“Construction-type”和“Construct-token”。这一区分也与索绪尔区分出语言与言语、乔姆斯基区分出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的基本立场紧密相关。Kay & Fillmore沿着他们的立场指出，“构式”属于语言中的语法部分，而“语式”属于语言的言语层面，包括具体的词、短语或句子（utterance-types of the language：words，phrases or sentences）。Kay & Fillmore（1999：2—3）指出：

A construction（e. g. the subject-auxiliary inversion construction）is a set of conditions licensing a class of actual constructs of a language（e. g. the class of English inverted clauses ….）［构式（如主语—助动词倒装构式）是一组能特许语言中实际出现一类语式（如英语中的各类倒装分句……）的条件。］

Fried & Östman（2004：18—19）指出：

A construction is an abstract
 ，representational entity，a conventional pattern of linguistic structure that provides a general blueprint for licensing well-formed linguistic expressions. In contrast，the actually occurring linguistic expressions，such as sentences and phrases，are not constructions，but CONSTRUCTS.（构式是一个抽象性、表征性实体，是一种约定俗成性语言结构的类型，它可为特许词语插入其中形成完好语言表达式提供一个总体蓝图。相比之下，实际出现的言语表达式，如句子或短语等，不是构式，而是语式。）

Michaelis（待出）也认为：

…a construction is a description of construct
 ，a combination of a mother node and one or more daughter nodes.（一个构式是对语式的描写，它将一个母节点与一个或多个子节点组合起来。）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are recipes for word combination that speakers use to achieve specific communicative goals，…Constructions determine the linear order of the words.（语法构式是词汇组合的方法，讲话人用其来取得特定的交际目的，……构式决定了词的线性序列。）

Bergs & Diewald（2008：5）指出：

Constructions are seen as the more abstract blueprints which license well-formed linguistic expressions，while constructs or allostructions are the more concrete realizations of constructions，i. e. actually occurring expressions or types of expressions.（构式被视为较为抽象的蓝图，它准许产生出形式正确的语言表达式，而语式或构式变体是构式的较为具体的体现形式，即实际出现的表达式或表达式类型。）

这些构式语法学家对“构式”的表述尽管有差异，但对其都持基本相同的观点。从他们的论述中明显可见，“Construction”具有概括性特征，指被储存于心智中的抽象性图式或模板，具有建构实际语句的功能，属于语法部分；而“Construct”则是从抽象性构式中传承（Inherit）其基本句法和语义的特征（常须作必要的调变），直接实现为具体的言语表达形式，如日常交际中的言语。

构式语法理论常用术语“传承（Inheritance）”、“传承网络（Inheritance Network）”、“传承层级（Inheritance Hierarchies或Hierarchies of Inheritance）”等来指构式（具有辐射性范畴特征）之间具有部分重叠表征（Partially Overlapping Representations）的共性关系，可用来描写语言的概括性［参见Goldberg（1996：67），Michaelis & Lambrecht（1996：217），Michaelis（2006：81）］。“传承性”也常用来描写和解释“抽象性构式”与“具体性语式”之间的连接关系，这也可视为一种“图式—例示”之间的实现关系，受制于范畴化认知方式。根据Fried & Östman以及其他很多认知语言学家的观点，较为具体的“Construct”是从较为抽象的“Construction”传承了基本特征。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在部分学者的论著中，Construction包括Construct，因此从具体和抽象性角度来说，构式还可分为：

（1）具体表达式；

（2）抽象图式。

根据当下较为流行的观点，第一类的具体表达式可称为Construct，即“语式”，而第二类的抽象性图式可称为“构式”。

2. 认知语言学家论“构式”

“Construction”并不是一个新术语，它在语言学论著中早已有之。Goldberg（2006：3）在专著中开门见山地指出：从古代斯多葛时期（公元前336至公元后264）就主要用“形义配对体的Construction”来研究语法。Harris & Taylor（1997）也指出，自古以来很多学者就将结构视为有意义的形式，将其视为语言研究的主要对象。该术语也曾出现在中世纪的摩迪斯泰语言学家的著作中（参见Goldberg & Casenhiser：2006；Bergs & Diewald，2008：1），在19世纪中期“Construction”被视为“程式性、固定性的序列（Formulaic，Fixed Sequences）”。

在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1916年出版的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中也用到这一术语，Bloomfield（1933）在《语言论》中也提到了它，在Leech（1974）出版的Semantics：the Study of Meaning
 一书中更是多处提到这一术语。但它们的用法不尽相同：在索绪尔的理论体系中“Construction”一词主要指“词语在句法上的组合性联结”，在其他两位学者的论著中主要指“分句类型（Clause Type）”和“句式（Syntactic Construction）”，如“主谓宾句式（SVO Construction）”、“被动句式（Passive Construction）”、“分裂句式（Cleft Construction）”、“肯定句式（Positive Construction）”、“否定句式（Negative Construction）”、“并列句式（Coordination Construction）”等。

TG理论的主要兴趣在句法的基本单位和生成规则上，故而认为Construction不是一个原始性单位，它仅是从基本单位中生成出来的，可被视为一种语法结构的类型（简称“构型”），不在主要研究范围之内（参见Taylor，2002：567）。因此，“Construction”具有无足轻重的地位，乔姆斯基（1991：417）明确将其视为一种“副现象（Epiphenomena）”，在语法研究中不需要这一整体性的较大单位，它可根据“词汇”和“规则”被生成或预测出来。

当今构式语法理论中所用术语“Construction”与上述传统用法（可理解为“句式”或“构型”）显然存在天壤之别，其含义、范围等都存在着根本差异。


1）Langacker的观点


Langacker（1987：57—63）将“构式”视为“a conventional symbolic unit”，这里的“convention”意为：generally used in the speech community（参见Croft，2005：274），将其译为“约定俗成”还是可以接受的。而传统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在此处犯了一个错误，将其等同于“任意性”，其实这两个术语的含义是不同的，当予区分：“任意性”意为没有任何规律可循，完全是任意所为，似乎含有“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意思；而“约定俗成”则涉及如何约定、怎样俗成的问题，两者绝不是一回事（参见许国璋，1988）。

Langacker（1987：82）在《认知语法基础》第一卷中对“构式”的描写如下：

Grammar involves the syntagmatic combination of morphemes and larger expressions to form progressively more elaborate symbolic structures. These structures are called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Constructions are therefore symbolically complex，in the sense of containing two or more symbolic structures as components.［语法涉及数个词素和更大表达式的组合，以逐步形成更为复杂的象征结构（即象征单位——译者），这些象征结构就叫做语法构式。因此，语法构式即为象征复合体，其中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作其成分的象征结构。］

Langacker将构式视为“多个词素”（注意，他在文中用的是复数morphemes）的“组合”，或更大的表达式的“组合”，这表明了他对“构式”所持的主要倾向为：构式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象征单位或音义配对体结合而成的。他（2008：161）于2008年出版的《认知语法——基础入门》专著中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

Constructions are symbolic assemblies. The objective of grammatical analysis is to describe such assemblies in clear and precise detail.（构式是象征性集合体。语法分析的目的就是要清楚而又准确地详述这类集合体。）

Langacker这里所说的“象征单位”或“象征性”是指形式（主要为语音和音位）和意义的配对（体），不同学者往往用不同词语来描述：

（1）form-meaning pair

（2）form-meaning pairing

（3）form-meaning correspondence

（4）form-meaning constellation

（5）conventional association between form and meaning/content

（6）form-meaning-function complex

（7）formal and semantic correspondence

但我们也注意到，Langacker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持有较为灵活的态度，有时也倾向于接受Goldberg等学者的观点，将“词素（Morpheme）”也纳入到构式之中，他（2007：94）说：

I use the term construction very broadly. A construction is an expression of any size that could be a morpheme，a word，a phrase，a clause，a sentence. Those are all expressions. Or else a schema，which is abstracted from the occurring expressions，can also be called a construction，or a family of such elements.（我所用的“构式”这一术语含义十分宽泛。它可以是任何长度的表达式，包括：词素、词、短语、分句和句子。它们都是具体的表达式。或者是一个图式，它是从所用表达式中抽象出来的，它也可称为“构式”，或含有这类成分的家族。）

从这段新近的论述可见，Langacker也认为“词素”是“构式”。其实他（1987：82，参见上文引述）在说完构式为两个或两个以上象征单位之后，紧接着又补充说道：

There is no fundamental distinction between morphological and syntactic constructions，which are fully parallel in all immediately relevant respects.（在词素构式和句法构式之间没有根本性差异，它们在所有直接相关方面是完全平行的。）

从这句话我们亦可见，Langacker虽也承认“单个词素”可被称为“词素构式（Morphological Constructions）”，但他所说的“语法构式（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主要是指“句法构式（Syntactic Constructions）”，这类语法构式常被简称为“构式”，他在其有关论述中主要论述了这类由两个和两个以上象征单位所构成的语法构式。Langacker（2007：107）后来又说道：

Something like smart woman
 is just a minimal construction.（诸如smart woman为最小构式。）

这就是说，“构式”至少当由两个象征单位组成。


2）Taylor的观点


Taylor对Langacker的认知语法很有研究，他早在1996年就运用认知语法理论分析了英语中的所有格构式，出版了Possessives in English：An Exploration in Cognitive Grammar
 （《英语中的所有格——一项基于认知语法的探索》）。他于2002年又出版了题为Cognitive Grammar
 （《认知语法》）的专著，在进一步阐述Langacker认知语法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主张运用“图式—例示”来统一解释语言各层面，还针对学术界提出的有关质疑进行了回答和反驳。Taylor（2002：561）在书中对构式的理解与Langacker相同：

A construction may be defined，very generally，as any linguistic structure that is analyzable into component parts.（一个构式可被概括性定义为：任何可被分解成组成部分的语言结构。）

他于2004年又发表了题为“The Ecology of Constructions”的论文，基于认知语法的基本原理进一步论述了构式的有关性质，特别强调了“构式的理据性（Constructions are motivated）”（参见第九章第十节）。Taylor（2004：51）在文中对构式所下的定义与2002年的定义基本相同：

A construction is a linguistic structure that is internally complex，that is，a structure that can be analyzed into component parts.（一个构式就是一个内部复杂的语言结构，就是说，它是一个可被分析成若干组成部分的结构。）

他还对这一定义加了一个脚注，认为这里所说的“construction（构式）”就相当于Langacker（1987：487）所说的“Composite Structure（复合结构）”。这就明确表明，一个构式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象征单位组配而成的，构式本身就蕴涵着“部分—整体关系（Part-Whole Relations）”。

但是我们不同意他（2004：51）将象征单位中的“音位单位”和“语义单位”分别称为“Phonological Constructions（音位构式）”和“Semantic Constructions（语义构式）”，这可能会造成术语和概念上的混乱，因为“构式”本身就是一个音义配对体，其中的要素不能再称为“constructions”。


3）Fillmore的观点


Fillmore于20世纪70—8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框架语义学”理论，认为词汇（如名词、动词等）须相对于定义它们的框架才能被较好地理解。后来，他在此基础上重点考察了动词与它所出现的整体框架构式之间的关系，认为动词须相对于定义它的框架，即典型的句法使用环境才能被更好地理解和运用。

Fillmore等（1988）详细论述了“let alone语式”的用法环境特征，并在这一基础之上指出，讲话人在使用该语式时实际上已同时掌握了它的整体框架的信息［包括其句法、语义、语用等，Kay & Fillmore（1999：9）用行囊法拟构出术语“Synsem”来表示“句法—语义配对体”的信息，其中的“语义”包括语义和语用两方面的信息］，因此，我们要从它的用法环境、总体特征和形义结合体角度才能对其作出较好的描写和解释。Fillmore等还认为，只有通过这样的构式才能对人们的语言知识做出更为合理的解释，以此否定“词汇分析法（Lexical Approach）”、“词汇规则观（Words and Rules View）”［或“词汇规则模型（Words and Rules Model）”］。

词汇分析法持“分解观（Reductionism/Reductionist View/Reductionist Approach）”或“原子观（Atomic View）”，而Kay & Fillmore主张对语言表达式中所含各子模块中的信息作整体性统一表征（a Single Unified Representation），这就是“构式”。它既可解释语言中的常规表达，也可解释非常规性的习语，并以此反对语言“模块观（Modular View）”和“组合观（Compositional View，Fillmore等在文中还用了术语Compartmentised View）”。

Fillmore（1988：36）对构式所下的定义为：

By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 we mean any syntactic pattern which is assigned one or more conventional functions in a language，together with whatever is linguistically conventionalized about its contributions to the meaning or the use of structures containing it.（我们所说的“语法构式”是指：语言中的任何一个句法构型，它被指派一个或多个约定俗成的功能，并对其所在结构的意义或用法产生规约性影响。）

他的定义与Langacker等学者的观点较为接近，一个句法类型包括“功能”与“意义”，这样Fillmore也就强调了构式是一个“形义配对体”，他与Kay在1999年合作发表的论文中再次强调了这一立场。仔细解读，他的论述蕴涵了以下几层意思：


（1）侧重于句法层面上的构型；



（2）一个形式可表达多种意义或功能；



（3）形式和意义（或功能）之间的关系具有约定俗成性；



（4）构式会影响整个结构的意义和用法。


我们还可从中解读出如下信息和疑问，Fillmore将构式视为一种“构型（Pattern）”这是可取的，也便于理解，但问题是他所说的句法究竟包括了哪些内容？包括不包括词法（Morphology）？另外，从（4）可看出，Fillmore也认为构式本身有一定的意义，在与其他构式组配使用时，可能会对它们或整体结构类型产生一定的影响。Goldberg可能从中获得了启发，于1995年直接提出了“构式本身具有独立义”的观点。

从上文论述可见，Langacker的认知语法和Fillmore等人的构式语法都主张将形式和意义（或句法与语义）结合起来分析语言，但Leino（2005：94）认为他们俩的侧重对象有所不同，各侧重于配对体的不同极：

（a）Langacker主要聚焦于语义，着重根据语义来描写词语出现于某句法的“条件集合”，因此我们在书中用“形义配对体”来指他的观点。但是，不同学者对这一观点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语法就是语法，语义就是语义，两者不在一个层面上，因此仅从语义角度入手来描写语法，难以看出形态—句法方面的信息，且不能提供构式的形式化表达式（Notation），但构式语法学家明确表明，这是语言理论研究中的一大进步。

（b）Fillmore等人虽也主张将形式与语义结合起来分析语言（参见第四章），但更青睐于形式主义的方法，倾向于按照TG的研究思路来建立内在语言知识系统的形式化模式，但一直未能系统地提供语义描写的形式化表达式。我们拟将他的这一立场称为“形义结合观”，即仅主张将两者置于一起论述，但其间的联系程度可紧可松，不像Langacker那样，将两者视为紧密联系、不可分离的配对整体。


4）Goldberg等学者的观点


美国著名认知语言学家Goldberg于1995年基于她的老师Lakoff有关认知语义学、语言体验观、概念隐喻等理论，以及Langacker的认知语法学、Fillmore的框架语义学和构式语法等研究成果，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索，出版了在认知语言学界很有影响的一本专著Constructions：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构式：题元结构的构式语法研究方法》）。她又于2006年出版了专著Constructions at Work：the Nature of Generalization in Language
 （《工作中的构式：语言概括性的本质》），并将自己的构式语法定名为“认知构式语法［Cognitive Construction Grammar，简称CCxG，我们可称她为‘认知构式语法学家（Cognitive Constructionist）’］”，为在认知语言学理论框架中建立和发展构式语法作出了关键性贡献。

Goldberg（1995：4）认为，语言所有层面的基本单位都是构式，识别一个构式的依据为：其形式或语义的某项特征不能从其组成要素或现存其他构式中被严格预测出来。据此她对构式作出了如下定义：

C is a CONSTRUCTION iffdef
 C is a form-meaning pair＜Fi
 ，Si
 ＞such that some aspect of Fi
 or some aspect of Si
 is not strictly predictable from C’s component parts or from other previously established constructions.（当且仅当 C为一个形义配对体＜Fi
 ，Si
 ＞时，它就是一个构式，此时，“形”的某一方面或“义”的某一方面不能从C的组成部分中严格预测出来，也不能从其他先前建立起来的构式中预测出来。）

之后她（1996：32）重申了这一定义，但在个别词语上有点差异。在于2006年出版的专著中，Goldberg（2006：3，5，9）将构式定义为：

conventionalized pairings of form and function（形式与功能的规约性配对体）

LEARNED PAIRINGS OF FORM WITH SEMANTIC OR DISCOURSE FUNCTION
[3]

 （后天学得的，形式与语义功能或语篇功能的配对体）

Each pairs certain formal properties with a certain communicative function.（每个构式将某些形式特征与某一交际功能进行配对。）

In addition，patterns are stored as constructions even if they are fully predictable as long as they occur with sufficient frequency.（此外，构型只要有足够高的出现频率，即使能被完全预测，也被作为构式储存。）

从上述定义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重要观点：

（1）语言中各个层面的基本单位都是构式，它们都是被后天建构的，而不是先天就有的。对一个人来说，有些构式会较早学得，有些则可能较晚学得。

（2）构式是一个“形义配对体”、“形义对应体”、“形式—功能配对体”，可用公式表示为：C＜Fi
 ，Si
 ＞。
[4]

 而且两者之间具有“约定俗成”的关系（但绝不是“任意性”关系）。

（3）能被完全预测的构式相当于“常规构式”，不能被完全预测的构式相当于“特殊构式”，这样认知语言学家就将句法研究全部归结为“构式”。Goldberg认为能解释特殊构式的理论也能解释常规构式。如她在1995年的专著中就论述了属于后者的英语双宾构式、动结构式、使动构式等，这使得构式语法更为全面，更具解释力。

（4）一个构式可有很多方面的特征（Properties），包括形式特征（Properties of Form）和语义（或功能）特征（Properties of Meaning，Properties of Function），“不可预测性”蕴含着“组合原则（the Principle of Compositionality）”有缺陷，而须结合“整合原则（the Principle of Integration）”才能做出更为有效的解释。

（5）“可预测性”曾是TG追寻的目标，但是认知语言学（包括构式语法）不主张建立“可预测一切”的理论框架，取而代之以“理据性”。

从Goldberg的上述观点以及有关论著中，我们还能理解到她所论述的构式以及构式语法的其他主要观点：

（1）Goldberg所论述的“形”与“义”主要是指“语法角色”和“语义角色”，在她1995年的专著中所重点研究的几个构式，主要是从它们的语法角色（包括句法关系组合结构）与语义角色（包括语义功能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来论述的，如英语双宾构式的“形”可表述为：

V＜SUBJ　OBJ1
 　OBJ2
 ＞


“义”可表述为：


CAUSE-RECEIVE＜agt rec pat
 ＞

使用较复杂的象征性双宾构式的过程，就是将“形”与“义”进行对应组配的过程，组配过程中的对应性是通过范畴化来保证的。具体来说，实现两者之间组配的前提就是动词的参与者角色与构式的语义角色在一定程度上能否对应融合（Fusion），或至少共享一个角色。

（2）语义是句法产生的动机（the syntax of the construction is motivated by its semantics）（Goldberg，1996：33）。

（3）就像多义词一样，构式也具有多义性，也可用原型范畴理论（原型—扩展关系）对其做出有效解释。这些多义构式具有相关或相似意义，形成了一个紧密相关的构式家族（a Family of Closely Related Constructions）。语言中的构式可视为一个高度结构化的网络体系（a Highly Structured Lattice，Networks of Associations，Interrelated Networks）或是一个分类分层（Taxonomic Hierarchy）的组织结构，对此可用原型范畴理论做出合理解释。

（4）构式本身具有独立于动词的意义，能为动词增加论元，即“论元增容（Argument Augmentation）”，也能为动词减少论元。这就是说，构式具有能为动词重新构建配价结构的功能，即具有“压制性（Coercion）”（详见第六章第四节）。据此，同一个动词若被用于不同的构式，它所体现出来的论元结构就会不同，此时整个表达就会有不同的意义。因此，语言研究不能仅从动词，或动词所涉及的语义格（或语义角色）来论述，而应当归结到语言的“构式”这个层面上来，因此构式语法理论比词汇规则理论的解释力更强。

（5）语言中的句子都可视为构式的具体例示，因此，构式才是语言研究的基本单位（Constructions are taken to be the basic units of language）。正如Goldberg（1996：32）所指出的

...grammar itself is claimed to consist of a structural inventory of constructions.（语法本身被认为是一个由构式组成的结构性大仓库。）

（6）构式具有体验性、能产性等特征（详见第九章第一节）。

Argument在国内学术界常被译为“论元”或“题元”，本书拟对这两种译法做出区分：“论元”主要指相对于作“谓词（Predicate）”的词汇而言，这里的“词汇”和“谓词”主要指动词，能充当谓词的成分还包括名词、形容词、介词等，因此它们也都有论元。而“题元”这一术语在构式语法中主要相对于构式而言，且主要用来指构式中的语义角色。王初明（1994）曾介绍Pinker（1989）对“论元结构（Argument Structure）”的描写：谓词（主要用动词表示）与其搭配的名词之间在语义和语法上的联系。我们根据上述的区分拟将“题元结构”描写为：语法构式与其组配的名词短语之间（含介词短语中的名词短语）在语义和语法上的关系。

有了这一区分，我们就不难理解Goldberg（1995）论著的历史意义之所在了。她基于认知语言学对“词汇中心论（Lexicalism）”和“转换法（Transformational Approach）”的批判，并针对仅从动词角度分析题元结构之不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用构式语法分析法（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5]

 来论述动词论元和构式题元的结构问题。若能仔细解读她1995年专著的书名（不妨称之为“借题发挥”）即可见此思路，有此背景知识再来学习这本具有重要意义的专著，就会顺妥多了。

Goldberg在1995年专著和1996年的论文中将构式定义为“形义配对体”，但主要论述了“超词汇层面的语法构式（Extralexical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如1995年专著中论述了“双宾构式（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s）”、“使动构式（Caused-Motion Constructions）”、“动结构式（Resultative Constructions）”、“way构式（the Way Construction）”。她1996年论文的标题为“Making One’s Way Through Data”，并将其称为“分句层面的构式（Clause-level Construction）”。显而易见，这些具体例证都具有超词汇层面的句法性质。

到了21世纪，Goldberg（2003，2006）将构式的研究范围从单纯句法构式（即图式性构式）层面拓展到了词素、词、复合词、习语等层面，不仅接受了Langacker（1987）的观点（构式为大于等于2个象征单位），且还将其扩展到“含1个词素也是构式”，即只要具有“形义”或“形式—功能”配对体性质的语言单位，且其形式和语义上的某一特征不可被严格预测出来（主要指不可根据常规规则来解释，1＋1＞2），都可视为构式，都可将其置于构式语法理论中加以研究。这就大大拓宽了其研究范围，几乎涵盖了传统语法的所有层面，增加了解释力。如Goldberg（2006：5）在2006年出版的专著中从“大小”和“复杂”这两个维度列述了9种类型的构式，笔者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第10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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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中第1—5类可称为“固定性语式/构式（Substantive Construct或Substantive Construction）”，也可译为“实体性语式/构式”，第6—9类可称为“图式性构式（Schematic Construction）”。我们认为，还可增加“词类范畴”这一类（即第10类），因为它们也是“形义配对体”，特别是在英语中很多词类范畴为名词的单词都带有诸如“-sion，-tion，-ness，-ment，-ship，-age”等后缀。表中的构式名称为“名词、动词、形容词等词类范畴”，举例即为能从其他词类派生成名词等的后缀。

我们认为，Goldberg之所以如此处理，或许是为了调和“词汇中心论”与“构式分析法”之间的矛盾，消除词法与句法之间的隔阂，将词素和单词素词也视为一种构式，可望统一解释语言各个层面，这就是笔者在本书内容简介中所说的“构式是语言在人们心智中的统一表征形式”（参见图9.5）。同时，如此处理也大大增加了构式语法的内容，旨在提高构式语法理论的解释力，以便能与其他语法理论（或语言理论）相媲美，这也就是构式语法被称为“构式语言学”的主要原因。

严辰松（2006：8）在上表的基础上增加了汉语的例子，一方面说明将语言各层面单位统一处理为构式也适用于汉语（乃至全部语言），另一方面也说明可将认知语言学和构式语法用于英汉对比研究之中，为建立“对比认知语言学（Contrastive Cognitive Linguistics）”奠定了基础。现将其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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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中第1—4类为“固定性语式/构式”，第5—6类为“图式性构式”。


5）Croft的观点


Croft（2001：28）基于认知语法中的“象征单位”将构式图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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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1.4可见，Croft也将构式视作一个形义配对体，但较为详细地列出了形式单位和意义单位的三项内容。Croft（2001：46）后来又进一步解释道：

In 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the grammatical knowledge of a speaker is knowledge of constructions（as form-meaning pairings），words（also as form-meaning pairings），and the mapping between words and the constructions they fit in.［激进构式语法认为，一个讲话人的语法知识就是关于构式（形义配对体）、词（也是形义配对体）以及两者之间相适合匹配的知识
[6]

 。］





What occurs in natural discourse are constructions，that is，complex syntactic units；we do not hear individual words with category labels attached to them. Utterances are instances of constructions. ...In other words，from the points of view of the language analyst，language user，and language learner，the larger units come first.（在自然语篇中出现的就是构式，即复杂句法单位。我们不会听到一个一个贴着范畴标签的、独立的词。话语是构式的例示。……换言之，从语言分析家、语言使用者和语言学习者的观点来看，较大的单位首先出现。）

Croft主要是从构式可作为一个整体性基本单位这一角度作出定义并加以研究的，认为这个整体决定了构式的组成部分。这就与Fillmore框架语义学的基本思路相一致了。Croft（2005：273）又说：

（Construction）is a holistic description of a complex syntactic unit.（构式是对复杂句法单位做出的整体性描写。）

从Croft的论述可见，“构式”所包括的内容较多，从具体的词素到词、短语、习语，以及抽象的句法图式，包括规则性表达式和无规则性表达式，它们形成了一个“词素—词法—句法”的连续体，这也是绝大多数学者的观点，本书将其总结为图9.5。

Croft（2001：203）还指出，构式都是象征单位，都是不可分割的形义配对体，它们本身就是句法表征的“原素单位（Primitive Unit）”，因此，我们就可基于“构式”对语法（或语言）做出统一的分析。他还将这一基本立场视为最重要的一个观点（most important of all），这显然是接受了Langacker的基本思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Croft还主张取消句法范畴和句法关系，认为构式主要是由象征关系和部整关系，而不是句法关系，连接起来的。而且，Croft（2003a）不同意Goldberg在“构式义”与“动词义”两者之间做出二分对立，认为前者并不独立于后者，后者也必须依靠前者才能具体定位。这都是“激进构式语法”之所以“激进”的原因（详见第七章）。


6）Michaelis的观点


Laura A. Michaelis在构式语法方面的研究很有造诣
[7]

 ，从1993年以来出版和发表了数本专著和二十几篇论文，她基本接受了上述构式语法学家的观点，同意将构式视为“形义配对体”，但在她与Lambrecht于1996年合作发表的论文中，主张将构式视为：

form-meaning-function complex

意在使构式所含信息更为丰富，这就为Goldberg于2006年将构式从“形义配对体”修补为“形功配对体”打下了基础。

在该词条中，Michaelis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较为详细地论述了构式语法得以存在的理论基础：

（1）类型移变（Type Shifting）。句子可析为命题语干与时体语干（有点类似于Fillmore将语句析为命题部分和情态部分，参见王寅，2001：79），两者结合时可能一致，但在很多情况下是不一致的。不一致时，时体语干常处于主导地位，会实施压制（Coercion）作用，迫使命题语干中的词语（主要是动词）在句法、语义和语用等方面作出移变（Shift）（详见第十一章）。

（2）额外论元（Additional Argument），又叫：配价增容（Valence Augmentation）。当动词与构式结合使用时，动词的论元结构和构式的题元结构可能完全一致，前者仅起到例示后者的作用，此时两者的概念相互补充，语义得到加强。当两者不完全一致或发生冲突时，构式的题元结构常起主导作用，会压制动词的论元结构，迫使其作出调变（详见第六章第四节）。


7）Holmes和Hudson的观点


与先前列举的定义相比，Holmes和Hudson（2005：245）对构式所下的定义则过于简单：

patterns of co-occurring words（共现词语的类型）

这一定义似乎更像从结构主义语言学角度作出的描写，诸如“类型”、“共现”等是结构主义语言学中的常用术语，而且这一描述未能突出将构式视作“形义配对体”这一核心思想，也未能体现出认知语言学致力探究“构式心智表征”这一根本原则。


8）Bergs和Diewald的小结


虽然学界对构式尚无明确而又统一的定义，但大部分构式语法学家对构式的基本含义还是有一个大致看法的，正如Bergs & Diewald（2008：1—2）所小结的：

（1）构式是形义配对体；

（2）众多构式形成了一个层级性网络；

（3）构式包括“词汇化项（Lexicalized Items）”和“习语化项（Idiomatic Items）”，以及“抽象性和能产性的构型（Abstract，Productive Patterns）”；

（4）构式对频率及语内语境（Co-texts）和语外语境（Con-texts）高度敏感。

Bergs & Diewald于2008年所编著出版的论文集主要从构式角度阐述了语言演变，这又为语言演变提出了一个新原因。

3. 解读“构式”的具体内容

根据上文分析可见，各路学者对“构式”的理解不尽相同，张韧（2007）曾撰文列述了“Construction”七种不同的用法，概括起来说，“Construction”是一个含义十分宽泛的术语，可包括：具体表达或抽象结构、规则用法和特异表达、音位模式、词法和句法等，现详解如下：


（1）形态句法方面的特征：


　（A）成分之间的结构关系，如主谓关系、动宾关系、偏正关系等；

　（B）成分顺序；

　（C）成分的形态，如格标记、时体形式、连接纽带（如英语中关系从句常采用的三种连接纽带：which/that/ф）。


（2）语音方面的信息：



这里的“语音”不仅仅指声音本身，还包括：语调、语速、停顿等与语音相关的内容，可用术语“Prosodic Unit”来表示，本书将其译为“韵律单位”。亦有学者将其理解成“Idea Units（表意单位）”、“Information Units（信息单位）”，参见Fried & Östman（2004：17）：


　（A）语调与语义的关系；

　（B）连读/停顿与语义表达。


（3）意义或功能方面的信息：


　（A）格角色或语义角色；

　（B）可数与不可数、可分离与不可分离、有界与无界、延续与终止等语义信息。


（4）语篇信息：


构式还须参照语域、文风、社会价值、语用推理等。

从以上分析可见，构式语法学家们所谈论的“Construction”所含内容实在是太多了，为便于描述和理解，我们主张将语言中的具体的、实体性表达式称为“语式（Construct）”，将含有能产性的抽象性结构称为“构式”，或“构式图式（Constructional Schema）”、“图式性构式（Schematic Constructions）”。因此，我们所论述的“构式语法”包括研究“语式（Construct）”和“构式（Construction）”，以后者为主。

本书根据Construction的抽象性程度区分出“构式”和“语式”，其间还可作更为细致的划分：

（1）若整个构式都实现为具体词语，用词固定（lexically fixed），如前举例的“let alone”等，则可称为“固定性语式（Substantive Constructs）”或译为“实例性语式”、“实体性语式”。

（2）若用词不固定或不全固定，可将不同的具体词语置入其中，如抽象性句型（双宾构式、动结构式、被动构式等）、语篇框架等，则可称为“构式”，或叫“构式图式”、“图式构式”，它们是人们在大量实际用例的基础上通过心理上的固化（Entrenchment）或常规化（Routinization）形成的。

（3）短语和习语可视为介于（1）、（2）两种情况之间，既可能是固定形式（例如“as brave as a lion”），也可能是半固定形式（如“as ...as possible”），兼有“固定性语式”和“图式性构式”两种性质。

另外，各个抽象的“构式”或“构式图式”所能准许或确保形成正确“语式”的数量是不同的，有的较多，有的较少，如英语中能允许进入双宾构式（包含介宾）的动词约有843个，汉语中能允许进入双宾构式的光杆动词约有450个。双宾构式除其中心性的原型用法之外，还有很多边缘性用法，因此，抽象的双宾构式能产性较高，能产生出很多实例性语式；而诸如“as black as...”所能产出的实例性语式就很有限（参见《下卷》）。

我们认为，较好掌握一个构式的标志主要应包括以下四点：


① 能从若干具体语式中抽象概括出图式性构式；



② 掌握通过范畴化和识解机制代入具体词语的方法；



③ 能运用整合法将数个构式组配结合；



④ 具有分辨和处理语言中特异语式的认知能力。


4. 心智表征

20世纪的语言学主要经过了结构主义、行为主义、功能主义，再到心智主义的历程。乔姆斯基于1957年提出了TG理论，将语言研究导入“从心智角度研究语言”的方向，从而出现了一场乔姆斯基革命（Chomskyan Revolution）。这是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引导人们从大脑、心理、神经、认知等深层次角度来解释语言的运作机制，当代认知语言学和构式语法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我们完全可以说，没有乔姆斯基这场哥白尼式的革命，认知语言学是难以出场的。

要能从心智角度研究语言，就要确立一个能描写和解释人们“内部语言知识系统”的模型，此时就要借助认知心理学中的“心智表征（Mental Representation
[8]

 ”、“完形理论（Gestalt Theory）”、“图形—背景（Figure-Ground）”、“组块（Chunk）”、“网络（Networks）”等方法。在这一基本思路的指引下，各路学者群策群力，沿着这一方向发挥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建立了许多心理模型和网络模型，还提出了诸如“心理词库（Mental Lexicon）”、“心理语法（Mental Grammar）”等研究课题。

乔姆斯基主张运用数理形式系统来描写语言的心理表征，从而将语言学中的句法学导向了形式主义方向，以图建立一套公理化形式演算系统，从而解释语言的生成机制和转换策略，演绎出无穷的具体性言语表达式。这一具有“纯科学”形式的研究思路自有其迷人之处，着着实实让一大批学者忙乎了半个世纪。

认知语言学和构式语法认为，乔氏提出从心智角度研究语言的方向具有划时代意义，功不可没，但是在这个大方向下的许多基本假设和具体方法却是谬误的（详见第三章）。Langacker也认可了乔氏倡导的这个大方向，主张将认知语法的目标定位于描写语言系统的心理表征。Langacker（1987：57）指出：

The psychological representation of a linguistic system is also referred to by linguists as the grammar of a language. The present model identifies this “internal”grammar as its object of description，conceiving it dynamically，as a constantly evolving set of cognitive routines that are shaped，maintained，and modified by language use.（语言学家也将语言系统的心理表征称为语法。本模型也将这种内部语法视为描写对象，且认为它具有动态性，不断基于语言用法来成形、维护和修改，进而发展出了一套认知方式。）

认知语法认为，“语法”就等于“语言能力”，可通过“心智表征”来描写，且将其基本单位确立为形义配对的“象征单位”和“构式”，认为语言或语法就是由这两者（又可归结为后者）组成的，可通过“构式”这一心智表征单位来为语言各个层面提供一个统一的心理分析模式。这足以可见，认知语法沿袭了乔氏开辟的心智主义大方向，却又与其基本假设彻底分道扬镳，这为从心智角度研究语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将乔氏“从上而下（Top-down）”的研究进路转变为“自下而上（Bottom-up）”，提出了“基于用法的模型（Usage-based Model）
[9]

 ”（详见第三章第二节第7点）。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研究构式语法的学者都接受了Langacker的这些基本思路，这是Langacker对当代语言学的一大贡献。

构式语法学家都主张将语言心智表征的基本单位确定为“构式”，它是语言中约定俗成的认知图式，处于较为抽象的层面，是通过范畴化关系（Categorizing Relationship）从若干具体语言表达语式中抽象和提炼出来的。同样，图式性构式还能通过范畴化关系确保形成语言中可接受的对应的例示性语式，即“构式”的具体体现形式。因此，若能从这个角度来解释语言，就可为实现以“构式”为统一单位、从心智角度分析语言各层面这一宏大目标奠定理论基础。

5. 单词素词和可预测性问题

学者们对于“象征单位”的理解没有什么分歧，但对于“构式”的描写却不尽相同，各自都有自己的侧重点。沿着“象征单位”的分析思路，人们对将构式视为“形义配对体”意见一致，但他们的论述主要存在以下两个重大分歧：


1）构式究竟由几个象征单位构成？


Goldberg（1995：4）曾明确指出单词素词也是一个构式：

...morphemes are clear instances of constructions in that they are pairings of meaning and form that are not predictable from anything else.（很明显，词素属于构式，因为词素也是形义配对体，对它们不能作出预测。）

Goldberg（2006：5）坚持将词素（Morpheme）也视为构式，且举例加以说明，如前缀“pre-”和后缀“-ing”都是构式。Langacker（1987，1991，2000）早期认为构式主要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象征单位构成的，后来他也倾向于接受Goldberg的观点。

我们知道，“构式”是一个较为广阔的术语，所含内容很多，被认知语法学家视为语言中最基本的、唯一的单位，正如本书摘要中所说的，语言是由构式组成的大仓库，其间的差别仅在于“长短”、“抽象”和“复杂”等有程度上的差异，即有些构式长点，有些短点；有些抽象点，有些具体的（如是具体的语言表达形式就是“语式”）；有些简单点，有些复杂的（参见第九章图9.5）。这既是优点，可对语言作出统一而又全面的解释，实现了语言理论的“趋同（Convergent）”研究方法；但也遭到不少学者的质疑，认为构式语法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不利于将语言中不同层次中的现象解释清楚，本书将在第十二章作详细论述。

然而，大部分学者还是倾向于将构式视为词层面以上的单位，正如Trousdale & Gisborne（2008：2）所指出的：

More centrally to the usu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a construction can be a unit of grammar larger than a single word.（在构式语法理论的通常主流理解中，构式是比单词更大的语法单位。）

我们的基本立场是：象征单位是语言的最基本出发点，构式是语法中的最基本单位。前者为语言任何层面上的分析单位，后者本书权且先理解为“词”层面以上的单位，以能体现抽象的语法结构与具体的词语表达之间的区别，也便于论述词与构式之间的互动。待此阶段的研究取得一定成果和共识之后，再扩大其研究范围，论述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象征单位构成的单词，分析其间的内部结构关系，然后再研究由一个象征单位构成的单词，包括词素。这样既有长远规划，又有近期安排。

可将我们的基本观点小结如下：

[image: 0068-01]
图1.5




2）“不可预测性”是构式的必要条件？


学者们对于是否把“不可预测性（Unpredictability）”列为构式的必要条件，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上述关于构式的定义或论述中，只有Goldberg（1995：4；2006：5）强调了“不可预测性”或“不可严格预测”的标准。她提出这一标准主要是针对传统的“规则性”和“组合性”而言的，即构式只要在形式、语义或功能等的某方面不能通过常用规则和组合原则获得解释，都可视作“不可预测”或“不可严格预测”。这充分体现了完形心理学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基本原理，在语言表达中可举出很多例子（详见第九章第四节）。顺此思路，人们自然就很少会去关注诸如

［6］Tom loves Mary.

［7］This is a book.

之类的语句，而要去尝试解释那些非原型性的、较为稀奇古怪的边缘性构式（如习语等）。

论及“可预测性”与“不可预测性”问题，还要涉及它的含义和程度性的问题。认知语言学家并没有彻底否定组合原则，他们一直认为，语言中有些现象还是可以通过组合原则做出解释的，但语义解释“主要的”运作机制还是“整合原则（the Principle of Integration）”，因为语言要素在结合使用的过程中，两者之间或多或少常要做出一点调整，衍生出一些原来要素中所没有的含义。

顺着“整合原则”的思路，将“不可（严格）预测性”列为构式的一个必要条件似乎也无可非议。而且，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大多学者都集中于论述那些可预测性弱的、结构和用法都较为奇特的语式。如将“不可预测性”作为划分构式的依据，那么，“单词素词”自然可被视为一个构式，因为它也是一个“形义结合体”，本身的形义间关系具有较大的不可预测性。而语言中的习语、熟语、套话、谚语等一类固定表达式，则最有可能作为构式的典型代表，因为它们大多在句法、意义和用法上具有较大的独特性，很难做出可靠的预测。

另外，形式主义语言学派所主张的“可预测性”，主要基于组合原则，为此就能推导出语言的核心部分（Core），而将大部分不可预测（不能组合生成）的语言表达排除在外，或视为语言的“副现象（Epiphenomena）”，处于“非中心的（Noncore）”的“边缘地带（Periphery）”，属于“剩余部分（residue）”或“少数结构（Minor Structure）”，或者将其推到词库（Lexicon）之中，或者推给语用学。他们对语言中大量存在的习语、熟语、谚语等都不予涉及，难怪理论的“解释力”、“充分性”要受到很多学者的质疑。

我们在强调“整合原则”时，也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排除“组合原则”的作用。组合原则是具有一定阐释力的，如相对于white house、white elephant而言，white paper、white cloth确实具有一定的可预测性；相对于yellow book而言，yellow house、yellow flower还是可通过组合原则获得基本解释的。因此，在“可预测性”与“不可预测性”之间很难做出严格的划分，而是不可避免地存在“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用而异”的情况。

将语言中部分符合组合原则的现象排除在外，就会降低构式语法的解释力；若将“单词素词”也视为构式，构式的数量就会太多，同样也会降低构式语法的解释力。因此，我们倾向于暂且不将“单词素词”，甚至是“双词素词”或“多词素词”置于构式语法研究范围之内，且不将“不可（严格）预测性”视为构式的必要条件。我们近来也十分高兴地发现，Goldberg（2006：5）在著作中对“不可预测性”作了修补。她首先指出：

Any linguistic pattern is recognized as a construction as long as some aspect of its form or function is not strictly predictable from its component parts or from other constructions recognized to exist.（任何语言构型，只要在形式方面或功能方面不能从其组成部分，或不能从其他已被公认存在的构式中严格预测出来，它就可被视为构式。）

这显然是她1995年的观点，紧接着她又说：

In addition，patterns are stored as constructions even if they are fully predictable as long as they occur with sufficient frequency.（此外，某些语言构型只要有足够的出现频率，即使能被完全预测出来，它们也是作为构式储存的。）

从这段话可见，Goldberg在“可预测性”标准上作出了让步，后来她在2006年专著的第57、58、64、103、197、204、224等页上又提及这一观点。特别是第64页和第197页上的两段话，我们将其摘录出来：

At the same time，unpredictability is not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positing a stored construction.（同时，不可预测性不是确定心智储存中构式的必要条件。）

That is，high frequency is correlated with predictability.（即，高频出现与可预测性相关。）

将那些可预测或完全可预测的表达也视为构式，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谋而合。上文所举的例［6］和例［7］这两个句子具有一定的可预测性，但其作为“主谓宾”和“主系表”句型的出现频率较高，因此它们自然也可作为一个图式性构式储存于人们的心智之中，也就可以作为构式语法的论述对象。

6. 小结

认知语言学家基本都接受了Langacker和Goldberg的观点，坚决批判TG语法中的语言模块论、句法自治论等假设，但批判不能“空口说白话”，而需要建立起实实在在的替代性理论。据此，“象征单位”和“构式”就作为批判的武器登场亮相了，且以其作为更理想的最简方案，可对语言各层面做出统一解释。

“构式”，是人们头脑中内部语言知识的心智表征单位，自然也就是构式语法研究中的核心对象，可用它来解释包括习语在内的语言中的所有语句和模式，包括：图式性构式和例示性表达、高频使用的常规结构和特异语句等。因此就有学者认为，构式囊括了语言的各个方面，过于泛化，有失针对性和专题性。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构式语法学家（Constructionist，又叫Construction Grammarian）对所有这些内容并非散乱无章地论述和漫无目的地研究，而是都建立在一个以“象征单位”为基础的理论框架上来阐述各类构式的结构规律和用法特征，这些研究形成了一套相对独特又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对语言事实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构式语法的观点多而不乱，所获结论具有趋同性（Convergent），最终可归结为统一解释语言的最简方案，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也是该理论具有如此强大生命力之原因所在。


[1]
 　所谓“建构”，其中就要涉及人的因素，它是“惟人参之”的结果，这是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语言是人们在对客观外界感知体验的基础上通过认知加工而逐步形成的，语言必定要打上“人”的烙印，语法也是这样。据其要旨，当选用“构”字。在上面几个汉译术语中，只有“句式”不带“构”字，当予取消。而且该术语还有一个严重误导，好像构式是“句”层面上的一种“式子”，但稍有这方面基础知识的学者都知道，构式不仅关涉“句”层面，它还关涉词或词组层面，因为按照Langacker（1987，1991a）的观点，构式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象征单位构成的。他设立“象征单位”和“构式”这两个术语，主要目的在于寻求一种打通词汇、词法和句法之间界限的研究方法，为语法分析提供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如果了解构式语法的这一基本原理和根本目的，就自然会觉得译为“句式”很是不妥。


[2]
 　我们曾将“Construction Grammar”译为“构造语法”，将“Construct”译为“构式”，以示区分。但国内大多学者接受了“构式语法”这一译名，却未见Construct的合适译法，因此笔者有一段时间坚持原来的译法。现经“搜肠刮肚”终于为Construct想出了一个译名“语式（为‘具体言语表达式’的简称）”，便可顺应不少朋友的“从众”建议。本书同时用到“构式”和“语式”这两个术语，将后者视为前者的下义性术语，是从前者传承到了语义、语用、句法等特征的、更为具体的表达式（a construction licensing constructs，or constructs licensed by a construction）（Kay & Fillmore，1999：7，10）。据此，Constructionality就可译为“构式性”。


[3]
 　原文就用全大写字母。


[4]
 　笔者主张将其修改为：C＜Si
 ，Fi
 ＞，以突显意义为基础的研究取向。


[5]
 　又叫a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或a Construction-based Approach（基于构式的分析方法）。


[6]
 　我们注意到Croft的论述也有不统一的地方，他有时说构式是语言中唯一的基本单位，有时又将word从构式中独立出来。后文还提到Croft不同意Goldberg在构式义和动词义之间做出二分，但他自己有时也有混淆之嫌。


[7]
 　在Brown（2006）主编的《语言与语言学百科全书（第2版）》中Construction Grammar词条就是由Michaelis撰写的。


[8]
 　又叫“心理表征（Psychological Representation）”、“内部表征（Internal Representation）”。


[9]
 　又叫“Usage-based Frameworks（基于用法的框架）”、“Usage-based Account（基于用法的解释）”。


第二章　构式语法

本章在上一章的基础上引出了“构式语法”理论。学界普遍认为，Langacker将语法研究归结为音义配对体的“象征单位”和“构式（两个或两个以上象征单位的组配整合体）”具有重大意义，这两个术语也已成为构式语法的基础和核心，难怪他本人认为，认知语法就是一种构式语法。因此，Langacker对构式语法的建立、发展和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详见第五章）。本章第三节重点论述了构式语法与“词汇中心论”和“分句中心论”的理论出发点和研究对象之不同，这对于我们了解构式语法的起因和来源很有意义。第四节指出构式语法与TG语法的差别，这实际上也反映了认知语言学与TG理论的差异。

第一节　概述

构式语法（Construction Grammar）又叫：



	Construction-based Grammar
	（基于构式的语法
 ）



	Construction-based Model
	（基于构式的模型
 ）



	Construction-based Approach
	（基于构式的分析法
 ）



	Construction-based Theories of Syntax
	（基于构式的句法理论
 ）




现国外学者常将其简称为CxG，以区别于Langacker的认知语法CG。作为一种语法理论，构式语法被认为是认知语言学家研究句法理论
[1]

 的一个集合名词，目前引起了认知语言学界内外很多学者的极大兴趣。按照目前的发展情况，构式语法大有要形成一门独立的语法学科乃至语言学理论的趋势。

Croft（2005：273）将各种构式语法理论统称为“Vanilla Construction Grammar”，认为我们的语法知识（乃至语言知识）都是以构式形式组织起来的，因此构式语法旨在寻求和建立结构、意义和用法之间表征关系的最佳方案，其最大特征是用“象征单位”和“构式”为语言做出统一而又全面的解释。很多学者认为，构式语法不仅仅是一个语法理论，它本身就是一个语言学理论，融合了音位学、形态学、词汇学、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韵律学（Prosody）等语言学的研究分支。

Fried & Östman（2004：12）认为，构式语法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假设而提出的一个新型语法理论：

（1）构式以形义配对体为基础形成，作为分析语言各层面的基础，任何语言表达式（包括词素、词、短语、分句、句子、话轮、语篇）都是象征单位和构式，语言就是象征单位和构式的大仓库。这一观点的提出意在否定TG的模块论、自治论，认为语言的运作机制不是基于不同模块以及特定连接规则和转换规则之上的，不需要设置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也无需预设哪类句型（如主动、肯定、陈述、及物）一定就比另一类更基础、可作为转换基础，更没有必要在形式和意义之间人为地设立鸿沟。

（2）语言表达反映了构式和词语之间的互动。某一动词能够被用于某一特定构式之中，就表明这个动词必有某一语义和语用要素与该构式某一语义和语用要素相适应，或这个动词的论元角色（即参与者角色）与构式的题元角色相吻合或大致吻合。同时，构式也可以限定词语的选用，还有可能改变词语的意义；词语与构式之间存在多种互动关系。儿童语言习得的研究也表明，他们常常依靠特定的构式来理解用于其中的主要动词的意义，构式在动词意义习得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3）语言是由若干构式和语式组成的，它们是基于一定的特征关系、不同程度的复杂性和抽象性组织成的层级性网络［可称为“Grammatical Map（语法地图）”：通过传承性关系建构而成
[2]

 ，每个构式或语式是这个网络中的一个节点，节点与节点互相联结，连通形成一个巨大的网络。各路学者以不同的理论模式解释了这种层级性网络。

Goldberg（2006：227）对构式语法作出了如下总结：

Speaker’s knowledge of language consists of systematic collection of form-function pairings that are learned on the basis of the language they hear around them. This simple idea forms the heart of the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 discussed in this book.（讲话人的语言知识包括“形式—功能配对体”的集合系统，这些配对体是人们基于所听到语言的基础上学得的。这一简单观点就是本书所讨论的构式分析法的核心。）

Langacker（1987：73）和Taylor（2002：22—25）在他们的论著中都论述了象征单位（或构式、语式）之间的种种联结关系，笔者（2006：15）曾将其归结为四大类型：


（1）垂直的“图式—例示”关系；



（2）水平的“部分—整体”关系；



（3）相似的“原型与变体”关系；



（4）调变的“整合”关系。


也就是说，语言网络中各个节点之间主要存在这四种联结关系，它们相互交织，编织成了语言的构式网络。

形义配对体，或者是形式—功能配对体，就应当包括语言的核心和边缘部分，不可有所偏废。与TG学派不同的是，更多的构式语法学家注重研究语言中边缘的、特殊的表达现象，如Jackendoff（1997a）、Fillmore（1988）、Lakoff（1987）和Wierzbicka（1987，1988）、Kay和Fillmore（1999）等分别对V TIME away 构式、let alone语式、There-构式、Boys will be boys语式和have/give/take a V构式、What’s X doing Y构式等进行了个案研究（参见第十五章第三节），Goldberg（1995）对双宾构式、使动构式、动结构式、way-构式等进行了个案研究。他们都有以下的发现：

（1）构式在句法、语义和语用（三者可统称为Synsem）等方面有其自身独有的特征，它们不可能被句法子模块、语义子模块中的概括性规则所表征，也不可能被连接这些子模块的连接规则所充分解释。因此，句法研究必须考虑到语义学和语用学理论。

同时，语言表达还要涉及到许多特定句法知识的一系列变化用法，包括大量的固定习语，它们都大大超出了句法、语义等子模块中的概括性规则，而“象征单位”和“构式”则较为灵活，可将上述知识囊括其中。因此，大多数认知语言学家接受了Langacker的观点，将“构式”视为象征单位来作统一处理，取消传统语言理论中一系列二元对立的观点：词法与句法的对立、语义学与语用学的对立、词典与百科全书的对立，力主取消TG语法的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Underlying Structure）与表层结构（Surface Structure/Derived Structure）之间的区分（后来乔姆斯基本人也放弃了这一区分），大力倡导语法研究的“单层观（a Monostratal View）”，坚决否定转换法，也不认同存在什么“移位法（α-Movement）”和“空范畴（Empty Category）”一说（详见第三章第二节第4点）。

（2）语法中的构式不是零散无序地分布的，而是以分类分层的方式有机地组织起来的（详见第九章第八节）。

（3）相关构式可以形成一个多义构式家族，例如let alone仅是许多与此相关构式所形成的家族中的一员。此外，Lakoff（1987：468—482）发现，“There-构式”是一种辐射型范畴，不管是其指示性用法，还是其存在性用法，都有中心成员和边缘成员之分；Wierzbicka（1988：303—336）分析了“have a V构式”有十种次类。通过分析一组相关构式就能对某一构式做出合理的解释，可见原型范畴理论对构式同样具有解释力。

语言研究不能像TG语法那样只研究语法的核心成员（Core Cases），仅专注于核心语法（Core Grammar），而必须关注语法的整体运作情况，包括中心和边缘的成分、一般和特殊的现象。构式语法学家还认为，若能建立某种可解释习语和特殊表达式的理论，就能以其为起点来反溯和建立适用于更简单、更一般、更普遍的语言现象（参见第十二章第三节第3点）。

语料库数据也为这一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语言应用中包含大量的非常规用例，不可将其边缘化而置之不理。这就是Goldberg（1995：6）所说的，可用非中心用例的规则来解释中心用例的规则。她在2006年出版的专著中又反复强调了这一观点，全书总结部分的最后一段是这样结尾的：

This book aims to reframe the debate. Constructions exist，and if we allow them to account for the “periphery”or “residue”of language，there is no reason not to appeal to them to account for the “core”of grammar as well. Language is learnable. This task is to detail exactly how it is learned and why it is the way it is.（本书旨在重新框定这场争论。构式确实存在，而且我们若能对这种所谓的语言“边缘”或“剩余”部分做出解释，我们就没有理由不能用其来解释语法的“核心”部分。语言是经过训练之后学得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详细论述语言是如何学得的，为何是这样。）

我们知道，构式语法是在批判TG语法基本假设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详见第三章），认为语言中不存在什么不同的模块，也不存在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分离，更没有什么仅聚焦中心成分而忽视边缘现象之间的分野，根本不需要结构间的转换规则，这种人为的切分，给语言研究带来了诸多难以克服的障碍，误导了语言学研究的方向。

构式语法分析法，主要是针对动词论元结构分析法和句法转换法之失误而提出的，它大力倡导详细分析动词所出现的各种句法环境，同时还认识到构式本身就有独立于动词的意义，独立于动词的论元结构，这也充分说明仅以词汇为中心的语法理论，聚焦于普遍现象的理论取向，青睐于数理形式化公式描写句法的方法，是不可能对语言做出完整的、深入的、充分的解释的。

从构式语法角度来研究语言的意义就在于：可望进一步发展语言理论，深化句法与语义的接口问题，既要注意特殊性也要兼顾普遍性，从而加深我们对人类一般认知能力和语言心智表征的理解，最终达到乔氏所倡导的三个“充分性”。正如Kay & Fillmore（1999：31）所指出的：

...a construction-based approach appears to provide promise of accounting both for the relatively idiomatic and for the abstract and more fully productive aspects of a language. One advantage of such an approach to grammar is that it does not force the student of linguistic structure to ignore the large portion of language that consists of relatively local phenomena.（构式语法分析法的出现，为既可解释相对独特的，又可解释抽象的和完全能产性的语言现象提供了希望。该分析法的一大优点就是，不会强迫语言结构学习者忽视语言中所包含的大量相对局部的现象。）

可见，“象征单位”和“构式”这两个认知语法和构式语法中的基本概念，是作为批判TG理论的“替代品”登场的，基于这两个基本概念所形成的构式语法理论，正可克服乔氏语言学派的许多缺点。

认知语言学旨在发现语言事实背后的认知机制，其句法理论就应聚焦于讲话人有关语法结构在心智中的表征，构式语法理论正可达到这一目的，它不仅可以反映出讲话人如何运用语言交际的认知规律，还可体现出一个人的语言能力或潜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构式具有认知现实性（Cognitive Reality）”。

第二节　构式语法研究的基础和核心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构式语法的两个基础概念就是“象征单位（形义配对体）”和“构式（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象征单位构成）”，其核心思想为：在体验哲学的基础上力求仅用这两个概念就可建立结构、意义和功能间的最佳和最简心智表征方案，能对语言做出统一而又全面的解释。

1. 象征单位：认知语法的基础


1）象征单位为构式语法的最小单位


语言交际的最小需要，或分析语言的最小需要就是：语音、语义以及两者之间的连接。将语法分析归结为“象征单位”，正体现了这一最小需要。我们认为，Langacker提出仅用三个单位来分析语言的各个层面，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想法，是对语言研究的一大重要贡献：一方面为认知语言学致力于“统一解释”语言各层面的目标提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另一方面也彻底否定了把句法作为一个独立层面来处理的观点，实质性地批判了乔氏的模块论、句法中心论、自治论、形式论等基本点。因此，象征单位就成为认知语言学理论框架中语法研究的最基本单位。

Langacker这里所说的“单位”就相当于“结构”，正如Taylor在其《认知语法》一书中所指出的，认知语法中所说的“Unit”实际上就是指“Structure”：

As a matter of fact，“unit”is a technical term in Cognitive Grammar，and refers to a structure which has been entrenched
 ，or become automated
 ，through frequency of successful use. A structure with unit status can be accessed as an integrated whole，without a person having to pay attention to its internal composition.（事实上，“单位”是认知语法中的一个技术性术语，就是指通过高频率成功运用亦已固化成型，或能运用自如的结构。获得单位身份的结构就能作为一个成型整体被掌握和应用，而不需要人们另加注意其内部成分。）（Taylor，2002：26）

“单位”或“结构”可大可小，可长可短；“象征单位”可包括：词素、词、短语、句法类型等。这样，我们就可得出如下结论：所有的语言表达式，小到一个词素，大到一个语篇，以及语法概念（包括句法范畴、构式等）都可归结为“象征单位”，这也足以可见“象征单位”这一概念具有极大的解释力，难怪Taylor（2002：22）指出，“象征单位”才是“真正意义上语言研究的最简方案（a truly minimalist theory of language）”。Croft（2001：362）也持相同看法：这种分析方法才是“毫无疑问的（disarmingly）”、“真正意义上（genuinely）”的句法表征最简方案。

Taylor（2002：323—332）从六个方面（即六对参数）对“象征单位”作出了更为详尽的论述：

（A）内容性与图式性（Contentfulness vs. Schematicity）：象征单位中音位极和语义极的图式性抽象程度是不同的，词都有具体的发音，语义内容的图式概括程度更是大不相同。

（B）依存性与自主性（Dependence vs. Autonomy）：音位极和语义极的自主性和依存性的程度也是不同的（详见第五章第三节）。

（C）挑剔性与随和性（Choosiness vs. Promiscuity）：与“依存性”密切相关的是“配价（Valence）”，即两个极与其他成分结合使用的情况，它们有不同的结合性，也就是说，有不同的挑剔性和随和性的程度。可根据挑剔性和随和性这对参数来区分出词、词缀（Affix）和附着词素（Clitic）。

（D）压制力和粘合力（Coerciveness vs. Boundedness）：两个极压制（或影响）邻近单位和受邻近单位压制（或影响）的程度也不同，一旦这种压制力发生作用，结果所形成的复杂形式便倾向于显示出不同的粘合力特征。如复数词素“-s”会受到词干发音的影响，“in-”会受后面首字母发音的影响。很多动词短语的意义会受到后面名词的影响，其意义会有所不同，如在“look up a chimney”和“look up a word in the dictionary”这两个词组中的动词词组“look up”就有不同的意义。

（E）复杂性与简单性（Complexity vs. Simplicity）：两个极的内部结构复杂性不同，而且还呈现出不平衡性。象征单位的一个极的内部结构可能是复杂的，而另一个极就可能是简单的、不可分解的。往往是越常用，就越容易被固化成型，其内部结构就可能越不清楚。

（F）既定表达与新创表达（Established vs. Innovative）：两个极的固化（Entrenchment）程度也各不相同，有些是成规说法，包括习语（Idioms）、公式语（Formulas）、固定表达（Fixed Expressions）等相对固定的多词表达语，讲话人是在日常交际中整体学会的，如公式语“How do you do？”；与既定表达相对的是创新表达，是讲话人基于某特定语境当场进行概念化而临时建构的符号。


2）象征单位与模块论中连接关系的区别


象征单位，有时又叫“象征关系（Symbolic Relation）”或“象征结构（Symbolic Structure）”，它是一个“形义配对体”。而TG所倡导的模块论（参见第三章）也论述了音位子模块、句法子模块与语义子模块之间的总体连接关系（General Linking Rules），这两者有什么区分？我们认为其间的主要差别有三：

（A）在模块论中，“形”和“义”是被置于不同的子模块之中的，它们是可以被分离的，且能被互相独立地加以研究。而在构式语法中，形和义是不能分离的，两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构式语法的这一观点又是源自索绪尔（Langacker，1987：11）。

（B）模块论中的“General Linking Rules”主要是从“普遍观（Universalism）”角度论述的，该模型意在建立一个具有概括性或普遍性的连接关系，这就是“General”的含义。而象征关系是建立在具体构式之上的，它具有构式特殊性（Construction-specific）和语言特殊性（Language-specific）。也就是说，相对于不同的构式和语言来说，形义之间的象征关系是不同的，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句法关系与语义关系”之间的连接规则。

（C）谈到句法与语义之间的对应连接，就涉及到“象似性（Iconicity）”问题。模块论理当包括这一原则，但事实上并未对其加以论述。这就是Croft（2001：208）所说的：

In other words，a componential model with syntactic relations and linking rules between the syntactic and semantic components would have to
 assume ICONICITY（more precisely，DIAGRAMMATIC ICONICITY）in the linking of syntax and semantics in order to perform the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换句话说，论述了句法关系以及句法成分与语义成分之间连接规则的模块论，理当涉及象似性（或更精确地说是“拟象象似性”），它为发挥交际功能而将句法和语义连接起来。］

注意句中用的是虚拟语气（见引文中的画线部分），另外Croft所说的“Componential Model”就是指TG句法理论系统中的“Module Theory”。

而“象征关系”，根据Langacker的观点，则主要强调了“形式”与“意义”这两者之间所具有的象似性关系，这一议题又是功能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如Haiman（1980a/b，1983，1985a/b，1998，2008），Lakoff & Johnson（1980，1999），Lakoff（1987），Taylor（2002，2004），Croft（2001，2008），Radden & Panther（2004），Heine（1991，1997，2004）等都持象似观（详见第九章第十节）。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荷兰的John Benjamins 出版公司从1999年开始出版Iconicity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系列丛书，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了6卷，它们分别是：

（1）Nänny & Fischer（1999）主编的Form Miming Meaning；


（2）Fischer & Nänny（2001）主编的The Motivated Sign；


（3）Müller & Fischer（2003）主编的From Sign to Signing；


（4）Meader，Fischer & Herlofsky主编的Outside-In—Inside-Out；


（5）Tabakowska Ljungberg & Fischer主编的Insistent Images；


（6）De Cuypere（2008）专著Limiting the Iconic：From the Metatheoretical Foundations to the Creative Possibilities of Iconicity in Language
 是该系列丛书的第6卷。

学者们普遍认为，“Motivation”与“Arbitrariness”相对，“Iconicity”也是与后者相对的术语，因此，近来很多学者将“Motivation”与“Iconicity”等同起来［参见Haiman（1985a，b），Simone（1994），Nänny & Fischer（1999），Cuyckens et al.（2003）等专著和论文集］，认知语言学家（包括构式语法学家）接受并发展了象似性理论，细读这些作品，可使我们对传统任意观有重新认识。

即使退一步说，符号的形义之间既有象似性又有任意性，象似性映射不是唯一途径，但也必须区别“约定俗成性（Convention）”与“任意性（Arbitrariness）”，它们不是等同语［参见许国璋（1988），王寅（2007b）］。我们不妨再引用Goldberg（2006：227）对这一问题的总结性认识：

Far from being an arbitrary collection of stipulated descriptions，our knowledge of linguistic constructions，like our knowledge generally，forms an integrated and motivated network.（我们的语言构式知识，就像我们的一般知识一样，根本不是一个具有任意性的规定描写的集合，它形成了一个统一性和理据性的网络。）


3）象征单位与索氏符号的区别


象征单位是指音位单位（或音位结构）与语义单位（或语义结构）的约定俗成结合体，与Saussure（索绪尔）所说的符号（Sign）是音响形象与概念所任意组合形成的结合体不同，主要有以下几点区分：

（A）索绪尔过分夸大了符号的任意性，将其视为语言符号的第一原则，而Langacker认为音位与语义的结合是约定俗成的，其中有很多理据可言（Langacker，1987：12；Taylor，2002：39），这也为我们强调区分“约定俗成”与“任意性”提供了佐证。

（B）索绪尔的符号主要指“词”，但语言不仅是词的简单组合，而应掌握词是如何通过词素被“整合”而成的，词又是如何被创造性地用来“整合”成短语和句子乃至更高层次的。Langacker所提出的象征单位比索绪尔的“词”包含内容要多得多，覆盖了语言的各个层面，并试图以此为基本单位对语言做出一个统一的解释。因此，象征单位不仅包括像tree这样的词，而且还包括词法（诸如各种词缀、词类等）和句法等层面，它们都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象征单位库，其间的差别仅在于概括性或复杂性的程度差异。

（C）索绪尔将“音响形象”和“概念”都视为心理实体，认知语法基本接受了这个观点，但又认为索绪尔对“概念（又叫所指）”论述不清，如在举“tree”为例时，索绪尔将其与实物等同起来，这是不妥的，认知语法在这方面作出了统一的论述。

Taylor（2002：43-44，74）将“音响形象”和“概念”统一用“范畴化原则（the Principle of Categorization）”和“图式—例示（Schema-Instantiation）”的方法来解释：掌握一个音响形象，就意味着能够从若干具有相似特征的语音实例中概括出一个音位的图式性范畴，或从一个音位的图式性范畴中识别出一个语音实例；同样，掌握一个概念，也就意味着能够从若干具有相似特征的实例中概括出一个图式性范畴，或能从一个图式性范畴中识别出它的实例。

2. 构式：认知语法的核心

“象征单位”是语言中最基本的单位，为了表达一个完整的思想，绝大多数情况是多个基本单位连用，因此，“构式”被认为是认知语法的核心。这也与Langacker所声称的认知语法就是一种构式语法理论相吻合。

Goldberg（2003，2006）认为一个词素也可以是一个构式，但Langacker认为，两个或两个以上象征单位所形成的结构才是构式，即：


构式≥2个象征单位


一个词素就是一个象征单位，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素并置，经过整合加工后就形成一个句法上相对复杂的表达，这就叫“语法构式（Grammatical Construction，或叫：Composite Structure复合结构，Symbolic Complex象征复合体，或简称‘构式’）”，它是一个复杂的象征单位，而且在音位串和语义串这两个层面上要同时进行整合运作。

因此，语言就可被界定为由象征单位和构式组成的集合，或叫“大仓库（Inventory）”，我们可通过分析象征单位和构式，以及象征单位的结合类型（如通过“图式”等方式来描写，参见van Hoek，1995）来研究语言，也就是说：

认知语法主要就是关于运用象征单位和语法构式来分析语法的理论，即论述语言如何通过象征单位和构式来表征。

这也为狭义认知语言学追求用有限认知方式为语言做出统一解释奠定了稳定的理论基础。

构式语法中所说的“Construction”或“Construct”与传统语言学中所说的“construction”不同：前两者可以是简单的也可以是复杂的；可以是粘着的也可以是自由的；可以是具体词语也可以是图式性表征。所有构式都是形（包括音位、书写等）和义（语义、语用和语篇功能信息）的结合体，它们以特定的方式组织起来储存于发话者的心智之中，通过研究象征单位和构式，我们就能对语言从心智上做出较为详尽的描写和解释。而传统语言学中所说的“construction”更多的是指句法层面的结构，且其内涵也没有认知语法中的术语那样丰富。

第三节　从词汇中心、分句中心到构式中心

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述了语言结构的内部关系，提出了“词汇中心论（Lexicalism）”、“分句中心论（Clausalism）”等，构式语法则主要持“构式中心论（Constructionism）”，兼顾到语言的各个层面，显得更为全面。

1. 词汇中心论

词汇中心论，顾名思义，将“词汇”视为语言结构和语义结构的分析中心，其中包括很多不同观点，本节将作一综合性简述。


1）配价语法和依存语法


Tesnière于20世纪50年代基于结构主义语言理论提出了“配价理论（Valency Theory）”，又叫“配价语法（Valency Grammar）”。

“价”这一术语借自化学，原义为：一种元素一定数目的原子跟其他元素一定数目的原子化合的性质。Tesnière首次将其引入到语言研究之中，主要用来分析语言中“动词”能与一定数量的依附成分（主要是名词短语）结合匹配的能力，所能结合依附成分的数量和类型主要取决于动词本身的“配价能力”，这就有了“零价动词（Zero-Valent Verbs）”
[3]

 、“一价动词（Monovalent Verbs）”、“二价动词（Bivalent Verbs）”、“三价动词（Trivalent Verbs）”之说：


零价动词，指不带任何依附成分的动词，如英语中的“rain”；



一价动词，指可带一个依附成分的动词，如语言中典型的不及物动词；



二价动词，指可带两个依附成分的动词，如语言中典型的及物动词；



三价动词，指可带三个依附成分的动词，如语言中典型的双宾动词。


这一分析方法还可拓展到其他句法成分之间的结合能力和类型上，如介词“in”可视为一价介词（其后仅接一个名词短语）、“of”为二价介词（其前后可各接一个名词短语）、“between”则为三价介词（用于三个名词短语的连接）。

Tesnière与其他学者还基于上述思路提出了“依存语法（Dependency Grammar）”，这是对配价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依存语法可用于分析自然语言的句法结构，揭示句中各成分之间的依存或从属关系。他们认为，在两个连接成分中常有一个为“支配成分（the Governing Element）”，另一个为“依存成分（the Dependent Element）”。依存语法主要将动词视为支配成分，名词短语视为附着其上的依存成分（认知语法的分析方法明显与其不同，参见第五章第三节）。

我们认为，配价语法主要对动词与名词短语的结合能力从宏观上作出了一个粗略的描写，却忽视了其间很多细微性的差别；而且一个动词可能会用作一价、二价或三价，何时作何用法，语焉不详。构式语法则注意到了这类差别，认为要全面分析动词所出现的典型句法环境。例如，同是一个“双宾构式”，却有很多不同的含义和用法，这些差异是配价语法所解释不了的，只能通过构式的原型性与多义性来处理（参见《下卷》）。

配价语法聚焦于名词短语与动词的搭配问题，其实，语言中的形容词短语、介词短语、副词短语等也与动词有一定的搭配关系，如：

［1］He painted the house white
 .

［2］His son always makes him angry
 .

［3］The students went out of the room
 .

［4］The book sells easily
 .

以上例句中，斜体部分能不能被视为“价”？斜体部分是各个例句不可缺少的成分，而传统配价理论似乎并没有关心它们的“生存权”或语焉不详。这不得不使我们反思该理论的缺陷：倘若那些必不可少的成分不能反映在动词的核心配价结构中，就会使其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

分句（如宾语分句、主语分句）、动词短语本身能否被视为动词的配价成分？如Jackendoff（1985：59）所举的例子：

［5］We forgot that the sun rised in the east
 .

［6］That the sun rises in the east
 proves that alligators are mammals.


［7］Everyone saw the sun rise in the east
 .

［8］Bill tried to convince Harry
 .

传统配价理论对其未加论述。另外，Jackendoff（1985：59）还指出，除了动词之外，名词、形容词也可有配价，如：

［9］the author of the book


［10］afraid of monsters


例［9］中的名词词组“the author”和例［10］中的形容词“afraid”后可接一个由介词引导的配价论元，但当它们作谓词时，就不像动词那样可直接与配价论元连用，其间必须借助系动词“be”，如：

［11］He is
 the author of the book.

［12］They are
 afraid of monsters.

另外，传统理论虽论及了介词的配价现象，但其复杂性远非想象的那样简单，如：

［13］downstairs

［14］in the park


［15］regard him as stupid


［16］out of the room

例［13］中的配价论元被省去，这就相当于传统语法中的介词可兼用作副词；例［14］中介词in后的配价论元为名词短语，例［15］中介词as后的配价论元为形容词，例［16］中介词out后用了另外一个介词短语。

例如，传统配价理论将sneeze视为一价动词，但它却可能出现三价用法（参见第十一章例［27］）。从该例句也可见，动词与介词搭配复杂，且介词后可出现丰富的句法表现形式，倘若对这些多变和复杂的情况仅作简单处理，粗浅分析，离“为语言做出充分描写和解释”实在是相差甚远。

从上述分析可见，动词和介词在不同的句法环境中的配价情况十分复杂，还要兼顾到其他词类（名词和形容词等）的论元问题，传统配价理论漏洞较多，缺乏足够的说服力。TG语法从该理论中摄取了很多灵感，继承了其基本的分析方法，自然也就染上了不少“胎里疾”。为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构式语法学家深入反思了乔氏基本假设，包括传统配价理论，提出了“基于用法的模型”，重点考察各类词语所出现的“句法环境”，认为只有全面概括出各种构式的句法、语义、语用等方面的用法特征，才能较为全面地了解和掌握某一语言现象。


2）词汇投射论


很多学者持与Tesnière等同样的观点，主张将语言中的“动词”或“语核（Lexical Head）”视为主要研究对象，这常被称为“动词中心论（Verb Centralism）”
[4]

 。以乔姆斯基为首的TG学派基于此提出了“词汇投射原则（the Principle of Lexical Projection）”
[5]

 。

Carter（1988）将这一观点称为“Linking Regularities（连接性规律）”，它可通过“Linking Rules（连接性规则）”将谓词的语义角色与特定的句法成分通过形式化的方式对应联系起来；Michaelis（2004）则将其称为“Lexical Licensing（词汇特许）”或“the Principle of Lexical Licensing（词汇特许原则）”，该原则认为，用作语核的词的语义和句法特征，可预测出包含该词的短语或分句的语义和句法类型，这在当前TG学派内已成为普遍接受的一个假设：一个句子的句法性质的诸多方面都是由句中谓词的意义决定的（参见Wasow，1985；Levin & Rappaport Hovav，1996）。

根据这一思路，很多学者较为深入地研究了动词，认为动词中所含有的潜在性参与者角色（包括论元或补语、附加语、限定语等）的数量，决定了该句子的题元结构，它可为名词短语指派参与者角色（参见Zwicky，1995；Jackendoff，1997b：§3；Sag et al.，2003：§4）。例如当三价动词“give”用于原型性表达中时，分句中的三个题元角色（给物者、收物者、给予物）就是由“give”的论元结构所决定的。

TG学派之所以提出“句法自治论”，或许就是以词汇投射论为基本出发点的，将意义交给词库，诸如实体、事件和性质等概念均由词汇来表达（Jackendoff，1997b：48），句法仅提供将语核和依存成分组合成短语或分句的组合规则，在此过程中并不对句子增加任何新的内容，这样，句法就与语义无关了，可作为一个独立模块来专门研究。Michaelis（参见Brown，2006：74）曾将这一观点总结为：

...the verb determines what
 the sentence means，syntactic rules determine how
 it means.（动词决定句子表达什么意义，句法规则决定动词如何表达意义。）

这一原则受到很多学者的青睐，他们基于此发展出多种不同的观点，如：

（1）Head-Driven Phrase Structure Grammar（语核驱动的短语结构语法）（参见Pollard & Sag，1987，1988，1994）；

（2）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Theory（句法—语义接口理论）（参见Jackendoff，1990a，b）；

（3）Lexical Functional Grammar（词汇功能语法）、Mapping between Syntactic and Functional Structures（句法与功能结构之间的映射）（参见Bresnan，1994，2001）；

（4）Role and Reference Grammar（角色与参照语法）（参见Van Valin & LaPolla，1997）；

（5）Models of Phrase Structure（短语结构模型）（参见Ritter & Rosen，1998）。

这些观点都将视线聚焦于动词的论元结构。与其相对的是：a Construction-based Model（基于构式的模型），a Construction-based View（基于构式的观点），a Construction-based Grammar（基于构式的语法，即Construction Grammar构式语法，简写为CxG）。

我们认为，以动词为中心的“词汇投射原则”，兼顾到解决句法与语义接口的问题，开始关注语义，这相对乔氏早中期理论来说是一个进步。然而，这一分析方法虽可反映出语言中的一些重要特征，解决了词汇与句法中的部分问题，值得我们学习和参考，但也带来了很多新问题，以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语言分析方法，只能是诸多方法之一种，绝不是全部，也不是唯一！

根据构式语法的观点，词汇所出现的“构式”才是确定短语义和分句义的关键。Michaelis（2003：165；Brown，2006：74）曾用算术式子来说明这一问题：同是2、3、4这三个数字，组合为2×（3＋4）或（2×3）＋4，它们的结果完全不相同，前者的结果为14，后者的结果为10。这亦可用以说明：相同的词语若用于不同的句法环境中，即以不同的方式组合起来，整个词组和分句的意义就可能不相同。

词汇与语法构式之间的关系，犹如液体和容器之间的关系，我们把液体装在某一特定形状的容器中时，液体就被“压制”成容器的形状。同样，当我们把词汇“装入”某特定的构式之中时，词语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构式整体的功能。乔姆斯基却无视这一事实，认为词语在被置于句法中时，句法仅提供词语组合的规则，不对词语意义产生影响，也不为整个句子添加任何意义，这显然有悖语言事实。

我们认为，整个句子的意义不仅仅是由出现于其中的词语通过“组合（Compositionality）”获得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语法构式意义也可为其作出一定的、甚至是重要的贡献，即语法构式也可为整个句义增添一些除词语之外的意义。Jackendoff（1997b）曾将由句法所能产生的“额外意义”称为“Enriched Composition（增义性组合）”，亦有学者将其称为“Synergy（增效）”，它是因“Coercion［压制，又叫Override（强制）］”所致（详见第六章第四节第1点，第十一章）。这就是说，句法不仅仅像TG学派所主张的那样，为词组和分句提供组合规则，而且还能产生除词义以外的额外意义。因此，构式语法只承认“部分组合（Partial Composition）”，主要应当运用“完形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中“1＋1＞2”的模式。Jackendoff所说的“增义性组合”被构式语法学家替换为“整合原则（the Principle of Integration）”。

质疑“动词中心论”的论述还有很多。例如，在很多场合下话语的意义并不是仅由句中的动词所决定的，且这一观点与我们常说的“句末聚焦（End Focus）”和“尾重原则（End Weight）”不相吻合。另外，英语中的常用动词（如do，get，have，make，take等）可用于很多不同的句型，出现很多不同的题元结构，这就是说，动词的论元结构不是固定不变的，也不是先验确定的，而是开放和流动的。一个动词使用频率越高，其论元结构变化就越大，也就无法预测到它所能出现的句型，此时必须从整个构式角度才能作出更为有效的说明。

另外，很多语言中还存在一定数量的“无动词构式（Verbless Construction）”，如法语、俄语、德语等（参见Goldberg，2006：8），汉语中也有很多此类现象，如：

［17］山清，水秀。


［18］明天星期五。


［19］正面的门上一幅横匾。


［20］晚上，房里一片漆黑。


更为重要的是，很多学者还发现，在许多英语表达中动词的潜在性论元结构不一定就与构式的题元结构相吻合，如著名的“sneeze”例句（参见第十一章例［27］）。又例如单价动词如“melt”、“sparkle”、“flutter”等，与“方位”之间并不存在内在的联系，也就是说，它们并不一定潜在性地蕴含方位论元，却可用于“Locative Inversion Construction（方位倒装构式）”中，例如：

［21］In Maria’s sticky hand melted a chocolate-chip ice-cream cone.

［22］Down at the harbor there is a teal-green clubhouse for socializing and parties. Beside it sparkles the community pool.

［23］And in this lacey leafage fluttered a number of grey birds with black and white stripes and long tails.

很明显，动词投射理论不能对其做出合理解释，而构式语法却可很好地解释这一现象：这些一价动词之所以能用于方位倒装构式中，是由该构式的题元结构所决定的，它压制了用于其中的一价动词。

又如汉语中含有容纳量名词短语的句子，主语和宾语可以互换使用，例如：

［24］六个人吃这桌饭。


［25］这桌饭吃六个人。


如此换用似乎与动词“吃”并无实质性关系，又例：

［26］五个人坐一张板凳。


［27］一张板凳坐五个人。


［28］三个人睡一张床。


［29］一张床睡三个人。


［30］六个人上那辆车。


［31］那辆车上六个人。


很多学者认为，这类语句中首尾词语之所以能换用，是因为句中含有数量词，首尾词语之间存在“容纳性”语义关系，而这些关键信息并不体现在动词上，因此动词中心论对这类句子没有解释力。

针对“动词中心论”之不足，构式语法学家提出了构式分析法，这里的构式不仅涵盖了动词以及动词以外的其他词类，更重要的是坚决倡导从“构式整体”的角度，或从“构式与动词互动”的角度来分析语句的形式与意义、结构与功能，从而可望有效地弥补上述缺陷。


3）谓语中心论


因为动词的主要语法功能是做谓语，基于“动词中心论”自然就延伸出了“谓语中心论（Predicate Centralism）”这一观点，如不少词典编纂学家就建立了以动词为中心的谓语句型系统（参见下文）。

Chafe（1970）也认为分句的核心成分就是“谓语”，其他成分都是围绕这个成分组织起来的。这就是说，动词以及谓语的性质除了能决定其参与者角色的用法和类型之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分句的语义类型的表达特征。他（1970：165）指出：

The verb is the control center of a sentence，determining by its own internal specification what the rest of the sentence will contain—not completely，of course，but to a significant degree.（动词是句子的控制中心，其内在特性决定了句子其他部分所含内容。当然了，虽不是完全由其决定的，但也是在很大程度上起着决定性作用。）

Chafe与Tesnière、乔姆斯基等观点很是接近，上文所述的“动词中心论”和“词汇投射论”的缺陷亦可用以说明“谓语中心论”之不足。


4）格语法


Fillmore于20世纪60年代基于动词配价理论提出了“格语法（Case Grammar）”，主要论述了“格框架（Case Frame）”，即语义格［相当于“参与者（Participant）”］的构型（Configuration）问题。例如“open”的格框架可以描写为：

［32］［+_____O（I）（A）］

“+”表示后面所列语义格可出现在同一句中，“_____”可填入一个动词，O为宾格，必须有，而I（工具格）和A（施事格）可不出现，因此置于圆括号中。这个动词必须符合其后语义格的分布情况。Fillmore认为，倘若能将一种语言中的每个动词都标注上这样的深层语义格框架，就能保证生成合乎语法的句子。

从以上分析可见，Fillmore的格语法主要用以描述什么样的动词可插入什么样的深层格框之中，因此有学者认为，Fillmore的主要立场是以“深层格框”来决定动词的性质和用法，而不是以动词来决定深层格框，我们可暂时将这种立场称为“以格定动论”，即以语义格（参与者）为出发点来论述动词的使用环境，并以此为基础来阐述动词的论元结构及其与名词短语之间内在的语义关系，这与前述的“以动定句论”的动词中心论有所不同
[6]

 。

格语法的一大贡献是，论述了句法结构与语义结构之间的接口问题，使得仅研究句法结构的TG理论发生了重大转变，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方向：开始关注语义的深层结构。但是格语法本身也面临很多问题，例如：语义格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与“语义”等同？一种语言中究竟有多少语义格？格与格之间是否可作出一刀切的定义？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格语法（详见第四章第二节第1点）。


5）词汇语法


Hudson于1984年基于“依存语法”提出了“词汇语法（Word Grammar）”理论，认为语法知识主要是关于词的知识，并将词之间的依存关系视为语法研究的中心，而不像短语结构语法那样将短语视为基础。因此词汇语法只研究“词汇”和“依存”。Hudson基于这一理论于1990年又建立了“英语词汇语法（English Word Grammar）”，于2007年出版了Language Networks：the New Word Grammar
 一书，且于2008年又以“Word Grammar and Construction Grammar”为题进一步论述了词汇语法和构式语法
[7]

 两种理论之间的关系，认为它们是连接认知语言学与TG语言学两大理论体系之间的一座桥梁。Hudson指出，“词汇”和“依存”之外不存在“构式”概念，依存就是构式。这两种语法理论具有相同的描写力，但对语言学习而言两者有不同的作用，语言习得更多地依靠构式语法，信息加工更多地依靠词汇语法。

Gisborne（2008）也支持“依存就是构式”的观点，认为词汇语法中所论述的核心概念“依存”本质上也是一个象征单位，不同形式的依存有不同的意义。据此，词汇语法也可视为一种构式语法理论。


6）词汇功能语法


Bresnan和Kaplan于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了“词汇功能语法（Lexical-Functional Grammar）”，主要观点为：TG所论述的许多“句法规则”都可划归到“词汇层面”，这样，原先TG所认为的由句法承担的许多功能，其实是由“词汇”决定的，通过分析词汇的功能就可获得有关句法的信息。所以他们认为，词库在语法分析中起着中心作用（参见Bresnan，2001），这显然也是一种“词汇中心论”。

我们认为，Bresnan和Kaplan的这一理论对Langacker后来在认知语法中直接取消词法和句法之间的二分对立，将它们视为一个连续体，做了很好的理论铺垫。

词汇和句法，这是语言的两个不同层面，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差异。认知语言学一方面主张取消词法与句法之间的对立，但另一方面也明确表示两者在长度、复杂度、用法上存在一系列的差异，若仅从词汇角度来论述句法，可能会出现以偏概全的问题。


7）词汇关系结构理论


Hale和Keyser于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了“词汇关系结构理论（Lexical Relational Structures，简称：LRS）”，这也是一个关于“动词论元结构”的理论，认为结构题元与句中主要动词论元之间的关系，可从主要动词所表事件结构层次的角度，在结构上用“X杠投射（X-bar Projections）”作出限定。动词的生成及其论元配置与句子生成的道理是相同的，都遵循着一定的句法推导原则。Hale和Keyser（1998：453）在后来提出的“词汇句法理论（Lexical Syntax）”中又指出：题元结构主要是由中心词项所投射而成的一种句法配置，是一个存在于中心词和与其相联论元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动词的句法表现不同，是因其词汇句法的不同所致。

仅从词汇角度（主要是动词）来论述题元结构和句法配置显然是一种不完整的语法理论。


8）词汇的概念结构理论


Jackendoff于20世纪70年代初就发现乔姆斯基（1965）“标准理论（Standard Theory）”之不足，并着手从语义分析角度对其加以修补。他于1972年出版了Semantic Interpretation in Generative Grammar
 ，后沿着这一思路在70年代又发表了很多语义研究方面的论文，并于1985年出版了Semantics and Cognition
 一书，提出了以空间关系为基础的概念结构（Conceptual Structure）分析法。他于1990年又出版了Semantic Structures
 ，后又继续沿此思路做概念分析，建立了“概念语义学（Conceptual Semantics）”。

Jackendoff将语言研究转向了概念结构，为语义学作出了重要贡献，难怪有学者认为他已经站在主流生成语法学派的对立面（张翼：2009）。他认为，概念结构中包含若干“概念要素（Conceptual Constituent）”或“心智原素（Mental Primitive）”，每一主要句法成分（除无实质性意义的纯句法形式之外，如it等）都对应于其中的某一概念要素（1985：76）。他主要还是以动词为出发点分析，说明概念结构中的要素不一定都要在句法层面上体现出来，在被映射到不同句式结构时，有些概念要素被侧显出来，有些则没有，如：

［33］The window broke.

［34］Tom broke the window.

例［34］中“break”的施事者在例［33］中就没被侧显出来。

Fillmore所举的一组“open the door”的著名例子也可做同样的解释。这就是说，同一个动词可出现于不同的句法环境中，体现出不同的题元结构，这是由于动词概念结构中的要素在被映射到句法表达的过程中，被侧显的要素出现差异所致，这显然还是一种“动词中心论”的立场。

但另一方面，Jackendoff 还是秉承了乔氏的基本假设，他的出发点还是在TG理论框架中解决“句法—语义”间的接口问题，目的是为TG找到一个新的突破口。他主张将动词的概念结构视为句子题元结构的主要决定因素（这也是乔姆斯基的初衷），认为语言中句子的主要生成机制，就是将题元插入到动词的概念结构中，然后再将其转换为句法形式。在这一转换过程中，他除了运用TG的“次范畴化框架（Subcategorization Frame）
[8]

 ”分析法之外，还提出了“优势规则（Preference Rule）”去解释为何同一个动词会出现于不同的句法结构中。这一规则也常被学界认为是一种词汇规则。

Jackendoff的概念语义学还认为，概念结构是由“心智原素”和“组合规则”构成的，心智原素具有天赋性，内在于人们头脑之中，可以按照运算性组合规则来生成概念结构，再按照对应规则（Correspondence Rule）投射到句法结构之上，这样就能形成人类的语句表达。显然，这里的运算规则依旧是一种乔姆斯基规定的形式化分析方法。

可见，Jackendoff的基本思路还是继承了乔姆斯基的核心理论，但也体现了从语义分析入手解决句法问题的强烈倾向。我们认为，他为TG学派所坚持的句法中心论注入了语义分析的内容，对该学派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认知语义学的发展做了一定的理论铺垫。


9）以词汇为中心的组型语法


Sinclair，Framcis和Hunston等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筹建英国COBUILD语料库，且在此基础上同时取得两个系列的研究成果：词典系列和语法系列。一方面Sinclair（1987，1995）出版了《柯林斯 COBUILD英语语言词典》和《柯林斯COBUILD英语词典》；另一方面Sinclair（1990），Francis，Hunston等（1996，1998）又出版了《柯林斯COBUILD英语语法》、《柯林斯COBUILD语法组型》等，这两个系列的研究成果都是基于“组型语法（Pattern Grammar）
[9]

 ”这一基本理论之上的。

“组型（Pattern）”是指：受动词、形容词或名词支配，由与其常共现的一串词所组成的相对固定的短语。组型语法以词汇为基本出发点，强调词语的实际使用，关注词汇所出现的具体的、频率高的、相对稳定的句法环境和实际用法。他们在此基础上编写出的语法书，也是以词语的组型为主要线索来列述它们的主要功能，这充分体现出词汇和句法不可分家的观念。

组型语法主张运用“语料库驱动法（the Corpus-driven Approach）”，即通过观察词语的实际使用情况来提出并论证理论假设，这与“基于语料库的方法（the Corpus-based Approach）”不尽相同。语料库驱动法主要服务于演绎型研究，用语料库来验证事先提出的某一理论，常通过筛选相关材料来达到“为我所需”的目的，被桂诗春（2004）先生戏称为“削足适履”。

组型语法所倡导的意义与句法（或形式、组型）不可分离、词语与句法不可分离（即词语与其所出现的句法环境不可分离，两者都表现为一定的组配方式，都可归结为“组型”）、词汇与语法不可分离的思想，对后来的构式语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0）小结


词汇中心论者（Lexicalist）认为，词汇在语法分析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应当以词汇和有关规则为中心来分析语法，特别是动词，其所含语义和语用方面的信息可以决定语言基本句型的形式和意义。也就是说，动词能够将其自身所具有的参与者角色结构投射到句法的题元结构上，可向我们提供有关“参与者”的基本信息（Bencini & Goldberg，2000）。然而动词绝不是语言之全部。Sinclair等所倡导的组型语法虽将所研究对象从动词扩展到了形容词和名词以及以它们为中心的相关组配成分，但离全面解释语言全部现象还相差甚远。

但是，他们提出的上述一系列观点还是能从某个角度解释语法中诸多现象的，其中不乏精彩之处，词汇中心论的分析方法也有很多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之处，对语言研究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1）诸如被动（Passive）、使役化（Causativization）与格移位（Dative Shift）等表达式转换现象可通过词汇规则做出较好的解释。

（2）句型的选用与动词类型密切相关，如传统的五大基本句型就是基于动词的性质作出的分类。由Hornby、Gatenby、Wakefield（1970）主编的The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with Chinese Translation
 （《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在用法说明中特别指出“本词典的动词类型供给关于造句法的知识
 ”，并基于英语五大基本句型扩展出25个动词类型，将它们一一编号，然后在正文中的每个动词后面都注上对应的编号，以供学习者能造出正确的英语句子，由此可见动词对于句法学习的重要性。

（3）句型具有较为明显的规律性，与其相比，词汇则具有较多的特异性（Idiosyncratic Properties），从词汇特异性角度可对特定的构式及语言表达式的变异作出较为直接、详尽的解释和预测。

（4）屈折语中动词等一类的词，在用于不同的句型或构式、表示不同意义时会用到一系列的词法标记（Morphological Marking），可用以解释所用的特定句型和构式。也就是说，句法上的变化时常包含了构词上的加工，如将英语的主动句转换为被动句，就一定包含了从动词到过去分词的构词加工。

（5）上文提及的“动词配价理论”、“依存语法”以及“动词中心论”等，主要通过语义分析揭示一个动词的内在用法特征，根据动词配价来分析句子的题元结构，确定句子的基本类型，这一思路还是具有一定的语言学研究价值的。

根据动词配价理论分出一价动词、二价动词、三价动词等，以动词为中心来分析其所对应的题元结构，确实具有理论上的开创性和实践上的可行性。如一般词典仅仅将regard分析为及物动词，但在实际应用中若只说regard sb.，其意义显然是不完整的，其后需接用“as-短语”作补语才算完整，因此regard当视为“三价动词”才更有解释力。

2. 分句中心论


1）Halliday的观点


Halliday认为，分句的不同语法特征既决定了参与者的类型，也决定了具体分句中出现的动词类型，他主张将研究对象从词汇层面提升到分句层面，他的这一基本立场显然不同于词汇中心论，明显带有“分句决定论”的倾向（他还主张研究分句以上的语篇层面）。

从分句层面来论述语法特征，并以其为基础来描述参与者的类型，这比仅从词汇角度研究更为合理，也较为全面，因为只有谈到一个事件才能将所涉及的参与者角色描述清楚，而事件主要是靠分句来描述的。但是，Halliday的研究方法常局限于主位—述位、功能透视观、语法隐喻等方面，这显然离解释充分性还有一段距离。


2）Chomsky的观点


乔姆斯基在语言天赋观、自治观、模块观和普遍观的统摄下，将语言切分为几大模块，然后聚焦于句法层面，从人们先天就有的具有普遍性的初始结构入手，用数理分析的形式化方法演算其间的运作机制（详见第三章第一节）。因此，乔氏的TG理论明显具有分句中心论的倾向。


3）Langacker的观点


认知语言学发端于对词汇意义的研究，因此其早期的中心内容主要聚焦于从认知角度研究词汇语义学（参见Cuyckens，Dirven，Taylor于2003年主编的认知语言学论丛第23卷Cognitive Approaches to Lexical Semantics
 ），甚至还有部分学者曾将认知语言学等同于认知语义学。

这一时期的认知语言学家主要通过词汇分析来论述范畴理论，并运用原型范畴理论来解释多义词，用ICM理论来解释词义等。后来Langacker建立了认知语法，将认知语言学的有关原理拓展运用到了语法的分句和句子层面，建立了用“认知能力”、“识解”、“象征单位”、“构式”、“射体—界标”、“行为链”、“认知参照点”、“图式—例示”等方法分析分句和句子的理论系统。因此我们不妨说，Langacker的认知语法主要是以分句为研究中心的
[10]

 。

Langacker认为，他的认知语法就是一种构式语法，而且还是一种激进的构式语法理论（详见第五章、第八章），其中有些观点已被学界广泛接受，如“象征单位”以及“构式等于两个或两个以上象征单位”等。但是，认知语法中的有些分析尚不全面，如对原型范畴理论、隐喻理论等论述不足，也未能详述构式的独立义，未讨论动词与构式之间的互动等问题，这为日后的构式语法理论发展留下了空间。

3. 构式中心论

Goldberg（1995，2006）继承了Fillmore、Lakoff、Langacker等的基本理论，兼顾语言中的特殊表达和普遍现象，强调从整体角度来解读词语意义，主张将词素、词、词组、分句等都归结为“象征单位”和“构式”，通过这两个概念（或仅“构式”）就可对语言做出全面的描写和解释，实现对语言各层面做统一解释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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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ldberg所倡导的构式语法理论坚决否定了动词中心论，认为动词不能完全决定分句的题元结构，构式整体才是决定分句题元结构的关键，因此她提出“以构式的题元结构分析法为中心”的理论取向。

Goldberg在该理论框架中指出了“词汇中心论”和“规则分析法”的若干不足之处：

（1）仅从词汇层面（特别是动词）分析语义和参与者角色，而忽视词汇以上的分句层面，这种分析方法显然是不全面的，必然会产生很多“胎里疾”。但仅从分句层面分析而忽视介于词汇和分句之间的成分（如各类短语），似乎也不能算是全面的（认知语法除外）。

（2）在很多理论体系（特别是TG）中，“规则（Rules）”强调的是“没有例外”，具有强制性，人们必须毫无例外地遵守。它就像体育比赛一样，一旦视作规则，就不能有任何例外，人人都得遵守。而构式语法学家则持不同的观点，认为语言“规则”不是这样的，到目前为止人们似乎还没有建立起一套没有例外的语法规则。正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每条语法规则都有例外（Every rule leaks. Every rule has exceptions.）”，因此认知语言学家主张用“图式”来取代“规则”，强调图式性规则来自语言实际应用，同时它只能是个大概的框架，必须允许有一定量的调变，允许有例外。

Goldberg在指出以往理论不足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当的换位思考，提出了要从整个构式角度来解决“题元结构”的设想，重在描写构式的图式性特征，而不是强行规定它们的使用规则。她还具体解释了构式本身与独立动词之间的互动关系等问题，较好地解决了构式与词汇（主要的动词）之间的接口问题，使得她的构式语法理论具有鲜明的特点及更大的解释力。也正是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很多学者提出应当在认知语言学理论框架中将语法研究最终归结到“构式”上来的观点。

这是一个全新的分析思路，角度独特、视野开阔、考虑全面，兼具上文简述几种观点的优势，向语言理论应当具有描写充分性和解释充分性这一宏大目标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不失为语言研究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发展，为在认知语言学理论框架中的语法研究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诚然，任何语言理论都有优缺点，构式语法也不例外，国内外很多学者针对其优点和不足之处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本书将在第十二章详细讨论。

第四节　结语

构式语法作为一种全新的语言理论，与TG语法具有一定的相同之处：都主张从人类的心智角度来解释语言现象，并在“生成性”这一点上也有某些共识，都力图解释语言能运用有限的符号来表示无穷的意义这一现象，但这两种语法理论就语言是否具有先天性、具体表达如何生成等关键观点存在巨大的差别，在其他一系列根本问题上还存在许多分歧，实质上，构式语法就是在对TG语法不断批判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语法理论（详见下章）。


[1]
 　若构式包含词素，此处则为“语言理论”。


[2]
 　Goldberg（1995：75）论述了构式之间的四种主要传承性关系：（1）多义性连接；（2）隐喻性连接；（3）分部性连接；（4）例示性连接。


[3]
 　或叫“缺价动词Avalent Verbs”。


[4]
 　也可称其为“以动定句论”或叫“词汇中心论（Lexicalism，也可称其为‘以词定句论’）”。


[5]
 　不同的学者笔下有不同的名称，如：

　　the Projection Principle　（投射原则），

　　the Projection-based Model　（基于投射的模型），

　　the Projection-based Theory　（基于投射的理论），

　　the Projection-based View　（基于投射的观点），

　　the Lexical Rule Approach　（词汇规则分析法），

　　the Lexical-rule-based Approach　（基于词汇规则的分析法），

　　the Lexically Driven Syntax　（由词汇驱动的句法）。


[6]
 　其实，Fillmore的观点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以动词为基础的特征。当然了，在他的深层格框中，是用“_____”来表示动词的，以其带出对应的语义格分布情况。


[7]
 　Holmes & Hudson（2005：244）以及Hudson（2008：258）认为，词汇语法主要吸收了欧洲语言研究（依存语法，直接关注词与词之间的连接关系，不需要短语）的传统，而构式语法主要吸收了美国语言研究（从Bloomfield到Chomsky都基于“短语结构”来解释句法体系，句子由PS构成）的传统。


[8]
 　这里的“次范畴”主要指动词后接补语所构成的一个语类范畴，“次范畴框架”是指某一词项（主要是动词）在择用补语过程中所遵循的语类特征限制和选择特征限制等原则，它注明了动词择用补语的具体要求。但因其所含内容较多，本身又难以对这些限制条件做出充分描述，Jackendoff提出了“优势规则”作为补充，以进一步限定动词能出现于具体句式中的条件。


[9]
 　桂诗春（2004）曾主张将其译为“型式语法”，王勇（2008）也沿用了这一译法，但考虑到它在读音上与“形式”这一常用术语难以区分，故本书主张将其译为“组型语法”，这也充分体现了该理论的主要观点：“组型”意为“词汇的组配类型”或“词组类型”。


[10]
 　当然，他后来于2001年发表论文“Discourse in Cognitive Grammar”，也将认知语法的基本原理运用于语篇分析，参见王寅（2006：第十一章）。


[11]
 　汉语界在建立研究汉语的基本单位时也曾提出过很多不同的观点，如：语素本位、字本位、词本位、词组本位、小句本位、句本位、复本位等，我们认为可基于构式语法将它们统一在“构式本位”中。


第三章　构式语法对TG语法的批判

本章首先回顾了TG语法的基本假设：天赋观、普遍观、自治观、模块观、形式观等，并以此为出发点逐条论述了构式语法对其所做出的反思和批判，提出了与其完全相反的系列立场，而这些与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原则完全一致。Langacker近来对“自治观”提出了最新观点，我们结合索绪尔的观点将“自治观”归纳为三大类：结构自治观、语言自治观、句法自治观（其中又可分出：弱式自治观和强式自治观）。Langacker强调指出，TG学派常用证明弱式自治观的例证来为强式自治观辩护，因此缺乏解释力。

第一节　TG的基本假设

构式语法与认知语法、生成派语义学、格语法、框架语义学、认知语义学、体验哲学等密切相关，它们是Langacker、Lakoff、Fillmore、Taylor、Goldberg等认知语言学家于20世纪70—90年代在对以乔姆斯基为首的TG语言学派进行反思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那时，乔氏理论在语言学界占据着主流地位，即使至今在美国还有很多拥护者。

TG语言学派理论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假设：

1. 天赋观

乔姆斯基接受了笛卡尔的“天赋观”，认为人们的语言能力是先天就有的（be Hard-wired into our genetic make-up），即人在出生时大脑中就内嵌了一种先天的、独立于其他认知能力的语言能力，这就是“语言习得机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简称LAD）”。正如Taylor（1989：239）所指出的，TG学派认为：

An examination of syntactic，semantic，and phonological phenomena leads to the postulation of abstract entities which are not visible in the surface sentences of a language. These entities，and the rules which manipulate them，cannot therefore be learnt by any process of induction or generalization from mere exposure to the surface forms. ...The child，that is，succeeds in acquiring a Chomsky-style grammar because the scaffolding of the grammar is genetically inherited. Acquisition is seen as the unfolding of the innate potential.［对句法、语义和音位现象的（乔氏式）审视导致他设想出在语言表层句子背后存在一些抽象实体，它们是看不见的。因此，这些实体以及操控这些实体的规则，本身是不能仅通过对表层形式的输入进行归纳或概括被学得。…… 这就是说，儿童之所以能成功地习得乔氏式语法，是因为语法脚手架是从基因中遗传而来的。习得就被视为打开这一天赋潜能。］

乔氏还进一步论述了这个潜在性天赋语言机制的内部情况，其核心就是“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简称UG）”。UG是全人类所共有的，是每个幼儿通过先天遗传而得的，也是人出生就有的语言初始状态（the initial state of language faculty）。“原则”是语言中最本质的部分，即“核心语法（Core Grammar）”，人类无需学习它；其他内容属于边缘部分，需要后天学习。幼儿在学习母语时，从所接触到的少量语言素材中通过参数调整，便可很快掌握母语的语法。幼儿可总结出多套可能的语法，其中多数语法体系不符合UG的条件，因此被自动排除，这样就能保证儿童迅速学会母语。

语言的这种先天遗传性质，只有人类才具有，这样就可解释为什么儿童在出生后几年内便能很好地掌握母语的现象。

2. 普遍观

乔氏坚守天赋观，认为儿童头脑中生来就存在一种能生成句子规则的内在机制，其核心就是“普遍语法”，它是以天赋的语言能力为基础的，是所有幼儿都有的一种语言能力，且可通过原则系统对其做出具体描写。

这种具有普遍性的原则系统，可用数学上的“生成”思想来描写和组织，因此语言可视为一种具有递归性的生成系统，可用分解法来寻求语法形式和意义的最大概括和抽象表征的单位。

3. 自治观

TG理论认为，人类先天就有的语言能力是独立于其他认知能力的，因为语言结构实在是太复杂了，儿童仅只通过十分有限的语言输入就能学会它，这显然与其他的一般认知能力不同，且仅用归纳法也很难加以定论。

TG理论中关于“自治”有两层含义（详见第三节）：

（1）语言是自治的。这一观点与乔氏的“天赋观”一脉相承，认为人们头脑中生来就有专司语言加工的独立机制，与人们的感知觉等认知能力无关。

（2）句法也是自治的。句法不用参照意义和其他因素就能对语句从形式上作出系统描述，这是二元论哲学观在语言研究中的反映，为形式主义句法理论找到了哲学基础。

TG学派的基本出发点是将意义交给词库，句法只提供将词语组合起来的规则，并不对语句增加任何新意义，因此句法本身就与语义无关了，“句法自治论”由此产生，可将其视作一个独立的模块来专门研究，对其作形式化描写，从而使语言研究走上了“科学主义（Scientism）”的道路。

句法自治，便不必考虑语义、语用等因素，就可在句法的形式化系统中描写它们之间的转换关系，这才有了“转换不改变意义”的假设。

4. 模块观

TG学派认为，通过深入研究语言的形式（主要是句法形式），而不需要考虑语义和语用因素，就能揭示语言的本质。为能将句法形式从整个语言系统中独立出来，乔氏假设出一套模块论分析方案，将语言这个总模块细分出若干子模块［亦有学者（如Croft & Cruse，2004：225）将其称为Compo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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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音位子模块、句法子模块、语义子模块。每个子模块都含有若干概括性规则（如短语结构规则、转换规则等）和限制（Constraints：限制语言中不可能出现的表达，表现为否定性陈述，可过滤掉不被接受的语言形式），它们仅描写了句子特征的某一维度，如：


（1）音位子模块中的概括性规则和限制仅控制着句子的声音结构；



（2）句法子模块中的概括性规则和限制仅控制着句中词语的组合；



（3）语义子模块中的概括性规则和限制仅控制着句子的意义。


TG将句法子模块视为语言研究的核心对象，将其他两个子模块嵌入其中，不同子模块之间依靠“连接性规则（Linking Rules）”建立起连接。

TG所倡导的模块论基本思路可图示如下（摘自Croft，2001：15；Cruse & Croft，2004：15）：

[image: 0106-01]
图3.1



对乔氏模块论还有另一图解方法（摘自Evans & Green，2006：642）：

[image: 0106-02]
图3.2



亦有学者认为，在上述划分子模块的基础上还可作更为深入的切分，如Aronoff（1993）主张切分出词法子模块（控制着词汇结构的内部形式），Vallduví（1992）主张切分出信息结构子模块（控制着语篇和语用知识）等。这样TG学派就通过这些子模块对语言信息的特定类型做出了严格的区分，当然了，这也给他们自己带来了大量的烦恼，不仅要研究这些子模块中的概括性规则和限制，还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来研究这些子模块之间相互连接的规则。

乔姆斯基（1981，1991，1993）认为，有了这些规则和限制，就不再需要“构式”这一概念，他（1993：4）的下一句话就可代表这一倾向：

UG provides a fixed system of principles and a finite array of finitely valued parameters. The language-particular rules reduce to choice of values for these parameters. The notion of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 is eliminated，and with it，construction-particular rules.（普遍语法提供了一套固定的原则系统和限值参数。各语言特有规则都可归结为选择这些参数的具体值。这样就可取消语法构式这一概念，随之也就取消了构式特有规则。）

例如，英语中的被动态构式常被总结成：

［Subject be
 Verb-Past Participle by
 Oblique］

TG主张将被动态构式中的句法特征进一步加以分解（Decompose），然后将它们分置于各个子模块中进行论述，这样，比词大的句法结构，如被动态构式、关系分句构式等，可被分解为更为基础的、抽象的特征（Chomsky，1981：121），并可通过各子模块中的概括性规则和限制以及它们之间的连接规则作出描写和解释，也就是说，构式只是概括性规则和限制的产物。

5. 二元论与形式观

形式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是笛卡尔的二元论，即身体与心智分离，其在语言中的表现就是形式与意义相分离。

乔氏认为，心智中的句法操作可以完全独立于意义而存在，它是纯形式的运算，就像我们演算数学公式一样，如（x+y）2
 =x2
 +2xy+y2
 ，它可独立于具体的数字而存在，其中的x和y可以用任何一个具体的数值代入。乔姆斯基认为，语言中的句法也像这类数学公式一样，可运用一套纯形式化的句法公式来加以演算，可以独立于具体的意义而存在，因此某一语言中全部合乎语法的句子就是基于一套形式化的符号、通过一定规则对其进行形式操作而生成出来的，等形式运作结束后，再代入具体的词语，并通过集论模型获得语义解释，所采取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解释程序。

形式主义理论又与客观主义哲学观和客观主义语义观密切相关。我们知道，TG学派早期是忽视语义的，后来逐步改变了态度，开始考虑语义，但主要还是基于客观主义哲学理论，主张运用义素分析法和真值对应论来解释句法形式运算最终获得的符号串的意义，并根据相对于客观世界的真假值来确定语言形式的意义。

第二节　构式语法对TG的反思

虽然很多学者提出了不尽相同的构式语法理论，但基本都是在批判TG学派上述基本假设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他们的研究有力地支持了认知语言学对TG基本假设的批判。

1. 批判天赋观

乔姆斯基非常熟悉古希腊哲学，他有意或无意地复活了2500年前苏格拉底的“助产婆理论（把人们心中原有的知识通过辩证的方法激活出来）”，以及柏拉图的“灵魂回忆说（知识的获得过程就是唤起自己的灵魂对理念世界进行回忆的过程）”。乔氏在20世纪中期（1957）还能想到这两位西方理性论者的鼻祖，却也难得，使得很多学者不得不再去重温欧洲古老的文明！他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将这两位祖师爷的理性观涂上了现代的色彩，“创造性”地搬用到了“语言习得”领域，为语言研究提出了一个似乎既简单又有说服力，但常常又是无法验证的“新”思路。

我们不禁要问，倘若语言习得机制（LAD）和普遍语法（UG）是先天就有的，它是如何能独立于单词而单独存在的？这就有点像没有身体何来的灵魂，似乎在重唱着古希腊理性主义的老调，追寻那个虚无缥缈的“灵魂王国”；又要重返笛卡尔的老路，游荡于天赋的超验理性世界。TG就是沿着这条天赋论、理性演绎法、先验论的思路来审视现代的语言问题。

倘若LAD和UG是先天就有的，那么人们就会追问：它是什么时候开始植入我们祖先遗传基因的？随着时光的消逝它有无变化，又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它的存在能否得到科学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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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倘若LAD和UG是先天就有的，现代科技就应该能够通过实验将其寻找出来，而不是永远仅停留在一个假设阶段。倘若得不到验证，人们必然要对长期基于假设的理论产生怀疑和不满。况且语言习得的研究也表明，语言学习主要是由意义驱动（Meaning-driven）和交互驱动（Interaction-driven）的，而不是由头脑中的普遍语法驱动的（UG-driven），这恰好也证明了TG假设的虚妄性。

2. 批判普遍观

世界上的几千种语言各自存在很多独有的现象，即使在同一语言中也难以建立一个统一的普遍句法范畴（参见第九章第三节）。

Sapir（1921：119）早在1921年就指出：

Each language has its own scheme.（每一语言都有自己的图式。）

Dryer（1997：140）也认为：

...grammatical relations are unique to every language.（每种语言中的句法关系都是独一无二的。）

Goldberg（2006：13）在列出一些跨语言对比中的不同表达之后指出：

Such idiomatic expressions pervade our everyday speech. Knowing them is part of knowing a language，and clearly their specifics are not determined by universal principles but must be learned on an item-by-item basis.（这样的习语性表达遍及我们的日常表达之中。知道这类表达是我们掌握一门语言的一个组成部分。很明显，这些独特表达不是由什么普遍原则所决定的，而必须是一条一条学得的。）

激进构式语法在这一点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提出了更为“激进的（Radical）”观点：

There is no universal inventory of atomic primitive.（不存在由最小原素构成的普遍总库。）

这一观点意为：在所有语言中不存在普遍对等的构式。Croft（2001：32）还将这一观点作为一个标题来加以专题论述，可见其重要性。

因此，一种语言中的具体句式，乃至句法范畴，只能相对于其所出现的具体语式来描写，这就是“基于用法的模型”的基本思路，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先验的、普遍的句法范畴（如：名词、动词、形容词等，主语、谓语、宾语、及物分句、主句和从句等）集合。由此，Croft（2001：46）得出了一条十分“激进的”结论：

At worst，theories of categories，etc. are theories of nothing at all...（最糟糕的是，句法范畴理论等根本就不成理论……）

构式语法学家认为，构式和语义结构因语言不同而存在根本或较大的差异，构式语法理论（特别是激进构式语法理论）为这一基本观点提供了大量的证据。他们认为，即使在同一语言中也不存在完全统一的句法范畴和句法关系，更不用说不同语言了，它们仅只存在于特定的具体语式之中，句法范畴和句法关系必须参照它们所用于的具体语式来定义，这一观点在跨语言对比研究时特别重要。构式是基于某一特殊语言的，一种语言的构式与另一种语言的构式在形式和意义方面很少完全对应，也就是说，一种语言中有的构式不一定总能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完全对等的构式。激进构式语法据此得出结论：句法范畴因构式而异，构式又因语言而异。

可是人们不禁要问，难道世界上的语言就真的没有共通之处了吗？倘若没有，如何建立普通语言学？语言类型学也将成为空中楼阁。Croft（2001：61）认为，不存在普遍语法，主要是指不存在适用于所有语言的普遍句法模版，也不存在具有普遍性的句法范畴和句法关系，更无具有普遍性的构式。他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依据这一观点就可终结无止无休的“寻找普遍的句法范畴、句法关系、句法结构”的循环性研究。我们认为，Croft所否定的普遍性主要是指上述意义的普遍性，而不是要彻底否定语言共性，世界上的语言还是有不少共性的，但主要不是句法结构本身的普遍性，而应当是语义结构和象征结构上的普遍性，语言的形式和意义之间映射关系的普遍性。

构式语法的研究方法与我们一贯倡导的“矛盾的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的唯物辩证观相吻合。一般来说，我们的认识始于对若干特殊性事物的感知，然后从中概括出它们的共性，此为思维规律中的归纳法。这种共性处于不断发展和变化之中，随着新个体的出现，人们就要不断调变已经建立起来的共性，这其中也包含了从一般到特殊的演绎法思维方式。因此，从辩证的、完整的角度来说，人类的认识始于从特殊到一般，但也包括从一般到特殊，归纳与演绎兼而有之，相得益彰，它们在人类认识发展的整个过程中不可分离，相辅相成，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构式语法学家的基本思路与这种认识规律相符，他们先从具有特殊性的构式入手，发现其中蕴涵着很多常规构式的特征，即特殊构式从常规构式中传承了很多语义特征和用法规律。当然了，基于这种程序得出的一般性结论，也是对普遍规律的一种验证和完善。所以，构式语法遵循着从特殊到一般的规律，既分析特殊性，也兼顾普遍性，且将对前者的研究视为一种对后者的研究，归纳与演绎具有同等重要性。

基于这一立场，他们先从习语和特殊构式入手（参见第四章），先解决复杂的、特殊的语言现象，然后再以此为基础来反溯和解释规则的、简单的核心现象。他们还着力描述某特殊构式能被恰当运用的条件，并通过这类研究来逼近和描写讲话人的语言能力。这足以可见，他们既关注特殊现象，又关注普遍现象。正如Kay & Fillmore（1999：30，1）所指出的：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idiomatic thus involves the analyst directly in the study of the most general constructions of the grammar. ...In grammar，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idiomatic and of the general are the same；the study of the periphery is the study of the core—and vice versa. ...the particular and the general are knit together seamlessly.（因此，研究习语就包含着分析者当直接研究语法中最具概括性的构式。……在语法中，对特殊现象和一般现象的研究具有同等作用；对边缘现象的研究就是对核心现象的研究——反之亦然。……特殊现象与普遍现象天衣无缝地交织在一起。）

Language-internal generalizations are captured by inheritance relations among constructions. Cross-language generalizations are captured by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representation system and by the sharing of abstract constructions across languages.（语言内部的概括性是通过构式之间的传承性关系建立起来的。跨语言之间的概括性是通过表征系统和跨语言间抽象构式之间的共享要素共同获得的。）

前一段话是讲同一语言中的概括性问题，后一段话是讲不同语言之间的普遍性问题。也就是说，构式语法不仅适用于一种语言，而且适用于全世界所有跨语言之间的对比研究。一言以蔽之，构式语法可解释语言中的全部现象。

要能实现这一宏伟目标——解释语言中的全部现象——那就必须既要论述普遍性，也要兼顾特殊性，这种“两手抓”的主张明显与TG学派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产生了巨大分歧。乔姆斯基主要是基于一系列假设的演绎法，聚焦于理想语言、核心语法、规则表达和普遍规则，缺乏充分性。

我们（2005d）基于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原则提出了另外一种语言普遍观，即语言中之所以存在一定的普遍性，不是乔姆斯基所说的人先天带有普遍句法结构，而是因为全人类面对的是基本相同的客观世界，共享自然规律；我们还有相同和类似的身体器官、感知能力和认知能力，这就决定了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具有基本共通的思维，成为人类能够交际、理解和互译的认知基础，我们拟将其称为“体验性普遍观（Embodied Universalism）”，与乔氏“先天普遍观（Nativist Universalism）”相对。

这一观点可从考古学界的研究得到证实。许多考古学家认为，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与古人对话，是因为我们与古人生存的自然环境，以及人的生理功能（包括五官感知、七情六欲等）是基本相同的。人类进入了智人时期后的十几万年以来，生理功能几乎完全一样，它们在与外界进行互动体验时的作用没有发生多大变化，这是我们今天能够理解古人的决定性因素。其实，不仅古今一样，中外也是一样的，今人能够理解古人，中国人能够理解外国人，古今中外，皆出此因。这也为体验性普遍观提供了又一有力的证据。

认知语言学坚持体验性普遍观，这显然比乔氏所说的先天性普遍观更有说服力，也更有可证性。构式的共性和普遍性，或Fried & Östman（2004：8）所说的the sharing of abstract constructions across languages，也主要是基于体验上的共性。我们知道，不同语言必然会有不同的构式和构式系统，这就是Croft（2001）在激进构式语法中所强调的跨语言之间构式的差异性，同时也表明了语言的丰富性。

我们认为，普遍性与差异性是语言中客观存在的一对矛盾，两者互为对立，也相互依存。语言研究理应两者兼顾，不可偏废。构式语法正是循此进路发展的，通过特殊逼近普遍，再通过普遍认识特殊，并寻求具有普遍性的认知方式来解释语言中的各类现象。

3. 批判自治观

句法能够脱离语义和语用吗？倘若不参照意义，不考虑百科知识，我们能仅从句法角度判别以下语句的正误吗？

［1］* I was a teacher all my life.

［2］* There is a tree around the garden.

［3］* I have gone.

［4］* You have gone.

［5］* My sister is six months older than I.

［6］* It took me ten years to write novels.

［7］* The dog scattered.

它们都是符合英语句法规则的表达式，可我们都知道这些语句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们在语义上讲不通。例［1］中的过去时（指过去的事或已故之人）与整句意义搭配不上。例［2］中的“a tree”何以能够环绕整个花园？例［3］和［4］中的“have gone”表示人已不在场，那么“你”和“我”又何以能出此言？例［5］则需要“十月怀胎”的百科知识来判断其正误。例［6］中的“ten years”表示有界概念，而“write novels”是无界概念，两者不匹配。例［7］中主语当用复数“the dogs”语义才说得通，或改为：“The dog was scattered.”

我们知道，虽然TG学派也在词库中确立了词汇的语义特征（Semantic Feature）和语义限制（Semantic Restriction或Selectional Restriction），以图来限制那些在语义上不能被接受的语句，但误句的出现不仅仅是词库问题，更多的是组合使用后的问题，属于句法层面之上的现象，正如Fillmore et al.（1988）、Goldberg（1995）、Jackendoff（1997a，b）、Michaelis（2003，2004）强调指出，句法结构不仅仅为句子提供组合方式，本身也有意义。这足以可见句法分析是不能也不可能脱离语义基础的，句法自治论是站不住脚的。

难怪Lakoff、Langacker、Taylor等一大批认知语言学家要大声疾呼，TG理论误导了全世界语言学的研究方向：

（1）依赖哲学、心理学、生物学等领域的理念解释语言，似乎超出了语言学家的研究范围，用“天赋说”和“进化论”来解释语言成因和习得，似乎不是语言学家的主攻方向。

（2）抛开归纳法的演绎法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问题，总在假想的世界中建立模式、寻求答案，必然会使人生疑。

（3）语言能力不可能独立于人的其他认知能力，在语言知识和世界知识之间不可能做出二元切分。

（4）专注于句法的语言学理论，究竟能有多大的解释力，不考虑语义的句法何以能立足？

认知语言学（包括构式语法理论）为纠正TG理论的误导做出了很大努力，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很多更为可靠的观点，坚决认为语言能力不是天赋的和自治的，语法知识主要是后天习得的，是从若干基本用法中抽象出来的，句法与语义密切相关，不可分离。人们一般的认知能力，如互动体验、感知能力等不仅与日常行动密切相关，而且是形成概念和思想的基础，也是形成语言知识的基础。

Goldberg（2006：15）引述了Lieven，Pine & Baldwin（1997）、Tomasello（2000，2003）等学者在研究儿童语言习得方面的重要观点：

...there is good reason to think that children’s early grammar is quite conservative，with generalizations emerging gradually.（……完全有理由认为，儿童早期的语法是相当保守的，概括性是逐步出现的。）

Goldberg（2006：56）又列述了近二十位语言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There exists abundant evidence that children are very conservative in their early argument structure productions. That is，they stick closely to the forms they have heard used with particular verbs.（有大量的事实表明，儿童早期所具有的论元结构能产性是非常保守的，这就是说，儿童紧紧坚守他们所听到的特定动词表达形式。）

这就说明，儿童头脑中不存在什么先天就嵌入的UG，语言表达不是生成自乔氏所谓的UG，而是来自后天的语言输入，来自儿童自身的模仿和认知加工，属于一种基本的认知现象。很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对语言知识的表征和对其他概念结构的表征是一样的，语言习得中“基于用法的模型（Usage-based Model，或叫Usage-based Research）”与人类一般范畴化方式中“基于样本的模型（Exemplar-based Model）”没有什么差别。近年来我们（参见王寅，2005a，b，c，d，2006，2007a，b，c）也沿着这一方向进行了语言理论的探索，尝试运用人类一般的认知能力和方式，包括互动体验、意象图式、范畴化、认知模型、隐喻转喻、识解等对语言各个层面做出统一性解释。

因此，与语言天赋说相对的就是“语言体验说”或“语言后天习得说”，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解释构式。认知语言学家坚持认为，构式是后天习得的，而不是先天就有的，正如Goldberg（2006：12）所指出的：

Constructions are understood to be LEARNED on the basis of the input and general cognitive mechanisms.（构式是基于语言输入和一般认知机制通过后天学习而得的。）

4. 批判模块观

正如上文所述，句法不是自治的，任何语法形式本身都有意义，句法和语义是不可分离的。

Langacker首先针对形式和意义相分离的形式主义分析方法提出了“象征单位”这一关键性概念，将其定义为“形义配对体”，并坚决倡导用“象征单位”和“构式”来对语言做出统一的、全面的解释，他的这一分析方案主要就是针对乔姆斯基的“模块论”、“自治论”、“形式化”提出的，从而也成为认知语法和TG语法最根本的区别之一。

象征单位和构式分布于语言的各个层面，复杂的构式来自简单的象征单位，因此，分析词汇意义的认知方式也同样适用于分析短语、分句、句子，乃至语篇。这样，Langacker就将语言的分析方法统一了起来，把传统上被视为词法（构词的规则）和句法（组词成句的规则）的内容都当作象征单位来统一处理，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模块论和自治论。

Langacker还发现，词法中许多结构规律也同样会出现在句法中，句法并没有完全不同于或大于词层面的构式特征，几乎所有类似于习语的特殊现象，都可在词法中找到解释（Croft & Cruse，2004：254）。因此，在认知语言学理论框架的语法研究中，词素、词、词法和句法被视作一个连续体（Langacker：1987，1991a/b，2000），没有必要对词和大于词的结构作出严格区分，若要区分，其间的区别仅在于：


（1）后者所包含的象征单位可能要多于前者；



（2）后者的结构要比前者更为复杂；



（3）词法主要是由粘着词素构成的语法单位，句法主要是由自由的词构成的语法单位，所以在一个词里的词素往往具有粘着性，而词在短语和分句中则具有一定的自由性。


有了象征单位和构式，就可取缔“模块论”和“句法中心论”，因为音位单位与语义单位是直接相连的，两者之间没有其他组织层次，它不同于TG在模块论中以句法为中心，一面通过“句法—语义”界面获得语义解释，另一面通过“句法—音位”界面获得音位体现。认知语言学认为，句法既不是语法的中心，也不是语言的一个独立的、自治的模块，语言知识也不可能被明确地切分成各自独立的子模块。有了象征单位和构式，就可将词素、词汇、词法和句法统一处理成一个连续体，就可取消词法与句法之间的对立，取消音位、句法、语义之间的界限，进而就可取消模块论，从而为建立一个统一解释语言的理论框架奠定了基础。

既然取消了模块论，也就没有单独存在于各子模块中的规则和限制，不存在子模块之间的连接规则，也就不存在从一个层面到另一个层面的接口问题，也不存在从深层结构到表层结构的转换问题，不需要经过什么诸如“A→B”的改写规则（Rewrite Rule），从而就可取消诸如“Movement（移位）”等一类的拟想概念。构式语法认为，唯有“构式”才是语言的基本单位，可用构式来取代模块论中的规则。正如Chafe（1994）、Pawley（1987）、Pawley & Syder（1983）以及其他学者所指出的（参见Fried & Östman，2004：17）：

We process language in larger blocks，in gestalts；memory and language storage function in terms of larger formulas rather than in terms of words or phrases；we talk in spurts of seconds，in terms of prosodic units（variously known as idea units，or information units），rather than strictly in terms of one word or one linguistic phrase at a time. In line with this view，Bolinger（1976）has shown the importance of what he calls “prefabs”in language，including the prosodic patterning of language.［我们以更大的构块，以完形的方式来加工语言；记忆和语言储存是以较大的惯用程式，而不是以词或短语形式运行的；我们在数秒内迸发出语句，以音律（又叫思想单位，信息单位）为单位来说话，而不是严格地按照一个词一个词的，或一个短语一个短语的组合方式来说话。根据这一观点，Bolinger（1976）论述了他所称之为“语言预制块”的重要性，包括语言中的音律类型。］

根据这段论述，我们是以“构式”和“完形”来加工语言的，记忆和语言储存是以较大的固定构块形式运作的，其基本单位不是词和短语，更不可能是乔氏所说的子模块和规则。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构式语法为何坚决反对模块论和转换论，坚持构式具有“非派生性［Non（-）derivational］”和“单层性［Mono（-）stratal，Monostratalist］”
[3]

 的立场。正如Fillmore（1988）所指出的：

Briefly，construction grammar differs from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in not having transformations. That is to say，relationships that are presented in transformationalist theories as participating in the derivation of individual sentences，and hence in their structure，are treated instead as relationships defined in the grammar as a whole.（简言之，构式语法与转换语法之差异在于前者没有“转换”。这就是说，在转换理论中所论说的“关系”是参与派生个别句子的，因此是在这些句子的结构之中的，而构式语法将“关系”处理为相对于语法整体来定义。）

构式语法学家认为，所有信息都是储存于一个形义配对的表征层面上，不存在什么深层结构（或逻辑结构）与表层结构之间的转换，更没有必要去挖掘两者之间在不改变意义前提下进行转换的规则。同样，我们也不需要在语言中设立不同的子模块，费尽心思去研究其间的所谓连接规则和接口问题。

Fillmore（1988）、Goldberg（1995，2006）、Langacker（1987，1991a）等曾从多个角度针对TG学派的基本原理“模块论”和“转换论”提出尖锐批判，并较为详细地论述要与其分道扬镳的理由，但并没有否定构式之间的邻近性和层级性（详见第十二章第一节第4点）。

实际言语表达中的语式不具有像乔姆斯基所说的“生成性”，即从深层结构中通过转换规则生成出表层结构，而是被“特定构式”和“限制原则（Constraint Principle）”所“特许”产生的。这些能特许出其他语式的特定构式和限制原则就叫做“特许者（Licenser，Licensor）”，它所准入的语式可叫做“被特许者（the Licensed）”。

我们主张用“特许性”、“能产性”来代替“生成性”，以此区别TG语法中的生成观，前两个术语强调形式和意义的不可分离性，而不是仅从句法形式上来论证转换性。同时我们主张用“图式—例示（Schema-Instance）”、“概括性（Generalization）”、“范畴化（Categorization）”、“传承（Inheritance）”等机制来代替“转换性规则”（参见Langacker，1987：443—445；Taylor，2002，2004）。

Goldberg（2006：22）指出：

Constructions are combined freely to form actual expressions as long as they can be construed
 as not being in conflict（invoking the notion of construal here is intended to allow for processes of accommodation or coercion）.［构式可以自由组合成实际表达式，只要它们能被识解为不冲突（这里谈及识解概念是为了考虑到调变过程或压制过程）。］

我们特别为引文中的“construe”加了下划线，表明Goldberg这里的表述与她（1995：73—74）原先的说法有所不同。她在1995年专著中只说到了“不冲突（not conflict with）”，这一表述不是很清楚：是客观语义成分上的不冲突，还是句法规则上或者其他方面的不冲突？基于这一表述也难以解释清楚语言中诸如矛盾、轭式、夸张、拟人等辞格。而Goldberg 2006年的表述则更加突出了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中的“人本性”，改述为“只要能识解为‘不冲突’”，这就意味着组合使用的构式之间可能存在客观上的冲突性，诸如语义不搭配、句法故意不合常规等，但这些“非常规现象”在人的识解作用下，完全可能被主观因素所化解，成为可被接受的构式，这就为构式的“调变”和“压制”作出了理论铺垫。

Goldberg（2006：21—22）接着还论述了以下几个观点：

（1）不是语法生成语句，而是讲话人；

（2）语句是靠人头脑中的构式生成，而不是靠什么深层结构；

（3）一个实际语句可由多个构式共同作用产生，例如：

［8］A dozen roses，Nina sent her mother！

这一例句竟然含有11个不同的构式：双宾构式、主题化构式、VP构式、NP构式、不确定限定语构式、复数构式、具体的5个词（“dozen”，“rose”，“Nina”，“send”，“mother”）等。

显然，Goldberg已将构式语法纳入到认知语言学理论框架（现实—认知—语言）之中了。同时，认知语言学家（包括构式语法学家）都坚决认为，构式是形式与语义、功能、语篇信息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配对体，永不分离，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模块论，也就谈不上所谓的句法自治。所以，构式语法是对TG学派所倡导的模块论，或叫“成分模型（Componential Model）”的一次反动。相对于图3.1，Croft & Cruse（2004：256）将构式语法理论的图形修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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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图可见，语言的形式与其对应的意义或功能是紧密相连的，其中任何一方不可单独与其他构式发生关系，这是构式语法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该理论的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当然了，构式语法没有把句法作为一个独立的层面来处理，并不是说认知语法就完全否认句法的存在，就不谈句法问题。

自治观和模块观不仅不合人之常情，也与许多理论背道而驰，如体验论、完形论、联通论、激活论、隐喻认知观等。我们一般认为，语言是个整体，其中各个部分相互关联，不可能仅是各部分的简单相加。

钱冠连（2002）基于宇宙全息率、生物全息率和系统论提出了“语言全息论（the Theory of Language Holography）”，也为批判语言自治论、句法自治论、模块论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基础。他认为：语言在其外部和内部都处于全息状态，即：语言结构和宇宙结构处处默合着；语言能力是嵌套在人的总体认知能力之中的；语言机制与普遍的认知机制相契合；语言中各层次相互关联和信息套叠。这与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现实—认知—语言”的基本原则完全相通，同时也为语言符号象似性（全力寻找语言表达背后的认知方式）提供了最为可靠的理论支撑。

5. 批判二元论和形式观

体验哲学认为，人类的身体和心智是不可分离的，互动性的感知体验决定了人类的概念和思维，也决定了人类的语言结构和表达，从这一点上来看，认知语言学坚持了唯物主义的一元论观点。

认知语言学认为，形式与语义是不可分离的，仅关注形式而不考虑语义的形式主义语言学是无法详尽描写语言的各个方面的，因为人类的语言表达不可能依靠几个公式就能演算清楚，概念结构也不是一种与客观世界相对应的、简单的真值条件，因此，用形式主义的方法对其作出的描写是不客观、不全面的。概念和语言都是人们在互动性感知体验的基础上通过认知加工而形成的，其形成与“识解”密切相关，必须借助人类的认知来解释概念结构的组织方式，这也足以说明，为什么形式主义只能对语言有部分解释力，而解决不了语言的主要问题。

（系统）功能语言学也认识到这一点，认为词汇和语法是不可分离的，它们形成一个连续体。正如Halliday & Hasan（1976：281）指出：

...there is no very sharp line between grammar and vocabulary：the vocabulary，or lexis，is simply the open-ended and most “delicate”aspect of the grammar of a language.（……在语法和词汇之间不可能做出明确的切分：词汇仅是语法中开放的、最精密的一个方面。）

认知语言学也持这一观点，认为在词汇与语法、词法与句法之间不能做出二元式切分，两者形成了一个连续体或渐进体（Gradation）。Langacker（2000：18，122）指出：

There is in fact no distinction：lexicon and grammar form a continuum，structures at any point along it being fully and properly described as symbolic in nature.（词汇和语法形成了一个连续体，事实上是不可能区分开来的。在这个连续体上任何一点的结构在本质上可被充分而又恰当地描写成象征单位。）

Lexicon，morphology，and syntax form a gradation.（词汇、词法和句法形成了一个渐进体。）

Lexicon and grammar grade into one another so that any specific line of demarcation would be arbitrary.（词汇和语法互相渐次融和，因此，要想在其间划出任何特定的分界线只能是一种任意所为。）

认知语言学家还进一步主张取消以下的二分对立：语义学与语用学、语言内与语言外、语言能力与语言运用、语言知识与非语言知识、词典与百科全书、历时语言与共时语言等。

取消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就为认知语言学用统一的方法分析语言各层面的远大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

6. 充分性

TG语法过分强调“规则”和“限制”，常将不可解释的语句排除在他们的研究之外，或将语言表达中的个别特异特征归结到词库中去。TG语法仅关心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核心语法部分，忽略其边缘部分，这一基本出发点使得他们的理论与三个充分性（观察充分性、描写充分性、解释充分性）相去甚远。正如Fried & Östman（2004：15）所指出的：

TG’s machineries are designed to generate and recognize unlimitedly complex sentences，while leaving outside of their scope many kinds of structures that speakers of a given language produce and comprehend in their every-day language use.（提出TG理论是为了最终能生成和识别无限复杂的句子，结果将许多种类的结构排除在该理论之外，而这些结构是某语言的讲话人在日常语言运用中所生成和理解的。）

我们发现，很多句子根本就不是生成自词汇和规则，倘若拿一些句子去问说母语的人，他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运用了什么语法规则来生成他们的表达。扪心自问，我们每天所说的很多汉语句子，它们生成自什么语法规则，除语言学家之外恐怕没有人思考过，即使语言学家静下心来想这个问题，也不一定总能找到合适的答案。

不仅如此，乔氏还要将这些规则最终归结到UG上，这又更加远离了实际情况，称其仅是一种理想化的假设一点也不过分。生活经验告诉我们，人们在用母语表达时或许从来没有考虑到将要运用什么规则的问题，即使将其说成是“潜在的规则”，人们也难以感觉到它究竟“潜在”于何处。也就是说，转换生成语法并不符合母语使用者的直觉。

除此之外，语言中还存在大量的所谓“半语法表达（Semi-Grammatical Expression）”和“非语法表达（Non-Grammatical Expression）”，如习语（Idioms，参见第四章）等。有些习语是符合语法的表达，有些则属于“半语法表达”，有些则根本无语法规则可言，但它们都是人们正常交际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相当重要，甚至有学者认为，掌握习语的多少可标志着一个人语言水平的高低。

忽视习语研究不是乔氏一人之错，也不是TG学派一家之误，很多语言学家和学派都犯有此类的错误，对习语研究重视不够。可是问题出在，乔氏曾强调了语言研究的三个充分性，十分自信地宣称TG语法能够“生成”语言中所有合乎语法的句子，这就使他备受质疑。正如上文所言，乔氏及其追随者主张将习语归类到“词库”中去，不打算用句法理论处理词汇习得问题，以为这样就可避免习语带来的麻烦，可这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1）习语显然不同于词，它大多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构成的，有的甚至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其间必然要涉及句法问题。

（2）将词汇研究排除出语言理论研究的范围，忽视习语研究，仅将研究对象局限于狭隘的“规则句法”的领地，这就使得其理论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3）这一限制又违背了“天赋假设”，如果将词汇排除在“内部语言”之外，它们必然就是幼儿出生之后通过反复实践和记忆习得的，那还有什么留下来可作为“天赋”来讨论的呢？又有谁能想象出没有词汇的句法框架，到底是个什么情况？经验告诉我们，人都是从个别词汇开始习得语言的，有了部分单词之后才有可能提炼出句法结构。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没有足够的单词，幼儿就无法实践UG，没有一定量的常用语句输入，先天就有的UG就不能执行假设测试（Hypothesis Testing）和参数确定（Parameter Setting），幼儿就不可能习得母语；乔氏另一方面又认为，UG是生来就有的，其天赋性的地位说明它的作用当先于个别单词，这就会出现一个难以调和的矛盾。根据这一情况人们又导出了另一种解释：UG此时所起的作用似乎很小，然而这就从根基上动摇了TG理论。

构式语法有效地避免了上述问题，不断地实践着追求描写充分性和解释充分性的目标，以图能够解释语言的所有现象，包括一般词语、习语、常规搭配和非常规搭配等，认为语法结构不管是中心成员还是边缘成员，都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研究意义，都值得深入探讨。因此，许多构式语法学家分析了语言中的非常见表达，诸如英语中的“let alone”、“the more...，the more...”、“What’s X doing Y”、“have a＋Vi.”等，汉语中的“王冕死了父亲”、“吃他三个苹果”、“咱俩谁跟谁”等（参见第十章第三节第7点）。而且语言学家能较为容易地确定这些低频语法结构的形式特征和用法类型，发现形式和意义之间的特殊关系。正如Östman & Fried（2005：128）在“构式语篇（Construction Discourse）”一文中所说：

One of the most basic tenets of CxG is that it aims at “full coverage”of the data，full coverage of the constructs of particular languages. To know a language means precisely to have access to the repertory of the formal resources，constructions，of that language. In particular，the peripheral data，including stock phrases like Thank you，Goodbye，and various kinds of formulas and idioms are just as important and just as central to language and grammar as are the traditional objects of study in syntax，like the SVO sentence.［构式语法最基本的一个信条就是追求覆盖所有语料，覆盖特定语言中的所有语式。知道一种语言，就意味着可准确地使用该语言中所有合乎规范的语源和构式总库，特别是，一些边缘性语言表达，包括那些诸如“谢谢”、“再见”等固定短语，以及各种惯用程式和习语，它们就像传统句法研究对象（如SVO句型）一样，对于语言和语法都具有重要性和中心性。］

Goldberg（2005：17）也作出了同样的论述：

CxG takes speakers’knowledge of language to consist of a network of learned pairings of form and function，or constructions. CxG makes a strong commitment to ultimately try to account for every aspect of knowledge of language.［构式语法认为，讲话人的语言知识是由已学得的构式（形式和功能配对体）所形成的网络组成的。构式语法作出了一个强有力的承诺：最终尝试能解释语言知识的每一方面。］

7. 基于用法的模型

Langacker（1987：46）首先提出“基于用法的模型（Usage-based Model）”，他指出：

Substantial importance is given to the actual use of the linguistic system and a speaker’s knowledge of this use；the grammar is held responsible for a speaker’s knowledge of the full-range of linguistic conventions，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se conventions can be subsumed under more general statements. A nonreductive approach to linguistic structure that employs fully articulated schematic networks and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low-level schemas.（语言系统的实际运用和讲话人关于语言使用的知识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语法应当包括人们所有的约定俗成性知识，不管它们是否能被归入某一更概括的原则之下。当用“非分解法”来研究语言结构，充分利用解释力强的图式网络以及重视低层图式的重要性。）

Bybee & Slobin（1982）也早已认识到这一观点的重要，后来在多篇论著中又述及这一模型。另外，Goldberg（1995，2006），Haiman（1998），Bybee & Thompson（1997），Hopper（1998），Barlow & Kemmer（2000），Bybee & Hopper（2001），Taylor（2002），Evans & Green（2006），Croft & Cruse（2004）等也较为详细地论述了该模型。基于用法的模型已成为认知语言学（包括认知语法、构式语法）的核心概念之一，2008年出版的Cognitive Linguistics
 第19卷第3期即为研究该模型的专辑，主题为“Usage-based Approaches to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Representation”。

我们认为，基于用法的模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批判语言天赋说，实践语言体验说；否定单纯演绎法，强调归纳概括化；反思假设与拟构方法，奉行所见即所得原则；摒弃规则限制法，力主构式图式法；破除形而上学，倡导回归生活世界；依据频率事实审视语言，反对凭空思辨和猜想；取消理论与实践脱节，兼顾二语习得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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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实践语言体验观


认知语言学坚决否定TG学派提出的语言天赋性，认为语言主要是人们在后天与客观外界进行互动的基础上通过认知加工逐步形成的，遵循着“实践—理论—实践”的原则。


2）强调归纳概括化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构式语法与TG语法一大重要区别，就在于后者主要是基于演绎法，而前者大力强调基于语言实际表达进行归纳的方法，尤其是“概括化（Generalization）”方法，而且四种主要构式语法理论都采取了这一立场（详见第八章），基于用法的模型正反映了这一基本思路。

构式语法学家在反思乔氏基于假设和拟构的演绎法基础上，针对TG的天赋说和普遍说，认为语言知识主要来源于语言运用，强调语言的体验性和特殊性，因此，语言研究应当以归纳法为主。这就是说，语言知识和表征特点不是来自所谓头脑中先天就有的LAD或UG，也不是来自先天就有的所谓原则系统，并不存在什么深层结构，这也是Goldberg（2006：25）提出“表层概括化假设（Surface Generalization Hypothesis）”的主要用意。语言知识来自语言的实际用法以及在其基础上归纳出的构式类型和特征，从而作为独立的语法信息被表征和储存。我们当从这一角度来研究语言知识的形成和表征，详细调查各构式的具体句法环境和运用情况，并基于这些句法环境提炼和归纳出它们的中心意义和详细的用法。

我们认为，图式性构式的建立只能是语言运用的结果，而不可能是先设的，仅用演绎法解释语言现象，肯定是不全面的，应当强调归纳法，研究概括化。


3）奉行“所见即所得”原则


我们知道，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构式，很难在全世界语言中找到两个在语法、语义和语用上完全一样的构式，这就为语言相对性提供了有力的证据。Goldberg提出用“完全传承模式”、“正常传承模式”和“多重传承模式”来解释构式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详见第八章第三节）。

根据这一基本思想，研究构式的最佳方法是遵循：

所见即所得分析法（What-you-see-is-what-you-get Approach）（参见Goldberg，2006：10）

这就是说，构式语法的研究基础为“就事论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表达（Actual Expression）”出发，语料分析要建立在直观而又可靠的经验事实上，这就必然要抛弃“转换论（Transformationism）”，不是去“捕风捉影”地臆想那些未出现的或摸不着的“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或“底层结构（Underlying Structure）”，更没有必要建立什么“空范畴（Empty Category）”或“零形式（Zero Form）”（指没有语音形式的语法标记）一说。TG学派拟构出的这些概念都是人为凭空假设想象而出的，不具有任何“实在性”。

基于这一基本出发点，构式语法学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基于用法的模型”和“所见即所得”的分析思路，主张仅依据实际存在的“表达形式（Surface Form）”来分析语言，这显得更为贴近自然语言的实际，行走在“回归生活世界”的道路上。

坚持“所见即所得”的思路，就必然会兼顾到语言中的图式性表达和非常规性的特殊表达，如习语等，这比起TG理论只聚焦于规则性表达的核心语法显然更有解释力，也更接近理论上的充分性。


4）力主图式分析法


TG学派将语言切分为几个子模块，企图通过概括出各子模块中的“规则”和“限制”，以及连接各子模块之间的“连接性规则”，来解释语言运作机制（参见第三章第一节）。而构式语法学家则认为，“规则”和“限制”说得太死，且多适用于核心语法部分，不可能仅凭这些硬性规则和限制就能生成全部可以接受的语句。语言的实际表达是灵活多样、丰富多彩的，切实可行的方法是，对实际使用中的语言表达进行归纳和概括，总结出其用法规律。这就要采用“Constructional Schema Approach（构式图式法）”，又叫“Schematic Symbolic Assemblies Approach（图式性象征结合体方式）”，或叫“Schematic Construction Approach（图式性构式法）”，所有语法现象都可用构式图式（或图式构式）来表示，以此代替“规则”与“限制”。

一方面，图式性构式具有较高的概括性，力图总结出较少的规律来解释尽量多的语言现象，这就是构式语法学家经常说的“语法节俭（Grammar Parsimony）”原则，词典释义应当遵循最小化原则也是出于这一考虑，将其交予较少的、图式性构式来解释就可实现这一目标。

另一方面，图式性构式较为灵活，既允许对图式仅作例示性详述，也允许对图式进行必要的扩展或修改。这就是Langacker所说的两种“Categorizing Relationships（范畴化关系）”：Elaboration（精细化关系，或Instantiation例示关系）和Extension（扩展关系），可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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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从两个层次上来理解上述两图：

（1）抽象图式层次：图3.4中A为抽象性构式图式，具有原型性；B则是在A的基础上较为具体化的图式或语式。图3.5中的B则对A作出了局部调变，使其成为非原型性图式或语式。

（2）语言表达层次：A为抽象性构式图式，B为实际语言表达。图3.4表示B为A的例示，图式A被具体化为实际语言表达。而图3.5表示B在例示A的过程中，即在将A具体化为实际语言表达时，对A进行了一定的调变或扩展，扩展的途径主要包括：隐喻、转喻、融合、拟构、心智空间等。

因此，不管是从抽象图式层次来说，还是从具体语言表达层次来说，语言研究应当充分考虑到动态的、调变的方式，对语言实际运用中所出现的种种表达机制进行系统而又全面的归纳，这正是构式图式法的优势所在，而传统的“规则法”或“限制法”是难以实现这一目标的。

Langacker（1987：370；1991a）在“基于用法的模型”和“构式图式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用法的动态加工模型（Usage-based Model With Dynamic Processing，Dynamic Usage-based Model）”，认为语言应用一直是处于动态过程之中的，不可能用一套静止的、固定的规则模型将其牢牢框住，例如我们很难找到一个词语在用于不同场合时会有完全相同的意义和用法。这一分析方法与乔氏所设想的语言各子模块中的“规则”和“限制”有着根本的区别，考虑到了不断变化的动态因素，允许其有一定的变异（参见第九章第六节）。


5）倡导回归生活世界


我们都有深切的体会，人们在正常状态下不会有意识地去区分什么“语言知识”与“非语言知识”。根据语言哲学的基本观点，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以语言形式来表示的，我们的一切思想都是以语言的出场而出场的，正如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1922年在《逻辑哲学论》中所指出的：

The limits of my language mean the limits of my world.（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

因此，将这两者区分开来，既没有必要，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

构式语法的建立，与后语言哲学所倡导的“回归生活世界论”、“语言游戏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或者说是不谋而合的。这两个观点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的核心思想，认为语言总是与行动编织在一起的整体性活动（维特根斯坦，1996：4，7；陈嘉映，2003：184），应当从实际运用的角度来考察语言。顺着这一思路，我们自然就能得出以下结论：语言是人们在特定场景中用于表达思想、传情达意的，这其中的语言形式、语义以及特定语用信息本来就“交织在一起”，它们在实际生活中规约化地共存于一体，也被语言学习者规约化地同存于心智之中，并以“构式”的方式加以表征。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形义一体（其中的‘义’包括语义和语用信息等）”的构式，才具有了我们所倡导的“后语言哲学”意义。

论证这一观点的合适的例子，实在是不胜枚举。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主要从母语习得和运用的角度论述了“语言游戏论”，从而真正开启了哲学语用学和语言语用学的时代。Fillmore，Langacker，Lakoff，Goldberg，Croft，Cruse等都接受了这一立场。Taylor（2002：27）在《认知语法》中也强调了这一观点，认为语言习得是一个始于具体用法、自下而上的过程：

Knowledge of a language is based in knowledge of actual usage and of generalizations made over usage events. Language acquisition is therefore a bottom-up process，driven by linguistic experience. ...knowledge of a language is dynamic，and evolves in accordance with a person’s linguistic experience.（语言知识是基于实际用法的知识，是在用法事件之上作出概括性的知识。因此，语言习得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过程，是由语言性的经验所驱动的。…… 语言知识具有动态性，是根据人们语言性的经验进化而成的。）

下文所举例［9］至［15］，也充分体现了现代哲学和后现代哲学所倡导的“回归生活世界”的基本原则。若从这个角度来说，认知语言学（包括认知语法、构式语法）是一种最具人本性的语言理论。


6）依据频率审视构式


“基于用法的模型”与维特根斯坦后期提出的“语言游戏论（Language Game Theory）”完全吻合，人只能是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语言实际活动中学会语言，我们常说的“实践观”或“在斗争中长才干”与此道理相同。只有在各类语言游戏中通过不断提炼构式的功能（在这里语言认知观与语言功能观再次相吻合），才能有效掌握一门语言，这就为反驳语言天赋说和普遍说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基础。“实践”先于“理论”，“用法”先于“语法”，“语言运用”先于“语言能力”，这就是该模型的核心思想。

“在语言游戏活动中学会语言”这一命题还预设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条件——“频率”。要能从语言使用中提炼出某一抽象构式，必须具备它被频繁（有若干例示性和扩展性用法）应用这一必要条件，也就是说，要能形成某一固化（Entrench）了的或相对固化了的图式性构式，频率是一个基本条件；要能改变某一语言形式的意义，语法化出另一用法，也需要有一定量的频率。我们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论述频率的重要性：

（1）刺激越多，印象越深

心理学研究表明，相同或相似刺激越多，在人们记忆中留下的痕迹就会越深。那些日常使用频率较高的构式必然体现着生活中的常需功能，人们首先要习得它们才能生存下来，自然就会给予较多的关注。人们在对此类常见例示性表达式进行范畴化（Categorize，或概括化Generalize）的基础上将其逐步固化为一个“图式性构式”，从而在心智中得到表征。例如语言中的缩略形式一定是一些常见表达式，常见句法形式也会在高频作用下产生自主性现象。

（2）频率越高，研究越多

只有某一语言现象（特别是新奇表达）达到一定的使用频率之后，才会成为语法研究对象，引起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又反过来促使该现象的普及。例如，汉语中的副名构式在三十年前并不多见，但借助广告语的力量得到了一定的推广，相关的文章不断发表，这显然对该构式的接受和流行又起到了推动作用（详见《下卷》第十二章）。


7）符合二语习得规律


我国学生的二语习得过程也能为其提供一个很好的证据，仅掌握语句意义，而不知何时、何地、何处、对何人才能合理使用它，这已成为我国昔日外语教学中的一个沉重教训，已被引用无数次的例子“How old are you？”就可道出其要害之处，但这一现象已逐步被后来的情景教学法和认知教学法加以纠正。可见，只知其组合性原则，而置认知语言学的整合观于不顾（参见第五章第二节第3点），依旧沉醉于仅部分适用于sense的组合性原则之中，不正犯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之误吗，很可能要重蹈昔日外语教学的教训！

TG过于强调区分“语言能力”与“语言运用”，然而“语言能力”是一个较为概括的术语，应当包括语法能力、运用语法的能力、选择正确使用语句的能力等，倘若没有后两者的验证，又何以能够说明一个人已经掌握语言能力了呢？试看Pawley & Syder（1983）所举的一组例子：

［9］It’s twenty to six.

［10］It’s six less twenty.

［11］It’s two thirds past five.

［12］It’s forty past five.

［13］It exceeds five by forty.

［14］It’s a third to six.

［15］It’s ten minutes after half past five.

从TG的“规则”角度来说，它们都是基于某些特定的语法规则生成出来的，完全符合语法，但为何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常选用［9］，而不用其他的句子呢？这取决于讲母语的人的习惯用法。可见，“用法论”比起“规则论”来说更加贴近自然语言，前者至少是对后者的一个很好的补充。构式语法强调“始于实践，提炼理论，再回归应用”，这也完全符合人类的一般认知规律，符合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则。

可见，有些理论貌似“正确”，但只要稍加思考便可发现其中所存在的问题，缺乏实际操作性。我们认为“能力”不能独立于“运用”，“运用”也不能独立于“能力”，或许，运用即能力，能力即运用。认知语言学所大力倡导的“基于用法的模型”正是针对这种凭空设立的二分法所作出的深刻反思。


8）两点补充


自从维特根斯坦提出“意义用法论”和“语言游戏论”之后，哲学界和语言学界的学者开始沿着“人本观”和“用法论”的思路来研究语言，建立了相关理论。这一思想显然也影响到了认知语言学（包括认知语法、构式语法），一方面确定了其核心原则“现实—认知—语言”，另一方面又提出了“基于用法的模型”，终于使得语言学摆脱了索绪尔和乔姆斯基不考虑人文因素的传统理论框架的束缚，进入到后现代人本主义大潮之中。“基于用法的模型”基本代表了语言习得的研究状况，但也不必依此就否定“演绎法”和“规则法”的可行之处。

（1）归纳兼演绎

认知语言学（包括认知语法、构式语法）针对TG学派过分强调演绎法提出了归纳法，着力从语言的实际用法来发现其后的运作机制，这很有道理。但是，我们认为仅归纳而置演绎于不顾，也是不全面的。实际上，逻辑学提出的演绎法与归纳法，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常常是两者交叉的，难以作出截然二分。可循之道为：在归纳的基础上提出设想，然后再根据这一设想到实际语言表达中寻找证据（溯因逻辑Abduction），这也是我们写作论文的通常之法。乔姆斯基提出的演绎法与胡适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演绎法是相通的，但我们不能就依此否定归纳法的重要性。同样，在强调归纳法的同时，也不可忽视演绎法的重要性，两种研究方法相辅相成，而不是互为排斥的关系。这既符合语言习得规律，也符合当前语言学乃至其他学科的研究进路。

（2）图式兼规则

我们在强调“基于用法的模型”和“构式图式”时，也不必全盘否定“规则”的作用。语言表达具有很大的动态性和变化性，这是事实，构式语法强调可塑性的“构式图式”确实有其高明之处，可解释很多不断变化的语言现象，但我们也不能以此彻底否定语言中存在较为确定的“规则”这一现象，否则语法书就无从编写了，且二语习得也证明“语法规则”还是能起到很好的作用。从我们学习外语的经历来说，在非外语社会环境中，特别是在教学课堂上，语法规则还是能发挥较大作用的。因此图式和规则两者也是并行不悖的，不必偏废一方。

8. 小结

TG语法与构式语法在上述几点上形成了鲜明对比，为更直观地看出二者的差别，现列表对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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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第三节　区分四种自治观

上一节提到，认知语言学坚决批判TG学派的自治观。说起自治观，当从索绪尔说起。

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1857—1913），创立了结构主义语言学［Structural（ist）Linguistics］，号称语言理论上的一次哥白尼式革命，其要旨在于：采取了“关门打语言”的研究思路，实现了语言学研究的“内指论”转向，着重分析语言系统内部的结构、特点、关系等。该理论认为语言的意义也可从语言内部加以定义，认为词义可由语言内部结构的横组合关系和纵聚合关系来定位，本书将其称为“结构自治观（Structural Autonomy）”。

乔姆斯基也主张排除外界干扰，专注于从心智角度来研究语言，提出了心智内指论（Mental Internalism）
[5]

 ，这就形成了与索绪尔的结构自治观不同的思路，认为语言是自治的、句法也是自治的（参见第二节）。我们将乔氏这种立场称为“心智自治观（Mental Autonomy）”，其中包括“语言自治观（Language Autonomy）”和“句法自治观（Syntax Autonomy）”。

在句法自治性上，Langacker（2003）认为我们应当区分出两种自治观：弱式自治观（Weak Autonomy）和强式自治观（Strong Autonomy）。前者认为语法不能根据意义和其他独立因素（例如交际限制）做出完全的预测；后者认为语法与词汇、语义不同，可以单独构成一个表征层面，对其描写需用一套专门的最简语法原素（Irreducible Grammatical Primitives）。它是关于用来描写语法结构单位的特征和种类。形式派学者常常基于用证明弱式自治观的例证来为强式自治观辩护，说服力显然不足。功能学派和认知学派则在反对强式自治观方面显得更加有力，因此双方的争论出发点并不一致，概念没有严格区分，自然也就无法统一。

一般来说，功能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都接受弱式自治观，拒绝强式自治观。认知语法提出了形义结合的“象征单位”和“构式”这两个重要概念，便是用来批判强式自治观的。认知语法认为：词素、词汇、词法、句法形成一个连续体，在这个连续体上的任何一处都可用象征单位来分析，它们之间很难做出明确的切分。

这一核心思想具有深远意义：


（1）语法与语义不能截然分开，后者仅是前者的一个极（Pole）。



（2）对语法进行描写时不必用特别的、最简的原素，可一律用“象征单位（形义配对体）”。



（3）所有有效的语法构式本身都是有意义的。


现以图示小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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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乔氏在1981年所倡导的GB理论中依旧主张further subdivision into modules，而在1992年的MP理论中，明显地有了要放弃句法模块观的念头，他将音位子模块视为“发音—感知界面”，这样就将语言能力与感觉—动觉系统连接了起来，并将语义子模块视为“概念—意向界面”，将语言能力和人类其他概念活动连接起来。


[2]
 　我们常说，当代科学研究中运用演绎法的典型代表人物有二：乔姆斯基和爱因斯坦，后者提出的“相对论”已被后来的航天学所逐步证实，而前者所提出的UG假说至今尚未找到丝毫的科学证据。或许乔氏所假设的人脑中先天就有的UG，又是一个永远得不到验证的、无法辨其真伪的“假命题”。


[3]
 　据此，构式是“非转换性”或“非派生性”的，具有“单层性”，自然就引出了构式语法中的一个核心观点——“单层观［a Monostratalist View/Approach，a Mono（-）stratal View］”，又叫“非派生法［Non（-）derivational Approach］”、“单层表征法（a Single-level Representation）”或“语法单层论（a Monostratal Theory of Grammar）”。


[4]
 　本节部分内容为王天翼所作，收录时有较大修改。


[5]
 　乔氏的心智内指论是基于哲学界的“内部实在论（Internal Realism）”提出的语言学研究方法（参见Geeraerts，1999）。王寅（2002）基于Lakoff & Johnson的体验哲学拟将其修补为“体验内指论（Embodied Internalism）”，认为将意义视为心智性是对的，但它不是天赋的，而是在体验和实践的基础上才形成的。这也完全符合唯物论的基本立场。


第四章　Fillmore从习语分析到构式语法

本章主要论述了Fillmore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从格语法发展到框架语义学，再在其基础上通过习语研究逐步走上构式语法的历程。Fillmore所提出的这三个理论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分别代表了当代语言学研究的三个重要阶段，对全球语言学的发展和走向起到了引导性作用。本书从第五章到第七章还分别简述其他三种构式语法理论，主要为第八章详细比较和系统分析四种构式语法理论作一铺垫。

第一节　概述

同是研究构式语法，但很多学者都有自己的思路，这就出现了不尽相同的研究方法和内容：诸如Fillmore（1985b，1987，1988）及其同事将构式语法与框架语义学相结合，遵循形义结合的思路，从整体角度来描写和理解语义，且将其运用到FrameNet（Johnson，2001）研究中；Langacker（1987，1991）从语义角度论述语法构式；Lambrecht（1994）从信息结构分析的角度建立了自己的方法；Goldberg（1995）采用了题元结构分析法。另外还有Bergen & Chang（2005）的“体验构式语法（Embodied Construction Grammar）”；Feels & De Beule（2006）的“动变构式语法（Fluid Construction Grammar）”；Ruiz de Mendoza & Marial（2006）的“词汇构式语法模型（Lexical Construction Model）”，等。

根据Croft & Cruse（2004：266）的观点，认知语言学中对句法理论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四种构式语法理论
[1]

 ：


（1）Fillmore等的构式语法；



（2）Goldberg的构式语法；



（3）Langacker的认知语法；



（4）Croft的激进构式语法。


本书从第四章到第七章将对它们逐一论述。

第二节　Fillmore三个里程碑式的理论

乔姆斯基于1965年在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句法理论面面观》）中提出了“标准理论（Standard Theory）”，TG语言学理论被划分为三大板块：句法学、音系学、语义学。对于乔氏来说，句法依旧是重中之重，后两者仍是在句法框架下运作的。但此时TG阵营中很多学者，如Fillmore、Jackendoff、Lakoff、Gruber、McCawley等开始将语义学纳入自己的视野，主张研究语义与句法之间的接口问题，他们的研究方向发生了转变：Fillmore提出了“格语法（Case Grammar）”，Lakoff等学者提出了“生成派语义学（Generative Semantics）”，Jackendoff则大力倡导分析概念结构，建立了“概念语义学（Conceptual Semantics）”。在那个时期，他们的研究都在TG理论框架中对语义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随着研究的深入，很多学者渐渐认识到“句法第一”、“深层结构”、“形式化方案”等过于理想化，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还存在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诸如句法—语义的接口问题，深层结构是否有必要存在，人类思维复杂性无法用公式框定，语言交际的核心是意义而不是句法，语言能力离不开语言运用等等，于是就出现了TG学派内部的发展［见下文（1）］、分化（2）、解体（4），（3）可视为介于“分化”与“解体”之间，从而形成了语言理论研究多元化的新格局：

（1）乔氏于1970年至1973年提出了“扩展的标准理论（Extended Standard Theory）”，简称EST，以修补自己的标准理论（关于TG理论的几个重要发展时期以及乔氏各阶段代表性著作，可参见石定栩，2007b）。

（2）Jackendoff针对乔氏（1965）“标准理论”之不足，于1972年出版了Semantic Interpretation in Generative Grammar
 一书，主张从语义分析入手来完善TG理论。在随后几年中他又发表了一些相关论文，并于1985年和1990年出版了两本语义研究方面的代表作。这样，他就基于乔氏基本假设之上建立了概念语义学。

（3）Fillmore从语义格入手发展TG理论，此后又在自己的格语法基础上提出了“框架语义学”，进一步发展出“构式语法”，离TG基本假设越走越远，但尚能在其理论中找到乔氏的影响。

（4）Lakoff于1975年完全背叛了TG学派，并摆脱了自己创建的“生成派语义学”的羁绊，提出了一门全新的语言学理论——“认知语义学”，为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做好了理论铺垫。

我们可画出图4.1列述这一发展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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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Extended Standard Theory，REST=Revised Extended Standard Theory，GB=Government and Binding，MP=Minimalist Program］

从下图可见，当代语言学的多元化发展大多与乔姆斯基理论体系有关，因此，乔氏对于当代语言学的发展功不可没，难怪学界普遍认为，在当代语言学研究中，TG理论是永远跳不过去的一个步骤。

本节主要分析Fillmore提出的三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他为当代语言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 格语法

Fillmore（1966，1968，1971a/b，1977a/b）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察觉到当时处于主流地位的TG学派过分强调句法的首要地位，仅只关注句法层面上诸如主语、宾语等成分，这一“解释派语义学（Interpretative Semantics）”研究思路显然有误，也不可能达到“解释充分性”（参见王寅，2001：18）。

Fillmore基于这一立场进而指出，仅从表层的“词法—句法”层面研究语言是没有出路的，因为这些句法成分在各语言中都有不同的表层形式，不具有普遍性，例如汉语的主语和宾语就很复杂，甚至常常不用主语，宾语也常省略。他进而主张应当将句法与语义紧密结合起来，且以语义研究为基本出发点，因为受语义驱动的深层结构比起受句法驱动的深层结构来说，在表征和解释普遍性方面更为可行，因此他提出了著名的“格语法”理论，认为所有语言都有表示深层结构的“语义格角色（Case Role）”，并主张从分析语义格角色入手，着力搜寻潜在的、具有普遍性的深层语义结构，以此来解释语言表层结构的生成问题，这与当时Lakoff所倡导的“生成派语义学”很是接近。

Fillmore主要研究了谓语动词与作论元的名词短语之间所普遍存在的内在语义格关系，提出了如下语义格角色：施事格（Agentive）、工具格（Instrumental）、宾格（Objective）、承受格（Dative）、使役格（Factitive）、方位格（Locative）等，这为解决句法与语义的接口问题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方案，将当时的TG研究带入到一个全新的方向。自此，很多学者开始关注从语义角度来分析句法的研究方向，尝试建立解决句法与语义接口的各种新路径。

Fillmore当时是用一组“open the door”的例子来说明这种接口关系的：

［1］The door will open.

［2］The door will open with the key.

［3］The key will open the door.

［4］The man will open the door with the key.

［5］The door will be opened by the man.

［6］The man will use the key to open the door.

上述这六个句子虽然在表述的角度上不尽相同，但基本上是在描述同一事件，而且“man”、“key”、“open”、“door”之间的语义关系保持不变，即总是由“man”用“key”去“open the door”。这些词的深层语义格关系不变，不管是哪一句，这些词在什么位置上，“man”总是“Agent”格（在例［1］—［3］中省去了），“key”总是“Instrument”格，“door”总是“Object”或“Affected”格。Fillmore就是通过这些格关系（约6个，后McCoy将之增至13个）从另一角度解释了句义。又例：

［7］Smith remembers nothing of years gone by.

［8］England remembers nothing of years gone by.

［9］Smith’s memory of years gone by is non-existent.

［10］The memory of years gone by is non-existent in England.

在例［7］和例［8］中，“Smith”和“England”有着不同的语义角色，并不是因为这两个词语本身内在的特征有什么不同，而是因为它们被置于不同的句法结构之中，担当了不同的句法角色。例［7］中的“Smith”起着类似于“-s”属格的句法功能，参见例［9］；例［8］中“England”起着类似于介词短语的句法功能，参见例［10］。如与下一组例句相比，我们就会发现“God”的句法功能更接近于例［7］，而与例［8］相差较远：

［11］God remembers nothing of years gone by.

［12］God’s memory of years gone by is non-existent.

［13］*
 The memory of years gone by is non-existent in God.

因为例［11］不能被转述为例［13］。因此，“Smith”，“God”和“England”虽有着相同的句法角色，但担任着不同的语义角色。

汉语也有同样的现象：

［14］妈妈在做饭。
 　　（施事格作主语）

［15］高压锅做饭。
 　　（工具格作主语）

［16］饭做好了。
 　　　（受事格作主语）

另外，在Fillmore的格语法中，他还采用了“深层格框（Deep Case Frame）”来分析动词（或动词短语）的语义结构。他认为在深层结构中，一个动词中总是在和某些“语义格”连用时，才能生成正确的句子，例如：

［17］John hit the window with a hammer.

“John”是施事格（A），“window”是宾格（O），“a hammer”是工具格（I），因此动词“hit”的深层框架可记作：

［18］［+_____A O（I）］

式中“+”表示所列举的语义格可在同一句中同现，“_____”表示格框内有一动词。当用在句子中时，必须明确谁是施事者（A），敲或打的是什么（O）。因此，“hit”必须与A、O两语义格同用才算正确。而至于用何工具，则句中不必明述，可省去，因此将其置于括号之中。

格语法确实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为我们打开了一个语义与句法接口的研究新思路，同时，这一分析方法也很适用于汉语。但是格语法本身也有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如：

（1）到目前为止，学者们似乎很难找全跨语言的、具有普遍性的语义格，列出它们的清单也绝非易事，这从Fillmore 60—70年代的六篇论文可见一斑，究竟语言中有多少个语义格，给它们起个什么名称，就连他自己在这六篇论文中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和论述（杨成凯，1986）。

（2）人们还会时常遇到难以确定句法成分语义格的情况，例如：

［19］Napoleon saw Josephine.

［20］汽车撞在大树上。

［21］The bull is in the field.

例［19］中的“Napoleon”究竟是什么格？似乎很难断定。若将其分析为Agent，但作为施事格的主语常表示“故意性”和“控制性”（参见王寅，2007a：164），而在此句中，Napoleon不一定是有意识地要去看见Josephine，也无所谓“控制性”，因此将其分析为施事格就有点“牵强附会”。此外，例［20］中的“汽车”是施事格？工具格？还是受事格？而［21］中的“The bull”分析为什么语义格才合理呢？恐怕都难下定论。

（3）Fillmore尝试将语言类型学中的蕴含等级分析法运用于格语法理论中，企图在深层格框中建立具有普遍性的句法成分蕴含等级，如能充当句法主语的语义格等级顺序为“施事格＞工具格＞宾格”，但在语言实际表达中不符合等级顺序的例外很多，如：

［22］The noise at midnight frightened me.

若按照上述蕴含等级的顺序，“me”应当比“the noise”更有资格充当主语。因此，为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为“frighten”单独设立一个例外规则，沿此思路分析，就要为很多动词另立规则。我们知道，语言中很多动词都能作隐喻性用法，倘若这样的例外规则列述较多，必定会影响到该理论本身的价值。

（4）格语法主要关注与谓语动词紧密相关的深层语义格，特别是主语和宾语这两个论元，而较少关注诸如“附加语（Adjunct）”一类的成分，这也使得该理论丧失了部分充分性。Fillmore本人主张将附加语视为“外围成分”，有时还主张将其置于“情态部分”中，这显然是不妥的，因为它们在很多场合下的语义并不是“附加”的。

（5）Fillmore的论述似乎常限于对个别例句进行解释，而未做出更为深入或穷尽性的分析。很多学者发现，语义格与句法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并不像想象的那样简单，而是越分析越复杂，越来越难以驾驭，最后只好适可而止，另谋出路（参见王初明，1994）。

2. 框架语义学

Fillmore（1975，1976，1977b，1982，1985a）为解决格语法理论的上述不足之处，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又提出了“框架语义学（Frame Semantics）”，首次将Minsky（1975）的“框架理论（Frame Theory）”引入到语言学理论研究之中，为语言学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同时，他还将格语法中的“底层结构（Underlying Structure）”发展为“概念结构（Conceptual Structure）”，并对后者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认知语义学的诞生做出了重要的理论铺垫
[2]

 。亦有学者（参见陶明忠、马玉蕾，2008）认为，框架语义学就是认知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这一观点不无道理。

框架语义学的核心观点是：一个词语的意义应当在其可能激活的一整套概念结构或经验空间的全景式框架中获得妥切的理解，对概念结构框架的句法表达应考虑不同透视域（Perspective）的选择，即从不同视角突显其中不同的语义关系，就会形成不同的句法形式，进一步从概念结构角度论述了“语义—句法的映射关系”，这对Langacker在认知语法中提出的“识解（Construe，Construal）”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同时，格语法中所提出的抽象性语义格框架系统，由框架语义学所倡导的经验归纳法对其做出了补充和验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框架语义学对格语法理论做出了系统化和具体化的发展，深化了“形义相结合”的研究思路。

Fillmore认为“概念结构”是关于现实世界的语义知识，其核心部分是基于对真实场景反复体验和提炼而成的“意象图式”，充分强调了概念结构的体验性和意象图式性，这也给Lakoff & Johnson后来建立的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以很多启迪，影响了其后几十年的语言学研究方向。正如我们（王寅，2007a：178）所总结的，概念结构和意象图式具有体验性和互动性、抽象性和概括性、动态性和相对稳定性、结构性和完形性、初始性和基础性、简洁性和原型性、无意识性和联想性，它们对于形成经验、识别事体、建构心智空间、进行逻辑思维、理解范畴、概念和意义、认识世界和掌握语言等具有关键性作用。

有了这样一个具有整体性和全景性的“概念结构”，就能以其为参照系来理解有关具体词语和分支概念，这也为处理自然语言提供了一条新思路。Fillmore（1977b）所论述的“商务事件框架（Commercial Event Frame）”就很有代表性，曾为很多学者引用。如谈到“买东西”就自然要涉及买主、货物、卖主、钱款这四个基本因素，他们构成了［BUY］框架，可用来表示典型商务事件框架中几种主要活动类型，如果从不同的视角来观察这一事件，突显其中不同的要素关系，语言中就会出现不同的表达方法，选用不同的句型和动词，从而表明这些动词之间的语义关系（参见Ungerer & Schmid，1996：208）。可参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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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若要突显该事件中从A到B的关系，在英语中就用动词“buy”，在汉语中就用“购买”；

（b）若要突显该事件中从A到C的关系，在英语中就用动词“pay”，在汉语中就用“支付”；

（c）若要突显该事件中从D到B的关系，在英语中就用动词“sell”，在汉语中就用“出售”；

（d）若要突显该事件从D到A和C的关系，在英语中就用动词“charge”，在汉语中就用“向某人索价”。

现依据图4.2举例如下（A为“John”，B为“book”，C为“money”，D为“Tom”）：

［23］John bought a book from Tom for 28 dollars.

［24］John paid 28 dollars to Tom for a book.

［25］Tom sold a book to John for 28 dollars.

［26］Tom charged John 28 dollars for a book.

（其对应的汉语表达省略。）

在这一论述中，Fillmore巧妙地运用了商务事件框架详细论述了人们是如何基于同一具体事件和相同概念结构，通过突显不同视角，形成了不同的句法表达形式，这为解决“语义—句法映射关系”又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我们知道，Perlmutter & Postal（1977）、Keenan & Comrie（1977）等在20世纪70年代大力倡导和运用“关系语法（Relational Grammar）”，Fillmore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也主张把“格语法”和“关系语法”结合起来，认为词语在句法中的关系必须注明语义角色才能完整地表征句义。例如，若仅标出动词“destroy”可带两个名词“field”和“fire”，这是不够的，还必须标注出这两个名词的语义角色，如“field”为受事格，“fire”为工具格，这样才能明晰地表征句子，如：

［27］The field was destroyed by fire.

这显然是一种将框架语义学与格语法相结合的分析思路，也充分验证了前者是对后者的继承和发展。

框架语义学的这些新构想解决了原来格语法所遗留下来的问题［见前述（1）—（5）］，现一一简要解释如下：

（1）根据框架语义学可知，我们应当依据特定的事件框架来理解具体词义和语句表达，要制定一个普遍而又概括的语义格清单是不大可能的，因此不必像早期格语法那样去追求具有高度普遍性和概括性的语义格，也没有必要列全它们，只要达到适度概括即可，框架语义学所倡导的“概念框架”或“概念结构”就属于这种类型。

（2）根据上文分析可见，对语义格作出严格的一刀切是不大可能的，必须承认语义格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灵活性，这也与人类思维和语言表达的模糊性和多样性相符。而且语义格角色只有相对于具体的概念框架才能被确定，或者说，概念框架为较明晰地解释语义格角色提供了可靠的参照点。

（3）句法成分的蕴含等级，虽也运用了一些调查归纳的方法，但主要是基于自上而下的演绎法进行推理而拟构出来的，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尚未经过语言事实的系统而又全面的验证。而框架语义学中所提出的概念结构，则主要是基于体验观采用自下而上的归纳法形成的，可根据用法模型来分析具体情况，论证理论假设，从而使得这两种理论得到有效互补，相得益彰。

（4）由于20世纪60年代的TG理论主要关注句子的主语和宾语，Fillmore在这一时期也沿此思路重点研究了深层语义格是如何向表层句法中主语和宾语转换的问题，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外围成分”自然不在研究范围之内，这也是情有可原的。而框架语义学则把语义格进一步分为“参与者角色”与“道具角色（Props）”，前者为“核心框架元素”，后者为“非核心框架元素”，这显然使得这一方向的研究更为全面，也更具说服力。

（5）框架语义学意在以事件域整体结构为背景知识，主张从这一角度来分析词义内部的结构关系，这一方面表明应以“整体决定部分”的原则作为研究思路，另一方面也表明，同处一个事件域中的词语意义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到句法表达，理当在事件域中来处理语义与句法的接口问题。此时亦已考虑到思维和表达的多样性，因此不再着意追求语义与句法之间的精确对应关系。

但是框架语义学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

（1）框架语义学放弃了格语法中提炼出来的句法蕴含等级机制，但Fillmore一时又未能提出解释语义角色如何在句法上得到实现的新机制，这促使他于20世纪80年代进一步发展出构式语法理论，主张用框盒图来详述这两者的组配机制。

（2）语法与语义相结合，采取“形义结合”的研究思路，是对句法与语义分离的反动，基本还属于解决“句法—语义”接口的问题，但“结合”这一词语似乎预设着“句法”与“语义”这两者在某种程度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与构式语法所倡导的“形义一体”还有一些差距。

（3）格语法和框架语义学虽已提出要从经验角度来分析语义成分及其之间的结构关系，提到人们能就经验空间和概念结构的大框架达成基本共识，但尚未能详述其所遵循的哲学原则，这给构式语法确立“体验哲学”为理论基础留下了发展空间，也给了“体验性普遍观”以一定的启迪。

3. 构式语法

Fillmore为能解决框架语义学所遗留的问题，继续沿着“形义结合”方向前行。他在与同事和学生共同研究习语时，接受了Langacker（1987）提出的“象征单位”这一重要概念，从“形义结合”走上了“形义一体”的研究之路，同时又借用框盒图来详解“形义一体”的内部机制，以及描写句法角色与语义角色的组配关系（详见第十五章）。

Fillmore于1985年发表了两篇论文，一篇题为“Frames and the Semantics of Understanding”，另一篇题为“Syntactic Intrusions and the Notion of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前一篇的出发点还主要是“框架语义学”，而后一篇论文则首次提出了“Construction Grammar”这一术语，将注意力转向了“构式语法”。他紧接着在1987年（与Kay合写）和1988年又连续发表了两篇论文，题目分别为“The Goals of Construction Grammar”和“The Mechanisms of‘Construction Grammar’”，开始着手建立构式语法的理论框架，包括研究目标和运作机制，围绕在Fillmore周围的一批学者也都开始对构式语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Fillmore、Kay和O’Connor这三位学者，在这一期间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合作，发表了很多有关构式语法的重要论文。如1988年三人在Language
 第64期上发表了题为“Regularity and Idiomaticity in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The Case of Let Alone
 ”的论文，重点论述了英语中习语“let alone”构式，并以其为基本出发点批判了TG学派的基本假设：模块论、普遍论、组合观。Fillmore et al.（1988：511）在论文中指出：

Our central goal in this paper is to illustrate the analysis of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in their pragmatic，semantic，and syntactic aspects，using that grammatical device in English that incorporates the phrase let alone
 .（本论文的主要目标是：用英语中含有let alone
 短语的句子来分析语法构式的语用、语义和句法方面的信息。）

根据这一基本指导思想，他们在论文中分别从句法、语义、语用这三方面对习语“let alone”条分缕析，从而得出结论：习语是形义配对体，TG学派所主张（或至少早中期所主张）的仅从句法子模块入手来分析语言的方案是行不通的，习语用法不可能仅从纯句法角度作出预测。习语在句法子模块和语义子模块之间存在较为固定的对应关系，具有整体统一性，只有将这两者视为一个配对整体，才能有效地解决TG学派弃习语于不顾所产生的严重后遗症。Kay & Fillmore（1999：1）后来又强调了这一观点：

To adopt a constructional approach is to undertake a commitment in principle to account for the entirety of each language.（接受构式语法分析法，就是要在原则上做出一个承诺，解释每一语言中的整体现象。）

这里的“整体现象”，就是指构式的“语义—语用—句法”整体性特征。语言中数量众多的习语，也只能从这个“整体”角度才能做出有效而又合理的解释，若仅从句法角度进行分析，为精确而精确，为形式化而形式化，为科学而科学，将那些不符合自己口味的现象排除出去，视为“例外（Exceptions）”，这种“削足适履”的方法，必然会导致“捉襟见肘”的结果，基于其上所建立起来的理论，其局限性太大，实在离“充分性”太远了。

Fillmore等学者实际上不仅仅是要解释习语，更为重要的是要以此为突破口来论证：不仅习语是形义配对整体，语言各层次表达都是“形义一体”的符号，都可统一于“构式”这一概念之下做出统一解释。因此，Fillmore等学者明确指出，语法理论就应当是关于构式的理论，就应当研究句法角色（Syntactic Role）、语篇角色（Textual Role）、动词特有情景角色（Verb-specific Situational Role）之间的关系网络，这就进一步完善了先前在格语法和框架语义学中提出的“形义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将“形义结合”进一步发展为“形义一体”，这也已成为当今构式语法理论的最基本原则之一。

Fillmore、Kay和O’Connor基于这些年来的研究明确指出，语言学理论可通过构式为“语言”，以至为“语言能力”做出一个统一而又合理的解释。Fillmore et al.（1988：534）在论文的总结中直接道明了这一目的：

It has seemed to us that a large part of a language user’s competence is to be described as a repertory of clusters of information including，simultaneously，morphosyntactic patterns，semantic interpretation principles to which these are dedicated，and，in many cases，specific pragmatic functions in whose service they exist.（看来，语言使用者的主要语言能力应当被描述为一个“信息集大仓库”，其中同时包含：词汇句法类型，能发挥作用的语义解释原则，以及在许多场合下，它们能在其中所起到的特定语用功能。）

人们的语言能力并非如乔氏所说，是由天赋的句法结构或普遍语法所决定的，而是由同时具有“语义—语用—句法”信息的构式所决定的。后来，Fillmore，Kay & O’connor（1988），Fillmore & Kay（1993），Kay（1996，1997），Kay & Fillmore（1999），Michaelis & Lambrecht（1996）等进一步沿此方向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索，明确表示：研究语法，研究人们的语言能力，就是研究构式和构式网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从心智角度建立起具有解释力的语言理论。构式语法理论从而逐步获得了全世界范围内认知语言学家的重视。

Kay为构式语法的建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主要兴趣在于对构式语法中的语义极进行形式化描写。自90年代中期之后，Kay主要论述了构式语法的总体概念和一般形式化问题，并与Sag一起，将构式语法与语核驱动的短语结构语法（Head-Driven Phrase Structure Grammar，简称HPSG）结合起来。HPSG论述了很多已用于构式语法中相同或相似的形式特征（包括构式间的传承网络问题等）。

Goldberg（1995：26）进一步在Lakoff & Johnson所提出的体验哲学理论框架中深入研究构式，且运用了认知语义学、认知语法等观点来例证框架语义学中的一些基本原则，较为详细地论述了构式语法的哲学基础，还重点以“题元结构”为基本出发点论述构式语法的理论构架和分析方法，从而进一步发展了Fillmore提出的框架语义学和构式语法。

认知语法和构式语法的建立，使得Fillmore更加坚信“形义一体”的研究方案是切实可行的，也进一步证明了他在过去二十多年中所遵循的格语法与框架语义学的研究思路是正确的。Fillmore在学术生涯中依次提出的三个重要理论，即格语法、框架语义学和后来发展出的构式语法，在西方语言学理论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为当代语言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节　习语与模块论

Fillmore（1985b）论述了the hell，the heck，the devil，the deuce，on earth，in the world等习语与构式的关系，Zwicky（1986）就此说过一句十分经典的话：

Each idiom is an instance of particular constructions.（每个习语都是某些特定构式的例示。）

自此，人们就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习语以及习语与构式的关系，从而揭开了语言研究的新篇章。学者们一般认为，就其根源而言，构式语法发端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Fillmore及其同事对习语（Idioms）的研究。

全世界各语言都有一定数量的习语，其多样的形式和丰富的表达力不是其他一般语言形式所能替代的，习语常常代表着语言中的精华。但是，这些习语和特殊表达式在句法和语义上具有各种独特的性质，其间的对应关系十分复杂，与一般正常表达存在较大差异。

TG学派对于习语和特殊表达式采取了“回避”或“轻率”的态度。我们知道，乔姆斯基及其弟子主张将注意力仅聚焦于理想语言、核心语法、规则表达，常以符合精确的句法形式化演算为准绳，将那些非标准化现象排除在视野之外。为能保证这一思路的有效实施，他们花费了大量精力在各子模块中寻找和建立具有概括性的“规则”和“限制”，而这些规则和限制却难以解释那些具有独特性质的习语和特殊表达式。在这种情况下为能自圆其说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对其采取“束之高阁”的回避态度，把面大量广的习语和特殊表达式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要么轻率地将其置于词库之中，以保证句法的纯科学性。正如Croft & Cruse（2004：229）所指出的：

Chomsky’s position on the generality of syntax and the irrelevance of constructions to the analysis of grammar is the complement of his view that all arbitrary and idiosyncratic aspects of grammar should be restricted to the lexicon.（乔姆斯基对于句法概括性的立场，以及处理与语法分析不相关结构因素的方法，是对如下一个观点的补充：语法上所有的任意性和独特性都应当被限制于词库内。）

而且，乔氏还认为通过各子模块中的规则和限制以及子模块之间的连接界面，就可对语言中所有句法特征做出合理的描写和解释，因此在TG语法分析中就不需要“构式”这一概念。

可是人们很快就发现这一理论存在重大问题，语言中大量的习语是比词更大的单位，将其置于词库中缺乏根据，理由如下：

（1）一个习语往往由多个词组成；

（2）许多习语明显可见句法关系，如主谓关系、动宾关系、偏正关系等；

（3）很多习语可替换其中的词；

（4）不少习语还有被动语态。

更为棘手的问题是，习语不能通过句法子模块或其与语义子模块之间的连接规则作出可靠的预测和合理的解释。这就是说，TG理论仅能解释语言中的部分现象，而不是全部，于是人们开始怀疑TG理论和它的解释力，很多学者不得不重新思考如何更有效地表征句法。

认知语言学家认为，核心与非核心、普遍与特殊、规则与非规则现象，它们对于语言研究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不可偏废任何一方，更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提出了与乔氏完全相反的研究思路，主张先从特殊而又复杂的表达式（如习语、非常规表达等）入手，从中获得研究经验或解释框架，再以其为起点去解释概括的、规则的、一般的核心现象。这就是Goldberg（1995：6）所说的，可用非中心用例的规则来解释中心用例，这与TG学派的研究思路完全不同。

习语具有典型的特殊性，不能从句法和语义角度做出组合性解释。例如“spill the beans”虽符合句法规则“V＋NP”，却难以通过连接句法子模块与语义子模块的规则作出合理的解释，因为只有在这个习语里“spill”才有“divulge”的意思，同样，如：

［28］kick the bucket

［29］by and large

［30］No can do.

［31］Believe you me.

［32］happy go lucky

［33］make believe

等习语，TG均难以在句法上通过组合原则为其做出合理解释。

我们知道，即使在日常语言交际中，各类习语也是不可缺少的，它们除正常意义之外，往往还与特定的使用语境密切相关，如：

［34］Good morning！

［35］See you！

等，除其正常意义外，还有开始和结束会话的语用功能，而

［36］Once upon a time

则有开始讲故事的语用功能。

Fillmore等将这类习语称为“语用习语”，它们具有提供语篇信息结构的特征，仅分析其句法结构根本说明不了它们的语用或语篇功能，模块论在这里几乎走进了死胡同。

语言中的大量习语都是比词更大的交际单位，其中有很多词汇不完全固定的惯用语，如例［34］还可改说成“Good afternoon”，“Good evening”等，例［35］还可改说成“See you later”，“See you tomorrow”等，因此它们就不能被轻率地归类于词库，这其中涉及到抽象性图式构式问题。

习语是发话者语法知识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语言学家不可对其置之不理，不应采取“回避”的态度。作为一个完善的句法理论，必须能对这类现象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方案，并区分出各类习语之间的差异，论述清楚它们与正常词汇和句法规则之间的种种联系，而且还需从更深层次上解释习语究竟是如何被储存于发话者心智之中的。倘若这些现象得不到明确解释，语言理论的“充分性”又从何谈起？TG学派的一系列假设在这里遇到了真正的挑战（Croft，2001：16）。

认知语言学家认为，一个语言理论不仅要有描写一般概括性的规则，而且还要有解释个别特殊性的能力，这就引出了“构式”这一全新的分析理念。正如上文所析，Fillmore等（1988）基于这一思路主张将习语视为“构式”，而且构式既包含特殊的表达，也包含一般的形式；既包括单词，也包括单词以上的各类单位；既包括具体的词语，也包括抽象的句法图式。这样，构式就形成了一个范围宽广的连续体，可用以表征一切句法结构，以此为基础就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语法理论框架。

Fillmore等学者以习语为突破口挑战TG理论，并将其发展成为一个很具解释力的语言理论系统，逐步使其成为当今语言学界的一门显学，强调用“构式”对所有语法知识做出统一的心智表征，这确实又为语言理论建立“统一解释”的分析框架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

第四节　Fillmore对习语的分析

到目前为止，已有很多语言学者对习语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有些欧洲学者还将习语研究称作“习语学（Phraseology）”，Firth学派也曾从搭配角度论述习语问题。

在习语研究中，首先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分类，现列述部分观点如下（参见Croft & Cruse，2004：231—236）：

1. Makkai的观点

Makkai（1972）区分出：

（1）编码型习语（Encoding Idioms或Idioms of Encoding），即可通过解释句子的标准规则来解释习语，如：

［37］answer the door

［38］wide awake

等；

（2）解码型习语（Decoding Idioms或Idioms of Decoding），即根本不能通过组成部分来获得习语整体的意义，习语是作为一个单位整体性学得的，即为一个“Learnt Whole”，理解这样的习语必然要涉及到若干背景知识，如：

［39］kick the bucket

［40］pull a fast one

等。

如此分类的问题是：对于编码型习语，人们虽然可以十分容易地理解其意义，却不能预测其搭配使用的约定性规律，如英语中例［38］是成立的，但不能预测如下表达是否能被接受：

［41］*
 narrow awake

　　　*
 narrow asleep

　　　*
 wide alert

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很难区分编码型习语和解码型习语了（Evans & Green，2006：644）。

2. Nunberg，Sag and Wasow的观点

Nunberg，Sag and Wasow（1994：491）指出：TG学派认为习语不具有组合性，这一观点明显有误，因为大多数习语事实上还是具有一定程度的语义组合性的。他们分别从五个方面论述了这一观点：很多习语可额外增加修饰语、部分成分可被量化、其题元可被主体化、有些成分能被省略、可有回指性用法等。Yagihashi（2004）在其论文“Idiom Passivization：Where do Syntax and Semantics Meet？”中也阐述了相同的观点，且还增加了另外一条证据：习语还可被动化，例如：“bury the hatchet”可改写成“the hatchet was buried”。可见，他们所分析的这些语言现象使得乔氏理论再次陷入窘境。

Nunberg等基于这一立场将习语分为以下两大类：

（1）组合性习语（Idiomatic Combination）：这类习语的意义分布于组成部分之中，即其组成部分的意义在整个习语意义中尚能被识别出来。

（2）短语性习语（Idiomatic Phrases）：这类习语的意义没有分布于组成部分之中，其意义不能从决定组成部分独立使用时意义和用法的规则知识中预测出来。

他们的区分与Makkai基本相同，前者相当于“编码型习语”，后者相当于“解码型习语”。

3. Fillmore的观点（1）

Fillmore等（1988：505）也对习语做出了类似的区分：

（1）语法习语（Grammatical Idioms），即通过一般的句法规则能做出解释的习语，但语义是不规则的，这就可能包括编码型习语和解码型习语，如例［34］和［35］都属于这一类，又例：

［42］spill the beans

这是一个由及物动词接一个名词短语作宾语的合乎语法的语式。

（2）超语法习语（Extragrammatical Idioms），即不能通过一般句法规则做出解释的习语，如：

［43］first off

［44］all of a sudden

等。例［44］中的“all of”后当接一个由“the”引导的名词复数，或不可数名词，不大可能接由“a”引导的名词短语；而且“sudden”是形容词，却接在不定冠词“a”的后面，较为罕见，超出了正常的语法规则。

4. Fillmore的观点（2）

Fillmore等（1988：505）对习语的另一个区分方法是：

（1）固定习语（Substantive Idioms），即习语中每个词都是固定的，所以又叫“Fixed Lexical Idioms”。此类习语中的词不仅不能换用成其他词，而且就连时态也不能改变，如：

［45］It takes one to know one.（乌鸦笑猪黑，自己不觉得。）

（2）规范习语（Formal Idioms），即习语提供了一个句法框架（Syntactic Frame），其中可插入不同的词项，或至少有部分词语可被换用，只要满足句法和语义的合适性便可，如：

［46］（X）blows X’s nose

在“X”处可填入任一表示人的名词短语，还可有单复数变化，同时动词也可有时态变化，如：

［47］John blew his nose.

［48］We all blew our noses.

又如在构式语法研究中讨论得较多的“let alone”语式，其后几乎可接各类词项，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介词短语、分句等。

另外，Fillmore等这里所说的“Formal Idioms”相当于Langacker使用的“Schematic Idioms（图式性习语）”。

这一区分的问题在于，有些习语构式既可视为固定习语，也可视为规范习语，参见下文关于“The X-er，the Y-er”的例句和论述。

5. Fillmore的观点（3）

Fillmore等（1988：506）还将习语区分为：

（1）语用习语（Idioms with Pragmatic Point，亦可译为“有语用点的习语”），即一个习语除有正常意义之外，还具有特定的语用功能，它常常只适用于某一特定的语用场景或语篇上下文之中，如上文所举的［34］、［35］、［36］。

（2）非语用习语（Idioms without Pragmatic Point，亦可译为“无语用点的习语”），这类习语不限于某一特定的语用场景或语篇上下文，有较为广泛的用法，如例［43］和［44］，又例：

［49］by and large

［50］on the whole

另外，根据上文提出的几种分析方法，一个习语可分属多种类型，如例［49］是一个解码型习语、超语法习语、固定习语，也是一个非语用习语。

6. Fillmore的观点（4）

Fillmore等（1988）还根据语言表达的熟悉情况分别从以下三个方面对习语重新作出了分类：


A. 词语选用



B. 句法排列



C. 语义解释


由于他们认为不存在“不熟悉词语作正常句法排列”这一类型，因此仅区分出了三种习语类型。Evans & Green（2006：647）又增加了一种类型，本书根据排列顺序将其安排为第Ⅱ类，Fillmore等人的分类列为第Ⅰ、Ⅲ、Ⅳ这三类。

现以简图配例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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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图中用“＋”表示“常见词语”、“熟悉用法（正常排列）”、“正常语义解释”，用“-”表示“特殊词语”、“不熟悉用法（不正常排列）”、“不正常语义解释”。可见，图中的前四类为习语，第Ⅴ类为正常表达，现分别解释如下：

（1）第Ⅰ类习语：不常见的词语（主要出现于某些固定习语中，不用于其他场合，可称做“专词专用”现象），作不正常的句法排列，语义也特殊。Evans & Green（2006：647）所举的例子是“the X-er，the Y-er”（参见下文），因为英语中用“the”来修饰比较级，这是一种非常规组配现象，而且这一搭配仅出现于这个构式中，前后两分句含有一种“同步递进性等级”关系，表示了一种特殊的语义。

（2）第Ⅱ类习语：对仅用于某些固定习语中的不熟悉词语做正常的句法安排
[3]

 ，例如：



	［51］take umbrage at（为……生气）
	比较：take offence at



	［52］in cahoots with（与……共谋）
	比较：in trouble with



	［53］by dint of（由于）
	比较：by virtue of



	［54］wend one’s way（赴/往）
	比较：make one’s way



	［55］under the auspices of
	比较：under the authority of



	［56］be taken aback
	比较：be suddenly surprised



	［57］tit for tat
	比较：blow for blow




上述7个例子中的“umbrage”，“cahoots”，“dint”，“wend”，“auspices”，“aback”，“tat”都常用于这些固定习语之中，它们的组合使用符合英语的句法规则，这可从其与后面例子的比较可见。但这一类型常被Fillmore等（1988）、Croft & Cruse（2004：235）等视为第Ⅰ类，他们所举的例子为：

［58］kith and kin

［59］with might and main

我们认为，Evans & Green的分析更为合理，不管怎么说，这些特殊词语（如“kith”，“kin”）还是按照基本句法规则（并列结构）排列而成的，而且这样处理，也使得四种习语类型构成了一个逐步变化的有机连续体。

（3）第Ⅲ类习语：对熟悉词语作不正常句法排列，出现了一些非常规性搭配的用法，因此它们在句法上和语义上都不符合正常规则，如例［49］中“by”常作介词，“large”常作形容词，两者用“and”联结起来，不符合一般句法规则。

另外，上文述及的图式性习语也具有这类习语的属性。

（4）第Ⅳ类习语：熟悉的词语作熟悉的句法排列，但语义不符合常规解释，也就是说，不符合各词的字面组合意义，不符合语义的组合原则，如上文的例［39］、［42］，又例：



	［60］pull X’s leg
	（开某人玩笑）



	［61］tickle the ivories
	（弹钢琴）



	［62］throw in the towel
	（认输）




等。

从图4.3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1）第Ⅴ类为正常表达，不是习语，TG语法中的句法规则仅能解释这一类表达。可见，TG理论具有较大的局限性。

（2）习语与非习语之间的差异主要不在于词语选用和句法排列上，而主要在于语义解释是否符合一般规则。在Ⅰ、Ⅱ、Ⅲ、Ⅳ类习语中，词语选用和句法排列都有两种情况：符合规则（+）或不符合规则（-），只有当语义解释为“-”时，才被视为习语，因此语义解释的正常与否是区分习语与非习语的关键要素，这也可见纯句法分析不可取。

同时，Fillmore等（1988）也发现违反词语正常选用和句法正常排列时，人们依旧可从其表达中大致猜出意义来，即违反语义规则不明显，这说明可在图4.3中增添一类情况，即词语选用和句法排列为（-），语义规则可能为（＋），如上文论述第Ⅰ类习语所举的例子：

［63］The X-er，the Y-er

这也是一种图式性构式，可填入其他词语形成很多可接受的表达，如：

［64］The more you practice，the easier it will get.

［65］The louder you shout，the sooner they will serve you.

［66］The bigger they come，the harder they fall.

例［64］和例［65］两句属于惯用组合性表达（即上文所述的规范习语），句中的两个“the”接上比较级属于生疏词语的选用和搭配，且这种倒装性句式排列也是人们所不熟悉的用法，但人们还是能够大致猜得这句话的意思。而例［66］为固定习语，其中的词语不可随意替换。

（3）我们也可用原型范畴理论来解释习语的惯用程度。从图4.3可见，习语的惯用性有程度之别，按照Fillmore等人的观点，习语可分别从词语选用、句法排列和语义解释这三个方面作出程度性描写，完全违反三者的为最典型习语，也就是上文所说的第Ⅰ类习语；违反两者的则为次典型习语，也即上文的第Ⅱ、Ⅲ类习语；若仅违反语义解释这一个要素，则可视为习语范畴的边缘成分，即上文的第Ⅳ类习语。如果三个要素都不违反，那么就不是习语。

当然了，是不是习语，违反不违反规则，是正常表达还是习语，这也可能会因人而异，因使用情景而异，不可一概而论。


[1]
 　除了本章所列述的四种主要构式语法之外，还有：Bergen & Chang（2005）的“体验性构式语法（Embodied Construction Grammar）”、Sag（1997，2007）的“基于HPSG的构式语法（HPSG-based Construction Grammar）”或“基于符号的构式语法（Sign-based Construction Grammar）”、Steels & De Beule（2006）的“动变构式语法（Fluid Construction Grammar）”、Mendoza & Mairal（2006，2007）的“词汇构式语法模型（Lexical Constructional Model）”，等等。


[2]
 　Lakoff于1975年夏在Berkeley校园举办的认知科学研讨会上，十分高兴地听到了学者Kay（颜色范畴的研究）、Rosch（原型范畴，特别是基本层次范畴）、Talmy（空间关系概念），以及Fillmore（框架语义学）等的报告，也更加坚信TG语法和形式逻辑已将语言研究导向了歧途，必须与其分道扬镳。于是，他自那时起就彻底脱离了TG学派，也跳出了自己与Ross、McCawly等人建立的“生成派语义学”理论，彻底转向了认知语义学，并与Langacker、Fauconnier等人以及很多欧洲学者一起，逐步建立和发展了认知语言学学派。


[3]
 　仅用于某一语式中的词称为“Cranberry Words”。


第五章　Langacker的认知语法

本章首先简要介绍了认知语法的历史背景。第二节论述了Langacker著名的“意义等于概念化”语义观，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既是语法分析的出发点，也是语法研究的最终落脚点，充分体现了动态性、人本性、主观性和识解性等特征。但是，“概念化”语义观过于强调主观性，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意义形成和理解的客观基础，本书拟将其修补为“体验性概念化”，这样就可为意义提供一个更全面的主观兼客观的解释。第三节重点论述了Langacker如何发展了传统配价理论，并提出了“语法配价关系”和“自主—依存关系”，用来解释象征单位如何整合成较大或更大构式。

第一节　概述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Langacker教授于20世纪70年代就看出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TG学派的致命要害，他尖锐地指出TG理论将语言研究引入了歧途，并着手创建一个全新的语法理论体系，最初被称作“空间语法（Space Grammar）”，基本观点在他1982年发表的“Space Grammar，Analysability，and the English Passive”一文中得以体现。

Langacker在此基础之上于1987年和1991年先后出版了两卷本的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对自己的语法理论进行了详尽而又系统的论述。由于在20世纪80—90年代，“Cognitive”一词亦已流行，Langacker为了与语言的认知研究相一致，便将自己的理论更名为“Cognitive Grammar”。

Langacker在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中严厉批判了TG学派的假说，主张用“象征单位”和“构式”从心智角度为语法研究中的词法和句法作出一个统一的解释。他指出，任何语言表达式（包括词素、词、短语、句子、语篇）都是通过范畴化关系出自心智表征的象征单位和构式，它们都是形义配对体，语言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模块”问题，也不存在不同句法结构之间的“转换”问题，所谓的“模块”和“转换”都是TG学者们人为拟构而出的术语，不具有现实性。这样，语法理论就应是关于构式（象征单位）的理论，并依据构式来描写语言系统的心智表征（Langacker，1987：57）。

Langacker的语义观也很有新意，他将意义等同于“概念化”，并将其定义为“我们认识世界的过程和方式”。他认为意义和理解必然要涉及识解、语用、语篇功能，以及意义的范畴化和概念化等问题，所以他重点研究了概念化和句法成分的语义范畴和关系，并以语义为出发点来论述语法结构和组织。

在此期间，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语言学家们还对同校的Grice（1975）和Searle（1969）的语用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研究指称、意义、信息结构、语篇等方面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著作，这对后来构式语法理论将语法、语义、语用乃至语篇整合成一体来分析语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学界普遍认为，Langacker的认知语法为构式语法理论输送了很多基本观点和研究思路，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认知语法本身就是一种构式语法理论，而且还是一种较为完善的认知构式语法理论，也是一种激进的构式语法理论。关于Langacker在认知语法中所提出的基本观点和分析方法可参见Langacker（1987，1991a/b，2000，2007，2008）。笔者曾于2006年编著《认知语法概论》，对其作了简略的评述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此处不再赘述，本章主要论述与构式语法密切相关的“语法配价关系”和“自主—依存关系”。

第二节　意义等于概念化

1. 意义之定义：难

柏拉图在《大希庇亚篇》和《拉凯斯篇》中，记述了苏格拉底追问当时古希腊最有学问的大学者希庇亚和大将军拉凯斯“什么是美”、“什么是勇敢”，结果他们只能说出美和勇敢的具体表现形式，而难以做出一个抽象性定义，即说不出能使一事物成为该事物的本质规定。柏拉图与许多哲学家基于这一思路提出了形而上学的一个核心思想“学会抽象思维”、“透过现象看本质”，即追问“本质（即本体、本原、形而上、逻格斯、绝对真理、终极真理）是什么”，可通过本质的掌握获得关于宇宙问题的必然性或规律性知识，从而开启了西方哲学史上的“本体论”时代。

圣·奥古斯丁曾说过：时间究竟是什么？没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张志伟，2004：158）。这就是狄德罗（转引自庞学铨，2005：209）的一句名言：

谈论得最多的东西往往是人们知道得最少的东西。

黑格尔也有类似的论述，他在《精神现象学》（1807，贺麟、王玖兴译，1981：20）中说过：

熟知并非真知。

意义的定义就属于这类问题，没人问其定义，人们还能大概知道，一说到它的定义，会难倒一大片学者，包括专门研究此类问题的哲学家和语言学家。

虽难，但总有尝试者。古往今来很多哲学家尝试为意义下定义，一条关于意义的定义往往就意味着一种意义理论
[1]

 ，如：有的将语义与所指对象联系起来（指称论或命名说）；有的与人们头脑中产生的观念联系起来（观念论）；有的与命题的真值联系起来（真值对应论、真值条件论等）；有的与语言的实际用法，或与语句所起的功能联系起来（用法论、功用论）；有的与言语交际时的社会情景联系起来（语境论）；有的与受话者的反应和言语行为所引起的效果联系起来（反应论、言语行为论）；有的与发话者的意向和所欲达到的目的联系起来（意向论）；还有的与人类的感知体验、范畴化、概念化、认知过程、推理能力联系起来（认知论），另外还有诸如：成分论、替代论、关系论、现象学语义观、存在主义语义观、解释学语义观、多元论等。众多意义观各有见解，都反映了意义的某一或某些特点，但这些观点各有不足，互为补充，在不断地相互启发、批判继承的过程中加深了我们对语义理论的认识（详见王寅，2001）。不过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形成一个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定义。

很多学者（如Ullmann，Saeed等）对以往的语义理论进行了总结和归纳，提出了不同的分类方案，我们依据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提出划分语义理论的两条标准：


（1）依据客观主义与非客观主义的哲学观（体验哲学为后者之一），可将语义理论分为客观主义语义理论和非客观主义语义理论；



（2）依据语义的外在性与内在性，可将语义理论分为：外在论、结构内在论、心智内在论。


根据这两条标准，大多传统的语义观可被视为客观主义语义理论（Objectivist Semantics），不管它们是将意义视为外在的还是内在的，总之，意义被视为一种客观存在体，具有分离性、独立性、镜像性、组合性、非隐喻性、确定性等特征。而与其相反的非客观主义语义观（Non-objectivist Semantics）认为，意义既具有体验性又具有认知性，既具有客观性又具有建构性，既具有互动性又具有依存性，既具有隐喻性又具有完形性，既具有确定性又具有模糊性。现按这两条标准，将主要的语义理论以表归纳分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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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2. 意义的认知定义：新

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将昔日大部分语义理论归结为客观主义语义观（参见图5.1），是因为它们深受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理论的影响，认为客观外界存在一个本质、本原或绝对真理（确定的意义），我们能得到关于世界的绝对的、无条件的真理，可将其视为阿基米德支点以获得可靠的知识。但哲学家在认识真理的途径上出现了重大分歧，形成了两种完全对立的认识论：经验论（Empiricism）与唯理论（Rationism）。前者认为，经验是人的一切知识或观念的唯一来源，也就是说，我们关于世界的全部知识来自我们的感知，是由感觉能力所建构的；而后者认为，只有先天具有的推理能力能给我们提供关于真实世界的知识（Lakoff & Johnson，1980：195）。

基于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看语义，人们首先就会得出“语义确定论”。与上述两种认知论相对应，就随之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语义确定论：一种是认为确定的意义存在于外部，可通过经验获得，即语义外在论；另一种则认为确定的意义存在于语言结构（横组合与纵聚合之交点）之中，存在于人们理性思维之中，即语义内在论。

与客观主义语义观相对的是非客观主义语义观，即体验论语义观，认为语义是一种心智现象，但不是天生的、自治的（这与TG理论所坚持的天赋说、自治说、模块说、形式观完全相反），认为意义主要是人们在对现实世界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的基础上形成的，归根结底，意义来自感知体验和认知加工，是后天习得的，而不是先天就有的。

意义既然是感知体验和认知加工的结果，就会带有较大的主观性，因为人们的感知体验和心智加工方式有同有异。Langacker重点论述了认知加工中“识解能力”的五个方面，它们是产生意义不确定性的主要因素，这就是学术界常说的语义模糊性。但我们认为，在语言的交际和理解过程中，意义不可能是模糊无边的，准确地说，意义既具有相对确定性，也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参见下文）。

3. 意义等于概念化：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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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理论框架中曾将人类的概念结构和语言的形成过程表述为：人类在对客观现实世界进行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的基础上形成了范畴，每个范畴对应于一个概念，同时产生意义（范畴、概念、意义三位一体），逐步形成了概念结构和语义系统，自从人类有了语言后就用语符将其固定下来。这一基本观点可见上图（“CM”是指“Cognitive Model”，“ICM”是指“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参见王寅，2007：205—207）：

本图实际上是对认知语言学基本原理“现实—认知—语言”的阐释，对中间的“认知”过程进行了详细分解，同时也算是对“物质如何决定精神”或“从感性知识到理性知识
[2]

 ”的一种解读。

我们知道，Langacker将意义视为概念化，同时还将语法视为概念化，这就决定了他要从概念和语义的角度来论述语法现象。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十分精辟的观点，也是一个很具新意的定义，既概括了认知语义学的精髓思想，也精确地反映了认知语法的分析思路。

国内有些学者曾不经意地将“Conceptualization”与“Conceptualism”这两个术语混为一谈，这应当引起我们的充分关注。这两个术语虽有关联，都派生自“Concept（概念）”，都主张将意义理解为内在的心理表征，却有天壤之别，分属两种完全对立的语义理论阵营，为此我们主张将前者译为“概念化”，将后者译为“观念论”，两者不可混淆。

从构词法可见“Conceptualization”来自动词“conceptualize”，正是这关键的“-ize（化）”三个字母，使得这两个术语有了完全不同的含意，Langacker（1987：5）曾将“概念化”简单表述为“认知加工（Cognitive Processing）”，使其与传统的客观主义语义理论（包括观念论）彻底区别开来。参见下面一段引文：

Meaning is not objectively given，but constructed，even for expressions pertaining to objective reality. We therefore cannot account for meaning by describing objective reality，but only by describing the cognitive routines that constitute a person’s understanding of it. The subject matter of semantic analysis is human conceptualization，and the structures of concern are those that a person imposes on his mental experience through active cognitive processing.［意义不是客观地给定的，而是（人为地）建构出来的，即便是那些描写客观现实的语言表达也是这样。因此，我们不能通过纯粹描写客观现实来解释意义，而只能通过描写认知性的例行常规（指认知加工），正是它构成了人们对客观现实的理解。语义分析的主观方面就是人们的概念化，我们所关心的结构，就是一个人通过主动的认知加工强加在他的心智经验之上的结构
[3]

 。］

（Langacker，1987：194）

本书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解读“概念化”。


1）动态性


传统的客观主义哲学观，主要从静态和镜像这两个角度来观察外部世界，认为人们以镜像方式客观地反映外部世界，观念具有静态性，从而也就是固定的，从这一立场出发我们就能得出“意义具有确定性”的结论。Langacker（1987，2000）严厉批判了这种静态观，明确提出用“Conceptualization”代替“Concept”来定义意义。

“Conceptualization”虽早有学者用过，如 Leech（1974：28），但未直接用来定义“意义”。Langacker用“Conceptualization”来给意义下定义，旨在强调意义是一个动态性认知过程，摒弃了意义的静态论、固定观，从而也就与客观主义语义学以及客观主义哲学理论分道扬镳了。


2）人本性


选用“-ize”的另一目的，还在于它本身就隐含了“-izer”。我们知道“执行概念化的主体”肯定就是“人”，因此语义研究的出发点自然就落在“人”身上，意义形成于人与客观外界的互动之中，上文Langacker的引文中多提到“a person’s understanding”，“human conceptualization”，“a person imposes on his mental experience through active cognitive processing”，就充分体现了他在语言研究中对“人本精神”的重视。

该术语所体现出的人本性也与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观点“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不仅能够认识客观世界，而且还能改造客观世界”相一致，人们在用语言表达世界时，也就赋予客观外界以人的理解，从而使得意义具有人本性，认知语言学也就获得了“惟人参之
 
[4]

 ”的人本性特点。

我们知道，英语语言文学有三大方向，其中的文学和翻译方向，早已将后现代哲学思想、人本主义精神运用到研究之中，而语言学在这一点上并不明显。认知语言学正是在这一点上具有重要意义，实践着后现代哲学思潮中的人本精神，强调语言的人本性和体验性。


3）主观性


将人的因素注入语义研究之中，一切从“人”出发，语言和意义是“惟人参之
 ”的过程和结果，必然就要打上“主观性”的烙印，这从同一事物有不同名称就能体会得到。人们对同一事物如从不同角度去感知体验，会突显出事物的不同特征，出现不同的名称。如笔者（2007a：300）所举“地瓜”的例子，从不同的认知角度出发抓住某一特征并为其命名就有：山芋（来指山地）、番薯（出自外地）、红薯（皮是红色）、白薯（皮是白色）、甘薯（味觉甘甜）、凉薯（触觉凉爽）、豆薯（形状像豆）等。又例“妻子”，在世界各地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名称，这实际上也反映了认知主体站在不同的观察角度，识解了“妻子”的不同特征，同时也反映了“妻子”的不同地位：

（1）古希腊剧作家幼里披底斯在诗中把“妻子”叫做“Oikurema”，意为做家务的一种物件（参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2）在雅典人看来，妻子除生育子女之外，不过是一个婢女的头领而已（同上）。

（3）解放前，我国云南的黑彝把妻子叫做“穿针婆”，主要是做针线活的。

（4）在我国，过去对别人称自己的妻子为“内人”，表示她是料理家庭内务的，不参加社会性事务。在口语中也称“那一口子”，似乎有点不屑一顾的口气。比这两个说法更为贬义的有“贱内”、“拙荆”等。

（5）在现代汉语口语中还可将妻子称为“当家的”，反映了“妻子”的社会地位有了提高，特别是当今常被称为“半边天”，已享有与丈夫平起平坐的地位了。

（6）我国解放后还流行用“爱人”互相称呼夫与妻，这主要是出于感情角度的考虑。注意，不能轻易将其译为英语的“lover（情人）”。

……

现将这一现象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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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解释与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原则完全相符：现实生活中的同样一个事物，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感知体验和认知加工，便形成了不同的概念和含义，然后用语言形式将其表达出来。从这个角度来说，命名的基本原则是“转喻”，人们只能依据事物的某一个特征来命名，此时就不可避免地要掩盖其他特征，也就自然产生了以部分表示整体、“以偏概全”的转喻现象。

又如英语中名词的可数性与不可数性，也不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特征，而是人们进行不同方式概念化的结果，是“人化语言”的结果。英语中可数名词和不可数名词的区分，在很多词典上作了严格标注，在语法书中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但倘若深入调查分析，便可发现英语中很多名词可数性不可数性兼而有之，正如Taylor（2007：211）所指出的：

...every noun can be used as either mass or count，given the right context.（每个名词，在合适的语境中既可用作不可数，也可用作可数。）

我们确实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如anxiety，crab，decision，duck，ear，eye，goose，grief，hair，kindness，lamb，lawn，noise，room，sympathy等，既可作可数名词，又可作不可数名词。还有很多名词两用时意义有差别，作不可数时侧重抽象和概括的特征和意义，作可数时更侧重其较为具体的含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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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下述例句的对比，我们也能发现同一个词在不同的构式中可有不同的用法和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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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不同语言中，即便属于同一语系的语言，名词的可数性与不可数性情况也有较大差异，如“spaghetti”在意大利语中有复数形式，而在英语中却是一个不可数名词；英语中的“information”、“advice”、“research”、“news”等为不可数名词，而在其他欧洲语言中却可能是可数名词。可见，名词的可数性不是事物本身的固有特征，而是取决于人们的主观因素，取决于人们如何概念化或识解这些事物。

因此，对同一事件从不同视角、以不同态度来识解，就会突显事件的不同成分和不同顺序，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句式，乃至语篇。人们在交际时产生误解，往往就是因为对同一句话作出了不同的主观识解。另外，汉语中“情人眼里出西施”、“横看成岭侧成峰”
 等名句也反映了这种主观性现象。因此，顺着“人化的自然”这一思路，我们就能得出“人化的语言”这一论点。

从人类的识解角度来研究语言结构和语言系统，着重用人类的基本认知方式来解释语言各层面，可望解决传统语法和TG理论因过于强调客观标准、忽视人的主观因素而留下的疑难杂症。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充分考虑到了人的认知因素在语言结构中的具体反映，开创了语言研究的一个全新思路，使得语言学界也步入了（后）现代哲学强调人本主义精神的人文大潮之中，而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研究成果也为文学界和翻译界提供了诸多启迪。


4）识解性


正如上文所述，词语用法和语法结构取决于人们的认知系统和语义结构，因此要将语法结构描述清楚，必须从语义描述着手。Langacker对语义和语法的论述主要依据“概念化”，这可从他2000年出版的专著Grammar and Conceptualization
 （《语法和概念化》）得到证实。这就是说，不仅意义是概念化，语法也是概念化。他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是因为他的语法理论与乔姆斯基的语法理论完全不同，主要是从概念和语义角度进行研究。

Langacker在1987，1991年出版的《认知语法基础》上下卷中主要通过“识解”来解释概念化。他将“识解”定义为：

...our ability to conceive or portray the same situation in alternative ways.（我们用不同方法理解同一情景的能力。）

他一方面将意义等同于“概念化”，另一方面又将意义等同于“概念内容（Conceptual Content，又叫‘语义内容Semantic Content’）＋识解方式（Construal）”，即：

［7］意义＝概念化


［8］意义＝概念内容＋识解方式


我们知道，传统语义学将意义等同于“Referent（指称对象）”，而现代语义学自Frege（1892）以来主张将意义定义为：

［9］Meaning＝sense（系统意义）＋reference（外指意义）


我们拟将上述两个观点结合起来，就可得到以下式子：

［10］Meaning＝sense#reference#construal

　　　　　　　 concept

　　　　　　　 proposition

　　　　　　　 conceptual content

注意，笔者用“#”代替“＋”，意在避免后者留有“组合”的印象。

从［10］可见，语句所表达的意义应当包括：概念内容、所指意义以及识解。我们可以假设，概念内容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可能具有一定或较高的相同性，但要注意的是，概念内容尚不是意义，前者仅为后者提供一个基础，两者并不等同。当同样的客观外界被人们认识时，即进入人们心智时，它必然要打上人的主观烙印。因此客观外界不可能“镜像”般地反映在人们心智之中，这其间必然要涉及到人们如何对其进行心智加工，该过程不可能是“直射”，而是“折射”（即要有所变化）。

很多语义学家常将“Sense”等同于“Concept”，而命题又是以概念为基础的，应当说Frege所提出的“组合原则（the Principle of Compositionality）”主要是针对“Sense”这一部分，即对“Sense”和命题还是有一定解释力的，如：

［11］a heavy machine

可通过一般的组合法获得整个表达式的意义。但是按照Langacker和Taylor的观点，充分组合原则仅是语义理解中的一个特例，Taylor（2007：74）指出：

Full compositionality is probably the exception rather than the rule.

因为语义还要涉及“Reference”和“Construal”，这两部分只能根据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因人、因地、因时而定，不能用组合原则做出统一描写，如：

［12］a heavy drinker

就不能通过简单组合运算获得整个表达式的意义：（1）这里的“drinker”不是指饮用任何液态食品的人，而仅指“饮酒者”；（2）这里的“heavy”也不是“重”的意思，而是“过度（do something too much，do something in excess）”之义。因此，当“heavy”和“drinker”组配使用时，这两者的意义都要发生一定的调变，而这种调变往往是不可预测的。

仿照例［12］还可说：

［13］a heavy smoker

但英语中只能说：

［14］an excessive eater或You eat too much.


却不能说：

［15］*
 a heavy eater

［16］*
 a heavy worrier

另外，英语中还可以说：

［17］a heavy sleeper

但其义又与上文有所不同，不是指“睡得过多的人”，而是指“睡得太沉，难以叫醒的人”。

英语中还有许多与“heavy”搭配使用的词，在不同情况下“heavy”的理解也不同：



	［18］
	a heavy blow
	
有力的打击



	
	a heavy crop
	
大丰收



	
	heavy traffic
	
拥挤的交通



	
	heavy applause
	
热烈的掌声



	
	a heavy heart
	
沉重的心情



	
	heavy news
	
令人忧愁的消息



	
	heavy weather
	
阴沉的坏天气



	
	heavy casualties
	
重大伤亡





可见，词语在不同组配使用时，会有不同的词义，很难依靠“组合原则”做出解释（参见第十章第三节）。

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大多数习语也不可能通过组合做出圆满解释（参见第四章）。因此，就Meaning这一整体而言，“整合原则（the Principle of Integration，the Principle of Blending）”更具有适用性，也更有解释力。

Langacker主张用“Cognitive Domain（认知域）”来描写概念内容，而认知域又被视为“概念化中的一个区域”，一个词语可以激发出不同的认知域，此时就已蕴含了“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的因素了，这就是他所说的“识解”这一认知能力。这足以可见概念化（即意义）具有动态性、变化性、开放性、情景性、模糊性、百科性，既证明了语言知识与世界知识的不可分离性，也证明了对语义作完整和确定的描写是不可能的。

Langacker的基本倾向为：客观外界仅给意义提供了一小部分内容，意义主要取决于人们如何认识和处理客观外界。这就是他坚决主张将“识解方法”或“识解能力”正式纳入到“意义”范围之中的主要原因，以强调人们的解释角度和分析方法对于语义和构式的形成具有关键性作用，也充分体现了语言的人本性特征。人们为了能达到传递信息和表达思想的目的，可从不同视角、选择不同辖域、突显不同焦点、运用不同方法来观察情景和解释内容，这决定了语义结构的形成和语言表达的具体形式。所以，Langacker的认知语法强调人的主观识解因素，同时也指出语义值与特定的解释方法密切相关，语义和语法在本质上都具有主观性（1991a：15）。

Langacker（1991a：4，2000：5）还重点详解了“识解”所包括的主要内容：详略度（Specificity）、辖域（Scope）、背景（Background）、视角（Perspective）、突显（Salience），从更为精细的角度论述了理解和意义的主观性。

因此，我们认为语言理解既涉及组合原则，也涉及整合原则，而不像有些学者所误解的那样认知语言学要用“整合原则”去替代“组合原则”。这两套原则各有其不同的适用范围，但从语义理解的角度来说，毫无疑问，整合原则更具解释力（详见第九章第四节）。

但我们也发现Langacker过于强调了意义的主观性，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意义的客观性，这是不妥当的，因此我们提出了“体验性概念化”这一观点对其作了必要的修补（参见王寅，2008b）。

4. 体验性概念化：全

Langacker将意义视为概念化，多出的三个字母“-ize”堪称神来之笔，正如上文所析，其中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含意，确实达到了高度概括的效果，以精练的三个字母“-ize”就摆脱了客观主义哲学理论的窠臼，实现了传统意义观向认知意义观的飞跃。

Langacker为批判客观主义意义观而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意义概念化理论，强调意义的主观性。但我们认为他过于强调主观性，这似乎又将问题导向了另一个极端。

我们知道，Langacker在认知语法中主张用“概念域”作为“基体（Base）”来论述语义，一个语言表达式可能会包含很多概念域，当它被用于不同的场合时，就可能会被激活出不同的概念域，因此他认为一个词语的意义就不可能总是相同的。Langacker（2007：15）指出：

And if you take all the cognitive domains into account and take degree of activation into account，as influenced by need and by context and by priming and things of that sort，it may be the case that you do not ever have exactly the same degree of activation over exactly the same domains on any two occasions，which is what I mean when I say that it may be the case that an expression is never used exactly，with exactly the same meaning twice. Every usage is a little bit unique as shaped by the usage circumstances.（如果我们将受交际需要、上下文以及诸如铺垫信息等类似因素影响的所有认知域及激活的程度性都考虑进来，就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你在任何两个场合下，都不可能会对完全相同的认知域有完全相同的激活程度，这就出现了我所说的下一情况：一个表达式永远不会被完全相同地运用，永远不会两次出现完全相同的意义。每一次运用都受到用法环境的制约，都具有一定的唯一性。）

从Langacker的论述明显可感到，他过于强调了意义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而我们认为，一个表达式的意义不是模糊无边的，也不可能被任意解释。表达式的意义必定要受到“体验性”这一基础要素的制约，受制于感知体验和多元互动，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只有将主观性和客观性这两面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较为全面地理解意义。

因此，在接受Langacker“意义概念化理论”的基础上，我们主张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其加以补充和限制：


1）体验性


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对意义和语言的根本态度是“体验性”（详见第九章第一节）。认为语言和意义主要来源于感知体验，这也与唯物主义的观点完全吻合，承认存在决定意识和意义（详见Lakoff & Johnson，1980，1999；Lakoff，1987；王寅，2001，2007a）。

笔者（2005）曾基于体验哲学重新解释了语言的普遍性，认为语言中之所以存在一定的普遍性，不是因为乔姆斯基所说的人一出生就带有普遍句法结构，而是因为全人类面对的是同一或基本相同的客观世界，共享自然规律，拥有相同或类似的身体器官、感知能力和认知能力，这就决定了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具有基本共通的思维，成为人类能够交际、理解和互译的认知基础，我们拟将其称为“体验性普遍观”，与乔氏先天普遍观相对（详见第三章第二节第1、2点）。


2）多重互动性


我们认为，意义的形成和理解取决于多重因素，既有社会的、文化的、习俗的因素，也有个体的、群体的因素；既有感知经验的、客观的因素，也有理性的、主观的因素；既有主客互动的因素，也有主主互动的因素。Langacker（2000：401）所用术语“概念化”包含了较多内容：既含已有概念，也含新生概念；既可指感观性概念，也可指情感的或心智的概念；既有对物理语境的理解，也有对语言语境、社会语境、文化语境等的理解。他认为，所有这些因素（可能还有其他许多因素）都可直接影响意义，这就决定了意义的多元性，对意义的理解必然要涉及百科性背景知识。

我们接受皮亚杰的“互动论（Interactionism）”，并主张将其扩展为“多重互动（Multiple Interactionism）”，即语义和理解不仅取决于我们与客观世界的互动，而且还取决于上述多元因素之间的互动，包括文本与主体、文本与客体、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互动。如果说到翻译，还应包括源语言与目标语之间的互动（王寅，2005d）。“多重互动”，一方面反映了意义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限制了意义的不确定性，有利于消除语义的模糊性。

因此，有了“体验性”和“多重互动性”就可有效地限制主观性、语义模糊性，这比起仅从一个方面（或客观主义语义观，或过分强调主观性）看问题更加全面。Langacker的术语“概念化”过于强调人的主观因素，为能使其更为全面地表达意义的上述特征，充分体现体验哲学的基本原则，我们拟将其修改为“体验性概念化（Embodied Conceptualization）”，其中“体验性”三个字包含了多重互动的观点。

5. 构式的意义

Langacker认为象征单位和构式中的语义单位应当包括“概念内容”和“识解方式”这两个要素，Lakoff & Johnson（1999：498—499）也认为语义单位应当包括对概念内容进行加工的有关认知机制，例如：记忆的内容、新知和已知信息、注意焦点、从一个概念实体向另一个概念实体的注意转移、对情景的看法、话语的概念结构等。

功能语法也研究概念认知功能如何通过象征关系进入语言结构的方法，主要关注通过认知功能来解释下述语法现象：照应关系、句法成分顺序、构式等，若从这个角度来讲，功能语法也可被视为是认知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另外，Lakoff所说的“概念范畴”和“音位范畴”就相当于Langacker所说的语义单位和音位单位，因此语法研究可用象征单位做出统一解释。

第三节　配价关系与自主—依存结构

1. 从传统的配价语法到语法配价关系

在确立了认知语法的主要研究对象为构式之后，Langacker重点论述了象征单位如何整合成较大或更大构式的方法和途径，笔者（2006：15）曾在《认知语法概论》一书中对其做了概括性论述，本书在此基础上将其总结发展为五种（详见第十四章第六节）。这五种关系为：


（1）垂直的“图式—例示关系（Schematicity-Instantiation Relation）”；



（2）水平的“部分—整体关系（Part-Whole Relation）”；



（3）相似的“原型—变体关系（Prototype-Extension Relation）”；



（4）调变的“联结—整合关系（Collocation-Integration Relation）”；



（5）组配的“自主—依存关系（Autonomy-Dependence Relation）”。


前四种关系都与“自主—依存关系”有关。

我们知道，传统的配价语法理论是以动词为轴心的，动词处于支配地位，管辖着句中的其他成分。在此指导思想下，动词与名词之间的组配关系必然要成为注意的焦点（参见第二章第三节）。该理论主要从静态角度指出了动词的固定配价能力，但未能论及组配关系中的层级性问题。

Langacker（1987：277—327）发现了传统配价理论的不足，在认知语法理论框架中提出了“语法配价关系（Grammatical Valence Relation）”，认为在动词与名词的组配使用过程中，不一定都是以动词为中心的，而且组配使用不仅仅出现于动词与名词之间，还会涉及许多其他成分；同时，动词的配价能力在实际使用中不会一成不变，而是会有很多变化，且各种成分在组配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性程度也不相同，有主次与层级之分。Langacker根据这一思路，针对传统配价理论的缺陷提出了下述四点修补方案，使该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1）动词，不像传统配价理论所说的那样，是处于句中的支配地位，而仅是一个依存结构，因其必然预设着其他成分（诸如施事者、受事者等）的存在，其语义的完整性取决于其组配成分的语义侧显所作出的精细化解释（参见Langacker，1991a：36）。

（2）组配，不能仅将组配关系局限于动词与名词之间，而应将其拓展到任何语言单位的搭配和结合的层面。我们拟用“详述位”、“配价关系”、“义元适配”等来描述所有象征单位和构式之所以能够被组配使用的潜在机制，以此来解释象征单位是如何被整合成较大的构式，较大的构式又是如何被整合成更大的构式，从而使得这一分析方法更具普遍性解释意义。

（3）配价，不是像传统的动词配价理论所认为的具有固定性，而是会在不同的句法环境里有一定的变化，所以仅从静态角度来论述动词的配价，就必然会出现很多漏洞。如在第十二章第一节第3点从例［27］至［34］关于“kick”的一组句子中，“kick”被用于不同的句型（即不同的句法环境）时，与它组配的题元数量就不同。若要将这些不同的语义和用法都在词典中一一列出来，“kick”的义项就会增加很多。但是，我们静心思考就会发现，“kick”的这些义项其实都与“踢”有关，仅是所用的句型不同而已，因此，若将这些不同语义和用法归入到图式构式之中，就会大大减少单词多义性的负荷，这样就能用数量有限、具有概括性的图式构式来解释这些多义词。也就是说，整个句子的类型和意义不仅仅是由动词（或动词题元）所决定的，还包括直接传承自“构式”的内容。

（4）单位，它们在组配过程中有主次之分，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为此Langacker提出“自主结构”与“依存结构”的重要概念，较为详细地论述了象征单位在从小到大的组配过程中所具有的层级性现象。

Langacker（1987：277—327）指出，语法配价关系主要包括以下四项内容：


（1）对应关系（Correspondence）：一个成分中的次结构与另一个成分中的次结构成为“共享次结构（Shared Substructures）”时，它们就可被识解为具有同一性（Identity），此时两者就具有对应关系。成分之间的配价关系就是通过次结构之间的同一性或对应关系来实现的，因此同一性或对应关系是语法配价关系的基础（1991b：188）。



（2）侧显定位（Profile Determinacy）：指要素成分中某一侧显部分在组配时具有决定整个复合构式的性质和明示其语义的作用，这一要素成分就叫“侧显定位因子”。此时，这一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侧显部分的特征就被整个复合构式传承过来，以突显其主要特征和语义内容。



（3）自主与依存（Autonomy and Dependence）：参见下文。



（4）成分序列（Constituency）：要素成分逐次结合以形成精细化复合构式的顺序。但是，由于各要素成分在整合过程中可能会经历不同的路径，因此也就获得了不同的联结效果，它们可能是殊途同归，但也可能会产生不同的语义明示，参见下文。


2. 自主—依存关系

Langacker在论述“语法配价关系”时，确定了语言中的两种不同结构，即“自主结构（Autonomous Structure）”和“依存结构（Dependent Structure）”。

“自主结构”是指那些不预设其他结构、本身语义相对完整、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结构，如元音相对于辅音来说是自主的，名词相对于动词来说也是较为自主的。而“依存结构”则预设（Presuppose）着其他结构的存在，如辅音需要依附于元音，动词往往预设了动作的施事和受事这两个主要成分，形容词预设某一名词成分的存在，副词又要附着在动词等之上才能有效实施其表述功能。

Langacker在论述“自主—依存关系”时，还提出了“精细化描写（Elaboration）”和“详述位（Elaboration Site，简称e-site）”，并主张与认知语法中的两种分析法紧密结合起来：


（1）射体—界标（Trajector-Landmark），侧显—基体（Profile-Base）；



（2）图式—例示关系（Schema-Instance Relation）


他将这些分析方法整合为一套较为完整的语法配价体系，用来解释象征单位如何从小到大进行组配的运作过程。这一分析方法既有理论上的创新性，又有实践上的解释力。

第一种分析方法主要基于“突显原则”，Langacker（1987：300）从突显的程度性和层级性（即“价位层级性”）角度定义了依存结构和自主结构，这亦已成为在认知语法理论框架中论述这两种结构的经典定义：

One structure，D，is dependent on the other，A，to the extent that A constitutes an elaboration of a salient substructure within D.（如果A被指派为用于精细化描述D中突显性次结构的成分，那么结构D就依存于结构A。）

第二种分析方法用来论述这两种结构的抽象和具体关系，同时也论述了详述位的图式性。

“详述位”是依存结构中的一个次结构，若套用“射体—界标”分析法，在“修饰语＋语核”构式中，一般是修饰语中的“射体（简称‘tr’）”起到“详述位”的功能，在“语核＋补语”构式中，语核中的射体或界标（简称“lm”）都可能起到详述位的功能。若套用“图式—例示”分析法，详述位则相当于“突显性图式成分”，因其具有抽象性，能被填入的具体词语有很多，此空位有时又叫“图式性详述位（Schematic Elaboration Site）”，现以介词短语“on the train”为例将这些概念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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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Langacker认为，在“语核—补语”构式中，左栏的语核中可含有“射体（tr）”或“界标（lm）”，它们都可能起到详述位的作用，需要由对应的补语来作精细化解释。在“修饰语—语核”构式中，通常是修饰语中的“tr”起到详述位的作用，它需要由其对应的语核作精细化解释。但不能像有些学者所理解的那样，若右栏分析为“tr”，左栏就分析为“lm”；或左栏分析为“lm”，右栏就分析为“tr”。

现笔者尝试将这几对概念综合起来，结合图5.6论述下一例句：

［19］I was reading this book on the train.

句中附加语“on the train”中的介词“on”是不能独立存在的成分，即为一个“依存结构”，因其预设有“介词宾语”的存在，即“on”可以激活一个“突显性次结构（Salient Substructure）”，或叫“详述位”，又可将其视为“lm”。该空位须由其后的自主结构做出“精细化描写（E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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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附加语中的“the train”为名词短语，是一个可独立存在的成分，它是一个“自主结构”。依存结构“on”必须靠像“the train”这样一类的自主结构接用其后，两者结合为“on the train”时，才能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表达式。

由于详述位可由很多具体词语作详细描写，具有较高的图式性，因此详述位又可叫“突显性图式成分（Salient Schematic Element）”，这又涉及“图式—例示关系”与“范畴化关系（Categorizing Relation）”。图5.6中的“e-site”具有较高的图式性，它可由若干对应的具体词语填入。当其后出现“the train”时，在“范畴化关系”的作用下，就自然会将这一具体的例示性信息视作“on”详述位中的一个实例。因此，认知语法认为“自主—依存关系”实际上也是一种“范畴化关系”，是对认知语法所提出的核心认知原则“图式—例示关系”的一个最好应用和注解。

3. 详述位

正如上文所述，介词“on”是一个依存结构，它若不借助于其他结构或成分就不能获得具体的意义。这个其他结构就是“自主结构”，如例［19］中的“the train”，相当于我们常说的介词宾语，又可称其为补语。

依存结构主要是表示“关系性（Relationality）”的谓词，它“侧显（Profile）”了一个“详述位（e-site）”，该空位须由该谓词所预设的自主结构对其作详细阐述，从而建立两者之间的联结（Alignment）。因此，我们也可将“自主—依存关系”称为“自主—依存联结”，这两者之间的联结是通过“详述位”以及“侧显定位”和“精细化关系”来实现的。联结的结果就形成了一个“复合结构［Composite Structure，又叫复合构式（Composite Construction）］”，被联结在一起的组成成分叫“要素结构（Component Structure）”，我们主张将其称为“要素成分（Component Element）”。在例［19］中，复合构式“on the train”的性质是由介词“on”决定的，因此“on”相对于这一介词短语而言，就是“侧显定位因子”，又叫“语核（Head）”。

可见，Langacker（1987）提出“详述位”这一重要术语，主要是为了进一步阐述象征单位之间的联结以及语法配价的内在整合关系和层级性。此时依存结构所突显的次结构，就会与自主结构中的次结构成为一个“共享次结构”，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精细化关系”，这也是一种范畴化关系，如图5.6中带箭头的实线所示。建立“精细化关系”的过程，就是两个要素成分得以组配联结的过程。

从例［19］还可发现，在Langacker的语法配价关系中动词被分析为依存结构，而不像传统配价理论那样视其为“轴心成分”，因为动词本身必须依赖于某一实体才能呈现出来，如动词“read”本质上就预设了“谁读”、“读什么”，它蕴含了两个高度侧显的“详述位”作论元，其中一个为“施事角色”，另一个为“受事角色”。

例［19］中复合构式“on the train”本身是一个“自主—依存联结”，由于介词“on”是侧显定位因子，它决定了整个复合构式具有介词短语的性质，用来侧显“关系（Relationship）”，而不是“事体（Thing）”。换句话说，复合构式从介词那儿传承了侧显定位功能。

再向上一个组织层次，该介词短语本身又可作为一个依存结构，它依存于谓语动词“read”，因为“on the train”可以激活一个动词地点次结构（也是一种“e-site”），它可由动词“read”填入，因此“read”对于介词短语“on the train”来说是相对自主的。这一分析也可说明语法配价关系具有层级性（Hierarchy，参见第九章第八节）。

Croft & Cruse（2004：282）将上述分析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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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中标示了两个精细化关系，第一个精细化关系由带左向箭头的虚线表示，动词READ所含表示方位的详述位由依存结构“ON-介词短语”来担当；第二个精细化关系由带右向箭头的实线表示，担当“图形（Figure）”的乘火车者还执行了READ这个动作。又如：

［20］Tom chased the dog in the park.

同理可述，句中的介词短语“in the park”为一个“自主—依存联结”，但这一联结本身又可作为一个依存结构附着在谓语动词“chase”之上，此时“chase”中所含地点关系的侧显次结构是由“in the park”来充当的。而“chase”相对于“in the park”来说是自主的，因为“in the park”所表示的地点次结构相对于“追赶事件”本身而言，不是很自主（参见Croft，2001：275）
[5]

 。

4. 原型性构式


1）定义


上文所析构式具有原型性，即在两个要素成分D和A中，其中一个要素成分D侧显过程或关系（如动词、形容词、介词、副词），另一个要素成分A侧显事体（如名词）。D能激活一个次结构，又叫“e-site”，由A对其作精细化描写。


2）分类


原型构式可分为很多小类，本节主要论述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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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词短语构式可析为“语核＋补语（Head-Complement）”构式，可简称为“核补构式（HC Construction）”，“主谓（SV）”构式和“动宾（VO）”构式也都是核补构式，其中动词是语核，也是依存成分。例如：

［21］Tom sings.

句中“sings”是语核，也是依存结构，其语义结构中侧显了一个“详述位”，表示施事性主语，因为一提到“唱歌”，就必定要预设有一个“唱歌人”。“Tom”是“自主结构”，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因为提到“人”时并不像提到“唱歌”那样预设了其他有关要素。

[image: 0188-02]
图5.9



图5.9所示“精细化关系”的过程，就是由“Tom”这一“题元角色”填入来详细解释谓词“sings”的语义侧显次结构，充当其施事性角色的过程。在“名词＋动词”构式中，动词若能通过填入该名词，使其所表意义变得更为详细时，它们就形成一个主谓构式，此时，谓语动词中就含有一个“详述位”。

从上图还可见，“sing”为一价动词，因其中含有一个需要填入施事性题元的详述位；如果是二价、三价动词，则分别含有两个、三个详述位。

我们再以“修饰语＋语核（Modifier-Head，简称MH-Construction‘偏核构式’）”为例，如“形容词修饰名词”的构式：a large pond，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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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图主要依据Langacker于2007年所画的最新图形（2007：128），亦有局部改动，基本代表了“形名构式”的意象图式。

图中依存结构为形容词“large”，其所蕴含的一个射体可以激活出一个次结构（即“e-site”，图中用大写字母E表示），或叫“突显性图式成分”，用黑圈表示。它需要一个自主结构对其作详细描写，因此图中用带箭头的横向实线指向代表名词性自主结构的黑框。此处的黑框表示抽象的图式性概念。

形容词和名词这两个要素成分又向上整合为一个“复合构式”，由于自主结构为侧显定位因子，它决定了整个复合构式的性质为名词短语，侧显其事体性，因此自主结构用黑框表示，且用带向上箭头的粗体实线表示。附着于自主结构的依存结构，不能决定整个构式的性质，因此用带向上箭头的一般实线表示。

表示自主结构的黑框具有图式性质，其中的一个具体成员（也可称为自主结构中的次结构）也具有侧显定位作用，因此用黑圈表示。图中各虚线表示成分间的对应关系，箭头表示范畴化关系。

我们发现，Langacker在不同论著中所画图形不统一，现以上图为准，将Langacker（1987：326）所画图形作如下修改，以表示“修饰语＋语核”构式的原型性意象图式，读者可自己依照上文论述解读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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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A与D之间的自主—依存关系，就通过A的语义内容与D的侧显次结构之间的精细化关系建立起来，两者之间的联结就形成了一个复合构式C。同时，C也通过对应关系主要从D处传承了语义侧显，C中还有一个成分同时与D中侧显次结构和A的语义内容相对应，从而C也就获得了语义明示。


3）注意事项


（1）不管是“修饰语＋语核”构式，还是“语核＋补语”构式，都是前者为依存结构，后者为自主结构。前者中的射体或界标起“详述位”的作用，须由后者作精细化描写。但是，不管“语核”位于前面还是后面，它都是确定整个构式性质的决定因子，即复合构式都从它那里传承了主要特征。

（2）我们还应当注意射体（“tr”）和界标（“lm”）之间的差别。在“修饰语＋语核”构式中，前者蕴含的“tr”可激活出一个详述位；而在“语核＋补语”构式中，详述位是由语核中的“tr”或者“lm”所激活的。另外，这两者还有层次之别，它们相对于不同的分析层次会有不同的角色，如在句子

［22］He threw a rock into the pond.

中，“rock”相对于主语来说是“lm”，因为认知语法主张将分句主语析为“tr”，将宾语析为“lm”；但“rock”相对于“into the pond”来说，则又是“tr”。

（3）不仅动词有“价”，介词也有“价”。如上文所述，“on”析为一价介词，它含有一个详述位，被视为“lm”；介词也可能是二价的，含有两个详述位，此时其中之一可作“tr”，另一个则可作界标，如“of”；介词也可能是三价的，含有三个详述位，如“between”，此时可能是一个作“tr”，另外两个作“lm”。如在

［23］stories of kings

这一短语中，依存结构“of”突显了两个详述位，其中一个作“tr”，另一个作“lm”。作“lm”的详述位由“kings”填入，作“tr”的详述位由“stories”填入，从而形成了两者的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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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们也注意到，在作依存结构的动词中除填入名词性论元充当详述位之外，还可填入诸如“附加语（Adjunct）”一类的成分充当详述位。显而易见，这一分析方法的另一优点就在于，可切实避免难以区分“论元”和“附加语”所带来的麻烦。

5. 非原型构式

语言中还有很多非原型构式，即有些象征单位的组配方式不同于原型构式的组配方式，如：


1）无关系性要素结构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原型性构式的组配方式为：在两个象征单位中，一个是表示事体的要素成分；另一个则为表示过程或关系的要素成分。但是，语言中却有不少组配方式违反了这一典型原则，如英语中若两个名词具有同位关系，即连用两个表示事体的成分所形成的构式，其中就缺少了表示关系性的要素成分，如：

［24］the dramatist Shakespeare

此构式中没有表示关系的成分。


2）无事体性要素成分


与上一种情况相反，语言有些构式可能不包含任何事体性成分，如仅含过程性或关系性的要素成分，例如：

［25］study hard

动词和副词都是未侧显事体性的词类，它们可以组配使用，这也可视作一种非原型构式。


3）无侧显定位因子


在原型构式中，两个要素成分组配时，其中一个要素成分决定着整个复合构式的性质。但有些非原型构式中，整个复合构式的性质并不是由其组成要素所决定的，如：

［26］pickpocket

［27］scarecrow

这两个单词是由“动词＋名词”组合而成的，具有“动宾构式”的性质，人们习惯将这类构式析为动词短语，但整合之后却为一个“名词”，侧显的是一个“施事者”，显然，这一结果不能从其组成的要素成分中直接得出。


4）详述位不侧显参与者


在原型构式中，依存结构蕴含的详述位所侧显的应当为参与者，如在

［28］smart woman

中“smart”侧显了一个详述位，须由一个参与者角色“woman”来作精细化描写。但英语中也有这样的说法：

［29］woman smart

意为“在讨论妇女问题时显得很聪明”或“对待妇女时很聪明”，其中的“smart”所侧显的详述位就具有非原型性，它所侧显的次结构，不能用“woman”来阐释，例［29］中“woman”仅作为“smart”所谈论的“主题（Subject Matter）”。


5）无详述位


原型构式中的依存结构可激活出一个详述位，由自主结构来作精细化描写，但亦有构式无法激活出详述位，例如：

［30］go away angry

“go away”不能激活出一个表示情感的详述位，angry也激活不出一个表示运动的详述位，两者似乎失去了组配的理据。

上述这些非原型构式，虽然与原型构式有些不同，但依旧可用“语法配价关系”做出合理的分析，如例［30］，“go away”和“angry”虽不能互相激活出对方所需的详述位，但它们却在时间上有重叠；如果该例再加上主语，它们就又在主语上相重叠。因此，即使没有详述位，这两个组成要素也能组配。

针对这一现象，Langacker又增加了“附加语（Adjunct）”这一术语，因为“angry”不能激活一个详述位，因此既不是修饰语，也不是补语，可将其析为附加语。但我们认为，他的这一论述有不妥之处，因为根据上文所述，“angry”也可激活出一个“表示Agent的详述位”。

6. 自主依存关系的普遍性

认知语法（也是一种构式语法）认为，语言是由象征单位和构式（≥2个象征单位）组成的，可通过构式对语言作统一解释。Langacker进而用“语法配价关系”，特别是“自主—依存关系”来论述象征单位的整合过程和组配机制，进一步完善了认知语法从象征单位到构式的研究体系。

在将象征单位组配整合成构式、较小构式组配整合为较大构式的过程中，“自主—依存关系”自始至终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适用于语言分析的各个层面，即在语言各层面都存在自主和依存结构。

现将自主结构和依存结构列表对比简述如下（前四行为各自的主要特征，后六行为各自在语言各层面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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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页图表所列特征是将自主结构和依存结构做了简单对比，若就两者之间的联结关系而言，它们还具有层次上的套叠性、功能上的不对称性、要素上的对应性、联结上的灵活性、运作上的原型性和调变性、语义上的整合性等特征。详解如下：


1）层次上的套叠性


指较小单位可递归性地不断组配整合为较大的构式（详见第九章第四节）。这种套叠整合过程所采取的是“自下而上”的运作方式，从较小的成分要素逐渐向上组合成较大构式、再到更大的构式。


2）功能上的不对称性


指自主结构与依存结构有主次之分、轻重之别，它们的作用不可对调，具有不对称性（Asymmetry）。依存结构中的详述位由自主结构得到详细解释，但是依存结构（如介词短语中的介词）和自主结构（如形名构式中的名词）都可对复合构式起到侧显定位的作用。


3）要素上的对应性


指自主结构、依存结构、复合构式中所含的要素成分，它们在范畴化关系的统摄之下，具有规律性的、约定俗成的对应关系（如图5.10，图5.11中的虚线与带箭头实线所示）。


4）联结上的灵活性


指数个要素成分在组配整合为一个较大构式时可能存在不同的路径，也就获得了不同的联结效果。同样，一个较大构式在分析为较小成分时可能有不同的分析方法。如在例句

［31］The man found the cat.

中，可将“find”视为先与“the cat”组配而形成一个复合构式，再与“the man”整合为更大的构式；也可将“find”视为先与“the man”组配，再与“the cat”整合成更大的构式（参见Langacker，1991b：167—174）。当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组配优先倾向。我们还有另一种处理方案，可直接将依存结构“find”视为一个二价动词含两个e-site，它直接对应于两个自主结构，“the man”作射体，“the cat”作界标。这三种整合途径可谓殊途同归，最终形成的复合构式意义基本相同。若根据Langacker的语法配价关系对经典例子：

［32］old men and women

也会有两种不同的组配整合途径，但它们有两种不同的语义明示：

［33］old（men and women）

［34］（old men）and women


5）运作上的原型性和调变性


在两个要素成分的组配过程中，自主结构和依存结构都可起到侧显定位的功能。如在“语核＋补语”的介词短语中，依存结构（如介词等）发挥着侧显定位的作用；而在“修饰语＋语核”的形名短语中，自主结构（如名词等）起着侧显定位的功能，又例：

［35］read hard

在这一“动词—副词”联结中，自主结构“read”（侧显“过程”）为整个复合构式的侧显定位因子，因此整个短语被识解为动词短语，此时依存结构中的详述位所对应的就不是一个“事体（Thing）”，而是“过程”。

另外，不一定像图5.10和5.11所示仅是两个要素之间的运作，也可能是两个以上的要素一起参加联结运作，此时要素间也不一定都有明显的自主—依存关系，也就谈不上“详述位”，也无确定的“侧显定位因子”（参见Langacker，1991b：178）。


6）语义上的整合性


指经过组配而成的复合构式的语义，不仅仅是内部成分的简单相加，其意义主要由“整合原则”来解释，必须考虑到构式的内部结构以及成分之间的联结方式。这就是说，整个复合构式的意义不完全按照形式主义学派所谓的“1＋1＝2”的运算模型进行，而在更多情况下遵循着“1＋1＞2”的整合原则。Langacker的这一论述实际上已经预示了“构式对词汇义具有调控作用”这一基本原理。





从图5.13可见，“自主—依存关系”存在于语言的各个层面，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能对语言做统一解释的有效分析方案，认知语言学朝向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又迈进了一大步。

第四节　评述与反思

Langacker所提出的语法配价关系和自主—依存关系的分析思路，对构式语法研究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使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研究语言，也为全世界形成一股认知语言学（包括认知语法、构式语法）的研究热潮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我们在阅读思考中也发现Langacker的论述有以下几点尚待改进：

1. 反思详述位

Langacker（1987：301）虽述及自主—依存关系的相对性，但未能详细论述其间的转用情况及规律。再者，既然自主结构和依存结构是相对的，这就意味着它们都可能含有详述位，但是Langacker主要论述了依存结构中的详述位，而未能述及自主结构是否可能含此空位的问题。如图5.9中“sings”相对于“Tom”来说具有较大的依存性，前者需由后者填入，此时才能表达一个完整的意义。但稍加思考我们就会发现，仅说一个“Tom”似乎也是无甚意义的，它必须填入其他的相关成分才能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表达。因此我们认为，不仅依存结构中含有详述位，在自主结构中也可能含有类似的空位。或许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假设：这两种结构中都存在相同或类似的详述位，这才是两者得以组配使用的认知机制。

根据这一观点，“修饰语＋语核”构式也可通过这种分析方法做出合理的解释：语核可能隐含着若干个待解释的空位，如动词短语“read hard”中的语核“read”，其中所蕴含的要素可与不同的修饰成分对应，这些修饰成分也可能有层次之分，在实际运用中可出现也可不出现，位置可先于也可后于语核。这样，我们扩大了“详述位”的适用范围，可运用“自主—依存联结”来更多地、更全面地解释语言中构式成分之间的语法配价关系。

2. 术语不统一

Langacker在论著中所用术语较多，即使对某些相同的概念，在不同场合也常用不同的术语，有些或许是必须的，有些涉及文风问题，但也有一些是不必要的。术语一多，就会给初学者带来不少麻烦。

Langacker在将“依存—自主关系”与“详述位—精细化关系”、“射体—界标”、“图式—例示”等分析方法结合起来论述时，多套术语交叠使用，难免繁杂，倘若对认知语法不太熟悉，就必然会增加理解上的困难。

例如仅仅一个“不能独立存在的结构”，在不同场合竟然用了六个不同的术语：“依存性结构（Dependent Structure）”、“依存性成分（Dependent Component）”、“依存性述谓（Dependent Predication）”、“关系性结构（Relational Structure）”、“关系性述谓（Relational Predication）”、“要素结构（Component Structure）”等。

而他在论述自主—依存关系提到“所预设的一个突显性成分”时，又用了诸如“侧显次结构（Profile Substructure）”、“图式性次结构（Schematic Substructure）”、“突显图式成分（Salient Schematic Element）”、“详述位（Elaboration Site）”、“精细化述谓（Elaboration Predication）”等不同术语。

另外，Langacker在论著中所使用的诸如“成分”、“要素”、“结构”、“次结构”、“构式”等术语，也存在不加区分地通用现象。诸如“语义突显”、“语义侧显”、“语义明示”等术语也未作明显分工。

所有这些都给读者带来了颇多烦恼，在阅读和学习时要在脑海中不断地转换，寻找不同表达所对应的术语和概念，这也给认知语法的普及增加了不少难度。为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本书暂且对上述有关术语和分析方法作如下梳理：

（1）语法配价关系和自主—依存关系中所用的术语和分析方法，可按照图5.5和图5.13的顺序作对应性梳理。

（2）用“结构”指两个以上的象征单位较为合理，也符合一般读者的认识，因为一个象征单位仅为一个元素性单位，重点不在其内部结构上。按照构式语法所持的“不可分解观”或“整体观”来说，有些看上去较为复杂的构式，从语义整体理解的角度来说是难以分解的。我们不妨将“象征单位”称为“象征结构”，因其具有内部结构，是语音极和语义极的配对体，含有两个成分，而不必将这两个极称为“语音结构”和“语义结构”。只有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象征单位组配使用时，才有语音结构和语义结构可言。

（3）自主结构所表示的信息可称为“语义内容”，因其可为一个象征单位，不一定含有语义次结构；依存结构所含的有待精细化解释的要素可称为“侧显次结构”或“详述位”，其所表信息可称为“语义侧显”。

（4）经“自主—依存联结”所形成的、处于较高层次上的结构可称为“语法构式”（简称“构式”），其所表信息可称为“语义明示（Semantic Manifestation）”。





但是瑕不掩瑜，以上列举的这些问题不是主要问题，不影响整个理论的巨大价值。Langacker提出的一系列挑战性观点，给我们带来了诸多启发；也正是他的努力，才促成了当今构式语法研究如火如荼的新局面。


[1]
 　严格说来，意义与语义是不同的，后者是指语言所表示的意义（王寅，2007a：92）。但人类自从有了语言之后，其意义主要是通过语言来表现的（当然也不排除少数用语言无法表达出来的意义），因此哲学家对意义的研究主要落实在语义上。语义学就是关于语言意义的学问。


[2]
 　毛泽东于1937年在《实践论》中指出：“由此看来，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第一步相当于图5.2中“互动体验”下的感觉阶段，在此阶段形成感性知识；第二步相当于图5.2中“互动体验”下的知觉以后的部分，在此阶段形成理性知识。图5.2对理性知识的形成过程从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角度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


[3]
 　译文中圆括号之处为笔者为了便于理解所加。


[4]
 　刘勰的名言。


[5]
 　Croft（2001：275）所画图形与Cruse & Croft（2004：282）所画的图形不完全一致。


[6]
 　具有三维空间的实体性名词自主性较高，而表示关系类的名词则要预设含有其他成分，如表示亲属关系的名词“父亲、妻子”等，则预设了对应的次结构的存在，即“儿女、丈夫”等。


第六章　Goldberg的构式语法

Goldberg基于Lakoff的原型范畴和隐喻等理论、Fillmore等的框架语义学、习语分析和构式语法等研究思路，以及Langacker的认知语法的许多基本观点，创建了认知构式语法理论，针对词汇分析法和转换分析法之不足，提出了“题元结构的构式语法分析法”。本章在第一节对此作了概述，并在第二节和第三节分别对Goldberg 1995年和1996年的重要专著作了简介。Goldberg还进一步论述了“动词”与“构式”之间互动的新观点，本书将其归纳为“角色互动”和“意义互动”两大类，并在第四节重点阐述。第五节重点论述了构式与构式之间的四种主要传承性（或理据性）关系：多义性连接、隐喻性连接、分部性连接、例示性连接，基于此便可建立构式网络。第六节介绍了构式语法的一般研究程序。

第一节　概述

Goldberg是Lakoff的学生，她接受了Lakoff（1980，1993）的隐喻认知观及构式分析法（特别是There is N构式），并将其扩展运用于论述构式之间的辐射性范畴化关系，因此，这一构式语法理论又常被圈内学者称为“Lakoff和Goldberg的构式语法理论”。Goldberg也接受了Fillmore等的习语分析方案、框架语义学、构式语法等观点，认为语言研究应考虑非常规性特殊表达，句义应以整体框架为背景才能获得较为全面的解释。Goldberg还接受和发展了Langacker认知语法中的许多重要观点，特别是最简分析方案，将“形义配对体的象征单位和构式”发展性地运用于论述中，把研究语言中特殊性、边缘性构式（如习语构式）的方法扩展到了语言的常用构式，较为详细地分析了一些常规构式（如双宾构式、使动构式、动结构式等）的题元结构，并以其为基础论述了构式之间的关系，针对词汇中心法之不足建立了“题元结构的构式语法分析法”。基于上述基本立场，Goldberg于1995年出版了著名的Constructions：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一书，为在认知语言学理论框架中建立“认知构式语法”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们知道，Lakoff和Langacker等学者坚决反对TG学派的基本假说：天赋说、普遍说、自治说、模块说、二元论、形式观等，并认为它们根本无法被认知科学所证明，也不能解释语言中许多常见现象、固定句型、习语等，因此一批认知语言学家开始质疑TG，批判上述假说，并逐步形成了认知语言学派，这也成为构式语法的另一重要来源。

Lakoff早在1977年就曾基于完形心理学和框架语义学有关观点提出了“完形语法（Gestalt Grammar）”，认为句子成分的句法关系和功能应当相对于整个句型来确定，而不完全取决于句中成分的简单相加，这一观点对Croft的激进构式语法所采取的“部分—整体观（Meronymy，简称‘部整观’）”产生了重要影响。Lakoff（1977：246—247）指出：

思维、感知、情感、认知加工、动觉活动和语言都是根据同一类型的结构（即格式塔或完形）组织起来的。

同时，他在文中列出了语法完形结构的15个特征，这成为后来描写构式的主要依据，例如：完形是完整的和可分析的结构，但整体不一定都能被分解成部分。Lakoff与哲学家Johnson合作于1980年提出“隐喻认知观（Cognitive View of Metaphor）”，并于1987年运用该观点和辐射型范畴理论分析了“Here构式”和“There构式”等。

Lakoff的学生Goldberg于1995，1996，2005，2006年出版专著和论文，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她的认知构式语法理论。Goldberg一方面接受了Lakoff的体验哲学和隐喻认知观，运用它们来较为详细地论述构式之间的辐射性范畴化关系。另一方面她也接受了Fillmore（1988，1999）等学者提出的框架语义学、构式语法等观点，认为句子的意义及其限制性用法不完全取决于主要动词的特征，而与句子的框架性语法构式（Skeletal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密切相关。

第二节　1995年专著简介

Goldberg在1995年的专著吸收了语言学（特别是认知语言学以及有关构式研究的论文）、语言习得、计算机科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较为系统地论述了认知构式语法理论，并首次尝试运用这一理论来分析常见的“题元结构（Argument Structure）”，将20世纪80年代构式语法主要研究特殊构式拓展到了语言中的常见构式，为“将构式视为语言基本单位”铺平了道路。

现我们根据Goldberg 1995年出版的专著书名，采用“构式程序分析图”的方法将她的主要观点和贡献列述如下（图6.1和6.2中所用缩略语：“L”代表“语言”，“TG”代表“转换生成语法”，“FG”代表“功能语法”，“V”代表“动词”，“CxG”代表“构式语法”，“PS”代表“短语结构”，“形功配对体”代表“形式—功能配对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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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形义配对体

Goldberg继承和发展了Langacker关于“构式是形义配对体（Form-meaning Correspondence，Form-meaning Pair）”的理论，且将其范围扩至“词素”这一微观层面，再次重申取消词法与句法之间二分的重要性。

2. 从词素到语篇

Goldberg修改了Langacker关于“构式是大于等于两个象征单位”的观点，将一个象征单位也视为一个构式，这样构式就包括从词素、词、词组、短语、分句、句子，乃至语篇，涵盖了语言的各个层面。Goldberg（1995：4）指出：

...morphemes are clear instances of constructions in that they are pairings of meaning and form that are not predictable from anything else.（……词素明显也是构式的例示，因为它们也是不可预测的形义配对体。）

3. 语言的基本单位

既然语言的各个层面（从词素到语篇）都可视为构式，它自然而然就应成为语言研究的基本单位，占据语言学的中心位置，正如Goldberg（1995：2，4）所指出的：

This monograph thus represents an effort to bring constructions back to their rightful place on center stage by arguing that they should be recognized as theoretical entities.（因此本专著将体现这一方面的努力，证明构式应当被视为理论实体，放回到合法的中心位置。）

Constructions are taken to be the basic units of language.（构式可被视为语言的基本单位。）

确定了构式为语言研究的基本单位之后，我们就可建构出一套以构式为中心的语言理论，构式语法正是在此思路下应运而生。

4. 构式的特征

构式除了上述三点基本信息之外，还有很多重要特征，如：体验性与抽象性，基础性与进化性，概括性与独特性，套叠性与整合性，独立性与互动性，静态性与动态性，原型性与多义性，分类性与分层性，传承性与限制性，理据性与象似性（详见第九章）。

5. 批动词中心论

Goldberg于1995年所出版的专著，其核心思想意在批判乔氏理论和许多功能派学者的“动词中心论立场”，倡导从“构式语法分析法”的立场来重新审视“题元结构”。Goldberg以及其他很多学者认为，分句中的题元结构不是由句中主要动词决定的，而是取决于构式。因此，构式语法学家坚决主张从构式，而不是从动词的角度来分析句子的题元结构，这就是她在书名中用“构式语法分析法”的含义。

6. 构式有独立义：构式压制，假宾语，词义最小量

构式分析法在批判“动词中心论”的基础上，不仅将“构式”视为语言研究的基本单位，而且还认为构式本身有独立于动词义的特定意义和限制性用法，这为“构式压制（Construction Coercion）”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参见第十一章）。

构式具有独立义，可很好地解释“假宾语（Fake Object）”现象。Jackendoff指出，可将“动词的假宾语”视为构式的宾语，即这个动词在“构式压制”的作用下临时从构式的题元结构中获得了额外的论元，如著名的“the tissue”句（参见第十一章例［27］）就是在使动构式的压制下，迫使一价动词（即不及物动词）“sneeze”成为三价动词，临时获得了两个额外的论元。

既然构式有独立义，也就不一定将语句中的成分和意义都视为动词投射的结果，这样，可使动词在很大程度上获得“解放”，确保能够实现“词义最小量”这一目标。我们完全可将某些同类语句所共有的意义归结为“构式义”，而不必将稍有不同的动词义一一列述在词典之中，如在第十二章第一节第3点中列述了“kick”八种不同的意义，倘若将它们统统列述在词典中，词典的负担必然会大大加重。而将这八种不同的意义归入在构式义之中，且这些构式义还适用于很多其他动词，这确实是一种很有见地的解决方案，也充分体现了构式的概括性，大大有利于对语言作出概括性描写。

7. 动词与构式的互动：角色互动＋意义互动

Goldberg基于原型范畴理论、构式压制观等分析了动词与构式之间的互动关系，建立了这两者之间互动的两条原则：语义连贯原则和对应原则，且较为详细地剖析了有关动词进入四类构式（双宾构式、动结构式、使动构式、way-构式等）的先决条件和有关限制。本书分别从角色互动和意义互动这两个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和评述（详见第二节）。

8. 多层面研究：句法、语义、语用

TG将语言划分为几大模块，将研究重点聚焦于句法，且主张用形式化的方法对其加以描写。而构式语法分析法则反其道而行之，主张同时研究构式的句法、语义、语用等几个层面，这从构式语法学家的专著和论文可见。这种多层面的研究方法显然要比单层面分析法更全面，也更有说服力。

在多层面研究原则的指导下，势必要系统研究构式题元、动词论元（参与者角色）和句法成分之间的对应和映射关系。

9. 隐喻认知机制和构式网络（传承）

Goldberg基于她的老师Lakoff提出的“隐喻认知理论”，较为详细地论述了构式与构式之间的关系类型，运用“传承性关系（Inheritance Relations）”论述了构式网络内部结构的连接关系，并论述了构式与构式之间四种类型的传承关系（即连接关系）：多义性连接、隐喻性连接、分部性连接、例示性连接（详见第三节）。

在此之前，TG学派的主要成员，如Georgia Green，Dick Hurley等，企图基于若干双宾构式语料概括出其后的基本规律，以证明转换生成学派的解释力，但未获成功。而Goldberg通过“隐喻认知观”就可概括出这类构式之间的关系，并据此提出了“紧密相关的构式家族（a Family of Closely Related Constructions）”的观点，例如：

［1］I gave him a book.

和

［2］I told him a story.

之间存在多处隐喻性连接关系：

（1）“tell”仅是口头叙说，而不像“give”那样是实在的“给予”；

（2）“a book”为具有三维空间的实体，而“a story”则是虚体；

（3）例［1］意味着：我原来有一本书，给了他之后，他就有了这本书，而我就失去了这本书；而在例［2］中不存在这一现象，这故事被我讲给他听之后，我和他就同时拥有了这个故事。

因此，我们不仅要研究语言的中心语法成分，而且要关注非中心成分，可以通过边缘成分来反溯和解释中心成分，这就否定了TG学派仅研究核心语法或普遍语法的取向，使得语言理论更具解释力。

10. 边缘兼中心＋构式单层性：批转换法

正如第四章所述，构式语法始于Fillmore等学者对英语中特殊构式（如习语等）的研究，它们大多是些难以从句法、语义、语用等方面作出规则性解释的特殊表达式，因而被以乔姆斯基为首的TG学派视为语言的边缘现象或副现象，一直被排除在他们的核心语法之外。但是我们知道，语言中的习语面大量广，是语言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反映着人们的语言能力和认知方式，必须予以同样的关注。因此，构式语法采用了与TG学派不同的思路，从分析特殊构式入手来迫近核心语法，认为能解释特殊和复杂语言表达的理论，就能解释一般和简单的语言表达。正如Goldberg（1995：6）所指出的：

This interest stems from the belief that fundamental insights can be gained from considering such non-core cases，in that the theoretical machinery that accounts for non-core cases can be used to account for core cases.［这一兴趣（译注：指不仅仅关注核心语法）来自这样的信念：通过研究非核心个例可使我们对语言有更深刻的了解，因为用来解释非核心个案的理论机制，也同样可用来解释核心个例。］

因此，只有既关注语言的边缘现象，也关注中心现象的理论，即奉行“边缘兼核心”的研究思路，才能真正体现出语言理论的充分性。

构式语法学家坚决认为，语言不具有模块性，句法与语义不可分离，因为语句的所有信息都储存于一个形义配对的表征层面上；句法也不存在什么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之分，不存在后者在不改变意义的基础上转换自前者的情况。简言之，构式具有单层性（Monostrata，参见第三章第二节第4点；第十二章第一节第4点），它们不是从什么地方（如深层结构）派生或转换而来的，而是本身就具有能产性。所有这些观点都成为彻底抛弃乔氏学派“转换法”的基础。

11. 自上而下的整体观与框架语义学

构式分析法、构式压制观等的主要出发点是“自上而下”，主张从构式这个整体角度而不是从动词或其他词语的角度来审视语句，这就像Fillmore的框架语义学一样，认为动词必须参照有关框架（置于有关语义场中）才能获得准确而又全面的解释，而且语句的意义不是词语义的简单相加和组合，不像TG所认为的那样，只要将词语插入到由短语结构所形成的深层结构之中就行了。构式语法认为，语句义必须考虑到构式义，甚至百科性知识。此外，构式语法大力批判分解论，认为一个语法构式不能随便被切分为单个词语（参见第八章第三节），这就是人们常将构式语法视为框架语义学的“姊妹篇”（也有学者认为构式语法是对框架语义学的一个发展）的主要原因。

12. 配价语法

论述动词的论元结构，就必然要从配价语法讲起，也需涉及与其相关的观点（详见第二章第三节第1点）。

13. TG的动词中心论

我们知道，TG主张从主要动词的论元结构来分析分句的题元结构，即一个主要动词所带论元的数量和性质（动词的配价）决定了分句的题元结构，因此，分句的句法结构只是一个空架子，本身没有意义，也与论元结构无关，乔氏这样做是为了能将句法从语义和语篇中剥离出来，然后用形式化的方法单独处理句法结构。

构式语法采取了换位思考的方法，认为构式本身有意义，也有自身的题元结构，且还常发挥构式压制的作用，迫使进入其中的动词（或其他词语）改变其论元结构。况且，语言中还有很多无动词句，一个动词还常常有多种不同的意义和用法，这些问题恐怕TG的动词中心论是难以解决的。

14. 动词的论元结构和构式的题元结构

正如上文所说，动词有自己的论元结构，构式有自己的题元结构，两者有时完全协调，有时不很协调。如果两者完全协调，则具体语句仅例示了构式意义；如两者不完全协调，往往是构式的题元结构处于主导地位，发挥“构式压制”的作用，迫使用于其中的动词作出部分调整。正是在构式压制的作用下，一个动词才有了不同的用法和意义。

15. 基于用法的模型

Goldberg进一步批判乔姆斯基的演绎法思路，接受并发展了Langacker提出的“基于用法的模型”，强调归纳法比假设推理和演绎法更有解释力，构式的题元结构不是由动词先验地决定的，而应当根据动词所出现的具体句法环境来考察和归纳，即基于动词的实际用法来论述构式的题元结构。“所见即所得分析法（What-you-see-is-what-you-get Approach）”就是在这一思路的基础上被提了出来。

Goldberg还据此用实例分析了动词出现于某类型构式的具体句法环境和限制条件，这一点与Fillmore的构式语法明显不同（参见第三章第二节第7点和第八章第三节第2点）。

第三节　2006年专著简介

Goldberg于2006年又出版了另一本构式语法研究力作，Constructions at Work：the Nature of Generalization in Language
 （《工作中的构式：语言概括性的本质》），被誉为“a significant advance in language science（语言科学中的一项有重大意义的进展）”。

Goldberg在书中将自己的理论定名为“认知构式语法”，全书主要围绕构式的“概括性”展开。第一部分在对构式做总体介绍的基础上，引出了“表层概括性假设”，并从“基于用法的模型”角度说明构式理论必须包括特殊性表达和概括性表达。第二部分主要从构式习得（即语言习得）角度论述了概括性，认为概括性只能是后天学得的，而不是先天就有的能力，儿童在对语言输入进行概括性加工的基础上便可形成特定类型（主要是题元结构构式）并加以固化，这样的知识才能持久储存。此外，Goldberg还论述了概括性的条件，如使用频率、统计性占先（Statistical Preemption）等。第三部分则分别从三个角度详述了概括性的形成过程：孤岛与范围（构式的信息结构才是长距依存和范围分派的基础）、主语—助动词倒装（不存在纯粹的句法概括，且该现象不具普遍性）、跨语言的概括性。最后是全书总结。

现根据这本专著的书名按照构式程序分析图论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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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认知构式语法

Goldberg（2006：214）为将自己的理论与其他构式语法相区别，并突出其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理论背景，正式定名为“认知构式语法（Cognitive Construction Grammar，简称CCxG）”。图6.1和图6.2尝试列述了她的主要观点。

2. 可学得的形功配对体

Goldberg将“构式＝形式＋意义”进一步完善为“构式＝形式＋功能”，其中“功能”包括：语义、语用、语篇、认知等信息。从这一修补可见，象征单位的语义极所包含的范围扩大了，不仅仅是指语义，还包括语言的语用、语篇和认知方面的信息，意在扩大构式语法的解释力。

Goldberg在本书中继续批判了动词中心论，强调了构式具有独立义，对动词具有压制性功能。

3. 构式才使语言成为语言

语言的本质是什么？

乔氏学派所倡导的语言本质论认为，独立于语义和语篇功能的形式化句法代表着语言的本质，它是先天就嵌在人们头脑中的核心语法或普遍语法，基于这一基本立场，TG学派提出了五个主要观点：天赋观、普遍观、自治观、模块观和形式观（参见第三章第一节）。

而构式语法认为，语言的本质不是什么形式化普遍语法，而是“构式”。正因为有了构式，才使得语言成为语言；研究构式就直指语言的本质之处。我们在本书摘要中所说的“构式是人们内在语言知识系统的心智表征”就是这个意思。

Goldberg在本书中继续强调了构式的核心地位，正如标题所说，构式代表了语言中概括性的本质，它“上班了（At Work）”，那么谁该“下岗了（At Rest或On Holiday）”呢？不言而喻，那些否认构式的核心地位、与构式语法基本原则相违背的乔氏理论就该“下岗”了。

4. 构式工作＝语言工作，它可解释语言各层面

Goldberg虽于1995年就将词素纳入到构式之中，但主要立足于运用构式分析法来分析题元结构，对构式的范围论述不够。Goldberg（2006：5）在2006年的专著中则强调了这一点，将诸如“pre-”，“-ing”等粘着词素也视为构式，这就是说，构式存在于语言的各个层面，从词素、词、短语、分句、句子，乃至语篇，这就提升了构式的概括力，同时也提升了构式语法的解释力，可望实现语言理论的统一性、完形性和充分性。

5. 概括性是语言的本质，体现在构式上

TG与认知语言学（包括构式语法）都接受了Humboldt（洪堡特）的观点，研究为何有限成分能被无限运用（infinite uses of finite elements）的现象。TG提出了“生成性（Generation）”，认知构式语法提出了“能产性（Productivity）”，但乔氏学派将生成性主要归结于先天的语言能力，而认知语言学则持后天体验观的立场，认为语言是在人们对现实世界和语言输入的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过程中建构起来的。我们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认知构式语法中的“概括性”，详述该书副标题的含义：

（1）Goldberg的认知构式语法理论强调了语言的概括性，不管是成人的语法知识，还是儿童处于发展阶段的语法，都具有概括性特征。我们认为她将这一特征视为语言的本质是正确的，只有能被概括成某种类型的知识（如语法构式）才能被较为长久地记住，那些临时性的、未概括为特定类型的表达语句会被迅速遗忘。

（2）语言的概括性来自实际表达层面，而不是乔氏所说的深层结构。Goldberg（2006：25）为此专门提出了“表层概括性假设（Surface Generalization Hypothesis）”（参见第十二章第一节第4点）。据此，人们的语言概括性知识来自从现实用法中归纳出的规律性信息，“基于用法的模型（Usage-based Model）”也就顺理成章了（参见第三章第二节第7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认知构式语法要大力倡导“单层观（Monostratal View）”，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否定TG的“生成观（Generative View）”或“派生观（Derivational View）”。

（3）正是人们通过后天建构的有限的图式性语法构式能被无限运用，这才使得语言具有“创造性”和“能产性”，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构式的创造性就代表了语言的创造性，构式的能产性就代表了语言的能产性，构式的概括性就代表了语言的概括性，构式的本质就代表了语言的本质。也就是说，语言的概括性本质正体现在构式上，它就是语言在人们心智中的表征单位，既可用以解释成人的语言知识，又能解释儿童如何习得语言，也能解释“刺激贫乏说（Poverty of Stimulus Argument）”；既可解释语言中的普遍现象，也可解释语言中的特殊现象。总之，构式可用来概括和解释全部语言现象。

（4）人们在语言实际应用中不仅学得了具有概括性的语法知识，也学得了诸如习语一类的特殊表达式，这就否定了TG将研究仅聚焦于核心的普遍语法而忽视特殊表达式的基本立场。我们知道，不管是在英语中，还是在汉语中，习语或成语所占比例很高，甚至还能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一个人的语言水平。仅将一种语言理论局限于普遍语法，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不具有充分的概括性。

（5）语言的创造性正在于具有概括性的若干构式（特别是图式性语法），只要能被识解为不相冲突，就能自由地、无穷地被组合使用。特别是那些图式性语法构式，其中的槽位有待被填入无穷的具体词语。这样，构式就为语言的创造性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认知解释。

6. 概括性当兼顾普遍和特殊

正如上文所说，具有较大能产性的概括性构式，与不具有能产性的特殊构式，如“let alone”等固定习语，它们都应成为语言研究的对象，不应厚此薄彼。这就是Fillmore早在1988年就指出的构式语法机制之一：

...to recognize powerful generalizations of both language-specific and language-universal sorts（应当认识到对语言特殊类型和普遍类型的强有力的概括性）

我们不难看出乔氏学派划分核心语法（Core Grammar）和副现象（Epiphenomena）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1）核心语法本身的范围难以确定，在核心语法与副现象之间难以作出明确的二元切分，那么专注于研究核心语法又有多大可行性呢？

（2）以牺牲一方为代价而获得的研究成果，在理论上到底又能有多大的解释力呢？

Taylor曾指出，在同一语言中都不能建立一个统一的“名词短语（NP）”句法范畴，更何况跨语言呢？她在2006年专著第八章中论述“主语—助动词倒装构式（Subject-Auxiliary Inversion，简称SAI）”时指出，跨语言研究发现这种倒装现象不具有普遍性，并以此为例批判普遍观和自治观。认知构式语法在这一点上接受了激进构式语法的观点，认为构式不具有普遍性，我们几乎在不同语言中找不到一个形式和用法完全一致的构式。这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建立某构式的统一和普遍的原则或参数，乔氏所倡导的“原则参数理论”只能是一个美好的遐想而已。

7. 形功同时概括

Goldberg所说的“概括”不同于TG的“概括”，TG主要强调在句法形式层面上的概括，而认知构式语法强调的是“形功配对体”的概括，即同时对形式与功能这两个方面作出归纳。Goldberg在第八章对SAI的分析论证了不存在TG所描述的纯粹的句法概括，人们也不可能通过纯句法概括来习得语言，形功不分离，独特的句法形式一般都有其特定的功能，某语言现象的复杂分布不可能按照TG“从深层到表层的转换”来求解，必须依靠基于用法的模型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

认知构式语法强调，“概括”是基于对若干具体语言表达进行抽象的过程，概括出来的抽象性语法构式才具有一定的能产性，其中的某些图式性成分可用具体词语代入形成语式。我们这里之所以用“能产性”而不用“生成性（Generativity）”，主要考虑到“生成”是TG学派的核心思想，在早中期理论框架中用以指：从先天的“短语结构（PS）”生成出深层结构，再通过深层结构转换为表层结构。而用“能产”就可避免术语上的混乱，强调实际使用中的语句是从多个构式表征（而不是深层结构）传承到相关信息而产生的。

8. 用传承网络来表示构式间的概括性关系

这也是认知构式语法的一大亮点：语言是由若干构式组成的，它们结合而成一个构式网络（而不仅仅是个清单），语言的认知体系就可用这个构式网络来描写。构式与构式之间的概括性关系可用“传承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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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描写。正如Goldberg（1995：67）所指出的：

The inheritance network lets us capture generalizations across construction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accounting for subregularities and exceptions.（传承网络可使得我们获得构式之间的概括性，同时也可解释次规则和例外。）

Goldberg在十一年前述及的基本观点，在本书中被发展为一个“重中之重”加以详述。2006年的这部著作，第一部分为“总述”，第二部分为“学习概括性”，第三部分为“解释概括性”。可见，全书就是以“概括性”为主线组织起来的，或者说主要从“构式体现了语言概括性本质，它可通过传承网络获得并解释”这一角度重新论述了认知构式语法。

9. 语言是通过构式习得的

正如我们在第三章第二节所论述的，人类语言具有一定的遗传性，这是不可否认的，但语言主要是依靠后天习得的，TG的语言本质论难以立足。认知构式语法接受了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这一观点，坚决否定乔氏的天赋说，认为语言是后天习得的。又因为构式存在于语言的各层面，代表着语言的概括性和本质，因此语言习得就是习得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构式，构式才是语言习得（包括二语习得）的对象和核心，这为语言教学和二语习得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Goldberg（2006：3）还指出，构式习得程序主要包括：语言输入、认知能力、语用因素和加工限制。

10. 语言研究当用归纳法，强调基于用法的模型

否定了乔姆斯基“语言天赋观”、“普遍语法观”、“句法自治观”的假设，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他的语言演绎法（Deduction），认知构式语法大力倡导归纳法（Induction），即Goldberg等所倡导的“所见即所得”原则和“表层概括性假设”，力主从语言实际表达中总结和提炼出各类构式的“形功配对体”属性，彻底抛弃“转换法”，据此“基于用法的模型”应运而生。

Goldberg大力倡导应从语言输入、语境中归纳、通过训练学得的方法等着手来研究构式和概括性的习得问题。因此我们认为，Goldberg这本专著标题中“at work”的主要含义，除了上文所说的是构式使得语言为何成为语言，还包含了“如何习得构式”这一层意思，即工作中的构式才是语言习得的关键之所在。因此，认知构式语法理论框架下的二语习得研究，就应当关注儿童如何学得构式，怎样解释概括性。

第四节　动词与构式之间的互动性关系

既然构式本身具有独立的意义，插入构式中的中心动词也有自己的意义，那么这两个意义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呢？Goldberg主张用“互动”来描写两者之间的关系，她在1995年专著的第二章中专门阐述了这个问题，标题为“The Interaction between Verbs and Constructions”。

其实，在Goldberg之前，早有学者述及动词与构式之间的互动关系，Fillmore（1988：41）就曾指出：进入构式的词项不仅需满足构式的条件，而且也给构式带来了一些特征和自己的条件。正如Michaelis & Lambrecht（1996：221）所总结的：

The interpretation of a sentence arises from a top-down operation（invoking the semantics of the syntactic template）combined with a bottom-up operation（invoking the semantics of the verb）.［句子解释来自自上而下的运作（激活句法模板的语义），并结合自下而上的运作（激活动词的语义）。］

我们知道，构式义具有“自上而下”的整体性特征，而词汇义具有“自下而上”的嵌入式特征。在某些构式语法学家眼里，构式不仅具有意义，而且具有主导性意义，当两者结合组配时在语义上发生冲突，具有自上而下特征的构式义往往要对具有自下而上特征的词汇义发挥“压制”作用。我们针对这一观点还提出了“词汇压制观”，并认为句义应当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结果，是构式和词汇互相压制的产品（详见第九章第五节）。

Goldberg（1995）在书中重点论述了动词与构式之间互动的类型，本书主要从角色互动和意义互动这两个角度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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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角色互动


1）角色互动的两条原则


Goldberg指出了“词汇中心论”在解释题元结构方面的缺陷，主张采用“构式语法分析法”。Goldberg认为，一个特定表达式的意义主要取决于构式意义，及其与动词（类别）意义的整合运作，这就是她主张分析构式意义和动词意义之间关系的原因。

Goldberg首先区分了两类不同的角色：“动词的参与者角色（Participant Roles of Verbs）”和“构式的题元角色（Argument Roles of Constructions）”，然后论述了两者如何“融合（Fusion）”或“整合（Integration）”的问题。她主要从构式的题元角色对动词参与者角色具有支配性作用这一角度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即“动词与构式之间的互动”主要基于以下两项原则：


（1）语义连贯原则（the Semantic Coherence Principle）：动词的参与者角色与构式的题元角色在语义上相兼容。



（2）对应原则（the Correspondence Principle）：动词所侧显的参与者角色必须能与构式所侧显的题元角色相融合。


Goldberg用框盒图方法，并以双宾构式为例解释了这两条原则。图6.3标明了双宾构式的有关重要信息，图中“agt”为“agent”的缩写，“rec”为“recipient”的缩写，“pat”为“patient”的缩写，“PRED”为变项，表示可准许填入的谓词，“R”表示构式与动词之间的关系类型，包括“例示（Instance）”、“方式（Mean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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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宾构式的题元角色和双宾动词“HAND”的参与者角色可表示为：

［3］CAUSE-RECEIVE＜agt，rec，pat
 ＞

［4］HAND＜hander，handee，handed
 ＞

图6.4是在图6.3所标双宾构式框盒图的基础上插入具体的双宾动词“HAND”所形成的，此时动词“HAND”不仅“例示”了图式性双宾构式的意义，而且还表示了传递过程中的“方式”，因此在表示构式与动词之间关系的“R”处，标注上了关系类型“例示”兼“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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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这两个图还可见，动词“HAND”的参与者角色与双宾构式的题元角色完全能够兼容，三个角色可顺利进行对应性融合操作，即“hander”与“agt”、“handee”与“rec”、“handed”与“pat”均对应融合。

在图6.3所标注的双宾构式题元结构框架中插进了准入动词“HAND”后，两者之间对应的题元角色分别实现为句法层面的主语（SUBJ）、间接宾语（OBJ1
 ）和直接宾语（OBJ2
 ），这样动词、构式、句法三者之间就实现了融合运作，同时也整体性地解决了句法与语义的接口老问题。

Goldberg认为，句法功能是直接与构式中题元角色相连结的，而不是与动词相连结，这从图6.3可以看出。该框盒图较为直观地反映了语义层面（Sem）与句法层面（Syn）的接口，也较为完整地反映了构式与动词之间的互动结合关系。

“语义连贯原则”指出动词和构式两者所含角色（或论元与题元）必须在语义上具有兼容性，这样就能在角色上实现对应性融合，或者说动词的参与者角色就能够“例示”构式的题元角色，这是因为“对应原则”与“图式—例示关系”的认知基础是“概括性范畴化原则（General Categorization Principles）”，即后者是保证“对应原则”与“图式—例示关系”正常运作的前提。

图6.4中插入双宾动词“HAND”之后，其中的“hander”这一参与者角色，之所以能够与图6.3图式性双宾构式中的“agt”题元角色建立对应性关系，是因为人们借助了“概括性范畴化原则”这一认知机制，即人们在心智中可概括出这两者之间共享“有生命、意愿、使动”等语义特征。动词的参与者角色融入构式的题元角色之后，就可通过构式的题元角色与句法功能紧密相连的关系，将其实现为句法上的主语。

同理可以说明，“HAND”中的参与者角色“handee”只能与图式性双宾构式中的题元角色“rec”相对应和融合，并通过构式与句法功能紧密相连的特征将其实现为句法上的间接宾语（OBJ1
 ）。参与者角色“handed”只能与双宾构式中的题元角色“pat”相对应和融合，实现为句法上的直接宾语（OBJ2
 ）。图中用“实线”详细标明了两者之间的对应融合，用带箭头的线表示从语义到句法的体现和对应关系。这样，动词“HAND”所侧显的三个参与者角色正好能一对一地与双宾构式所侧显的三个题元角色完全对应，两者的意义能完全兼容。

在双宾构式的原型性题元结构中同时包含了三个角色“给予者”、“给予物”、“接受者”，双宾动词也含有这三个参与者角色，两者结合使用后，各自的角色一一对应，构式的意义就与动词的意义相重合，此时“对应原则”发挥了最佳效应。典型的双宾动词“GIVE”用于双宾构式中，两者的意义和用法完全吻合，此时图式性的双宾构式就被填入了细节性的具体信息，后者仅“例示”了前者。但当动词“HAND”插入双宾构式时，除了为构式的题元角色结构提供具体的例示性信息之外，还表明了传递性动作所运用的方式，如图6.4所示。

另外，Goldberg的构式语法所揭示的语义与句法的一致和对应关系，是基于语义具有同质性的基础之上的，这也为“句法象似性”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2）构式压制（Construction Coercion）


我们知道，在语言表达中经常出现动词义与构式义不完全一致或相冲突的情况，构式语法学家认为，此时常为构式义迫使动词义改变其论元结构和语义内容，这就引出了“构式压制观”。这一部分内容较多，本书将在第十一章中专门论述。

“构式压制观”有其可取之处，一方面有力地批判了“动词中心论”，为构式具有独立义和“词义最小量”处理方案提供了可行性；另一方面也为动词与构式互动观提供了一个崭新视野。但是我们在强调构式压制时，也不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可忽视动词以及其他词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针对这一问题，我们提出了“词汇压制”作为补充，以充分体现句义是由“自上而下（压制）”的构式义和“自下而上（传承）”的词汇义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构式压制和词汇压制合力形成的产品。


3）动词参与者的隐没


根据构式语法的观点，构式不仅有意义，而且相对于动词义来说还处于主导地位，会对动词施加影响，迫使动词改变角色的数量。很多学者论述了构式可使动词角色数量增加的现象，本处讨论角色数量减少的情况，且这一情况要相对复杂一些。

动词插入构式时，并不是动词的所有参与者角色都必须在构式中体现出来，当某些动词用于特定构式时，其原有的参与者角色可能没被表达出来，即受到了相关构式的影响而被隐没（Unexpressed）了。Goldberg（1995：56—59）主要论述了以下四种情况：

（1）消显（Shading，或叫Deprofile），与“突显”相反，指动词参与者角色被置于“阴影”之中，其“显著性”被消除了。例如，被动态构式就可起到消显动词施事者角色的作用。

（2）切除（Cutting），动词的参与者角色在使用中被“切除”，如中动态构式必须切除掉动词的施事者，如：

［5］The book sells well *
 by the sellers.

该构式不可接动词的施事者角色，即中动构式消除了动词的施事者角色。

（3）角色合并（Role Merging），如反身构式可将有关参与者角色合并成一个角色，在句法上仅表现为一个功能成分。

（4）零补（Null Complements），指动词的某一参与者角色在某些构式中可被省去，没有用词语表达出来的现象。如动词“eat”和“drink”的受事者角色常可省去不说，因为它们常是实际语言交际中非突显的内容，没有必要被明说出来。也就是说，某特定构式可使及物动词的受事角色（常为宾语）省去，使其成为一个不及物动词，从而出现了“零补”现象。汉语的绝大部分动词既可接用受事者角色，也可省略受事者角色，这就造成了汉语大部分动词既可是及物动词，又可是不及物动词的现象，例如：

［6］读（书）、看（报）、写（字）、做（事）、吃（饭）、喝（酒）、讲（话）、干（活）、浇（地）……


括号中的词既可用，也可不用。

另外，Goldberg还将“零补”大致分为两类：

（A）不确定零补（Indefinite Null Complements），如上文提到的“eat”和“drink”，人们可对其后的受事者角色作出很多不确定的解释。

（B）确定性零补（Definite Null Complements），在特定的上下文中所省略的内容是确定的，人们可根据语境作出确定性解释。

我们认为，（A）类所述的“不确定性”，其实还是具有大致的确定性，如“eat”的后接成分应指固体食品，而“drink”应接液态食品。这类零补成分包含了一些“尽在不言中”或“不必明说”的信息，它们是人类在长期生活体验中逐步积累起来的，被嵌入动词之中而不必再用宾语表述出来，这完全符合人类语言交际的经济原则。（B）类零补成分常是人们在实际语言交际中临时省去的，也体现了语言交际的经济原则。


4）修补Goldberg的框盒图


从上文分析可见，Goldberg所提出的两个原则可以有效地保证动词与构式的互动和融合，第一条原则主要是从语义兼容的角度提出的，可有效地保证图中各角色形成垂直的融合关系，用实线表示，而不能有其他的融合类型。第二条原则主要是从动词角度来说的，动词的参与者角色结构（或叫“动词的论元结构”）必须融入构式的题元角色结构之中，它们都必须在构式中得到恰当的解释。倘若动词的参与者角色不全，就要从构式中传承有关角色。

在这两个原则的运作过程中，Goldberg始终强调“句法功能”是直接与构式中“题元角色”相连接的，而不是与动词直接相连接的，即动词不能直接决定句法结构。据此，我们建议将框盒图6.3和6.4修改为框盒图6.5和6.6，从而更好地体现Goldberg的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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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将构式中的题元角色与句法功能直接用带箭头的实线连接起来，才能更好地阐释Goldberg的原意。按照图6.3和6.4的画法，人们很可能会误解成“动词的语义角色可直接投射到句法上”，或“构式的题元角色与动词的语义角色融合之后才能投射到句法之上”。

2. 意义互动

上文主要分析了动词的参与者角色和构式的题元角色之间的互动关系，且述及了两者不一致时可出现“构式压制”，即构式既可能给动词增加角色，也可能给动词减少角色。我们还可从动词意义本身和构式意义本身之间的互动这一角度将其分为两大类：（1）按照互动关系的类型；（2）按照互动关系的内容。


1）按照互动关系的类型


从这一角度分析，动词义与构式义之间的互动关系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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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下卷》以双宾动词和双宾构式为例做了较为详细的讨论。双宾构式的原型意义为“事物成功转移”，但能用于其中的动词却较为复杂，有含有显性给予义的，此时两者之间的互动类型为（A）类；含有潜性给予义时为（B）类；有不含给予义的，此时为（C）类；有反给予义的，此时为（D）类。

又例使动构式（Caused-Motion Construction）的原型性意义为：施动者发出一动力作用于客体并使其沿某路径位移，其题元角色包括：施动者、受力者、位移路径，其原型性题元结构和意义可表述为（第二行表示其对应的句法成分）：

［7］CAUSE-MOVE＜causer　causee　path＞

　　　　　　　　　　Subj.　　Obj.　 　Obl.

许多表示使动意义的动词（如“move”，“force”，“put”，“push”，“pull”，“shove”等）也含有这对应的三个参与者角色，此时它们就能完全与构式的题元角色对应并融合，这属于（A）类。而有些动词（如“sneeze”，“invite”，“beckon”，“allow”等）主要表示一个动作本身，仅含潜在性使某物移动的意义，当它们用于使动构式时，就会在“构式压制”的作用下表示出使动意义（如第十一章例［27］），则属于（B）类或（C）类。

使动构式的典型含义是“使得受事者发生运动”，若其中用了表示“阻止”含义的动词（如“prevent”，“hinder”，“prohibit”，“barricade”，“lock”，“keep”等）时，便可视为（D）类情况，如：

［8］There is nothing to prevent us from going.

［9］The policeman has hindered that guy from committing a crime.

［10］The teacher barricaded Tom out of the classroom.

［11］Jack has locked the naughty boy into a storehouse.

［12］Tom kept her at arm’s length.

使动构式要求动词为动态动词（Dynamic Verbs），一般不用静态动词（Static Verbs），因此，例［12］中的“keep”在两重意义（阻止、静态）上违背了使动构式的原型意义。


2）按照互动关系的内容


从两者意义互动的具体内容来看，主要存在以下两种潜在性关系：具体例示和转喻关系。

Goldberg（1995：65—66）曾列述了事件动词（Ev）与事件构式（Ec）之间所存在的五种互动关系：


（A）Ev可能是Ec的一个次类（Subtype）。



（B）Ev可能标示了Ec的工具（Means）。



（C）Ev可能标示了Ec的结果（Result）。



（D）Ev可能标示了Ec的条件（Precondition）。



（E）Ev可能标示了Ec的方式（Manner）。


我们现以图6.8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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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berg认为，（A）类具有原型性和普遍性，而其余四类则可能会因语言而异，如英语、荷兰语、汉语有（B）类用法，而拉丁语族语言、闪语族语言、波利尼西亚语等却没有这种用法。Matsumoto（1991）指出，事件动词与事件构式至少应共享一个参与者角色。

我们基于Goldberg的论述，拟将动词意义与构式意义之间的潜在性互动关系大致分为两大类：


（1）具体例示


动词意义与构式意义可完全一致，前者的论元结构与后者的题元结构相一致，此时可将前者视为后者的具体例示或一个次类，见图6.7中的（A）类和图6.8中的（A）类。此时，我们可将构式视为一个图式性的抽象结构，动词仅为其填充了具体的例示性内容，如上文分析的动词“HAND”用于双宾构式就属于这种情况，此时，动词所具有的参与者角色完全能够与构式所具有的题元角色相互融合，两者互相说明、互相加强，完全体现了“语义连贯原则”。


（2）转喻关系


动词所表示的主要意义仅为构式整体性原型意义的一部分，即两者之间具有转喻关系，如表示整体事件的工具、结果、条件、方式、意欲等。

（A）工具关系
 （Means Relation），动词所表示的主要意义是实现构式整体事件的工具，如：

［13］He hammered the metal flat.

汉语也有类似的用法：

［14］他锤平了那块金属。


句中的“锤”本来是名词，在此句中用作动词，表示整个事件的工具。

（B）结果关系
 （Result Relation），即动词所表示的主要意义为构式所表意义的结果，如某些“发声动词（Verbs of Sound Emission）”，它们是在使役构式意义中伴随动作而生的结果，例如：

［15］The train screeched into the station.

［16］The elevator creaked up the three flights.

（C）条件关系
 （Precondition Relation），动词所表示的主要意义为构式所示事件的先决条件，如制造类动词用于双宾构式主要就表示了实施双宾构式“转移”义的条件：

［17］Mary baked her son a cake.

该构式所表示的整体事件为“Mary把饼传递给她儿子”，实施这个事件的先决条件就是“烤饼（bake）”。这就是说，如果没有“bake”这个先决条件，就没有饼的存在，也就谈不上实现“传递”之义。

（D）方式关系
 （Manner Relation），动词所表示的主要意义，为构式所表示运动意义的方式，如“方式动词＋one’s way＋介词短语”就属于这类情况：

［18］She kicked her way into the room.

“kick”为构式所表示整体事件的方式。

（E）意欲关系
 （Conative Relation），动词所表示的主要意义，具有构式所示整体事件的意向性含义，例如：

［19］Tom aimed at Jack.

“aim”与构式所示整体事件之间具有意欲性关系。

3. 小结

现将上文所论述的动词与构式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图小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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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句中的角色可来自：（1）构式；（2）构式与动词；（3）动词；（4）附加语。动词与构式之间的互动关系主要可从“角色互动”和“意义互动”这两个角度做出分析。

（1）“角色互动”的分析法主要包括：两项原则（语义连贯原则、对应原则，以解释动词与构式之间的互动问题）和构式压制。动词和构式两者的角色产生互动之后主要会出现两种结果：正常和异常，在前一种情况下两者的角色完全一致并相融合，自然能生成完全可接受的句子；后一种情况是指两者的角色不一致，若要能生成可以接受的句子，构式就要增添或消减动词的角色。角色减少又分四种情况：消显、切除、合并、零补。

（2）“意义互动”则是从另一角度来分析互动关系的，角色变化必然要引起语义变化，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意义互动”可依据两个标准进行分类：从类型角度分四种：完全一致、部分一致、不很一致、意义相反。从内容角度分两类：具体例示和转喻关系，前者为“完全一致”类型，与上文述及的“角色完全一致”相吻合，这是一种原型性用法，具有普遍性；后者主要属于“部分一致”或“不很一致”，又分五小类：工具、结果、条件、方式和意欲，因角色增减必然要导致意义变化。

另外，动词与构式之间的关系也可用王寅（2001：240—256）所提出的搭配观来解释。搭配可从以下两个角度来加以论述：


（1）意义决定搭配；



（2）搭配决定意义。


在动词与构式的搭配过程中，主要是两者之间的语义关系（角色关系归根结底也是一种语义关系）决定了它们能否组配共现。一般说来，两者之间至少应有一个角色相同才可能共现，而且两者搭配之后，构式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调整和改变动词的意义，以使动词能够顺应该构式的使用条件，这样，它们组配时就能产生可以接受的句子，因此搭配也决定了意义。

我们也可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动词多义性的原因，因为动词常被用于很多不同的构式，这些不同的构式会调整和改变动词的用法和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动词的用法就会不断积累，意义也就自然会越来越多，如汉语的“打”（参见王寅，2007b：182—185）。

第五节　构式与构式之间的传承性关系

Goldberg在论述了构式与动词之间的“互动性关系”之后，接着就论述了构式与构式之间的关系，并将其定位于“传承性关系（Inheritance Relations）”［又叫“传承性连接（Inheritance Links）”］。她还以此来描述构式的结构性网络。

Goldberg（1995：67，72）指出：

...constructions form a network and are linked by inheritance relations which motivate many of the properties of particular constructions.（……构式形成一个网络，它们由传承性关系连接起来，传承性关系为许多特定构式的特征提供了理据。）

Construction A motivates construction B iff B inherits from A.（当且仅当构式B从构式A传承其特征，那么A就为B提供了理据。）

从这两段话可见，Goldberg主张用传承性关系来解释构式之间的关系，或为构式之间的理据性关系作出一个统一的解释。

构式网络中各个层次可通过“传承性”连接起来，这样构式网络就形成了一个“传承网络（Inheritance Network）”，又叫“传承层级（Inheritance Hierarchies）”结构。在构式网络中，信息的传承方向性是：更为具体的下一层级语式从更加概括的上一层构式中传承有关特征。Goldberg（1995：75—81）还较为详细地论述了构式之间所具有的四种传承性连接关系：

1. 多义性连接

构式除了有其原型意义之外，还可基于此延伸出若干非原型意义，它们之间就存在“多义性连接关系
[3]

 ”。在这一关系的作用下，就形成了一个多义构式家族，如双宾构式从原型意义延伸出很多非原型意义（参见《下卷》）。

2. 隐喻性连接

若构式B是构式A的隐喻性映射的结果，则A和B之间就存在“隐喻性扩展连接的关系（Metaphorical Extension Links，简写为IM
 -Links）”，本书将其简称为“隐喻性连接”。例如“动结构式”就可被视为“使动构式”的隐喻性扩展，如例［22］就是基于例［20］通过隐喻机制扩展而成的：

［20］Tom threw the metal off the table.

［21］Tom hammered the metal flat.

［22］Tom tickled Mary senseless.

例［20］中的“运动”被隐喻为例［21］中的“由工具作用而产生的变化”；例［20］中的介词短语是表示“地点”的，在例［21］中被隐喻为用形容词来表示的“状态”。

例［20］和［21］句末成分都具有物理性，而在例［22］中则被进一步隐喻化为情感性形容词。又例：

［23］Tom gave him some food.

［24］Tom gave him some relief.

［25］The sound of the ambulance gave him some relief.

例［23］为双宾构式的原型性用法，例［24］中，原来所用具体性的直接宾语（“food”）被隐喻化为抽象概念（“relief”）。而例［25］的隐喻性则更高，就连主语所常用的“意愿性”人称名词短语，也被隐喻化为非人称名词短语“the sound of the ambulance”。后两个例句为前一例句的隐喻性扩展用法，这三句都是双宾构式，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隐喻性连接关系。

3. 分部性连接

如果一个独立存在的构式B在句法和语义特征上仅为构式A的一部分，则B就可视为A的一个“分部（Subpart）”，两者之间就存在一种“分部性连接关系（Subpart Links，简写为IS
 -Links）”。比如“不及物性运动构式（the Intransitive Motion Construction）”仅为“使动构式”的一个部分，因此两者之间具有“分部性连接”的关系，例如：

［26］Tom flew Mary to New York.

［27］Tom flew.

很明显，例［27］所表意义仅为例［26］的一部分，因此这两句之间的关系就是“分部性连接”关系，或者说，不及物性运动构式与使动构式之间具有“分部性连接”关系，参见图6.10所示。

4. 例示性连接

构式B若作为构式A的一个特定的案例，前者可称为例示性构式，为后者提供了更加具体的解释性信息，后者为前者的抽象性图式，A和B之间具有“例示性连接（Instance Links，简写为II
 -Links）”，或称为“图式—例示连接关系”。如构式

［28］drive sb. mad/crazy等

就例示了图式性的“动结构式”。





根据这四种传承性连接，就可建立使动构式系列用法之间的关系，Goldberg（1995：109）用简表将其图示如下，值得我们思索和探讨：

[image: 0231-01]
图6.10



另外，Goldberg还用“传承性连接”解读了几种基本句型之间的关系：

[image: 0232-01]
图6.11



第六节　构式语法的一般研究程序

Goldberg不仅提出了构式语法理论，论述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而且还确立了自己独有的一套研究构式的基本程序，Evans & Green（2006：684）将其归纳为5个步骤：


（1）首先论述一组构式的存在理据，且它们的某些语义和句法特征不能从可被填入的词汇作出预测，故而得出了“构式本身具有一定意义”的结论。



（2）在“基于用法的模型”的指导下，详细调查这些构式的具体运用情况，并基于此提炼出这些构式的中心意义和用法。



（3）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准确定位所述构式的句法框架，深入分析其题元结构。



（4）建立构式的题元角色与动词参与者角色之间的互动性映射联系，并用框盒图将其直观地标示出来。



（5）在论述动词与构式互动映射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构式之间的传承性关系，重点论述构式的多义性和隐喻性。


Goldberg的这种研究思路，既有理论建树，又有实践价值，十分值得我们借鉴。


[1]
 　the Inheritance Network，因其内部主要是以层级性形式出现的，所以又叫传承层级（Inheritance Hierarchies），类似于连通论（Connectionism）或连通论模型（Connectionist Model），参见王寅（2007a：20）。


[2]
 　本书权且将构式视为“词层面以上的结构式”，这样才能论述动词与构式之间的互动。倘若语言中一切皆构式，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就无从谈起了，Goldberg和Croft等在论述中都存在这类问题。


[3]
 　Polysemy Links，简写为IP
 -Links。字母I代表Inheritance，下标P代表Polysemy。


第七章　Croft的激进构式语法

Croft在反思了先前几乎所有句法理论之不足的基础上，大胆提出了“激进构式语法”，为构式语法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本章主要从六个方面论述激进构式语法的“激进”之处：（1）强调“构式的原素性”以取代“句法范畴的原素性”；（2）强调“构式关系”和“部整关系”以取代“句法关系”；（3）用“整体观”取代“分解观”；（4）强调“构式的多样性和独特性”以取消“语言普遍性”；（5）强调“具体动词类构式”以否定“独立的抽象构式”；（6）采用“句法空间”以取代“句法形式特征”。

第一节　概述

构式语法理论的另一重要来源为英国认知语言学家William Croft（现在美国新墨西哥大学工作）的研究，他于2001年出版的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
 一书就是他在认知语言学研究方面的代表作。激进构式语法（简称RCG）既是一种崭新的句法理论，也代表着当今构式语法学的最新研究成果。

称其是一种句法理论，是因为RCG审视和挑战了其前几乎所有的句法理论，包括：

（1）乔姆斯基早中期的TG、乔氏（1981）的管约理论（Government and Binding）、乔氏（1993）的最简方案（Minimalist Program）；

（2）Pollard 和Sag（1994）的语核驱动的短语结构语法（Head-driven Phrase Structure Grammar）；

（3）Bresnan（1982）的词汇功能语法（Lexical Functional Grammar）；

（4）Foley & Van Valin（1984），Van Valin（1987，1993）以及Van Valin & LaPolla（1997）的角色与参照语法（Role and Reference Grammar）；

（5）Dik（1997）的功能语法（Functional Grammar）；

（6）Hudson（1984，1990）的词汇语法（Word Grammar）；

（7）Fillmore等人（1993，1999）的构式语法。

参见Jackendoff（2002：127）。

注意，此处不包括Langacker的认知语法，因为RCG与LCG在很多观点上有相通和兼容之处，或用Croft（2001：6）的话说，后者在很多方面已经预示了前者的基本观点。

称其为当今认知语言学的一个新发展，是因为RCG旨在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描写和表征讲话人心智中的构式，这与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原则和研究目标完全吻合。因此，RCG不仅是一个句法理论，而且还是一个认知语言学理论框架中的句法表征理论（Theory of Syntactic Representation）。

Croft抛弃了其前诸多的句法研究方法，包括结构主义的分布法、TG和类型学家的普遍语法观、形式主义学家的形式表征法、功能主义学家的“概念—语篇”研究法
[1]

 等。他主要论述了句法的多样性、语言的特殊性、句法构式的原素性，解释了构式语法框架中的类型变异，分析了句法的题元结构，论述了句法范畴和类型共性，将构式语法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本章主要论述激进构式语法为何被称为“激进”，以及它与先前相关理论有何根本差异。根据Taylor（2004b）、Croft（2001，2004）的观点以及我们的理解，所谓的“激进”主要可概括为六个方面，将在以下六节中分别探讨。

第二节　用“构式的原素性”取代“句法范畴的原素性”

传统的“词汇规则模型（Words and Rules Model）”认为句法成分是语法分析的“基本单位［Basic Element，或叫‘原素单位（Primitive Element）’、‘原子单位（Atomic Element）’］”，它们独立于构式整体，可作为一个独立的句法范畴来定义和论述，这就注定了传统语言理论要将句法成分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也可从我们传统的语法教学看出，诸如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等十大词类，以及主语、谓语、宾语、表语、定语、状语等句子成分都是作为基本单位条分缕析的，它们构成了语法教学的主干内容。

RCG则坚决主张将“构式”视为语言分析的“原始性句法成分［Primitive Syntactic Elements，或叫‘最小句法原素（Atomic Syntactic Primitives）’、‘基本原素单位（Primitive Unit）’］”，有些难以分解的复杂构式（包括习语）可被视作一个语法表征的基本单位；传统语法中所说的“句法范畴”一旦离开了特定的构式，就不再具有独立的现实性，没有句法范畴，基于其上建立的句法关系也就不复存在。这一观点可被称为“构式的原素观（Constructional Primitivity View）”，或叫“构式中心论（Construction Centralism）”。

这样，语法研究的基本原素单位应当是相对完整的构式，而不是词汇，构式就不再是“副现象”，它们本身就具有原素性，可作为语言分析的最基本单位。如：词类是从词汇所出现的构式中概括出来的，主语、宾语等句法成分是从句层面构式中概括出来的，脱离了构式这个整体，就难以判别整体中部分成员的性质，如此看来，构式比起词汇来说更为基础，词汇才是“副现象”。Croft（2001：46）指出：

CONSTRUCTIONS，NOT CATEGORIES AND RELATIONS，ARE THE BASIC，PRIMITIVE UNITS OF SYNTACTIC REPRESENTATION. The categories and relations found in constructions are derivative—just as the distributional method implies. This is 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是构式，而不是句法范畴和句法关系，才是句法表征的最基本、最原初的单位。
 在构式中发现的句法范畴和句法关系具有派生性——正如其分布法所暗示的那样。这就是激进构式语法。）

又由于构式具有语言特殊性，词类（Word Class，Part of Speech）是一种句法范畴，属于语言现象，那么词类也必定具有语言特殊性。照此推理，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跨语言的普遍性词类，即使在同一语言中也难以确定统一的词类，又何谈其他语言现象呢？Taylor（2004b）曾以英语的名词短语为例做出了很好的说明（详见第五节）。

RCG就主张彻底放弃分解论，认为只有通过“构式整体”才能对诸如词性这类句法范畴作出有效的定义，从而达到对一种语言的语法进行深入描写和详细解释的目的。

倘若构式具有原素性，那么构式本身就应是语言研究的最基本目标。这显然是继承自Langacker等学者的观点。如此说来，构式语法作为一种语言理论，就此应运而生，登上了语言研究的历史舞台。

我们认为，Croft和其他构式语法学家所坚持的这一观点，具有深远的意义，代表着当代语言理论研究的最前沿，真可谓是对先前句法理论的一次巨大的变革。

第三节　用“构式关系”和“部整关系”取代“句法关系”

我们知道，以往的很多语法理论，特别是TG语法，不仅将句法视为语法研究的核心内容，而且将词性、主语、宾语等之间的“句法关系”视为基本分析单位，因此，这些传统语法理论就是基于“句法范畴”和“句法关系”建构起来的，这似乎已成为语法研究的一种不可逾越的常规方法，即使一些构式语法学家也沿用了这一思路。

Goldberg（1995）批判了TG学派的基本立场，坚决认为不仅词汇有意义，而且结构也有意义，在书中强调了词汇意义（特别是动词意义）和构式意义的差别，并且认为在两者发生语义冲突时，后者常处于主导地位，可迫使（压制）前者发生变化。但仔细的读者一定会发现，Goldberg在处理句法范畴（词类）和句法关系（如主、宾语与动词的关系）时基本上还沿用了传统的语法术语和分析方法。而Croft针对这一不足采取了一种更为彻底的“激进”策略，力主取消传统语法研究中的“普遍句法范畴”，诸如名词、动词、主语、宾语等，因为根据第一节可知，基本的“句法范畴”和“句法关系”都不是组成语法的基本单位，构式本身才是语法的原素性基本单位。Croft（2001：202）认为，句法编码的不是什么句法关系，而是象征关系，他强调指出：

...I will argue that a theory of syntactic representation should posit virtually no syntactic relations. That is to say，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of a construction should not include any syntac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elements that make it up. In other words，the only syntactic structure in constructions is the part-whole relation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 and its elements. This is another respect in which 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 is radically different from other contemporary syntactic theories.（……我将要证明的是，句法表征理论事实上应当假设为没有句法关系。这就是说，构式的句法结构表征不应当包括其构成成分之间的任何句法关系。换句话说，构式中唯一的句法结构就是构式与其组成成分之间的部分—整体关系。这是激进构式语法不同于其他当代句法理论的又一激进之处。）

从这一段话来看，Croft坚决主张在句法理论中取消“句法关系”这一概念，因为他一直主张句法范畴和句法关系只能派生自构式，且由构式来定义。若从这个角度来说，句法关系就仅仅是一种相对于具体构式的附属现象，可称为“构式特有副现象（Construction-specific Epiphenomena）”，难怪Croft要主张用“构式的原素性”来取代“句法范畴的原素性”，这正是Croft的突破点之所在，详见Croft（2001）书中的第一部分。这一部分又可分为两小部分：第1章为第一小部分，深入批判了以往句法理论所惯用的“分布法（Distributional Analysis）”；第2、3、4章为第二小部分，基于第1章“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思路详述了句法范畴和句法关系都不可能是独立存在的，提出了全书的核心观点“构式才是它们的基础”（参见Croft，2001：175）。

沿着这一思路，Croft得出观点：取消“句法范畴”以及基于其上的“句法关系”，取而代之以“构式关系（Constructional Relations）”，因为句法范畴是由构式决定和定义的，句法关系当然也是由构式关系所决定的了。因此，构式关系相对于句法关系来说，前者具有原始性、基础性，或第一性，而后者是由前者概括出来，必须根据所使用的构式环境和语义功能来确定，因此具有派生性、非基础性，或第二性，只能依据“基于用法的模型”来描写和定义。

随之，Croft得出结论：用“构式关系”取代“句法关系”。正如Croft（2001：175）所说：

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 differs from other construction grammars and from componential syntactic theories，however，in that it dispenses with syntactic relations，that is，relations between the syntactic elements of a construction. That is，the structure of a grammatical unit in 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 is the structure in Figure 7.1
[2]

 minus the dotted arrow for syntactic relations.（激进构式语法与其他构式语法或成分句法理论的区别在于：激进构式语法取消了句法关系，即取消了构式中句法成分之间的关系。这就是说，激进构式语法所说的一个语法单位结构就等于图7.1减去表句法关系的带箭头的虚线。）

Croft强调从语义兼语用以及构式角度论述语法，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取消句法范畴和句法关系了。Croft 2001年专著中第二部分的标题就为“From Syntactic Relations to Symbolic Relation”，在质疑传统句法理论中的常规方法［搭配依存关系（Collocational Dependencies）、编码依存关系（Coded Dependencies）、核心与附加语（Head-Adjunct）等］之后，主张将其归结为语义与符号之间的象征关系（即Langacker所说的“象征单位”），并以其为出发点较为详细地论述了取消句法关系的理由，旨在阐明他的主要观点：RCG为什么要用“象征关系”来取代“句法关系”。

对比图7.1和图7.2便可发现，在其他构式语法理论中仍存在句法成分之间的关系，而在RCG模式中，句法成分之间的关系被彻底取消了，这就是“激进”的主要含义之一。

坚持“由构式来决定句法范畴和句法关系”的观点，而不是相反，这正体现了RCG所一贯主张的“从整体到部分”的研究思路。Croft主张将“象征单位与象征单位之间的关系”和“构式与构式之间的关系”，看成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Meronymic Relations或Part-Whole Relations，本书简称为‘部整关系’］”，要理解构式中一个成分的语义特征和语用功能，就必须将其置于具体的构式整体中。

[image: 0241-01]
图7.1　其他构式语法的构式内部结构



[image: 0241-02]
图7.2　RCG的构式内部结构



注意，这里的“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是相对于“部分与部分的关系”而言的，因为后者无异于句法成分之间的关系，以此来解释语言的局限性很大。构式语法认为，语言中的所有单位都是以形义配对体出现的“象征单位”和“构式”，如果否定纯粹的句法范畴和句法关系，取消它们的“合法”地位，就只能用“构式”来定义它们的地位和关系。而这种关系，归根结底可通过构式的部分成员在整个构式中所担当的“角色”或“功能”这类语义要素来加以定义。这一理念充分体现了Fillmore的框架语义学的核心思想，一个词语必须将其置于相应的框架中才能获得合理的解释。

图7.2就反映了激进构式语法与其他构式语法（见图7.1）在对待是否存在“句法关系”上的分歧。

Croft一方面接受了Langacker的观点，主张从纯语义角度来定义构式以及各构式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Croft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主张彻底抛弃Langacker在认知语法中使用的“句法成分”和“句法关系”这类概念，认为在语法理论框架中不再需要这类概念。据此，RCG在分析

［1］the song

时，就可作如下处理：

[image: 0242-01]
图7.3



当人们听到构式“the＋thing”的一个例示［THE/［ðə
 ］］［SONG/［θɔŋ
 ］］时，就能识别出构式中音位极的两个音位成分，然后据此识别出语义极的对应成分，人们不需要依靠“the”和“song”之间的句法关系（如将其分析为“定冠词＋可数名词”）就能根据这两者的搭配识别出两个词之间的语义关系“r”。这也完全符合人们语言的习得和运用：成人不需要向幼儿详细解释其间的句法关系，幼儿就能掌握其意义和用法；人们在实际运用中也不需要刻意思考两者之间的句法关系，便能运用自如。可见，取消句法关系的观点是有其经验根据的。

又例，当人们听到：

［2］be＋V-en＋by

时，并不会过于介意其间的句法关系，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by-短语”表示的是“旁格（Oblique）”，但马上却会想到这是一个“被动构式”，整个构式主要表示被动含义。甚至有些人，虽不知道什么是主语、谓语、宾语，什么是句法关系，什么是被动语态，也能理解这一构式的意义。因此，该构式看上去体现为一种“句法关系”，但实际上是一种组织象征单位的方式，或者说，“句法关系”仅为构式中的象征关系提供线索，标明有关意义。是象征关系和语义关系，而不是句法关系，才将整个构式粘连在一起（Croft，2001：234）。

Croft（2001：204）在图7.2的基础上进一步标出了听话者在交际时理解对方话语的详细程序：


（1）听到话语，获知特定构式的句法结构；



（2）通过句法结构整体和语义结构整体之间的象征关系来理解构式的语义结构，且能识别出语义成分及其间的关系；



（3）通过构式中的句法角色识别出构式中的句法成分；



（4）运用象征关系来识别适切的语义成分与句法成分之间的象征关系。


在整个过程中，听话者不需要任何句法关系知识就可进行有效交际，这就是Croft（2001：204）所总结的：

...it is not necessary to assume the existence of syntactic relations for the purpose of communication.（……实现交际目的时不需要假设句法关系的存在。）

另外，我们还发现Croft所倡导的这种“构式的部整关系”分析方法，似与描写主义语言学家（Bloomfield，1933）的分布法（Distribution Analysis）中所论述的“向心构式（Endocentric Construction）”和“离心构式（Exocentric Construction）”有相通之处。前者指至少有一个直接成分与结构整体功能相同的结构，该直接成分就是语核；后者指所有的直接成分都跟结构整体功能不同的结构，其中就没有语核。我国学者王力（1944）于20世纪30年代引入这一概念，后来很多学者对其做了论述和修补。石定栩（2007a）认为：在现代理论句法的框架里，各种短语和分句都可分析为向心构式，因此不存在向心构式与离心构式的对立，主张取消这对概念，取而代之以简单的“短语构式”。

第四节　用“整体观”取代“分解观”

“构式的原素性”与“整体观（Holism）”是一脉相承的，语言中很多复杂构式（如习语和特殊表达）在形式或（和）语义上都无法切分。这些难以分解的复杂构式本身就是一个语法表征的基本单位，这是Croft相对于“句法范畴的原素性”、“词汇规则模型”和“分解论”进行换位思考得出的结果，从而得到“构式具有基础性”的结论。

我们知道，传统的分解论认为句法成分可被分解为基础单位，很多语法学著作都有专门章节划分词类以及句法角色，分别解释每种词类以及句法角色（如主语、宾语、从句等）的用法特征。从Croft的激进构式语法角度来说，这种语法分析方法是不可取的，因为句法范畴和句法关系是很难独立于构式作为统一的范畴来论述的，而且这些论述在很多情况下并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语言事实，故而大力倡导“非分解观（Nonreductionist Approach）”。

按照Croft的设想，一本合理的语法学专著的基本布局应是这样的：在总述语言的基本单位为构式之后，再确定语言中基本构式的大致分类，以后的每个章节就当逐章论述每一类构式，分别从构式的构成形态、语义特征和语用功能等角度加以条分缕析，且还应解释构式中的论元结构和关系类型。这样写成的语法书才能充分体现Croft的激进构式语法思想，也与他的功能派类型学相一致。

第五节　用“多样性”和“独特性”取代“普遍性”

RCG基于上文提出的“构式中心论”，进一步提出了以下观点：构式具有多样性和独特性，在不同语言中表达相同功能的构式，它们在结构上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构式是专属于语言的，会因语言不同而异（Constructions are language-specific. 或Constructions are language-particular.），构式具有特殊性。Croft在书中多处指出：

Syntactic categories are construction-specific，and constructions are language-specific.（句法范畴具有构式特殊性，构式具有语言特殊性。）

“句法范畴具有构式特殊性”意为：同一语言表达被用于不同的构式，可能会属于不同的句法范畴，也就是上文所说的，各句法范畴和句法分析应当相对于具体的构式来定义，在同一语言中不存在统一的句法范畴。

“构式具有语言特殊性”意为：不同的语言就会有不同的构式，在不同语言中不大可能找到完全对等的构式。例如，同是“SVO构式”，在英汉两种语言中就有完全不同的搭配和用法。笔者曾以“吃”为例进行了调查和分析，以作为佐证（详见第十章第一节）。很多学者认为，我们难以找到两种语言中在形义、形功方面完全对等的构式。

再说词类划分，根本不像TG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具有普遍性，各语言都有各自的独特之处。Croft反对用传统的“分布法”来划分词类。Taylor（2004b）也为这一立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证据。他认为，即使从同一语言的某一类构式中所概括出的词类，与另一类构式中所概括出的词类可能有部分相同之处，但实际上也可能并不完全等同，比如能用于构式：

［3］助动词＋NP＋其他成分


中的NP就与所有格构式：

［4］NP+POSS+N

中的NP不同，例如：

［5］Should the President
 resign？

［6］Is there
 a teacher in the classroom？

［7］Will mine
 be accepted？

［8］Would under the bed
 be a good place to hide the case？

除了例［5］中的NP，其他三个例句的NP都不能用于所有格构式中：

［9］*
 there’s teacher

［10］*
 mine’s house

［11］*
 under the bed’s place

又如“动词”，传统语法（包括TG语法）认为，不管它们是出现于及物性构式（单宾或双宾）或不及物性构式中，都有相同的特征，如它们有相同的屈折变化形式，因此都可划归为同一个词类范畴。可是我们发现，这一论断将会面临如下的尴尬现象：

（1）首先动词作为一个统一范畴就不具有普遍性，因为还可将其分为很多小类，如及物动词、不及物动词、连系动词、主动词等，它们的用法有很大差异。beware虽在词典上标注为动词，但它的用法却受到很多限制（参见王寅，2007：156）。

因此，比较保险的办法是：应当根据它们所使用的构式环境以及所表达的语义功能，才能作出较为妥善的处理。

（2）及物动词与不及物动词有不同的语义特征，出现于及物构式中的动词与出现于不及物构式中的动词，它们的语义角色有很大不同。这在有些语言中体现为其前主语要用不同的格。况且，并不是所有能用于及物构式中的动词都能用于不及物构式，反之亦然。

（3）在跨语言对比时，如汉语的动词情况比起英语来要复杂得多，且汉语中的及物与不及物情况也很特殊，这就使得该问题更加突出了。

还有很多学者指出：并不是所有语言都有“助动词”这一句法范畴。

从上述例证可见，即使基于同一语言所归纳出的句法范畴，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特殊性，这就是Croft所说“构式独特性”的含义，倘若在同一语言中句法范畴的普遍性都受到质疑，更何谈跨语言之间的句法范畴普遍性了。

那么，过于强调特殊性，是否就意味着在一个语言内部或跨语言之间就不存在普遍性？如此说来，“概括性”也就无从说起，Fillmore和Kay等学者于1988年和1999年发表的两篇重要论文以及Goldberg 1995年和2006年的专著中，都对其做出了较为辩证的解释，很有启发。我们认为，语言既有普遍性的一面，也有特殊性的一面，乔姆斯基过于强调语言的普遍性，而忽视语言的特殊性，这是有失偏妥的；Croft等又过于强调语言的特殊性，忽视语言表达中的普遍性，也是值得商榷的。对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Croft似乎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他为了避免走向“极端相对论（Extreme Relativity，即沃尔夫假说Whorfian Hypothesis）”的误区，设想全人类可以普遍存在“概念空间
[3]

 ”，其中的成分可映射入不同语言的词汇和句法，我们能做到的只是寻求建立一个普遍有效的概念范畴（参见第七节）。

我们认为，有必要区分“概念”和“语义”，前者相对于全人类来说具有较多的普遍性，后者主要是指语言的意义，因此具有较多的特殊性，不同语言常用不同的方法来表示相同的概念或概念集合，这就是Croft（2001：93）所说的“Language-specific Semantic Structure（语言特有的语义结构）”。Croft（2001：92）所列述的这些可替换术语，其实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就连他自己也认为用“概念空间”比用“语义空间”要好，而且后来Croft（2001：94—96）还论述了语义地图可将某语言特有句法范畴映射到概念空间中某相对位置。可见Croft本人在这里也未能将术语统一起来。

另外，“概念空间”不同于Fauconnier等学者提出的“心智空间（Mental Space）”。前者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普遍性，所含内容更为丰富；而后者主要指当下形成的、小的概念包，是概念整合的输入元素，两个心智空间经整合之后会在融合空间中出现“新创结构（Emergent Structure）”。

Croft所说的“概念空间”还是一个语义范畴，他力图通过语义来解释句法的设想，与Langacker所创立的认知语法的基本原理是完全相通的，句法不具有自治性，它取决于概念结构和意义；句法范畴不具有普遍性，句法关系也不具有普遍性，所存在的只是普遍适用的语言分析方法。

第六节　用“具体动词类构式”取代“独立的抽象构式”

Croft与Goldberg的一个重要分歧在于：后者强调构式具有独立的抽象义，存在一些先设于抽象构式的句法范畴和句法关系；而前者则否认这一点，认为不存在什么抽象的构式义，也不存在先于构式的任何原素单位（包括句法范畴和句法关系）。

Croft曾经指出，没有必要在“构式义”与“动词义”之间设立二元对立的关系，不存在抽象的构式义，构式义离不开具体动词的语义；相反，正是因为有了不同的动词义，才导致了构式义有所差异。Evans & Green（2006：662）对此则是这样表述的：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can be meaningful in part independently from the content words that make up the instances of the construction.（……语法构式的意义部分独立于实际构式中的实词。）

我们注意到在他们的表述中用了“in part”，或许这是对上述观点的一个调和。

因此，构式不是凭空存在的，它应当是基于具体动词类型的构式（the Verb-class-specific Construction）。我们经常论述的双宾构式的多义性，正是来自准入动词的多义性，抽象的双宾构式不可能独立于某一或某类具体动词而独立存在，它必须借助于具体动词作例示才能说明构式的题元结构、基本情况以及意义和用法。Croft不像Goldberg那样认为语言中存在一个先验的、抽象的双宾构式，而是主张根据动词类型将双宾构式分为10小类（参见Croft，2003a）。

按照Croft的观点，句法范畴和句法关系派生自构式，倘若不存在独立的抽象构式和构式义，也就可顺理成章地取消句法范畴和句法关系了，这就是激进构式语法的又一明显激进之处。

第七节　用“句法空间”取代“句法形式特征”

传统句法理论（特别是乔氏的TG句法理论）主张用一套“形式化句法特征（Formal Syntactic Property）”来描写普遍存在的句法范畴，但是这只能对一部分现象有效，有若干例外，例如在同一语言英语中的NP，也难以建立起一个普遍的句法范畴（参见第五节），更不用说在跨语言对比中建立一个统一的NP句法范畴了。可见，这种句法理论根本解释不了全部的句法现象，基于这一理论建立起来的语言共性研究必然要面临捉襟见肘的尴尬局面。

Croft所倡导的RCG认为，各种构式（从词汇层到词法层，再到句法层）在“句法空间（Syntactic Space）”中形成一个连续体，很难在其间做出准确的切分，且一种构式系统只能隶属于一种语言。另外，Croft（2001）还有一个贡献就是，将“类型学（Typology）”成功地引入到了句法理论研究之中，这从他的书名的副标题“Syntactic Theory in Typological Perspective”可见。

我们知道，类型学力图通过个别语言用法特征建立起具有共性的语言类型。那么既然Croft认为句法范畴因构式而异，构式又因语言而异，那又何来的共性类型？只要我们稍加思考就能明白：Croft已取消句法范畴和句法关系，这个共性就不可能再存在于句法结构层次上了，因此仅从句法结构角度来论述语言类型显然是不妥的，此时他将对共性的论述转向了“从语义到语符的映射关系”之上，并据此提出了“概念空间”和“语义地图模型［Semantic Map Model，又叫‘语义地图理论（Semantic Map Theory）’］”。语义地图可反映出特定句法结构在具有共性的概念空间中的走向，个别语言的差异类型被投射到了具有共性的概念空间之上，也就是说，有关句法范畴的分布类型和功能特征是映射自概念空间的。这一研究思路实现了从类型学角度研究句法理论的目标。例如，Croft（2001：87）认为可用人类共有的四个语义特征：


1. 关系性（Relationality）



2. 静态性（Stativity）



3. 暂时性（Transitoriness）



4. 等级性（Gradability）


来定义诸如客体（名词）、性质（形容词）、行动（动词）等句法范畴（词类），它们的相对关系可表述为下图：

[image: 0249-01]
图7.4



由于图7.4中的四项语义特征具有共性，存在于人类的普遍概念空间之中，基于其上定义出的三类主要词性也就具有一定的认知共性，尽管它们在各种语言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却是出自相同的概念空间，仅是在其间留下的语义轨迹（语义地图）有差异罢了。这一研究思路也充分体现了Croft（1990）的一贯立场“语义和语用功能是句法范畴的基础”。正如Croft（2001：92，105）所指出的，概念空间是一种潜在的和普遍的概念结构，表征了相应的功能结构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常可通过功能特征来定义），也提供了句法范畴的内部结构。某语言特有的句法范畴和某构式特有的句法关系对应于概念空间内的某区域，或区域间的连接，以此便可确定它们的特征和用法，这些范畴的历时性变化可由概念空间中的路径加以解释。

Croft在2001年的专著的第三部分则以语态和复合句为例来说明：构式虽因语言而异，但也可以进行跨语言对比研究，可将句法空间（可由构式的结构特征来界定）置于概念空间中加以对比，开创了以语义地图为基础的句法研究进路，既论证了具有共性的概念空间，又允许各语言在句法空间中有多样性存在形式，将类型学中的有关个性和共性的研究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另外，语言中的“主格—作格”系统也是映射自一个共同的概念空间（下面三个图摘自Croft，2001：138，图形略有变化）：

[image: 0250-01]
图7.5



图7.5 表示不及物事件和及物事件中参与者角色的概念空间。这两类事件是全人类都会涉及的常见事件，这些参与者角色普遍存在于人类的概念空间之中，具有较高的普遍性。但是，当它们被映射入语言的格标记系统时便产生了较大差异。

在有些语言中，S和A被标注上相同的格（如主格），而P用不同的格（如受格），这就是“主格（Nominative）”系统的语言，又叫“受格（Accusative）”或“非作格（Unergative）”系统的语言，如德语等。英语中的人称代词也属于这一系统，例如：

［12］Mummy agreed.

［13］Mummy agreed with me.

［14］I agreed with Mummy.

[image: 0251-01]
图7.6　主格或受格语言



在有些语言中将S和P标注为相同的格（如绝对格），而A则标注为不同的格（如作格），这就是“作格（Ergative）”系统的语言，又叫“绝对格（Absolute）”系统的语言，如欧洲比利牛斯山西部的巴斯克语（Basqu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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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7　作格或绝对格语言



另外，在有些语言中这三个成分可用相同的格，不作区分；也有可能都用不同的格，这就造成了语言中格标记的差异。

若以图7.7的标准来看，英语中以下两个句子也具有“作格关系”，因为两个“the window”形式相同（都为通格）。

［15］The tree broke the window.

［16］The window broke.

另外，概念空间具有多维度性，但为便于书面表达和画图，常选出两个最重要的维度，如词性的概念空间图主要选出两个功能特征维度，然后就可画出词性的概念空间表征图（参见Croft，2001：92）：

（1）用横行表示命题行为功能（Propositional Act Function）维度［包括：“参照性（Reference）”、“修饰性（Modification）”、“述谓性（Predication）”］；

（2）用竖栏表示句法范畴维度［包括：“物体（Object）”、“特征（Property）”、“动作（Action）”］。

竖栏的句法范畴被映射到横行的功能范畴，这就在概念空间中形成了一个区域，通过此图就能反映出讲话人有关词性部分的语法知识。





从以上论述可见，激进构式语法认为，语义地图反映出了特定句法结构在具有共性的概念空间中的走向。各民族在思考特定语言表达时，经过了普遍概念空间加工的认知过程，且在其间留下了有差别的语义轨迹，基于这一轨迹才形成了特定的句法表达形式，我们可将其表示为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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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8



这正是认知语言学所论述的“最广义的语法化过程”（参见王寅，2006：120），除“狭义的语法化（实词虚化）”和“广义的语法化（语篇语法化和语用功能语法化）”之外，将典型的概念结构、事件结构等显化为语法构式的过程也是一种语法化手段。

不同民族从具有共性的概念空间中映射出个别语言表达差异的类型，也就是说，句法类型及其功能特征是映射自概念空间中的语义地图的，这正是当今认知语法化学者的研究思路，从认知角度研究构式的形成机制和功能特征，可有效地解释语法演变的事实。我们相信，将形式、认知、语义、功能紧密结合起来论述语法化，可望为该领域的研究打开一扇新大门，Croft的这一研究进路确实为语法化的认知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模型。

关于RCG与其他构式语法理论之间的同和异，参见下章详细论述。


[1]
 　形式主义句法理论（Formalist Theories of Syntax）与功能主义句法理论（Functionalist Theories of Syntax）相对。前者主要持句法的天赋性、自治性、普遍性，认为人类的句法结构是先天就有的，本身就含有一套普遍原则，不必参照语义或语篇功能等因素，诸如主语、宾语等句法角色具有普遍性，它们纯粹是句法问题；并主张用形式化的方法描写句法。后者则认为句法结构是后天习得的，它本身并不存在一套自我蕴涵（self-contained）的普遍原则，而包含着语义和/或语篇原则。句法角色不具有普遍性，不是句法问题，而纯粹是语义问题；否定用形式化的方法来描写句法。


[2]
 　为能与本书论述相一致，此处的图表编号与原著有所不同。另外，相减之后得出的语法单位的内部结构如本书图7.2所示。


[3]
 　Conceptual Space，又叫“心智地图（Mental Map）”、“认知地图（Cognitive Map）”、“语义空间（Semantic Space）”。


第八章　比较四种构式语法

本章主要根据Cruse和Croft（2004）的论述，较为详细地比较了当前四种较为流行的构式语法理论：（1）Fillmore的构式语法；（2）Langacker的认知语法；（3）Lakoff和Goldberg的构式语法；（4）Croft的激进构式语法。比较这些理论的主要依据是：句法范畴的地位、句法关系的类型、构式之间的关系、语法信息的储存和传承，本章主要从这四个方面分析了它们的主要观点及同异。

第一节　概述

Fillmore等学者早期在生成理论的框架中提出构式语法，反思了天赋说、自治说、模块论、组合论等研究思路，但出乎他意料的是，他的这一反思却对认知语言学家形成系统的构式语法理论产生了极为关键的影响，Evans & Green（2006：662）称之为“extremely influential”，因此论述构式语法，不可不从Fillmore等人的研究说起。

Fillmore早期曾为构式理论提出了以下四条基本原则，认为构式语法：


（1）应是一种生成语法，并能被形式化处理；



（2）应把语法的不同成分或模块（音位、词法、句法、语义、语用）整合在一起；



（3）应具有普遍性；



（4）应与亦已建立的认知研究和社会互动观相一致。


Fillmore，Kay和O’Connor等学者近来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前两条原则，认为应将构式语法建成一个能描写、分析和生成语言中所有语式的模型，这明显是基于“普遍论”的，但与生成学派不同的是，他们极力主张将语言的几个层次整合成一个统一的解释方案（详见下文）。

Östman & Fried（2005）则主要聚焦于后两条基本原则，强调从人们的“体验（Embodiment）”和“识解（Construal）”角度来论述构式体系。近年来Lakoff所建立的神经语言理论（Neural Language Theory），则从神经学角度论述了句法的构式成分，并将其进一步发展为“体验性构式语法（Embodied Construction Grammar）”，这当算是第4条基本原则中所提到的“认知研究”。

第二节　构式语法对“形”的理解

构式语法学家们都一致认为构式具有象征性，即为形义配对体，在这一点上他们没有分歧，但是对于“形”却有不同的理解。

Langacker认为“形”是音位单位，或叫音位结构、音位极，而且还包括其他符号化媒介，如书写、姿势等，不包括“语法形式（Grammatical Form）”，而Goldberg（1995：51）和Croft（2001：62）认为“形”应当包括语法形式。Langacker认为这一差异不是一个小问题，不是单纯的术语问题，而是涉及理论的核心问题：语法的本质及其与意义的关系。

在这一点的看法上，认知语法一直与先前的语言理论存在激进性的根本差异，认为语法在本质上具有象征性，其象征性就在于语义结构和音位结构的配对，因此句法范畴和句法关系都是形义配对体。据此，我们就不难理解Langacker为什么不主张将语法形式仅包含于象征单位的“形”中：

（1）认知语法和构式语法都将语法形式（包括句法范畴和句法关系）视为象征性构式，它们都是形义配对体，既包含了“形”，也包含了“义”，不能仅将语法形式视为配对体的某一方面，否则就会出现自相矛盾的论述。

（2）人们在正常讲话或书写时，并不总能明确地意识到一些语法的范畴形式（如名词、动词、主语、宾语等），因为它们并没有运用什么明显的符号化形式来加以标注。既然这些范畴标记没有在语音流之中出现，又何来的“形”而言？

因此，Langacker针对Goldberg和Croft的观点强调指出，语法形式不能也不应该只包括在“形义配对体”的“形”之中。Goldberg和Croft的观点显然是受到了先前语法理论的影响，因为在传统语言理论中就常将语法形式视为一种“形”。从这个角度来说，认知语法比起构式语法和激进构式语法似乎更为“激进”。

我们现将Langacker的论述以图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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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第三节　比较四种构式语法

本书在第四章开头曾简单列述了不同学者研究构式所形成的四种主要理论，本书用小写的术语construction grammar来作为这几种理论的总称，各位学者的观点用大写字母或简称形式表示：


（1）Fillmore，Kay和O’Connor（1988）等学者所创建的构式语法理论，Michaelis（2003b：175）曾称其为Unification Grammar（调合语法），Goldberg（2006：213）曾称其为Unification Construction Grammar（调合构式语法，简称UCxG），本书将其称为Fillmore’s Construction Grammar，简称为FCG。



（2）Langacker（1987，1991a）所创建的认知语法也是一种构式语法理论，本书将其称为Langacker’s Construction Grammar，简称为LCG。



（3）Goldberg（1995）所创立的题元结构的构式语法分析法代表了认知语言学中典型的构式语法理论，本书将其称为Goldberg’s Construction Grammar，简称为GCG。由于Goldberg的研究深受她的老师Lakoff的影响，所以有时我们又将她的构式语法理论与Lakoff的有关理论结合起来叙述，简称LGCG。Goldberg（2006：214）后来将其称为Cognitive Construction Grammar（认知构式语法，可简称为CCxG）。



（4）Croft（2001）所创立的激进构式语法理论，本书将其称为Croft’s Construction Grammar，简称为RCG。


第四章至第七章主要回顾了构式语法的发展简史，对这四种构式语法理论作了简要介绍和评述。本章将主要比较这四种理论之间的同和异，以便能对其有一更为深入的理解。

1. 共性

Langacker（2003）并不认为Fillmore，Kay和O’Connor等学者所建立的构式语法理论属于认知语言学阵营，因为在他看来，他们尽管与TG学派有所不同，挑战了乔氏理论的很多基本观点，也预言了“语言具有构式性”的观点，但是还常常主张运用形式主义、生成理论框架来论述构式（Evans & Green，2006：651，659），乐于探索构式背后的“规则”，而不追寻其理据（Motivation）。有时他们还持普遍语法的观点，研究过程中主张将形式与语义/语用分离开来，主要持“分解论”立场，因此，很多认知语言学家主张将他们划归形式主义阵营。

Goldberg（2006：214—215）曾指出，Fillmore等学者所建立的理论之所以被称为“调合构式语法”，是因为他们过于偏重于基于调合的形式主义分析方法，主张运用TG学派所一贯倡导的特征合并的形式手段来表征语言中的各种构式，崇尚和追求构式规则性（Constructional Rule）、形式明晰性（Formal Explicitness）、表征调合性（Representational Unification）、结构分解性（Structural Reductionism），而忽视构式背后的心理实在性（Psychological Reality）。这就是Langacker为什么不将Fillmore等学者所创立的FCG视为认知语言学意义上的构式语法的主要原因，所以在他2003年的论文中仅只论述了三种构式语法理论。

Langacker认为他的LCG也是一种构式语法，且还是一种激进的语法理论，因其与当时处于主导地位的TG学派分庭抗礼，将其视为“激进”也是有道理的。LGCG没有完全局限于构式语法本身，其中还包含了认知语法和激进构式语法的部分内容，正如Goldberg（2006：225）所指出的：

Thus CG and CCxG share a great deal，although there are a few fairly important distinctions which distinguish the two approaches.（因此，尽管认知语法和认知构式语法具有一些可视为两种不同方法的重大区分，但这两种理论还是具有很多共同之处。）

总的来说，这三种构式语法理论既互相区分，又相互联系。Langacker（2003）将这三种理论的共性总结成12条（参见Goldberg，2006：220—221），本文将其归纳成5条，并在其后分别注上所对应批判的TG观点（参见第三章）。

（1）构式都是象征单位，是经训练后可学得的形义配对体，或经训练后可学得的形式—功能配对体。构式有简单和复杂之分。运用构式可同时对词汇、词法和句法做出统一性解释，这三者形成了构式的连续体，语言就是由构式组建形成的具有结构性的大仓库，可用构式为其提供统一解释（批判句法自治观：句法可独立于语义和语用；批判模块观：语言可被切分为不同的子模块）。

（2）“构式”才是语言研究的首要对象，而不是“规则”。构式语法学家认为合乎语法的表达，就应能同时满足构式的限制条件，学者们昔日所论述的规则和类型实际上主要是以构式的形式出现的，构式更为基础，因为能包容独特构式的框架系统也就能包容规则性类型，但反之不然。所以只有用构式才可为语言知识做出更合理的、更具解释力的、更为统一的表征。语言学家就应当集中精力深入研究构式，追求其背后的理据性（批判模块论：每个子模块都含高度概括的规则）。

（3）大部分构式具有独特性，各有其不同的来源，且构式常因不同语言而异，所谓的普遍的规则性类型仅是构式系统中的一个特例。构式语法学家认为，构式具有非派生性、非生成性（Non-productive），也就是说，构式之间不存在什么转换关系。构式语法就应当分析语言中各构式的独特性，包括大量的习语和特殊表达。而TG学派对此类现象却置之不理，这或许是因为感到束手无策而被迫采取的一种消极回避态度。既然构式既能解释不规则性用法，又能说明规则性用法，那么构式语法比起TG语法来说，就自然更具概括性和解释力（批判普遍观：世界各语言共享一套UG；兼批转换法：构式之间存在基本形式和派生形式，后者转换至前者）。

（4）语言知识来源于语言运用，构式出自实际用法，与传承性网络和使用频率密切相关，而且在人们心智中是按照“分类分层”方式组织起来的，因此构式具有不同程度的详略度和图式性。构式具有分类性、层级性、传承性等特征，只能依靠基于用法的模型才能作出合理而又全面的论述。语言学家就应当从语言运用的角度深入研究语言知识的形成机制和表征方式，详细解释层级性构式中的形和义这两个结构上的传承性关系，从而揭示语言的本质［批判天赋观：语言能力是先天就有的；兼批普遍观和转换观：参见（3）］。

（5）组合原则应受到整合原则的限制。一个话语的整体意义除语义结构外，还包括规约化的情景、讲话者的语音语调和姿态、语用功能信息以及接受者的识解，话语意义不可能仅靠要素简单相加的法则，而是基于格式塔原则整合而成的，语义结构仅具有部分组合性，当以整合性原则为主（批判形式观：用一套严格的形式化演算方法规范多变的语义；组合论：1＋1＝2；客观主义语义观：语言符号是客观外界的镜像反映）。

Croft & Cruse（2004：266）持与Langacker不同的观点，认为Fillmore的构式语法（FCG）也可视为认知语言学中的一种句法理论，因此他们在2004年出版的专著中较为详细地论述了本章开头列出的四种构式语法理论，并指出这四种构式语法理论都接受了以下三条基本假设：


（1）构式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象征单位（形义配对体）构成的，它们是独立存在的实体；



（2）可用构式对语法结构作出统一的表征；



（3）语法中所有构式在人们心智中是按照“分类分层”的方式组织建构起来的。


2. 差异

我们认为，四种理论对构式语法的形成和发展各有贡献，总的说来，Fillmore & Kay详细论述了句法关系和句法的传承性问题；Lakoff以及Goldberg提出了构式之间的范畴化关系；Langacker重点从语义范畴和语义关系的角度论述了构式；Croft重点论述了他的六条激进观和类型共性。另外，特别重要的是，后三种理论都接受了基于用法的模型，认为语言知识不是天赋的，而主要来源于语言运用，应从语言运用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知识的形成和表征，这是对TG理论所倡导的天赋观、普遍观、自治观的反叛，参见上文第（4）点。

我们将根据Croft & Cruse（2004：265—290）的观点，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深入对比四种理论之间的差异（包括部分相同之处）：


（1）句法成分的范畴在构式语法中的地位；



（2）句法关系的类型；



（3）构式之间的关系类型；



（4）语法信息如何储存在构式的不同层次上。


为什么要从这四个方面来对比四种构式语法理论，这须从句法成分范畴的标注问题说起。我们知道，在TG语法理论中，诸如NP、VP、S、O等句法成分范畴是要逐一标出的，例如句子：

［1］Tom sings.

可标注成：

［2］［［Tom］NP
 ［sings］VP
 ］S


而大多构式语法不主张直接标注出句法成分范畴，而是用了与TG完全不同的“框盒法”（参见第十五章）来表征句法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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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



对比图8.2和［2］所表征的不及物构式，我们就会发现两者有很多不同之处，图8.2所含信息量要远远多于［2］。构式语法虽没有标出诸如名词、动词等句法范畴，但关系更明晰，重点更突出，标注更直观。图8.2详析如下：

（1）明晰标注了构式在每一层次上的象征关系（为纵向关系），如图中竖画的虚线所示：首先是“Tom”和“TOM”之间的象征关系，然后是“sings”和“SING”之间的象征关系，最后是“Tom sings”和“TOM SING”的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这两者之间的象征关系。

（2）明晰标注了构式的部整关系（为横向关系），如图中句法层面上的“Tom”和“sings”的组配整合关系，语义层面上的“TOM”和“SING”之间的组配整合关系，图中用横画的虚线表示。

不同的构式语法理论对句法范畴有不同的处理方法。这就涉及它们在构式语法中具有什么地位，以及如何表征的问题，不同的构式语法理论建立了不同的“句法—语义”之间的内部连接模式。

要能够确定句法成分的地位，还要进一步搞清楚句法成分之间的关系，以及句法结构之间的关系，这就是Croft & Cruse（2004：262）所论述的句法关系的类型问题。他们主要从构式知识的内部组织角度进行了分析。认知语法认为：构式具有内部结构，人们的语言知识就是这类结构性构式的清单（Langacker，1987：63—76），可运用“分类网络［Taxonomic Network，又叫‘分类分层网络（Taxonomic Hierarchy）’］”或“图式性程度（Degree of Schematicity）”来分析构式的内部关系，每个构式就是这个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参见图9.5和第九章例［25］—［31］对SUBJ VERB PHRASE 到最具体表达“He kicked the bucket.”的逐层分析，以及图10.1对“我吃，我吃饭，我吃惊”的构式分类分层网络
[1]

 分析。

注意，在图10.1中还列出了“否定”构式，这意味着我们还可将否定构式与“我吃”，“我吃饭”，“我吃惊”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否定构式。也就是说，一个句子可能有多个母节点，每个节点就是一个构式，因此一个句子可能是由多个构式整合而成的，如否定句

［3］我没有吃肉。


是来自一个“及物构式”和一个“否定构式”。又例：

［4］It was a pen that Tom gave me.

则来自一个双宾语构式以及“It”分裂句构式。

句法关系类型又是与构式关系类型密切相关的，这就出现了第三个问题：构式之间的关系问题。构式语法学家主张用“分类分层”分析法来论述若干构式所形成的网络体系。

分类分层系统在不同抽象层次上有相同或相似的信息表征方式，如及物动词在较高抽象层次上的句法关系可表征为：［Vt＋O］，其下层，如及物动词“kick”的句法关系，可表征为：［kick＋O］，依此类推。

但是，不同的构式语法理论对构式的信息在分类分层关系中有不同的表征方法，这就涉及语法信息如何被储存于构式的不同类型和层次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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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CG：Fillmore等学者的观点


Fillmore，Kay，O’Connor，Sag，Michaelis等人基于语言理论的“概括性承诺（Generalization Commitment）”指出，乔姆斯基过于强调规则性的核心语法，而忽视了语言中大量的非规则性（如习语）用法，从而使得TG理论本身丧失了部分概括性。他们采取了与其相反的做法，重点研究习语和那些非规则性的特殊语式和构式，以期能建立相关理论，用来解释常规性表达，提高语言理论的概括性，为验证普遍观提供新思路（参见第一节）。

但是，他们并没有与乔氏理论彻底分道扬镳，还保留了TG学派的部分基本观点，特别是对“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还有所偏重，这样必然导致他们行走于TG理论与认知构式语法之间。他们认为，到目前为止构式语法还没有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句法表征公理化系统，于是构思出一套“框盒图”表征法（详见第十五章），以期能解决这一问题。近来，Sag（2007，2008），Fillmore（待出）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符号的构式语法（Sign-based Construction Grammar，简称SBCG）”，尝试用形式化的方法来表征构式的句法、语义、语用等层面的特征结构，但这一理论取向又明显不同于乔姆斯基（前三个观点与认知构式语法的观点相同，后两个观点与认知构式语法不同）：

（1）他们所用的术语“Sign”沿用了索绪尔的“形义一体”的观点，这显然接受了构式语法的核心思想，而乔姆斯基所采取的基本策略是形义分离的模块论，且只关注形式层面（至少是早中期）。此外，SBCG中的“Sign”不仅指短语，还包括词和词位（Lexeme），这就与TG的“短语结构语法（Phrase Structure Grammar）”完全不同，使得“Sign”更接近于“构式”了。

（2）SBCG认为，语法不是一套抽象规则和限制，而是构式的类型层级［Type Hierarchies，又叫Inheritance Hierarchies（传承层级）］，其中各个层级上都含有丰富的特征信息。不仅词项有意义，句法规则也有意义。

（3）规则性和习语性是一个连续体，在核心语法和边缘现象两者之间难以作出二元切分，在语句的生成过程中会同时涉及两者。

（4）Fillmore等学者所倡导的SBCG在处理“理据性”与“预测性”的关系上，更注重后者，因为强调预测性是形式主义语言学的基本取向。

（5）乔姆斯基在树型图中的各个节点上标注了诸如S，O，NP，VP之类的句法范畴标签，而SBCG主张用框盒图取代树型图，且在节点上标注上了“特征结构（Feature Structure）”，即“特征值矩阵（the Attribute-value Matrix，简称AVM）”，在运作过程中奉行了“基于调合的形式主义（the Unification-based Formalism）”策略
[2]

 （Goldberg，2006：215）。

TG学派中的另一重要分支——“语核驱动的短语结构语法［Head-driven Phrase Structure Grammar，简称HPSG，又叫‘基于符号的理论（the Symbol-based Theory）’］”，更是注重词汇规则模型，信守组合原则，认为语言中有“核补结构规则（Head-Complement Rule，短语中基本组合原则是由语核决定的，参见Jackendoff，2002：195）”和“主谓结构规则（Subject-Predicate Rule）”，它们就像短语结构规则一样，能在转换框架中发挥结构组建的作用。该理论尽管比起TG学派来说更强调意义和语用分析，但依旧接受了乔氏的模块论、组合观、句法自治论。因此当前学术界常将HPSG视为生成学派中的非转换生成学派（Non-transformational Generative Model，参见下文）。

FCG对上述四个问题的主要观点详述如下：


（1）句法成分的范畴在构式语法中的地位


① 分解论兼整体论。正如第四章第二节所述，Fillmore等人认为习语当被视为一个整体，其句法和语义常具有不可分解性，并从这里受到启发，进而提出了构式语法理论。但这一分析思路并没有被扩展到基础分句和整个语言系统，他们在对句法成分的范畴问题上主要还是持分解论，主张将构式中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整个构式，视为基本原素，整体是由部分组合而成的，正如上文所述的“特征合并”分析法或“调合”分析法。而且他们还继续沿用了传统的句法范畴，更多地考虑到句法功能。

② 习语与特殊构式。他们主要研究了习语构式，以及一些非规则构式中的句法成分的范畴问题，以图通过对这类研究所获得的成果来解释语言中的规则性表达，参见上文。

③ 词汇和规则为中心。他们在研究中基本遵循了以“词汇”与“规则”为中心的原则，而其他三种构式语法理论则放弃了这一原则，认为构式本身就是“现成的（ready-made）”。

从词汇入手分析构式，自然就要沿袭从部分到整体的研究思路，认为动词起决定性作用，构式义主要来自动词义，从分解动词义入手来解释构式义，这样才能对构式的内部结构作出较为精细的分析。例如Kay认为英语双宾构式中有一个核心题元——“接受者（Recipient）”，可将双宾构式归结为“接受者构式（Recipient Construction）”，其中又包含了三个接受者子构式：

（a）意向性接受者子构式（Intended Recipient Construction）

（b）直接性接受者子构式（Direct Recipient Construction）

（c）情态性接受者子构式（Modal Recipient Construction）

每类子构式都有其相对应的动词，这样，就可将构式义归结为动词义，将构式归结为动词框架。

因此，Fillmore等人一方面认为较大的构式可以分解为较小的构式，直至最小的“原子单位”，较小的构式或原子单位可以组成较大的构式；另一方面他们又接受了整合观（Integration Theory），认为整个语句的意义与构式整体密切相连，不能通过语句构成部分的意义预测出来，因为在构式从小到大的整合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原子单位中所没有的句法和语义特征。可见，他们的构式语法理论与中心驱动短语结构语法存在一定的差别，持“非模块论”和“统一观”，即致力于创建统一的语法体系，既能解释原型性中心成员，也能解释边缘性成员；也不必将语言分割成单独的子模块，或将某模块置于其他模块之先（如TG整个思路是以句法模块为中心，一般分析程序是从语音模块到句法模块再到语义模块），强调了形义配对体的观点；而且他们还主张将音位、词法、句法、语义、语用等层次的信息置于一个统一的整体性表征之中加以表述。


（2）句法关系的类型


① 三套术语。正如上文所说，FCG在分析习语之外的语言现象时，主要还是采取了从部分到整体的分析思路，他们主要运用了以下三套术语来论述如何将原子单位整合成较大的构式：

A. 角色（Role），用以限定复杂构式中的句法角色，包括：修饰语（Modifier）、填充语（Filler）、语核（Head），用双引号“”表示。

B. 关联（Rel），指题元对于谓词的关系，表明题元所应有的语法功能（Grammatical Function），以及相对于谓词所应有的题元角色（Theta Role），用“［　］”表示。

C. 配价（Val），指谓词对于题元的关系，谓词的配价系统体现为一个集合，即一个谓词可能需要一个或数个题元才能得到满足，用“{　}”表示。

例如，语言中都有“不及物构式”，英语句子“Tom sings”就可通过这三套术语将具体词项插入后，实现句法与语义的整合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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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及物构式需要两个主要“角色”，一个是“题元”，另一个是“谓词”，题元对于不及物构式来说，具有“填充语（Filler）”角色，而谓词对于不及物构式来说具有“语核（Head）”角色。

② 匹配原则。要能使不及物构式正常运作，就必须满足“题元”与“谓词”之间的相互匹配的要求，图8.4中两条带箭头的横线就表示这一含义。

A. 从题元对谓词的“关联（rel）”角度来说，在不及物构式中题元可获得一个“语法功能（gf）”，同时在语义上也获得一个“题元角色（theta）”。在这个例子中，作为题元的“Tom”获得“主语（sbj）”的语法功能，同时也获得“施事者（agt）”的题元角色。

B. 从谓词对题元的“配价（val）”要求这一角度来说，Fillmore用“配价原则（Valence Principle）”，或“匹配原则（Matching Principle）”来阐述，构式中谓词所需的“价位”应与题元所能提供的“价位”合理匹配。也就是说，一个题元中所含的角色应与谓词配价表中的一个成分匹配得上，这样才能产生正确的、可接受的句子。这就是谓词对于题元的配价要求。在这个例子中，谓词“sing”需要一个语义成分（sem）作施事者（A）。

我们还应注意，“填充语”和“语核”这两个角色主要是相对于整个构式而言的，因此这两者与构式之间是“部分—整体”的关系；而“关联”和“配价”，即题元和谓词的相互关系，则具有“部分—部分”的关系。

另外，题元和谓词在不同的语法构式中所充当的“语核”角色是不尽相同的，例如：

［5］The book is red.

［6］the red book

在这两例中“red”都是谓词，“（the）book”都是题元，但是在［5］中，“be red”起着“语核”角色，而在［6］中“book”起着“语核”角色。

有时，构式中的同一成分可作两种不同的解读：既可解读为“谓词带题元”，同时还可解读为另一个谓词的题元，例如：

［7］You should read this.

此例句中的“read”是一个谓词，带了一个题元“this”，同时，“read”本身又是谓词“should”的一个题元。

③ 部整分析思路。FCG主要运用上述三套术语实现了构式从部分到整体的分析思路，而且这一思路还可从框盒图表达法得到佐证（参见第十五章）。

在框盒图中常要分别标出某一构式的句法形式、语义表征、形义配对这三个部分，形义配对取决于句法特征和语义表征，这就注定了他们要遵循从部分到整体的研究过程。


（3）构式之间的关系类型


这几种构式语法理论都认为，构式具有上下层级性的特征，且都对其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详见第九章第八节）。

FCG在处理构式上下层级性关系时，论述了处于不同层级上的构式意义之间的传承问题，且认为处于较低层级上的构式可以从处于较高层级的构式上传承到有关信息。例如在

［8］kick the habit

这一表达中，名词短语“the habit”本身原来并不具有作动词“kick”的宾语的语法功能，只有将其置于“动—宾（VERB OBJ）”构式之中时，“the habit”才具有作“kick”的宾语的功能。也就是说，处于下级的具体层面上的表达可从其最上层的抽象图式表征层面传承有关信息。


（4）语法信息如何储存于构式分层之中


① 完全传承模式。Kay & Fillmore（1999：7—8，30—31）认为，构式语法当为一种“完全传承模式（Complete Mode of Inheritance）”，要从某一构式范畴内部各层次的关系上作出整体考虑，提炼出最基本的和最关键的信息，形成图式，将其储存于构式的最高层次（最抽象的图式层次）上，每个节点上的所有信息都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受传承的节点，各层次上的信息一般不会发生冲突。

此外，他们认为，构式的某一部分也可能从另外一个构式中传承到有关信息。

② 由于Fillmore等人的学术趋向基本上属于TG学派（参见上文），FCG还未能彻底摆脱乔氏的影响，认为可基于普遍语法（UG）假说，用“构式”来解释语言能力背后的普遍机制（Evans & Green，2006：661），这显然与Croft等人所主张的激进构式语法的构式特殊论不同。

另外，Goldberg（2006：215）还指出，Fillmore等人的构式语法理论并不寻求解释构式背后的理据性，而其他三种类型的构式语法理论都致力于对其做出合理的解释。


2）LGCG：Lakoff和Goldberg的观点


Lakoff于1987年主要从原型和辐射型范畴理论角度论述了英语中的“there-”构式，提出了许多有关构式语法的观点，如从句法成分、词汇成分、句法条件、音位条件等角度分析构式。

Goldberg基于她老师Lakoff的原型范畴理论、隐喻理论、构式分析法等，将FCG所倡导的研究习语和非规则性构式的方法扩展到了语言中较为正常的表达，于1995年和1996年分别出版专著和论文，在认知语言学理论框架中进一步发展出全新的“构式语法”理论，较为深入地分析了一些较为常规的构式（如双宾构式、使动构式、动结构式等）的题元结构，从题元结构的角度论述了构式之间的关系，实现了用构式语法的方法，而不是像词汇中心论那样用只关注词汇规则的方法，来分析题元结构的新理论，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观点，在认知语言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师生二人研究构式语法理论的显著特点在于：运用原型范畴理论分析构式之间的关系（Croft & Cruse，2004：272）。

Goldberg在此基础上于2006年又出版了构式语法研究的一部力作Constructions at Work：the Nature of Generalization in Language
 （《工作中的构式：语言概括性的本质》），她在书中进一步重申了1995年论著中的基本观点，明确将自己的理论定名为“认知构式语法”，重点论述了语言的一个本质性特征“概括性”，其具体体现为构式。Goldberg还在此基础上论述了语言的习得就是构式的习得，为语言教学和二语习得提供了新思路。笔者仔细梳理了她的两本构式语法专著的主要观点，详见第六章第二、第三节。


（1）句法成分的范畴在构式语法中的地位


① 整体论。Goldberg基本还是持分解论立场的，她一直强调应当在整体层面来论述“部分”与“构式整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别是那些具有独特性的构式，其中所出现的成分几乎不用于其他构式，此时必须从整体角度才能对这类构式做出合理的解释。因此，Goldberg坚决主张用Fillmore的框架语义学来分析复杂事件中的参与者语义角色，可将复杂事件这一整体视为语义表征的背景或框架单位，这样，事件中的语义角色就可通过整体情景来定义。因此构式本身可视作一个整体性框架，它本身就是一个基本原素。

② 分解论？Goldberg（2006：222）明确指出：她与Croft的激进构式语法都持“非分解观”，在对待语义角色上坚决主张运用整体论，但Croft和Langacker都认为，Goldberg在论述“句法关系”时尚持分解论的立场，如在分析题元结构中的句法范畴和句法关系时，仍旧运用了诸如“主语”、“宾语”、“动词”、“名词”等一类的成分来分析，似乎没有将构式视为一个句法整体来处理。

Goldberg（2006：221）似乎不太认同这一评述，她强调指出：语法描写中运用到“主语”、“宾语”、“名词”、“动词”等术语，不一定就是指句法上的原子特征，也不一定就是分解论的方法。Goldberg还针对Langacker对她的批评进行了反驳，指责Langacker的认知语法才明显持分解主义观点（Cognitive Grammar is explicitly reductionist.），还引用了Langacker（2003：8）本人的一句话来佐证她的指责：

As Langacker puts it，“Grammer exists and has to be described as such. Like water（a particular configuration of hydrogen and oxygen atoms），it is however reducible to something more fundamental（configurations of semantic structures，phonological structures，and symbolic links）.”（正如Langacker所说：“语法就是这样的，也应当这样被描写。语法就像水一样，水是氢原子和氧原子的特定构型，因此语法也可被分解为一些更为基本的元素，因为语言是语义结构、音位结构和象征关系的复合物。”）

我们从他们的争论中发现一个共同点，Langacker和Goldberg都认为构式语法理论应当坚持“非分解论”立场，他们的争论其实都在指责对方在非分解论上还做得不到位。因为分解论过分钟情于句法形式上的“最精细化的分析方法（Finest-grained Level of Analysis）”，忽视其意义和功能，如分解论仅只注意到纯净水是由二氢一氧组合而成的，而不能解释水为什么是潮湿的，为什么具有被饮用和洗澡等功能。可见，分解论与“组合观”、“形式主义”等立场更为紧密。这才是我们应当汲取的要旨。

③ 以构式为研究对象，兼顾词汇。Goldberg认为，构式本身就是原素性单位，应为语法的主要研究对象，这表明她并没有持Langacker所说的分解论立场，同时也与乔姆斯基所说的“构式是副现象”彻底分道扬镳了。但是，她也没有完全否认词汇对于理解整个构式意义所起到的作用，因此我们将其描述为“以构式为对象，并兼顾词汇”。Goldberg明确区分了两者之间的差异：动词突显了参与者角色，句层面的构式突显了题元角色，但后者更为灵活，且只有题元角色才与诸如主语、宾语等语法功能相连。动词的参与者角色与构式的题元角色之间通过“语义连贯原则”和“对应原则”建立联系（参见Goldberg，1995：48—50；本书第六章第四节第1点）。

FCG的主要兴趣在于非常规性构式（含习语），LGCG则将研究范围扩大到了较为常规的构式（诸如双宾构式、动结构式、使动构式等），同时也兼顾到非常规构式（如“the Way”构式等），进一步确定了以“构式”为研究对象的语法（或语言）研究思路，从而使得整个认知语言学界基本确立了以构式为基础的认知构式语法理论。


（2）句法关系的类型


① Lakoff：句法、词汇成分，句法、音位条件。句法关系的类型不是Lakoff的研究中心，Lakoff（1987：489）在研究“there-”构式时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论述句法成分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构式整体之间的关系：


A. 句法成分，如分句、名词短语、动词等；



B. 词汇成分，如“there”，“here”，“come”，“go”，“be”等；



C. 句法条件，如成分的线性顺序、主语与宾语的句法关系等；



D. 音位条件，如重音缺省、元音长度等。


② Goldberg的研究重点也不在句法关系的类型上，她（1995）主要从题元结构的角度分析了常规构式，重点运用原型范畴理论来阐释构式之间的关系，论述了题元结构的语法和语义的分析思路，以及句法角色的连接问题等，参见下文。


（3）构式之间的关系类型


① 如上文所述，Lakoff和Goldberg都运用了原型范畴理论来分析构式之间的关系，他们提出了范畴结构中两个最重要的特征：


A. 多义性



B. 原型—扩展


这两个特征存在于构式的各层次之中。

② Lakoff和Goldberg都论及了构式网络中的层级性关系，有的构式更具抽象性或图式性，有的构式更接近具体性语式，而有的构式就是由具体词语而形成的一个固定表达语式，这样整个构式网络就形成了一个“图式—例示”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自然就有部分和整体之分。

③ Goldberg还以“理据性”和“传承性”为出发点重点论述了构式之间的种种关系。所谓理据性，是指特定构式的特征可被预测的程度性。她还提出了“最大理据性原则（the Principle of Maximized Motivation）”：

If construction A is related to construction B syntactically，then the system of construction A is motivated to the degree that it is related to construction B semantically（cf. Haiman：1985a/b；Lakoff：1987）. Such motivation is maximized.（当构式A与构式B在句法上有联系时，那么构式A系统就与构式B在语义上有一定程度的联系；它们之间就是有理据的，这种理据性是最大化的。）

为了深入解释语言如何遵循这一原则，Goldberg（1995：74—81）提出了构式网络中的“传承性连接（Inheritance Link）”这一概念，如果构式A从构式B传承了信息，那么B就是A的理据。

“传承性连接”主要包含四种连接：多义性连接（Polysemy Links）、隐喻性连接（Metaphorical Links）、分部性连接（Subpart Links）、例示性连接（Instance Links）（参见第九章第九节和第十四章第六节第2点）。分部性连接与Lakoff所说的“部分—整体”关系相仿，例示性连接与Lakoff所说的分层关系相仿。

同一个构式会有多种意义和用法，这就是“多义性连接”，如双宾构式（XVYZ）主要表示所有物的转移，其原型义为：X CAUSES Y TO RECEIVE Z，但该构式可通过隐喻方式生成许多其他非中心用法，使其成为一个多义性构式（详见《下卷》）。


（4）语法信息如何储存于构式分层之中


① 正常传承模式（Normal Mode of Inheritance）。该模式是针对上文述及的“完全传承模式（Complete Mode of Inheritance）”提出的，可以直接理解成“部分传承模式”。

“完全传承模式”认为，每个节点上的所有信息都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受传承的节点，也就是说，构式范畴内部下位层次
[3]

 上的主要信息完全传承自其上位层次
[44]

 ，而且各层次上的信息不会发生冲突。但这仅是一个理想化了的理论假设，在构式的实际用法中，常常会出现与“完全传承模式”不相吻合的情况，因此很多构式语法学家认为应当基于实际用法来论述构式，接受了“基于用法的模型”。

根据原型范畴理论，我们所知道的关于某一范畴的大部分知识并不一定完全适用于范畴中的所有例示成员，人们会对这种情况作出适当的调变，这可以用“正常传承模式”来解释：

Normal inheritance is simply a way of stating partial generalization.（正常传承仅是一种陈述部分概括性的方法。）

（Goldberg，1995：74）

可见，“正常传承模式”实为“部分传承模式”，信息在传承时只发生“部分性”控制作用，而不是“完全性”的。例如，当有人提到“鸟”时，我们就会想到它会飞，也就是说“飞”的信息被储存于“鸟”这一范畴之中，因此在提到“鸟”时，“飞”的特征就被传承下来。但如果说到的是“鸵鸟”、“企鹅”、“断了翅膀的鸟”、“死鸟”时，“飞”的特征在传承过程中就会被阻断，人们就会很正常地对“鸟”的特征作出适当的调整。

这一情况也适用于构式。Lakoff（1987：490—491）在论述“there-构式”时认为，指示词主要是用来说明在一个言语行为情景中存在一个所指物，因此这一指示构式应当用于一般现在时，但是这个构式根据具体情况也可能有很多其他时态的用法，这些具体情况和用法就阻断了对一般现在时的传承，人们就会对“there-构式”的用法作出适当调整。

② 多重进入模式（Full-entry Mode）。“正常传承模式”主要是针对下位层次在从上位层次传承时有些信息被阻断这一现象提出的解释策略，即使信息有矛盾，也仅局限于“上位—下位”之间，但解释不了多个上位层次中出现信息相冲突的现象，为此Goldberg（1995：73—74）提出了“多重进入模式”，认为一个下位层次可能会面对多个上位层次，在这些上位层次中存在着互相冲突的特征，此时就会在多重传承的选择过程中出现信息选择冲突的情况。

“正常传承模式”所涉及的两个构式为“上位—下位”关系，或叫“母—子”关系，即使在传承过程中出现了冲突性现象，该模式总能作出判定，总归是下位层次“获胜”。而“多重进入模式”所涉及的两个或多个构式都是上位层次，冲突是发生在它们之间的，而且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则来确定究竟选用哪一上位层次，或无法预测哪个上位层次获胜。

现将上述几种传承理论图示如下：

[image: 0275-01]
图8.5　完全传承模式



图8.5 表示“完全传承模式”，在构式C1
 和C2
 之间用实线表示完全传承性关系，说明C2
 从C1
 完全传承了有关信息，C1
 完全控制着C2
 的主要信息。

[image: 0275-02]
图8.6　正常传承模式



图8.6 表示“正常传承模式”，在构式C1
 和C2
 之间用虚线表示不完全传承（或部分传承）的关系，即C1
 的部分基本信息可能会在传承过程中被阻断，C2
 仅从C1
 传承了部分信息。

[image: 0276-01]
图8.7　多重进入模式



图8.7表示“多重传承模式”，下位构式C2
 可能会面对多个上位构式C1
 ，C1
 ′，C1
 ″，且它们之间存在互相冲突的特征。这一模式相当于Aarts（2008：16）论述的“Multiple Default Inheritance（多重正常传承，简称MDI）”，他将其定义为：

...subcategories inherit properties from supercategories，unless they are overridden by other，more specific properties.（只要次范畴没有受到其他明确特性的压制，它就从多个上位范畴传承特性。）

例如：“动词—小品词构式”与“动结构式”就存在着相互冲突的特征：

［9］He cleaned the mess up.

［10］He cleaned up the mess.

［11］*
 The mess is up.

［12］She hammered the metal flat.

［13］The metal is flat.

［14］*
 She hammered flat the metal.

在“动词—小品词构式”中，小品词的词序可以移动，且小品词不可用来描述宾语（如例［11］）。而在“动结构式”中，表示结果的“flat”位置不可移动，“flat”可用来描写宾语（如例［13］）。当遇到“break open”时，就面临着对这种互相冲突的上位节点的选择问题，它究竟是传承了“动词—小品词构式”，还是传承了“动结构式”？

［15］Break the box open.

［16］Break open the box.

［17］The box is open.

从例［15］和［16］可见，“open”可以移动，说明该构式传承了“动词—小品词构式”的特征；同时从例［17］可见，“open”还可用来描写宾语，说明它又传承了“动结构式”的特征。这就使得“break open”具有双重特征：它不但有“动结构式”的特征，而且有“动词—小品词构式”的特征。“break open”面对这两种互相冲突的上位节点构式，传承了这两个构式中互相冲突的特征，这只能用图8.7所表示的“多重进入模型”加以解释，图示如下：

[image: 0277-01]
图8.8



又例汉语中的“副名构式”，我们认为，可能传承了五个构式的相关信息（详见《下卷》第十二章），可图示如下：

[image: 0277-02]
图8.9



③ 储存简约性表征。人们不可能储存每句话语的细节性信息，而是基于听到和用过的话语形成一个概括性的“图式”，并对其加以储存；同时人们也不可能一次就能储存各种语法知识，这与使用频率有关。因此Goldberg（1995：133—139）接受了Langacker（1987：370）和其他认知语言学家的观点，积极倡导“基于用法的模型”，认为语言知识和规则来自语言用法，而不是先天的普遍语法，来自语言用法类型，而不是句法本身，这样它们才可能作为独立的语法信息被表征和储存。

④ 基于用法的模型。Goldberg与LCG和RCG在这一点上立场相同，大力倡导基于用法的模型，坚持“所见即所得”的观点，重视语言实际用法，从具体语料入手，从中概括出构式规律性特征，同时，这也与当前哲学界所强调的“回归生活世界”的取向是完全一致的（详见第三章第二节第7点）。


3）LCG：Langacker的认知语法


Langacker（1987：57）认为语法应描写语言系统的心理表征，其目标就是要研究人们心智中的“内部语法（Internal Grammar）”，它也是一种研究句法表征的构式语法，将传统理论中所说的“句法”视为“构式”，重点描写构式形成和理解的概念化过程。

LCG与FCG的区别在于，前者注重描写形式（音位、书写、姿势等，但不包括语法形式）与意义（语义、语用、语篇功能等）相配对整合而成的象征单位
[5]

 ，语法被视为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有结构层次的象征单位的大仓库，因此认知语法是关于语义和句法的理论，从语义角度来定义句法成分以及其间的关系。


（1）句法成分的范畴在构式语法中的地位


① 整体论，句法成分因语言而异。Langacker在认知语法中鲜明地提出了整体论，他虽然用了一套全新的理论和术语来论述语法，但也没有完全抛弃诸如“名词”、“动词”、“主语”、“宾语”等基本句法成分范畴，只是对它们从语义角度做出了全新的解释。

Langacker强调指出，在跨语言对比时，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相同的意义范畴，但对这些同义范畴的识解却因语言而异，这已经成为认知语法所论述的一项主要内容和一个重要特点。例如，英语的“sick”被识解为一个形容词，具有非时间性，是总体扫描的结果，因此需要借助表示时间的系词“be”（为顺序扫描）来表示。而汉语的“病”则被识解为动词，属于程序性扫描，本身就具有时间性，因此不需借助系词构句（当然，“病”也可识解为名词，此时则是整体性扫描的结果）。

② 关于Langacker的认知语法是否存在“分解论”立场的问题，参见上文。其实，我们注意到他本人也用到了诸如主语、宾语、名词和动词之类的术语。可见，仅依据这类术语来判断是否持有分解论立场，并不全面。

③ 以象征单位和构式为研究对象。Langacker认为构式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形义配对体的象征单位构成的，他大力倡导以“象征单位”和“构式”为中心的认知语法理论。

构式语法理论最初是出于反思词汇规则中心论以及TG的构式副现象论提出的，即使在论述诸如施事者（Agent）和受事者（Patient）等一类的语义角色或参与者角色时，Langacker等学者也认为，它们不是直接与动词相连接的，而是与抽象构式（能建构分句的潜在性心智表征）相连的。Langacker主要关注分句背后的认知模型，而Goldberg主要关注产生自认知模型的句层面上的构式本身，认为动词和构式各有自身的参与者角色，且构式的参与者角色（又叫题元角色）独立于动词的参与者角色（又叫论元角色）。

④ 识解原则。Langacker认为，基本句法范畴都有基本意义，应当对它们所表示的概念内容作抽象化（图式化）的语义识解，它们都是在人们对经验作出各种识解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如他尝试用“弹子球模型（Billiard-ball Model）”和“舞台模型（Stage Model）”来解释句法成因，用“能量源（Energy Source）”来解释“施事”，用“能量尾（Energy Tail或Energy Sink）”来解释“受事”。Langacker还创建了一套分析句法范畴的语义识解系统（精细度、辖域、背景、视角、突显），并用其来分析了词性、主宾语、可数—不可数名词、时体屈折变化、助动词、所有格、作格、补语等。如他基于人类经验，以突显为基准对词性做出了全新的划分：名词突显事体，动词突显动作和关系等。运用人类的基本感知经验和识解能力，如从图形（Figure）和背景（Background）、射体（Trajector）和界标（Landmark）、认知参照点（Cognitive Reference Point）等角度来论述词义以及分句的主语和宾语等句法成分。


（2）句法关系的类型


① 从语义角度（F/G、Tr/Lm、CRP、识解等）来定义诸如主语、宾语等句法成分和关系，这是Langacker认知语法的一个重要理论出发点。

由于认知语法将句法关系视为语义关系，这样就只能从经验角度和语义角度来论述句法关系及其类型。认知语法还将传统理论中的句法关系视为象征单位和构式之间的关系。

Langacker出于语义分析的角度，用“构式”代替了“句法”，用“题元和谓词”代替了“主语和谓语”，用“构式关系”代替了“句法关系”，而且还提出“详述位”这一概念发展了配价理论，有效地改进了传统理论中的“主—谓”句法关系。当然，这一分析方法也适用于分析“动—宾”等句法关系。值得称道的是，Langacker还将这一用法扩大到“助动词—主动词”等其他句法关系上。

② 配价具有象征性和层级性。LCG与FCG相同，也认为配价概念具有象征性，但与FCG不同的是认为配价还具有层级性。因此，构式中的一个单位可同时作“谓词”，又可作“题元”，谓词和题元的关系仅是相对的。如在例［7］“You should read this.”中，“should”可视为是一个带“详述位”的助动词，它需要另一个题元成分作为次结构，在此例中由“read”充当，使得情态动词“should”更为精细化。同时“read”也可视为一个带“情态类详述位”的谓词，使得“read”的表述更为精细化。另外“read”还带有一个“对象性详述位”，在例［7］中用“this”来满足，使“read”更为精细化。

配价的层级性与“自主—依存关系（Autonomy-Dependence Relation）”紧密相关，详见第五章第三节。

③ 精细化。Langacker（1987）还提出了“精细化解释”和“详述位”这两个概念，以此来进一步阐述象征单位和构式的自主—依存关系和组配整合关系。

另外，认知语法在分析“语核”和“修饰语”时，与Fillmore的构式语法有同有异，两者都认同“角色”代表了构式的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但它是通过句法来定义的；而在Langacker的认知语法中，“角色”是通过语义性、象征性和自主性来定义的。


（3）构式之间的关系类型


正如上文所说，Langacker主张用“构式”来代替“句法”，这就必然要用“构式关系”来代替“句法关系”，他主要通过“图式—例示性”和“原型—扩展性”的原型范畴理论加隐喻理论，对构式之间的关系做出了统一解释。


（4）语法信息如何储存于构式分层之中


认知语法一贯倡导“基于用法的模型”，语言用法类型是作为独立的语法信息被表征和储存的，图式性构式的确立只能是语言运用的结果，而不是先设的。这显然是一种归纳性研究方法，不同于乔姆斯基的基于假设和拟构的演绎性研究方法。


4）RCG：Croft的激进构式语法


RCG为“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的缩写，它在反思先前句法理论、继承其他构式语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很多既新鲜又激进的观点（参见第七章）。本处主要从上述提出的四个方面来对比论述RCG与其他学派的差异。


（1）句法成分的范畴在构式语法中的地位


① 彻底放弃分解观，提出了“整体观”或“非分解观”。从图8.3可见，FCG持整体观，框架语义学和构式语法就是基于此建立起来的，部分（不管是词汇，还是构式的组成部分）总是相对于整体才能获得较好的理解；但FCG还在运用TG的形式主义分析法，这又不得不以组合观和分解观为基础。而LGCG和LCG在论述整体观时，时而还兼有分解观的倾向。RCG则彻底摒弃了传统的分解观，坚决倡导整体观，因为这一观点是与Croft的整个理论一脉相承的（参见第七章第四节）。

② 构式中心论。激进构式语法的激进处之一就在于：原先的语言理论多将句法范畴和句法关系等视为基本分析单位，而RCG则将“构式”视为基本原素，持“构式原素性”或“构式中心论”，句法范畴和句法关系只是相对于有关构式而概括出来的。又由于在一个语言的内部和跨语言之间的构式多具有特殊性，我们自然就能推导出，句法范畴和句法关系也具有特殊性。

③ 部整关系，即当用构式整体来定义句法成分。从上文的分析可见，句法范畴和句法关系是依附于具体构式而存在的，这就是说，前两者必须根据它们所出现的构式环境和语义功能来定义，这就意味着前两者是由后者所决定的，即相对于整个构式才能对其内部成分作出可靠的界定。可见，Croft坚决主张“从整体到部分”的研究思路（详见第七章第三节）。但是，随之而来就又会出现一个新的研究课题：要能较好地掌握一门语言中的各种词语，就需要将它们所出现的全部构式描写清楚，这一工作量实在太大。


（2）句法关系的类型


① 取消句法关系。分析句法范畴或成分之间的关系是传统语法理论的一个主题，常规做法还是源自“分解论”，而且这一方法与传统的“组合观”一脉相承，它们是传统语言理论的支柱。

而RCG力主取消句法关系（Croft，2001：175，203，234），主张将“构式”视为语言分析的最基本原素单位，并从纯语义角度和基于用法的模型来定义构式以及构式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且认为只有通过“构式”才能对句法范畴作出有效定义，这才是语言研究的最根本目标。基于这一出发点，RCG将句法成分范畴置于无足轻重的位置。

② 部整关系，即当从整体决定部分的角度分析句法之间的关系。认知语言学家严厉批判了“分解论”和“组合观”，大力倡导“构式观”和“整合观”，因此RCG与FCG、LCG、LGCG一样，都认为整个构式的意义和用法不等于各要素单位的简单相加组合，必须将原素单位的功能和意义置于整个构式中才能作出合理的表征性解释，大力倡导从整体到部分的研究思路。

正如上文所述，构式语法理论学家们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和理解尚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RCG的“整体论”方法还是得到公认的，从而走上了与传统分析理论完全不同的方向。但RCG与FCG、LCG不同之处，或更为大胆之处，就在于做出了“取消句法成分与句法成分之间的关系”的惊人之举。

③ 构式的象似性。RCG还认为，全世界语言的绝大部分构式都存在大量的象似性关系（Croft，2001：236），因为象似性关系可使发话人较为容易地组织信息，也可使受话人较为容易地解读信息。当然，句法和语义之间的关系也有不完全对应之处，这给学者们描写两者间映射关系带来了一定困难，倘若取消了句法关系，研究映射的一大堆难题也就消失了。而且要表达句法关系需要一套专门的特殊符号，如果放弃了构式内的句法关系，语言理论就会简化许多，语言研究也会省力些。

RCG在表达句法关系的形态句法特征时，将其处理为象征单位，它们都表达了从构式的音位极到语义极之间的象征性连接，如图7.3中的“s”就表示了这种连接。


（3）构式之间的关系类型


① 复杂构式本身就是语法表征的基本单位。由于RCG放弃了分解论，构式就不再是由一组原素单位（或原子单位）构成的，它本身就可作为一个“基本单位”来处理，这就是上文所说的“构式中心论”。复杂构式也是这样，它本身也是语法表征的基本单位，可作为一个整体“构块（Chunk）”储存于讲话人和听话人的语言知识系统中。

RCG也像FCG一样论述了构式之间的“部分—整体关系”，但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坚持从整体到部分的研究思路，认为构式成员是通过它们在所出现构式整体中所起到的作用来定义；而后者有时还持分解论，常用从部分到整体的研究思路，并运用句法特征和句法关系来解释句法角色，认为这些特征和关系可以独立于它们所出现的构式。

② 质疑构式具有“原型—扩展”机制。RCG与LGCG都承认构式具有多义性，但在解释多义性的方法上存在差异。Croft持激进构式语法观，更多地强调构式的差异性，认为不存在一个多义性抽象构式，而应当根据具体的动词类型来确定构式的特征，因此Croft（2003a）将Goldberg（1995）所论述的一个抽象双宾构式，根据准入动词的类型分为10小类。


（4）语法信息如何储存于构式分层之中


① 除FCG之外，所有的构式语法理论都接受了基于用法的模型，认为语法信息是储存于具体表达式之中的，当从具体用法中概括有关构式特征，RCG也接受了这一观点。

② RCG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处理构式各层次之间信息关系时，吸取了类型学理论中的语义地图、句法空间、概念空间等模型。在该模型中，构式根据其功能被映射到概念空间，其中有重叠或邻近功能的构式便可建立一定的联系（参见Croft，2001：第七章第六节，第八、第九章）。

Croft认为在同一语言或不同语言中功能相同或相似的构式，可能会有不同或差异很大的语法特征。例如根据调查，我们很难基于一套固定的语法特征建立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被动语态的普遍构式，而只能是就各具体语言作具体处理，或只能认为，构式的形式特征和功能特征在各语言的句法空间中形成了各自的结合体。

RCG的一句名言就是：

Constructions are language-specific.（构式因语言而异。）

构式中各成分根据结构特征在各自语言的句法空间中占据着不同的位置，难以一言以蔽之，“普遍语法”实乃虚妄之谈！

第四节　结语

本章第三节主要从四个维度对比论述了四种主要构式语法理论的同异之处。Goldberg（2006：215）也曾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四同四异，现将她的观点整理如下（表中所用术语与本书一致，因此与原文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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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8.10可见，在1—4的对比维度上，FCG与其他三种构式语法是相同的，而在5—8上，FCG与其他三者截然不同。因此，Langacker，Croft & Cruse和Goldberg在“将构式语法阵营中几种观点分成这两大类”上亦已达成共识，相关论述参见第三节。

构式语法始于Fillmore对他的老师乔姆斯基TG理论的反思，为后来者真正在认知语言学理论框架中建立和发展构式语法
[6]

 ，特别是Goldberg的认知构式语法，奠定了重要基础。我们只有充分认识这些理论，发现它们的同和异，才能进一步理清其间的传承性关系，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构式语法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


[1]
 　“分类分层”译自“Taxonomic Hierarchy”。在细读有关构式语法的文献时我们发现，有学者也使用了“Taxonomic Relation”这一术语，它并不是专门讨论构式的分类问题，而是在论述构式范畴中的层级性关系，与构式不同层次中的信息传承有关。因此本书作权宜性处理，在遇到“Taxonomic Hierarchy”时译为“分类分层”，在单独论述“Taxonomic Relation”时，将其译为“层级关系”或“层级性关系”。

亦已有学者将这种分类分层关系称为“传承网络（Inheritance Network）”或“传承关系（Inheritance Relation）”，Booij（2008：98）将其称为“传承树（Inheritance Tree）”。


[2]
 　“Unification”的本义为“一致、统一”，倘若在Fillmore等学者的理论框架中将其译为“基于统一的形式主义”，则不够准确明晰。因为该单词也有“合并”之义，相当于“Union”，我们认为此处主要用作此义，故主张暂且将其译为“调合”，兼有“调整”和“合并”两义。正如Michaelis（待出）所说：

Constructions and lexical items are combined by means of unification，which allows the combination of nonconflicting feature structures.（构式和词汇项通过调合的方法组合起来，允许不相冲突的特征结构组合起来。）


[3]
 　Subordinate Level，或叫“下位构式（Subordinate Construction）”、“下位节点（Subordinate Node）”、“子节点（Child Node）”。


[4]
 　Superordinate Level，或叫“上位构式（Superordinate Construction）”、“上位节点（Superordinate Node）”、“母节点（Parent Node）”。


[5]
 　Langacker认为可有独立的音位和语义单位，但没有独立的句法单位。


[6]
 　亦有学者主张将Fillmore也视为认知语言学家，但仍有很多学者，如Langacker，Goldberg等并不认同，这亦可从本书所论述的FCG与其他构式语法理论不完全相同之处得到佐证。


第九章　构式的特征（上）

语言具有构式性，构式是语言的基本单位，是语法的核心对象。本章总结出构式的10对主要特征：（1）体验性与抽象性；（2）基础性与进化性；（3）概括性与独特性；（4）套叠性与整合性；（5）独立性与互动性；（6）静态性与动态性；（7）原型性与多义性；（8）分类性与分层性；（9）传承性与限制性；（10）理据性与象似性。这些特征在本书其他章节有所提及，本章将分别作一详细论述。

第一节　体验性与抽象性

认知语法认为：一个词素就是一个象征单位，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素组配并置以后，经过整合加工就能形成一个“语式（Construct）”。构式是在若干具体用法的基础上概括而成的，具有图式性，且数量相对有限，基于它带入具体词语就能允许产生出若干具体的语式（参见第一章第三节）。显而易见，构式具有概括性、象征性、能产性（虽与TG的生成观有相似之处，但存在重大差别），毋庸多言。除此而外，构式还具有其他很多重要特征，本节论述其体验性和抽象性特征。

“体验性（Embodiment）”在哲学界有多种含义，是一个较为模糊的术语，我们采用了Lakoff & Johnson（1980）的观点，将其等同于“新经验论（Experientialism）”中的观点。
[1]



Lakoff（1987：267）曾对“Embodiment”做出如下解释：

...our collective biological capacities and our physical and social experiences as beings functioning in our environment.（……我们所共有的生物性能力，以及我们能在环境中发挥作用的物理性经历和社会性经历。）

Langacker（2007：48）也对其做出了定义：

And embodiment，that’s the general notion of cognitive semantics，that conceptual structure is grounded in everyday bodily experience，things like motion and perception and muscular exertion，and what we feel when we move and use our muscles，force dynamics.（体验，这是认知语义学中的一个总体性概念，指概念结构是基于日常的身体经验而形成的，诸如运动、知觉、肌肉施力等。当我们活动和使用肌肉，产生动力的时候，这也是“体验”。）

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认为，人类的概念、思维、语言是人们基于“互动体验（Interactive Embodiment）”并通过“认知加工”而逐步形成的，语言是体验和认知的结果或产物。而语言又是构式的大仓库，即由构式组成，因此自然就能推断出：构式也是基于“互动经验”并通过“认知加工”（特别是抽象加工）而形成的，这也足以说明，它们的形成是有动因的。

语言的体验哲学观与形式主义哲学观完全不同。形式主义哲学观认为，符号本身在运算过程中可以是不带任何意义的纯粹形式，其运算结果可通过“集论模型（Set Model）”来解释，最后才使符号获得了意义，而集论模型是以真实世界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一旦世界被概念化为集论模型，就可通过形式语义学（Formal Semantics）使用“集论（Set Theory）”来描述形式符号的意义，这就形成了客观主义语义学中的三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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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问：如此说来，形式主义哲学观不也是基于客观世界的吗，不也具有“体验”的性质吗？问题的核心在于，在他们看来，集论模型是“镜像（Mirror）”般地直接反射真实世界，在这过程中完全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且还认为形式可从意义中分离出来，进行单独操作，用类似于数学一样的公式进行“科学化”演算，并主张将这类普遍规则视为天赋产品，这就是Lakoff & Johnson（1999）将它们归入客观主义哲学理论的主要原因（详见王寅，2007a：53—62）。

构式语法持与形式主义、生成语法截然相反的看法，将“互动体验”与“认知加工”紧密结合起来（Lakoff & Johnson，1999：503），认为人类在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既有镜像般“反射”，更有主观性“折射”，构式的形成离不开人类生活的需要，有其现实性认知基础；同时语言和构式也反映出人类折射性识解世界的方式。据此，语言和构式就不可能是来自“普遍语法（UG）”和“生成规则（Generative Rule）”的运作，也不可能用纯形式的逻辑运算将人类复杂多变的思维和丰富多彩的语言进行“格式化”，形式学派如此而为，充其量只能算作一种过于理想化的企图。一言以蔽之，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坚信：语言、构式都是基于感知体验和认知加工而形成的。

Goldberg是Lakoff的学生，继承了Lakoff的上述基本思想，接受并发展了Lakoff，Fillmore和Langacker等认知语言学家的语言体验观，继续批判语言天赋观和自治观。Goldberg（1995：5）指出：

...knowledge of language is knowledge.（……语言知识就是知识。）

这句话与认知语言学的认知性承诺是一脉相承的，语言能力不是独立于人的一般认知能力，语言能力不自治；同样，语言知识就是人们的一般知识，它在本质上也是不自治的，不可能独立于人类的一般知识。根据体验哲学的观点，语言的特征直接反映了人类的经验、概念组织和识解方式。这句话可视为是批判语言自治观、坚持体验观的最佳论断。

Goldberg在1995年的专著中还多次明确提出：构式是基于人类基本经验之上抽象而成的，来自我们与客观世界的互动性体验，语言中的基本句型（Basic Clause Type），或题元结构构式（Argument Structure Construction，简称ASC）的中心意义或原型意义，直接标示了人类经验的基本事件场景。

Goldberg（1995：6—7）明确指出构式语法与Fillmore（1975，1976，1982）的框架语义学、Lakoff的语言体验观有许多相通之处。她认为构式的中心意义就是把人类所经历的基本事件类型作为原型而建构出来的，因此，语言的基本句型或基本构式所描写的事件场景，当为人类经验的最基本组成部分，正如她（1995：5，43，66）所说的：

Simple clause constructions are associated directly with semantic structures which reflect scenes basic to human experience.（简单分句构式直接与语义结构相连，后者所反映的场景是基于人类经验的。）

All clause-level constructions encode scenes basic to human experience.（所有分句层面的构式编码了人类基本经验的场景。）

Basic sentence-level constructions，or argument structure constructions，have been argued to designate scenes which are in some sense basic to human experience. That is，it is claimed that the set of basic clause types of a language are used to encode general event types such as those denoting that someone did something to someone，something moved，someone caused something to change state，someone experienced something，someone possessed something，and so forth.（句层面的基本构式，或者是题元结构构式，被证明是标示场景的，这些场景在一定意义上对于人类来说是基础的。这就是说，语言中一组基本句型是用以编码一般事件类型的，可指称如下情况：某人对某人做了某事，某事物移动了，某人使得某事物改变状态，某人经历某事，某人拥有某物，等。）

Goldberg（1995：39）又进一步提出了“场景编码假设（Scene Encoding Hypothesis）”，指出：

Constructions which correspond to basic sentence types encode as their central senses event types that are basic to human experience.（对应于基本句型的构式，将人类基本经历的事件类型编码为中心意义。）

构式不是把无意义的形式任意地置放在一起，其间体现出了人类概括和组织基本经验的互动体验和认知方式。构式语法学家认为，构式不仅是个结构形式的问题，它本身就有其特定的意义，它与词汇义一样，都反映了人类通过自己的认知能力对现实世界进行互动体验，语言中的构式和语式就是人们对这种体验的把握、概括和语法化的结果，它们作为相对稳定的构块储存于人们的心智之中，以各种表现形式存在于语法体系之中，成为人们表现真实世界、反映体验和认知结果的基本架构。

因此，构式不仅是个形式问题，它本身就有意义，如双宾构式，它不仅在各语言中有其特殊的句法结构和抽象形式，而且自身还具有“施事者愿意向受益者成功地转移某物”这种抽象性的原型意义。从这一角度来说，仅从句法形式角度进行的分析充其量仅述及其一，而未能论及其二，显然不够全面，注定达不到解释充分性的目标。构式语法坚持“形义一元论”就可有效地克服这一弊端，而且还认为构式的意义在本源上具有体验性，当前讨论得较多的“句法象似性”（参见王寅，2001，2007a）也属于这一现象。

Fillmore以及其他很多学者一直重视语言与经验的关系，强调语言形式背后的语义问题。Fillmore（1968，1977a）在格语法中所论述的几个语义格，诸如施事格、受事格、工具格、经历格、方位格、受益格、目的格、使成格等，都是基于人类的基本经验抽象和概括而成的。Fillmore（1975，1976，1982）后来又提出了框架语义学，第一次将人工智能中有关框架理论的研究成果引入语言学界。他认为，这些“背景框架”也是基于人类基本经验建立起来的，它本身就是一种概念性经验结构，理解一个词语需要借助“背景框架”中的其他相关词语才能实现。

后来这一观点又被扩展到构式语法中来，某一构式的提及或使用，都可能激活出一套相关经验或概念框架，因此，对其理解也需要借助背景知识或“多义构式家族”中的相关构式，也需要靠有关经验和背景信息。这就是认知语言学界将这两个理论视为“双胞姊妹（Twin Sister）”或“姊妹理论（Sister Theory）”的原因（参见第四章第二节第3点）。Leino（2005：99）指出，框架语义学和构式语法几乎是相通的，它们只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看问题，一个从词语角度；另一个则从构式角度。

Langacker（1991a：294—295）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Certain recurrent and sharply differentiated aspects of our experience emerge as archetypes，which we normally use to structure our conceptions insofar as possible. Since language is a means by which we describe our experience，it is natural that such archetypes should be seized upon as the prototypical values of basic linguistic constructs.（我们经验中某些经常发生的和明显不同的方面就形成了基型，我们经常尽可能地用这些基型来建构我们的概念。由于语言是一种描写经验的方式，很自然，这种基型就应该被用作语言基本语式的原型价值。）

儿童习得语言的过程也为构式的体验性提供了充足的事实证据。他们习得基本句法或基本构式时，直接受到他们的基本生活经验和实际场景的影响，语言的基本构式就是建构于“概念基型（Conceptual Archetype）”之上的，来自对事件场景的语法化。Slobin（1985）的研究表明：儿童早期在学会说话前，是把最基本的经验当作构式来学习的，这说明在一个构式的辐射性意义范畴里，构式的中心意义能表达儿童早期共有的基本经验，构式的研究正好证实了这一观点。例如“力量—运动”构式的中心意义是物理性的，我们在说话之前就学得了这一共同经验：将身体的力作用于某物，就会使其运动。然后基于这一经验形成了语言的“使动构式”。

英语的基本句型有五大类，从构式语法角度来看，这五大基本句型可视为英语的五大基本构式：


（1）主谓构式（SV）；



（2）主谓宾构式（SVO）；



（3）主系表构式（SVC）；



（4）主谓宾补构式（SVOC）；



（5）主谓宾宾构式（SVOO）。


这五大构式完全可从体验哲学角度做出合理和统一的解释。

在实际生活中，人类为了生存总是要做出大量的动作，如仅突显动作本身，而不涉及具体的动作对象，就出现了不及物动词和主谓句；如在动作事件中还要突显其对象，就出现了及物动词和主谓宾句型。主系表构式可视为主谓宾构式的一种特殊表达形式。

我们还有这样的经验，施事者凡发出一个实在性动作，在作用于对象（含人和物）之后，总会对其产生一定的影响，会出现某种结果，语言就根据这一经验语法化出“主谓宾补”构式，常用补语来表示这一结果（参见《下卷》所论述的“动结构式”）。

生活中还经常涉及事物的传递和所有权的转移，语言就语法化出“双宾构式”（详见《下卷》）。可见，语言中的几种最基本构式，是人类对生活体验的基本类型进行概括化和语法化的产物。

如前文所述，构式语法指出了“词汇投射法”之不足，主张将动词与构式两者紧密结合起来研究语言，并认为这两者的结合构成了语言中的基本句型。而且，Goldberg构式语法理论的重点在于分析“题元结构”，它主要涉及事件参与者的角色，而这些角色直接决定了语言中的基本句型，这一论述也有力地支持了“构式具有体验性”这一命题。凡是动作，就要涉及有关参与者和实际场景，从这个角度切入研究语言，基于其上所建立的理论就不会像TG那样空泛和玄奥，会更加贴近现实生活和具体语言表达。

我们认为，“动作的参与者角色”和“构式的题元角色”直接反映了人类经验的基本框架类型，它们共同决定了构式的形成、功能和用法，而不是像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仅靠句中主要动词来确定题元结构。构式语法这一观点，又从另外一个角度论证了构式的体验性。

构式的体验性和抽象性足以表明，语言和构式不是先天的，尽管其中涉及部分天赋因素，但主要是人们后天通过语言输入并对其进行抽象而习得的。语言和构式也不可能是自治的，脱离生活，从语义和语用中分离出句法来单独加以研究是不可取的。

第二节　基础性与进化性

Langacker（1987，1991a/b）和Goldberg（1995，2005）等认知语言学家都将构式视为语言分析的基本单位，语言仅由构式组成，是构式的大仓库，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语言具有构式性”。Goldberg（2006：18）将这一观点归结为一句名言：

It’s constructions all the way down.（构式一贯到底。）

这就是为什么认知语言学家将句法最终都归结为构式研究，都持“构式基础论”或“构式中心论”的原因。

Goldberg在2006年出版的专著中，将构式视为语言的本质，认为语言是以“构式”和“构式网络”的形式表征于心智之中的，语言各层面都是由构式组成的，构式网络就体现了语言的全部语法知识。目前，基本上所有构式语法学家都认为，构式是语言中的最基本单位，而不是句法范畴和句法关系，这两者都是派生自特定的具体语式，它们只能根据特定的语式才能给出较为统一的定义，正如Croft（2001：47）所说：

But what is basic are the constructions，and the constructions define the categories，either individually or jointly.（语言的最基本要素就是构式，可用单个构式或多个构式来定义句法范畴。）

...the priority of constructions in defining categories.（……优先用构式来定义范畴。）

在构式语法出现之前，语言学家尚不能找出一个确定词性和细分词类的统一方法，例如可数名词和不可数名词就很难找到一个确定的区分标准，就英语而言有很多词既是可数名词又是不可数名词。如用“构式”来定义这类句法范畴，就可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词类只能相对于它们所出现的具体语式来定义，虽然很难做出整齐统一的划分，但却可根据具体词所出现的特定构式类型来描写它们。

又如我们熟悉的名词短语，即使在同一语言如英语中，也难以建立一个连贯统一的“名词短语”句法范畴，更何况在全世界那么多的语言中，到底存在不存在这一普遍句法范畴？

难怪Croft要采取“激进”的措施，将“构式”视为语言研究之“基本要素［Primitive Units，有些是‘最小的（Atomic）’、‘简单的’，有些是相对复杂的］”，用构式关系取代句法关系，因此“构式研究”就必然成为语言学研究的根本目标。

所谓“Atomic”，是指那些不能再被切分为更小的元素，所谓“Primitive”，是指其结构和用法不能用其他单位来加以定义的单位。是“Primitive”，不一定就是“Atomic”，若坚持用切分的方法来研究构式，那依旧是在套用传统的“分解论”。该方法从最小元素出发，运用组合原则将最小元素结合成较大的、更为复杂的结构。而非分解论是基于完形心理学理论（Koffka，1935；Köhler，1947；Wertheimer，1950）的，主张从最大单位入手，依据较小单位与整体之间的“部分—整体关系”来定义较小单位，即先认识某一事物的整体，然后再来确定其成员所具有的某些个别特征。RCG持非分解论，认为构式，而不是句法范畴和句法关系，才是句法表征的最基本、最原始性的要素单位，句法范畴和句法关系是内在于构式之中的，也是派生自构式的。

非分解论并不完全否认“构式可切分成较小单位”，如一个及物性构式就是由“施事者＋动作＋受事者”这三个基本单位构成的。但其与分解论的根本区别在于：后者是基于“1+1=2”的组合原则，而前者则是基于“1＋1＞2”的整合原则，即完形心理学的一个基本观点：

The whole is more than the sum of its parts.（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一个整体中的某一部分不能独立于整体而单独存在，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一句成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将这一原则用在激进构式语法中就可理解为：句法范畴和句法关系只能相对于一个整体构式才能被定义，它们不能独立于构式整体，不能作为一个单位而独立存在。这就是激进构式语法理论为什么要取消句法关系的缘故。

从宏观角度来说，语言是随着人类在互动性社会活动中不断发展而进化至当今现状的，语言在运用过程中必然要经历语法化和词汇化，在传播过程中必然要不断变化、分化、进化。构式就是在语言运用中出现的，因此具有不固定性。正如Trousdale（2008：59）所指出的：

Constructions are emergent，not fixed.（构式具有浮现性和非固定性。）

从微观角度来说，构式作为语言唯一的基本原素单位，也可称为“Lingueme（语素）”，必然会随着语言的进化而不断进化和复制。在这一过程中，构式就像“再生素（Replicator）”一样会不断被复制，构式的意义会不断发生变化（参见第6节），同时还会出现“旧构式消失、新构式诞生”的现象。

究其根本原因，都是人类为了使语言不断适应自身生活经验和社会交际的需要。因此，发话者就是构式变化的促进者，因为他在不断复制构式语素，同时他又要受到其他语言使用者（促使构式变化）的影响。因此一个发话者所具有某语言的构式知识不是一成不变的，构式的进化随时都可能发生。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强调构式的进化性，并不是要否认原型性核心构式所具有的相对稳定性。

第三节　概括性与独特性

人们在生活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不断提炼和概括等认知加工逐步形成图式性构式，因此构式必定具有概括性
[2]

 。语法就是对语言的概括性反映和描写，所以构式语法所认定的图式性构式，最能体现语言的“概括性”本质。

构式语法理论与TG学派一样，也在努力追寻语言的本质，但它对语言本质的认识完全不同于TG学派。乔氏曾将语言的本质假设为：天赋、普遍、自治、模块、形式等（参见第三章），但它们至今尚未得到验证，或根本就无法验证。认知构式语法理论将语言的本质特征归结为“概括性”，具有概括性的图式构式也就被视为语言的统一形式。这就是说，语言就可通过构式来概括和表征，这就是Goldberg于2006年所出版专著题目的主要含义：Constructions at Work：the Nature of Generalization in Language
 ，语言之所以“在工作”，是因为构式“在工作”，工作中的构式，体现了语言概括性的本质（详见第六章）。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是对认知构式语法理论的一个“画龙点睛”式的总结，同时也为语言研究必须以“概括性图式构式”为对象提供了理论支撑，因为构式就是语言概括性的本质。按照Goldberg（2006）的观点，“概括性”主要有三层含义：

（1）构式是从语言的若干实际用法中逐步抽象和概括而形成的，不存在TG语法所说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以及两者间的转换关系。这就是构式语法大力倡导“基于用法的模型”和“单层观”的根本原因。

（2）概括，是对形义配对体的概括，即同时对形式和意义进行提炼，而不像TG语法那样，仅从形式上作句法提炼，这样的提炼所具有的概括性显然是有限的，其生成性也必然缺乏充分性。

（3）既然是“概括”，就有个程度性问题，有些构式概括性较强，具有较高的图式性特征；有些构式概括性较弱，其中所能替换的成分较少，图式性特征也就较弱；还有一些为固定性的特殊表达式（Idiosyncratic Particulars），如惯用语、固定习语等，其中的成分不允许有任何替换。因此，构式语法同时兼顾到了语言中的概括性和特殊性。

语言的体验性普遍观认为，因为我们面对着相同的客观外界，有着相同的身体结构，且这些结构具有相同的功能，这就决定了全人类的思维和语言必有部分相同之处，这也是全人类能相互理解和交流的基础。但又由于全人类所生活的社会环境、风俗民情、文化内涵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民族特性、认知方式也就不尽相同，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思维和语言也必定会存在一定的差异。

在跨语言对比研究中有学者认为全世界语言是大同小异，也有学者认为是小同大异。近来Croft（2001）提出“激进构式语法”理论则坚持后一观点。他一方面接受了构式基础论，将构式视为语言研究的最基本目标；另一方面又强调了构式的独特性，认为各语言都有自己的构式系统，一种语言的构式不一定总能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完全对等的构式，也就是说，构式会因语言而异。例如Croft（2001：§8）曾论述了世界上近30种语言中被动语态的结构特征和组织情况，发现它们在句法空间中的结构分布差异很大，这充分说明了构式具有结构多样性和独特性。

因此，一种语言的句法范畴只能相对于这种语言所出现的构式来描写，不存在先验的、普遍的句法范畴集合，几乎找不到全部语言都有的对等构式（但在概念空间中却可能具有一定的分布规律），这显然是针对TG学派的普遍语法观作出的反思，属于典型的“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sm）”，激进构式语法理论为批判普遍语法又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

Taylor（2004b）曾以英语的名词短语为例说明：即使在英语中，所谓的NP也不是一个统一的句法范畴（详见第七章第五节）。因此，句法范畴及其间的关系都具有派生性，只有相对于它们所出现的特定构式才能存在，这就是为什么RCG主张要用“构式”来定义句法范畴的原因（Croft，2001：29，47），据此Croft（2001：46）自然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CONSTRUCTIONS，NOT CATEGORIES AND RELATIONS，ARE THE BASIC，PRIMITIVE UNITS OF SYNTACTIC REPRESENTATION.
[3]

 （构式，而不是范畴和关系，才是句法表征的基本原素单位。
 ）

另外，对许多语言中冗余句“X be X”的分析也可证明构式的独特性。根据Levinson（1983）、Fraser（1988）、Ward & Hirschberg（1991）等人的观点，冗余句明显违背了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简称CP）中的“数量准则（the Maxim of Quantity）”，从而可知句中蕴藏着特殊“含意（Implicature）”，且还认为这一解释方案具有跨语言的普遍性，该立场被Wierzbicka（1987）称为“激进语用学（Radical Pragmatics）”。Wierzbicka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了“激进语义学（Radical Semantics）”，认为语言中即使同一构式，当被用于不同场合时也会有较大的独特性，其意义必须用适切的语义和语用表征方法才能做出更为合理的解释，如冗余句构式不能简单地运用Grice的“数量准则”作出统一和全面的解读。

Wierzbicka在论文中进一步指出，冗余句并不像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肯定是“永真句”，因为这类句子中也包含着讲话人的主观态度，谈不上什么“真”或“假”，而且又不具有跨语言的普遍性，因此更无“永真”可言。人们根本就找不到某一普遍适用的原则来推理出各语言冗余句的交际含意（Communicative Import）。

Grice的合作原则在此处还面临一个极大的挑战：人们能运用合作原则，就预设着人们在心智中早已建立起这一原则了，否则又怎么能违背它呢？而对于不专门学习语用学的人来说，又有几人知道自己心中预设着“合作原则”？它存在的依据在哪里？如若基于不存在的原则来谈推理和会话含意，其结论又有几分可靠性？

加之，英语中

［1］War is war.

［2］Boys will be boys.

这两句话有着全然不同的交际含意，不可能依靠什么普遍适用的语用原则计算出其中的多重含意，仅笼统地用一个“方式原则”或“数量原则”也是打发不过去的。通常所说的“冗余原则”，似乎在这里也缺乏解释力。

Wierzbicka在论文中较为详细地分析和对比了英语和很多不同语言中冗余句的不同含意，如日语中的此类构式：

［3］Makeru toki wa makeru yo.（When I lose a game，I lose a game.）

其含意为“不可能之事实际上能成为可能之事”，这一含意明显具有日语本族特征，不具有跨语言普遍性。她通过详细调查，认为英语冗余句主要含有以下几个交际含意（并不是每个冗余句都同时具有以下各含意）：


（1）个体具有某本质特征，且具有不可改变性（本该如此，不得不这样）；



（2）或多或少具有负面性［常指出现了一些不希望发生（Undesi-rable）之事］；



（3）此类事情具有不可避免性；



（4）对此类事情当保持冷静性、宽容性、理解性（不得不接受它们）；



（5）具有一定的义务性；



（6）存在某种协约性；



（7）不可否认的同一性；



（8）不可被拒绝的原则性


等等。

汉语也有此类冗余句，但所表达的意义与英语有不尽相同之处，如：

［4］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5］商人就是商人。


［6］路归路，桥归桥。


例［4］不含上述第（2）点含意，例［5］则含此义，例［6］似乎较为中性，但含“劝诫”之义。

又如笔者从电视剧《京华烟云》中所摘录的台词：

［7］别以为他是你，他是他。


［8］你是你，我是我。


［9］人又不是畜生，人就是人。


［10］他就是他，为什么要拿他比呢。


［11］他们是他们，我是我。


［12］我是我，红玉是红玉。


倘若仔细琢磨这些例句，我们不难理解它们明显带有“对比”、“各异”、“劝诫”等含意，而这是英语所不具有的。

英语冗余句“X be X”中“be”可有“is，are，will be”等变化形式，而汉语中有关“是”的变化形式似乎多一点，包括“还是、就是、毕竟是、归、总归是、总是、到底是、终究是、仅是”等，这些除“是”之外的词语，也给这一冗余构式增添了不同的含意。

另外，英语此类冗余构式未见有否定用法，而汉语有，如：

［13］你看他，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


［14］我都不是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这些都说明，构式具有较大的语言独特性。

构式语法走了一条与TG学派完全相反的研究途径，后者主要关注核心语法，而前者主要从语言中奇特的表达入手，以图从中寻找出有关规则，并以其为基础来反溯和解释核心语法，即从独特构式入手来概括出一般性用法特征。正是由于构式语法具有独特性，它才更适用于描写和解释某一门语言的语法，如Trousdale & Gisborne于2008年出版了Constructional Approaches to English Grammar
 论文集，汇编了近十位学者采用构式语法分析法来专门研究英语语法的论文。这给很多学者以诸多启发，似乎可用这一全新的理论体系来建立世界上若干语言的语法体系，特别是汉语语法。我们知道，很多学者对马建忠（1898）用西方传统的词法和句法框架来描写汉语语法不满，近百年来一直在苦苦探寻新方法，倘若能尝试用构式语法来重建汉语语法体系，可望为汉语语法研究开辟一条全新路径。

第四节　套叠性与整合性

要能表达较为复杂和完整的思想，就要将词语单位加以并置组配，套叠合用，这也正是语言的奇妙之处，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用有限的词语表达无限的思想，这恐怕是无人会反对的一个语言事实。但在学界解释并置合用的结果时，却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1）组合原则



（2）整合原则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主张，也是认知语言学与TG等学派的根本分歧之一。

德国的语言哲学家Frege于19世纪末首先提出了著名的“组合原则（the Principle of Compositionality）”，又叫：“弗莱格原则（Frege’s Principle）”，其核心思想为：

...the meaning of every expression in a language must be a function of the meanings of its immediate constituents and the syntactic rule used to combine them.（……语言中每一表达式的意义必须是表达式所含直接成分的意义，以及将它们组合起来所用句法规则的函数。）

很多学者都强调了分句中主要动词的作用，并将这一观点与配价理论结合起来，认为动词的论元结构决定着整个分句的题元结构，或整个句子的合格性可从动词的配价结构中推导出来。认知语言学提出了与其相反的观点，认为语言成分在组配运用的过程中只存在“部分组合性（Partial Compositionality）”，主要运用了“整合原则（the Principle of Integration）”。

完形心理学为整合原则提供了很有说服力的理论基础（参见第十三章），这对于建构语言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Langacker（2000：151）还区分了“象征整合体（Symbolic Assemblies）”和“建筑构块（Building Blocks）”，分别属于整合和组合原则的概念。

Langacker（2007：97）指出：

...linguistic semantics is only partial compositional. You can not，strictly speaking，always predict the entire meaning of a complex expression from the meanings of its parts.（……语言的意义仅具有部分组合性。严格来说，你不总能通过部分词语的意义预测到整个表达式的整体意义。）

Taylor（2002：550）持与Langacker相同的观点：

Strict compositionality is rarely，if ever，encountered. Most expressions（I am tempted to say：all
 expressions），when interpreted in the context in which they are uttered，are non-compositional to some degree.［严格的组合即使能遇到，也是很少见的。大部分表达（我很想说：所有
 表达）当被用于特定的上下文时，其解释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非组合性的。］

Taylor的表述语气似乎比Langacker更重。

Goldberg（1995：16）也认为：

...the meaning of an expression is the result of integrating the meanings of the lexical items into the meanings of constructions.（…… 一个表达式的意义是将词汇项整合入构式意义的结果。）

从这些论述可见，他们不仅强调了“整合原则”，而且还否定了“动词中心论”，这从引文中所用词语“its parts”，“most/all expressions”和“the lexical items”可见，而没用“主要动词（Main Verbs）”。

“整合原则”既是认知语义学，也是构式语法学中的一条十分重要的原则，也是将其区别于其他语言学理论（特别是TG学派）的一个分水岭。笔者（2007）在《认知语言学》第九章第四节论述认知语义学主要内容时，特将“整合观”单独列述，以示强调。

我们经常拿“水分子结构”作比喻，“水”是由一个氧原子和两个氢原子结合而成的，这两类原子一个是燃烧物，另一个是助燃物，为什么它们结合起来以后却成为“燃烧”的对立面？简单解释就是：这两类原子在结合过程中发生了化学变化，结合后的分子已丧失了构成原子的初始性质，此时，分子不等于原子的简单相加。

语言中的词语在结合过程中也有类似现象，即在将较小单位组配成较大单位的过程中，较小单位的性质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丧失它们初始的意义，其组合结果也不等于各个要素单位的简单相加。语言中大量存在此类现象，这足以说明语义理解仅靠传统的“组合原则”是解释不通的，而整合观却可弥补其不足（例证详见第十章第三节）。

第五节　独立性与互动性

1. 动词与构式的独立性和互动性

Goldberg（1995）所倡导的构式语法贡献之一就是：明确提出和论证了“构式本身具有独立于动词的意义”以及“构式与动词之间具有互动性，且前者常具有主导性”（参见第六章第四节）。

说其具有“相对
 独立性”，是因为词层面以上的构式相当于一种惯用型，有其自身的特定格式和意义，一般说来，在一定时期内个人不能对其随意加以更改。

说其具有“双向
 互动性”，是因为典型动词的原型意义可能会影响构式的原型意义，或后者就是直接来自前者。纵观漫长的语言演变历史，动词和构式之间可能存在一个循环进化过程，这也与语法化理论相符，即句法层面的语法化与词汇层面的语法化相辅相成，现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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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将其详细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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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



构式义是如何产生的？图9.3尝试对其作出了回答。究其根源，构式义是在典型的事件模型和动词的原型性用法中被提炼出来的，如双宾构式的原初意义是在典型给予类动词“give”等用法中逐步形成的。

在表示“典型传递事件”时原初是用“give”（或相当于此词的一类动词）来表示的，它压制着其后所接的两个名词短语（一个为间接宾语，另一个为直接宾语）形成领属关系，且这两个名词短语与“give”结合起来逐步被概括为一个抽象图式，典型动词义也随之被固化于构式之中，形成了“双宾构式”，应当说，在这一阶段是动词发挥着主导性作用。

当这类构式在频繁使用过程中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结构意义之后，它在某种程度上就代表着典型给予类动词“give”的意义。此后，当将其与非典型给予类动词结合使用时，就出现了“构式压制”的现象，即双宾构式迫使用于其中的谓语动词带上“传递”之义。

这样，“动词”与“构式”之间名副其实地形成了一种互动关系，一方面双宾构式的意义源自典型的“give”等给予类动词，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构式也可压制准入其中的非给予类动词的意义，促使它们作局部调变，即图9.3中C所表示的“特许例示（Licensed Instance）”，而且它还有可能成为下一轮构式概括义的基础。这样动词和构式之间既有相对稳定的对应关系，又处于一种动态变化过程中。

因此，分析双宾构式离不开用于其中的动词，根据这一思路，笔者（2008c）重点分析了能用于英语双宾构式中的动词的形成和分布情况。双宾构式的概念结构可表示为“CAUSE NP1 TO RECEIVE NP2”，若将其中的NP1和NP2列作题元，剩下的“CAUSE ...TO RECEIVE”就是动词的概念结构，在英语中它被动词化（码化、词汇化、语法化）为四种主要类型。我们首次依据《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1970）调查统计出如下具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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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9.4可见，英语中只能用于双名构式中的动词约有6个（“answer”，“begrudge”，“cost”，“profit”，“refuse”，“tip”），只能用于介宾构式中的动词约为746个，两者兼用的动词约有91个，总数为843个（详见《下卷》第一章）。这一研究思路的意义在于：

（1）真正落实了“体验哲学”和“基于用法的模型”的基本思想，突出了“从构式中来，到构式中去”的研究思路，即图9.3中从B到C，再到A和B的循环过程。

（2）有效消解了Goldberg等过于强调“动词”与“构式”为两个先存的独立实体的观点（参见第十二章第二节第3点）。

（3）首次尝试从双宾构式的概念结构入手论述英语双宾动词的词汇化问题，这也完全符合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思路。

我们基于动词和构式互动的思路还提出了“词汇压制”这一概念，即词汇意义也会压向构式，迫使构式的意义和用法做出适当调整（详见第十一章）。

2. 动词与构式的多义性

我们还发现，Goldberg有时过于强调构式的多义性，而对动词的多义性不够关注。

动词（包括其他词类）的多义性常因其被用于不同构式所产生，但是，一旦动词（包括其他词类）的新意义已被列入词典，被人们理所当然地接受，动词本身的多义性也就不容忽视了，不一定再需完全依赖于所出现的句法环境来定义。所以，这也是事物的两个不同方面：动词和构式都具有多义性，这才谈得上两者的双向互动性。

3. 构式义兼顾动词义的研究取向

我们知道，构式语法批判了传统的“分解论”或“组合论”，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整体论”分析方法，主张采用“自上而下”的研究思路，这在反思乔姆斯基学派片面性的历史背景下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彻底否定“自下而上”的研究思路的合理性和实践性。

因此，传统语法中所强调的“词汇义＋结构义”的句义分析方法还是很有道理的，我们既要注意词汇义，也要注意构式义，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正是语言所具有的这种辩证关系，才使得人们实现了“用有限符号表示无限思想”的目标。乔姆斯基学派仅承认“词汇有意义”而忽视“结构也有意义”的立场是有失偏颇的，而部分构式语法学家走向另一个极端，过分强调构式义对词汇义的压制作用，而忽视另一面，也是值得商榷的。

第六节　静态性与动态性

构式语法学家一方面认为语法系统（即构式系统、语言系统）具有一定的动态性（参见第二节和第五节），但另一方面也指出它还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且认为两者之间具有渐进性。正如Langacker（1999：21）所指出的：

...（they）are viewed in graded rather than dichotomous terms，...language is not a discrete and separate psychological entity，and a “linguistic system”is neither static nor clearly delimited.

The myriad structural patterns a speaker learns and uses vary greatly in their entrenchment，stability，and conventionality. They are dynamic，both in the sense of residing in processing activity（cognitive routines），and also in the sense of constantly being reinforced，refined，adjusted，and adapted to new circumstances，resulting in complex and ever-evolving networks of related patterns. ...Moreover，a substantial number of patterns are stable enough，for a long enough span of time，across a large enough population of speakers，that we can take them as constituting a “linguistic system”susceptible to coherent description.［……它们可视为渐进的，而不是二分的术语，……语言不是一个离散的和分离的心理实体，“语言系统”既不是静止的，也没有明显的边界。

讲话人所学得和使用的大量构型，在固化性、稳定性和规约性方面有很大差异。它们具有动态性，这一特征既体现在加工活动（认知过程）之中，而且还体现在构型一直在不断被强化、精练、调整，以能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其结果就形成了一个复杂和不断进化的相联构型的网络。……加之，大量的构型非常稳定，能延用足够长的时间，且能流行于绝大多数讲话人中，因此我们能将它们组成一个“语言系统”来作统一描写。］

上文图9.2和9.3所表明的动词与构式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构式语法学家所倡导和坚持的“基于用法的模型”，都证明了构式具有动态性这一特征。

关于构式静态性和动态性的例证，详见《下卷》第十二章对汉语新出现的“副名构式”的论述。

第七节　原型性与多义性

构式的意义必须运用认知语言学所一贯倡导的原型范畴、认知模型、意象图式、心智融合、隐喻机制等认知方式才能做出更好的解释。

构式有中心成员和非中心成员之分，一个构式家族的中心成员是其原型用法，可从语义方面作出预测，而非中心成员，如同多义词一样，是基于中心成员通过隐喻转喻等认知机制扩展而来的，具有理据性，这也足以证明句法不是自治的。

因此，构式就像词汇一样也可能是多义的，这就是“构式的多义性（Constructional Polysemy）”，即同一个形式可以与许多相关意义配对，它们形成了一个辐射性语义范畴，组成了一个“紧密相关的构式家族（a Family of Closely Related Constructions）”
[4]

 。Lakoff（1987）所论述的“There-构式”和“Here-构式”以及Zwicky（1986，1994）所论述的“WH-构式”都是构式家族。

而且，构式语法学家还认为，从原型意义会延伸出何种意义和用法是无法预测的（Goldberg，1995：34）。

正如Michaelis（2003b：182）所指出的：

Constructions，like words，are subject to systematic semantic extension over time，and like words，may denote an array of concepts whose interrelationships seem opaq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nchrony.（构式，就像词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要经受系统的语义扩展；而且也像词一样，可以指称一系列概念，其间的相互关系从历时角度来说并不具有透明性。）

多义构式家族观，除了深受Lakoff的“隐喻认知观”影响之外，还与Fillmore“框架语义学”密切相关。我们知道，框架语义学主要关注一组相关意义能形成一个框架的现象，结合或突显框架中不同的概念要素就会形成不同的词语，也就是说，框架中有关概念要素被词汇化时的方法不尽相同。由于框架中概念要素之间相互关系十分紧密，因此对这些词汇的准确理解需参照整个框架。构式语法也深受此影响，提出了类似的看法：意义相关的构式（或从一个原型构式所产生的多义构式）可以形成一个多义构式家族，对这些同义或近义构式的选用，则取决于突显该家族中的不同概念要素。同样，准确理解和运用一个构式，也需参照或借助多义构式家族中的相关成员。

因此，框架语义学的理论取向和分析方法同样适用于构式语法，或者说，前者是后者的理论基础之一，后者是对前者的自然发展，我们可用“框架”将相关同义项（包括词汇和句式，这两者在构式语法中都被处理为“构式”）统领起来，这就是说，“框架”可以同时为构式（包括词汇和句式）提供背景知识和理解基础。不同的近义构式，就像处于同一框架中的不同词汇一样，它们都处于一个微观系统的统辖之下，这个微观系统就是一个“框架”，因此，我们可以用一个“框架”概念将其统领起来。这也是学界将Fillmore这两个理论视为“双胞姊妹”的根本原因所在。

“构式多义性”又与传统上所说的“词汇多义性”相一致，这也为认知语言学反对在词法和句法之间划出二分界限提供了可靠的根据。正如Goldberg（1995：32）所指出的：

That is，since constructions are treated as the same basic data type as morphemes，that they should have polysemous senses like morphemes is expected.（这就是说，因为构式被视为与词素是相同的基本类型，人们自然就会期望，构式就像词素一样应该具有多义性。）

如上文所论述的“作用力—运动”使动构式，其典型用法是用具有明显使动意义的及物动词，动词后面的某人或某物发生了物理性的位移，但该原型构式也可隐喻性地扩展出一些非中心用法，从而出现了多义现象，如该构式可使用不及物动词，且使动力所能产生的“运动”不一定是显而易见的物理性运动，可以仅表示“状态”，例如：

［15］Bill talked Mary into a state of bliss.

Bill通过与Mary的交谈，使得她发生了心态变化，进入到“bliss”状态，原来该构式中受作用力影响所能产生的“运动”被映射到“心智变化”状态或“位于一地点”，使得该构式又产生了一个边缘性意义：“作用力—进入状态/地点”。又例：

［16］Bill talked Mary out of leaving.

Bill通过与Mary交谈使她改变了主意，她同意“将不离开”，此时原使动构式中的“离开这个地点（out of）”就被映射到了“不执行某个动作”之上。

汉语也有类似的用法：

［17］老张说得他动了心。


［18］老张说得他心花怒放。


双宾构式也体现了构式的多义性（Goldberg，1995：75），其核心意义为“成功转移（Successful Transfer）”，它就像一个多义词，可以围绕该核心意义产生出多种不同的意义和用法，“成功转移”可以是实质性的，也可以是意向性的；可以是允许性的，还可以是禁止性的，等等（详见《下卷》）。

另外，第十章第二节将专题论述所有格构式的原型性和多义性。

第八节　分类性与分层性

首先，一种语言中的构式可以分为很多类型，这些类型可依据相同或相似构式所组成的构式家族范畴来划分；而这些类型或构式家族中又含有很多层次，即从抽象性的构式图式表征到具体语式表达之间可分析出很多层次，这就是构式语法学家所说的构式的“分类分层性（Taxonomic Hierarchy）”
[5]

 。它既可视为构式的特征，也可当作构式之间的关系处理（参见第十四章第六节）。

既然构式皆有类别之分，构式语法理论就需对构式先作分类处理；基于不同的概括度就会有不同的分类格局，同一类别（包括同型和近义）的构式之间还有抽象程度［或叫“图式度（Degree of Schematicity）”］之别。这样，一个确定（相对确定和临时确定）的构式就会根据其分类和分层的特征，被人们安放在语法网络的不同类别和层级中存储起来。有了存储的确定位置，就能根据交际需要，按照一定的路径随时调用。

构式首先可按照结构类型大致分为“不及物构式”、“及物构式”、“双及物构式”、“存现句构式”等，还可按照功能类型分为“陈述构式”、“否定构式”、“疑问构式”、“感叹构式”等，然后再在各个类别中作分层处理。“分类”与“分层”是分不开的。本章将首先论述分层性，然后再将两者结合起来举例讲述。

根据我们的理解，构式的分层性包含两个维度：


（1）纵聚合维度：分层性与构式的图式—例示性；



（2）横组合维度：分层性与构式的套叠—整合性。


1. 纵聚合维度：分层性与构式的“图式—例示性”

这是从纵聚合角度来讨论构式与语式之间的层级性关系。这一关系主要是基于概括性和抽象性认知加工而形成的，抽象的构式相对于具体的语式而言，具有一定的概括性，所以说到构式具有概括性，实际上也就蕴涵了它具有分层性。

构式的分层性，是由构式的“图式—例示性（Schematicity-Instantiation）”所决定的。“图式”是通过“范畴化关系（Categorizing Relationship）”从很多具体语言表达中抽象出的概括性结构类型，“例示”是通过范畴化关系“认可（Sanction）”或“特许（License）”所能形成的具体或较为接近具体的表达形式。不管是图式性构式，还是例示性语式，都可作为一个独立的信息单位或构块储存于人们的心智之中，随时待用。

Croft（2005：275）曾列表解释了“图式—例示”连续体，我们对其作了部分修改，增加了第一行，现图示如下：

[image: 0311-01]
图9.5　图式—例示连续体



“图式度”是Fillmore，Kay & O’Connor（1988）区分构式的抽象性程度所用的术语。从上图可见，含具体单词越少的复杂结构，其抽象性图式度就越高，即所含变项越多的复杂结构，其抽象性图式度就越高，如图9.5中第一行所表示的主谓构式：

［19］［SUBJ VERB PHRASE］

其图式度最高，因为其中各要素都是变项，都没用具体单词，这相当于传统理论中表示“主谓宾”结构的“句法”形式，因其图式度最高，标上“（1）”以示与第二行句法形式的区别。

第二行是“被动态构式”，相对于第一行来说，其图式度有所降低，因其中包含了两个特定的具体单词“be”和“by”，这相当于传统理论中表示被动态的“句法”形式，因其图式度相对较低，标上“（2）”以示区别。

第三行的“固定表达（Substantive）”，是指那些“完全使用具体词语的（completely lexically specific）”的习语，相对于图式性最高或较高的“句法”而言，其中所含固定性具体词较多，整个构式只有一个图式性成分“TNS（时态）”，其他三个都是特定的具体单词。

在英语教学中，我们经常用不定代词“somebody”（简写为“sb.”），“something”（简写为“sth.”）等代表具体的人或物，用“do”代表动词原形，用“doing”代表动词的现在分词形式，用“done”代表动词的过去分词形式，它们所起到的作用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图式性表达。例如：

［20］leave sth. undone

其中的“sth.”代表若干名词，“undone”代表带否定前缀的动词过去分词，这也是一种介于图式性最高的构式和图式性最低的语式（都用具体词）之间的一种构式，基于此可产生以下具体表达：

［21］leave the experiment unfinished

［22］leave the paper unwritten

［23］leave the problem unsolved

［24］leave the house uncleaned

等等。

现以图式性最高（即最抽象）的“SUBJ VERB PHRASE”到图式性最低（最具体的）“He kicked the bucket.”为例，逐层分析其间的“图式—例示”连续体关系：

［25］［SUBJ VERB PHRASE］

［26］［SUBJ VERB-TNS PHRASE］

［27］［SUBJ VERB-TNS OBJ］

［28］［He VERB-TNS OBJ］

［29］［He kick-TNS OBJ］

［30］［He kicked OBJ］

［31］［He kicked［the bucket］］

例［25］到［31］可视为一个“构式—语式”连续体，它们具有不同程度的抽象性，构成一个微系统，上一层构式更为概括，图式性更高，每下一层语式为其上一层构式的例示，前者从后者传承了有关信息，这就构成了一个多重“图式—例示”的层级关系，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层级性网络。

又如在英语的某些成分（多为名词）后加上“-al”可构成一个形容词，其后再加上“-iz（e）”可构成一个动词，再在其后加上“-ation”可构成一个名词，这一过程从小到大就可概括成如下一个抽象的图式性构式（或叫“构式图式”）：

［32］［［［...］-al］ADJ-iz］V-ation］N

该词汇派生过程包含了四个从小到大的层级，［32］处在最高的抽象层面上，具有较大的能产性，可形成如下具体实例：

［33］centralization，normalization，radicalization，marginalization，lexicalization，grammaticalization...

构式的这一基本特征就决定了该理论要坚持运用“基于用法的模型（Usage-based Model）”（参见第三章第二节第7点）。

2. 横组合维度：分层性与构式的“套叠—整合性”

根据上文第4点所述，构式具有套叠性和整合性，人们就是靠将音义配对体的象征单位不断地组配起来达到语言表达和交际的目的。正如Langacker（1987：310）所指出的：

Hierarchy is fundamental to human cognition. Cognitive processing involves multiple levels of organization，such that elements at one level combine to form a complex structure that functions as a unitary entity at the next hight level，and so on.（层级性是人类认知的基础。认知加工过程包括多层次的组织，同处一个层次上的成分可结合形成一个复合结构，它又可作为一个整体成为更高层级上的组成成分，依次进行下去。）

构式由象征单位整合而成，较小的构式可被层层级级地套叠起来整合为较大构式，较大构式也能被层层级级地分解成很多较小的象征单位（Langacker，1991a：3），无论是音位单位还是语义单位都是如此。

［32］就包含了一个从小到大的四次套叠整合的过程。又例，一个名词词组中可能会包含另一个名词词组，一个分句可能又套上了另外一个分句，它们从小到大逐步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构式，如：

［34］the boy’s father

其中就包含了一个名词构式“the boy”，还可继续套叠成：

［35］the boy’s father’s friend’s boat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语言递归性（Recursion）”。

由于认知语法采取由下向上的研究方法，因此处于较低层次上的信息对于语言构式的描写更为基础。较高层次上的抽象性图式包含了更广范围的实例，但有时会因概括度过高而不能限制不合适的表达，即能产性会太强。因此认知语法认为：关键性信息是分布在较低的构式层次上的。

象征单位和构式具有横向的分类性和纵向的分层性，它们处于不同维度和不同层次上。语法本身就可被视为一个层级性结构体（a vast inventory of symbolic units structured in hierarchies that overlap and intersect on a massive scale）。以此为出发点，语言就可被定义为“象征单位和构式的大仓库”，因为构式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象征单位构成的。这样，构式就可作为语法在心智中的表征形式，我们就可通过它从心智角度来描写语言系统。

第九节　传承性与限制性

Goldberg认为，构式与动词之间具有互动性关系（参见第六章第四节），构式与构式之间具有传承性关系（参见第六章第五节），可以此来论述构式之间的结构性网络（Structured Network）关系。

正如上文第八节所述，构式具有分层性，这就必然要涉及各邻近层级之间的信息传递和特征转移问题，构式语法学家常用“传承（Inheritance）”这一术语来解释其间的关系。

“传承”主要指下一级构式从其上一级构式获得相关信息或用法限制，而“特许（License）”主要指上一级构式可准许下一级具体表达进入，特别指允许词汇插入其中。“压制（Coercion）”也是从上一级角度来说的，上一级构式会迫使下一级构式或具体词汇在句法、语义和语用方面作出必要的调变。可见，这三个术语是互相关联的，具有辩证关系：当下一级构式从其上一级构式“传承”信息或限制时，上一级构式也就在行使着“特许”功能。当两级构式中的信息发生冲突时，为能使得语句得以被接受，上一级构式就会行使“压制”功能，迫使下一级构式或语式（具体词汇）作出必要的调变。从这个角度，我们便能理解构式语法为何要通过“特许”、“传承”、“压制”来解释不可被接受语句的限制条件。正如Zwicky（1994：614）在解释“特许观（Licensing View）”时所指出的：

An expression is syntactically well-formed if its phonological form is paired with its semantics as an instance of some syntactic construction. It follows that an expression is ungrammatical only because there is no combination of constructions that license it，not because there is some cross-constructional filter that rules it out.（当一个音位形式与其语义的配对体可用作某一句法构式的例示时，该表达式在句法上就是合法的。据此还可得出下一结论：一个表达式不合语法，仅在于它没有结合到能特许该表达的构式，而不在于存在什么可排除该表达的跨构式过滤器。）

我们可将上文所论述的观点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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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6



图中的实线方框表示“控制构式（Dominating Construction）”，椭圆表示“受控构式（Dominated Construction）”，带问号的方框表示未用到（即未组合到）的语法构式。当受控构式需要从带问号的语法构式中传承到相关的信息特征和用法限制，而在实际运用中却未能用到时，这个椭圆构式就可能成为不可接受的构式或语式。因此能从相关语法构式中传承到必要信息，就成为能形成可接受语句的限制条件。

从上文论述还可见，构式各层次之间虽具有传承性，但也不是任何信息都可以传承的，有些信息会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不能传承下去。况且，每种构式本身都有一些特定的使用条件，管辖着语言表达复杂概念的方式。Goldberg（1995）在这一方面作出了深入的思考，较为详细地论述了英语的使动构式、动结构式、“The Way”构式的传承方式、特许限制等。

又如，不表示明显“给予义”的动词用于双宾构式时就会有较大限制。据徐盛桓（2007）统计，可用于双宾构式的此类英语动词约有20—30个（如：“bake”，“paint”，“wire”，“quote”，“promise”，“permit”，“allow”，“play”等），而其他大量的英语动词为何不能用于双宾构式中，这尚待进一步研究。刘国辉（2007）从概念层级性角度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值得我们思考。

另外，句法范畴在横向整合时如能满足传承和特许的要求，符合构式的基本条件，在其限制之下就可相互适应，并置的可能性就较大，如：

［36］Shameless wild women live happily.

含有一个概括性的基础概念分析程式，形成了一个复杂构式的顺序：

［37］特征—特征—实体—过程—方式


句子的音位极表明了该句中概括性语义范畴的顺序。因此，英语允许其词汇在高层次语义上有这样的顺序安排，将语义与音位顺序中的限制进行配对连接。在乔姆斯基的名句：

［38］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

中，每个词表示着一个音位极，并与一个对应的语义极相匹配。尽管例［38］只有在高度遐想的情景或诗歌幻想中才有意义，但其词序完全符合［37］所概括的英语“音位—概念”构式顺序，因而也就能传递某种意义。因此，认知语言学家认为，这个名句还是符合英语较高层次上语义概念的特定表达顺序的，只要将具有这类特征的、有意义的词按这种顺序排起来，就可能有部分意义能被理解（参见Lakoff & Johnson，1999：505；Minsky，1975）。而倘若将该句中的词序完全颠倒过来，说成：

［39］Furiously sleep ideas green colorless.

则无法传递任何意义，因为在英语中没有这样一种“音位—概念”构式顺序能适用于这一词序。乔姆斯基原本举这个例子意在说明传统的描写语法之不足，但这个例子恰好也说明了乔氏语法理论之不足，正好可用来批判他的句法自治观，句法不可能不受到语义限制的影响。

第十节　理据性与象似性

认知语言学信守“现实—认知—语言”这一人本性原理，旨在挖掘语言表达背后的人的认知机制，强调语言表达或语法构式是在人的“体验”和“认知”作用下形成的，语言是“惟人参之
 ”的产品。从这个角度来说，语言或构式就是依据人的认知方式和交际目的，依据人眼中的世界形态而形成的，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必然要得出语言符号和语法构式具有“象似性”的结论，且这一结论也完全符合后现代哲学中的人本主义精神。

注意，认知语言学理论框架中所讲的象似性，不是传统意义上所说的“语言符号”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因此，当今象似性与任意性的分歧也就不同于传统的“自然派”与“规约派”之争，它们与西方哲学的感性论与理性论，特别是认识论中的经验论和唯理论一样，都旨在排除人的主观因素，都是客观主义哲学观的产物（参见Lakoff，1977；Lakoff & Johnson，1999）。基于这一立场，这两派在处理语符与意义之间关系时也遵循着相同的研究进路，直接将“语符”与“世界”联系起来，都未能摆脱传统“指称论”意义观的理论框架，两者之间要么具有“规约性”，要么自然地具有“理据性”，如图9.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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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ge虽然在语义研究中有所突破，在这两个要素之间增加了一个“Sense（Sinn）”，但其基本的哲学立场未变，依旧属于客观主义哲学观的范畴。Ogden & Richards（1923）后来将Frege的这一思想总结为“语义三角（Semantic Triangle）”，可图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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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ge（1892，cf. Lakoff & Johnson，1980：199）在论文中明确区分了“Sense”和“Idea”，前者指“客观意义”，后者指“主观意义”，因此这里所说的“Sense”就是指客观事物在头脑中的镜像反映。所谓“镜像”，就是保证排除人的主观因素，像照镜子一样，完全而又客观地反映外物的实际现状和特征，这与传统西方哲学所坚守的客观真理必须遵循“笛卡尔范式（Cartesian Paradigm）”的圭臬如出一辙。

根据这一西方哲学的背景知识，图9.8就可解读为：语言符号通过“Sense”（客观的、非体验性的意义）客观地指向外部世界的所指对象
[6]

 ，“Sense”就成为确认外物的一个过渡站，这好像是解决了指称论（二元要素）留下的问题，但究其根源，却依旧未能逃脱客观主义哲学的泥潭，从他将“Sense”确定为客观意义就决定了他的这一立场；再者，在语义三角中仍可见Frege还未彻底抛弃“语言符号”与“外指对象”之间的关系（为间接关系，用虚线表示），依稀烙着二元要素指称论的印记。因此，被称为“现代语义理论开创者”的Frege，被Lakoff & Johnson确认为现代客观主义哲学家的代表，且还是一个带了坏头的代表。

我们根据Lakoff & Johnson的主要观点，拟将图9.9中所画的三角形顶点“Sense”先修补为“Cognition”（主客兼之），然后下拉，其过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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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获得了图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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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处于三角顶点的“Sense”（因其指客观性、镜像性的意义）换成“Cognition”（主客兼之，体验性概念化），且下拉到底线，以彻底阻断“语言符号”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直接联系，这样，语言符号就只能是“惟人参之
 ”的结果，语言只能是“人化的语言
 ”，这就是体验哲学和狭义认知语言学所说的：语言是人们对客观外界进行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即“体认”）的结果。

此处的“Cognition”就相当于笔者（2008b）提出的“体验性概念化”或“体认观”，主要表示“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这两项内容，其中既有对外部世界的客观认识，也体现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在认知语言学理论框架中所讨论的象似性，就是指图9.10右端的“语言”或“语言构式”与中间的“认知方式”，以及通过认知与左端“现实”所建立的理据性关系。

另外，钱冠连提出的“语言全息论（the Theory of Language Holography）”也与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象似观不谋而合。他认为语言与认知具有全息关系，所谓语言全息，是指语言与其外部及其内部各层次具有同构、相似、相通、相互包含的关系（详见第三章第二节第4点）。钱冠连（2002：106，108）指出：

如果语言里不包含认知信息，认知里不包含语言的信息，你如何能从这两个相向的运动中去考察对方呢？这种相向考察的可行性的背后不正是隐藏了我们所要寻找的相互包含关系即全息关系吗？

……

换言之，从自然语言里能看到认知能力，从认知能力里也能看到自然语言，这种相互的信息包含不是偶然的，它再一次说明，语言的……认知能力，和语言处于一种全息状态之中。

我们也注意到，当前国内的学者对“象似性”有不同理解，有学者持狭义象似性的观点，认为象似性为理据性的下义词，前者仅为后者的一种情况，即象似性仅指语言符号与客观现实之间所存在的映照性关系，如图9.11中由②标示的黑线所示。

更多的学者（如Hockett，1958：577—578；Givón，1985，1990，1994；Nänny & Fischer，1999）持广义象似性的观点（cf. Haspelmath，2008：3），认为象似性不仅包括上述狭义观，还包括语言符号与认知方式之间的关系，如图9.11中①标示的粗黑线所示，我们亦持这一观点。这样，广义的象似性观点即可表述为：语言符号象似于认知方式，且在某种程度上也象似于现实世界。这正充分体现了后现代哲学观中的“人本主义精神”，语言是人们认知加工的结果，必然取决于人们的认识，也须考虑到客观世界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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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理解了认知语言学的这一基本立场，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认知语言学要将象似性视为其一项主要内容了，而根本不像有些人所误解的那样，语言符号仅仅模仿客观外界，而不考虑人的体认因素，这依旧是西方传统客观主义哲学争论了2000多年的古老话题在作怪。体验哲学并不是对它作简单的重述，而是在图9.10和9.11的指导思想下对其彻底改造，赋予象似性以全新的含义和内容，关于这一点我们已在过去的文章和书中阐述得十分清楚了，此处不再赘言。

我们所说的象似性（即理据性），也不同于索绪尔在“关起门来打语言”的内指论框架下将“能指”和“所指”仅局限于头脑中的两个心理实体。语言总归是要用来表达客观外界的，那么心理实体与现实世界的接口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现在还是让我们回顾一下Lakoff & Johnson（1980：126；1999：464—465）就象似性理论所说的几句画龙点睛的语句：

Such links mak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m and content anything but arbitrary.（这样的连接使得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关系根本不是任意的。）

There does exist some arbitrariness. But given that，what we mostly find is not full arbitrariness，but motivation.（确实存在一些任意性。但即便如此，我们所发现的大部分情况不完全是任意的，而是具有理据性的。）

There is more motivation in a language than arbitrariness.（语言中的理据性多于任意性。）

Lakoff（1987：346，487）还指出：

In natural language，motivation seems to be more the norm than the exception.（在自然语言中，理据性更多呈现为正常情况，而不是例外。）

Motivation is central phenomenon in cognition. The reason is this：It is easier to learn something that is motivated than something that is arbitrary. It is also easier to remember and use motivated knowledge than arbitrary knowledge.（理据性在认知中是一个中心现象。理由是：有理据的表达比起任意性表达更容易学得；记忆和运用有理据的知识比起任意性知识也更加容易。）

In cognitive grammar，syntactic elements are not arbitrary but are motivated by corresponding semantic elements.（在认知语法中，句法成分不是任意的，而是有动因的，为对应的语义成分所驱使。）

Croft（2001：236）也指出：

...the great majority of constructions in the world’s languages do have a substantially iconic relationship between syntactic structure and semantic structure.（……全世界语言的绝大部分构式，在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之间都存在大量的象似性关系。）

Why is syntactic structure mostly iconic？Because an iconic mapping between function and form is one of the easiest ways to allow a hearer to identify the semantic components corresponding to the syntactic elements of a construction.（为什么句法结构大多具有象似性？因为在功能和形式之间采用象似性方式映射，这才是一种最容易让受话人识别构式中与句法成分对应的语义成分的方式。）

Radden & Panther（2004）主编出版了“Studies in Linguistic Motivation”，共收录了12位学者的论文，他们分别从“生态性（Ecological）”、“发生性（Genetic）”、“体验性（Experiential）”、“认知性（Cognitive）”这四个角度论述了语言（即构式）中的理据性（即象似性）。这里的“生态性理据”是指：人和语言单位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处于整个社会和语言系统网络的某一“空位（Niche/Slot）”上（详见Lakoff，1987：487；Radden & Panther，2004：24；Taylor，2004a：49，58）。据此，任何语言单位都是语言系统中的要素或成分，都具有“部分—整体”关系，它就像一个“指针（Pointer）”，总是要“指向”系统中的其他单位，不在这个系统中的成员就不能称作一个语言单位。这就是我们在第九节所论述的构式“传承性”，既然构式是处于构式网络之中的一个成分，它们必然要相互关联，一个构式总要像“指针”一样指向另外一些构式，相互传承有关内容信息和用法特征，所有构式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理据性。Taylor在该论文集中发表了题为“The Ecology of Constructions”的论文，基于认知语法的基本原理进一步论述了构式的有关性质，特别强调了构式的理据性。

“发生性理据”认为，语言是人类行为的产品，可以此来解释语言变化（如语法化）背后的理据。“经验性理据”主要从人的身体经验角度来解释语言的理据性。“认知性理据”主要从人的认知能力和方式来论述语言的理据性。

特别是Radden & Panther（2004：2）在前言中的一段话将认知语言学所论述的理据性（即象似性）与索绪尔所论述的“相对任意性”区分得十分清楚：

Saussure views motivation as a limiting case of arbitrariness，while cognitive linguists tend to see motivation as the norm and consider arbitrariness as the last resort.（索绪尔将理据性视为任意性的一个有限样例，而认知语言学家主张将理据性视为常规，将任意性视为最不想使用的手段。）

这就是上文Lakoff & Johnson（1999：464—465）的基本观点：在语言符号中确实存在一些任意性，但尽管如此，大部分情况不是完全任意的，而是有理据的。语言中的理据性比任意性要多。这些论述与索绪尔观点不同，索氏将任意性视为第一原则，将理据性视为任意性中的有限情况，而Lakoff等认知语言学家一贯主张，理据性为正常情况，任意性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选择。

Heine（2004：105）在论文集中谈论到象似性时语气更重，他认为语言一定具有象似性：

Human behavior is not arbitrary but is driven by motivations. Language structure，being one of the products of human behavior，therefore must also be motivated. If we find “arbitrary”language structures then these are in need of explanation.（人类的行为不是任意的，而是由理据所驱动的。语言结构是人类行为的一个产品，因此语言一定也是有理据的。如果我们发现“任意性”的语言结构，它就需要作出解释。）

同时，Heine（2004：118）指出：

In a number of cases，at a first glance no motivation could be found，yet after a more detailed analysis，combining historical findings with crosslinguistic generalizations，it turned out possible to reconstruct the motivation involved.（在许多情况下，初一看可能没有发现什么理据，但经过较为仔细的分析，并将跨语言概括研究与历史发现相结合，就可建构其间的理据。）

Haiman于2008年在Cognitive Linguistics
 第一期上发表了题为“In Defence of Iconicity”的论文，继续阐释了有关象似性的基本原则，对某些学者（如Haspelmath）的质疑给予了有力的反驳。

语言符号象似性或语法构式象似性，体现了体验哲学和狭义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原则，也标志着当代语言学，虽稍后于文学界和翻译界，亦已步入了许多后现代哲学家所倡导的人本主义这一人文科学的研究大潮之中，它不仅开辟了语言学研究的新方向，为理论语言学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可直接用于指导语言教学。


[1]
 　我们在翻译这一术语时加了一个“新”字，意在区别于传统的“经验论（Empiricism）”，参见王寅（2007a：36—38）。


[2]
 　这也是笔者区分构式和语式的一个主要原因，“构式（Construction）”是抽象的图式，而“语式（Construct）”为抽象图式的具体词语表达式。


[3]
 　Croft在此全用大写字母，以示强调。


[4]
 　又叫“紧密相关的意义家族（a Family of Closely Related Senses）”，本书将其简称为“多义构式家族（Polysemous Construction Family）”。


[5]
 　我们在阅读中也注意到，有些学者对这两个术语并未加以严格区分，如有人将构式的这一特征称为“Taxonomy（分类性）”，也有学者将其称为“Hierarchy（分层性）”，本书主张用“分类分层性”这一术语，因为，这一术语同时包含了两层含意，即构式既可从“分类”层次上作“纵向”切分，又可在“分层”层次上作“横向”切分。


[6]
 　Frege（牟博等译，1998：377）的原话为：“指号，它的涵义和它的指称之间的正常联系是这样的：与某个指号相对应的是特定的涵义，与特定的涵义相对应的是特定的指称，而与一个指称（对象）相对应的可能不是只有一个指号。”


第十章　构式的特征（下）

本章通过几个实例论证了第九章所归纳出的构式的10组特征。第一节以汉语的“吃-构式”和英语的“eat-构式”为例，简要论证了构式的体验性与抽象性、基础性与进化性、概括性与独特性、套叠性与整合性、独特性与互动性、静态性与动态性、原型性与多义性、分类性与分层性、传承性与限制性等特征。第二节以英汉语的所有格构式为例，重点论证了构式的原型性和多义性。本节还简述了Taylor和Langacker研究英语所有格，以及陆俭明等研究汉语所有格的有关观点和方法。第三节还列举了10个方面的例子来详细说明整合原则对于构式的解释力。

第一节　以“吃/eat”为例解释构式的特征

笔者（2007c）曾以“吃”和“eat”这两个对应的动词来论述汉语“动＋名”构式和英语“V＋N”构式之间的差异。总的来说，比起英语的“V＋N”构式，汉语的“动＋名”构式用法更为广泛，组配更为灵活，意义更为多样。从所收集到的语料来看，汉语中动词后面所接名词不一定都是宾语，可能是其他若干成分，而英语大多为“Object”。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主张在汉语语法系统中用“动后语（Postverb）”来代替西方语法分析中“宾语”的原因。

通过对比我们亦可发现，汉语有较大的容忍“逻辑偏差”的能力，以求得语言表达的经济性和灵活性，从而使得同一构式有了更多的意义和用法；而英语则更强调“合乎逻辑”，这就使得英语“V＋N构式”缺乏汉语“动名构式”的经济性和灵活性，运用范围显得较窄，也使得英语“eat”比汉语“吃”的义项数量相对要少得多。

本节主要以“吃＋名词”和“eat＋N”两构式为例来说明第九章所述及的构式特征，其他相关内容参见《下卷》第十一章。

1. 体验性与抽象性

接在“吃”和“eat”后面的众多名词，毫无疑问，都是与“吃”事件域相关的一些事体，差别在于这两个动词所能接用事体的范围和类别大有不同。

汉语“吃”与其后所接名词之间的语义关系十分复杂，需根据人们的实际生活经验来判断其后所接名词的类别，是表示所吃的食品（如吃面条、吃牛排
 ），吃饭的时间或地点（如吃下午、吃食堂
 ），所用的工具（如吃大碗、吃小灶
 ），吃饭的方式（如吃自助、吃外卖
 ），还是表示生活的来源（如吃皇粮、吃软饭
 ）等。这亦可见，理解和运用汉语“吃＋名”构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生活，这就是笔者为何提出运用“事件域认知模型（Event-domain Cognitive Model，简称ECM）”来解释该构式的初衷，在汉语中只要与“吃”活动有关的事体似乎都可接于其后。也正是由于“吃”被广泛用于各种场合和多种构式之中，这才形成了“吃”的多义性
[1]

 。

正是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在“吃”和“eat”后所接名词或名词短语的差异较大，它们所出现的句法环境有别，因而就形成了不同的抽象方式，出现了不同的义项。这两个动词之间的差别参见下文。

2. 基础性与进化性

构式语法认为，语言中的一切单位都是形义配对体的构式，构式即为语言之本质。而“吃”和“eat”又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根本活动，缺少这一活动就无人类可言，乃至无一切生物，这就是国内外很多学者研究这两个构式的原因，可用以说明构式的基础性和进化性。

从这两个动词的标注来看，其第一义项都是最直接的本义。《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中“吃”的第一义项为“把食物等放到嘴里经过咀嚼咽下去（包括吸、喝）”，1974年出版的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中“eat”（仅两个义项）第一义项为：“take（solid food，also soup）into the mouth and swallow it”，这两个释义几乎完全一致。随着生活的变化，认知的差异，汉语中“吃＋名”构式的用法不断扩展，逐步进化出11个义项，而英语中“eat+N”仅进化出一个义项“destroy as if by eating”。这一方面说明，构式是人们在漫长的语言运用中根据交际需要逐步进化而来的，另一方面也说明，各民族在语言进化过程中所采用的认识方式存在一定的差异。

语言的体验性和进化性是构式语法学家所大力倡导的“基于用法的模型”的理论根据，也是对语言天赋观的有力批判。同时，这对我们的语言研究也很有指导意义：应当根据充实的语料来论述语言现象，而不能仅凭拟构出的例句来佐证观点。

3. 概括性与独特性

“吃”和“eat”的概括义几乎完全一致，即“从口腔送入食品以维持生命”，且“吃”也有“eat”的第二义项“消灭”，但前者却进化出了后者所没有的其他义项，产生了一些后者所没有的独特用法（详见《下卷》）。

通过对比汉语的“吃＋名”构式和英语的“eat＋N”构式可见，汉英在“吃”和“eat”后接成分上存在很多差异，如果我们将第1点所举的汉语“吃＋名”语式例子译成英语，就不能直接在“eat”后面接上对应的“Noun”或“Noun Phrase”，而要用上特定的介词。

倘若将汉英这两个具体的构式扩展到“动词＋名词”和“Verb＋N”构式上，两者之间的差异就更大了。这足以可见Croft（2001）的观点是可取的，各语言的构式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很难仅从普遍原则的角度作出充分解释和概括性总结。

4. 套叠性与整合性

汉语动词“吃”与名词在套用过程中经常要调变有关语义成分，才能使得整个构式获得合理解释，其后所接名词不一定都是“吃”的对象和受事，可表现出各种意义，如：

［1］吃食堂



［2］吃馆子



［3］吃大碗



［4］吃筷子



［5］吃小灶



［6］吃救济



［7］靠山吃山



［8］吃工资



［9］吃父母



［10］吃文化



［11］（这桌饭）吃八个人



等，就使得汉语“吃＋名”构式在整合过程中动词和名词之间的语义必须不断进行适当调整，例如：


“吃食堂”
 意为“在食堂吃饭”


“吃筷子”
 意为“用筷子吃饭”


“吃父母”
 意为“靠父母给钱生存”


“（这桌饭）吃八个人”
 意为“（这桌饭）可以供八个人吃”

等等。

从这些表达也可充分证明：说汉语的中国人有较大容忍“逻辑偏差”的能力，以求得语言表达的经济性和灵活性。而将上述几句译为英语时，我们常要变换构式，不能直接用英语的“eat＋N”的构式，如例［1］要译为“to eat in the dining-room”，例［4］要译为“to eat by chopsticks”，等等。

正是由于构式有这种整合性特征，才使得汉语“动名构式”的用法比英语的“V＋N构式”更为广泛，具有更高的灵活性，许多意义都可套用同一“动名构式”直接表达，这也充分体现出汉语表达的经济性原则，而不必严格遵循“精确逻辑关系”。我们正可用构式的整合性和经济性特征来解释汉语中这些不合逻辑的表达现象。

上述所举例子为“吃＋名”简单套用，我们还可以它们为基本单位继续套叠运用，如：

［12］吃馆子不如吃食堂合算。


［13］当今很多年轻人并不把吃父母或吃救济看成多大的丑事。


［14］老板们吃馆子不再是为填饱肚子，而更在乎吃文化、吃品位、吃友谊。


5. 独立性与互动性

“吃”和“eat”这一动作虽不像使动动词那样，具有明显的使动力量，但当它们被用于使动构式时，就可具有明显的作用力，例如：

［15］苹果吃得她肚子发胀。


［16］一家人吃得他山穷水尽。


［17］to eat John out of house and home

［18］The western thought ate its way into his mind.

由上例可见，正是这种使动构式使得原来不具有明显使动力的动词“吃”和“eat”有了明显的使动力，“吃”的使动力使得她肚子发胀，致使他山穷水尽，“eat”的使动力把John赶出了“house”和“home”（意为“把John吃穷了”），使得“the Western thought”找到途径进入了他的头脑，影响了他的思想。这亦可见，具有独立性的构式可能会改变动词的意义，体现出动词与构式之间的互动性。

6. 静态性与动态性

“吃＋名”和“eat＋N”这两个构式的概括义既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也具有一定的动态性。它们从最初的原始意义发展到今天的诸多用法，都是在语言使用中不断进化而来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交际的需要才不断产生的，如例［14］中的“吃文化”、“吃品位”、“吃友谊”以及“吃环境”等，都充分体现出当前的时代特征。

我们也可预言，未来汉语中的“吃”和英语中的“eat”一定还会不断出现新义项，特别是汉语的“吃”，亦有可能向全能的“代动词”方向发展。

7. 原型性与多义性

汉语的“吃＋名”构式和英语的“eat＋N”构式，其最基本义和原型用法是“为生存进食”，然后逐步扩展出其他各种用法和意义。我们所建立的语料库（参见《下卷》第十一章）也证明了这一点，“吃/eat”的原型意义在语言运用中所占比例最高，远远高于非中心意义，其他各种隐喻性用法所占比例较少。同时，汉语“吃”的隐喻性用法又远远高于英语的“eat”。

8. 分类性与分层性

“吃＋名”构式具有分类性，如“吃饭”和“吃惊”当属于不同类别的用法。《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归纳出“吃”的11种意义，也具有意义的分类性质。

“吃”同样可以不断从低层级向高层级套叠使用，逐步形成越来越复杂的构式，如：

［19］使出吃奶
 的力气


中套用了一个较为简单的动名构式“吃奶”。在英语构式：

［20］eat your heart out（忧伤过度
 ）

中包含了一个名词短语构式

［21］your heart

又例：

［22］rich and poor

是一个名词性词组，可嵌入构式

［23］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之中，还可继续套叠成：

［24］eat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消灭贫富差异
 ）

9. 传承性与限制性

我们现依据上一章第八节所论述的构式分类分层性，以汉语“我吃，我吃饭，我吃惊
 ”一组语式来描述构式内部的传承性，再结合图9.5所示的逐层分析方法，通过比较便可建立网络的局部“分类分层关系”，亦可称为“传承网络（Inheritance Network）”或“传承关系（Inheritance Relation）”，Booij（2008：98）将其称为“传承树（Inheritance 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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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可见，由“吃”所形成的构式，也是不断从其上一层构式中传承了有关信息。另外，能与动词“吃”和“eat”形成搭配的表达也有一定的限制性，须符合有关规律，而不可漫无边际、随意使用。

第二节　所有格构式的原型性与多义性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构式具有原型性和多义性特征。这里的原型性主要指图式化的原型性，而不是典型样例式的原型性。本节主要以“所有格构式（Possessive Construction）”为例论述构式的原型性和多义性。

1. 英语所有格构式

所有格（Possessives）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很多语言学家对其做出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Langacker于20世纪60年代也开始关注这一现象，并于90年代尝试运用“认知参照点（Cognitive Reference Point）”为其做出“体验性”解释。Durieux（1990），Nikiforidou（1991），Taylor（1989）等学者都曾对英语所有格构式作出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和解释。Taylor还于1996年出版专著Possessives in English：An Exploration in Cognitive Grammar
 （《英语中的所有格——认知语法探索》）专题论述了英语的所有格构式，这些论著已成为认知语言学研究英语所有格构式的经典读物。

英语所有格用法较多，所表意义也相当复杂。形成英语所有格如此复杂用法的主要原因就是，英语为母语的使用者在所有格原型意义和典型用法的基础上，不断运用隐转喻机制延伸出了若干非原型性的派生意义和用法。


1）Taylor 论所有格原型


Taylor（1996）将英语中典型的“-’s所有格构式”及其原型属性总结如下（参见图10.2）：

典型的所有者具有较高的确定性，多为已知信息，其“回读率（Lookback）”也低，这样它就很容易作为认知上的参照点。它具有“主题（Topic）”功能，而且常为一个表示“人”的名词短语或人称代词，据Taylor（1996：219）的数据调查显示，约占77%，这也表明“人”更可能作为主题，与人类的“自我中心说（Egocentricity）”思想相吻合。所有者具有“高保持率（High Persistence）”，提及后不会很快退出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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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被所有者与典型的所有者正好相反，具有不确定性，大多是前面语篇未提到过的新知信息，具有高回读率。其主题化程度也较低。它常为一个表示非生命体的“物”的名词短语，依据Brown（1983）的数据调查显示，约占97%（参见Taylor，1996：219）。被所有者具有“低保持率（Low Persistence）”，提及后很快就会退出语篇，因此它不仅是非主题性的，而且在其后语篇中往往也不可能获得主题性位置。

Taylor（1989：202；1996：340）还运用原型范畴理论论述了典型所有格构式所具有的下述8条原型属性：


（1）典型的所有者是一个特指的人。



（2）典型的被所有者是一个无生命的实体，通常是一个具体的事物，而不是抽象的东西。



（3）典型的所有关系具有专有性（或排他性），任何被拥有的事物只有一个所有者，而对于所有者来说，可能有许多拥有物。



（4）典型的所有者有唯一的权利使用被所有物，其他人只有得到所有者的允许之后才能使用它。



（5）典型的被所有者是有价值的事物（商业价值或情感价值），所有者对被拥有的事物是通过诸如购买、赠予或继承等授权方式获得所有权的，该权利一直有效，直至下一授权活动（卖出、赠予、遗赠）将其转让给他人。



（6）典型的所有者对被拥有的事物负有责任，应作好保管和维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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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典型的所有者在对被拥有事物行使权利时，两者在空间上应靠得很近，有时被所有者可能是永久性的或经常性伴随于所有者身边。



（8）典型的所有关系具有长期性，以年月来计算，而不以分秒来计算。


例如：

［25］Smith’s car

［26］John’s cottage

同时具有上述8条属性，是这种所有格范畴的中心成员。

［27］John’s intelligence

明显违反了上述第2条属性。

［28］the dog’s bone

违反了第1条属性。

［29］the secretary’s typewriter

则可能违反第3条属性（秘书用的可能是公司的打字机）。

［30］Smith’s train

意为“Smith所乘的火车”，明显违反了第3、5条。

可见，违反了其中某一或某些原型构式的属性则可能产生出非原型语式，它们就不是所有格构式范畴的中心成员。这其中也有个程度问题，一般说来，违反上述原型属性越多，则越靠近该范畴的边缘。

Taylor（1996：232—233）曾按照所有格构式能被接受程度举了几组例子，越是可被接受的，就越是所有格范畴的中心成员；标有“（？）”的语式说明还是可以被接受的，但已经离开了中心成员；标有“？”的语式可被接受的程度就较差，可被视为非中心成员；标有“？？”的语式可被接受的程度更差，可被视为范畴的边缘成员，而标有“*”为不可接受的句子：

［31］a. the error’s removal from the manuscript

　　　b. （？）the errors’removal from the manuscript

　　　c. ？the ten errors’removal from the manuscript

　　　d. ？？ten errors’removal from the manuscript

　　　e. * errors’removal from the manuscript

［32］a. the city’s destruction

　　　b. （？）the cities’destruction

　　　c. ？the two cities’destruction

　　　d. ？？both cities’destruction

　　　e. * cities’destruction

我们认为，Taylor运用原型范畴理论对英语所有格典型性的论述基本是可以接受的，但对于第2条有不同看法，被所有者表示无生命实体是否可作为唯一的典型处理，似乎值得商榷。数据调查显示无生命实体占97%，比例还是很高的，但根据经验推理，称谓领属应是一种十分常见、司空见惯的关系（尽管Durieux的数据库显示亲属所有格用法才占8%，Taylor的数据库显示占11%，参见Taylor，1996：347），如“我的母亲、我的父亲、我们的祖先”等表达，理应是早期就能被掌握和使用的，是十分普遍的。数据与经验，两者不可偏废，兼顾考虑可能更能说明问题。

另外，我们祖先在捕猎活动中将猎获的动物（有生命体）占为己有，人类生活中也早就有了家养动物，而且当今社会很多人喜欢养宠物，自然也就会出现有生命体作为被所有者的用法。可见，将生命体排除在典型的被所有者之外，值得商榷。


2）Deane的对比研究


Deane（1987；1992：202—204）曾对比论述了英语的“’s（包括形容词性代词）构式”与“of-构式”两种所有格，认为两种所有格形式的原型性用法具有一定的互补性。［33］中的箭头方向表示可接受性呈逐步下降趋势，也就是说箭头方向分别表示了这两种所有格范畴不断从中心成员逐步成为边缘成员，随着“’s语式”典型程度的逐步下降，“of语式”典型程度不断对应增加。这一对照可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英语中这两种所有格基本形式之间的异同。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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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acker与Taylor的分析思路有所不同，他将英语所有格分为三小类：


（1）物主占有
 （Ownership）


（2）亲属关系
 （Kinship）


（3）部整关系
 （Part-Whole Relationships）

并主张运用认知参照点原则为这三小类所有格构式做出统一解释。

Langacker认为，在一个原型性所有格构式中，所有者为参照点（R），它可激活一个“域［Domain，相当于我们书中所说的概念域（Conceptual Domain）或认知域（Cognitive Domain）］”，即下图中的D），概念化者（Conceptualizer，即图中的C）在此范围内可建立该参照点与目标（Target，即图中的T）这一被所有者之间的联系，前者控制着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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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3中的虚线表示“心智路径（Mental Path）”，箭头表示运作的方向。图中大圆中指向目标T的是实线，表示概念化者（C）从概念域（D）所含众多项目选择出一个当下的实际指向对象（T）。

John Lyons（1967：390）曾认为：

In many，and perhaps in all，languages existential and possessive constructions derive（both synchronically and diachronically）from locatives.［在许多，或许在所有语言中，存在构式和所有构式（共时或历时地）都来自处所。］

Langacker（2007：326）则认为，尽管“处所”对于概念形成和语言表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一“处所论假说（Localist Hypothesis）”过于武断，“处所”之所以能与“所有格”发生关系（前者可以表示后者，后者也可用来表示前者），是因为两者都是基于“参照点”机制形成的。我们认为，Langacker的这一批评似乎缺乏充足的理由，因为“参照点”机制恰恰就是在“空间处所”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不能驳倒“处所论假说”。倘若这一假说在解释所有格时有什么不足的话，倒可以说是“处所论假说”太过概括，还需更深入地从“参照点”角度来考察这两者相关的认知机制。

Langacker还将“参照点原则”与“侧显（Profile）”、“射体—界标（tr-lm）”结合起来，论述了英语中

［34］the army’s destruction of the city

［35］the city’s destruction by the army

这两种所有格形式的认知机制。他是从分析动词的“名词化（Nominalization）”入手的，动词“destroy”侧显“过程（Process）”，预设有两个参与者，一个作“tr”，另一个作“lm”。当“destroy”经历了名词化过程形成“destruction”之后，就侧显其“事体性（Thingness）”，它与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事体—事体”之间的关系。此时择用不同的事体作参照点，就形成了上述两种不同的所有格表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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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4中的P1为施事者，可例示为例［34］和［35］中的“the army”；P2为受事者，可例示为“the city”。当发话者要表示“摧毁”这一主动性动作过程时，可将P1作为“tr”，也是参照点，语法化为语法主语；将P2作为“lm”，语法化为语法宾语，形成一个主动分句，此时就出现了例［34］的表达形式。若要表示“摧毁”这一被动性动作过程，就可将P2作为“tr”和参照点，语法化为语法主语，这就出现了“被动态（Passive Voice）”，就出现了例［35］的表达形式。

Langacker将英语所有格的原型用法和非原型用法都归结到参照点原则上，以此为基础做出了统一的解释，使得分析简单化，同时也为语言的体验性提供了一个实例。但是，他对所有格的原型用法与非原型用法之间的区分语焉不详，我们拟从以下三个方面作一补充：

（1）依据Taylor对原型性所有格构式的八点论述，Langacker所列述的三小类所有格构式，第一小类为原型用法，其他两小类的原型性次之，即：

［36］物主占有＞亲属关系、部整关系


（2）根据Langacker在论述中提到的“控制力（Control）”，并结合Taylor的相关观点，我们拟作如下论述：在“’s所有格”表达式中，表示参照点R的“’s”成分，对表示目标T的“’s”之后的成分有较强控制力，应当为其原型用法，若R对T的控制力较小，就可将其视为非原型用法，如：

［37］my sister’s age

［38］Professor Langacker’s nationality

［39］the desk’s smooth surface

［40］this week’s most exciting moment

［41］the moon’s average surface temperature

等，其中虽然涉及了参照点R和目标T，表面看仍然是所有格构式，但在意义上不存在前者对后者有多大的控制力。

（3）Langacker未能对例［34］和［35］的原型性做出说明。我们根据Taylor的论述，拟将主动性所有格表达式，即以P1为参照点和“tr”，视为原型用法，如例［34］；而例［35］以P2为参照点，为非原型用法。

2. 汉语所有格构式

汉语所有格构式也较为复杂，用法较多，我国汉语界很多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

陆俭明（2002）曾主张将汉语的领属结构分为17小类，但对其原型用法和非原型用法论述得也不够详细。现笔者根据Taylor关于所有格构式原型范畴的分析方法，结合我们对部分观点的修改，将这17小类按照从原型用法到边缘用法的顺序大致排列如下：


（1）占有领属（他的房子），



（2）器官领属（我的手），



（3）称谓领属（我的母亲），



（4）特征领属（孩子的长相），



（5）处所领属（小李的背后），



（6）成果领属（部落的猎物），



（7）状况领属（张三的病情），



（8）创伤领属（父亲的刀伤），



（9）事业领属（沈老的研究），



（10）观念领属（朋友的劝告），



（11）变形领属（羊肉片儿），



（12）成员领属（美国的总统），



（13）属性领属（桌子的长度），



（14）产品领属（苏州茶叶），



（15）材料领属（画报的纸），



（16）构件领属（书的封面），



（17）景观领属（桂林山水）。


另外，我国还有学者（参见郭继懋，1990；陈宗利、肖德法，2007）基于领属构式分析了汉语中的一种独特的构式：

［42］王冕死了父亲。


［43］椅子断了一根腿。


［44］教室破了一扇门。


［45］电脑坏了一个键。


［46］房屋倒了一堵墙。


他们认为，在非受格动词（Unaccusative Verbs，表示“出现”、“消失”、“存在”、“状态变化”等一类的不及物动词）前后所出现的两个名词短语之间常具有领属关系，前者为“领（the Possessor）”，后者为“属（the Possessee或the Possessed）”，这可叫做“领主属宾构式”。有学者主张视其为前移领有名词至分句的主语位置，还有很多学者认为，表示结果的体标记“了”才使得例［42］—［46］一类的表达成为可以接受的语式，也才能使得不及物动词带上宾语，倘若去掉体标记“了”，这类句子就不可被接受。

如此看来，汉语的这种特殊构式，也可视为汉语原型性所有格构式的一种边缘性用法。

第三节　构式整合性十例

语言在组配过程中虽部分涉及到了组合原则，但在绝大部分场合下必须运用整合原则才能做出更为圆满的解释。构式语法学家目前研究了很多习语构式和非常规构式，它们都不能从其组合成分中获得确切而全面的含义。下文以10个例示作为佐证。

1. 复合词

由A和B两个部分构成复合词或词组C，C的含义不一定就完全是A和B的简单相加，其中可能会出现A和B原来所没有的意义，如第五章例［26］的“pickpocket”和例［27］的“scarecrow”，它们都是由“动词＋名词”这两个词素结合而成的，在原结构中为“动宾构式”，但结合后却为一个名词，表示“施事者”，这一整合结果不能从其组成要素做出预测和判断。又例：

［47］the white house（白宫：美国总统府邸
 ）

［48］the yellow book（黄皮书、电话簿
 ）

三个词在组合之后所形成的词组有其特殊的含义，不等于组成成分意义的简单相加。又如“printer”这个整体是由两个象征单位构成的：

［49］［PRINT］/［print］and［ER/ə
 ］

但是，“printer”的意义不等于“［PRINT］＋［ER］”，因为这两个词素都不含有“计算机附件”的意义，这一意义是在“［PRINT］”和“［ER］”的整合过程中新创（Emergent）而成的，需要特定的语境、情景和百科知识作为背景，可见组合原则在这里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语义理解更离不开整合原则。

又例以下两个象征单位wheel和chair：

［50］［WHEEL/wi：l
 ］

［51］［CHAIR/tʃεə
 ］

可整合成简单构式wheelchair：

［52］［WHEELCHAIR/wi：l tʃεə
 ］

我们知道，“轮椅”含有“残疾人或病人”、“医院”等义，而这是原来两个象征单位所没有的语义成分。又如dough意为“面团”，face意为“脸”，而doughface却意为“假面具”。

汉语的联绵词（双音节的单纯词），如：犹豫、流连、踌躇、彷徨、徘徊、颠沛、滂沱，都是由两个音节组合成的一个单纯词，不能拆分，也不能从其组合成分做出可靠的预测。又如名词“地”和名词“道”的意义十分清楚，而复合之后所形成的“地道”却可用作形容词，意为“真正的、纯粹的、实在的、标准的”，这也是难以预测的。

再如当前较为流行的“X门”，也不能仅从字面上获得解释。首先，这里的“门”已不是原初“door”的意思了，而是源自1972年美国尼克松总统在“Watergate（水门）”这座大楼中所发生的丑闻事件（在其对立政党的总部安装窃听器），后来该词中的“-gate”被截取出来用作词缀，专门指有较大负面影响的政治性或新闻性丑闻，如近年来出现的种种“门”事件（按字母顺利排列）：

［53］安全门、暴毙门、曝光门、爆炸门、抱腿门、报价门、辩论门、抄袭门、厕所门、辞职门、拆迁门、出口门、大麻门、道德门、电池门、电话门、短信门、法语门、翻新门、腐化门、国资门、韩国门、和谐门、黑狱门、换芯门、贿赂门、交易门、集资门、奸商门、奖金门、解说门、解约门、戒指门、爵位门、拉链门、劳工门、理发门、买菜门、虐工门、女友门、陪舞门、碰撞门、情报门、情色门、欠债门、窃听门、人事门、升级门、丝袜门、税务门、视频门、食品门、台湾门、桃色门、特工门、挑衅门、偷拍门、退赛门、猥亵门、误杀门、洗手门、相机门、行贿门、学院门、艳照门、扬帆门、伊朗门、拥抱门、邮件门、游说门、召妓门、质量门、转会门、专利门、刹车门，等等。


在这些“门”词语中，不管其前词语是褒义、中性、贬义，只要与“门”搭配使用，整个词语就带上了贬义，从而出现了词汇压制现象（参见第十一章第五节）。显然，这些复合词不等于数个象征单位的简单相加，各成分之间可能会发生许多具体的、细微的调变，也常会出现原来成分所没有的意义，这样才能达到相互融合的目的，才能形成一个有意义的、具有一定功能的构式整体。

2. 习语

任何语言都有大量的习语，如：

［54］kick the bucket

组合原则对其一筹莫展，汉语中大量习语（约有四万条）也多有类似情况，仅从字面意义的组合角度无法获得准确理解，如：

［55］不三不四


其含义既不是“不是三个”，也不是“不是四个”，倘若译为：

［56］neither three nor four

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无法理解（详见第四章第三、四节）。

3. 矛盾表达

语言中存在很多自相矛盾的表达，如：

［57］Your dead uncle is still alive.

这也是组合原则无法解释的，因为一个人不能既生又死。又例：

［58］他既当爹来又当娘。


一个人不可能既是男的，又是女的。这类现象一直令形式主义语言学家感到头疼。

4. 隐喻

语言中充满了大量的隐喻（Metaphor），很多语言学家和哲学家认为，语言中至少有三分之二为隐喻性表达（Metaphorical Expression），同样无法通过组合原则获得其义，如：

［59］This surgeon is a butcher.

“屠夫”也可能具有很高的解剖技艺，如我国古代的“庖丁解牛”。但［59］中用“butcher”来喻说“外科医生”时，从何产生出“技术拙劣”的含义，这仅从该表达的组成成分是找不到答案的。

5. 多义构式

语言中有大量的多义结构，如

［60］the ball under the table

就可能有多种情况，这个球是在桌面的下面，还是被四腿朝上的桌面压在下面，是全部被压在下面，还是部分被压等等，这还需要语外知识作进一步补充。若按照组合原则，意义应当是确定的、唯一的，那么一个表达式的多种意义又来自何处？这也只能借助整合原则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

6. 语用因素

语言表达必须依靠语用因素才能获得准确理解，如：

［61］It is hot here！

的真实含意不可能仅从字面组合上获得，必须借助于语境，运用语用原则才能推导出这句话的真正含意，若是说话人在抱怨室内温度太高时，则明显表示“开空调”或“开窗子”的含意。又例：

［62］It’s raining.

用于不同语境会有许多不同含意：若是母亲对正在院子里玩耍的孩子说，其含意为“快进屋”；若是妻子指着院子里晾晒的衣服对丈夫说则可意为“收衣服”；若是主人对要离别的客人说可能意为“留客”，等等，不一而足。

7. 非常规构式或语式

很多构式语法学家对“非常规语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一方面证明了组合原则的缺陷，另一方面也意在从分析语言中边缘的、异常的现象入手，先解决难题，再以其为基础研究常规的核心语法，研究思路与TG学派完全相反。例如：

（1）Akmajian（1984）和Lambrecht（1990）研究了“Incredulity Construction（疑惑构式）”，如“Him get first prize？！”“What，me worry？”在此例句中用宾格“him”和“me”作分句的主语，属非常规表达，其含意也不仅是字面意义之和，常带有“惊奇”、“反诘”、“疑惑”、“不屑一顾”
 之义。

（2）Wierzbicka（1987）专题研究了诸如“Boys will be boys.”一类的冗余表达式，它既具有构式特殊性，也具有跨语言的特殊性，很难运用一条通用规则对其做出全面而又合理的解释。

（3）Fillmore（1985b）分析了英语中由“WH-word”引导的感叹句，以及由其引导的诸如“What the hell did you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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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类的特殊构式，来证明用TG的转换法无法完美解释它们转换自何处。它们是两种特殊的构式，在英语语言系统中有其独立的地位，且本身也可作为一个主体模板（Host）能准许很多词语插入其中。Fillmore借用这两个例子论证了“构式语法”这一概念，大胆提出：构式具有“单层表征性（a Single-level Representation）”，以此来否定TG学派的转换观或派生观。

（4）Fillmore（1986），Michaelis（1994），Culicover & Jackendoff（1999）等研究了英语中的“the more ...，the more ...”共变条件句［Correlative Conditional，又叫Comparative Correlative（比较级共变）构式］，其表达在句法上也很特殊：英语中的定冠词“the”后面原应接名词，而与比较级搭配使用似乎是绝无仅有的现象，而且这两个分句并置后，前者多表示后者的条件，强调“共变”的含义。可见，其句法形式和语义用法都是难以预测的。

（5）Lakoff（1987：462—585）用了120多页，从体验性角度较为系统地分析了“There构式”和“Here构式”，特别是前者的指称性功能（Deictics）和存在性功能（Existentials），及各自的用法特征和变体，认为传统的转换生成语法根本不能解释这一构式的转换关系，也说明不了它们为何如此复杂，以及各种不同变体和用法之间的种种联系，他主张必须从构式语法角度，并结合隐喻认知机制，才能将该构式错综复杂的内部关系和林林总总的用法梳理清楚。

（6）Fillmore于1988年又与Kay和O’Connor合作在Language
 上发表论文，基于对“let alone”的个案分析论述了语法构式中的规则性和不规则性，发现该语式不能从形式和意义上做出预测：从词性角度来说，它是由一个动词和一个副词构成的动词短语，但在功能上却用作连接词语，且其整体意义也难以从这两个词义上推导出来。他们进而提出不规则的习语表达也具有较高的能产性、高度的结构性，语言不可能仅靠单一的“短语结构规则（Phrase Structure Rule）”来解释，而须运用句法、语义、语用三位一体式的解释模型。

（7）Fillmore，Kay，O’Connor（1988）；Nunberg，Sag，Wasow（1994）等从构式语法角度对习语做出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而习语一直是语言学家特别是TG学派感到棘手的语言现象。

（8）Salkoff（1988），Levin & Rappaport（1988），Jackendoff（1990a），Goldberg（1995），Israel（1996）等对英语中的“Way构式”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该构式可迫使用于其中的不及物动词增添“有方向性的运动”、“沿某一路径作持续运动”、“具有一定的困难性和曲折性”等含义（如例［63］和［64］），而令人奇怪的是，那些含方向性运动的动词却又不能被用于“Way构式”中（如例［65］和［66］）：

［63］She chatted her way down the receiving line.

［64］He slashed his way through the brush.

［65］*
 She walked/went/ran his way into the meeting.

［66］*
 He stepped/moved his way to New York.

（9）Michaelis & Lambrecht（1996）以“Toward a Construction-based Theory of Language Function：The Case of Nominal Extraposition”为题论述了诸如“It’s amazing the people you see here.”的特殊构式，认为这是一个经过句法限制、语义限制和语用限制互动后形成的完形体，是感叹句类型中的一个分支，可通过传承网络作出合理解释，并倡导使用形式主义的框盒图对其作出详细描写。

（10）Jackendoff（1997a）专题论述了“Twisting the night away”一类的构式，它也是一种非常规表达，具有特殊的含意和用法。

（11）Kay & Fillmore（1999）专题论述了“What’s X doing Y”构式，认为它是从数个构式中传承了相关用法和信息而形成的，且在传承过程中还出现了多种调变现象，在语用上常表示“抱怨”、“惊讶”、“不合适”等义，这也不能从句法和功能上作出预测（详见第十五章第三节）。

（12）Kay（2002）在Language
 （第78期）上发表了“English Subjectless Tagged Sentences”一文，较为详细地分析了英语中诸如“Fooled us，didn’t they？”这类特殊的反意疑问句表达形式——“无主语附加问句”。Kay以此例为基础质疑了TG的转换原理，否定“移位（Movement）”和“空范畴（Empty Category）”之类的方法，大力倡导“构式法”、“单层观”、“多重传承分析法（Multiple-inheritance Approach）”。

（13）Taylor（2002：578；2004：64）论述了“bang goes”构式，它也是英语中的特殊语式，如“Bang goes my weekend！”它在句法、语义、语用上都具有丰富的异常信息。

（14）沈家煊（2006a）运用构式语法理论分析了汉语中特殊语式“王冕死了父亲”
 ，还据此提出了汉语中“类推糅合”造句的现象，认为该特殊格式是由“王冕的父亲死了”
 和“王冕丢失某物”
 这两个小句糅合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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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点类似于认知构式语法中“从多种构式中传承相关信息”的观点。

（15）陆俭明（2002；2004）分析了“吃他三个苹果”
 。

（16）王寅（2007c）较为详细地调查了英语“eat＋NP”和汉语“吃＋名”构式在句法、语义、语用上的异同之处，重点分析了汉语中该构式的种种奇特搭配用法，且尝试运用ECM为汉语“吃”的动后语范畴作出统一解释。王寅（2007d，2009）分别调查和分析了英语中“AS X AS Y”习语构式和汉语中新近大量出现的“副名构式”，揭示了其后的认知机制。王寅和王天翼（2009）提出了“吃他三个苹果”的第六种解释方案，尝试用“传承整合观（Inheritance & Integration）”为其做出了一个全新的解释（分别参见《下卷》第四、十一、十四章）。

（17）严辰松（2008）分析了汉语中的“年方八十”这一奇怪构式。

（18）江蓝生（2008）分析了“差点儿VP≈差点儿没VP”、“难免VP≈难免不VP”、“VP之前≈没VP之前”等正反同义语式
[5]

 。

（19）还有许多学者分析了“副词＋名词”或“很＋名词”语式，他们都遵循着构式语法所倡导的“从特殊现象入手”的研究思路。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8. 分句构式

我们知道，一个分句可能由很多小构式整合而成，一个小构式往往只能为分句提供某一方面的具体信息，也就是说，一个分句可为一个母节点，它包含很多构式节点（一个节点即为一个构式），当将这些构式整合为分句时，该分句要从这些构式中传承有关信息，其中有些信息不一定完全能互相兼容，此时必须对它们做出适当调整，使其互相适应，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分句。这在屈折语中尤为明显，如一个不及物构式的否定句，可由图10.1中的不及物构式和否定构式整合而成，但在合成一个英语分句时，其中要做出很多调变（如是否要借用助动词“do”或“did”）。再如，当分句的主语为单数第三人称时，用于一般现在时还要涉及用“do not”还是“does not”构式的问题。

分句的整体意义也不仅仅是各构式的简单相加，如很多谚语、“口头禅”以及语用功能语法化（参见王寅，2006：128）等都属这类现象。

［67］你听我说。


［68］不是我说你。


［69］咱俩谁跟谁呀。


［70］你好好想想，自己看着办。


9. 并列和复合构式

同样，我们还可将分句整合成并列构式或复合构式。在整合过程中，我们首先要考虑到它们能共现的条件，共现分句能够享有某共有要素或能复合为一体的要素，在整合时，这些要素有时可在语言中明示出来，有时并未明示，此时就需要受话者作出较多的认知加工，需要从诸多要素中推导出整体构式所隐含的意义。

10. 动名组配

语言中“动词＋名词”的组配关系十分复杂，按照常规来说，名词应为动词所表动作的对象，但也有很多例外，“假宾语（Fake Object）”就是为解释这类现象所提出的方案之一。一般说来，汉语中的假宾语现象比英语中要多得多。

汉语中“动名构式”中的名词可表示多种意义范畴（参见第一节），这就与英语中“V＋O”构式出现了较大的差异。此时，我们必须运用整合原则对其中的成分作必要的语义调变，才能准确地理解汉语的动名构式所表示的意义，也才能较好地将其译为对应的英语表达，“直译法（Literal Translation）”此时显然是行不通的。

构式语法学家与其他认知语言学家一样，坚决认为整个构式不完全等同于各要素单位的简单相加。一般说来，各要素成分要运用种种整合（或融合）方法最终才能形成一个有意义的、具有一定功能的构式整体，这其间必然要涉及许多具体的、细微的调变。如笔者（2007c）所分析的“吃＋名”构式就十分复杂，又例汉语中的“有”原义为：领有、存在、发生或出现、部分或某。但当其后接“光杆抽象名词”时，如：

［71］有经验


［72］有能力


［73］有水平


［74］有学问


［75］有了年纪


［76］有人缘


此构式就可带有“多”、“大”、“好”、“达到一定数量或程度”之义。另外，“有”还形成了一个“有X好VP的”的表达，例如：

［77］有你好玩的。


［78］有他好受的。


［79］有张三好瞧的。


［80］有你们好果子吃的。


［81］有小春好看的。


［82］有那家伙好过的日子。


很明显，此构式含有“警告”、“威胁”、“幽默”之义，都不是原词语所带来的意义。因此，对构式和语义结构的描写不简简单单是个组合问题，而应从认知角度描写其“整合”的过程和结果。





我们强调整合原则，并不是要完全排除和否定组合原则，语言分析中组合原则还是能发挥部分作用的，但在更多的场合下（如上述所列的10种情况足以构成了语言的大部分），组合原则只有部分解释力，主要还应运用整合原则，因为语言单位组合在一起时，它们或多或少都要经过部分调变之后才能互相顺应，成为一个表达整体。因此，语言分析应当遵循“组合＋整合”的原则。Fauconnier所倡导的“概念融合理论（Conceptual Blending Theory）”，主要就是用来解释语言中的整合现象，用融合空间（Blended Space）中的“新创结构（Emergent Structure）”来解释组合过程中新信息是如何产生的。


[1]
 　在1996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修订版）》中，“吃”从各种具体用法中被抽象概括出11个意义，若再深入调查和仔细分类，远远不止这个数量。


[2]
 　这一点Taylor在1996年的专著中未述及，他将第5点分为两点。


[3]
 　此处的“WH-词”不可用“which”，可替换“the hell”的词有：“the devil”，“the heck”，“the deuce”，“on earth”，“in the world”，“in heaven’s name”等。


[4]
 　沈家煊（2006a）还认为，“我来了两个客户”这一语式是由“我有两个客户来了”和“我得了某物”糅合而成的产物。在句子“合肥发生‘人跪狗’事件”中所出现的“人跪狗”语式，是由“人赔偿狗”和“人下跪”这两个小句糅合而成的。用认知构式语法中“传承观（Inheritance View）”来说，就是这两个较为特殊的语式分别从相关语式中传承了部分特征和信息。


[5]
 　吕叔湘（1985）曾举出汉语中9种这类正反同义语式：

（1）好容易　　　　＝　好不容易

（2）好热闹　　　　＝　好不热闹

（3）差点儿　　　　＝　差点儿没/不

（4）就　差　　　　＝　就差没

（5）难　免　　　　＝　难免不

（6）小　心　　　　＝　小心别

（7）怀　疑　　　　＝　怀疑……不

（8）除　非……才　 ＝　除非……不

（9）……以前　　　 ＝　没……以前


第十一章　构式中的压制

构式语法在批判动词中心论的基础上不仅提出了构式与动词一样具有意义，而且还提出了很有影响的“构式压制观”，即：当动词义与构式义不完全一致或相冲突时，构式常会迫使动词改变其论元结构（增加或减少动词的论元数量）和语义特征。本章第一、二节简要回顾了构式语法提出构式压制的历史背景及其涉及的主要内容。第三节列述了构式具有独立义和构式压制的具体例证。第四节专题论述了英语中的“体压制”现象。第五节提出了我们对构式压制的一些补充和发展，如：词汇压制、惯性压制、选显压制、多重压制、仿拟压制等。

第一节　概述

构式语法认为，一个语句（包括短语和分句）的意义不仅仅是由出现于其中的词语所决定的，还取决于将这些词语结合起来的方式，即结构。换言之，语句义取决于词汇义和构式义的互动。当两者相一致时，“语义连贯原则”和“对应原则”发挥作用，即动词所突显的论元结构被融合到构式所突显的题元结构之中，这从第六章的图6.3和6.4可见。

但是，在语言表达中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动词不具有或不明显含有构式的全部题元角色，或其语义和用法与构式“不兼容（Incompatibility）”、“误配（Mismatch）”或“相冲突（In Conflict）”，出现了动词的论元结构不能与构式的题元结构完全对应匹配的现象，此时当考虑与构式结合使用的动词的灵活性，因为构式往往占据主导地位，可能“赋予”或“强加于”动词额外的角色，改变其用法类型或意义，这就叫“Construction Coercion（构式压制）”，又叫：



	the Rule of Coercion
	（压制规则
 ），



	the Process of Coercion
	（压制过程
 ），



	the Coercion Mechanism
	（压制机制
 ），



	the Process of Accommodation
	（协同过程
 ），



	the Accommodation Mechanism
	（协同机制
 ），



	the Override Principle
	（强制原则
 ），




等。

“压制”概念由来已久，它源自TG学派中的“Control（控制：一个成分对另一成分的制约）”，最初用以解释“promise”和“persuade”这两类动词后的“VP补语”受哪个成分控制（哪个成分作其逻辑主语），为何前者的控制语是分句的主语，而后者的控制语是分句的宾语？

（1）Rosenbaum早在1967年就主张用“最小距离原则（the Minimal Distance Principle）”来解释VP补语控制语的择用问题，但缺陷是未能考虑名词补语。

（2）Jackendoff（1972，1974）认为可从题元角色（Thematic Roles）的角度来论述对动词性构式和名词性构式的控制问题。

（3）Chomsky（1980，1981）接受了Rosenbaum的最小距离原则，主张对诸如“promise”等一类的动词标注上［+SC］，即“Subject Control（主语控制）”。Chomsky（1981：76）指出：控制语的择用是由动词中的“θ-Role（θ-角色）”或其他语义特征决定的，或许是由某种语用条件所决定的。

（4）Bach（1979，1980）在他的范畴语法（Categorial Grammar）中也论述了控制语分派问题，认为“promise”一类动词的句法和语义结合顺序为：先与其后的名词短语结合，再与VP补语结合，最后才与主语结合；而“persuade”一类动词的结合顺序为：先与VP补语结合，再与宾语，最后才与主语结合。VP补语的控制语（未明说的主语）就是其句法和语义上的“后邻论元（the Next Argument）”。

（5）Bresnan（1982）在他的词汇功能语法（Lexical Functional Grammar）中提出了“Control Theory（控制理论）”，区分了两类控制：功能控制（Functional Control）和照应控制（Anaphoric Control），有些带补语的动词（如“promise”）经受功能控制，其他动词（如“persuade”）以及名词成分经受照应控制。Bresnan还论述了控制语移变（Controller Shift）的现象。

（6）Manzini（1983）后来修补了Chomsky的控制理论，认为每个未明说的VP补语在其适切的“C-Command Relation（C-统领关系）”中都带有一个控制语。

（7）Chierchia（1983，1984）认为“控制”纯粹是一个语义现象，由“语义公设（Meaning Postulates）”所管辖，据此就可建立带属性的表达式和带命题的表达式之间的蕴含关系（Entailment Relations）。他还尝试运用题元角色的层级性来预测控制语分派现象，并提出用“Adjacent Argument Principle（邻近论元原则）”来解释控制语分派问题。

（8）Farkas（1988）主张根据抽象概念“Responsibility（责任性）”来解释控制语分派问题。她认为，一般来说控制语是一个可从语义上识别出来的个体成分，它担负着引出一个与补语相对应的场景的责任。她还提出用“Marked Controller Choice Principle（有标记控制语择用原则）”来解释控制语移变问题。

基于上述学者的论述，构式语法学家开始思考用“压制”来解释构式对词汇的控制。

第二节　构式压制

1. 认知语言学家论“压制”

很多认知语言学家继承和发展了上述学者的有关观点，在论著中提及或较为详细地论述了“压制观”，有些学者还涉及了“构式压制观”，现对其作一简要梳理。

（1）Talmy早在1978年发表的论文“The Relation of Grammar to Cognition—a Synopsis”中就述及了“Shift（移变）
[1]

 ”现象，该文经修改和补充收录于1988年由Rudzka-Östyn主编的论文集中，后又经修补成为他2000年出版的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专著的第一卷第一章。他在文中论述了某些语法结构可迫使词项的句法、语义、语用等方面发生移变，如“有界”词项经过“Debounding（去界）”认知运作后就可移变为“无界”，如“sea”可移变为“海水”，“tear”可移变为“泪水”；或在某些名词后添加诸如“-ery”，“-ing”，“-age”等后缀也可导致这类移变。反之，无界的词项也可转变为有界词项，如在不可数名词前用不定冠词“a”（或“an”）或数量词等。某些语法结构还可迫使词项的“Extensionality（限界性）点、线段（有界长度）、线（无界长度）”发生变化，如进行体可迫使点性动词“die”作延长性移变，来描写介于生与死之间的一种状态，从而引发了后来者对体压制的研究。另外，他在文中还论及静态与动态之间的移变、图形和背景之间的移变、论元结构的移变
[2]

 ，等。实现这些移变的手段是“语法”，因此正如论文题目所示，语法结构实际上就起到了“认知”作用，可不断调变和压制词汇实际用法中的意义，这正是该文的意义之所在。

（2）Moens & Steedman于1988年论述了进行体和完成体对动词意义的压制现象，这就是Michaelis（2003，2004）所论述的“体压制（Aspectual Coercion）”。Moens & Steedman（1988：17）在论文中指出：

The phenomenon of change in the aspectual type of a proposi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odifiers like tenses，temporal adverbials，and aspectual auxiliaries is of central importance to the present account. We shall talk of such modifiers as functions which “coerce”their inputs to the appropriate type，by a loose analogy with type-coercion in programming language.（在诸如时态、时间状语、体助词等修饰语的影响下，命题的体类型变化现象对于本文的论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将这类修饰语称为“压制函数”，它们将迫使插入其中的词语成为适合运用其中的类型，这与编程语言中的类型压制大致相仿。）

（3）Croft（1991：108，265）从概念化和识解的角度论述了压制，将其描写为：词项的概念化将受到其所在句法环境的影响，并主张将其等同于“识解类型（Construal Patterns）”和“移变（Shift）”。Croft（1991：173）还指出：分句的内在性结构压制其输入成分（Input）使作出调变的现象大量存在，须作深入调查和研究。

（4）Sag & Pollard在1991年也提到“压制规则”，从语义限制、使役压制（Causative Coercion）、约束理论（Binding Theory）的互动和综合的角度论述了受控补语（Controlled Complement），即对VP补语的控制语的压制问题，也述及了控制语移变的问题，但他们所论述的压制规则离构式语法的压制观还有一段距离。

（5）Goldberg（1995：159；2006：22）主要从构式可对动词产生压制作用的角度论述了该规则，她（1995：238）指出：

...constructions coerce lexical items into having systematically related meanings.（……构式可强制词汇项产生出系统相关的意义。）

（6）Jackendoff基于他自己及他人于20世纪70—80年代对“控制理论”的研究成果，论述了构式可为语句增添除词汇义之外的意义这一现象，他（1997b）曾将由句法结构产生的“额外意义”称为“Enriched Composition（增义性组合）”，相当于构式语法学家所用术语“Coercion（压制）”或“Override/Overrule（强制）”。Jackendoff这里所说的“增义性组合”是相对于“严格组合（Strict Composition或Narrow Composition）”而言的。

（7）De Swart基于Moens等（1988）的观点于1998年在所发表的题为“Aspect Shift and Coercion”的论文中进一步论述了“体移变（Aspect Shift）”，并用其来对比分析了英语和法语中的进行体和完成体。De Swart（1998：360）在文中曾对“压制”作出如下定义，并多次被其他学者引用（cf. Michaelis，2003a，2004；Traugott，2007；Ziegeler，2007；Bergs & Diewald，2008）：

（Coercion is）syntactically and morphologically invisible：it is governed by implicit contextual reinterpretation mechanisms triggered by the need to resolve（semantic）conflict.［（压制是）句法上和词法上看不见的：它是由解决（语义）冲突的需要引起的，取决于因隐性句法环境须作另样解释的机制。］

从他的定义可见，压制主要指当词汇义与构式义发生“语义冲突（Semantic Conflict）”或两者不兼容或误配时，此时潜在性句法环境就会产生一个“压制因子（Coercion Operator）”，它会对词汇义产生强制性影响，即当两者产生冲突时，解释者常须根据构式义对词语义作出“不同解释或另样解释（Reinterpretation）”，以使两者相互适应或协同，从而就可对词组和分句作出合理的解读。Bergs & Diewald（2008：12）的一句话将这一观点阐述得十分清楚：

...the notion of “coercion”，i.e. the notion of a construction exerting force on the meaning of an item inserted in that construction.（……“压制”的概念是指：构式对插入其中的词项的意义施加力量。）

Bergs & Diewald（2008）在论文集Constructions and Language Change
 （《构式和语言演变》）中，从构式或构式语法角度论述了语言演变现象，认为语法化过程主要涉及语言的形式、意义和功能之间的关系，而这正是构式语法的基本出发点，因此基于构式或构式语法来论述语法化，可谓是“正当防卫”！他们还指出，演变始于语式（innovation starts in construct），不正常的个别组配（如“two beers”）会“压制”出一个新解释（如“two units of beer”），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就会形成一个新构式，它就是语言演变（如“数词＋不可数名词”）的一个主要原因。

（8）Pustejovsky于1993年发表题为“Type Coercion and Lexical Selection”的论文，论述了“类型压制”的观点。

（9）Panther & Thornburg于1999年发表题为“Coercion and Metonymy”的论文，从转喻机制角度论述了压制的认知原理。

（10）Taylor在《认知语法》中也较为详细地论述了压制现象，他（2002：287）指出：

By coercion I refer to the phenomenon whereby a unit，when it combines with another unit，exerts an influence on its neighbour，causing it to change its specification.（所谓“压制”，我用其来指如下现象：当一个单位与另一个单位结合使用时，它将会对其毗邻的单位施加影响，使其改变用法特性。）

从这一论述可见，Taylor主要还是从词汇搭配角度来解释压制现象的。他在文中还提出了“音位压制（Phonological Coercion）”的问题，如英语中诸如“deceive”，“receive”，“consume”，“resume”等动词在派生成形容词的过程中，因为发音关系会受到形容词后缀“-（t）ive”的压制，部分改变其词根形态，调变而成“deceptive”，“receptive”，“consumptive”，“resumptive”等。而构式语法则将这一观点拓展到了构式与词汇之间的关系上。

2. Michaelis论“构式压制”

在构式语法理论框架中对压制现象最有研究的当算Michaelis，她（2003a，b，2004，2005）较为详细地论述了“强制原则（the Override Principle）”，即“压制原则”，并将其定义为（2004：25；2005：50—56）：

If a lexical item is semantically incompatible with its morphosyntactic context，the meaning of the lexical item conforms to the meaning of the structure in which it is embedded.（如果一个词汇项在语义上与其形态句法环境不兼容，词汇项的意义就当遵守其所嵌入运用的结构的意义。）

其实，构式压制不仅仅是构式对词汇的压制，也可能是构式对构式的压制，关于这一立场Michaelis & Lambrecht早有述及。他们（1996：217）曾指出：受控构式（the Dominated Construction）不能从其控制构式（the Dominating Construction）中传承所有信息，两构式中那些互相冲突的信息会被阻断。


1）移变压制效应


Michaelis（2004）还从“Type Shifting（类型移变）”
[3]

 的角度论述了这种由句法环境所引起的“压制”现象，与构式特征相冲突的那些词语的特征必须作出“移变（Shifting）”，可能是特征上的部分移变，也可能是类型上的移变。因为Michaelis（2004：30）认为构式标示语义类型（Constructions denote semantic type.），构式压制自然就能产生语义类型移变，即词语的组合方式（相当于构式义）可以改变词语的语义或语义类型，构式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表达式的意义，正如Michaelis（2004：1）所指出的：

...the process of semantic composition may add meanings absent from the syntax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certain operators，e.g.，the progressive，receive suitable arguments.（……语义结合的过程可能会增加原句法中所没有的意义，以能保证某些操作成分，如进行体，获得合适的题元。）

因“构式压制”或“语义类型移变”而产生的效果就叫做“压制效应（Coercion Effect）”，根据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所提出的术语“向心结构和离心结构”，可将其分为两种：


（1）向心压制效应


向心压制效应（Endocentric Coercion Effect）是指整个词组的句法功能与其中某一成分的句法功能相同，此时则产生向心压制效应
[4]

 。如在动词短语中，起“语核”作用的动词可能会决定整个短语具有与动词相同的分布规律和句法功能，如当动宾搭配违背语核选择限制条件时，其论元的语义特征就会受到动词语义的压制。例如在动词短语

［1］bend the rock

中，由于“the rock”受到语核“bend”这一动词的压制，人们只有将其识解为“可弯曲的物体”，此时两者才能相互适应。


（2）离心压制效应


离心压制效应（Exocentric Coercion Effect）源自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的观点，他们所说的离心结构是指整个词组的句法功能不与其中任何成分的句法功能相同，构式语法学家则将这一现象称为离心压制效应。如介词短语“in the room”具有副词功能，但其中却没有一个副词。构式语法常用其来描写“非语核（Non-head）”所具有的压制效应，如“限定词（Determiner）”一类的非语核有时也可起到“语核”的作用，在语义上可限制或移变与其共现词语的意义。例如：

［2］I had a tea.

句中的不定冠词“a”压制了其后的不可数名词“tea”，使其具有可数的性质。

从上分析可见，向心压制仅是“词汇特许（Lexical Licensing）”中的一个具体例示而已，其中语核（如“bend”）的语义特征压制了与其结合的其他词语（如“the rock”）的语义特征，词汇投射原则［the Principle of Lexical Projection，又叫：Projection-based Theories（基于投射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仍可对其做出解释。但离心压制则完全不同，上述办法行不通，因而形成了对TG学派的词汇投射理论的一个挑战。

构式语法在反思该理论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可将离心压制交给构式来处理，即语义特许者（Semantic Licenser）不一定是短语中的语核，更可能是句法框架类型，又叫“题元结构构式（Argument Structure Construction，简称ASC）”。如在名词短语中，不一定是名词语核单边决定了整个名词短语的句法或语义特征，有可能是其中的限定语或修饰语起主要作用，且名词与修饰语之间具有互相特许的关系（Mutual Licensing Relationship），也就是说，“语核（Head）”和“补语（Complement）”，或两者的结合，都可能获得压制效应。因此，构式语法认为句法组合不仅仅是由“语核”驱动的，而常常是由构式驱动的，构式常可取得离心压制效应，“语核驱动（Head-driven）”当兼顾“构式驱动（Construction-driven）”。


2）显性与隐性类型移变


Michaelis（2004：28）还根据类型移变的显性程度将其分为两小类：


（1）显性类型移变


显性类型移变（Explicit Type-shifting）是指词项（或其投射）的意义类型由于受到按常规与其组配的语法构式的影响而出现的移变现象。如可数名词与复数构式的组配就属于这一类，其为常规用法，但其单复数用法的意义不同：前者，如“a book”，常表示有界性；而后者，如“books”，其所指是没有边界的。


（2）隐性类型移变


隐性类型移变（Implicit Type-shifting）是指词项（或其投射）的意义类型会根据压制原则来调和词汇与构式间语义冲突而出现的移变现象。如上文的例子“a tea”就属于这一类型。因为不定冠词“a”一般不与物质名词共现，不属常规搭配，此时“tea”就在“a＋可数名词”构式的压制下，使得“tea”发生语义类型移变，从不可数名词变为可数名词。

从上可见，当某一词语叠加（Superimpose）或被运用于某一特定构式中，且两者的语义和用法特征不兼容或相冲突时，构式往往处于“主导地位”或“强势位置”，它可强制性改变词语（主要是动词、名词等）的语义和用法，迫使两者取得协同（Accommodation），这就叫“构式压制”，我们可列举很多例证来证明这一现象。

第三节　构式压制的例证

证明“构式具有独立义”和“构式压制观”的例子很多，许多有关构式语法的专著和论文中皆有提及，本节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一小结。


1. 特殊构式研究


第十章第三节第7点列述了国内外学者们对英汉语中19种特殊构式的研究，以确凿的证据表明了构式义的存在，它在不同程度上约束或改变了出现于其中的动词或其他词语的意义。

在第二章第三节第1点中反思词汇投射论之不足时，我们也列举了某些学者的论述和例句，以证明构式义的存在。


2. 动词用于相似构式


英语中有很多动词可用于相似的构式或句型中，但整个句子的意义却可能有较大的差异。换句话说，动词本身没变，为何整句话的意义却不同了呢？这只有从事件场景的视角和整体构式的用法角度才能做出较为合理的解释，如：

［3］Bill loaded the truck into the ship.

［4］Bill loaded the truck with bricks.

这两句话同用一个动词“load”，从句型表面上看也没什么不同，都是“SVO＋PP”句型，且SVO部分完全相同，差别仅在于它们用了不同的介词短语，因此TG学派多从“转换”的角度来解释这一现象。但根据构式语法的观点，即使这两个构式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它们之间也不存在什么转换关系。两句话的语义差异，是由两个看上去相似但仍有差别的构式所致，也就是说，正是这两个不完全相同的构式环境，才使得动词“load”的意义发生了一定的调变，构式的主导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例［3］意为“将卡车装到船上”；例［4］则意为“向卡车上装砖头”。Pinker（1989）对其间的差别做出了更为深入的分析：

［5］John loaded hay onto the wagon.

［6］John loaded the wagon with hay.

按照Pinker的观点，例［6］中的“load”属于方位动词（Locative Verbs），对其后所接表示方位的宾语有“完整效应（Holism Effect）”的语义制约作用，因此句中的“the wagon”在此构式的作用下带有“满载”的含义；而在例［5］中“load”的宾语“hay”是所装对象，“the wagon”不作“load”的方位宾语，它就不含“满载”之义。


3. 动词用于不同构式


上文论述的是同一个动词用于相似的构式之中，当同一个动词用于两个不同的语法构式中时，其语义和用法也自然会相差较大，以SVO和SVOC这两个不同的构式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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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注意的是，英语中有些动词不能用于SVO构式中，却可用于SVOC构式中：

[image: ]


可见，整个表达式的意义不是仅由其词项的意义组合而成的，而是由词项意义和构式意义进行整合处理加工之后的结果，且构式常处于主导地位。

又如Talmy（1978：19）所举的一组例句也很能说明这一问题：

［19］The cows all died in a month.

［20］When the cows all died，we sold our farm.

［21］The cows kept dying（and dying）until the serum finally arrived.

这三个例句用了同样的动词“die”，但它出现于不同的构式中，其用法和含义也就不同：例［19］通过“in a month”确定了整个牛群死亡的有界范围，其基本含义相当于几何中的“线段”；例［20］在“when”的作用下，使得句首的时间分句有了“点性”含义；而例［21］在“keep V-ing”的制约下，具有无界的“线性”含义，相当于对该事件做了一个特写（Close-up View，Upclose），对它进行放大，从而使得事件的外部边界出了视野。

可见，当同一个动词用于不同构式中时，构式可赋予动词以“点性”、“线段”、“线性”等不同含义。又如：

［22］I read the book ten years ago.　　　 　（点性）

［23］I read the book for two hours.　　 　　（线段）

［24］Mary arrived as I was reading the book.（线性）

4. 构式可改变动词的论元结构和意义

正如上文所述，构式意义相对于词汇意义而言常处于主导地位，因此我们可以说：构式本身常可使动词的论元结构（或叫“参与者角色结构”）和语义发生变化。例如表示“作用力—运动”的使动构式（the Caused-Motion Construction）的原型题元角色（Prototypical Argument Role）为：

［25］使动构式〈使动者　目标　受动者〉


其原型意义为：

［26］X　CAUSES　Y　TO　MOVE　Z

当不具有使动意义的动词用于该构式时，其参与者角色结构就会发生变化，就会有了“使动”意义，从而获得了一种新用法。下文分别从两个方面加以论述：

（1）能用于这个构式中的动词应是及物动词，因为表示作用力的致使动词应为及物动词，这才能使得跟随其后的物体发生运动。当不及物动词用于该构式时，就可使不及物动词改变原来的特征，有了及物性意义。也就是说，使动构式可以赋予不及物动词以新的参与者角色结构，新的意义和用法，例如：

［27］Harry sneezed the tissue off the table.

“sneeze”原为不及物动词，当将其置于“作用力—运动”这一使动构式时（其后带了直接宾语和方向性介词短语），这句话就再也不是这些词义的简单组合了，人们自然会通过解读“使动构式”的意义，在两个事件之间建立起因果联系，获得其义：Harry通过发出动作“sneeze”，对餐巾纸施加了一个力，结果使其产生移动，出了桌子。这个意义一方面是由使动构式本身产生的，另一方面也是由经验产生的，因为经验告诉我们，“打喷嚏”也能产生一种致使力，把使动构式的意义和“sneeze”的意义协调起来，这亦可见构式具有整合性。

Gawron（1985，1986）以及其他学者主张从“语用推理（Pragmatic Inference）”的角度来解释这一现象。他们认为，例［27］本身主要含有以下两个命题义：


（a）Harry打了个喷嚏；



（b）餐巾纸出了桌子。


除此之外增加一条语用含意：正是Harry所打的喷嚏才使得餐巾纸出了桌子。也就是说，这两个命题所表事件之间的关系是靠语用推理建立起来的。

Goldberg（1995）则另起炉灶，率先在构式语法理论框架中提出用“题元结构构式（Argument Structure Construction，简称ASC）”方法来解释上述现象。从上文分析可见，使动构式本身的语义结构可表述如下：

［28］施动者＋使动力＋目标＋移用路径


若将其中表示使动力的动词去掉，则为：

［29］施动者＋Ф＋目标＋移用路径


这就是使动构式的ASC，它是独立于动词论元结构的，本身具有特定的意义，可迫使插入其中的动词（特别是不及物动词）改变其论元结构，从而使得原本不具有使动意义的动词增加了“使动”概念。如“sneeze”原来是一价动词，应该用一个施动者论元，不可出现于使动构式中带上三个论元，因此有学者（如Jackendoff）认为，例［27］中的“the tissue”和“off the table”不是动词“sneeze”的论元，可析为使动构式的题元。所以，能用于例［27］中的不及物动词不是额外题元的“特许者”，而是使动构式中的ASC，使得语句出现了三个题元。又例：

［30］A gruff “police monk”barks them back to work.

“bark”常用作一价动词，但在此句中获得了额外的两个论元：“them”作直接宾语，介词短语“back to work”作斜格，表示运动方向。正是这种使动构式中的ASC才导致了动词增元。再例：

［31］The boy swam the log upstream.

句中动词“swim”也常用作一价动词，因此不能说：

［32］*
 The boy swam the log.

它之所以能有例［31］的表达形式，是因为受到使动构式中ASC（如［29］所示）的压制的结果。这也充分表明，句义不可能严格按照词义和句法规则组合而成。这就是为什么认知语言学家要坚持“整合观”的理由。

（2）该构式中表示“作用力”的原型动词应是力量型动词，能使他物或他人产生明显的位移，如上文所述动词“sneeze”，尚可感觉到明显的力量。但当不具有明显致使意义的动词（如“sit”，“talk”等）用于该构式时，构式也可使这类动词带上“作用力”的含义，如：

［33］They sat the guests around the table.

“sit”常被视为静态性动词，但当置于该构式时，构式使其有了致使力，带上了“让人入座”之义。又例：

［34］Bill talked Mary into going.

构式使得不具有使动意义的“talk”带上了致使力。

从上可见，构式常可使一个不及物动词获得额外的论元，这就叫做“论元增容（Argument Augmentation）”，如上文的例［27］、［30］和［31］。又例：英语和汉语中部分表示运动的不及物动词，有时省去其后的介词，就可将其从不及物用法改变为及物用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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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本小节的小标题所示“构式可改变动词的论元结构和意义”，也就是说，构式对于动词的压制体现在两个方面：

（1）论元结构；

（2）意义。

当然了，这两个方面的压制是相辅相成的，一旦动词的论元结构改变了，其意义也就发生变化了；动词的意义发生了变化，就可能是动词论元结构发生了变化。现以第六章例［17］“Mary baked her son a cake.”为例图示和论述如下：

[image: 0366-01]
图11.1



从图中可见，“bake”原为二价动词，可带的两个论元分别为“baker”和“thing baked”，但当它用于双宾构式时，该构式的题元结构就会“压制”“bake”，使其获得一个新论元，如图中虚线所示，它在句法上充当“OBJ1
 ”，这是从题元结构角度来说的。当“bake”获得一个新论元之后，意义也就随之发生变化，既然有了“recipient”，就有了饼烤好后所给的“受事者”，从而使得“bake”在例［17］中产生出“给”之义，这是从语义角度来说的。可见，构式对动词的压制可体现在论元和意义这两个方面。

有时，一个使动构式还可迫使一个不及物动词（一价动词）改变其论元结构，前者可使后者获得两个额外的论元，参见图11.3及其说明。

5. 通过构式揣测动词意义

Goldberg（1995：35）曾故意乱造了一个动词“topamased”，且将其置于双宾构式中：

［41］She topamased him something.

问了十位语言学家，其中有六位认为该词意为“give”。

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六位语言学家之所以将那个“乱造词（Nonsense Word）”理解为“give”义，主要是从双宾构式所表达的基本意义推导出来的，这亦可见Fillmore的框架语义学（部分须依靠整体才能获得确切的意义）的解释力，也足以可见构式本身具有独立于词语的意义。

6. 句子题元由动词和构式共同决定

从上文分析可见，构式和动词两者都有各自的题元或论元结构，因而才有了各自的意义，它们之间形成了一种互动的关系，互相影响并取得协同。一方面构式的题元结构可以改变动词的论元结构并适当调变其意义，这就是上文所述的“构式压制”，如前所举的“sneeze”和“talk”等例子，其中有些义项不是动词本身所具有的，而是由所在构式赋予的。又如下一组例句（摘自Goldberg，1995：17）：

［42］Bill set the alarm clock onto the shelf.

［43］Bill set the alarm clock for six.

这两个例句中“set”的基本词义没变，但整个句义并不相同，这是因为“set”被用于不同的构式之中，或构式的题元角色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句子的题元结构不仅仅是由动词决定的，而是由动词和构式共同决定的，句子的意义也不仅仅是由主要动词决定的，而且还应当考虑到构式题元结构的内在性语义（The meaning of an expression also depends on the inherent semantics of the argument structure constructions.）。

既然构式本身有意义，它就可能改变进入其中的动词的意义，如当“sneeze”、“bake”、“talk”等被用于双宾构式中时，它们的词义就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又例：

［44］Tom kicked Jack a ball.

很明显，“kick”本来不具有“传递”意义，被用于双宾构式中时它才有了此义。

构式具有独立义，这一观点也可为“假宾语（Fake Object）”现象作出合理解释。那些看上去不具有正常动宾搭配关系的表达式，可将其中的“宾语”视为构式的宾语，而不一定析为动词的宾语，正如Michaelis（待出）所说：

...arguments not licensed by the verb are licensed by the construction with which the verb combines.（……动词所不能特许的论元，可视作是由与其结合的构式所特许的。）

例如：

［45］But most of the dogs were unhappy and would bark themselves
 hoarse.

［46］In the small hours of the next morning，when they were back at home，after dancing her feet
 raw with Sam，...

［47］George rubbed the sleep
 out of his eyes.

［48］They drank the pub
 dry.

［49］The girls laughed the actor
 off the stage.

汉语中这类现象更是举不胜举，如：

［50］笑痛了肚子



［51］累弯了腰



［52］喊哑了嗓子



［53］喝坏了胃



［54］吃坏了党风



句中画线词不是其前动词的正常宾语，学界常将它们称为“假宾语”（参见《下卷》第六章第六节），我们完全可将这类表达析为动结构式：

［55］NP1
 （S）＋V＋NP2
 （O）＋RP

的宾语成分，即NP2
 作动结构式的宾语（RP为结果短语），这样就可有效地化解视NP2
 为“动词宾语”所带来的麻烦，为这类现象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解释方案。同时也可见，动词和构式一起共同决定了分句的题元结构，而不仅仅是动词。

有了“构式压制”这一观点，就能对“hand”和“mail”之间在语义和用法上的差异做出合理解释。语言中有些表示传递意义的动词，不一定同时都包含第六章中［3］所示双宾构式侧显的三个题元角色，如英语动词“MAIL”主要侧显了“寄信人（Mailer）”和“所寄物（Mailed）”这两个角色，在正常情况下并不一定侧显“收信人（Mailee）”的角色，其参与者角色可标示如下（侧显的参与者角色用黑体）：

［56］mail〈mailer
 　mailee　mailed
 〉

我们可作如下对比，以验证［56］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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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57］之所以可被接受，是因为动词“MAIL”所突显的“mailer”和“mailed”这两个参与者角色正好与构式中“agt”和“pat”相兼容，两者都能得到实现。而在例［58］中，必须突显的“mailed”角色没能与“pat”角色实现融合，因此是不合语法的表达，因为参与者角色“mailee”不是突显的角色，不能在没有“pat”的情况下单独出现。该句唯一能被接受的前提就是Mary这个人被当作邮寄品，而这是实际情况所不容许的。

当“mail”被用于双宾构式时，如例［59］，构式的题元结构就会发挥“压制”作用，将其中的“接受者”角色强加于“mail”的参与者角色结构上
[5]

 ，这就是图11.2中在“rec”下面所画“虚线”的含义。

[image: 0370-01]
图11.2



相比之下，动词“hand”的三个参与者角色在构式中全部获得了对应的题元角色，并全部获得句法体现，因此例［60］为原型表达，而例［61］和［62］不能被接受，是因为“hand”所侧显的参与者角色（必须有所传递之物，接受者也必须在场）在表达中没能得到完整实现。

“构式压制”的运作机制或许能用Goldberg所举著名的例［27］做出更好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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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中第一行标注了使动构式的题元角色结构，当插入不及物动词“sneeze”（一价动词）后，构式所侧显的“causer”角色与动词所侧显的“sneezer”角色相对应并融合，图中用实线表示。而“sneeze”的另外两个角色（“路径”题元角色和“客体”题元角色）是由构式强加于“sneeze”之上的，图中用虚线表示。

或者说，该例句的句法构架和语义框架主要是由构式的题元结构和语义结构决定的，即施事者作用于客体并使其位移（X CAUSE Y TO MOVE），而不及物动词“sneeze”一般不用于使动构式，因此就谈不上它“例示”了使动构式，“sneeze”在句中所起的作用仅表示这种使动关系得以实现的具体方式而已。

因此，Goldberg十分巧妙地运用实线和虚线直观地表示了构式与动词之间的互动关系，实线表示构式的题元结构和动词的参与者结构各自所突显的角色能建立起对应关系并能融合运作，虚线表示构式中的题元角色强加在动词上的角色。这种框盒图形象地揭示了构式与动词之间的互动关系。

7. 祈使构式压制

我们知道，祈使构式是用以表示动态性的请求、命令、叮嘱、号召等意义的，要求对方以某种行动作为回应，据此，能用于祈使构式中的原型性动词当为动态动词，例如：

［63］Put down your gun，or I shoot.

［64］Come and have a cup of coffee.

对方在听到这些语句之后理当做出对应的行动，必须要“有所为”才是，言语行为理论可为其作出很好的解释。但是，我们也见到该构式可用静态动词，或以“be”来引导，例如：

［65］Forget it.

［66］Be quiet，please！

［67］Be concerned about our well-being.

这也可用“构式压制”做出合理解释，祈使构式所具有的动作性意义压制了词汇义，使得静态性动词带上了动作性含义，例［65］中的静态性动词“forget”可转用作动态性含义“去忘记它吧”；例［66］显然是在要求或命令对方“停止喧哗”，对方听到这句话后应当安静下来；对例［67］最好的回应就是要做出行动，“关心我们的福利”。这里的“be”不再是静态性用法，而具有了动态意义。

这一压制效应也可从其否定形式看出，因为由“be”所引导的祈使构式须用“don’t”（也可用“never”），而不是常见的“be not”形式，也就是说已经将其处理为动态性动词了，例如：

［68］Don’t be late again.

［69］Don’t be so nervous！

另外，由“be”引导的祈使构式的强调式也用“do”，例如：

［70］Do be careful of his broken leg.

这也表明句子的“be”已具有动态性含义。

8. 体压制（Aspectual Coercion）

根据构式语法理论，“体（Aspect）”也是一种构式，可称为“体构式”，体压制也有构式压制现象，即“体”也会迫使动词在某种程度上移变其意义。由于这部分涉及内容较多，且“体”还与“时态”共现，我们将在下文另辟专节论述“时体压制”。

第四节　时体压制

1. 进行体和完成体

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认知语言学家当算Talmy，他（1978：19）早在1978年发表的论文中就指出：

...a verb of one type appears with grammatical elements of another type and shifts in certain of its specifications of distribution.（……一种类型的动词与另一种类型的语法成分共现时，动词的分布规则在某种程度上要作出移变。）

很多人原本认为，应当是同一种类型的动词和语法结构共现，两者意义产生共鸣。但Talmy于1977年就注意到，在自然语言中存在许多两者不属于同一种类型的情况，且还认为，此时多是动词的意义和用法作出让步和移变。他在文中列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这一重要发现。他还就语法体压制动词用法举例作出说明：

［71］He was（slowly）dying as she looked on.

正是语法体“be V-ing”迫使点性动词作出让步，转变为线性。

Moens & Steedman于1988年再次论述了英语中的语法体对于动词的压制作用。他们首先将动词分为事件动词（Event Verbs）和状态动词（State Verbs），并在两个维度上（±结果；±延续）将前者分为4小类，说明了动词各类之间的移变情况。

De Swart（1998）发表了题为“Aspect Shift and Coercion”的论文，在文中他将进行体、完成体，以及由“for”和“in”引导的时段状语（Duration Adverbial）统称为“Aspectual Operator（体因子）”，它们对动词具有压制功能。De Swart（1998：354）在文中还指出：进行体和完成体本身都具有静态性，重在描写过程或事件所处的状态：进行体将动态性事件映射入过程性状态；完成体聚焦于动词所表动作结束后的随后状态。

Michaelis（2003b，2004）又将这一研究思路与构式语法理论结合起来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直接将这种现象称为“体压制”。我们从她2004年论文的标题中就可解读出很多信息，“Type Shifting in Construction Grammar：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Aspectual Coercion”，她主张在构式语法的理论框架下来论述“类型移变”，其中一种情况就是“体压制”，还主张对其运用“综合性方法”来详细论述，包括：从“情状类型（Situation Type：不仅仅是动词分类，还须兼顾其论元）”入手论述其与体的关系；较为详细地分析了压制的种类和运作机制；结合框盒图论述进行体和完成体的意义和用法；论述了“时态构式（Tense Construction）”和“体构式（Aspectual Construction）”之间的关系；比较了不同语言（如英语和法语）的时体构式，等。Michaelis确实为我们提供了很多观察语言的新视角和分析问题的新方法。

为便于分析，我们根据Moens & Steedman的观点，将“时态”、“时间状语”、“体助词”这些体标记形式以及与时体直接相关的时间状语，从语句命题中分离出来，据此我们就可获得两种不同的语法构式：

（1）时体构式（Tense-Aspectual Construction）：如进行体“be-ing”、“was/were-ing”，完成体“have-en”、“had-ed”等，还可包括有关时间状语。

（2）命题构式（Proposition Construction）：去掉时体构式以及时间状语后所剩下的分句主体部分，主要由语句主干词汇（如动词及其主要论元，如主语、宾语）组成，表示语句核心的命题意义，Michaelis（2004：3）将其称为“情状语干（Situation Radical）”。

构式语法认为，时体构式可表示各种体义类型，命题构式本身也可表示不同的体义类型（即情状类型），两者的结合才产生句子的体义。当两者的体义类型一致时，其体义便得到加强；当两者不一致时，时体构式往往会压制命题构式作移变处理。现以英语中的进行体和完成体为例论述如下。

英语中用于进行体和完成体的助动词（可分别视为进行体和完成体的体因子）“be”和“have”的本义都是表示状态的，从而使得这两种体的体义具有“Stativizer（静化器）”功能：

（1）进行体是在一个动作整体中作“部分截取（Portion Extraction）”，主要表示某时点（Time Point）或时段（Time Period）当下的状态，使得进行体含有“HOLD”之义，正是此义才选用了状态动词“be”作表示进行体的助动词；

（2）完成体主要表示始于过去的动作发生后当下所“有”的一种状态，这或许也是择用“have”作表示完成体助动词的主要原因，因为“have”具有静态性，故常不含终点之义（参见王寅，2001：267；2006：129）。

因此，当这两个体与动作动词（或事件动词）连用时就会发生某种程度上的“语义冲突”，例如：

［72］I
 am work
 ing there
 .

［73］I
 have work
 ed there
 .

这两个句子的情状语干为（用斜体表示）：

［74］I work-there


它表示“在那里工作”这一动作事件，当它与“be-ing
 ”和“have-en
 ”表示状态性的时体构式组配连用时，情状语干义和时体构式义就发生了冲突，前者经后者压制后作“调合性（Unification）”统一处理而取得了协同性。

我们知道，一般是动作性兼延续性的动词才可用于进行体之中，倘若不是这类动词，语法体就会迫使词汇意义发生变化。现在，我们可根据上文的基本观点对通常所论述的进行体特殊用法作出一致性解释。

英语中进行体主要有以下三种特殊用法（参见王寅，2001：263）：


（a）强调较短动作的延续性


［75］The bus stops.　　　　（指公共汽车迅速停住了。
 ）

［76］The bus is stopping.　（指公共汽车渐渐地停下来。
 ）


（b）强调动作的重复性


［77］He was always losing the key.


（c）指即将发生的动作


［78］He is leaving for Beijing next week.

这些都属于体压制现象，即语法体迫使那些不具有动态延续性的动词，向延续性方向移变，它可以“拉长”该动作的时间跨度，从而“转移突显”了动作中所含延续义，如在（a）类的例［76］中，终止性动词“stop”就在进行体构式“be-ing”的压制下，适当“拉长”动作的时间跨度，使得该句含有“渐渐停下”之义。

在（b）类中终止性动词“lose”是表示一霎那间的事件，如生活中不可能说：

［79］*
 看，那人正在掉钥匙。


因为说时迟，那时快，未等语句说完，钥匙早已落地，详见下文。

我们知道，英语中一些表示短暂性的动词，如“arrive”，“begin”，“come”，“die”，“go”，“leave”，“lose”，“return”，“start”等，常可用进行体来表示“将来”概念。其实，只要稍加思考我们不难看出其间也涉及注意窗（the Windowing of Attention，Ungerer & Schmidt，1996：218；王寅，2006：86）运作机制，语句表面虽然是在说终止性动作本身，但却突显了该动作结束之前的状态。也就是说，当这类动词用于进行体时，“be-ing”构式可能会迫使注意窗作适当的转移，开启了该短暂动作本身结束之前的状态窗，使得语句转移性表达了终止性动作出现之前的一段状态，这也可视为一种“转喻机制”。又例：

［80］That old man is dying.

是指那位老人在出现“一口气上不来”这一短暂动作之前的一段状态，因此该句就被译为：

［81］那位老人将要死去。


这一用法可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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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带箭头的线段表示进行体在现时间段中正在发生或进行的事件，使其处于“注意窗”之中，它就可被转喻性地运用于表示与其紧密相邻的将来结果（黑圆圈），这也是“以一个部分代替另一个部分”的用法。这样我们就能十分容易地解释“be going to”如何被语法化为表示将来时的用法形式。

由于进行体截取并聚焦了“动态性事件动词”中的一段，因此正常情况下当用延续性的动态动词，但进行体中有时也可用静态动词，我们也将其视为一种体压制现象，将此类静态性动词压制为“（内部）同质性活动（Internally Homogeneous Activity或Homogeneous Activity）”，也就是说，这类动词中的静态意义会受到进行体对动词体限制的潜在性压制（参见图11.5），或多或少地带有动态性特征。例如一些表示情感类的动词用于进行体后，它们就从“静态相”移变为“同质活动”，就可截取其中的一段加以突显性聚焦描写，如例［82］至［85］；有时还使得这类动词带上了“暂时性”，而暂时性明显带有动态性特征，如例［86］至［89］：

［82］They are liking this film a great deal.

［83］She is always thinking of her work.

［84］He is aching.

［85］How are you feeling today？

［86］He is sleeping in the next room now.

［87］Don’t talk rot. I am being serious.

［88］You are not being modest.

［89］Tom is being silly.

“sleep”一般被视为静态动词，但在例［86］中它受到体压制，已移变为“同质性活动类动词”，强调目前正“临时”在隔壁睡一觉之意，“临时”显然具有动态变化性。例［87］至［89］中的“be＋形容词”原本都是表示静态意义的，但在进行体对动词体要求的压制下移变为动态性意义，也明显带有“暂时性”之意，如例［87］可译为：

［90］别胡说八道，我在说着正经话呢！


汉语译为“在说着正经话”还是很妥当的，使得这一描述具有了动态过程性的特征。例［88］则可译为：

［91］你这会儿可有点不太谦虚了。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传统教学语法一直认为，英语中的进行体一方面限用延续性的动态动词，常要迫使用于其中的非此类动词做“类型移变”，如可迫使其具有延续性和动态性，或强调动作的重复性或将来性，如上文例［82］至［89］，这是一种“类型移变”。另一方面进行体构式“be-ing”本身具有“静化器”功能，可从延续性动态事件中截取出一段作状态性聚焦，这也是一种“类型移变”。正如Michaelis（2004：37）所指出的：


“静态相（a State Phase）”与“同质性活动”是不同的情状类型。


这可用以解释这种进行体悖论（Progressive Paradox），能用于进行体中的非动态性动词受到体压制，移变为同质性活动类动词。

进行体的原型性用法可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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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11.5可见，“进行体构式（be-ing Construction，Progressive Construction）”一方面在整体上起到一个“同质活动静化器”的功能，可将用于其中的活动动词压制为状态性用法，如图中横向空心箭头所示；另一方面，其原型性用法要求用于其中的动词具有延续性兼活动性（或动态性），如果这个动词不具有这一特征（如终止性动词，静态性动词），该构式也会对其施加压制作用，使其带有活动性质，如图中竖向空心箭头所示。或许正是这种既矛盾又统一的辩证关系，相互牵制，才使得进行体通过“调合（Unification）”运作来表现其特定含义。这一调合运作方式的认知机制为“体压制”，而且进行体所显现出的压制力（Coercive Force）主要来自语核“be”。

2. 过去时

Michaelis过分强调了“体压制”，而对“时压制（Tense Coercion）”语焉不详。我们知道，“体”是和“时”配合使用的，因此不仅“体”有压制现象，时态也可产生压制，如一般现在时突显了三个时区（过去、现在、将来），可用来表示经常发生的、规律性的事件或状态，过去时则突显了当下之前已发生过的现象，与现在时间无甚关系。

若用一般现在时讲述过去已发生了的故事，说话者则是为了拉近距离，使得久远的事情好像就发生在眼前，起到了生动的感染作用。

与现在事实相反的虚拟语气用过去时表示，其认知机制也正在于此，压抑了现在的时间概念，突显了过去的事情，拉大了与现在的时间距离，故而便显得“虚”了。用虚拟语气表示礼貌和谦虚时，由于讲话者采用的是过去时，好像述及的是过去的事情，至于现在是什么情况则由听话人自己决定，这也就显示出讲话人的礼貌态度了，同样也是用于拉大时间距离的方法实现了谦虚。

英语中有些动词兼有两种性质，如“write”既可作延续性动词，呈无界性（Unboundedness）；还可用作终止性动词，呈有界性（Boundedness），例如：

［92］She writes poems.

是说她经常写诗，横跨三个时间区域，自然就含有“经常性”和“习惯性”之义。若说成：

［93］She wrote poems.

过去时使动词“write”的潜在“有界性”得以彰显，此句自然就带上“写”动作已经结束之义。又例：

［94］The road winds through the mountains.

［95］The road wound through the mountains.

在例［94］中，一般现在时态表明“wind”横跨了三个时区，使得语句出现无界性，此句就含有“蜿蜒无边”之义，一直延伸下去。而例［95］则明显不含此义，更倾向于表明道路“延伸有界”之义。再比较：

［96］The road is winding through the mountains.

则意在突显眼下正看到的一段道路。

过去时也可强加在状态语干（State Radical）上，使其作“事件性识解（Event Construal）”，例如：

［97］I peered through the curtain，Sue seemed upset.

后半句中的“seem”原本是表示状态性的静态动词，但当其用于过去时，且与动态性动词（如句中的“peered”）连用，就突显了其有界性隐含义，使其具有了“初始体（Inchoative Aspect）”之义。

我们常说的英语过去时（不带时间状语）在译为汉语时，要注意添加“原是、曾经、过去、那时候、有过、完、了
 ”等词语，表明过去时迫使静态动词所表状态已移变至终点，例如：

［98］I was a worker.

句中“be a worker”是表示状态的，但“过去时”的压制作用使得这个状态移变至“状态终点”，因此该句当译为：

［99］我曾经当过工人。


又例：

［100］She often came to help me.

意为：

［101］她过去经常来帮助我。


仅只叙述过去的情况，明显不包含现在。再例：

［102］He ran a mile.

“run a mile”原意为“跑一英里”这一动作或事实本身，并不涉及“有没有跑完”的意思。但当它用于过去时中，就表示：

［103］他跑完了一英里。


比较：

［104］He is running a mile.

进行体的压制作用体现在“斩头截尾”上，斩去“run”的起始点，也截掉终达点，仅聚焦于“跑一英里”动作的中间进行段过程，它同时也使得“a mile”的含义发生了变化，“不足一英里”。

我们知道，汉语为孤立语（主要用词汇和词序来表示语法关系），而英语为屈折语（主要用屈折词缀来表示语法关系），此处须用加词法来处理英语过去时的屈折变化，这样才能很好地将英语句中所含意义展现出来。

3. 时间状语

语句主干（如主谓宾等）之外的时间状语构式，有时也会起到时体构式的作用，如：

［105］They were bored in a minute
 .（移变性构式、隐性
 ）

［106］They got bored in a minute
 .（一致性构式
 ）

例［105］中的主系表结构“They be-bored”可析为情状语干，是表示“纯状态”的，具有“无界性（Atelicity）”，但其后却接了一个表示“限界（Containment）”性质的介词短语“in a minute”，它具有“有界性（Telicity）”，两者在语义类型上发生冲突，此时，介词短语的有界性特征可迫使语干部分改变其原有的无界性语义类型，成为一个“转态事件（Achievement Event）”，从而例［105］可译为：

［107］他们不一会儿就变得厌倦起来。


或

［108］他们开始感到厌倦。


这两句汉译也是例［106］的意思，但“got bored”本身是表示转态事件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例［106］为“一致性构式（Concord Construction）”，即句中所用的两种构式在成分类型上是完全一致的。而例［105］则为隐性的“移变性构式（Shift Construction）”。

我们也可视例［105］和［106］为共享同一个限界性构式：

［109］Subj
 _____in a minute.

当填入有界的“动态性动词”，两者意义吻合，意义得到相互加强（如例［106］）；当填入无界的“静态性动词”（如例［105］），整个构式就会迫使这个静态性动词含有“变得
 ”或“开始
 ”之义，即增生出一个［BECOME］之义，这也是“构式压制”的运作结果，而这一含义是原语句文字中没有出现的含义，它的产生也只有用整合原理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

4. 事件结构与时体对应

我们知道，英语主要借助于时体来突显动词所表事件所处的不同阶段，当同一个动词用于不同的时体之中，就体现出了事件的不同阶段：起始、中间、结束。

［110］Tom digs a hole every day.（聚焦于整体性重复，习惯性、常规性
 ）

［111］Tom is digging a hole.（斩头截尾，聚焦于动作中间的过程
 ）

［112］Tom dug a hole.（斩头截中，聚焦于动作的终达点
 ）

［113］Tom has dug a hole.（斩头截中，聚焦于动作结束后的状态
 ）

从这组例句可见，不同的时体构式可用以突显同一动作所表事件的不同阶段，此为“转喻性体压制”所致。

我们现将事件结构分为“起始段、进行段、终达点、随后段”，并佐以下图大致表示英语的事件结构与时体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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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6



英语中用不同的方法来表示事件的不同阶段，如用进行体表示事件的进行段过程，用过去时表示事件的终达点，用完成体表示事件的结束以及随后状态。由于英语没有初始体，因此要借助词汇手段，如在谓语动词前加“begin，start，come to”等来表达。

很多学者在构式语法理论框架中论述了“压制”现象，这是语言研究的一项新的前沿性内容。我们基于构式压制的基本思路进一步提出了词汇压制、惯性压制、选显压制、多重压制、仿拟压制，下文将分别论述。

第五节　词汇压制

1. 概述

根据Taylor（2002：287，589）的观点，压制现象指一个语言单位与另一邻近语言单位之间的影响力，从构式语法的角度，我们可将Taylor所说的“一个单位”扩展为“词汇”和“构式”两者
[6]

 ，这样一个单位与另一单位之间的结合关系就包括四种，也就可能出现四种压制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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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berg等构式语法学家重点论述了前两种压制现象，将其与“传承”结合起来进行了论述（参见第六章第四、五节）。第（3）情况在传统语言学中也多有述及，当两个词汇搭配使用时两者可能都要作出适当调变才能共现，Langacker尝试用“e-site”来解释这一现象（参见第五章第三节）。至于第（4）种情况，到目前为止尚属鲜见。

我们拟将上述四种现象归结为两类：“构式压制
 ”和“词汇压制
 ”，且认为从构式语法角度来看，词汇和构式都有其独立的意义，语句的意义主要由这两者形成（如从话语角度来说，还要考虑到情景义）；要能体现“双向互动”，就不能像有些构式语法学家那样，仅将构式置于主导地位，过分强调构式压制，而忽视词汇的作用，据此可用“词汇压制（Lexical Coercion）”来补充构式压制。

2. 词汇压制

很多学者较为深入地探讨了动词内部语义特征对句式的决定作用，如动词配价理论、格语法等，这些分析方法各有道理，都证明动词对构式具有一定的压制性影响。但是，某些TG学派成员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过于强调“词汇映射”的作用而忽视了另一面，认为只有词汇有意义，结构只提供词汇组织的方式，本身并不具有意义，这显然不符合语言事实。

构式语法则反其道而行之，指出构式本身有独立于词汇的意义，如Goldberg在1995年的专著中较为详细地分析了英语中的双宾构式、使动构式、动结构式、“the Way”构式等所含的意义，且指出这些构式义对出现于其中的动词义具有强烈的压制作用。虽然Goldberg（1995：24）也曾指出过：

Although I have argued that constructions have meaning independently of verbs，it is clearly not the case that the grammar works entirely top-down，with constructions simply imposing their meaning on unsuspecting verbs. In point of fact，there are reasons to think that the analysis must be both top-down and bottom-up.（尽管我声称构式有独立于动词的意义，但也很明显，语法的运作不是完全自上而下的，不能简单地说成构式总是将其意义强加于意义确定的动词上。事实上，我们有理由认为语法分析必须既是自上而下的，又是自下而上的。）

可是，我们在阅读她1995年和2006年的专著时发现，她并没有细述动词是如何影响构式意义的，这或许也是她的构式语法理论经常受到批评的一个地方：一方面她1995年专著第二章的标题是“动词与构式之间的互动”；另一方面她的论述体系，就像其他一些构式语法学家一样，过于强调了构式的压制作用（自上而下），而忽视了词汇意义的重要性（自下而上）。

因此，我们在构式压制和互动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词汇压制”，且主张扩大“压制”的含义，只要是对语句（包括短语或分句）的结构、意义和用法起主导性或关键性作用，并迫使他者作适当调变的现象，都可称作“压制”。在一个语句中可能是词层面以上的语法构式起主导作用，就叫构式压制；也可能是词汇起主导作用，能调整或改变整个构式意义或用法，这可称为“词汇压制”。这样处理主要出于以下三点考虑：

（1）可兼顾构式和词汇两个方面，有效地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分析方法紧密结合起来；

（2）作为针对当前构式语法过分强调构式压制而忽视词汇作用、全盘否定“词汇投射原则”的一种反思；

（3）可将论述视角都统一在“压制”的框架下，有利于提高理论的统一性和解释力。


1）构式义源自典型词汇义


Goldberg在其1995年的论著中主要强调了构式对动词有“压制性”影响，而忽视了有些构式义是源自典型动词用法的现象，我们在第九章第五节论述动词与构式互动时对其做出了论述。


2）“Always”对进行体的压制


进行体将视线聚焦于动作整体中的某一部分，即重点描述对其作“部分截取（Portion Extraction）”后那个时段中的当下状态，这就是选用“be”作进行体助动词的初衷。要能对这动作整体作部分截取，就要求该动作有一定的长度，具有线性特征，因此能用于进行体中的动词不仅是动态性的，且还多为延续性的。反之，语句一般不可接受，例如：

［114］*
 He is losing the key.

在实际生活中不存在讲这句话的可能，因为lose是终止性动词，极为短暂的动作何以能对其切段并聚焦于当下状态？试想：你不可能对另一个人说“他正在掉钥匙”，说时迟那时快，还没等这句话讲完，钥匙早已落地，何来的“进行”？但若在句中加上“always”则另当别论：

［115］He is always losing the key.

整个句子在“always”的压制下，可迫使人们将进行体中的短暂动作视为一个点，它可以“反复”出现，重复一个“点”，就使得这个“点”具有了线性意义，因而此句就有了“他老掉钥匙”的抱怨之义。

同理的例句很多，如：

［116］*
 The policeman is catching the thief by the collar.

［117］The policeman is always catching the thief by the collar.


3）频度副词对完成体的压制


与进行体相比，完成体则聚焦于动作的终点并保持其对应的随后状态，意在说明某动作发生后当下所“有”的一种状态，这正是表示完成体的助动词“have”所要传递的意义。例如：

［118］The light has gone out.

这句话重在表明“灯现在还处于没有亮的状态”。倘若灯现在已经亮了，则不能这样说，与其对应的表达为：

［119］The light went out.

表明灯在过去某时间曾熄灭过，仅描述动作本身，与现在状态无关。

此外，倘若在某场景中识别不出任何随后的相关结果，也不宜用完成体，例如：

［120］*
 The star has twinkled.

“星星眨眼”之后似乎无甚结果可言，且这一状态也无法保留下来，故例［120］为错句。若在句中加入一个频度副词，则句子便可接受：

［121］The star has twinkled twice.

句中的“twice”发挥了压制作用，将已结束的终止性动作压成一个“点”，然后它可被重复。重复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将这个点作延长处理，使其具有了“随后状态”的含义。


4）否定词的压制作用


一般说来，否定句与肯定句的意义是截然相反的（语言中也存在双否定表示肯定的现象，也存在肯定句与否定句意义相同的个别情况），因此，诸如“no”，“not”，“nothing”，“nobody”，“nowhere”，“hardly”，“scarcely”，“rarely”等本身就表示否定含义的单词对于构式义的作用也是不可小视的。

一个语句在某情景中不可接受，但它却可能存在于对立的情景中，因此否定词“not”也能发挥压制作用，将不可接受的语句压向其对立面，使成为可接受的表达，如在例［114］、例［116］和例［120］中加入“not”则可被接受：

［122］He is not losing the key.

［123］The policeman is not catching the thief by the collar.

［124］The star has not twinkled.

这是因为，点性动词的否定式相当于线性动词（王寅，2001：264），因此不适合用点性动词的地方可通过“not”的压制来改变其体性，使其具有线性。

［125］*
 John has left London for a long time.

［126］John has not left London for a long time.

完成体中接for短语时多要求用线性动词，而leave不是，其否定式可适合此要求。另外，我们不说：

［127］*
 I have gone.

［128］*
 You have gone.

根据上文对完成体的描述，现在完成体强调当下的结果，即“我”已离开，“你”也不在场。但“我”和“你”是会话双方，当然是在场的，因此这两句话很难构想出一个适用的场景。但若将其改为否定句则成立：

［129］I have not gone.

［130］You have not gone.


5）双宾动词对构式义的压制


Goldberg（1995）等认为双宾构式本身有独立于动词的意义，它可压制用于其中的不带此义的动词，迫使其带上成功转移的意义，例如她所举的“sneeze”名句就是为了说明这一观点。但是我们也发现，双宾构式是否能表示“成功转移”、“从何处转移到何处”等义，不仅是由构式义所决定的，而且要兼顾到出现于其中的动词，在许多场合下是动词处于主导地位。因此，很多学者较为深入地研究了双宾动词的分类问题。

笔者（2008c）曾基于前人研究成果将英语双宾动词分为四小类，后经反复思考，主张将双宾构式的原型义定位于“传递”，既然是传递就有个“方向性”问题，我们依据传递的方向性将双宾动词分为五小类，它们形成了一个以“传递”为主线的连续体（详见《下卷》第二章）：


（1）＋　正 传 递　　（右向传递）



（2）↓　潜性传递



（3）○　零 传 递



（4）×　阻断传递



（5）－　负 传 递　　（左向传递）


所谓“正传递”是指分句主语X原本领属直接宾语Z，后在双宾动词的作用下，Z的所有权被传递给了间接宾语Y，即Z作了从左（主语）向右（间接宾语）的“右向”移动，如“give”、“offer”、“pass”等就属于这一类。

诸如“发送、许诺性将给、信息交际、通讯工具”等类的双宾动词，它们具有“潜性转移”的含义；诸如“创造、获得”等类的双宾动词，它们具有“零转移”的含义，这两类动词所表现出来的传递义不很明显，此时双宾构式所具有的“传递义”将会迫使用于其中的这些动词带上传递义。

所谓“阻断传递”是指Z并没有被传递给Y，而是在这类双宾动词的作用下，Y与Z之间的关系被阻断了，我们认为，这时双宾构式的基本意义则受到了阻断传递类动词义的压制，例如双宾动词“banish”，“deny”，“prevent”，“protect”，“refuse”等就可用于表达这一意义：

［131］The dictator banished his opponents from the country.

［132］He denied the students a chance to speak.

［133］There was nothing to prevent her from doing so.

［134］A line of forts was built along the border to protect the country against attack.

［135］They refused me permission.

在例［131］中，“his opponents”原本拥有居住在该国家的权利，但是在“banish”的作用下，这一关系被阻断了。在例［132］中，“the students”原本拥有“a chance to speak”，但是在“deny”的作用下，这一权利被拒绝了。可见，此时整个句子所显示出的“阻断传递义”主要是由动词来体现的。

在“负给予”中，Z的所有权是从Y转向了X，即Z作了从右向左的“左向”移动，这时句义也主要是由动词实现的，如英语中的“charge”，“cost”，“fine”，“owe”，“rob”等（参见《下卷》第二章图2.4）；汉语中的“偷、扣、买”等也属于这一类动词，例如：

［136］The hotel charged me $50 for a room for the night.

［137］Compiling a dictionary costs them a lot of time and patience.

［138］The court fined her $1，000.

［139］He owed John a hundred pounds.

［140］Thieves robbed the bank of thousands of dollars.

［141］张三偷了乘客一个钱包。


［142］学校扣了我两个月工资。


在例［136］中，“$50”原来属于“我”，但在双宾动词“charge”的作用下，它从间接宾语进了主语“the hotel”的账房，此处的Z发生了从右向左的转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负传递”。例［137］中的“时间”和“耐心”原本是“他们”的，但在“cost”的作用下向左转移，被耗费在“编词典”上。例［141］中，“钱包”原本属于间接宾语Y处的“乘客”，在“偷”的作用下，它从Y左向转移到了X（张三）手中。也就是说，双宾动词所具有的“负传递义”压向了构式，使得原本常具有正传递义的双宾构式带上了反向负义。

因此，一个双宾构式究竟用于“正传递”、“阻断传递”，还是“负传递”，并不取决于构式本身，而是取决于出现于其中的动词，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动词也具有一定的压制性功能。我们十分高兴地见到刘利民（2009）也发现了这一现象。

我们知道，汉语中存在很多“一词两反义（Ambivalent）”现象，根据陈娇（2009）的调查，约有335个，其中有一部分动词可用于双宾构式中，因为这些动词具有两反义，致使双宾构式所表示的传递方向不清，例如：

［143］老张借了小李一本书。


［144］老张租了小李一间房。


这两个句子由于受到含有两反义动词“借”和“租”的影响，整个双宾构式所表示的Z传递方向不清，这也可说明动词对构式具有一定的压制作用。如果在这两个句子中分别加入“给”和“走”，就能使传递方向明晰，例如：

［145］老张借给了小李一本书。


［146］老张借走了小李一本书。


［147］老张租给了小李一间房。


［148］老张租走了小李一间房。


这又说明“给”和“走”这两个词对构式义具有明显的压制作用，可直接决定双宾构式表示“正传递”还是“负传递”之义。

另外，我们通过仔细考察发现英语双宾构式表示“负给予”时不仅与动词有关，且还可能与介词有关，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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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句子的唯一差别就在于“to”和“from”，而句义正好相反，例［149］表示“正传递”，即some books作了“右向”移动，例［150］表示“负传递”，some books作了“左向”移动。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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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对比例句足以可见介词（或副词）对整个构式义可以起到决定性的压制作用
[7]

 。

因此，双宾构式在其他用词都一样的情况下，若一句用“against，from，off”等介词，另一句用“to，for，with”等介词，它们的句义就可能完全不同，这就是说，介词也有压制和调变构式意义的关键作用。

另外，当直接宾语Z用一个“实物”与用“nothing”时，其句义也会发生很大变化，这也说明词义对于构式义的作用不能忽视。


6）某些动词决定其后分句用虚拟构式


英语中诸如“suggest”，“propose”，“order”，“desire”，“wish”等表示愿望、建议、命令一类动词后的宾语从句一般要用虚拟语气，也可用词汇压制做出合理解释，因其句型主要取决于主句中的谓语动词，例句略。


7）某些副词可压制动词短语的体态


英语中某些副词还具有突显或移变动词体态的功能，如“always”、“often”、“sometimes”等常与一般现在时结合使用，表示经常性、习惯性的动作或事态。例如“draw a circle”是一个“可达终点的事件（Culminated Event）”，但当其与“often”、“sometimes”等副词连用时，则会迫使这个“可达终点事件”移变为一个表示“事件的经常性状态”。如：

［164］He often draws a circle on the ground.

［165］He sometimes draws a circle on the ground.

又如副词“suddenly”也会使得状态性动词具有事件性初始体：

［166］Suddenly，I understand what she means.


8）某些动词的体态压制现象


不仅副词可以压制动词的体态，诸如“begin”，“start”，“come”等一类的动词也可压制其他动词的体态，使其具有初始体，如：

［167］They began to know what she means.

句中“to know”本来具有“静态性”，是延续体动词，但在“begin”的作用下，它也带上了初始体的含义。

可见，英语中整个句子的体不仅仅是由进行体和完成体之类的语法体标记决定的，还取决于词汇的体性，而且某些词汇的体性还可能会迫使句子其他成分改变体性。这就是Krifka（1989）和Verkuyl（1993）所指出的（参见 De Swart，1998：350）：

...the aspectual class of the sentences as a whole is determined by the semantic nature of the verb，b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ts NP arguments，and by the way the verb is related to its arguments.（……整个句子的体类型由动词的语义本质所决定，由动词所带的名词短语论元的特征所决定，还由动词与其论元结合的方式所决定。）

这一论述中的“动词”可修补为“主要动词”，这从例［167］可见。同时，我们还要在此基础上增加“副词”这一决定因素［参见第7）条］。


9）作格动词对构式的压制


很多学者认为，作格动词的内部特征是决定其能否出现于相关构式的关键因素，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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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例句中的“break”一个用作及物动词，另一个用作不及物动词，例［168］中的宾语“the vase”与例［169］的主语同形，且及物构式中的主语在某些语言中当用不同的格（详见第七章第七节和《下卷》第五章）。正是“break”这一动词所具有的作格性（Ergativity）才决定了它可用于这两个构式之中，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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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组句子中，上一组的例［170］和［171］都是可以接受的句子，因此“move”为作格动词；但在下一组句子中只有例［172］是可接受的，而例［173］为错句，这是因为“rule”不是作格动词。

这说明，动词本身所具有的作格性才是决定其能否同时用于及物构式或不及物构式的关键，动词的这一属性对其能否出现于具体构式具有压制作用。


10）不定冠词＋不可数名词


不定冠词“a”或“an”，正常用法是后接可数名词（Countable Noun），其后若接不可数名词（Uncountable Noun），则会迫使它向可数性方向转化，如Zwicky（1985）举的例子：

［174］I had a tea.

“tea”一般用作不可数名词，但在不定冠词“a”的压制下，“tea”具有了可数性特征，可计量，表示“一份茶”或“一杯茶”之义。


11）汉语副名构式中副词的压制性


汉语中近年来新出现的副名构式也可说明这一点。我们知道，汉语中的副形构式、副动构式、副副构式为正常搭配，而副名构式尚未被完全接受。在这一构式中，副词和名词这两者的地位并不相同，副词所起的作用更为重要，它本身的语义在整个构式中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依旧意为“程度加强”，但它却可迫使其后所接名词在语义和语用上发生一系列的明显变异，例如：

［175］它有一个很民族
 的名字——“红腰带”。


［176］我有一种很北京很大陆
 的感觉。


［177］其实我是一个很中国很北京很沈阳
 的女人（巩俐语）。


正是句中的副词“很”压制着其后的名词，迫使其要作局部微调和另样理解（详见《下卷》第十二章）。

第10）与第11）类也可视为词汇搭配使用中的压制现象，这也说明词汇在语言运用中所起到的主导作用不可小视。

由此可见，“词汇分析法”并不像某些构式语法学家所认为的那样一无是处，它依旧在一定范围内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如Jackendoff（1997a）所指出的，构式语法分析法虽有很强的解释力，但不一定总具有普遍优先性。他后来在与Goldberg（2004）合作发表的论文中又十分明确地表示“题元结构是由动词和构式共同作用的结果”（详见第十二章第二节第5点），这也说明词汇分析法和构式分析法各有可取之处，不必偏废哪一方面，执意以一方去取代另一方，“走极端”的研究方法常被视为不可取的措施。

我们认为，构式分析法相对于词汇规则法来说虽具有较大解释力，可使语法分析更趋简洁明了，减轻了词典编纂的压力，但尚不能成为彻底抛弃词汇分析的充足理由。Goldberg（1995，2006）主张将词素也视为构式，我们还是倾向于Langacker的基本观点，将构式视为“≥2个象征单位”，且主张目前先集中精力研究词以上的语法构式。据此，相对于词层面以上的语法构式压制就有了“词汇压制”。

一个句子的意义就是词汇义与构式义互动的结果，是词汇压制和构式压制的共同产物，这样，也才能真正体现Goldberg所倡导的动词与构式互动的思路，且是真正的“双向互动”。

第六节　其他压制现象

1. 惯性压制

现实生活中有物理惯性，这一现象映射到认知世界就形成了思维惯性，继而促成了“惯性压制（Inertia Coercion）”。在这一认知方式的影响下出现了一些对应的语言表达，如“轭制构式（Zeugma Constructions）”，即在前一个符合正常搭配用法的惯性驱使下，将后一个不符合正常搭配的用法压制成可接受表达，例如：

［178］They are armed with guns，bombs and a relentless fury.

［179］The fire burned the house and the memory of her childhood.

［180］At the burial，he closed the coffin and his heart.

［181］如今不是简单地吃饭，而是在吃友谊，吃文化。


［182］午睡醒来愁未醒。


另外，前面提到的汉语中的副名构式也可视为在副形构式、副动构式、副副构式的正常搭配下压制而成的一种新用法，例如：

［183］苏州博物馆又新又苏。


详见《下卷》第十二章第二节。

2. 选显压制

部分西方学者在论述构式压制时，过分强调构式义与词汇义要发生冲突，且前者单方向地压向后者，“选显压制（Selection-Salience Coercion）”则是对这一观点的又一修补。

所谓“选显压制（Selection-Salience Coercion）”是指一个构式在对其下位语式实施压制的过程中，并不是压制其所有信息，而是要选择相关信息并对其加以突显之后才能实施具体的压制。

在压制过程中，被压制的对象还必须具有“可压性”，即必须具有某种可突显的潜在义项才行，若不具有可调变的潜在意义，一般就不可接受压制，如在

［184］She sneezed the tissue off the table.

中，之所以使动构式能迫使动词“sneeze”改变论元，是因为“sneeze”同时含有：


（a）打喷嚏；



（b）打喷嚏带有微小力量可使轻小物体移动。


这两层潜在意义，它自然就可被用于使动构式中，让潜藏的（b）含义突显出来。这也可用转喻机制加以解释，即例［184］中用整体的“sneeze”代替潜在的部分义项b。

据此，人们之所以不能说出：

［185］*
 She minded the tissue off the table.

是因为动词“mind”中不含有“产生使动力”之义。又例，在构式：

［186］There is＋光杆名词（无界）＋表示分散义的状语


中，人们之所以能填入“cat”说出下句：

［187］After I ran over the cat with our car，there was cat all over the driveway.

是因为“cat”同时具有以下两义：


（a）有界个体（具有异质性）；



（b）动物肉质（具有同质性）。


构式［186］可通过转喻机制突显“cat”潜在的（b）义项，从而使得例［187］可被接受。又例：

［188］two coffees

正因为“coffee”含有以下两义：


（a）成一粒一粒沙状，不可计数；



（b）可盛在某容器中，以容器为单位来计量。


所以，当它前面出现数词时就自然压制并突显出（b）义了。

而我们之所以不说：

［189］two airs

是因为人们没有将空气置于容器中来计量的生活经验，由数词组成的构式压向了不可被压制的“airs”，因此两者不能取得语义协调。

据此我们认为，压制只能在那些“有可压要素的对象”上发生作用。压制得以有效实施的机制是“识解”，人们可以通过它来消解冲突，调和矛盾，突显非常用的潜在义项，使得构式与词汇的语义相协调。

金睿（2009）就运用了“选显压制”较为详细地分析了英语“X IS THE NEW Y”构式（共收集到451条此类语式），其基本意义为：
X取代已流行的Y或像Y那样成为当今某领域中新近流行或最新典型的事物或人

 ，例如：



	X
	Y
	



	［190］White
	is the new black.
	意为：白色取代黑色成为新时尚。



	［191］Small
	is the new big.
	意为：小巧的事物取代庞大的事物成为新的流行偏好。



	［192］Water
	is the new beer.
	意为：喝水取代喝啤酒成新的流行时尚。



	［193］Knitting
	is the new yoga.
	意为：编织代替瑜伽成为新的流行运动。



	［194］Internet
	is the new black.
	意为：上网成为新时尚。



	［195］Chinese
	is the new black.
	意为：说汉语成为新时尚。




我们将主语部分称为X，将表语部分称为Y，在例［190］中，X部分的“white”和Y部分的“the new black”两个词项含很多个CM，存储着大量的信息，它们分别构成一个“X-ICM”和“Y-ICM”，但由于X和Y同用于这一特殊构式之中，它们分别受到该构式基本意义的压制，使得X获得“现在流行”，Y获得“过去流行”的特殊意义，只有与此两义相关的CM才被选择并突显出来。

该构式中X是“图形”，Y是X的参照点，用作“背景”，两者具有密切的互动关系，如例［190］、［191］中的X和Y 同属一个语义域，且具有反义关系，Y除了将“原来流行”之义压制给X外，本身仍含原来的意义，如例［190］中的“black”仍为“黑色”，例［191］中的“big”仍为“大”。例［192］和［193］中的X和Y构成对比关系，Y也仍旧保留了原来的词义。但是在例［194］和［195］中，X与Y之间在语义关系上似乎不很密切，既不具有反义关系，也不形成对比关系，因此这两个例句中的“black”在X的作用下就失去了原本“黑色”之义，仅具有“过去流行”之义。可见，该构式只有运用“选显压制”观才能作出较为合理且全面的解释。

3. 多重压制

当C1
 压制C2
 时，C2
 也就从C1
 处传承到了许多信息。“压制”和“传承”是一对相关术语，具有对立统一性，这可用以解释各类压制现象。若有“选显压制”也就有“选显传承”，若有“多重压制”也就有“多重传承”。

上述所说的“选显压制”是指：同一构式中的若干信息不是全部压制而下，而会经过“选择”和“突显”之后，将部分有关信息压制到下位语式中。而此处的“多重压制（Multiple Coercion）”是指：多个构式可同时从上向下地压向同一个下位语式，也就是说，处于下位的语式会从其上位构式中“多重传承”到数个相关信息。我们认为，“压制”和“传承”是一对相关术语，具有对立统一性，有“多重压制”，就有“多重传承（Multiple Inheritance）”。

此处的“多重”包含以下两层含义：

（1）多个上位构式可同时压向同一个下位语式，例如汉语中“很＋名词”和“吃他三个苹果”就同时从数个上位构式中传承到了相关信息。换言之，这一下位表达式是数个上位构式经过多重压制所形成的结果（分别参见《下卷》第四章第三节和第十二章第六节）。

（2）处于传承信息端的同一下位构式，可分别从“音位压制”、“句法压制”、“语义压制”和“语用压制”等几个方面从其数个上位构式中获得相关特征，因此在构式语法研究中常可对其分别加以论述。刘玉梅（2010）就运用这一观点从认知角度论述了“汉语12，337条新词语”的多重压制运行特点。

4. 仿拟压制

“仿拟压制（Parody Coercion）”主要指仿照现有构式框架通过压制运作所创拟出的新表达形式，例如汉语近几年出现频率较高的“变异成语”就属于这类现象，诸如：推销茶杯的广告商将成语“有备无患”通过语音隐喻等压制运作机制改为

［196］有“杯”无患


就很具新意。这种通过仿拟压制创作的广告语比比皆是：

［197］趁早下“斑”　　化妆品


［198］请勿“痘”留　　化妆品


［199］九“酒”归一　　酒


［200］“骑”乐无穷　　摩托


［201］一“明”惊人　　眼镜


［202］默默无“蚊”　　蚊香


［203］“闲”妻良母　　洗衣机


［204］无可替“带”　　胶带


［205］百“依”百顺　　衣服


［206］一“网”情深　　国际互联网


（王寅，2001：247）

它们都可视为仿拟压制的产物。

沈志和（2009）运用该观点较为详细地分析了他所收集到的404条汉语此类变异成语，并分别从“语音、句法、语义、语用”四个层面分析了这类新兴成语的用法特征。

5. 信念分句压制

一个不可接受的分句B可在信念分句A的压制下，成为一个可以接受的表达，例如：

［207］X is pregnant.

能用于该构式中的X词项必须具有“动物、胎生”等属性，因此我们不能说：

［208］My brush is pregnant.

但是，当该分句构式前加上诸如“I dreamed”，“I imagined”，“He didn’t believe”等表示主观态度的信念分句构式时，整个句子就可被接受了，如：

［209］I dreamed that my brush is pregnant.

这说明信念分句具有压制“非现实句”的功能，例［208］在“I dreamed”的压制下，在被置于“dream”这一主观信念语义域中作重新解读之后，就获得了能被接受的可能性。

该类型的压制也可视为一种“构式压制构式”的现象，因为分句属于词汇层面以上的语言层级。我们在此列述这一现象，意在说明语言哲学中所论述的信念句也可从压制角度做出合理解释。





综上所述，压制可有多种情况，包含许多内容，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上述提到的多种类型的压制机制，以及压制对象须有可压之处的观点，还有涉及到的突显的三个层面“突显、消显、隐显”等识解机制（含转喻），是对现有研究的一点补充和发展。


[1]
 　国内有学者将“shift”译为“迁移”，我们认为这一译名仅反映出其中的一个含义“意义在位置上的移动”，而没能反映出另一层含义“意义还可发生变化”，为此我们拟将其译为“移变”，可同时包含这两层含义。


[2]
 　如“serve”原涉及“主人”和“客人”这两个主要论元（例a），但可移变为同一人（例b）：

a. The host served me some dessert from the kitchen.

b. I served myself some dessert from the kitchen.


[3]
 　又叫Semantic Type Shifting（语义类型移变）或Implicit Type Shifting（隐性类型移变）。


[4]
 　Zwicky（1985：3）在注2中引用了Muysken（1982：58）的一句话：“...natural language is in large part characterized by endocentric n-tuple articulation.（自然语言主要具有向心性和多层性特征。）”


[5]
 　构式不仅可强加给动词以额外的角色，而且还会迫使词语意义作出隐喻性或转喻性理解。例如：“I send the school some new books.”从双宾构式所表示的题元结构可知，典型的间接宾语当为生命体或人，这就迫使人们要将“the school”作隐喻性或转喻性理解，如作隐喻性理解，即将非生命体理解为生命体，使得“the school”有了拟人化的意义；也可作转喻性理解，将其解释为在“the school”工作的人。


[6]
 　很多构式语法学家（包括Goldberg本人）主张将语言中所有单位都视为构式，这就与Goldberg所论述的动词与构式互动的理论形成一个悖论——不应当是动词与构式的互动，而应表述成构式与构式的互动，可是，词层面以下的语言单位与词层面以上的构式必定还是有一定区分的，难以笼统处理。本书倾向于暂且将目前的构式研究集中于词层面之上，等论述较为成功，取得较普遍的共识之后，再来处理词层面之下的问题，最后再考虑如何将这些研究整合为一个统一的理论整体。这样构式语法研究就应当有个长期目标和近期目标之分，详见第十二章第二节第1点。

另外，国内虽已有学者提出过诸如词汇义压制构式义的问题，但对其论述似乎不很清楚，所举例句也不典型。


[7]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上文例［145］和［147］中的“给”也可析为介词，而例［146］和［148］中的“走”尚未标注为介词，这有两个原因：或许后者的语法化程度还不够；或许词典编纂尚待改进。


第十二章　构式语法的利与弊

本章阐述了构式语法理论的七功与六过。七功（即七个优点）是：形义一体化、奉行一元论、揭示词汇投射法之不足、揭示转换分析法之不足、语法研究扩大化、避免循环论证、倡导基于用法的动态加工模型；六过（即六个不足之处）是：构式的有限性、构式的特殊性、构式与动词的互动关系、构式之间的网络关系、题元结构、语义和形式等问题上尚存语焉不详之处。在论述其利弊的过程中，笔者也根据自己的理解发表了点滴看法。

第一节　构式语法的优点

近20年来构式语法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吸引了国内外越来越多学者，特别是认知语言学家的密切关注和深入研究，逐步成为当前语言学中的显学（很多学者主张将其直接称为“构式语言学”），这是因为该理论本身具有较多优点。第九章所论述的构式特征，实际上从某种意义来说已经述及了该理论的优点，本节主要从构式语法理论的角度作一总结。

1. 形义一体化

“象征单位”为一个“形义配对体”或“形义结合体”，构式为大于或等于两个象征单位的形义结合体：


“形”主要包括：音位、书写（Langacker认为不包括语法形式）；



“义”主要包括：语义、语用和语篇信息。


Goldberg于2006年出版的专著中将“意义”修改为“功能”，其所含内容包括：语义、语用、功能、认知等方面的信息，象征单位和构式就成为“形式”和“功能”的配对体，本书拟将其简称为“形功一体化”。

乔氏将其研究聚焦于句法形式，认为通过研究句法形式就能掌握语言的本质，无需关注语义、语用和语篇等方面的意义或功能。而构式语法持与其截然相反的观点，将形式和功能两者紧密结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实体来论述语言，主张用全息论的方式来解释语言，把语音、词汇、词法、句法、语义、语用、功能等视作一个整体来处理，这更加符合语言事实和人们的心理，也符合儿童语言习得的过程，因为在语言实际使用过程中，语言表达形式从来就是与其对应的意义和功能紧密连接在一起的，是不可分离的一个整体，强行将形式从其意义或功能中分离出来单独加以研究，既不符合语言事实，也缺乏可靠的心理现实性。

“形义一体化”或“形功一体化”的研究思路，是对当今语言学研究的一大贡献，提出用“象征单位”和“构式”作为语言研究的基本单位，既简化了语言的研究单位，也为批判TG的模块论、句法自治论、形式主义等基础观点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武器。

2. 奉行一元论

TG学派所坚持的基本立场和分析方法，与西方流传2000多年的“二元论（Dualism）”哲学原则密不可分。正如第三章所说，模块论的核心思想是将语言切分为若干子模块，然后择其一而弃其他；句法自治论（句法至上论）主张聚焦于研究句法而忽视语义和语用（这至少是乔氏早、中期的基本出发点）；形式化分析方法则是基于形义分离的思路对句法作形式化演算。乔姆斯基进而认为，可依靠词库和子模块中具有概括性的规则和限制以及连接规则来解释语言，因此在该理论框架中也就没有“构式”的地位了。而根据当前的研究，否定构式的现实性必然会产生很多缺陷。

构式语法坚决反对TG的模块论、句法自治论和形式化等分析方法，设立“构式”这一语言分析的基本单位，力主“形义合一”的基本策略，以达到取消语言研究中的数项二分（词汇与句法、词法与句法、形式与意义、语义与语用、语言能力与语言运用、词典与百科全书、语言知识与非语言知识）的目的，从而更有效地对语言作出一个整体性的解释。

构式语法的这一立场是既简单又合理的。储存于人们头脑中的各种知识本来就处于一种“互通有无”的状态之中，不能也不可能对它们做出明显的分界。构式语法的建立，也与当前哲学的基本立场相吻合：反对传统形而上学中的二元对立逻辑，回归生活世界，重视实际应用中的言语。

（1）取消词法与句法的二分。有了构式就可有效地将词法和句法连接起来，它们都是由“象征单位”构成的，两者形成一个连续体（Continuum），这是对句法自治论的一个有力批判。这种一元论分析法特别适用于汉语，因为汉语的构词法和造句法具有较大的相通性，诸如动宾构式、主谓构式、动结构式等，既可用来解释构词现象，也可用来解释句法现象。

（2）取消了形式与意义（或形式与功能）之间的二分，实现“形义一体化”或“形功一体化”的研究思路，就可扭转仅从句法形式角度研究语言的错误导向。汉语界于1955年在“主语—宾语”大讨论中所得出的结论“当从位置兼意义两者分析”，正好也支持了这一观点，其语法地位的确立既要考虑位置，也要兼顾意义，这不正证明了形式与意义不可分家的思路吗？

（3）取消了语义和语用之间的二分，因为“形义”中的“义”，或“形功”中的“功能”，已同时包含了“语义信息”和“语用信息”。很多学者认为，语义和语用本来就是一家，将其硬拆分为两家，纯属人之所为，学派所需，不必是语言研究的必由之路。

（4）信守统一解释的研究思路。从第一章第一节笔者对狭义认知语言学所下的临时定义可见，认知语言学追求用有限的认知方式来统一解释语言的各个层面，这就决定了要取消如上所述的语言研究中的一系列二分法，而且要倡导用统一的策略来解释语言中众多的语言现象。例如Langacker和Taylor就尝试用如下四个标准来统一解释名词与动词体的主要特征和组配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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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数名词表示一种具备了“内在的有界性（Inherent Boundedness）”的物体（Object），如汽车、桌子等，有较为固定的三维空间；而不可数名词表示一种具有“无界性（Unboundedness）”的物质（Substance），因此又叫物质名词（Mass Noun），没有明确的边界，如水、空气等。

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可进一步用“可分性（Divisibility）”、“复制性（Replicability）”、“同质性（Homogeneity）”做出详细而又统一的解释。如可数名词“汽车”被拆分后的构成部件不能作为“汽车”整体的例示成员，因为拆开成若干零部件之后就不再是汽车了。可见，“汽车”本身不可同体复制，这类名词所表示的整体与拆分后的部件之间不具有同质性。

而不可数名词“水”和“空气”则可被切分，在作物理性切分前和物理性切分后还是“水”和“空气”，它们的边界取决于装盛它们的容器。“肉（meat）”的道理与其相同，一大块肉可被切分为很多块小肉，且切分之后还是肉。可见，这类事物具有可复制性和同质性。

表示不同“事件类型［Event Type，又叫‘情状类型（Situation Type）’］”的动词可用于不同的体。“完成体（Perfective）”就像可数的个体名词一样，在时间上有内在性终点边界，过了这一边界后此类动作就不再延续，因此很难描述其同质性、可分性和复制性。例如，表示这种事件类型的动词“die”，不具有复制性，一个正常的人不可能死亡好几次，且“die”是一刹那间的短暂现象，因此也不具有可切分性。

而“未完成体（Imperfective）”就像物质名词一样，具有内部的同质性，可分解为多个具体的同类小动作，如“live”，可以切分为很多较短阶段的“live”，且动作可以反复而又长期地进行，本身不含有时间上的明确边界，具有延伸性（参见Langacker，1987；Taylor，2002；沈家煊，1994）。

这一分析还为我们准确使用动名搭配以及它们与语法体的搭配提供了理论依据。传统语法常将动词分为终止性动词（Terminative Verbs或Punctual Verbs）和延续性动词（Durative Verbs）。终止性动词显然属于有界动词，其原型用法当与完成体搭配使用，且不与表示线性的时间长度短语连用。一般过去时也可表示动作完成，因此有界性终止动词也可用于一般过去时。

延续性动词则可能是无界动词，也可能是有界动词，因为这里的“界”主要是就“内在性终止点”而言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跨界动词”，它们的用法较为灵活，如“write”可被识解为点性动词，也可被识解为线性动词（参见王寅，2001：274）。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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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4］为有界性表达式，属于完成体的事件类型，因为我们可明显体会到这些表达式所含内在的终止点；例［5］—［7］为无界性表达式，属于未完成体的事件类型，因为我们很难为其找到一个时间上的终止点。

当跨界动词与名词短语或其他短语组配使用时，其所表事件类型就要根据名词或其他短语来决定。如例［1］—［4］中的“a letter”，“ten letters”，“three years”可体会出其中所含的内在有界性；而例［5］—［7］中的“letters”，“every year”，“every weekend”则不含内在有界性，任何一个切分后“写信”的活动，总还是“write letters”，可见其具有可切分性和同质性，这也就决定了这类表达式具有“未完成性”特征。

再说“肉”，我们不能说它就一定没有边界，但其有界性不包括在其词义之内。若刨根问底地追查，还是可为write letters找到一个边界的，一个人死了，他的“写信”活动也就自然宣告结束，但这个含义并不包含于write letters表达式本身之中，这就是文中所述的“内在性终止点”的含义。

当人们聚焦于某一延续概念中的一个点或短暂阶段，就会用“进行体（Progressive）”，它显然具有“无界性”或“非完成性”，即人们可用进行体将一个有界事件识解为一个无界事件，或将一个静态性事件类型识解为动态性事件类型，如例［1］为有界性事件类型，若说成：

［8］He is writing a letter.

则为无界事件。又例：

［9］The boy is stupid.

［10］The boy is being stupid.

例［9］中的“be”为静态性用法，若将其改说成例［10］，则显然是将静态性事件概念化为动态性事件了。

有界性和无界性的划分，可大致为英语表达提供一个原型性用法的认知依据，即有界动词（特别是终止性动词）多与有界体和点性词语组配使用，无界动词（没有明确终止点的延续性动词）多与无界体和线性词语组配使用，这就是“点点相连，线线相接”原则（王寅，2001：261）。例如，表示有界性的终止动词常与表示有界性的完成体组配连用，表示无界性、延续体的动态动词可与表示无界性的进行体组配连用。由于一般体具有有界性和无界性双重性质，因此可用于这两类动词。而且，很多表示点性意义的词语和表示线性意义的词组也具有同样的用法规律。例如：

［11］He has left Chongqing.

［12］He left Chongqing at six.

［13］He left Chongqing for ten days.

［14］*
 He is leaving Chongqing for 10 days.（“for 10 days”为有界词语）

［15］The balloon burst.

［16］The balloon has burst.

［17］*
 The balloon is bursting.

［18］*
 I am losing my key.

［19］Tom wrote the letter in five hours.

［20］*
 Tom was writing the letter in five hours.

［21］It took Tom five hours to write the letter.

［22］*
 It took Tom five hours to write letters.（“five hours”为有界表达）

上述可接受的句子遵循了“点点相连，线线相接”的原则，而不可接受的例［14］、［17］、［18］、［20］、［22］则违反了这一规律。另外，具有线性特征的“for-短语”可能是例外，它虽表示了时间的长度，但却属于有界概念，例如：

［23］*
 He has left Chongqing for ten years.

“leave”为有界动词，完成体和“for ten years”也都是有界的，但这三者在英语中却不能组配使用，如果用点性和线性则可做出较好的解释。

3. 揭示词汇投射法之不足

Fillmore，Langacker，Goldberg，Croft等之所以提出构式语法理论，倡导构式语法分析法，主要就是针对传统的“词汇投射法（Lexical Projection Approach）”
[1]

 。Goldberg（1995：21—23）指出，仅在词汇层面上来分析语言和题元结构的局限性实在是太大了，缺陷实在是太多了，而构式分析法则可有效地弥补这一局限和缺陷。Evans & Green（2006：642）也曾以“Constructions versus‘Words and Rules’”为题对其做出了专门论述。

所谓“词汇投射法”或“词汇分析法”，是指运用分析词汇（主要是动词）意义的方法来解释表达式（含题元）的特征（Feature）、变异（Variability）和选用（Alternation），并以图通过研究动词对整个表达式有投射功能来较好地解释和预测句义（参见第二章第三节；沈家煊，2000，2006b：86）。

Goldberg（1995：9）曾举了下一组例子指出该分析法之不足：

［24］He sneezed the napkin off the table.

［25］She baked him a cake.

［26］Dan talked himself blue in the face.

若仅从动词投射角度论述它们的参与者角色结构（或论元结构），很难归纳出一条动词规则来对这组例句作出概括性解释，只能在“sneeze”，“bake”，“talk”各动词词条中分别增加各自的特殊意义，以及它们各自所对应的角色结构，如“sneeze”本来是一价动词，但在例［24］中却获得了三个角色；“bake”本来为二价动词，但在例［25］中却多获得了一个角色，这都是构式使然。

特别令人为难的是，这些意义除了被用于上述句型之外，在其他场合并不多见，若从这个角度来说，似乎没有必要在这些动词词条下单独增列出上述义项，也没有必要将它们分列出来作为一个单独词条处理（如将“sneeze”处理成两个不同的词条）。

另外，英语中的常用动词、通用动词（如“do”，“get”，“have”，“make”，“take”等）可替代很多动词用于不同的句型之中，也就是说，它们可出现于不同的题元结构构式之中，此时它们本身所具有的线索有效性（Cue Validity）就很低，人们不能通过这类动词来预测所出现的句型和整个语句的意义
[2]

 ，此时仅从“动词中心论”角度显然是解释不清的。

上述三个例句中的动词也可用于很多其他句型之中，词义也会有所变化，倘若如此一一列来，动词的义项势必列得太多，会使词典失去简明性。有了“构式”这一基本单位，就可将这类现象置于构式中加以论述，避免在词典上列出许多不合理的动词义项（Implausible Verb Senses），将部分意义交给构式来处理，因此，词汇的个别用法特征就可置于“构式”中加以描写和解释，以保证词典中动词义项的简洁明了，也就能实现“词汇最小义项观”的目的，减轻词库的负荷。

以上述观点为基础，从构式角度分析例［24］—［26］就容易多了，可将它们都视为双宾构式（the 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的具体应用形式（即语式），它们都用到了三个题元角色，即施事者、受事物、接受者，受事物角色可用一个名词性短语来担当，如例［25］中的“a cake”；也可用其他特定的构式，如例［24］中用了介词短语构式“off the table”；例［26］中用了形容词短语构式“blue in the face”，都可隐喻性地将其视为“受事物角色”。

又例，英语中动词“kick”可有以下8种不同的用法（摘自Goldberg，1995：11，为便于解释，顺序做了调整），可体现出8种不同的构式题元结构：

［27］The horse kicks.

［28］Pat kicked at the football.

［29］Pat kicked the wall.

［30］Pat kicked Bob black and blue.

［31］Pat kicked Bob the football.

［32］Pat kicked the football into the stadium.

［33］Pat kicked his foot against the chair.

［34］Pat kicked his way out of the operating room.

例［27］和［28］为“kick”的不及物性用法，此时被用作一价动词。例［29］为“kick”的及物性用法，为二价动词。例［30］至［34］这五个句子中，“kick”被用作三价动词，带有三个题元，这第三个角色分别由形容词短语（例［30］）、名词短语（例［31］）、介词短语（例［32］—［34］）来充当。

根据认知语言学中的象似性原理，形式不同，其意义也当不同。因此这些句子的意义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此时很难仅从动词角度简洁地归纳出它们的类型和概括性规则。若将这些不同的义项都列在词典里，几千动词的篇幅将会使词典显得过于臃肿。而且在这些不同的用法中，“kick”的基本意义主要还是“踢”，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调换一个思路，可从构式的题元结构这一全新角度来作概括性描述，这样便可大大减少词典编纂的压力，也可使语言描写更为简洁。

可见，仅从动词角度是难以对“kick”的各种意义和用法作出全面描写和详尽解释的，而且通过动词来预测句义也会遇到很多限制条件。当动词的意义不能与其所用构式的意义完全吻合时，就很难通过动词来预测句义。另外，同一个动词也常会用于若干不同的构式之中，也就是说，动词与构式之间也不是处于一一对应的静止状态之中的，其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参见第六章第四节），这就给从动词投射角度预测句义带来了许多障碍，同时也暴露出词汇投射法所存在的问题（参见第二章第三节第3点）。

构式语法闪亮登场，为解决该难题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之路：每一构式类型都有自身的题元结构和独特含义，当同一个动词用于不同构式类型时，就会出现不同的情况：

（1）动词的论元结构与构式的题元结构相吻合，两者意义相一致，此时动词就起到“例示构式，为构式提供具体信息”的作用。

（2）动词的论元结构与构式的题元结构不相吻合（或多于，或少于），此时构式就会发挥“压制”作用，迫使动词的论元结构做出调变。也就是说，是构式的题元结构，而不是动词的论元结构，决定了句子所带题元数量的主要因素，构式相对于动词来说处于主导地位，词汇中心论者所采取的仅从动词角度分析语言题元结构的方法，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构式语法认为，题元结构也是象征单位，本身也有意义，题元结构变化了，其对应的意义当然也要发生变化。此时，动词意义对构式意义就不仅仅是例示作用，还可能产生增减角色、转喻关系（如表示工具、结果、条件、方式、意欲等）的语义变化形式（参见第六章第四节）。

4. 揭示转换分析法之不足

Goldberg（1995）提出对题元结构运用构式语法的分析方法，也是在批判转换分析法之不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我们知道，传统转换理论所奉行的一条最基本原则就是“转换不改变意义”，很多TG学者以此为基本出发点，努力寻找由同一深层结构派生出的不同表层结构的句子，生成派语义学也基本接受了这一观点并将其发展为：同义句，或能互相“释义（Paraphrase）”的句子才共享同一深层结构。但是在TG理论框架下提出的题元结构转换分析法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如下不足之处：


1）何为句义相同


TG理论认为，只有句义相同才能建立派生关系，因为只有“语义同义（Semantic Synonymy）”的句子才能共享同一深层结构，但这里的“同义”究竟是何义？是“同义”还是“近义（Rough Synonymy）”？是“同义”还是“理据（Motivation）”？是“用法”还是“真值（Truth）”？TG学派一直未能将这一表征共享面（Shared Level of Representation）阐述清楚。

TG理论常用真值条件来分析意义，因此“同义句”就被理解为“真值同义句”，而人们早就发现这一理解有很多问题，用真值条件来解释意义遭到很多批判（参见王寅，2001：59）。

认知语言学家认为，“绝对同义”或“同义”纯属虚妄，语言中无绝对同义词，也很难找出同义句。根据“同义避让原则（the Principle of Synonymy Avoidance）”，两个同义词或同义构式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应有所交错，产生不同的意义，用于不同场合，它们一般都会出现社会上或文风上的差异（参见Croft，2000：175—178）。这就是说，语言中不存在绝对的同义词，即使曾有过这类同义词，也会逐步有所分工。有些词和构式看上去可能是同义的，但实际上却反映出对经验进行不完全相同的概念化过程。正如Lakoff & Johnson（1980：136）所指出的：

Is paraphrase possible？Can two different sentences ever mean exactly the same thing？Dwight Bolinger has spent most of his career showing that this is virtually impossible and that almost any change in a sentence—whether a change in word order，vocabulary，intonation，or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will alter the sentence’s meaning，though often in a subtle way.（“释义”是可能的吗？两个不同的句子能有绝对相同的意义吗？Bolinger花费了他大部分生涯来表明，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句中几乎所有的变化，不管是词序、词汇、语调，或是语法结构，必将改变句子的意义，尽管常仅在细微之处。）

Goldberg（1995：122，125）也指出

No two constructions are entirely synonymous both semantically and pragmatically. Two constructions generally differ either semantically or pragmatically.（没有两个构式在语义和语用上会完全同义。一般说来，两个构式要么在语义上，要么在语用上，存在差异。）

倘若语言中不存在“绝对同义”或“同义”的词和句，那么乔姆斯基所倡导的转换生成语法就失去其理论基础了。


2）句法不应领先于语义


TG一直受到挑战的一个观点就是“句法第一，语义第二”，语义被乔氏视为句法中深层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仅具有解释性功能，起生成性或决定性作用的是句法，可是，这一基本观点并不符合正常语言使用者的语感。一般说来，人们总是先有某种意义或意向，然后才选用相应的句法和词汇加以表述。针对乔氏所主张的“解释派语义学（Interpretative Semantics）”，Lakoff等学者提出了“生成派语义学（Generative Semantics）”，主张“语义第一，句法第二”的观点，句法来源于语义，语义起生成性或决定性的作用，而不是解释性作用，若是如此，深层结构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这一争论所产生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难道句法和语义一定是分开的，一定有第一和第二之分？两者可否同时？

认知语法和构式语法所坚持的“形义一元论”或“形功一元论”，就是为了回答这一重大问题提出的。儿童在语言习得过程中，形式和意义或功能是紧密相连的，语法理论也应当将这两者放在一起进行综合研究。

另外，Bowerman（1982）和Gropen等（1989）的研究表明，在儿童语言习得过程中，或在构式的习得和使用过程中，语义和句法是同时习得的，且语义一直在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如儿童在双宾构式的习得过程中一直遵循着“间宾当为生命体”的语义限制，从而可避免生成很多不合语法的句子，这就涉及到TG的纯句法转换理论是否能成立的问题。


3）基础与派生


在TG理论中谈“转换”，首先要确定一个基础句，然后再从其转换或派生出其他同义或近义的句子，这一理论模式自提出以来就一直不断地受到怀疑和挑战，如双宾构式中的两类形式：双名构式与介宾构式，哪个更基础，似乎并无定论，甚至还出现了三种不同的说法：

（1）有学者，如Dryer（1986），Aoun & Li（1989）等，认为双名构式比其对应的介宾构式更为基础，后者转换自前者。

（2）更多的学者，如Chomsky（1975），Larson（1988）等认为，介宾构式是更为基础的结构，可通过转换规则生成双名构式。

（3）但也有大量证据说明，两者不是出自同一深层结构，儿童可同时使用这两个构式，它们不存在先后问题，也就是说它们有各自不同的深层结构，因为两者有不同的句法和语义特征（Gropen等，1989；何晓炜，1999，2003；王奇，2005）。

又如地点动词（Locative Verbs）可有两种交替表达，如：

［35］He loaded hay onto the cart.

［36］He loaded the cart with hay.

Channon（1980）以及Perlmutter和Postal（1983）认为，例［35］比例［36］更为基础。但Rappaport Hovav和Levin（1985）通过调查发现，英语中142个此类动词，只有34个可用于上述交替表达，比例仅占24%，强行论断两者之间存在转换关系不具有代表性和说服力。即使在这不足四分之一的用法中，人们也体会不到哪个更基础，哪个为派生，而且这两句话的意义也相差较大，这再次使得转换理论失去了理论依据。

Goldberg大力倡导构式语法的题元结构分析法，否定从真值条件角度来理解意义，认为没有必要认定哪个表达更为基础。语句之间即使有“转换”关系，也不是仅发生在句法层面上的，更主要的是语义关系或题元结构上的“转换”，或应当是形义结合体之间的“转换”。这两种观点之间的差异可图示如下：（乔氏的转换观可图示为第一行，图中“→”意为“可转换派生出”；Goldberg的观点可图示为第二行，图中的“——→”意为构式之间的能产或特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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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式语法学家认为，不存在单独的句法模块，更不存在任何结构形式之间的转换，力主放弃乔氏的“转换”概念，坚决主张研究构式之间在句法、语义、语用上所存在的部分重叠关系和能产关系，而且，语义相同不一定在形式上就相同，传承不是构式之间仅在形式上的传承，而是语义兼形式，这就是为什么构式语法力主用“象征单位”这一形义配对体的主要原因。

基于这一立场，他们进而提出用“传承”、“理据”、“隐喻”、“连接”等观点来描写在“形式—功能”上相关的构式家族。他们大力倡导“单层观（a Monostratal View）”，如图12.2第二行所示，将形式和意义或功能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构式，它们之间存在部分能产或重叠的关系，以此来批判模块论和转换论。Kay（1995：171；Fried & Östman，2004：23）也曾基于此对构式语法作出如下论述：

Construction grammar...is a non-modular，generative，non-derivational，monostratal，unification-based grammatical approach，which aims at full coverage of the facts of any language under study without loss of linguistic generalizations within and across languages.［构式语法……是一种基于非模块的、生成性的、非派生的、单层次的、基于调合的语法研究方法，旨在分析语言的所有事实，而又不失语言内或跨语言研究的概括性。］

Kay这里所说的“Derivation（派生性）”就相当于乔姆斯基的“转换性”（参见Holmes & Hudson，2005：243）。有学者主张根据是否接受“转换性”可将当前的生成学派（Generative Model）划分为：


（1）转换生成学派（Transformational Generative Model）



（2）非转换生成学派（Non-transformational Generative Model）


前者主张通过操作“转换规则（Transformational Rules）”将两个不同的句法表征连接起来，而后者则主张用象征单位论述形义配对体的构式，将相同的语言现象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句法表征之中，而且可将语言各层次的信息作统一处理，这样也就不需要什么转换规则了。我们认为，笼统地将后者也划归为“生成学派”，这是不妥的，认知语言学家持“形义配对体”的观点，他们是不能划归于“生成学派”的，而应称为“认知派”，如此划分只适用于HPSG和FCG，这或许也是Langacker不同意将Fillmore纳入认知语言学派中的构式语法学家行列的原因。

Goldberg（2006）强调指出，每个表层形式都有其对应的功能，形式不能单独与其他构式发生关系，这就是说，在语言中根本就谈不上某个形式就一定是从另一个形式转换派生而来的。Goldberg（2006：25）还进一步提出了“Surface Generalization Hypothesis（表层概括性假设）”，以否定乔氏的转换生成理论。该假设认为：

There are typically broader syntactic and semantic generalizations associated with a surface argument structure form than exist between the same surface form and a distinct form that it is hypothesized to be syntactically or semantically derived form.（更为典型的情况是：一个表层题元结构形式本身蕴涵着丰富的句法和语义方面的概括性，它比该表层形式与所假定的句法或语义派生源形式的概括性更为丰富。）

Goldberg 这里所说的“a distinct form that it is hypothesized to be syntactically or semantically derived form”就是指乔姆斯基所假设的“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她明确表示，表层题元结构本身不是派生自（或转换自）其对应的深层结构，前者比后者的概括性更为丰富和广泛。参见第三章第一节第1点所引用的Taylor（1989：239）所说的一段话，我们从中可明显感到，认知语言学家早就认识到有关语言的用法规律或构式特征是直接从具体表达层面中归纳或概括出来的，而不像乔氏所设想的那样，一定是从“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转换到“表层结构（Surface Structure）”的。

既然不需要“转换”，也就谈不上要将句法分成什么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取消了这两个层次的结果必然就会导致“单层观（a Monostratal View）”。Goldberg的认知构式语法一个主要观点就是“单层观”，坚决主张取消二分句法结构的假设，取消转换法，倡导“基于用法的模型”，认为语言知识和用法规则都是来自语言的实际使用，当用“归纳法”，走“概括性”之路。

若以“转换观”、“生成观”、“单层观”这三个标准作为基点，就可在如下几个学派中建立起一个连续体：


转换观＋生成观，如：乔氏TG学派；



单层观＋生成观，放弃转换观，如：FCG、HPSG；



单层观＋用法观，放弃转换观和生成观，如：LGCG、LCG、RCG。


5. 扩大语法研究的范围

构式语法理论的提出，使得当前语法研究的内容和范围大大地拓宽了，其增加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语法研究对象当为“构式”


传统语法的研究对象主要局限于词法和句法上，TG语法将其扩展至子模块和规则上，而构式语法大大拓宽其研究对象，包括词素、词、短语、习语、分句、句子，乃至语篇，囊括了语言中的所有层面，并将这些内容都归结为构式，包括抽象的图式构式和具体的特殊语式，认为它们才是语言研究的基本单位。

还有一些语法理论将注意力仅聚焦于动词，持“词汇中心论”的立场，这显然局限性太大（参见第二章第三节）。而倘若将动词置于整个构式中来研究，则可能会出现另外一番天地，如有些动词（如“sneeze”）常为不及物动词，但当用于特殊构式时就可带“宾语”，此时我们可将这个宾语（如例［24］中的“the napkin”）视为整个构式的宾语，而不一定非局限于动词本身。Goldberg & Jackendoff（2004）就曾指出：例［37］中的“the night”不应当视为“twistin’”的宾语，而应当析为整个构式的宾语：

［37］We’re twistin’the night away.

这可有效地避免仅将注意力集中于动词本身所遗留下的难题。

正如本书摘要部分所指出的：构式就是语法系统的心智表征，体现了内在的语言知识系统。从构式角度来研究语言的意义在于：可望实现语言理论的充分性（兼顾中心和边缘现象）和统一性（将语法的认知研究都归结为构式），深化句法与语义的接口研究（以形义配对体为基点），以进一步批判语言天赋论、自治论和模块论，拓展对人类一般认知能力和语言心智表征的理解。这就是构式语法学家坚持将“构式”视为语言研究之唯一对象的主要原因。


2）语言研究当兼顾核心和边缘


TG仅研究语言的核心部分，试图探求语言的共性，建立普遍规则，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是毫无道理，但若过于偏执，一味轻视特殊表达（如大量的习语），就可能产生以下一系列弊端：

（1）若仅关注语言的核心部分，而不考虑语言的非核心部分或边缘部分，何来的全称命题？哪来的普遍规则？

（2）乔姆斯基将研究聚焦于核心部分，但是人们必然要发问：划分核心部分和边缘部分的依据是什么？这其中必然要涉及人的因素，很难作出客观性判断，这就违背了乔氏语言研究所追寻的目标。

（3）将研究对象仅集中于语言的核心部分，而忽视语言的非核心部分，这也违背了乔氏语言研究所追寻的另一目标：解释充分性。语料库的数据表明，在实际日常语言交际中存在大量的被TG学派视为非核心部分的语句，我们岂能视而不见？

（4）TG学派设立了中心与边缘之分，将边缘部分处理为从核心部分通过转换规则派生出来的，这在很多方面缺乏说服力，被动句一定就是从其对应的主动句转换而来的？否定句一定是从其对应的肯定句转换而来的？语言中还存在大量无法转换的现象，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构式语法认为，核心部分和边缘部分对于语言研究都具有价值。不同使用频率的句子都是语言的有效组成部分，都应得到重视，而且我们还可以通过边缘部分来反溯和解释核心部分。构式语法抛弃了TG理论的转换分析法，而且将研究范围从中心扩展到非中心（如习语表达、特殊构式），旨在解释语言中的所有现象，而不仅是核心部分，这比起TG语言理论显然更有解释力。

6. 避免循环论证

乔姆斯基（1981）在GB理论（Government and Binding Theory）的投射原则（Projection Principle）中指出，一个句子的题元结构取决于句中主要动词可带的参与者角色的数目。而他在确定动词参与者角色的数目时又是根据动词在句中可带参与者角色的数量来确定的。在Bresnan（1982）词汇功能语法（Lexical Functional Grammar）的双投射原则（Bijection Principle）中，以及其他学者的有关理论中，也都存在类似的问题。

正如沈家煊（2000，2006b：84）所指出的，汉语的“扔”被判定为三价动词的唯一根据是，它能在双宾语句中跟三个名词性成分发生联系，而要说明为什么“扔”能跟三个名词性成分发生联系，唯一的根据是它为三价动词，这就有了循环论证之嫌，势必会导致“词无定价，离句无价”的后果。

7. 倡导基于用法的动态加工模型

构式语法学家们还认为，应以动态的方式对语言实际使用中所出现的种种现象进行系统归纳，概括出相关“规则”。这里所说的“规则”，应被视为一种从现实语料中抽象出来的“图式（Schema）”，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图式具有一定的“调变性”，必须考虑到语言运用中的动态因素，允许其有一定的变异，这与UG中所说的具有普遍性的“规则”取向不同。

基于这种动态性和调变性思路建立起来的有关模型才具有较强的针对性（详见第三章第二节第7点）。

第二节　构式语法的缺点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有利必有弊。同样，一种新理论的出现，自有拥护者，也不乏反思者。这作为正常的学术争鸣，无可非议，很多观点和理论就是在“拥护”和“反思”的互动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但构式语法理论绝不像个别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处处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甚至是一无是处，当予抵制。对这样的过激言论我们暂且不作评述，只能让时间来检验。

我们主张用辩证的观点看待新生事物。构式语法作为对TG语法反思的产物，在许多基本立场上与其存在根本分歧，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研究语言。自其诞生起，国内大多学者都对其持肯定态度，并尝试用其来分析汉语和英语中的有关现象。同时，也有很多学者在介绍和研究该理论时，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种种疑问，如董燕萍、梁君英（2002）、应晨锦（2004）、严辰松（2006）、陆俭明（2007）、石毓智（2007）等。我们在学习构式语法理论中也发现了其中的一些问题，现小结如下。

1. 怎样理解构式的有限性


1）长期规划，分段突破


Langacker（1987，1991a）早期的观点将构式限于大于等于两个象征单位，并指出构式就是从“双词素词到句子”的连续体。

Zwicky也主张将“词”视为构式。他（1994：611）曾将构式划分为四大类：


（1）句型构式（Sentence-type Constructions）



（2）成分构式（Constituency Constructions：包括分句、短语、词）



（3）配价构式（Valency Constructions：语核＋一组依存成分）



（4）替换构式（Substitution Constructions：替代形式、零替代等）


第二类构式包括“词”，他并未述及这里的词是双词素词，我们将其理解为“词”的总称。

Goldberg（1995：4；2003；2006：5）则主张进一步扩大构式的范围，将“词素（Morpheme）”和“单词素词（Word with One Morpheme）”都视为构式，因为它们也是不可预测的形义配对体，符合构式定义的要求。更为重要的是，如此处理可取消词法与句法之间的划分，彻底实现“用统一的基本单位来分析语言”这一目标。将语言研究都归结到构式上，就可将其视为语言在心智中的表征形式，也就能实现语言理论的简约性、充分性和统一性，大大提高了构式语法的理论解释力。

事物都有两面性，有其优点也必然就有其缺点。倘若按照Goldberg的处理方案，虽有很多优点，对语言理论是一大进步，但也不可避免地引出了一些负面问题。

（1）语言层次与构式层次。我们知道，语言中有层次之分，这是毋庸置疑的，如果将它们都纳入到构式之中，我们还是要对构式作不同层次的分类，也就是说，昔日的语言层次，变成了今日的构式层次。如此处理的问题是，构式内部的层次就会变得太庞杂，若在短期内无法系统处理包括词素、单词素词和多词素词在内的数量庞大的构式，这势必又要降低构式语法理论本身的解释力和说服力。

（2）词汇数量巨大。将语言中所有词汇都视为构式（以本书所用术语，准确地讲这些词汇应当是“语式”），取消“词素和单词”与“词层面以上的语法结构”之间的区别，这似乎与人们的直觉不太相符。况且词汇数量如此巨大，何时才能对其作出系统描述？

（3）按照这一构式观，就应取消图3.3中的“词汇”这一层次，当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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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学者认为，词是词，词组是词组，句是句，若将这几者混同起来又会带来其他新问题，不可避免地要被扣上“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帽子，词典学家也将要改称为构式语法学家，词汇学也将要加入构式语法学家的行列，语言学家是否就要被“构式语法学家”所取代？

（4）从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大多数学者将构式研究聚焦于两个词或两个以上的语法结构上，即语法构式上（参见第十章第三节第7点），而在构式语法理论框架中研究词素或单词素词的论文并不多见。

因此，为能保证构式语法的覆盖面和解释力，还要兼顾到构式有限性，我们拟采取以下处理方案：我们可以接受“词素是构式”的观点，但目前可暂时将研究聚焦于词层面（包括抽象构式和非常规语式）以上的结构式，待对这一系统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建立了较为成熟的分析方法之后，再将其扩大至词和词层面以下。“长远规划、分段突破”的思路似乎较为切实可行，将构式暂且定位于词以上的层面，便于聚焦研究对象，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以避免“食多不化”、“贪多嚼不烂”的现象。

Goldberg（1995：67—68）自己也承认构式的数量必须尽可能地最小化，这与她将词素和词都视为构式的观点是相违背的。我们拟主张将“词”，包括单词素词、双词素词和多词素词暂且列为构式语法下一阶段的研究目标（并不反对有学者在现阶段就对其加以研究），目前先聚焦于攻坚词层面以上的语法构式，这样则可大大缩小构式的数量。


2）从抽象层面上理解有限性


为了能在狭义的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中确切而又有效地定义构式，并对其做出较为全面统一的描写，就必须确定其研究范围，而不必，也不可能将所有的语言现象都囊括其中。“构式的有限性”不仅可从范围上加以限制，还可从抽象程度上做出限制。暂将注意力置于词层面以上结构式，便于保证构式的有限性；若再将范围缩小到抽象层面，则目标更为集中。这也是本书为何主张区分语式与构式的原委，以便集中精力，先有突破。

Langacker认为，词素也是音义配对体，是象征单位，构式为大于或等于两个词素的结构，即为≥2个象征单位，这就大大缩小了构式的范围，可排除词素和单词素词，这样就向“构式有限性”靠近了一大步。根据上文所述的构式与语式的区分，对于含两个或两个以上词素（象征单位）的单词（具体的语式），仍能概括出其间有限的组配结合方式（抽象的语法构式），且其内部结构关系大多与词与词之间的句法关系相同，可用“配对类型”和“范畴化原则”加以概括。因此Langacker、Taylor、Goldberg等将词法与句法合并处理，并视为一个“连续体”的两端，确实很有见地，这显然是为批判乔姆斯基的句法自治论、二元论所设计的处理方案。

即便如此，我们到目前尚不清楚一种语言中的构式究竟能最小化到什么程度。目前国外的构式研究大多是基于英语的，即使这样，我们也未见有关英语构式数量的具体资料。

2. 如何看待构式的特殊性


1）构式的特殊性


TG理论过于强调语言的普遍性，而认知语言学既看到了语言具有部分普遍性，也重点研究了其独特性。但是，构式语法在研究过程中却过于关注具有独特性的构式，在跨语言对比时又过分强调了不同语言之间的构式的独特性和差异性。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该如何分析这些独特的语言现象？其后的认知机制与认识语言普遍性的认知机制之间究竟存在什么关系？如何概括出“所见即所得
 ”语言现象背后的认知方式？

我们认为，倘若过分强调“所见即所得
 ”的研究取向，似乎就可能误导人们忘却追寻语言的规律性，每个人的“所见”可能是千差万别的，但“所得”不一定就完全等同于“所见”。“所得”当为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结果，所得到的可能是规律。倘若过分强调所见的特殊性，那么它又何以能作为一个准则来研究语言和构式呢？我们又何以能概括出语言具体表达背后所共有的认知机制？这与认知语法所倡导的“识解观”似乎难以吻合。“识解观”意在从千差万别的语言表达中归纳出形成差异的认知规律。

另外，语言的“体验性”也可用来限制构式的独特性（参见第九章第一节）。

特殊与普遍是一对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的两个方面，不可有所偏废。构式的特殊性和概括性当具有互为依存的关系，如果过分强调构式的特殊性，则有可能走上另一个极端。


2）有无必要“反其道而行之”


构式语法始于分析习语和特殊构式，重在解释语言的特异现象，并以图通过这类研究获得的成果来解释常规构式，以达到为语言作出全面解释的目的，这一研究方法似乎不很符合常规操作：从普遍到特殊的研究思路。人们不禁要问，如此的“反其道而行之”有无必要，能达到既定目标吗？是否存在“丢了西瓜”与“拣个芝麻”的“本末倒置”的问题？

大多学者认为，正常的研究路径当从语言的常规表达入手，总结出规律，然后再来解决特殊问题，这也是我们常说的一般认知规律或学习规律：从非标记性到有标记性的顺序，即一般是先习得或学习无标记语言项，然后再习得或学习相应的有标记项，因为前者比后者在结构上更为简单，含义更加概括，使用频率高，分布较广。例如：先学习单数，再学习复数；先学习动词原形，再学习动词的过去式；先学习陈述语气，再学习虚拟语气；先学习形容词和副词的原级，再学习它们的比较级和最高级；先学习简单句，再学习并列句和复合句，先学习主动句，再学习被动句，等等（王寅，2001：372）。

若从这个角度来说，TG学派的做法，即从核心语法入手来解决语言问题，不是一无是处。但TG仅停留在核心语法上，而没有迅速扩大其研究成果，或亦已无法向语言边缘现象扩展了，因为TG的基本假设就决定了要把许多特殊用法和习语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有时又不得不将它们推给词库，或归入语用学，这显然要降低理论的解释力和充分性。

若按照原型范畴理论，当先确定无标记的正常表达为“典型”，然后再以其为参照点来分析边缘成员，这一研究程序似乎才更为合理。但像Fillmore等构式语法学家从习语和特殊构式入手，以求总结出规律来解释常规表达，这似乎违反了人们的直觉。

另外，常规与非常规，何以界定，标准是什么，这本来就是一笔糊涂账。而且，如果从历时语言学角度来考虑，非常规表达当有其历史原因，可用语法化理论对其做出部分解释，这在他们的研究中似乎未被重视。

3. 动词与构式当为双向互动


1）动词与构式的关系


按照Goldberg（1995，2003，2006）等认知构式语法学家的观点，构式包括语言的各个层面，从词素到分句，乃至语篇，那么“动词”理所当然也是一种构式。但是当Goldberg等讨论“动词”与“构式”互动时，从逻辑上讲，这里的“构式”就不应当再包括“动词”了，否则就出现了逻辑混乱。

如何才能将这些概念梳理清楚，统一有关术语，消除逻辑混乱，这是认知构式语法学家们要首先考虑的。


2）构式具有独立义


“构式具有独立义”、“动词从构式传承意义”，这两个命题是否具有可靠性和普遍性？倘若可靠，那么人们要问，构式独立义来自何处，难道是先于动词就存在这类构式的独立义？倘若普遍，人们也会问，是否所有动词或大多数动词在用于某构式时都要受到构式的影响，并作适当的调变？

Goldberg等学者对这两个问题持肯定回答。他们还认为，若动词与构式所具有的共性较多，则两者结合使用时动词所作出的调变就较少；若动词与构式所具有的共性较少，则构式对动词的影响就较大，动词要作出较大的调变才能适应构式（详见第六章第四节）。这势必就要在理论上将构式置于比动词更为重要的位置。我们认为，Goldberg似乎过分强调了前者的作用，而有忽视后者的倾向，这不免会使人想到西方哲学家曾为“共相”与“个体”的先后关系之争，卷进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漩涡之中（参见王寅，2007a：41）。而且，过于强调构式的支配性地位，又如何能与“基于用法的模型”取得一致。这一立场往往给人以一种“构式决定论（Construction Determinism）”的感觉，这与“句法中心论”还有多大差别？

同时，我们在阅读中还发现，Goldberg为论证这一命题所举的例子也极为有限，这更让我们有必要认真考虑这一命题的适用面。而Croft（2003）在这一点上持与她相反的观点，认为不存在先验的、抽象的、独立的构式义（参见第七章第六节）。

其实，“构式具有独立义”这个命题也并非是一个全新的命题。多年来我们在论述“句义来源”时，常从结构主义角度将其分析为“词义加结构义”（参见王寅，2001：73），其中的“结构义”似乎就有点类似于Goldberg的构式义（构式语法学家更强调整合原则）。或许正是因为上述那些词汇中心论者过于强调词语意义的作用而忽视了结构义，再加上TG学派也取消了构式的地位，Goldberg便“矫枉过正”地重新强调了语言结构类型在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旦“过正”，就容易引起非议。


3）构式与动词当为双向互动


Goldberg一方面认为“动词”和“构式”是两个独立的实体，另一方面又认为构式始终处于“居高临下”的地位，发挥着“构式压制”的作用。倘若一方始终压制另一方，那么构式与动词的“互动”又该从何谈起呢？

我们知道，Goldberg（1995：53—54）以“动词与构式互动论”取代原有的“动词中心论”，且在论述两者关系时，主要是从构式题元结构的角度论述了构式对动词参与者角色的主导性影响，并强调了对应原则的单向性作用：题元角色不一定必须对应于动词参与者角色，而动词参与者角色必须融入构式的题元角色之中，即动词的所有参与者角色都必须在构式中得到解释，构式可以使得动词增加或减少参与者角色，如“kick”的参与者角色包括：踢人者和被踢物，而没有“受动者（rec）”角色。但是，当“kick”被置于双宾构式时，构式就会使得动词“kick”获得“受动者”这一新角色，例如：

［38］John kicked Bill the ball.

例句中“Bill”就是由双宾构式赋予“kick”的新角色。

又如著名的例［24］“sneeze”句，我们有时在考虑，究竟是该词先通过隐喻机制使其词义发生延伸变化，然后才被用于该构式之中，还是仅因被用于该构式才使词义发生变化的呢？是否存在动词参与者角色可以影响构式题元角色结构的情况？在词义变化过程中，或动词与构式互动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什么额外义（如“sneeze”所出现的“方式”义）？这是否与生活经验和百科知识密切相关，而不必总将其归结到“纯构式”上去？

另外，倘若语句的题元结构和意义是由构式决定的，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动词的意义在各种不同的构式用法中会一直保持不变？动词本身也就不能与其他成分结合成动词短语（VP），而只能与构式发生关系？词汇分析法是否就真的“一无是处”？Jackendoff（1990a，b）早就论述了这一问题，他（1997a：556）通过分析“twisting the night away”等一类的语式指出：

...the lexical rule and constructional approaches to these phenomena incorporate exactly the same information，and formally the lexical rules will look not unlike the constructions. Hence，considering these constructions alone，either approach can account for the evidence adequately.（解释这类现象的词汇规则法和构式分析法包含了完全相同的信息，而且从形式上来说，词汇规则看上去与构式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因此，如果仅考虑上述这些构式，任何一种方法都能做出圆满解释。）

我们按照这一思路，完全可以设想在解读诸如例［24］“sneeze”句时有以下两种选择：

（1）可从词汇分析法入手，即可在“sneeze”中增加一个义项“打喷嚏将某物从某处喷走
 ”；

（2）也可从构式分析法角度出发，将这一义项归因于“构式具有使动义”，从而使得“sneeze”带上了三个论元。

我们认为，Jackendoff主张将两种分析方法紧密结合起来还是很有道理的，也真正体现了构式与动词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4）“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


Goldberg所倡导的从构式整体角度来论述动词以及与之相结合的名词之间的论元关系，这属于一种“自上而下（Top-down）”的研究思路；若从组成部分（特别是动词）的角度来论述构式整体的意义，则属于一种“自下而上（Bottom-up）”的研究方法。

从上文分析可见，“自下而上”的词汇分析法和“自上而下”的构式分析法，都可实现“殊途同归”的目的。我们相信，只有将两种研究方法紧密而又有机地结合起来，既有自上而下（从构式到动词），又有自下而上（从动词到构式），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互动”，才能将两者之间的组配结合关系论述得更为透彻。

十分有趣的是，在2004年Goldberg与Jackendoff合作发表的一篇论文中，Goldberg的态度好像有所改变：

On our view，argument structure is determined by the composite effects of the verb and the construction.（在我们看来，题元结构是由动词和构式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句话承认了动词和构式具有某种同等性功能，但好像是针对“题元结构”而言的，题元结构与动词意义密切相关，这其中是否也蕴含着承认动词的多义性，我们尚需深入思考。

那么两者相比哪个更为合理呢？我们认为，构式分析法相对于词汇分析法来说自有很多优势，确实可使语法分析更趋简洁明了，同时也减轻了词典编纂的压力，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彻底否定词汇分析法。这也是Jackendoff（1997a：557）所主张的观点：

In light of the universal need for constructions，I am personally inclined toward the constructional approach，while acknowledging that this may not be a universal preference given the evidence so far.（根据构式的普遍适用性，我个人趋向于构式分析法。但我也承认，就目前已知证据而言，该方法不一定具有普遍优先性。）

我们在第十一章第五节第2条第11）点中简述了汉语的“副名构式”，它可用来说明Goldberg过于强调“构式压制”之不足，这也是我们增补“词汇压制（Lexical Coercion）”的主要原因。据此，我们认为这两种机制可并存不悖地解释语言中各自现象，各有其适用范围，不必有所偏废。同时，这一增补也有利于进一步完善Goldberg所论述的动词与构式“互动观”。


5）预设事先存在两个独立实体


根据上文可知，Goldberg认为构式是一个独立于词汇之外而存在的实体，动词也是独立于构式之外而存在的实体，所谓两者的“互动”，就是将某个独立存在的动词插入到事先亦已独立存在的构式之中，两者会出现互相作用的现象，这种“互动观”引起不少学者的质疑。

质疑最强烈的当算Croft & Cruse（2004），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在“构式义”与“动词义”之间设立这种二元性的对立关系（参见第七章第六节），因为认知语言学和构式语法学的一个根本目标就在于坚决批判二元论，认为：身体与心智不可分离，形式与意义不可分离，语法与语义不可分离，语义与语用不可分离，词法与句法不可分离，词典与百科全书不可分离，语言能力与语言运用不可分离，那为何又要生出一个“构式”与“动词”的二元对立呢？我们不能从前门赶出“二元论”，又从后门引入一个新二元论。

另外，除Fillmore之外的几种构式语法理论都倡导“基于用法的模型”，这就是说他们都承认具体动词的各种用法和意义是来自语言的实际运用，出自各种不同的句法环境，因此，动词义离不开其出现的具体构式，脱离具体的动词义，也就谈不上构式的意义，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谈不上互相独立，各自先存。

我们基于体验哲学和基于用法的模型，对动词与构式之间的“互动关系”作如下解读：人们在某类用法（尚不能完全被称为“构式”）形成之初，常会用某些特定的典型动词来表达某特定的典型事件，该动词就可能与这一特定类型的构式建立了一定的共现关系。也就是说，在此类用法形成之初，这些动词会对构式义的形成和用法起主导性作用，如典型的“give”等一类三价动词，它们所蕴含的典型义就会留存在对应的表达方式之中，在此阶段，词汇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久而久之，随着交际的需要和此类用法形式的高频出现，它就会逐步被语法化成“双宾构式”，获得了常规性的意义。一旦该双宾构式被广泛认可并成型运用以后，就可对用于其中的非三价动词产生影响，可“迫使”这类动词顺应构式的用法特征和常规意义，或者说，构式将其语义特征“投射”到动词的语义特征之上，迫使其带上了三价动词的特征，在这一阶段，构式分析法显示出较强的解释力。由构式压制出的动词就可能产生一定程度的变异，它还可能成为下一轮抽象出新构式义的基础，这就是第九章图9.2和9.3的含义。

笔者（2008c）在“英语双宾构式的概念结构分析——双宾动词与构式的分类及‘三段式’认知解读”一文中重点分析了双宾构式（除题元之外）的概念结构“CAUSE ...TO RECEIVE”，并以此为出发点论述了英语双宾动词的动词化（码化、词汇化、语法化）的类型（双名构式，以及三种介宾构式），这也算是对过于强调“两独立实体互动”的一个修补。

我们还认为，在“动词”与“构式”的互动过程中，人们的生活经验和百科知识属于基础性因素，人类的“范畴化机制”和“识解机制”起着决定性作用，这样的解释才更贴切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原理。这就是说，人们通过对场景、动词、构式等进行范畴化和识解加工之后所概括出的相关信息自动沉淀于动词义或构式义之中，这两者的形成和调变都是人类体验和认知的结果，离不开范畴化和识解机制。归根结底，语言中的一切皆是“惟人参之”的结果。我们认为，这样的论述或许可修补Goldberg过于强调“构式决定论”的过激立场。

4. 深入研究构式的网络关系

大多构式语法学家主张从“分类分层（Taxonomic Hierachy）”网络角度对构式之间的关系作出系统描写（详见第九章第八节），语言中具有相同特征或语义的构式就能形成一个“相关构式的家族（a Family of Related Constructions）”，处于最高层的抽象构式所具有的共性特征较多，会传承给处于较下层的构式或语式。而Goldberg（1995）主要从“传承性关系”的角度论述了构式之间的关系，且也仅以几个构式为例作出了说明和解释，这与对构式网络作出全面研究的距离还相差较远。

如果将语言的基本单位视为构式，那么构式之间的整体关系似乎就能大致反映出语言内部的关系状况，人们好像很快就能获得有关语法的关系网络状况和语言的心智表征系统。可是到目前为止，构式语法学家也只对语言中一小部分构式及其间的关系作了初步分析，离建立构式整体网络系统的目标还差之甚远。

某些构式之间，根据语感还是存在某种密切的关联或推导关系的，如主动态与被动态，两者之间在语义上还是存在一定联系的（不仅仅是句法上的转换关系），这也可从语言学习的角度得到证明，我们往往是通过主动态的变换来学得被动态的。这类现象如何与“分类分层网络”或“传承性关系”结合起来加以解释，尚需进一步思考。

另外，一个实际语句可能会包含数个构式，即一个实际语句可能是从数个构式传承相关信息整合而成的，例如：

［39］Tom has faxed Jack the letter.

如果仔细推敲该例句，它包含了如下5个构式：主谓构式、双宾构式、限定词构式（“the letter”）、过去时形态构式（“fax-ed”）、完成体形态构式。如此说来，我们就要深入分析这些构式是如何结合起来的？其间有什么规律可循？这样的分析又如何能摆脱传统思路（Det＋N；V＋NP；V＋NP1
 ＋NP2
 等）来另辟蹊径？我们如何能将这类现象纳入到一个系统中作整体论述？

5. 反思“唯题元结构论”

综观构式语法学家的论述，似乎尚未对“Argument”做出一个明确的界定，大多数学者一般主张将动词排除在外，常指能与动词组配结合的成分（这里还有论元与附加语相区别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仅从“Argument Structure”的角度来论述构式就不太全面，如有些构式还可从动词与动词的结合上来加以论述，如汉语中的“连动构式”、“动结构式”、“兼语构式”等，主要涉及动词连用的问题。在一个构式中除了题元角色之外，还有副词等，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影响到句义。连接词语在语篇连贯中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也不能不在考虑之中，如何将系统功能语言学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融合进构式语法理论，尚需继续探索。

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还可从动词“sneeze”和小品词“off”在句法上结合使用的角度来分析这个构式（参见例［24］），不妨将其析为：“sneeze”支配题元“he”，而“off”支配两个题元：“the napkin”和“the table”。这里的“off”虽不是动词（可视为降级谓词），不能单独用作谓语，但它仍有支配题元的能力。换句话说，我们不一定非将这三个题元都归结到动词“sneeze”上。该构式之所以能有三个题元，是“sneeze”和“off”结合使用的结果，这就从另一个角度让我们反思唯题元论，它不一定就是唯一的分析方法。

6. 研究语义当兼顾形式

构式语法强调语言符号是“形义配对体”，也就是说，任何语言符号，从词汇到句法，都包括形式和意义这两个方面的信息，这是该理论的基础。但是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我们总感觉到认知语法、构式语法有时过于强调语义，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形式方面；过于强调“基于用法的模型”和“所见即所得”的原则，着重分析构式的具体用法环境，似乎过于强调了“外部语言（External Language，简称e-language）”，给人以一种忽视“语言内部能产机制”的感觉。若从这个角度来说，TG语法有其独特的视角，重在研究人类的内部语言，旨在探索语言的生成机制。

认知语言学，包括构式语法，是在批判乔姆斯基TG语言理论之上发展而成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彻底抛弃其合理因素，语言形式分析有时还是有一定可取之处的。一方面，语句成分之间的关系不可能仅依赖于句法系统的内部因素作出全面而又合理的解释；另一方面，语句成分之间的关系也不能仅依赖语义分析就能解决全部问题。

第三节　利弊反思

本章前两节分别论述了构式语法的利与弊，本节将在反思其利弊的基础上再重点论述如下四点看法，以作进一步总结和探讨。

1. 模块与综合，孰是孰非

坚持模块论，还是主张将音位、词汇、句法、语义、语用置于同一框架中论述，这或许是TG语法与构式语法之间的根本分歧。

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来自不同的理论阵营，坚持不同的原则立场，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必然会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认识。有学者主张将研究范围加以限制，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有利于深入解释语言某一层面的问题，尽早实现进入形式化的科学主义这一目标。若从这个角度来说，将研究焦点定位于句法层面，这也不是毫无道理可言的。但亦有学者认为，出于“句法自治论”的研究是没有出路的，“形式主义”方法不适用于文科研究，想用数学化公式框住人们丰富多变的思维能力和想象能力，无异于天方夜谭的现代版。

有学者质疑构式语法的可行性，认为构式语法过分强调语义而忽视句法，或过于注重从语义和功能的角度来分析句法。我们（王寅，2001：201）一直认为，语言交际的核心是意义，形式服务于意义，意义决定形式，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样的怀疑似乎有点多虑了。当代学者都认为（即使乔姆斯基到了后期也有转变），不参照语义的句法分析是没有出路的，仅在纯句法框架中研究形式上的转换关系，留下的后遗症实在太多。

仅注重语义内容而不考虑句法形式，也是不可取的，其实认知语法和构式语法的立场一直是两者的结合（这可从象征单位和构式本身的定义可见），并未像某些学者所误解的那样，一味地采用“单一论”的方法。这种将两者或多者有效结合起来考虑问题的多元论策略，才能更为全面地解释语言现象，这也是认知语法和构式语法更具解释力的原因所在。

这种多元论研究策略也完全符合正常人的语感。人们在使用语言时从来都是将多种因素融合于一体的，听其音而知其义，知其义而晓其用，又何须人为地切分成不同的模块，画地为牢，这种为理论而理论的所谓“专项研究”成果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句法、语义、语用，它们本来就是语言的不同侧面，如此人为切分，仅是学者们的一厢情愿，表明他们研究进路和策略取向的不同而已。今天，更多的学者认为这种切块研究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违背了“格式塔”之基本原则，与“整体论”不相符合。鉴于当前的学派之别，要想断定“孰是孰非”，在短期之内是不可能的，或许纯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有一条我们当牢记心头：兼听则明。

2. 词汇与构式，兼而蓄之

“构式”是基于批判模块论提出的重要概念，旨在对语言各层面做出统一解释，建立了一套较新的理论框架，吸引了全世界很多学者的充分关注。但就目前情况来看，就“构式”所含内容学界还是存在不少分歧的（参见第一章第三节第3点和本章第二节第1点），这又直接涉及是否要区分“词汇”和“构式”、“词汇压制”和“构式压制”的问题。

上文曾提及如何对sneeze等动词所出现的多义用法做出合理解释的两种方案，我们认为，这或许是个殊途同归的问题，不必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若是从“词汇压制”角度分析问题，操作倒也并不复杂，可在“sneeze”词条中增加一条及物用法，就可使其带上宾语，解释起来倒也不难。且及物含义与不及物含义之间存在一种自然的隐喻延伸关系，对于学习者和使用者来说并不会产生明显的困难。

若是从“构式压制”角度来分析这一现象，虽可减轻“词库义项过多”这一压力，但必然就要另辟蹊径，建立新学科，就得增加构式语法的研究工作量，就须分门别类地分析和解释各种不同的具体压制的过程，这说起来也并不像想象的那样简单，参见第六章图6.4。

但现在的问题是，有无必要在上述两者之间做出一个明确的区分？若按照某些构式语法学家的观点，词素、词汇都是构式，那么也就失去了区分这两种压制的理论基础。产生这种悖论的根源，恐怕还是在对“构式”的理解上。Goldberg一方面认为构式包括词素在内的语言各层面，另一方面又强调“动词”与“构式”之间的互动（这里的构式更接近于传统理论中所说的“结构”或“句式”），直至2004年她与Jackendoff合作发表的论文中还作出了“词汇”与“构式”的区分，这样就在自己的理论基础中埋下了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这也是我们在本书第一章中暂且将“Construction”局限于词层面以上的主要原因，可有利于建立一个连贯性的理论。

按照认知语法的观点，语言中各层面是一个连续体，不必在词汇和句法之间做出一个二元切分，这也是认知语法挑战TG理论的初衷之一。我们不妨将Langacker的认知语法分析法（形义配对体的象征单位）与Goldberg的构式语法分析法结合起来，采用较为统一的观点来论述产生词语多义性的认知机制。现仍以“sneeze”为例做如下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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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4中第一行用象征单位的表征方法来标示使动构式的形义配对体内部结构，在“/”之前的全大写字母表示该构式的主要意义，其后为句法形式
[3]

 。第二行左边为“sneeze”（不及物动词）本义的象征单位，带箭头的虚线为Langacker的用法，表示“延伸（Extension）”之义（参见第三章图3.5；第十四章图14.3），箭头右边意为“sneeze”原来仅表示“打喷嚏”的动作，在使动构式这一象征单位（第一行）的压制下（用向下的实线箭头表示），延伸出新象征单位，从而获得了“使动（CAUSE-MOVE）”的用法，同时还具有了“方式（MANNER）”之义。

“sneeze”出现“使动”用法很正常，因为构式本身有此义，它通过图12.5中“带向下箭头的实线”所起到的互动体验、范畴化、隐转喻等认知方式而产生的。至于“方式”之义出自何处，也可通过这三种认知方式做出合理解释，在人们生活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再范畴化机制，从“动作（ACT）”转喻出了“动作的方式（MANNER OF ACT）”。这就是说，在图12.5第一行的“使动构式象征单位”和“带向下箭头实线（三个认知方式）”的作用下，以及“动作语义域”的联合压制下，使得例［24］中的sneeze获得了一个及物性的、且表示“使动＋方式”的新用法，这样就可将词汇压制和构式压制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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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特殊与普遍，各有所用

Croft等学者过于强调特殊性，是否就意味着要否定语言的普遍性？就语言中某一边缘性特殊用法所概括出的局部规律，又能具有多大的普遍性？倘若过分强调语言的特殊性，那么在一种语言内部，或跨语言之间的普遍性、概括性图式等又从何谈起？若没有概括性图式，人们又是如何从若干语言实际用法中提炼出规律性构式的呢？又如何能用有限的手段产出无限的表达，全世界的人们又是如何达到相互理解的呢？此外，特殊性在多大程度上的细节差别可在语言使用和交际中被忽略不计？这些问题若不能从理论上得到澄清，构式语法的根基就会多多少少地存在问题。

我们也注意到，Goldberg（2006：226）曾尝试对这类问题作出回答：

At the same time，Croft does not deny that there are generalizations within or across languages. But the generalizations that exist are determined by the functional purpose that each language’s constructions serve.（同时，Croft并不否认在一种语言内部或跨语言之间存在概括性，但是，所存在的概括性是由每个语言构式实施的功能目的所决定的。）

这一解释与功能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原理是相通的，人类在解决生存问题时必然会产生某些相同的功能需求，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思维和语言表达有部分相同之处。

这一解释与我们（2005d）所倡导的“体验性普遍观（Embodied Universalism）”有相通之处：我们面对相同或基本相同的客观世界，又有相同的身体器官，这些器官的功能和需求也基本相同，人类的这些生存条件和基本需求的共通性，就决定了语言在每个层面上的交际功能、认知方式、表达手段等必有部分普遍性。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在强调语言特殊性时不可走向另一极端，过于否定普遍性也是不妥的。

我们也一直在思考，构式语法对TG学派的“核心语法”采取了反其道而行之的策略，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从边缘到中心”的研究方向，这是否就一定是语言研究的必由之路？所谓“从边缘到中心”，就是主张先解决特殊性构式，再来解决普遍性现象，通过对边缘现象的研究来逼近中心规律。我们知道，从认识论角度来说这也是正确的，因为只有先从个别的、特殊的事物入手，才能从中概括出具有普遍性的规律来，这就是毛泽东同志（1991：304）在《矛盾论》中所说的“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
 ”。但在具体的理论研究中，究竟是“从边缘到中心”，还是“从中心到边缘”更为合理？即语言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哪个更基本、更重要？

Foolen（2004：83）对构式语法主张从特殊表达入手的研究途径，曾发表了以下观点：

Constructions that are often considered marginal by other grammarians，can teach us much about language. The core，fully generalized，unmarked constructions might be the endpoint of a continuum of generalization，they are not necessarily the only point of departure for a proper insight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language.（那些被其他语法学家视为边缘性的构式，可以教给我们语言方面的很多知识。而那些充分概括、无标记性的核心构式，可能是概括性连续体的终点，它们不一定就是洞察语言结构的唯一出发点。）

构式语法学家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在反思TG学派过于强调“普遍语法”和“核心语法”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他们认为，通过分析那些蕴涵许多重要信息的特殊构式入手，就可反溯和解释语言的普遍性。但是，我们在学习构式语法时，特别是在阅读Croft的《激进构式语法》时，也不可忘记“从中心到边缘”的研究途径的可取之处，特别是对于语言习得来说，也多是普遍性的、无标记性的语言现象更为人们所先接受
[4]

 。

因此，对于“从边缘到中心”和“从中心到边缘”的两种研究途径，我们提倡兼而蓄之，取各自之长。至于如何结合，怎样取长补短，两种分析方法各有哪些适用面，仍需深入探索。

4. 语义与句法，相互映衬

从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原理来说，构式都是象征单位，都是“形义配对体”或“形式—功能配对体”，两者紧密相连，不可分割，我们在进行概括化或图式化时，既可以从“形式”角度对构式进行归纳和概括，也可以从“语义”或“功能”角度对构式进行分类和图式化处理，这两种分析方法都没有偏离上述基本原理。Croft等学者所主张的“激进构式语法”，以图取消“句法关系”的观点确实有点过激，形式与意义，句法与功能，两者本来就是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在这一点上，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形式和意义就像一张纸的正反两面，不管怎么切分，也不能将这两者分离开来。在“形义不分离”的原则基础上，我们可采用“从形式到意义”这一方向的归纳和概括，也可采用“从意义到形式”这一方向的总结和提炼，殊途而同归。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作出如下假设：儿童在语言习得的初期阶段，主要是从语义和功能角度来概括的，此时孩童的句法范畴和句法关系当是一片空白，或者是处于十分微弱的地位，语言习得主要是为了满足生存本能的需要。当婴儿呼叫“妈妈”时，他要实施的功能就是要引起妈妈的注意；当他呼叫“水”时，就是要实施“要喝水”的功能，我们无法证明婴儿脑中存在什么“省略句”、“祈使句”、“施为句”等句法结构，这也就否定了构式义的先验性。同时，这种解释也完全符合正常人的体验，我们几乎都是在进入学校以后才建立起诸如“主语”、“谓语”、“名词”、“动词”之类的句法概念。至于TG学派中所述及的“空范畴”、“α-移动”等若干语言现象，一般人都有“莫名其妙”之感，而且也不是每位研究语言的学者都明白其义。例如很多学者（Ades & Steedman，1982；Gazdar et al.，1984；Kaplan & Zaenen，1989；Pollard & Sag，1994；Sag & Fodor，1994；Kay & Fillmore，1999）都指出完全可抛弃“空范畴”这一虚无缥缈的概念：

Linguists have argued from several points of view that whatever can be done with empty categories can be done without them. ...In this article I take the argument one step further by showing that there are things that can be done without empty categories that cannot be done with them，at least not with any of the empty categories currently available.（很多语言学家从数个角度证明了这一观点：无论哪里能用空范畴做出解释的地方，不用它来解释也行。……我在本文将再向前走一步，进一步表明，用空范畴不能做出解释的地方，不用它就能做出解释，至少不用目前所知道的任一空范畴。）

（Kay，2002：453）

Kay在文中用英语无主语附加问句为例对其做出了精辟的解释。

Goldberg（2006：228）也否认了TG所坚守的纯粹形式化立场：

While purely formal generalizations may exist，they are much less common than is often assumed.（可能存在纯粹形式的概括性，但是它们比人们通常想象的情况要少得多。）

我们不难看出，Goldberg这句话就是在针锋相对地批判乔姆斯基的天赋说、自治说、模块说、形式说。她在2006年专著的第九章中用英语“主语—助动词”倒装现象作为例证来解释了这一立场——英语中的这种倒装现象，根本不能从纯粹句法角度作出合理的概括和解释。

当儿童的语言习得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他们就会凭借自己的认知能力逐步概括出词语之间的抽象搭配关系，渐渐形成诸如SVO等的基本句法框架。特别是经过学校的语法课程教学之后，儿童逐步掌握了句法知识，此时就更能理性地凭借语感和句法知识来提高判别语言表达可接受性的能力。在中国人学习外语的过程中，句法范畴和句法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起着一种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们不同意Croft彻底取消句法范畴和句法关系的观点。

总之，我们认为语义（或功能）与句法的关系不可分离，相辅相成，不可强调一方而偏废另一方。


[1]
 　又叫：词汇规则模型（Words and Rules Model，Lexical and Rule Model），或叫词汇分析法（Lexical Approach）。


[2]
 　而英语动词“put”相对于VOL（动词+宾语+旁格）构式的线索有效性就较高，可达90%。据Goldberg（2006：109）的统计表明，在100个VOL的构式中，“put”的出现率达到了90%。


[3]
 　尽管Langacker对将句法形式视为“形”有不同的看法（参见第八章第二节），但此处似乎没有其他更好的标示方法。


[4]
 　参见笔者在2001年出版的《语义理论与语言教学》第十六章第五节的论述。


第十三章　“图形—背景关系”与构式组织

Talmy于20世纪70年代首先将丹麦心理学家Rubin和完形心理学家所建立的“图形—背景观”引入到认知语言学研究中，为语言的体验性分析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本章将在第一、二节中系统梳理“图形—背景（FG）”的十大特征，并逐条论述其对语言构式的决定性作用。第三节则系统论述了“FG关系”对介词构式、分句构式、复合句构式、并列构式、语篇组织和语义理解的解释力。

第一节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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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古丁根大学的心理学家Rubin于1915年设计了“人面—花瓶幻觉图（Face-vase Illusion）”，并以此探讨“图形—背景”现象，说明人们在心理上倾向于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有意义、形状规律的图案上，人们对外界的感知有主次轻重之别，具有区分图形和背景的认知能力。

Rubin和其他心理学家根据该图，得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结论，如：


（1）观看此图只能产生两种结果：要么看到的是一个花瓶，要么看到的是两张面孔，即只能注意到其中之一，而一般来说不可能同时看到两者。



（2）经过较长时间的观看，很容易在两种图形之间发生转换。



（3）不同的人会注意图中的不同部分，据此就会产生不同的范畴化方法，因而就有了不同的范畴化效果。



（4）图形有特定的形状和结构，而且具有紧凑性和一致性，而背景则缺乏这些特征。



（5）具有结构性和连贯性的图形更易被识别和记忆。



（6）图形好像是位于背景之前的，而且背景好像可以在图形之后或多或少地向后延展。


“完形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又叫‘格式塔心理学’，‘格式塔理论’）”于1912年在德国问世，旨在批判冯特的结构—元素主义的心理学派别，强调从整体和关系的角度研究人类的知觉现象、心理与行为，包括对于图像的认知反应，因此图形—背景关系就成为其主要内容之一。该学派的代表人物有韦特海墨（Wertheimer，1880—1943）、苛勒（Kohler，1887—1967）和考夫卡（Koffka，1886—1941）等。他们将上述结论融入到一个更为综合的感知组织框架中，明确提出了一系列图形组织规则（见图13.2—图13.10），并据此确认出一些基本的认知原则，即“普雷格南茨原则（Prägnanz Principle，又叫‘完形趋向律’）”：

相邻原则（the Principle of Proximity）：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距离间隔较小的个体常被感知为互相紧密相邻的整体，它们更易形成一个图形。参见图13.2，人们更倾向于把中间的4个圆圈当作两个组。图13.3相同，除左边一条竖线之外其后边靠得较近的两根竖线更易于被编为一组。

相似原则（the Principle of Similarity）：相似的个体常倾向于被感知为一个共同体，形成一个统一的图形。参见图13.4，我们更容易把它看成两列“[image: biang]
 ”和两列“●”，而不是五行“[image: biang]
 ●”的组合。图13.5常被视为三列圆圈和两列正方形。

封闭原则（the Principle of Closure）：感知性组织倾向定位于封闭性图形，即具有封闭周边的良好形状更易被感知成一个图形。参见图13.6，尽管图中的圆圈是虚线，甚至中间的间隙还可再大一点，我们依旧觉得它是一个圆圈。图13.7道理相同，尽管这个圆缺少了一段弧线，但我们仍觉得它是一个圆，其中的缺口部分是“隐藏了”一段弧线。

连贯原则（the Principle of Continuation）：个体之间的间隔较少或无甚间隔，线条较为平滑并具有良好连接的成分，更易被感知为一个整体。图13.8原本是几个半圆的连接，而我们倾向于把它知觉为一个平滑的曲线。我们能明显感知到图13.9为两条交叉的线，而不是两个V字图形。图13.10则同时可解释“封闭原则”和“连贯原则”，即人们依据“封闭周边的良好形状”和“平稳连贯线”才在此图中看出一个三角形来。

部整原则（the Principle of Meronymy）：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且较小的、运动的事体常被感知为图形，较大的、固定的事体常被感知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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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这些基本原则可知，人们在观察周围环境时更倾向于把相近的物体看作一类，这就是“相邻原则”（如图13.2和13.3）；或把相似的物体看成一类，这就是“相似原则”（如图13.4和13.5）。

人们常会从整体而非部分的角度来看待物体，这就是“封闭原则”，如图13.6尽管用的虚线，图13.7中的圆尽管有缺口，但人们仍旧会将其视为一个圆。

图13.8是由多个半圆摆成的图案，但根据“连贯原则”将其看成一个连续的波浪线。图13.9是两条交叉的线，而不是两个V字图形。图13.10尽管只画了三个带缺口的黑色小圆，但人们可凭借“封闭原则”和“连贯原则”从中识别出一个三角形来。

所有这些原则都证明了完形心理学中的一个最重要定律“趋完全律”，即人们通过知觉可把有差异的视觉刺激组织成连贯、稳定又有条理的整体，对于有机体和物体，特别是我们所熟悉的事物，更趋向于作“整体性”识别，而不在于分析其中的个别部分或个别特征。

“图形—背景关系”与上述几点原则密切相关，它主要描写了在某个知觉视野中，一个物体（或图像）看起来会比另一个（或一些）更加突显，而其他物体（或图像）则消退到背景之中。本章主要论述这一关系的认知机制及其对构式组织的影响。

第二节　“图形—背景关系”综述

图形和背景是共处同一场景或同一认知框架中的事体或事件，两者具有对立统一关系。前者包含于后者之中并于后者中突显，后者为前者提供背景和解释，它们既有联系又互相区分。

根据多家论述，本书现将图形与背景两者之间的总体关系（简称“FG关系”）列表如下：

[image: 0442-01]
图13.11



现根据上述列表逐条解释，并介绍其对于语言表达的决定性作用。这一论述与认知语言学基本原理是完全一致的，即体现了语言的体验性特征，也反映了语言表达背后的认知机制。正如Radden & Panther（2004：28）所述：

...the figure/ground alignment of conceptual entities determines how they are coded in language.（……概念实体所具有的图形/背景联合关系，决定了它们如何在语言中被编码。）

1. F与G的分离性

根据经验可知，人们的注意力有主次之分，图形和背景虽共处同一场景或认知框架之中，但它们常是相互分离的，这就叫做“图形—背景离散性（Figure-Ground Segregation）”，即在实际观察中，注意力常常是一次聚焦于视野中的一点或一个区域，而不能将注意力同时聚焦于图形和背景之上。

这一现象反映在语言表达上就常表现为：在一个分句中常选用一个突显成分（即图形）作主语，另一个或另一些不很突显的成分（即背景）就只能做宾语或其他成分，例如：

［1］月亮悬挂在夜空。


［2］夜空处处繁星璀璨。


例［1］将注意力聚焦于“月亮”上并以其作为图形，以“夜空”作为背景来描述。而例［2］则以图形“夜空”为出发点，以“繁星璀璨”为背景来组织句子。

至于在分句中出现并列主语的情况，这是因为人们可能会将这两个（或多个）主语所表信息识解为一个整体。学者们还发现，倘若两个或多个实体难以构成一个整体，其间又不具有连贯性时，则它们就不大可能形成并列成分，例句参见第三节第4点。

图形和背景具有相分离的特征，这才有可能出现只有图形或只有背景的环境和语句，例如：

［3］半个月亮爬上来。


［4］（不见月亮）漆黑的夜空。


两者还有可能会重叠，例如：

［5］月亮遮住了星星。


生活中也可能出现图形与背景难以区分的情况，它们可能形成一个连续体，其间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存在一个接合部或模糊区域。在思维惯性的作用下，接合部常被处理为图形。如在“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场景之中，水接着天，天挨着水，水天相接时，人们或许更多的是看到了近处的水域。

2. F与G的转换性

如果较长时间盯着看图13.1“人面—花瓶幻觉图”，图形和背景之间可能会自由转换，一会儿看到的是一个花瓶，隔一会儿看到的可能就是两张面孔，这就叫做“F/G转换（Figure-Ground Reversal或Figure-Ground Switch）”。正如Langacker（1991a：330）所指出的：

...when a small white spot is surrounded by a field of black it is normally perceived as the figure；with little effort，however，we can reverse the alignment，so that what we perceive is a large dark surface with a hole in it，seen against a white background.（……当一个小白点被一片黑色所包围时，在正常情况下，这个小白点被知觉为图形；但是不需要多大努力，我们就可翻转这一联结现象，也可将这一场景知觉为一大片黑色中间有一个小洞，此时这片黑色就是以小白点为背景的。）

但不管如何转换，一次仅能注意到一个图形，不可能同时既看到图形，又看到背景。

这一现象反映在语言表达中的一个例子就是，分句的主语和宾语之间也可互相转换，如语言学中经常讨论的“主动态（Active Voice）”与“被动态（Passive Voice）”的互转，即主动态的宾语常常可以转为被动态的主语，主动态的主语常可以转用为被动态的旁格（Oblique）或宾格等。陈融（2003）就以这一理论为基础，提出了“背景先于图形（G before F）”的观点并据此论述了英语中的倒装现象。

Langacker（1987，1991a，2000）还从“参与者角色F”与“场景G”之间关系可以转换的角度画图解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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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表明场景中的两个参与者角色为人们所关注的主要对象和次要对象，它们可分别作分句的主语（和宾语），用黑粗线圆圈表示，场景作为背景，可作状语等成分，用细线方框表示。

右图表明场景为主要关注对象，作分句的主语，用黑粗线方框表示，而参与者成了背景，可作分句的其他成分，用细线圆圈表示。以吕叔湘先生的著名例子说明如下：

［6］主席团坐在台上。


［7］台上坐着主席团。


例［6］语法化了左图，以“主席团”作图形或射体，例［7］语法化了右图，以“台上”作图形或射体。Langacker（2000：374）还区分了“施动原则（Agentive Principle）”和“方位原则（Locational Principle）”（参见王寅，2006：86）。英语中的存在句“There-be”句型，显然就属于场景作主语，是方位原则在起作用，可视为图13.12中右图的例示。
[1]



又例：

［8］Susan resembles my sister.

［9］My sister resembles Susan.

根据客观主义语义理论，例［8］与例［9］的真值条件是相同的，即反映了同一个客观事实，它们在逻辑上具有“对称性”。因此从逻辑角度而言，例句中的谓词“resemble”具有对称性特征，由它所连接的前项和后项的位置可以互换，而不影响语义的真值条件。

但是从认知角度而言，上述两组例句却有“图形”和“背景”之分，它们依据参照背景所确认的图形是完全相反的。例［8］是以“my sister”为参照背景来说明“Susan”，而例［9］是以“Susan”为参照背景来说明“My sister”。可见，当图形和背景这两个角色互换之后，它们所表达的语义侧重是不同的，这就是Langacker（1991a：311）所指出的，侧显关系的对称性一定会在某一方面具有不对称性，如在主语和宾语之间做出不同择用的语句不可能同义。

Langacker（1987，1991，2008）将人类的这种心理因素称作“识解”能力，且将其定义为：

We have the ability to conceive and portray the same situation in many different ways.（我们有用不同方法想象和描写相同情景的能力。）

Langacker还以经典的“半杯水之说”作出了更加直观和形象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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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左边的图表明一个“客观情景”，一个杯子中装着半杯水，它在任何情况下是相同的，但是不同的人对“这一事实”可能有四种不同的认识，因而对应产生了四种不同的语言表达：

［10］a. the glass with water in it（突显整个杯子
 ）

　　　b. the water in the glass　　（突显杯中的水
 ）

　　　c. the glass is half-full　　　（突显杯中的水满了一半
 ）

　　　d. the glass is half-empty 　（突显杯中有一半为空
 ）

这也就是说，人们为了达到自己思维和表达的目的，满足自己对场景理解的要求，可对同一客观场景从不同视角、选择不同焦点、以不同方法进行观察和解释，因而就有了不同的语言形式和表达。FG关系主要与其中的“焦点”和“突显”有关。

Taylor（2002：11）也指出：

Figure-ground organization is but one aspect of a broader phenomenon，namely，our ability to mentally “construe”a situation in alternative ways. We can structure a scene in terms of different figure-ground organizations.（图形—背景组织方式仅是广泛现象中的一个方面，它是一种可在我们心智中用不同方法来“识解”同一情景的能力。我们可以用不同的图形—背景组织方法来建构同一情景。）

Taylor这里所用的alternative不如Langacker的different更为确切，因为前者更多地含有of two things that may be used，choice between two things，而different则无此含义。有关Construe的论述详见Langacker，1987，1991a/b，2008；Taylor，2002：189；Cruse & Croft，2004；王寅，2006。

我们再以英语中一组同根派生词为例来说明“识解”的解释力。一组同根派生词所包含的核心内容（即核心词根）是相同的，但常可运用不同的后缀来表示不同的词性，以此来处理图形和背景之间的关系，突显其中的不同成分。现我们根据“事件域认知模型（Event-domain Cognitive Model，简称ECM）”（参见王寅，2005a）和“图形—背景突显原则”分析如下：事件域中主要包括两大核心要素A（“Action”，图中以直线表示）和B（“Being”，图中以小圆圈表示），简单及物性事件主要涉及两个“Being”（两个小圆圈）和一个“Action”（一根直线），这就形成一个“B1
 A B2
 ”简单事件，分别突显该事件中三个不同的要素，就可解释英语中一组同根派生词的形成机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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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6突显了事件中两个参与者之间的“Action”（即粗黑线部分），图13.14和13.15突显了该事件中两个不同的参与者（即两个粗黑圆），图13.17突显了该事件整体（整个大方框）。如英语中动词“employ”所产生的一组派生词：employer，employee，employment，它们的意义密切相关，享有相同的核心内容，只是通过添加不同的词缀“突显”了该简单事件中的不同要素，如“employer”主要突显了“雇用事件”中的“雇用者B1
 ”这个参与者成分（参见），其他相关内容为背景。

“employee”主要突显了该简单事件中的“被雇用者B2
 ”（参见图13.15），而以其他语义成分为背景；动词“employ”则突显了两个参与者之间的“雇用关系A”（参见图13.16），而以其他语义成分为背景；而其派生名词“employment”则突显了整个概念将其作为一个名词性实体来处理（参见图13.17）。

图13.18列出了英语中与“employ”类似的一组词语，这亦可用以说明“图形—背景原则”或“识解”在构词层面上的解释力，也就是说，该原则是英语中形成下列同根派生词的认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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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一个“人面—花瓶图”，其客观构成没变，按照真值条件语义学的观点，所观察的客观对象没变，但选用哪个成分作图形，却会因人而异。有的人会一眼看出这是一个花瓶，有的人会一眼看出这是两张相对的面孔，这与个人的爱好、感情、审美等因素有关。该原理正可用来解释英语中同根派生词现象。

这一分析方法也可用来解释同义句之间的关系，如（摘自Evans & Tyler，2004：164）：

［11］She is in the prison.

［12］She is a prisoner.

［13］She is in prison.

例［11］侧显了射体“She”与界标“the prison”之间的关系，相当于图13.16，例［12］侧显了射体“She”自身的身份，相当于图13.14，而例［13］侧显了一个抽象性整体概念“坐牢”，相当于图13.17。又例：

［14］He is in the hospital.　可用图13.16来解释，表示两者之间的关系。

［15］He is a patient.　　　可用图13.14来解释，表示射体本身的身份。

［16］He is in hospital.　　　可用图13.17来解释，表示抽象性整体概念。

又例：

［17］He is at the table.　　可用图13.16来解释，表示两者之间的关系。

［18］He is an eater.　　　　可用图13.14来解释，表示射体本身的身份。

［19］He is at table.　　　　可用图13.17来解释，表示抽象性整体概念。

同样，英语中很多有无定冠词的成对表达，往往都含有这一区别，有定冠词时表示较为具体的地点或场景，可用图13.16来解释，无定冠词表示相对抽象的整体性概念，可用图13.17来解释，例如（参见王寅、李弘，1983：763—771）：



	［20］
	a. go to the school
	（去学校，不一定当学生读书，指具体的过程
 ）


	
	b. go to school
	（上学读书，指抽象概念
 ）



	［21］
	a. go to the church
	（去教堂，不一定做礼拜
 ）


	
	b. go to church
	（做礼拜
 ）



	［22］
	a. go to the prison
	（去监狱，探监
 ）


	
	b. go to prison
	（坐牢
 ）



	［23］
	a. go to the sea
	（到海滨去
 ）


	
	b. go to sea
	（当水手
 ）



	［24］
	a. go to the market
	（去菜场，不一定买菜
 ）


	
	b. go to market
	（买菜
 ）



	［25］
	a. in the store
	（在商店里，在仓库里
 ）


	
	b. in store
	（储藏着，储备，即将发生
 ）



	［26］
	a. in the open
	（在露天，在户外
 ）


	
	b. in open
	（公然，公开
 ）



	［27］
	a. take the air
	（户外散步，呼吸新鲜空气
 ）


	
	b. take air
	（流传
 ）




3. 感觉上的优势性

具有感觉优势（Perceptual Preference）的事体或事件，也是人们最为关注的对象，它常会首先被概念化为图形，同时也具有认知上的突显性（参见第2点）。而在感觉上具有次优势或不具优势的事体或事件就会被概念化为背景，它在认知上具有次突显性或不具突显性。例如：

［28］He exploded the dam after he touched the button.

该例句的前半句（即主句）为图形，也是语句内容的突显部分，强调了“炸坝事件”，后半句（状语从句）为背景，交代了主句发生的时间或原因。若将该句改为：

［29］He touched the button before he exploded the dam.

则与例［28］有明显不同的含义，主句“He touched the button”为图形，状语从句“before he exploded the dam”为背景，整个句子所突显的意义是：追寻炸坝原因。

上文例［6］和［7］也可用来说明这一现象，又例：

［30］Line A parallels Line B.

［31］Line B parallels Line A.

例［30］说的是线条A平行于线条B，是以线条A为出发点的，感觉优势显然是在A上，更为关心的是A，它是图形。而例［31］的感觉优势显然是在B上，这两句话的真值条件虽相同，但语义重心明显不同。又例宋代诗人崔护的名诗《题都城南庄》：

［32］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在前两句中，由背景“此门”引出两个图形“人面”和“桃花”。后两句中，原来的图形“人面”因其不在场就转为背景，以衬托和突出图形“桃花”。但也有人主张将“桃花依旧笑春风”理解为背景，这样才更能反映出作者当时的感情，即深深怀念去年所见的“人面”。这也可说明，图形和背景之间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千篇一律的，也可能会因人而异。

一般说来，较小的、具有结构性、连贯性、整体性的，眼前的、靠近的、近期发生的事体或事件（参见下文），就更易被识别出来，因其所需认知加工努力也较小，所以就更易被记住，它就被概念化为图形。那些不具有结构性、连贯性、整体性的，离得较远的、远期发生的事体或事件，往往较难识别，也不很容易被记住，就常被概念化为背景。

4. 距离上的邻近性

在距离上靠得近的事体或事件，也是首先看到的或最近发生的，这类事体或事件常在感觉上具有优势，就被概念化为图形。而位置较远的事体或事件，往往也是随后见到的或时间隔得较远，就被概念化为背景。

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位置靠前的、更靠近的事体会直接受到光线的照射，光散失较少，成像就更为清晰，也更容易首先被看到，从而就更受关注，自然会具有感觉优势。位置靠后的、离得较远的事体光散失较多，成像不如靠近事体清晰，也就可能是随后才被感知到的，在感觉上仅具次优势或无甚优势，这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现象。

背景既然反映了靠后的和离得较远的事体，它相对于图形来说，就可能具有向后延伸的特征。例如：

［33］The river is flowing at the foot of the mountain.

从位置上来说，例［33］中的河流离发话者更近，山在其后，且还具有向后延伸的特征。又例：

［34］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35］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例［34］前一句中的“孤帆”是图形，“碧空”是背景，“孤帆”离作者较近，而“碧空”离得较远，且还可向后延伸。后一句中的“长江”是图形，“天际”作为“长江”的背景，且也具有向后延伸的特征。这两句话所构成的对偶关系，也可从FG对称的角度作出合理解释。

例［35］中的“白日”与“山”，“黄河”和“海”之间也具有相同对偶的FG关系。

FG之间的这一区别也与事件发生于近期或远期之别密切相关。在场景或意识中，最近的、眼前的事件常被概念化为图形，而离得较远的、历史性事体就常被概念化为背景。例如：

［36］Susan resembles Mona Lisa.

［37］*
 Mona Lisa resembles Susan.

人们都很熟悉达·芬奇画笔下的蒙娜莉莎，其微笑让世人难以忘怀。她是历史人物，离我们较远，人们就可以蒙娜莉莎为参照点来描述今人的特征，因此例［36］为正常表达。而例［37］则选错了图形。当然为了搞笑如此表述也未尝不可，就好像说“老子长得像儿子”一样，但听来总觉不顺耳，或许这正是“笑点”之所在。

5. 结构上的连贯性

事体或事件在结构上可能会明显呈现出普雷格南茨原则，即它们的结构或外形较为完整，易于确定，具有较高的规律性和连贯性，且结构较为简单紧凑，比例也较为平衡。

从这一叙述可见，整体性主要包括：确定性、规律性、连贯性、简单性等特征。完形心理学认为，具有结构上整体性的事体更易被选作图形，而整体性又是与连贯性密切相关的，指那些线条无间断，连接较平滑的整体；或者是在看不见整体图形时，完全可凭借经验想象出位于隐蔽部分（或被省去部分）中的规律性情形。

与此相对的是那些不具有结构上整体性的事体，即外形上不很确定，没有明显规律可循，外形线条不连贯，而且结构也相对复杂的事体，它们的面积或体积比较大，而且还具有向后延伸的特征，这样的事体更易选作背景。这也可通过很多语言表达得到证实，参见例［33］、［38］等。

6. 位置上的动态性

运动的（Moving）或可以运动的（Movable）事体多被概念化为图形，此时它们的位置不很确定；而相对静止的或不可、难以移动的事体就被概念化为背景，此时它们的位置就较为确定。

“运动”在物理学上的定义就是：相对于另一物体发生位置变化。从这一定义可见，谈到运动，就包含了两个物体A和B，假如B是静止的，A相对于它发生了位移，则A在运动。将这一物理现象概念化为心理学术语就是A为图形，B为背景。例如：

［38］The plane is flying over the city.

该句中，“飞机”是运动物体，作为“图形”处理；而“城市”相对静止，则作为“背景”处理。

正因为有了图形的运动，“FG关系”就可能出现多种情况：图形进入背景，图形离开背景，图形接触背景，图形与背景重叠等。

所谓“可运动”，就是指该物体尽管当前处于静止状态，倘若需要，随时可对它加上一个外力使其发生位移。例如：

［39］The picture is on the wall.

“图画”相对于“墙壁”来说，是较小的事体（参见第7点），且可被拿走，因此优先被识解为图形。又例：

［40］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F G　　　　　F G

［41］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G F　　　　　G F

例［40］中的“明月”相对于背景“松”来说是运动的，是图形；“清泉”相对于背景“石”来说是运动的，也是图形。这两句在“FG关系”上具有工整的对应关系。例［41］亦可作相同解读。

我们有时还会遇到如下的情况：

［42］A wolf　is chasing　a sheep　in the field.

　　　主要图形　　　　　次要图形　　背景

　　　　F　　　　　　　　G/F　　　　G

我们可以按照Langacker的“舞台模型（Stage Model）”为其做出解释，将“狼”和“羊”都视为舞台上的图形（参见第三节），因为当“狼”在追“羊”时，两者都在运动，此时将两者都视为“图形”也是合情合理的，但由于是狼在主动追羊，具有进攻性，且前者可能比后者跑得快，前者更具“运动”性，因此将“狼”分析为主要图形，将“羊”分析为次要图形。

但我们知道，图形和背景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和转换性，因此也可将“a sheep”作F/G转换处理，即在“狼追羊”这一事件中，“羊”为背景，但在“羊在田野”中，“羊”就转变为图形，如例［42］中最后一行所示。

人们还可运用F/G之间的连续转换，形成一个“F/G链”来组织信息和语句（参见例［62］）。

7. 面/体积上的对比性

面积或体积上的对比性，是指面积或体积较小的事体更易被概念化为图形，较大的更易被概念化为背景，这与第3点和第6点是相通的，因为体积较小的物体相对于体积大的物体更易移动，移动的物体相对于静止的物体又更易为人所感知，人们自然就会将其视为图形，这是人类在概念化空间关系时的一种常见现象。

大多数人在观看图13.1时，首先感知到的是置于白色背景前的一只花瓶，因为它相对于背景而言体积较小，且图形具有对称性结构。又例在“万绿丛中一点红”的场景中，一大片绿色田野之上伫立着一个穿红衣服的女孩，她自然就会成为感知的突显点，被概念化为图形，下一表达也就十分正常了：

［43］The girl in red is standing in the green field.

据此下文例［44］和［46］属于正常表达，若将两者颠倒过来，这种认知方式就违反了人类的正常感知经验，其所对应的语言表达一般就不易被接受，如例［45］和［47］
[2]

 。

［44］The bike is near the house.

［45］*
 The house is near the bike.

［46］The bike is in front of the house.

［47］*
 The house is behind the bike.

同理，时间上较短的事件［Talmy（2000：322）曾将其称为“点性事件（Point Event）”］就相当于体积上较小的事体；时间上较长的事件［Talmy曾将其称为“面性事件（Extent Event）”］也就相当于体积上和面积上较大的事体。因此，前者所表达的事件就常被概念化为图形，而后者所表示的事件就常被概念化为背景，前者往往被包含于后者之中，这就是Talmy（2000：328）所说的“内包原则（Inclusion Principle）”，例如：

［48］He died at his post.

［49］He died while he was still the head of the district.

［50］He had two physical examinations during the last three years.

例［48］中的“死亡”相对于“在职”来说，前者时间短，后者时间更长，后者就自然被选作背景了。例［49］和［50］道理相通。从例［49］我们还可见，图形性的主要信息往往编码在主句中，而背景性次要信息往往编码在从句中。此外，英语中状语位置较为灵活，在大多情况下既可前置也可后置，而汉语的状语一般前置，如：

［51］十年离乱后，长大一相逢。


“十年离乱”相对于“一相逢”来说，时间较长，被识解为背景，作后一分句的时间状语，后一分句则为图形。由于汉语有状语前置的习惯，这就形成了汉语分句间的GF表达顺序（参见例［62］）。

另外，在上文第2点中提到符合逻辑对称性的两个事体，其前后位置可以互换而不影响语义真值，但这种对称性关系在日常语言表达中，不一定都能有两种对应的表达，选用哪一项作主语，哪一项作宾语或其他成分，当考虑图13.11左右栏所列特征。现还以“resemble”为例说明如下：

［52］Susan resembles her mother.

［53］*
 Her Mother resembles Susan.

例［52］为正常表达，而例［53］则不能为人们所接受，因为这涉及到一个常识问题，只有父母的特征才能遗传给子女，而不是相反。因为父母总是长辈，可理解为“体积大”作背景的隐喻性表达，这也与上文用距离远近来区分“图形”与“背景”的道理相通。另外，我们也可依据ICM对其做出合理解释，参见王寅（2007a：第六章第三、四节）。

现依据这一特征来分析第2点中所述及的例［8］和［9］，我们发现这两句在逻辑上之所以可以互换，是因为Susan和her sister两人同辈，她们在辈分的“大小”上无甚区别。

8. 特征上的特殊性

较为特殊的事体或事件往往备受关注，在人们的心智中占据着更为重要的地位，因此就自然具有感觉上的优势性，常被概念化为图形，而相对于特殊性的一般性事体，就常用作衬托性背景。

这与第7点也是相通的，特殊性相对于一般性而言，总是数量较少的，而一般性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情况。因此“万绿丛中”的“一点红”才更加吸引人，就是这个道理。汉语中有很多习语和惯用语就反映了这一心理特征，例如：

［54］鹤立鸡群。


［55］枪打出头鸟。


［56］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堤出于岸，水必湍之；才出于众，人必毁之。


一般说来，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惯例和常规具有一般性，人们常会以其为参照点来评价和认知其他事体。上文例［36］也可据此做出合理解释，因为蒙娜莉莎为公众人物，她的微笑是为人们普遍认知的形象，以此作参照点来说明某人的特征，才更符合常规。

因此，具有逻辑对称性关系的事体互换前后项时，其对应的语言表达是否能够被接受还取决于“FG关系”中的特殊性与普遍性。

9. 认识上的已知性

一般说来，在人们的认知域中具有未知（unknown）、待定（to be determined）的空间或时间特征的事体更易被选作图形，这与第3点和第6点也是吻合的。运动的事物具有空间上的不确定性，也就多了一层未知因素，而未知事物又是人们很想关心的对象。

未知待定的事体需要依靠已知事体作参照来理解，而背景中常包含了可以确定图形未知特征的有关信息。这是因为静止或相对静止事物的位置是较为确定的，因此就具有较多的已知信息。

另外，这一特征也与第8点提到的“常规概念作背景”密切相关。我们知道，外界可对人们产生很多刺激，其中很多与人们密切相关的刺激已成为生活中的日常经验或“基本域（Basic Domain）”，如：空间、温度、味觉、压力、疼痛、颜色等，这些基本域就常会被视作已知信息，用作背景，以确定那些未知事体和图形。

Talmy（2000：315—316）还将这一点视为“本质特征（Defining Characteristics）”，说明该特征在确定图形和背景、择用主语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10. 关系上的依赖性

图形和背景具有对立统一性（Opposite Unity）。上文列述了很多两者相对立的情况，但两者也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即没有图形也就谈不上背景，没有背景也就无所谓图形。但在实际情况中，两者的依赖性却有很大区别。

图形所表示的信息多具有感觉上的优势，是人们更为关心的事体，多是些待描写的事体或事件，它们本身往往不具有独立性，多要依靠背景信息才能存在或被确定。而相比之下，背景信息却具有较高的独立性，它不一定依存于图形信息。两者的关系就像一辆自行车倚靠在建筑物墙上，没有这堵墙，自行车就难以倚靠。所以我们会说：

［57］The bike leaned against the wall.

若此句话倒过来说就有点滑稽可笑。又例：

［58］He dreamt while he slept.

只有“睡着”了以后才能“做梦”，后者依存于前者，因此例［58］为正常表达，若倒过来则不能接受：

［59］*
 He slept while he dreamt.

第9、10点特征与上述第3、4点特征结合起来，又与顺序象似性和语用原则基本吻合。

我们知道，语句顺序是多样的，是遵循了多种象似性原则的结果。在英语中常把首要关心的、紧急的信息置于句首，这种语句顺序就象似于突显原则，即突显的信息须置于突显的位置。因此，从语用角度分析组词成句的顺序，须考虑信息的突显性、紧急性和可预测性的程度。Givón（1990，1994：55）曾论述了顺序象似性的两条语用原则：

（1）More important and more urgent information tends to be placed first in the string.（越重要的、越紧急的信息越倾向于置于语符列的开头。
 ）

（2）Less accessible or less predictable information tends to be placed first in the string.（易及性越差、越不易预测的信息越倾向于置于语符列的开头。
 ）

为能将Givón的论述与本书述及的“FG关系”统一起来，我们拟将他在第（1）点中所说的“越重要的”修补为“越突显的”，将他在第（2）点中所述的“易及性越差”修补为“越生疏”，这样顺序象似性的两条语用原则就与“FG关系”完全吻合了。

另外，第9点原则与“可及性（Accessibility）”原则不很吻合，也与“主语经常表示已知信息（Given Information）”的传统观点不太一致。此外，熟悉的事体应当更易被识别和记忆，或已经被记住，这与第3点中的有关论述不完全一致。可见，以上所列述的10点原则只能说是基本一致，但它们是基于种种情况做出的概括性总结，用以解释人类确定图形和背景的基本原则，并以此来说明构式形成的认知机制，其不一致之处正好说明人类认识的多样性和变化性。

第三节　“图形—背景关系”对语言表达的解释力

第二节主要从心理学角度较为详细地梳理了“图形”和“背景”的各自特征以及“FG关系”，并配以部分例句作为说明。本节主要从构式角度论述“FG特征”和“FG关系”对语言表达的影响，以进一步探索语言事实背后的认知机制。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表达受制于人类感知体验所形成的基本认知方式，“FG关系”也是一种重要的认知方式，笔者（2007a：前言xiii）将其归类于“识解”中的“突显原则”，并将这一原则运用于语义解释。

我们认为，体验认知上的突显
[3]

 将决定语言表达上的突显，这种突显成分会对应映射为“句法图形（Syntactic Figure）”，又叫“分句射体（Clausal Trajector）”，在分句表达层面上就被语法化为“主语”。不很突显的要素则对应映射为“句法背景（Syntactic Ground）”，又叫“分句界标（Clausal Landmark）”，多对应映射为分句的“宾语”、“补语”或“其他成分”（参见Ungerer & Schmid，1996：173；王寅，2006：96），这就形成了如下大致对应的关系：

[image: 0460-01]
图13.19



如果将“FG认知方式”与“舞台模型（Stage Model）”结合起来，舞台上（Onstage）的表演者都可视作图形，而在舞台上所设置的场景布景，以及台下事体（Offstage）则可视为背景。此时，在图形中就可区分出主要图形（Primary Figure）和次要图形（Secondary Figure），这就有了“主突显”和“次突显”之别，“主优势”和“次优势”之别。前者为施事者，可语法化为分句的句法主语；后者为受事者，可语法化为分句的句法宾语；背景也可被语法化为句中其他成分（如状语等）。此时的“主要图形”就相当于上文所说的“图形”，“次要图形”就相当于上文所说的背景，参见例［24］。Talmy（2000：312—313）曾区分出：

（1）心理学上的两分法“图形”与“背景”，分别用小写字母“f”和“g”来表示；

（2）语言学上三分法“图形”、“背景”，及“作后景的参照框架［Reference Frame as Background，可简称‘后景（Background）’］”，前两者分别用大写字“F”和“G”表示。

如果在语言表达中仅涉及到两者之间的关系，则两套术语重叠，仅用“图形”和“背景”就行了。但语言表达常蕴涵后景信息，也就是说，人们可将一套图形背景关系嵌入到另一套图形背景关系之中，例如：

［60］Tom hit a dog.

［61］Tom hit a dog in the street.

在例［60］中仅只涉及两个事体，一个作图形，另一个作背景。而在例［61］中不仅涉及到两个事体，而且还涉及到事件发生的场所。此时就可将“Tom”和“a dog”分别视为主要图形和次要图形，将“in the street”视为背景。又例：

［62］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这两个分句构成一整句话，前一小句为后一小句的时间状语分句。这个时间分句自身包括一套FG，“清明时节”为背景，“雨”为图形。在后一分句中也有一套FG，“路上”为背景，“行人”为图形。前面的时间状语分句又是后一分句的背景，后一分句相对于前一分句则为图形。





“FG关系”是人类对外界环境或具体事件直接体验和感知认识的结果，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认识世界的基本方式，其中涉及到心理上的“注意（Attention）”和“突显（Salience）”等问题，更主要的是涉及到“体验性（Embodiment）”这一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最基本原则。

这种在感知体验中形成的“FG认知方式
[4]

 ”，对“识解”具有很多关键性作用，同时也对构式的形成有很多决定性影响。现以构式表达为出发点来论述“FG认知方式”的具体应用情况。

1. 介词构式

认知语言学基于体验哲学，认为人类的范畴、概念、语言等与人和空间环境的互动性感知体验密切相关，因此对语言中表示空间关系的介词做了深入而又系统的研究。

认知语言学家Talmy（1975，1978）于20世纪70年代最早将心理学中的“FG关系”系统地引入到认知语言学研究中来，后来，Langacker（1987，1991a/b，2000）又基于此提出了“侧显—基体（Profile-Base）”和“射体—界标（Trajector—Landmark）”这两对术语来分析词语意义和构式（参见王寅，2006：33—36）。认知语言学家对介词的论述也主要是从分析“FG关系”开始的，并建立了“意象图式（Image Schema）”分析法，如Brugman（1981），Lakoff（1987），Taylor（1989），Ungerer & Schmid（1996），王寅（2001，2007a）等对英语介词“OVER”做出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和总结，运用“FG关系”画出了介词“OVER”的意象图式（参见王寅，2007a：182—186），并以其为基础来解释意义。如介词“out”和“into”的意象图式可简单画为：



	[image: 0463-01]
图13.20　“out”的意象图式


	[image: 0463-02]
图13.21　“into”的意象图式






认知语言学家还认为，介词“OVER”的多义性主要是基于隐喻机制产生的，它们最初的意义来自对空间关系的感受，后基于隐喻机制又扩展到时间域和其他抽象域，同时对其中所涉及到的3个基本要素：“射体（Tr）”、“界标（Lm）”、“路径（Path）”作具体调变，就可使其意义和用法不断扩展。

很多认知语言学家还对其他介词及构式进行了大量研究，不少中国学者也运用此法研究了汉语中的介词以及相关构式，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果（参见Zelinsky-Wibbelt Cornelia，1993；蓝纯，2003）。

2. 分句构式

此处主要讨论分句构式的主语和宾语问题。

很多学者（包括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等）对分句语法主语的选用提出了不同观点，诸如：确定论、密切论、情感论、已知信息论、转换论等（参见王寅，2006：90—92）。

认知语言学主要运用“FG关系”、“突显原则”、“原型范畴理论”来论述分句主语的确定问题。一般说来，在心理上视作图形的成分，具有较大的突显性，它更可能优先成为分句的语法主语，特别是有生命的事体（可参看图13.19）。

Lakoff（1977）曾将主谓宾（SVO）构式的原型用法列述为11点：


（1）仅包括两个参与者，分别由主语和宾语表示。



（2）主语和宾语应是分离的、具体的实体，有特定所指。



（3）事件是由充当该构式的主语引起的，主语为施事者，是分句所述的对象。



（4）典型的施事者是“人”，发出有意识的意愿性动作，控制着这个事件。



（5）宾语表示受事者，常为无生命的，它受到了有意识施事者的动作的影响。



（6）在施事者作出行动之后，受事者改变状态，常可看出明显变化。



（7）事件常是短暂的，尽管动作的时间可能会延长，但事件的内部结构以及事件的中间状态并不是焦点。



（8）施事者对受事者的动作通常包括直接的物理接触，所产生的效果也是直接的。



（9）事件具有因果关系，施事者的动作对受事者产生变化。



（10）施事者和受事者不仅是明显可分的两个实体，而且它们处于一种对立的关系。



（11）该构式所表示的事件是真实的，而不是假想的、虚拟的或违反事实的。


因此，原型性分句主语当为典型的及物分句中的施事者，原型性宾语当为受事者，其他类型的主语或宾语可视为是基于该原型用法通过隐喻机制延伸出来的。我们可依据上述11点来分析分句主语和宾语的原型性：若完全符合上述条件，则可视为原型性的分句主语或宾语；若有所违背，则为主宾语的“非典”成员；若有较大违背，则为其边缘现象。

我们还可依据“图形—背景关系”，对原型性分句主语分析如下：

[image: 0464-01]
图13.22



对“图形—背景关系”的传统论述多限于一个图形和一个背景，Langacker早期也是这样。后来他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双图形（Two Figures）”的观点，认为主语和宾语可分别析为两个图形，特别当句中还出现其他诸如状语等成分时，这算是对传统图形背景理论的一个发展。

Langacker还以台上两个拳击手为例解释了这一观点，如一些观众喜欢A，就会将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观察他如何出拳，如何避让，如何运动脚步等，此时A就是第一图形，B就是第二图形。过一会儿他们还可能将注意力聚焦于B身上，此时B就成为第一图形，A则为第二图形。这也符合上文对图形和背景可互相转换的论述（参见第二节第二点）。基于这一认知机制，第一图形就被语法化为分句的主语，第二图形就被语法化为分句的宾语。

将“图形—背景关系”与“认知参照点［Cognitive Reference Point，可简称为‘参照点（Reference Point）’］”原则结合起来，我们就可得出“图形为参照点”的结论。有了“双图形”观点，自然也就有了“双参照点（Two Reference Points）”原则，即第一图形为第一参照点，第二图形为第二参照点。

随着人们心智连续不断的运作，就可能涉及到多个图形或参照点；多事件连续发生，就可能出现多个图形或参照点，此时就可能形成一个“参照点链（Reference Point Chain）”现象，语言表达中就会出现诸如所有格、地点、时间、事件等套叠使用的现象，例如：

［63］my father’s brother’s friend’s teacher

［64］in the office，on the shelf，next to the pile of papers

两例中主要词语形成了一个分别以前者为后者的参照点的“链”。

这一现象也可能出现于句群的主宾语中，如第一分句的主语作为第一参照点，引出作为第二参照点的宾语，它还可能作为下一分句主语的参照点，不断连续使用下去，就形成了一种分句接续组篇的认知机制。

分句主语（为“tr”）多用例示，表语（为“lm”）多用具有图式特征的种类，这是因为图形较小、背景较大的缘故，例如：

［65］My teacher is a professor.

从这一常见分句所用主语和表语来看，图形性主语多用事实性、较为确定的词语（如句中“my teacher”），表语多用想象性、不很确定的词语（如句中“a professor”，它相对于眼前的“老师”来说，较为抽象、不确定，具有一定的想象性），这是因为图形靠得较近、较为确定，背景离得较远的缘故。

Langacker（1987，1991a/b，2000）还基于“FG关系”建立起“识解原则”的主要内容，并结合“动作链（Action Chain）”、“弹子球模型（Billiard-ball Model）”、“舞台模型（Stage Model）”等来解释分句构式及其主宾语的成因（参见王寅，2006：66—77）。笔者还于2005年提出并尝试运用“事件域认知模型”来解释分句构式及其主宾语的体验性成因。

3. 复合句构式

一般说来，在具有“图形—背景关系的复合句构式（Figure-Ground Complex Constructions）”中，特别是在带有表示时间和原因状语分句的复合构式中，主句构式多为语句的焦点，为言语交际的突显部分，从句构式常作为认知参照点，传递的多是背景性信息。

Talmy（2000：327—329）依据“FG关系”从构式普遍性的角度较为详细地论述了复合句的五大原则。我们按照认知语言学中“现实—认知—语言”这一基本原则的顺序来对其进行论述，即先描写有关现实世界中的实际情况和事件顺序，然后分析人们对这一现实事件的认知方式，或概念化的规律，最后论述认知或概念化的结果如何被语法化为语言表达。


1）时序原则（Temporal Sequence Principle，简称Sequence Principle）：


对两个事件作无标记性语言编码时，先发生的事件被概念化为背景（作认知参照点），后发生的事件被概念化为图形，它需要认知参照点来加以识别。若将其语法化成主从复合句，则分别要用从属分句编码先发生的背景事件，用主要分句编码后发生的图形事件。例如：

［66］He left after she arrived/after her arrival.

［67］Now（that）you have grown up，you must stop this childish behaviour.

即使时间上连得十分紧密的事件，也能分出先后，如：

［68］The cars started just as the lights changed to red.

［69］I jumped with joy as soon as I heard the news.

［70］She called back immediately she received the letter.

［71］Instantly the button was pressed，there went the explosion.

事件时序上的接续性往往蕴涵着“因果关系（Causality）”，这就自然会引出下一条原则。


2）因果原则（Cause-result Principle）


原因与结果，从时间顺序上来说，都是先因后果，因此对因果这两个事件作无标记性语言编码时，一般都将表示原因的事件概念化为背景，将表示结果的事件概念化为图形。若将其语法化成主从复合句，则用从属分句编码原因事件，用主要分句编码结果事件。例如：

［72］He left because she arrived/because of her arrival.

条件—结果关系，与原因—结果关系也具有相通性，从时间顺序上来说，总是先有条件，然后才有在此条件下所能出现的结果。因此在实际生活中，条件分句（Protasis
[5]

 ）所表达的事件是先发生的，常被概念化为背景，结果分句（Apodosis）所表达的事件常被概念化为图形，它们分别被语法化为从属分句和主要分句，例如：

［73］If you come，I will tell you a story.

注意，汉语中表示条件的连接性词语，“假如”、“倘若”、“要是”等，在实际表达时可以省去，如：

［74］（如果）你死了，我去当和尚。


例［74］中“如果”可省去，这就出现了汉语表达中的意合法（Parataxis）；而在英语中这类连接词一般不省（有时也可省去），常用形合法（Hypotaxis）来行文（参见王寅，1996：53）。


3）内包原则（Inclusion Principle，又叫Temporal Inclusion Principle）


自然界中的客观事实是较大的物体可以包容较小的物体，同理，时间延续较长的事件包容着时间较短的事件。根据上述基本原理，前者就被概念化为背景，后者就被概念化为图形。

这一认知结果反映在语言实际表达中，就可用主要分句来编码较小事件，用其他成分或从属分句来编码较大事件（参见上文例［48］—［50］）。又例：

［75］When Tom was chair of the college，everything was all right.

［76］*
 When everything was all right，Tom was chair of the college.

［77］After Jack resigned，all hell broke loose.

［78］Jack resigned before all hell broke loose.

更为有趣的是，这类复合句有时只有一种表达方法，而根本不存在颠倒“图形—背景”关系的语言表达，也就是说，不存在颠倒主从关系的语句表达形式，例如（参见Talmy，1978：637；2000：326；Tomlin，1985）：

［79］Mom stopped sleeping until I arrived.

这就更加证实了在这类复合句中，人们习惯于用主要分句表示图形信息，用从属分句表示背景信息，特别是那些在时间上或原因上领先的事件。


4）依存原则（Contingency Principle）


具有决定性的第一事件常被概念化为背景，具有依存性的第二事件就被概念化为图形。若将其语法化成主从复合句，则用从属分句编码决定性第一事件，用主要分句编码依存性第二事件，如例［51］。又例：

［80］Make hay while the sun shines.

［81］His fingers trembled while he was doing this experiment.

谁都知道“不出太阳就晒不成草”的道理，the sun shines为决定性事件，因此在例［80］中将其置于从属分句中作为“背景”来说明make hay这一依存性事件。例［81］道理相同，因为有了“正在做实验”这一决定性事件，才有了“手指发抖”这一依存性事件。前者自然要作为“背景”，后者作为“图形”来处理。


5）替代原则（Substitution Principle）


在实际生活中，尚未发生（包括可预料）的事件显得较为遥远，常被概念化为背景；相对而言，那些正发生（包括不可预料）的替代性事件较为接近，常被概念化为图形。若将其语法化成主从复合句，则用从属分句编码前者，用主要分句编码后者。例如：

［82］He is reading rather than watching TV.

“watching TV”是尚未发生的事件，被识解为背景，编码为从属分句。





Talmy所论述的这五大原则与图13.11中所述“FG关系”完全吻合。第一条“时序原则”与图13.11中第3、4点特征吻合，早发生的事件远离当前，其感觉优势不如近期发生的事件。

“因果原则”与“时序原则”相通，因其遵循了先因后果的顺序，这与第10点特征也吻合，结果须依赖于原因才能出现。

“内包原则”与第7点特征吻合，即包容性较大的事件与“体积大”是相通的。“依存原则”与第10点特征吻合。

至于“替代原则”也与第9点特征相吻合，可以预料的事件多具有可知性，可将其视为背景；无法预料的事件具有未知性，可将其视为图形。

现根据上述五条认知原则与主从复合句的对应性语法化关系，将图13.19“语法化”中最后一行细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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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分句（Relative Clause），或叫定语分句（Attributive Clause），也是一种从属分句，因此也基本遵循上述规则，主要语法化了背景信息，为主要分句中的语核（Head）提供支撑性信息，例如：

［83］The car that overtook us a few minutes ago has now been stopped by the policeman.

关系分句与状语分句所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与主要分句共享题元（如例［83］中的“the car”），而状语分句无此要求。

另外，宾语从句、目的状语从句、连动构式（Serial Verb Construction）一般不具有图形—背景关系，其后的认知规律尚待深入研究。

4. 并列构式

并列构式（Coordination或Conjoined Construction）的组织结构也会受到完形原则特别是连贯原则的影响。当发话者将两个句法成分或两个分句用“and”或“but”连接起来时，他在心理上就按照高连贯性原则或时间上的接续原则，将这两个事件或事体视为单一整体，即概念化成一个统一图形（Unified Figure）。

统一图形可能会体现在参与者上，即两个事件共享同一突显的参与者角色，如：

［84］Dick was apparently indignant，and（he）left the room at once.

统一图形也可能会体现在时间范畴上，即两个事件在同一时间内发生，在语言表达时就共享同一时态，如：

［85］The vase fell and broke.

如将其表达成：

［86］*
 The vase fell and breaks.

则会令人费解。

统一图形还可能体现在地点场所上，若不同事件发生于同一场所，它们就会共享同一地点概念，如：

［87］On the playground，children are playing balls，and parents are sitting on the bench chatting.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能形成统一图形的情形，它们大多也是按照上述规律被概念化和语法化的，此处不再一一详述。

另外，根据时间接续原则所形成的统一图形，往往会遵循顺序象似性原则来组织并列构式，例如：

［88］They married and had a child.

［89］They had a child and married.

例［88］和［89］可以说是具有相同的真值条件，但所说事件却完全不同，上一句表明他们先结婚后有孩子，而下一句则表明先有孩子后结婚。据此，下一句为正常表达：

［90］He was ill and sent to the hospital.

若将两个事件颠倒顺序，则似乎不正常：

［91］*
 He was sent to the hospital and he was ill.

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两个事件或事体都可被连接起来识解为一个整体，这完全取决于人们有无能力在两者之间建立起一个“公分母（Common Denomination）”，能否在成对的成分中找到共有要素，将它们概念化为一个整体（参见Wierzbicka，1980：230）。例如：

［92］The sun was shining and the birds were singing.

［93］*
 John kissed Mary on the nose and Kangaroos are mammals.

在例［92］中，人们尚能够将“the sun was shining”和“the birds were singing”这两个事件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场景。而在例［93］中，人们似乎很难将“John kissed Mary on the nose”和“Kangaroos are mammals”这两者处理为一个整体，即在这两个事件中我们很难找到“公分母”，它们没有共现的心理基础，无法被识解为一个整体，因此这类语言表达也就失去了被接受的认知基础。

主从复合句中的图形信息和背景信息不一定都有公分母，但可识解为主从关系并将它们连为一体，从句为确定主句提供基础，主句通过建立与从句的联系被定位于语篇之中。

拥有公分母和能连为一体，这对于完形心理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人们能够为两个事件或事体寻得公分母或将其连为一体时，就可为整个句子增添第三个信息，这就可用以验证完形心理学中的部整原则：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如当我们能为例［92］建构出一个公分母，建立两分句间的内在联系“天气晴朗则鸟语悦耳”，这个句子就有了超出原文字面意义的含义。正如Wierzbicka（1980：249）所说：

Each of these sentences does more than ascribe two different and unrelated predicates to the subject. Each sentence suggests that the two predicates which are explicitly mentioned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and in fact ascribes this third something to the subject，in addition to those two other predicates.（这些句子中的每个成分不仅仅是把两个不同的不相关的谓词归属于主词。每个句子都表明，两个明显提及的谓词含有某些共同的信息。事实上，除了两个已述谓词的信息之外，每个句子还将这第三信息也归属于主词了。）

可见，有些构式之所以能并列或连为一体，是因为其背后有一个认知基础或心理机制，即Wierzbicka所说的“公分母”，而这一公分母常常不在句中明显表达出来，这就需要受话者做出认知解读。解读公分母或连为一体的过程，就是实践“部整原则”的过程，人们正是有了这种解读能力才使得语言交际得以正常进行，而人类的这一基本交际原则，远非真值条件语义学所能解释得了的。

5. 倒装构式

从“FG认知方式”来说，语言出现倒装构式是由于人们在心理上颠倒了图形和背景之间的关系。陈融于2003年出版了English Inversion：A Ground-before-Figure Construction
 一书，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中运用图形—背景理论详细分析了英语倒装句的认知机制、成因以及种种类型。

他首先基于“FG认知方式”建立了“背景先于图形（Ground-before-Figure，简称GbF）”这一认知方式，将语言中的倒装构式视为这一认知方式的语法化结果：倒装后的“动前语（Preverbal Constituent）”被视为背景，“动后语（Postverbal Constituent）”NP作主语，被视为图形。陈融（2003：1）还认为，倒装构式的认知机制是将受话者的注意力首先导向背景，当在其中建立起界标（Landmark）后，就可以其为认知参照点或“路标（Signpost）”来识别和理解图形。

陈融还用Lakoff（1987）的“辐射性范畴理论（Radial Category）”来解释语言中的倒装现象，他认为“原型性倒装构式（Prototypical Inversive Construction）”为：


表示空间的动前语＋静态性动词be




	［94］On my left
	was
	Tom Lopez.



	［95］On my left
	has been
	Tom Lopez.




然后，基于这一原型构式可延伸出很多其他倒装形式：



	［96］In the park
	comes
	a big dog.



	［97］In the room
	stands
	my father.



	［98］On my left
	has been placed
	a unicorn-like doll.



	［99］Out of nowhere there
	appeared
	a mysterious object.




陈融（2003：6）认为用“GbF认知方式”可为倒装句做出全面而又统一的解释：

The GbF cognitive model offered in this study，...has answers to all these questions.（本研究所提出的GbF认知模式，……可为所有这些问题提供答案。）

相关内容详见陈融（2003），此处不再赘述。

6. 语篇组织

在语篇（特别是叙事性语篇）信息组织方式上也有图形与背景之分。一般来说，那些处于“时间发展主线（Timeline）”上的事件，且又处于叙事语篇的顺序性系列之中的事件，常被处理为图形信息，而由状语从句或定语从句所表达的内容则为背景信息（参见Reinhart，1984）。

这一结论与上文完形原则中的连贯原则相吻合，处于时间发展主线上的事件是叙事文体所关心的主要对象，当它们都被概念化为图形之后，再被语法化为图形主语，这样就能形成一个连贯性好的图形，从而保证了整个语篇表达的高连贯性。

除此之外，“部整原则”也是组织语篇的一个常用手段，那些表示短暂性的事件或终止性动词所表示的动作，更易被处理为图形主语；而较大的、延续性事件常被处理为句法背景（参见例［48］—［50］）。

心理上的“封闭原则”也能成为语篇组织原则，如完成性事件（Completed Event）常被概念化为图形的心理依据就是“封闭原则”，因为已完成的事件就表示了一个有界的（Bounded）概念，既然是“有边界的”，也就类似于一个“封闭性”图形，具有相对完整的结构性，因此就更易被识别，可被概念化为图形，并被语法化为分句主语。例如：

［100］At about six o’clock in the afternoon，I sat down in the park，...and while I was sitting there，a young lady came up to me，...

在后一句中“while”所引导的时间状语从句表示背景信息，其中用了延续性概念“was sitting”，主要分句传递了图形信息，其中用了有界的完成性动作“came up”，这完全符合上述分析。

这并不是说所有处于时间发展主线上的事件都可被概念化为图形主语，如Tomlin（1985）就曾谈到位于时间发展主线上的事件可能被概念化为背景，用作铺垫引发出评价或说明。例如：



	［101］
	This brings about a complication，
	since the fish gets caught in one of the portals.


	
	评价性说明
	前景事件




现将上述对应于完形原则所形成的语篇组织机制概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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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语篇中的聚焦构式（Focus Construction）也可视为“图形—背景”机制的体现。人们有很多方法来突显语篇或语段中的某一信息，如成分移位（例［102］、［103］）、超常用法（如例［104］）、重音、长音、怪音、语调（例［105］）、强调句型，特别是由“it”引导的分裂构式（Cleft Construction）（例［106］—［108］）。聚焦构式就像题元结构构式（ASC）一样，可“压制”语句中任一成分获得突显效果。

［102］A very simple explanation it is.（突显提前的表语信息
 ）

［103］We always are ready to help others.（突显频度副词“always”
 ）

［104］Him get first prize？！（宾格“him”置于主语位，超常用法
 ）

［105］He can speak many DIALECTS.（在书面语中可用全大写字母表示重音，也可用其表示长音、怪音或特殊语调
 ）

［106］It is Kim who cleaned the classroom yesterday.

［107］It is the classroom that Kim cleaned yesterday.

［108］It it yesterday that Kim cleaned the classroom.

7. 语义解释

运用“FG关系”（其中蕴涵突显原则），结合Lakoff提出的“理想化认知模型（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简称ICM）”，以及Langacker提出的“侧显—基体”、“认知参照点”等原则就可对语言中很多词句的意义做出合理解释（详见王寅，2007a：171—233）。

第四节　小结

本章将心理学中的“FG关系”视为“FG认知方式”，并以其为依据论述了部分构式的成因，这也为“概念化”或“识解”提供了可靠的心理依据。

根据Langacker的论述，识解主要包括五项内容：详略度、辖域、背景、视角、突显。有了“识解”这一认知方式，就可有效地解释人们为何对同一事件会有不同的认识，为何会出现不同的构式表达形式。

语言中表达图形和背景的方式是多样的，如在Atsugewi语中用动词词根表示图形，用动词后缀表示背景。在英语中有些动词本身就含有图形，如“shave”等；还有些动词本身就含有背景，如“box”等。语言中还常会用到很多手段来表示背景或场景，这在认知语言学中叫“场景化（Grounding）”（详见第十四章第三节）。

另外，图13.19中所提及的对应术语为常规用法，但也有可能出现不对应的情况。Talmy（2000：335）就曾明确主张可将背景视为分句的语法主语，将图形视为分句的其他成分，这与Langacker的分析方法不完全一致，例如：

［109］Perfume（F）slowly suffused through the room（G）.

［110］The Room（G）slowly suffused with perfume（F）.

任何观点或理论都不会十全十美。这就是我们提出应当重新认识“盲人摸象”故事的缘由，我们只能从某一角度触及理论的某一方面，而不大可能提出一个可适用于一切的理论整体，因为事物总是有变化的，要发展的。“图形—背景”理论本身也存在一些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如图形与背景有时界限模糊，有学者主张不必将两者作二元对立处理（参见刘国辉，2006）。Talmy所提出的复合句时序原则，除他所提及的“till”和“until”之外，似乎还有很多其他例外，如：

［111］Look before you leap.

就未将先发生的事件置于从句中。

还有一些特殊句型所表达的事件先后也不符合常规，如：

［112］Barely had she arrived when he left.

［113］No sooner had the old woman read the newspaper than she fainted.

［114］Hardly had they started the experiment when the trouble began.

when所引导的从句常用来表示先已发生的事件，可在这种构式中却表示后续性事件，孰前孰后？是主是从？似乎与常规性时序原则不相符合。

生活中还有一些事件难辨前后，也谈不上包容问题，这又当如何解释？如：

［115］All living things respire while they live.

但不管怎样，完形心理学所提出的这一分析方法确实为我们分析语言提供了一个新思路，也为语言的体验性提供了又一证据。我们认为，这一理论当结合参照点和识解理论才可解释更多的语言现象，将其融入到认知语言学所分析的多种认知方式之中，才更具生命力。


[1]
 　董成如（2009）对汉语存现句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不仅提出自己的理论模型“基于参照点的行为链”，而且还建立了封闭语料库作详细数据统计和分析。


[2]
 　心理学家的研究指出，注意可分为“有意识注意”和“无意识注意”，这里所说的正常感觉经验显然属于后者。若是前者，任何事物都有可能成为聚焦对象。


[3]
 　包括视觉上的突显（如跳高运动员），听觉上的突显（如听交响乐），其他感知突显（如触觉、嗅觉上的突显等），以及个人心理上的突显（如个人喜好等）。


[4]
 　“Figure-Ground”与“Foreground-Background（前景—后景）”这两组术语尽管有时是重叠的，但也不完全对应。“图形”所表信息不一定就是分句中的重要信息或注意焦点，如英语句子常用尾重原则（End-weight Principle）和句末焦点原则（End-focus Principle）。前一组术语是指人类在对外界互动体验过程中自然获得的一种感知原则，而重要性受制于人们的注意焦点，常因人而异、因地而异。这样我们的解释就更为合理了。


[5]
 　该词原义就为“戏剧或诗歌的开端部分”。


第十四章　图式范畴理论与构式网络

本章在简述“原型样本范畴观”与“图式范畴观”之间的同异之后，以汉语常见的“属加种差”构词法来支撑后一观点。第六节还以图式范畴理论为出发点论述了象征单位之间的五种关系：（1）垂直的“图式—例示”关系；（2）水平的“部分—整体”关系；（3）相似的“原型—变体”关系；（4）调变的“联结—整合”关系；（5）组配的“自主—依存”关系。本节还提及了构式之间的三种关系：（1）分类分层关系；（2）整合关系；（3）传承性关系。根据Goldberg的观点，传承性关系又分四小类型：（1）多义性连接；（2）隐喻性连接；（3）分部性连接；（4）例示性连接。该论述对构式网络有较大的解释力。

第一节　概述

狭义的认知语言学是一门坚持体验哲学观，以身体经验和认知为出发点，以概念结构和意义研究为中心，着力寻求语言事实背后的认知方式，并通过认知方式和知识结构等对语言作出统一解释的、新兴的、跨领域的学科。要能实现这一目标，深入解释语言与认知方式、概念结构、语义系统、人类知识、文化规约之间的密切关系，就必须首先要研究“范畴”。概念对应于范畴，意义则是范畴化和概念化的结果，因此范畴和概念就成为认知语言学的基础内容，范畴化和概念化也就成了认知语言学研究的必由之路。正如Labov（1973：343）所说：

If linguistics can be said to be any one thing，it is the study of categories：that is，the study of how language translates meaning into sound through the categorization of reality into units and sets of units.（如果语言学能被加以描写，那它只能是范畴研究：即研究语言如何通过将现实范畴化为单位或单位集合来将意义转述为语音。）

Geerearts et al.（1994：13）甚至认为：

Cognitive linguistics is a theory about categorization in and through language.（认知语言学就是关于对语言和通过语言进行范畴化的理论。）

我们认为，范畴和范畴化是认知语言学研究初始阶段的一项主要内容，但还包括很多其他内容，因此这样的论断似乎较为狭隘。

Taylor（1989）在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Prototypes in Linguistic Theory
 （《语言范畴化：语言理论中的原型》）一书中也论述了这一内容。从亚里士多德到维特根斯坦的2000多年期间，一直是经典范畴理论占据着主流地位，自维特根斯坦后，很多学者，如Zadeh，Lounsbury，Berlin & Kay，Heider，McDaniel，Brown，Ekman等，特别是Rosch，Labov等，对范畴理论研究作出了新贡献，形成了“原型范畴理论（the Prototype Category Theory）”，简称“原型理论（the Prototype Theory）”。近来，又有学者提出“去范畴化理论（the Decategorization Theory）”（Hopper & Thompson，1984；Taylor，1989）。

对于原型范畴理论中的“原型”，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认识：有人将其视为典型性事物，有人将其视为概括性图式，这样对“原型”就有了两种解释。本章主要论述“图式范畴理论（the Schematic Category Theory）”，并运用汉语中普遍存在的“属加种差（Genus plus Differentia）”构词法来证明图式范畴理论的解释力，并将其运用于分析构式网络。

第二节　经典范畴理论与原型范畴理论

1. 经典范畴理论

亚里士多德所建立的经典范畴理论认为，范畴是通过一组共同特征建构起来的，范畴可由特征束或一组充分必要条件来定义，特征是二分的，范畴的边界是明确的，范畴成员隶属于集合的程度是相等的，没有核心和边缘之分。哲学中的客观主义理论就是基于这种经典范畴理论建立起来的。

经典范畴理论可用来解释现实世界中的某些范畴，如“议员”，只有两种可能，是或不是；对于数学、逻辑、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中的许多概念也是可行的，如数学中所定义的只能被“1”和它自身整除的“素数（Prime）”，只要具有这个特征的整数都可划归该范畴，不具有这个特征的就不是。

经典范畴理论对于20世纪的语言学研究也起过主导作用，音位学、句法学、语义学中的形式主义、语义特征分析（CA）等方法就是建立在亚氏上述假设之上的：

（1）在音位学中，经典理论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运用，对众多音位进行了一分为二的切分，如一个音位要么是元音，要么是辅音；是元音，要么是高元音，要么是低元音；是辅音要么是清辅音，要么是浊辅音，等等。从这一分析可见，音位范畴具有二分性、原素性、普遍性、抽象性和先天性等特征。

（2）句法学也可运用亚氏经典范畴理论来描写，如句法范畴也可像音位那样作二分解析，如可将句子先分为NP和VP，再将NP分为Det和N，将VP分为V和NP，等。

（3）语义学也根据上述原理发展出了语义成分分析法（Componential Analysis，简称CA），用“＋”和“－”来表示某词是否具有某一特征。结构主义语义学家采用二分法建立的这一理论，促进了对语言项中各种语义结构关系（包括词义和句义）的描写，以及句法上搭配限制的描写（Taylor，1989：30—31）。

Chomsky & Halle（1968：297）甚至还认为，表明一个语言项是否属于某个范畴的自然方法就是二分法。

但是，当经典范畴理论被用来解释更多的现象，特别是社会现象、自然范畴等时，就会显得无能为力，因为大部分范畴并不具有二分性。

2. 原型范畴理论

自维特根斯坦提出家族相似性理论和范畴具有模糊性观点之后，一批学者，特别是Rosch，Labov等，对经典范畴理论提出了尖锐的批判，逐步建立了以“典型样本（Typical Exemplar）”为认知参照点的原型范畴理论，可谓是对基于二值逻辑的经典范畴理论的一次革命。（关于原型范畴理论与经典范畴理论之间的差别，参见Taylor，1989；王寅，2003b）。

原型范畴理论是对家族相似性原理的重大发展。所谓“原型范畴”，主要是指具有“家族相似性”的范畴，既含有原型也含有非原型的范畴，前者对于范畴的形成和理解具有“认知参照点”的关键作用，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通过相似性联系或隐喻机制形成的。但在认知语言学界内，不同学者对“原型”这一术语有不同解释，主要有二：具体的典型样本，或抽象的图式表征（或属性集合）。这两种解释简述如下：

（1）原型指范畴内具体的典型样本，或具体的例示代表者，又叫：原型样本（Prototypical Exemplar）、焦点样本（Focal Exemplar）、突显例样（Salient Example）、典型成员（Typical Member）、中心成员（Central Member）、最好例样（Best Example）等，它是一个范畴中的典型代表，具有无标记性。

维氏认为：人们掌握了原型样本之后，就可以它为出发点，根据家族相似性原则类推到其他例示中，从而建立一个范畴，了解到范畴的整体情况，因此一个范畴就是围绕原型这一认知参照点建立起来的群体集合。人们在识别范畴中这样的原型样本时，心智处理最容易、费时最短，当人们提及某一范畴时，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其原型样本。Rosch（1973，1975，1976）等就持这种观点。

亦有学者认为原型可能是多种代表性例示的平均值（参见Rice，1996：144），这就有点接近第二种观点。

（2）原型是基于范畴成员的具有概括性的图式表征（Schematic Representation），而不是基于具体样本建立起来的。Reed（1972）认为，原型是范畴的平均属性或集中趋势，是对范畴进行抽象的图式表征。Ungerer & Schmid（1996：39）将原型视为一种“心智表征”，可作为一个认知参照点，并认为这才是真正从认知角度做出的解释，Langacker，Taylor等学者也持这一观点。

第三节　图式范畴理论

1. 图式范畴理论的提出

基于对“原型”术语的两种不同理解，就相应地出现了两种原型范畴理论，我们分别称其为“原型样本范畴理论（Typical Exemplar Category Theory）”，和“图式范畴理论（Schema Category Theory）”，后者是在对前者进一步思考的基础上提出的，更具有概括性和抽象性。

Taylor（1989：59）明确指出：原型可被理解为范畴的概念核心的图式表征，并认为实例性样本不能叫做“原型”，它仅例示（Instantiate）了原型。

将“原型”视为抽象概念的还有“属性表模型（Attribute-list Model）
[1]

 ”，据此，如果一个成员具有该范畴的属性越多，它就越接近于范畴的中心成员。Lakoff（1987）还将“原型”视为ICM（理想化认知模型），因为ICM是一种抽象的心智图式表征，所以也可划归该理论。图式范畴理论对于解释那些难以找出原型样本的范畴，是最为合适的，因为这种“原型”仅存在于人们（理想化）的抽象思维之中。Rosch（1978）后来也说过：原型可根据实验效果视为“a characterization of prototypicality（原型性属性描述）”。

Langacker（1987：371）则区分了“原型”和“图式”这两个术语，认为原型就是范畴中的典型实例或例示，图式是一种抽象的特性，他说：

A prototype is a typical instance of a category，and other elements are assimilated to the category on the basis of their perceived resemblance to the prototype；there are degrees of membership based on degrees of similarity. A schema，by contrast，is an abstract characterization that is fully compatible with all the members of the category it defines....（原型是一个范畴的典型例示，其他成员是基于它们被感知到与原型相似而被纳入同一范畴的。范畴成员基于不同程度的相似性有程度之分。图式，与其相比，是一种抽象性描写，可完全与范畴所定义的所有成员兼容。……）

Langacker（2000：93）又指出：

A schema is the commonality that emerges from distinct structures when one abstracts away from their points of difference by portraying them with lesser precision and specificity.（图式，是当人们通过不很精确的描写，去除差异点，从不同结构中抽象出来的共性。）

Langacker的观点可图示如下：

[image: 0483-01]
图14.1



从图14.1可见，这三者都是同一个范畴中的要素，带箭头的线条表明了它们之间的关系：B表示的“原型样本”和C表示的“扩展成员”都直接产生于由A所表示的“抽象图式”，因此用实粗线表示，其箭头表明了产生的方向，是从A到B和C。在B和C之间用虚线表示，说明C也会受到原型样本的影响，但程度较小，关系较为间接，影响方向是从B到C。也就是说，C在某种程度上对B做出了部分调变性加工，但仍旧不出图式A的范围。

另外我们还可看到，原型样本B仅受到抽象图式A的影响（或B仅具体例示了A），认知加工较为简单，也就较易确定；扩展成员C则要受到抽象图式A和原型样本B这两个因素的影响，此类成员的确定就需要相对复杂的认知加工。越是处于边缘的扩展成员，其认知加工越是复杂。

我们认为，Langacker与Taylor的范畴观是基本相同的，只是术语使用上出现了分歧（参见图14.2）。如果将“图式—例示”置于层级性角度来理解，一个例示可能是其下义例示的图式，又可能是其上义图式的例示，此时这两种说法就更加接近了。

2. Taylor对图式范畴理论的完善


1）概述


Taylor（2002：123—185）在《认知语法》中坚持了他的基本立场，同时也吸收了Langacker的有关观点，较为详细地阐述了“图式—例示”范畴化分析法，并认为它适用于分析语言的各个层面，将其上升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基本的认知方式。Taylor在书中花了大量的篇幅运用这一认知方式对语言的词、词组、分句、音位、语义、象征单位等进行了统一的分析，并认为这是认知语法理论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基础观点（2002：326）。

“图式”是对一组例示所具有的共性进行概括与抽象的产品，对范畴的形成具有原型性功能。认知语言学家主张用此术语取代“规则（Rule）”，因为规则过于强调强制性和无例外性（且有学者强调其先天性），就像比赛规则，人人必须遵守，不可有例外。而语言“规则”与其大不相同，不仅每一条规则都有例外，而且有些规则例外还很多，用“图式”取而代之就可避免这一问题。一方面图式是基于例示用法概括而出的结果，另一方面图式仅是一个概括性框架，允许有一定量的调变，具有较好的灵活性。

“例示”是形成图式的基础，“基于用法的模型”强调以例示用法为基础，然后基于此概括出图式性特征。相对于图式而言，例示则是对图式增加细节性对比信息，不同的例示可能会以不同的类推方式反映着图式。

“图式—例示”范畴化关系可不断向上和向下扩展成一个复杂的、垂直的层级结构。在同一“图式—例示”层级中，常有一个突显的基本层次，处于该层次上的例示最容易形成心智意象，常为儿童最早习得，也最早被命名，这就相当于Rosch（1975，1978）所论述的基本层次范畴。

另外，Langacker和Taylor所用的这对“图式—例示”术语，有点类似于上下义词（Superordinate-Hyponym，Hypernym-Hyponym）关系，但因这对术语常被限制用于语义层面和词汇层面上，且更常使人们联想到结构主义语义学，因此Taylor主张用“图式—例示”取而代之，而且认为它的解释面更为广泛，不仅可用以解释词义，还可用来论述范畴化关系，且适用于分析语言所有其他各层面（包括音位、形态、句法、语义等）（参见Langacker，1987，1991a和Taylor，2002，以及本书第五章）。

现将Taylor的“图式范畴理论”核心思想图示如下：

[image: 048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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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ylor（2002：43—44，74）认为，掌握一个音响形象（Sound Image）就意味着能够从若干具有相似属性的语音例示中概括出一个音位图式范畴，或从一个音位图式范畴中识别出一个语音例示；掌握一个概念（或语义）意味着能够从若干具有相似属性的例示中概括出一个图式范畴，或能从一个图式范畴中识别出它的例示。

词法和句法也可通过这一分析方法作出描写，如人们可从多种复数用法例示中抽象出一个复数图式，从多种时态变化例示中抽象出一个时态图式，从多种语气变化的例示中抽象出一个语气图式，等等，依此类推。

对比图14.2与图14.1可见，Taylor与Langacker的分析思路基本相同，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他们除了所用术语不同之外，更主要的是在解释其内部机制上不尽相同。如在Langacker的图14.1中三个要素之间的关系是单向的，而在Taylor的图14.2中三个要素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他更强调了图式和例示之间的互动关系，人们可从若干例示中抽象出图式来，也可通过图式来例示具体样本。但是，Taylor并没有注意到例示与例示在重要性或原型性上的区分，各种例示在反映图式的程度上不一定完全相同。与其相比，Langacker的论述则强调了这一点，B仅例示了A，是整个范畴的原型样本，而C则在A和B的框架内做出了部分调变，在某种程度上扩展或偏离了原型样本。Langacker的这一观点，与他所论述的两种范畴化关系是完全相通的：例示、延展。

（1）例示（Instantiation），又叫“纯粹例示（Pure Instantiation）”、“具体例示（Specific Instantiation）”或“精细化（Elaboration）”，可图示为“X→Y”
[2]

 。这一范畴化关系正如Langacker（2007：4，36）所述，X是图式，Y是具体例示：

Y elaborates X. Y is an instance of X. Y is compatible with X but is specified in more detail.（Y精细化了X，Y是X的例示。Y与X兼容，但Y的内容更加详细、具体。）

（2）延展（Extension），即Y可在某种程度上做出一定的调变，Langacker常将其图示为“X——→Y”。即Y是对X的延伸性扩展，并不一定完全与X兼容，但两者之间会具有一定的相似性（Similarity）和联系性（Association）。他这里所说的相似性是构成了隐喻的认知基础；联系性（指事体在一个ICM中相关）构成了转喻的认知基础。如Langacker（2007：4，36）所述：

X is a more central or prototypical sense；Y is more peripheral. In this case，there is some conflict in meaning. Y does not completely match X. It suspends certain features of X. It changes X in some way.（X具有更为中心的或原型的意义，Y具有更为边缘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两者的意义会有点冲突，Y并不完全与X对应，它会悬置X的某些特征，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X。）

由上可见，Langacker与Taylor的论述各有千秋，若能将两者的优点结合起来，将后者所强调的双向关系结合到前者的论述中，我们就能得到下一图形：

[image: 0487-01]
图14.3



在图14.3中，图式A可控制原型样本B和边缘性成员C，以A为基础来识别具体例示；同时图式A也是从若干常见例示中抽象概括而出的，这是两条实线AB和AC两端箭头的含义。

原型样本B还可作为参照点来识别扩展性成员C的范畴属性，C同时还要兼顾A的影响，可作适当调变，但又不可与其相差太远。去范畴化例示成员C反过来也会影响原型样本B，促使B在一定的范围内发生调变。如今天人们所认可的小汽车原型样本，就与100年前的大不相同，这主要是由于C的作用，由扩展性范畴化关系所致。

我们认为，该认知方式可将对语言各层面的分析法统一起来，这与认知语言学所追求的“统一解释”目的是一致的。


2）图式与例示的特点



（1）图式的主要特点：


（A）抽象性和概括性。这是图式的最重要特点，因为它是从若干具体例示中抽象和概括出来的。

（B）竞用性。这也是语言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Taylor（2002：298—322）用了一章的篇幅对其作了详细论述。他指出：当两个或两个以上不相容的图式都可用来范畴化一个语言单位时，就会出现图式竞用现象，如英语名词复数有多种图式，各具体名词在构成复数时就需要做出必要的选择，这就会导致图式竞用的现象。

当一个例示面对多种图式时究竟选用哪一个，一般来说，距离最短的就先被使用。图式与例示之间的距离主要指图式相对于例示的概括性程度。我们知道，图式具有层级性，距离短，就意味着层级距离近。Pinker & Prince曾将规则性用法与不规则用法说成是：前者是一种基于符号的运作（不需要考虑意义），后者是一种基于记忆的运作。而Taylor认为没有必要这样分，这两种情况都是基于图式的运作，只是它们的能产性不同罢了。如英语不规则动词，有些与现在时形式同形，是因为它们大多已经以/t/，/d/结尾了，已经符合英语过去式的图式了。

（C）层级性。既然是概括，而且可能不是一次性的概括，就必然会具有层级性。处于较高层次的图式，其概括度也就较高，也就获得了较大例示范围内的共性；概括程度越高，离具体应用就越远，适用于例示的范围也就越大。


（2）例示的主要特点：


（A）开放性。一个图式中最少应有两个例示，多则不限。概括度越大的图式所包括的例示也就越多，且将不断扩展出新成员，因此例示具有开放性。

（B）传承性。例示必须从图式传承相关信息，同时也会增添某些细节性对比信息（参见第六节）。

（C）相似性和对比性。一个范畴中的多个例示都从同一个图式传承了相关信息，因此它们必然具有相似性；在传承过程中所增添的具体信息多具对比性，因此这些例示之间多具有对比性关系。倘若两个例示之间具有某种相似性或对比性关系，它们就可能会享有一个共同的图式（参见Taylor，2002：126）。

（D）双向性。图式是在例示的基础上概括而成的，例示是对图式的实例性表现，两者相辅相成，具有双向性关系。正如图14.3所示，实线表示了图式—例示关系，两端的箭头分别表示了这种“概括—例示”的关系。同样，各个例示之间的相似性也具有双向性关系，图14.3中的虚线既表示例示之间的相似性，也表示C相对于B来说，会有部分调变过程。该图此处虚线两端的箭头，相对于Langacker的单方向性（参见图14.1）来说，考虑更为周全，所含内容也较多。


3）范畴理论与场景化


Langacker（1991a：33，53）论述了“类型—例示（Type-Instance）”这一对术语，前者仅表示一个简单的类型，后者是指这一类型中具体的一个成员。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就相当于单个名词（Simple Noun，如图14.5中的“house”）和名词短语（Noun Phrase或Nominal，如图14.5中的“my house”），单个动词（如图14.6中的“eat”）和动词短语（Verb Phrase，如图14.6中的“be eating”）之间的区别。可图示如下：

[image: 0489-01]
图14.4



一个具有概括性意义的名词、动词等都是一个“类型”或一个“图式”，如果将某光杆名词用作一个名词短语（包括其复数形式），将某光杆动词添加上合适的变化形式，用作一个动词短语，使其成为限定形式，这就实现了“场景化（Grounding）”过程。

“场景化”可描写为：将抽象的语言系统实现为具体的言谈语句的过程，或根据图14.4可描述为将“图式性词语”具体化为“例示性词语”（从左栏到右栏）的过程。这一过程主要是通过名词识别（用限定词语或复数后缀，使得光杆名词成为完整的名词短语）和动作实现（用时态、语态等，使得光杆动词成为完整的动词短语或限定小句）等手段来完成的，从而使得言谈能表示具体的言语事件。

因此，一个图式性词语在言语事件中需要对其“定位”（“a type is anchored in the domain of instantiation”），使表示“类型”的词语变为一个具体的“例示”性表达式，成为一个场景确定的语句成分，这样它就能与实际世界建立有效联系。如将一个单个名词“house”用为“my house”，就经历了一个场景化过程，用表示“类型”的词语来确定指称现实世界中的一个具体事物，它就成为一个“场景确定的表达（the Grounded Expression）”，再如“be eating”相对于单个动词“eat”来说，就是一个场景确定的词语。

一个“类型”通过不同的场景化过程可以产生若干具体的例示，尽管这一类型也是一个现实使用中的词语，如“house”，但它却具有“图式”功能，因此，“类型—例示”之间的区分，相当于“图式—例示”之间的区分，也可将“类型—例示”视为“图式—例示”的一个小类，“图式”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术语。

Taylor（2002：341—412）进一步从“图式—例示”和“场景化—场景确定（Grounding—The Grounded）”的角度论述了其间的关系，使得图式范畴理论更具普遍性和解释力。现图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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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4和14.5中的“例示”即为“场景确定的具体性例示用法”。从图14.5还可见，“名词类型”或“名词图式”能够被场景化的方式很多，可添加诸如定冠词、代词、数词等一类的限定词（Determiner），可用一个形容词来修饰，也可用名词复数形式，等。所有格也是一种实现场景化的方法，如将一个单个名词“house”说成“my house”，“John’s house”等。

单个动词或“动词图式”被场景化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动词的时体屈折变化、动词短语等，图示如下：

[image: 0491-01]
图14.6



我们认为，由于图式具有抽象性和概括性，不一定具有“边界性（Telicity）”，而在实际使用时，这些不具有边界性的概念常要作“边界化（Boundarization）”处理。如上两图中，图式中的两个词“house”和“eat”都是无界性概念，而与它们所对应的例示大多是有界性表达式。因此，我们可得出：在将“图式”转用为“例示”的过程中常涉及有界化过程。

这一分析方法也同样适用于分句层面：一个分句可用来表示一个过程，而一个场景确定的分句，则可视为是这个类别中的一个具体化了的例示性过程，这样就可区分出：


（a）场景不确定的分句（Ungrounded Clauses）



（b）场景确定的分句（Grounded Clauses）


前者指具有更广泛用法、标示类别的分句；后者则标示了一个明确场景、具体事件的分句，如：

［1］Louise is walking to the store.

相对于

［2］Louise walks.

来说，其场景就更为确定。Taylor主张将例［1］的复合谓语“be walking”语式中的中心成分视为“be”，而不是“walk”，因为例［1］中的场景化是通过“be”而不是“walk”来定位的，这与将“books”中的“-s”视为语式中心成分的道理是相通的。因此很多构式语法学家主张将英语中时体的“屈折形式”视为限定谓语的中心。

英语动词的时与体是紧密相联的，“时”主要对应于实际场景中的时间；“体”主要反映动作在某一时间区段中的分布情况（Saeed，1997：116），中国学者戴耀晶（1997：5）将“体”定义为：观察时间进程中事件构成的方式。可见，“时”与“体”这两个句法范畴是密不可分的，因此英语（很多语言都是如此）中对“时”的描写常与完成体或未完成体连在一起。动词的“时”和“体”都是实现动词场景化，是实现当下运用时情境确定的主要手段。

认知语言学将完成体分析为“有界的（Telic，Bounded）”，将未完成体分析为“无界的（Atelic，Unbounded）”，因为完成体在时间上标示或蕴含了一个终止点（End-point），而未完成体则没有。认知语言学也从有界和无界角度分析了可数名词和不可数名词，这样动词和名词都可统一从“同质性（Homogeneity）”、“可分性（Divisibility）”、“复制性（Replicability）”、“边界性（Boundedness）”这四个维度来透析其内部概念结构（参见第十二章第一节第2点）。

如此分析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亮点，一方面可以将动词和名词的分析方法统一起来，用“有界”和“无界”来统一解释语言中的这两大词类；另一方面也统一解释了这两大词类的“场景化”，将它们统一于“图式—例示”的理论框架中进行描写。这与认知语言学以图简化语言理论，“统一解释”语言各类现象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第四节　图式范畴理论与原型样本范畴理论的同异

Langacker和Taylor在原型样本范畴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图式范畴理论，特别是Taylor（2002）对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和应用，从而使其逐步成为认知语言学的核心理论之一。该理论与原型样本理论既有许多共通之处，但也存在不少差异。

从上文可见，图式范畴理论基本上接受了原型样本范畴理论的主要观点，认为范畴是基于一个中心参照点通过家族相似性建立起来的，据此，范畴和属性就不具有二分性、范畴的边界不明确、范畴内成员地位不平等，等。两者之间的差异主要在于如何理解范畴中的原型参照点，是依据具体性的样本实例，还是依据概括性的抽象图式。

我们知道，原型样本会因不同的社团、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时代而有较大的变化，如说到“鸟”，英国人一般会马上想到“robin”，而中国人更多地会想到“麻雀”
[3]

 。19世纪的汽车原型样本与今天的已大不相同，它们或许已成为今天的边缘成员。可见，原型样本会不断变化，而运用“图式”（可适当修改图式）来描写范畴便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类问题。同时，很多范畴根本就找不到一个原型样本，或者很难确定一个原型样本，如语言中大量的多义词就很难确定一个原型样本，但可大致概括出一个抽象性图式，此时图式范畴理论就比原型样本范畴理论体现出更强的理论优势。

基于这一差异，就必然要进一步解释人们是如何进行范畴化的，是通过典型实例还是通过抽象图式，还是两种范畴化同时存在，各有各的功能。

Langacker（1987：373）指出：儿童在建构范畴时，先通过“原型代表”来识别范畴术语，如通过“oaks”，“maples”，“elms”等识别出“tree”，然后去除差异、找出共性，建立了“低层次”的图式表征：树有树干、分枝、树叶；当再遇到“pine”（没有树叶），“palm”（不分枝），就会进一步建立“高层次”的图式表征（由此亦可见，图式具有层次性），此时，图式表征就起到了“原型”的作用。

Taylor（1989：66）认为：通过原型样本范畴化或通过图式表征范畴化，实际上是同一现象的两个不同方面，差别在于：前者认为范畴各成员仅与原型样本大致相符或部分相符，而后者认为范畴各成员与图式表征完全相符，但在若干细节上可有差异。

我们基于这两位认知语言学家的论述，结合他们各自的长处，经过深入思考画出了图14.3，同时将这两种范畴化方式以及内部机制归纳于一图之中。基于此图，我们还对这两种范畴化方式提出了以下一些看法或假设，供参考或进一步论证（下文用“前者”指原型样本范畴化方式，用“后者”指抽象图式范畴化方式）：

（1）这两种范畴化方式在人类的认识过程中都存在，也就是说，两种范畴化方式都是可能的，至于何时、何事、何处用何种方式，则会有较大差别，两种方式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对象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因人而异。

（2）儿童早期抽象思维能力尚未形成，主要靠具体的实例或实在的动作来思维，成人在教他们学说话（实际上也是在培养思维能力）时总要辅助一些实物或动作，因此，儿童初期只能通过这类原型样本来建立范畴知识。当儿童逐步形成了抽象思维之后，就有能力更多地运用抽象图式进行范畴化。

（3）前者具有基础性功能，它是人类在初始阶段认识世界时必不可少的基本出发点；后者是在这一基础之上发展而成的一种更高级、更复杂的思维能力。前者更为基础，更为容易；后者更为重要，更具创造力。

（4）上一观点也可从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的区分角度作出论述：获得感性知识主要依赖于前者，获得理性知识则要涉及后者。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获得具体性概念主要是基于前者，获得抽象性概念除可运用后者之外，还可通过前者进行范畴化，如隐转喻认知方式。

（5）有些范畴在形成初期主要依靠原型样本，等熟练掌握或习以为常时则可能会较多地依靠抽象的图式表征。

（6）两者具有互补关系，用后者解决不了或说不清楚时，可借用前者加以具体说明，如词典中的释义；用前者解释不了时则可借助后者作出合理解释。如这两种方式都可对一个多义词所建立的语义微系统作出解释：一个多义词可分析为一个语义链，它是通过中心意义逐步形成的。但我们知道，语义是人们对事体的抽象概括，所谓“中心意义”，有时谈不上存在什么具体的中心样本，因此用后者来解释语义微系统和语言现象更合乎情理，下文便从这一角度加以论述。

第五节　用图式范畴解释汉语“属加种差”构词法

汉语构词的主要方法之一是“修饰语+中心概念词”，常被称为“定中构词法”，这里的“中心概念词”，常用基本层次词或其上一级范畴词来担当，可直接运用它们来构词，这在汉语中是一种十分常见而又经济的手段，同时也使得它们具有直接表明其事体范畴类属的功能，这与汉语中形声字的构字思路有共通之处：其中有一个部分（偏旁部首等）就是用来表示义类范畴的。

如“树”这一概念，它是通过人们在生活体验过程中不断概括形成的一个抽象图式，是在感性知识的基础上形成的理性知识，具体的树可通过这个“树”图式来识别和例示。

汉民族是如何识别“树”这一范畴的呢？主要是通过“种差＋‘树’图式”的方法来构词表示这类植物，只要某植物看上去大致与心智中的“树”图式相似，就首先会想到将这一图式选用为“属”概念，并以此作为认知（或构词）出发点，然后找出某一“种差”来作为区别性标志，同时也就将该植物纳入到“树”范畴了。

而英语则多用具体不同的词语来表示各类不同的树，虽然英语有时也可能用到“属加种差”的构词方法，但远不如汉语那样普遍。或者说，英语在这一层次（即从基本层到下义层，或从生命层到类别层）上还没有普遍形成像汉语这样对世界进行范畴化和词汇化的方式，例如：



	［3］
	松　树
	pine
	柏　树
	cypress


	
	橡　树
	oak
	桦　树
	birch


	
	棕榈树
	palm
	榆　树
	elm


	
	丁香树
	clove
	杉　树
	spruce


	
	冬青树
	evergreen
	樱花树
	cherry


	
	白杨树
	poplar
	银杏树
	ginkgo


	
	泡桐树
	paulownia
	榕　树
	banyan


	
	柳　树
	willow
	桃　树
	peach


	
	梨　树
	pear
	栗　树
	chestnut




可见，汉语的这一范畴化和词汇化的方式，可直接体现某事物的范畴类属，只要识得词语最后的图式性范畴标记，就可通过名称来识别事体的所属范畴。而英语则不同，即使有个别此类现象，也未像汉语一样，形成一个统一的“属”概念词。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4］
	鲤　鱼
	carp
	带　鱼
	hairtail


	
	黑　鱼
	snakehead
	鲫　鱼
	roach


	
	鳟　鱼
	trout
	鲱　鱼
	herring


	
	鲨　鱼
	shark
	鳗　鱼
	eel


	
	河　豚
	puffer
	章　鱼
	octopus


	
	比目鱼
	flounder
	黄姑鱼
	spotted maigre



	［5］
	博物馆
	museum
	饭　馆
	restaurant


	
	旅　馆
	hotel，inn
	体操馆
	gymnasium


	
	天文馆
	planetarium
	照相馆
	photo studio


	
	水族馆
	aquarium
	美术馆
	gallery


	
	殡仪馆
	mortuary
	档案馆
	archives


	
	图书馆
	library
	咖啡馆
	cafe


	
	大使馆
	embassy
	科技馆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er


	
	领事馆
	consulate
	
	



	［6］
	实验室
	laboratory
	会客室
	saloon


	
	盥洗室
	toilet，lavatory
	办公室
	office


	
	教研室
	teaching section
	档案室
	archives


	
	地下室
	basement，cellar
	驾驶室
	cab


	
	休息室
	lounge
	停尸室
	mortuary


	
	气门室
	vestibule
	
	



	［7］
	市　场
	market
	露天市场
	bazaar


	
	赛车场
	cycling track
	娱乐场
	casino


	
	竞技场
	arena
	剧　场
	theatre


	
	斗牛场
	bullring
	道　场
	Taoist rites


	
	采石场
	quarry
	飞机场
	airport


	
	盐　场
	saltern
	
	



	［8］
	医务所
	clinic
	托儿所
	nursery


	
	场　所
	place
	厕　所
	toilet，lavatory


	
	散步场所
	promenade
	
	




等等，详见王寅、李弘（1996）。

可见，在汉语中表示这类基本层次或生命层次（如：树、鱼、馆、室、场、所等）的术语，具有十分重要的认知功能，一方面它们从认知角度帮助我们识别出事体的范畴；另一方面，这些词语的构成也表明了汉民族对世界（包括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进行范畴化的一种常规方式。

这些基本层次术语具有抽象的图式性质，是汉民族形成和识别范畴的一个重要依据，同时这类词语的大量存在和高频使用，或者说汉语这种“属加种差”的范畴化思路和词汇化方式，可通过抽象图式的范畴化方式来加以解释，这也有力地支撑了抽象图式的范畴化理论。

第六节　图式范畴理论与象征单位和构式的关系

构式语法认为，语言是一个由象征单位和构式组成的大仓库，它们构成一个复杂的网络体系。作为一个语法理论，就应当详尽描写这个网络的具体结构和内部关系。现我们以图式范畴理论为基础来论述象征单位和构式之间的关系。

1. 象征单位之间的关系

实际语言运用大多是若干个象征单位的组配连用，也就是说，每个语句都能同时激活多个象征单位，它们都能对构式提供某些信息，这就必然引出要研究象征单位的结合类型问题。Langacker（1987：73）和Taylor（2002：22—25）都较为详细地论述了象征单位之间的关系，现我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将其整理为五种，它们适用于分析语言中的所有单位和各个层面：


1）垂直的“图式—例示”关系


正如第九章第八节所述，象征单位和构式具有层级性，这种层级性关系可视作一种“垂直关系”，可用“图式—例示”来描述，例如：

（1）音位变体C可视作是一个原型性音位图式A的例示，C还有可能作为D的图式；

（2）一种语言中的下义单位C可以是其上义图式A的例示，C还有可能作为D的图式；

（3）一个具体的象征单位，如“tree”，可以是其抽象的图式单位“名词”的例示，后者又是更抽象的、更上层图式“词”的例示。

……

我们可将其总结为：图式A对于例示C来说，具有上义性和概括性，例示C对于图式A来说，具有具体性和派生性，两者构成“图式—例示”关系，且可能有多重层级。


2）水平的“部分—整体”关系


将较小的象征单位按一定的规则排列就可整合成较大的象征单位。按照Langacker早期的观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象征单位可整合成一个构式，构式还可以进一步整合成更大的构式，这也体现出语言构式内部的层级性和复杂性。各语言都有各自整合象征单位和构式的方法和规则，似乎很难用一个通用规则将其概括全面。

认知语言学所说的语言水平层面上的“部分—整体”关系，有点类似于索绪尔所说的“横组合（Syntagmatic Relations）”，但与其根本差异在于只承认“部分组合（Partial Compositionality）”，强调“整合（Integration）”，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分属不同的学术流派。而且，索氏并没有论及词语横组合的机制，Langacker则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认为两个成分A和B之所以能够组配运用，整合为一个较大的构式，是因为A中包含一个突显的图式成分（即e-site），需要由B填入做精细化解释（详见第五章第三节）。


3）相似的“原型—变体”关系


抽象图式范畴化认知方式与原型样本范畴化认知方式的最大差别，就在于前者将范畴的中心代表视作“图式”，而不是具体的样本。这样，其具体成员，不管是典型样本成员，还是非典型的边缘成员，都可视作某一图式的例示（参见图14.1和14.3）。

范畴的典型样本例示成员，在抽象图式的基础上所增加的具体描写相对较少，而非典型的边缘例示成员对抽象图式所增加的具体描写相对更多。具体描写越多，越趋向为边缘例示成员，也可将其视为典型例示的变体。

在从原型成员到边缘成员的扩展与调变过程中，主要途径有二：

（1）隐喻，通过不断的比拟寻得或建立其间的相似性，并以其为基础建立各例示（甚至是不同的或不相容的例示）之间的隐喻性扩展关系。

（2）转喻，主要通过部整之间的关系来建立其间的关联，并以其为基础建立各例示之间的转喻性扩展关系。


4）调变的“联结—整合”关系


在将象征单位从小到大的整合过程中，常常会产生“新创成分（Emergent Element）”，Fauconnier等认知语言学家所提出的“概念整合理论（Conceptual Integration或Conceptual Blending）”对其作出了详细论述。我们有大量例证可以说明，语义理解仅靠传统的“组合原则”是解释不了的，必须运用整合原则，参见下文和第九章第四节。


5）组配的“自主—依存”关系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象征单位在组配过程中，它们的地位常常是不平等的，有主次轻重之分，而上述这四种关系又都与“自主—依存”关系紧密相关（详见第五章第三节）。

2. 构式之间的关系

构式都是由象征单位构成的，因此上文所述象征单位之间的关系同样适用于描写构式之间的关系。很多学者在他们的论著中都论及到构式之间具有分类性、分层性、传承性等特征。Goldberg主要论述了构式之间的四种传承性关系（参见第六章第五节）。

另外，大多构式语法学家在论述构式之间关系时主张用“网络（Network）”这一概念来处理。语言是由象征单位和构式集合而成的一个大仓库或大超市，仓库和超市里面的各种物品不可能无序乱放，否则就无法在需要时迅速找到它们。我们知道，分类和分层置放物品是大众认可的基本规律。同样，由象征单位和构式所形成的语法网络也必须按照某种公认的规律存储，否则人们就无法在需要时找到有关信息。构式语法学家借用仓储和超市的分类分层规律来论述构式之间的关系，人们的语法知识就可被视为按此规律形成的构式网络大仓库。


[1]
 　笔者认为Taylor区分“feature”（为经典范畴理论所用术语，译为“特征”）与“attribute”（为原型范畴理论所用术语，译为“属性”）是可取的，有利于术语规范化；而Croft & Cruse（2004：81）并未作此区分，因此笔者将他们所说的“the feature-list model”改为“the attribute-list model”，以与本书术语一致。


[2]
 　我们将Langacker原文中所用字母A→B换成了X→Y，以能与图14.1和图14.2中所用缩略字母相一致。他在这里所说的“例示性”范畴化关系中的X和Y，与图14.1中的A和B完全相同。而在“扩展性”范畴化关系中的X和Y，我们认为，X主要对应于原型样本B，Y则对应于C。这样，两处的论述才能贯通起来。


[3]
 　Lakoff（1987）和Taylor（1989）在他们的论著中都提到英民族常将robin视为鸟的原型样本。笔者以及笔者的学生曾就常用的10个范畴（家具、鸟、衣服、车、水果、蔬菜、工具、武器、运动、玩具）在各省各高校调查了不同人群（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城乡等）约500人，大致获得了这些范畴的典型样本。


第十五章　构式语法中的框盒图

本章论述了构式语法学家常用的“框盒图分析法”。从直观上来看，框盒图的画法与TG学派常用的树型图画法明显不同，有人认为框盒图看上去图形更复杂，标注更繁琐，但只要稍加琢磨，就会发现框盒图其实有很多优点，如较为直观形象，兼顾句法、语义与语用，所含信息量更多，等等。框盒图主要有四种类型：框盒套叠图、特征结构图、共变指数图、框盒树型图。第二节以WXDY构式为例解释框盒图的结构和功能，第三节分析了框盒图的利和弊。

第一节　概述

狭义的认知语言学坚决反对乔姆斯基（至少是早中期）抛开意义的那种纯粹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认知语言学家就一定要完全抛弃类似于形式化的描写方法（包括各类图解）。Langacker所倡导的认知语法也画了很多框盒图以解释语义和句法现象，但是它们与乔氏以组合原则为机制的形式主义方法存在本质上的不同，在形式上也有很多差别。有人戏谑地说：乔姆斯基“种树”（指他常用“树型图”来表示句法结构），而Langacker在“盖房子”（指他论著中的图形有点像建筑图纸，本书不妨将其称为“房型图”）。

Langacker（1987，1991a/b，2000，2002等）经常借用很多简笔图画来阐发自己的有关理论和观点，很多构式语法学家借用词汇功能语法学派以及其他学派的图表描写方法，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作出修补，如Leino（2005：98—100）尝试将认知语法的“房型图”与词汇功能学派的图解法结合起来，用前者来图解语义，用后者来图解结构，但仍有很多不足之处。后来经过很多学者的反复实践，将简笔画逐步发展成为较为系统的构式语法的形式表征：框盒图（Box Diagram），以求能尽量直观明了地将构式的句法、语义和语用特征在图中标注出来，将抽象的理论阐发得更加清楚。这样，框盒图就逐步流行开来，自成体系，成为构式语法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手段。

第二节　构式的框盒图表达法

本节重点述介构式语法中常用的图解表达方法：以“框盒套叠图”为主，辅以“属性结构图”、“指数共变图”和“框盒树型图”。

1. 框盒套叠图

框盒套叠图（Boxes-within-boxes Diagrams，Box Nesting Diagrams），即用框盒套框盒的方法来表征构式内部结构及其属性，大框中的小框，相当于母节点下的子节点。

用图形表达构式的内部结构有很多方法，如Langacker也曾借用结构主义分析句法成分时用的“括号法”，来分析“dog”的复数构式：

［1］［［［DOG］/［dɔg
 ］］-［［PL］/［z］］］

从这一表达式可见，Langacker的括号法不仅分析了语言的结构形式，而且主要是基于象征单位，同时兼顾了意义（全大写字母）和形式（音标以及书写形式）。

复数构式尚属简单，运用括号法就可描写清楚，可语言中还有很多更为复杂的构式，其中所包括的信息丰富多样，仅用括号法就显得力不从心，不免会捉襟见肘，此时就须用“框盒图”，或“框盒套叠图”才能将其中的细节信息标示清楚。

我们知道，构式主要包含两方面的信息：


（1）内部结构（Internal Make-up）：构式本身所包含的信息；



（2）外部特征（External Characteristics）：构式如何适用于更大的构式。


如图5.9就可很好地说明这一现象，“SING”框盒表示该动词的内部信息结构，它本身带有一个需要填入论元次结构的“e-site”，当它与“TOM”共现时，因为“TOM”具有能够被填入“SING”内部结构中作施事者论元次结构的功能，从而满足了“SING”中“e-site”的要求，两者集合成一个最简单的主谓构式。

本书中画了很多框盒图，例如图6.3至图6.4，图6.6至图6.9。它们确实可以较为清楚地揭示这类构式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特征。一般来说，外框常用以指树型图中的母节点，内框常用以指树型图中的子节点，同时，内框盒也可用来表示构式组成成分的内部信息结构，外框盒也可用来表示共现后的运用信息。Fillmore（1988：37）曾根据构式的外部特征和内部结构画了一个通用的框盒图：

[image: 0503-01]
图15.1



Fillmore还主张用“Attribute Value Pairs（属性值配对体）”的方法来标注构式所含丰富的信息特征，即图中“aaa”和“xxx”的配对使用，这也符合他所倡导实行的“a Unification-based Model（基于调合的模型）”这一总体思路，如图15.2中（cat det）就是这类配对体，其属性为“cat”，其值为“det”，用以表明该成分的“范畴为限定词”。

图中外框盒标注构式整体的句法、语义、语用条件，该构式的属性“aaa”具有“xxx”值；其中的两个小框盒表示整个构式的内部结构，它含有两个成分，其中一个成分的属性“bbb”具有“yyy”值，另一个成分的属性“ccc”具有“zzz”值。

2. 属性结构图

属性结构图（Feature Structure Diagram）主要用来表征详细的句法和语义信息。相关的一组信息可通过属性值矩阵（Attribute-value Matrices，简称AVMs）来表示，矩阵中的一个属性就代表着该构式所具有的某一特点，如词性、句法成分、语义、语用、音律等。除了句法和语义特点之外，某类词（特别是动词）还携带“论元”，此时图中就用“val”来标注词的配价属性，其中包括“语法功能（Grammatical Function，简称GRFN或grfn）”和“题元角色（Thematic Role）”。

认知语言学家虽大力倡导原型范畴理论，但并不完全排斥经典范畴理论，二分法和原型范畴理论有各自的适用场所（王寅，2006：2007a）。对于二分特征，在结构图中仍可借用“＋”和“－”来表示。例如英语中的不定冠词“a”在句法范畴上属于限定词，在功能范畴上具有提供细节描写（spec）的作用，在价范畴上属于非最大化词项，可标注为：

[image: 0504-01]
图15.2



“Maximality（最大化原则，简称‘max’）”是指词项范畴的最大投射，如上图中所标注的“max－”意为该词项范畴不是最大投射，因为不定冠词不能单独使用，它仍需与其他词语结合才能出现于语句之中。

不定冠词的语义框架含有3个要素（有界、可数、单数），可标注为：

[image: 05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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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冠词与其后所接名词的3个要素相符，它们就可构成一个不定名词限定语构式（the Indefinite Determination Construction）。如果两者不很相符，这一构式就有可能迫使其后名词作出适当调变，使其能适合整个构式的属性和意义，如“a pudding”的说法之所以能被接受，是因为不可数的物质名词“pudding”在与不定冠词“a”组配使用中，在构式压制的作用下获得了［count＋］的语义值。

3. 共变指数图

共变指数图（Co-indexation）用来描写构式在线性搭配中应具有的协调性关系，以确保相矛盾的属性值不能共现。

现以“much snow”为例来进一步说明框盒套叠图、特征结构图和共变指数图三种图形的具体含义和共现用法：

[image: 05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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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g＝pragmatics，val＝valence，phon＝phonology，lxm＝specific lexeme，可用作独立的词位，max＝maximality，标为“＋”表示不可扩展，level＝非中心词，如作修饰语）


由于“much”和“snow”的句法属性值和语义属性值相吻合，它们可以正常搭配使用，两个内框上所注的属性值标明了该构式“much snow”的信息，并显示了可继续与其他构式共用的情况。而“much book”的搭配则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们的内部属性不吻合，见下图：

[image: 05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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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分析便可设计出一个能特许形成所有语式的“限定词＋名词”构式（参见Fried & Östman，2004：37）。

[image: 0506-02]
图15.6



本图充分考虑到能确保构式各成分在线性搭配中的协同性，主要采取了以下几个措施：

（1）图中用向下的箭头表示构式的属性值可以对标有向上箭头的成分产生一定的影响，使得成分能作出适当的调整，Pustejevky所用术语叫“Semantic Coercion（语义压制）”，构式中具有强势值的成分可产生较大的影响。

（2）用“＃”表示词项间的共变特征，又叫属性的“调合指数（Unification Indice）”，在填入词项时特别要注意标有“＃”地方必须具备互适性。也就是说，图中所有的“＃1”、“＃2”、“＃3”处都要具有互适性，这就是术语“共变”的含义。

（3）“max”为“maximality”的缩写，可译为“最大化原则”，指词项范畴的最大投射。从图15.6可见，在“限定词＋名词”构式中，起语核角色的名词必须具有“max－”属性，据此，在这个槽位（Slot）中不可填入专有名词（Proper Noun）或代词（Pronoun），因为它们的属性值都为“＋”，已经具有最大化特征（“max＋”）了。

在这个槽位中可填入个体名词，因为它不可单独出现，其前须用限定词或其后须用复数形式，才具有最大化特征。物质名词也可填入其中，因其最大化的值是不需要作任何规定的，即在“max”之后不需要标注“＋”或“－”（参见下文），如：

［2］She drank water.

句中的“water”为物质名词，可直接置于动词之后。而有界名词（或个体名词、可数名词）的最大化至少应为［Det＋N］。一般说来，填入句中题元空位处的，当为最大化短语（Maximal Phrase），但也有例外。

英语中不同类型的名词可用“属性值配对体”标注为：


专有名词：　　　（cat　n）（max＋）



物质名词：　　　（cat　n）（max）



单数可数名词：　（cat　n）（max －）


（4）可将一个词项的属性值标注成确定的，另一个标注成不确定的，以便在填入词项时作适当调整。

（5）在整个构式中还可安置一个属性变化词项构式（Attribute-changing Lexical Construction，参见Fillmore et al.，待出：§3），在特殊情况下可使其变为另一新词项，如在“three coffees”中，由于用在“数词＋名词”的构式中，使得“coffees”从一个不可数名词变为一个可数的新名词。这一点很重要，充分考虑到Zwicky（1995）提出的“允许违反‘范畴严格定位原则（Strictly Categorial Determination）’”，确保体现出构式语法的动态性和灵活性分析思路（参见Michaelis & Lambrecht，1996：225—226）。

构式语法学家虽认为句义不完全是由句中动词决定的，但也没有否认动词在决定一个句子的相关句法和语义关键特征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因此它也是构式语法研究中的一个核心内容。很多学者，包括Goldberg（1995）等，研究了英语中的以动词为语核的构式（Verb-headed Construction），还有很多学者研究了英语动词短语构式。他们还主张把基于场景的方法（Scene-based Approach）与框架语义学（词句的意义相对于所出现的场景）结合起来，据此，一个动作事件必然要包括数个框架要素（Frame Elements），涉及相关的参与者。从不同的角度看一个事件，就会突显不同的框架要素，也就会形成不同的句型。因此谓词的构式表征至少应包括两个要素：框架和价。

在论述动词的参与者角色时，有些角色是基本的，有些是次要的，因此参与者角色有层次之分，例如：

［3］Peter carried the bags for me to the car.

［4］Peter carried the bags.

但不可说：

［5］？？Peter carried.

［6］？？Peter carried for me.

因此，Fried & Östman（2004：45）将“carry”的构式框盒图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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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frame element（框架成分，相当于role（角色））



DA＝distinguished argument（区分性题元）



rel＝relationship（关系属性，指题元与动词之间的关系类型）］


4. 框盒树型图

亦有学者主张将框盒图与树型图结合起来表征句法构式的内部结构，这也不失为一种值得推荐的选择，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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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Fried & Östman（2004）还画出了主语、动词短语、主谓、被动态、宾语、受格等构式的框盒图。Leino（2005：98）还以分句“Tom gives an apple to Mary.”为例画出了分句的框盒图。

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框盒图还可以用来表示隐喻，反映出隐喻映射过程中的主要信息，例如可将“管道隐喻”分析为（Östman & Fried，2005：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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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管道隐喻，就是依据始源域的“传输物体”来说明目标域的“语言交际”，发话人对受话人的语言信息传递的过程可被识解为：施事者向受事者传递一个物体。图中标出了这一隐喻映射过程中的有关角色。

第三节　以“WXDY构式”为例解释框盒图

1. 概述

Pullum（1973）曾撰文述及“What’s X doing Y”（简称WXDY）构式
[1]

 并指出其一些特殊用法，Ivan Sag和Susanne Riehemann后来在HPSG分析框架中也述及这一构式（论文未发表）。Kay & Fillmore（1999）受其启发，在他们提出的构式语法理论框架中详细分析了“汤中蝇笑话（Fly in the soup joke）”构式，开始深入研究WXDY构式所隐含的各种用法特征，并用框盒图详细描写其句法、语义、语用和配价等属性：

［7］Diner：Waiter，what’s this fly doing in my soup？

　　Waiter：Madam，I believe that’s the backstroke.

就餐者的问话字面上可有两种理解：


（1）这是一个“直陈式（Straightforward）”或“一致式（Congruity）”问题；



（2）这是一个“非直陈式”，或“非一致式（Incongruity）”问题。


但在这一特定场景，即就餐者见到即将入口的汤中有一只令人生厌的苍蝇时，显然是在“抱怨”，他问话的意思相当于：

［8］How come there’s a fly in my soup？

而餐厅服务员故意回避就餐者发牢骚的第二种含义，仅以第一种的字面含义为基础做出了直陈式答复，产生了一种答非所问的“不匹配（Mismatch）”效果，从而使其成为一则十分有趣的笑话。

Kay & Fillmore由此入手较为详细地论述了WXDY构式的种种特点。他们首先发现：其非一致式的含义和用法表示“某场景出现某事体不合适”，这显然不是该表达中各成分进行简单相加的结果，运用TG理论中的“词汇和规则”理论是无法做出合理解释的。因此必须将它视为一个兼有独特“句法—语义—语用”的整体单位，即视为一个“多合一”的构式整体来加以研究，这一观点就与Langacker于1987年提出的“象征单位”十分接近。

一个特殊的WXDY构式中包含着多个构式，它从数个具有普遍性的正常构式中传承了许多信息和用法，在将多个正常构式进行整合的过程中，传承的程度性不完全相同：可能是全部传承；或有所选择地传承，或做局部调整后传承。在后一过程中，形义之间的象征关系就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WXDY构式主要从以下几个常规构式中传承了相关信息和用法特征：

（1）特殊疑问句构式。该构式主体为一特殊疑问句，因此当它单独用作一个主句时，不管怎么变化，该表达式都以“What”开头，这也完全符合英语中特殊疑问句的普遍规律。但它又与正常的特殊疑问词不同，不具有指称功能，即在传承过程中做出了局部调变［参见下文“程序性分析”第2）、3）点］。

（2）主谓一致构式。该构式中的“be”须与主语X在人称和数上保持语法一致的关系，这一特征得到了全部传承。

（3）主谓部分倒装构式。当该构式用作独立分句时，因其是由特殊疑问词（即“Wh-”词）引导的，其后的主谓两部分要遵循“部分倒装”规则；当该构式充当宾语从句时，则仍须采用陈述句语序，这两个特点也被WXDY构式全部传承下来［参见下文程序性分析第9）点］。

（4）进行体构式。就其普遍性而言，该构式运用了正常的“be＋doing”进行体形式；就其特殊性而言，它并不表示进行体的意义，这里的“doing”无甚实在性含义。因此，正常用法在传承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形式”和“意义”在这里出现了非常规性［参见下文程序性分析第12）点］。

除此之外，WXDY构式还有以下一些语义和语用方面的重要特征：

（1）该构式主要表示如下语用含义：讲话人将句中所蕴含的命题视为“不合适”、“不恰当”、“不合理
 ”，这一非常规语用含义正是来自“what”和进行体在传承过程中“形义配对体”所出现的异常性。这体现出语言符号的标记象似性原则，异常含义象似于异常用法，有标记符号象似于额外意义（王寅，2001：369）。

（2）X是该构式的主语，但同时兼任Y的逻辑主语（Logical Subject），即Y的逻辑主语与整个构式的主语X合一。

（3）该构式蕴涵一个“X be Y”的命题，Kay & Fillmore（1999：21）将其称为“事态（State of Affairs）”，亦可按照谓词演算公式记作：Y（x）（在下文图15.11中用“＃1［］”表示）。这一事态或命题是整个疑问句的落脚点，对其发出“吃惊”、“不妥”、“抱怨
 ”的感叹或责问，这就是图15.11中的“｛prag，＃1［］｝”的含义。

（4）该构式具有一定的能产性（Productivity），可填入很多不同词语，且用法还有一定的变化。

从上述分析可见，WXDY构式中既有一般，也有特殊，同时兼有矛盾的两个方面，这促使了Fillmore、Kay、O’Connor、Goldberg等学者采取了一种具有唯物辩证法立场的分析方法：一般存在于特殊之中，可从特殊来反溯一般，须将特殊与一般、归纳与演绎结合起来，既关注特殊，也兼顾普遍（参见牛保义，2007）。这一分析视角真可谓“独具慧眼”，具有理论上的创新性，也是对西方沉醉于TG理论范式的学者当算是一大反叛，确确实实给语言学研究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也给我们以诸多启发。

2. 程序性分析

根据笔者多年来语法教学的经验，若能按照句型顺序来逐点论述各部分的用法特征，就能将众多语法现象串联起来作一系统讲解，可收到“好教、便学、易记”的效果（参见王寅、李弘，1989）。这一分析法也完全适用于构式研究，即按照构式顺序逐点解释各处的特征，便能将一个构式从句法、语义、语用等角度论述清楚。现对WXDY构式作程序性分析，按照表达顺序逐步梳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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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What”为固定常项


WXDY构式为“半固定图式性”构式，其中的“What”和“doing”是固定的，X和Y是变量，“be”随X变化。


2）“What”作宾语


构式中的“What”是“doing”的一个论元角色，Kay & Fillmore（1999：19）将“what”析为“doing”的补语或直接宾语，但它又不同于正常用法的特殊疑问句，例如：

［11］What is Tom doing at home？

［12］Tom is doing some washing at home.

在例［11］中，“what”具有特定的“指称价值（Referential Value）”，其疑问性信息需要由像例［12］中的“some washing”来填充。而在“WXDY构式”中，“what”不具有特定的指称价值，因此其后不可接“else”［参见3）］。它在构式框盒图（参见图15.11）中被标为“｛［ref ∅］｝”，不需要做出“指称性”回答，而例［7］中服务员对其做出了这类回答，反倒成了“笑话”的“笑点”。


3）不可用“else”


从总体上来说，该构式属于由“What”引导的特殊疑问句，但它在语义上却是一个无指称价值的，不受指称约束的操作因子（Operator），这可从其不可被“else”修饰（即“what”后不可接用“else”）得到验证，如例［7］不可说成：

［13］*
 What else is this fly doing in my soup？

例［9］也不可说成：

［14］*
 What else is Tom doing in my office？


4）“be”为语核


Kay & Fillmore（1999：29）认为，该构式的语核为“be”，整个构式是以动词“be”为语核建构而成的。他们认为，WXDY构式不是进行体（我们认为，当Y处用介词短语或副词短语时，它们还或多或少地含有“进行体”的意义，参见下文），此处的“be”不是进行体中的助动词，而是一个连系动词（Copula），例［9］中蕴涵了如下一个命题：

［15］Tom is in my office.


5）“be”有变体


构式中的“be”可有多种变化形式，主要有三：

（1）可与“what”合写成缩略形式“what’s”；

（2）本身还可有“人称”和“数”的变化，如“am”，“are”，需与X取得一致；

（3）还可有时态变化，如用：“was”，“were”。


6）“be”无否定


我们知道，特殊疑问句可有肯定和否定两种用法，如：

［16］What is he doing？

［17］What isn’t he doing？

但当此构式表示“抱怨”、“不适合”之义时，它就没有否定形式，如例［10］不可说成：

［18］*
 What isn’t Tom doing eating fish and chips？

［19］*
 What is Tom not doing eating fish and chips？

但是可在Y处用否定，参见例［44］至［46］。


7）X作“be”的主语


该构式中的X为变项，准入各类名词短语，可将其分析为“be”的主语。而且它还与Y的逻辑主语相吻合，如在例［9］和［10］中，Y处“in my office”和“eating fish and chips”的逻辑主语与X处的“Tom”完全吻合，这就是Kay & Fillmore（1999：23）所说的“Coinstantiation Construction（共例示性构式）”。


8）实指性


该构式中的X充当述谓Y的指称性题元，不能用虚指成分（Expletive Element）、隐性习语、指示代词、否定名词等，例如：

［20］*
 What was there doing being a blizzard in August？

［21］*
 What is that doing being the teacher？

［22］*
 What is no milk doing in the fridge？

例［20］中的“there”为虚指成分，［21］中的主语部分“that”为指示代词，［22］中的主语部分为“no milk”，具有否定性含义，因此它们不可接受，须将其对应修改为：

［23］How come we had a blizzard in August？

［24］I bet that’s the teacher.

［25］How come there is no milk in the fridge？


9）倒装与正装


X与“be”之间有两种相对位置，可倒装也可正装。若WXDY构式用作一个单独分句，它传承了英语特殊疑问句的部分特征，“be”与主语X要部分倒装；若嵌入用作从句（主要见于宾语从句），则也传承了此类疑问句的语法特征，要用陈述句语序，如例［7］可改写为：

［26］I wonder what the fly is doing in my soup.

又例：

［27］I wonder what the salesman will say this house is doing without a kitchen.


10）“doing”为常项


该构式必须用“do”的现在分词形式“doing”，为一常项，这不同于其他实意动词。如例［10］就不能改成：

［28］*
 What did Tom do eating fish and chips？

Kay & Fillmore（1999：21—22）主张将“doing”视为一个纯粹连系动词（Pure Copula），相当于一个“铁路小站（a Way-station）”，仅起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将X与Y联结起来，而没有传递任何诸如时、体、情态等方面的新信息。


11）“doing Y”为“be”的补语


Kay & Fillmore（1999：20）将“doing”分析为构式的第二语核，它与其后的Y可析为一个成分，构成一个动词短语（VP），用作“be”的补语，而不主张将“doing”和Y析为“be”的两个补语。如例［10］中的“doing eating fish and chips”可视为一个VP，用作“is”的补语。


12）“doing”无实意


尽管“doing”在整个构式中起着十分重要的句法角色，但它并不表示任何实在意义，不表示“正在做事”，这也能从“doing”的主语X可用“this scratch”，“the key”，“your name”，“a house”等看出来，它们本身是不具施事性的，例如：

［29］What is this scratch doing on the table？

［30］What was the key doing under the mat？

［31］What do you think your name is doing in my book？

我们认为“doing”本身不含实在意义，其主要意义由Y来表达，或者说“doing”的意义实际上与Y意义融为一体，这也是Kay & Fillmore主张将“doing Y”视为一个结构整体的主要原因。


13）doing不用于否定


该构式中的doing未见用于否定形式中，参见第（6）点，又例：

［32］*
 What aren’t my brushes doing soaking in water？

［33］*
 What are my brushes not doing soaking in water？

［34］What are my brushes doing not soaking in water？

例［32］和［33］为不可接受的句子，因为句中对be和doing进行了否定。若要用否定意义，应当落在Y部分，因此例［34］是可接受的表达，参见例［44］至［46］。


14）Y为主旨


Y部分在句法上可分析为旁格（Oblique，或译为“附加成分”），却常为该构式提供了主要信息，且这部分是整个构式最不确定的部分，可根据具体语境填入若干具体词项和表达，成为整个构式所述说的主旨命题。


15）Y为“doing”的补语


Kay & Fillmore的分析思路为：Y作“doing”的补语，“doing Y”结合为一个整体成分，做“be”的补语。

Kay & Fillmore（1999：19）指出：整个Y部分是“doing”的补语，所起作用为：“主语控制的第二谓词（Subject-controlled Secondary Predicate）”，Lakoff（1987）将其称为“句末短语（Final Phrase）”。而且，在Y中必须含有一个题元须与整个构式的主语X相吻合［参见第7）点］，如在例［9］和例［10］中的“in my office”和“eating fish and chips”，它们所蕴涵的主语性题元与“Tom”相吻合。


16）Y可用介词短语和副词短语


根据语料，Y处可为介词短语、副词短语、“V-ing”或“V-ed”四种情况，我们拟将前两小类视为一类，将后两小类视为另一类［置于第17）点论述］。

［35］What are they doing in the hotel？

根据上文的分析思路，该构式中的谓语动词“doing”带有两个论元（“what”和“they”）和一个附加语（“in the hotel”）。也有学者主张将附加语直接视为一个题元，但我们考虑到，将附加语视为题元就可能与其他论述不相一致，因此本书将其分析为附加构式成分。尽管是附加语，但却传递着主要信息，为整个构式提供了事件发生的场景［参见第14）点］。

Y处除了可用表示地点的介词短语之外，还可用其他类型的介词短语：

［36］What is Tom doing with those silver candlesticks
 ？

［37］What was Tom doing without a solicitor
 ？

Y处还可用副词：

［38］What is the horse doing here
 ？

上文第12）点提到，Kay & Fillmore认为该构式中的“be doing”虽为进行体，但并不表示进行体的意义，但我们觉得，此处还是能体会到一点进行体意义的，如从例［38］“What is the horse doing here？”就很容易推断出“the horse is here right now”的意思。汉语也有类似的构式用法：

［39］他到办公室来做什么？

此句话表明“他人现正在办公室”。


17）Y处可用“V-ing”/“-ed”


该构式的另一特殊之处在于Y处可用“V-ing”或“V-ed”形式。若将其分析为动名词作“doing”的宾语，似乎难以自圆其说，因为“doing”已经有了一个“what”作宾语（“doing”虽可接双宾语，但不适用于此句型），而且此处还可用“V-ed”形式，例如：

［40］What is Lily doing covered in spaghetti
 ？

［41］What is Lily doing naked
 ？

据此，“V-ing”就不宜视为动名词形式。Kay & Fillmore（1999）为能作出统一处理，将它们分析为“分词（包括现在分词和过去分词）”作“doing”的补语，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正如上文第2）点所述，“what”在该构式的正常用法中不具有“指称价值”，即不需要为其提供特定的、外在的所指信息，或许正是由于这一点，其后才出现Y处可接额外词语。这里用“现在分词”或“过去分词”来填补“what”的内容，或通过“what”疑问Y处的信息，就延伸出对Y处信息作出“不适合”、“抱怨”等感叹，如：

［42］What is it doing raining now？

［43］What’s your car doing in my parking space？

例［42］可理解成通过“what”来疑问“raining now”，再延伸至“抱怨”。同样，例［43］从疑问“你的车停在我的停车位上做什么？”自然可推导出“不适合”或“抱怨”的语用含义：“你的车怎么会停在我的停车位上？”


18）Y可用否定


Y处有“肯定”和“否定”两种用法，肯定用法见上文诸例。否定用法见例［34］，又例：

［44］What am I doing not reading this book
 ？

该句意为：“我怎么就没看这本书？”句中否定词“not”不可出现于其他位置。又例：

［45］What is your homework doing not on my desk
 ？

该句意为“你的作业不在我办公桌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又如上文例［10］可说成：

［46］What’s Tom doing not eating fish and chips
 ？





WXDY构式有许多规则性句法特征，它们传承自其他较为抽象的构式，如语核—补语构式、主谓构式、特殊疑问词左移构式等；同时它也含有很多不规则性的特殊用法，如上文所述的常项“doing”，不表进行体，且它与“be”两词都无否定形式，Y处可用“V-ing”/“V-ed”，整个构式含“抱怨”等语用意义等，这些都是无法预测的。

因此，以构式为基本出发点建立起来的构式语法理论，既适用于规则性特征，也适用于非规则性特征，这就比TG理论仅研究规则性核心语法更能体现出理论上的解释充分性。

3. WXDY框盒图分析

有了上文的分析作铺垫，就能较好地理解WXDY框盒图如何将该构式有关“句法—语义—语用”等信息囊括于一个图中作出较为详细的描写。

图15.11摘自Kay & Fillmore（1999：20），它从句法（syn）、语义（sem）、配价（val）这三个层面标注了WXDY构式的主要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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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y和Fillmore也接受了HPSG的观点，认为该构式是以动词“be”为语核的构式，因此在框盒图的句法层面标注其范畴（cat）为“V”，其主要词汇语核为“be”。这就是说该构式不是进行体，“be”不是表示进行体的助动词，而为连系动词。

语义层面提供了该构式的语义和语用属性，“frame”表示该句使用时的基本场景框架，其后标注为“incongruity-judgement”，以及其下标注为“prag”［Pragmatic Resolution（语用分析）的缩写］，意为该构式的语用价值为“不一致性判断”，必须从语用角度才能较好理解其义，判断人也因具体语境或具体事态（＃1［］）而异。若以［9］为例，具体语境或具体事态则为“Tom being in my office”，相当于上文所说的“X be Y”命题。

配价层面提供了构式的结构信息，它控制着整个构式。第一行式子“［rel［gf subj］］”表示构式中某一成分（这里为X，即例［9］中的“Tom”）的语法功能（Grammatical Function，简写为“gf”）作动词“be”的主语（subj）。

Kay和Fillmore认为，该构式中“doing Y”为整个句子提供了场景信息，接下来的方括号中几行信息表示第二语核“doing”的有关信息（参见上文介绍），即例［9］中的“doing in my office”，它是以词汇“doing”为语核的，因此这部分的句法范畴可划归动词类。根据语料可知，这一部分不用否定式，因此标注为“neg－”。

由于这一部分主要为整句提供场景信息或具体事态，因此该部分的语义层面被标注为“｛＃1［］｝”，这样它就与上文语用场景“｛prag，＃1［］｝”的标注相对应（方括号中的空白处可填入具体的场景信息或事态，即“X be Y”命题，这也表明了该构式具有概括表征性）。下面的“rel”是指“doing Y”与“be”之间具有“补语（comp）”这一语法功能。

在构式的总配价层面这一大括号内还套了一个“val
 ”次大括号，它提供了有关“doing Y”的配价信息。首先是构式的主语X与Y之间具有主谓关系，即Y的逻辑主语与大括号第一行所标注的信息对应，据此例［9］可解释为，“Tom”不仅是“is”的主语，而且还是Y（“in my office”）的逻辑主语，所以框盒图中大括号第一行所标“［rel［gf subj］］”在这里又被重复了一次。

下面置于方括号中四行的信息是“what”的有关属性，它只能位于句首，不可移动（“［loc－］”）到其他地方。根据语义可将“what”的句法关系视为“doing”的宾语（obj），但它又不能出现在由“doing”作语核的动词短语（VP）中，而只能出现在“左孤立位置（Left-Isolation Position）”，这种语法现象又叫“左孤立构式（Left-Isolation Construction）”。由于该成分理论上说是从右边某处“被移出的成分（Extracted Constituent）”，因此将这一语法现象称为“左移构式（Left-Moved Construction）”似乎更合适。

如果从语义角度来讲，“what”原当位于“doing”之后，但从句法角度来说，“what”又传承了特殊疑问词的用法，当置于句首。但在WXDY构式中的“what”没有明确的“指称价值”，被标注为“｛［ref ∅］｝”（参见例［11］和［12］）。

最下一个中括号也分别从句法、语义和配价三个层面提供了有关“Y”的信息，即例［9］中的“in my office”。首先它的语法功能为“doing”的补语（comp），其语义信息标注为“＃1”，这与上文对应，说明它指明了一个被判断的具体场景或具体事态。其中的“frame”具体指明Y（不一致性判断）的场景框架，且在这个不确定的Y中，至少含有一个对应于其主语的题元，这就是“args ｛＃2［］｝”的含义，题元Y的信息与其主语由“＃2”连接起来。

图15.11中最后两行所标注的是X与Y之间的配价关系，前者在语法上是后者的主语，在语义上与Y中所含的一个题元“｛［＃2［］｝”相融合。

该图充分显示了框盒图所具有的单层面功能，将“句法—语义—语用”信息集中于一体进行详尽论述。只要我们能熟悉他们所用的有关术语以及分析思路，看这样的框盒图就不会感到困难，看多了反而会觉得一目了然、直观形象。

第四节　框盒图分析法的利弊

用框盒图表述构式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特征具有明显的直观性，这一方法受到很多学者的青睐，在John Benjamins于2004年—2005年期间出版的《语言的构式研究丛书》前三卷中，收录的许多论文都对其作出了论述和应用。但任何一种语言理论或分析方法都有利和弊，框盒图也不例外。

1. 框盒图分析法的“利”


1）科学化


科学化是很多学科追求的目标，至今还有部分语言学家坚持认为“形式化”是实现语言研究科学化的重要乃至唯一可行之路。但大多学者持与其相反的观点，特别是当今认知语言学家，几乎都反对以二分法和组合原则为基础的形式主义研究进路（详见Lakoff & Johnson，1987，1999；王寅，2001，2007a）。我们也持这一观点，认为试图用一套固定的符号标记和数学公式来描写人类具有丰富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思维和语言是很难的，即使可行，其范围也十分有限。作为语言形式化的一种替代品，框盒图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语言分析的科学化。


2）直观性


各象征单位和构式之间所具有的联系性和制约性，都可较为直观地呈现在网络图之中，用各类线条（如实线、虚线、带箭头的线条等）将它们连接起来。本书在其他章节引用了很多这样的框盒图，有的看上去比较复杂，例如图15.11，但其实只要耐下心来仔细琢磨一下，知晓有关术语的含义，掌握看图的基本规律之后，任何具有一定语言学基础的学者都能看得懂。又如表示固定性习语的构式的内部象征关系也可通过框盒套叠图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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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字叙述的附属品，形象直观的框盒图会大大有利于我们更为清晰地理解有关思想内容。图中外框为整体构式，它包含了构式的形式和语义两个极（两个横向的长方形框盒，之间有一较短的竖向虚线连接），这足以体现出构式语法理论所一贯倡导的“形义配对体”基本思想。

图15.12中的两个黑框分别表明了“spill”和“DIVULGE”之间形义象征关系（或可将其理解为把spill映射到了DIVULGE上），“the beans”和“THE INFORMATION”之间的象征关系（或可将其理解为把the beans映射到了THE INFORMATION上）。在“spill the beans”整体和“DIVULGE THE INFORMATION”整体之间也存在象征关系，如图中短的竖虚线所示。

从该框盒图可见，象征关系具有多重套叠性（Multiple Nesting）。由于在该习语中，只能用动词spill，且其后只能接the beans，因此很多学者，如Nunberg等（1994：505），Croft（2001：183）等认为，这两者之间的句法关系主要体现为一种语义上的搭配依存关系，而不是什么动宾句法关系，这也为取消“纯句法关系分析法”提供了依据（参见第七章第三节），该图也将这一观点标明在图中。

可见，框盒图对于我们了解语言在构式的内部结构以及象征关系，正确掌握语句的用法是大有裨益的。


3）准确性


若在特定的构式与特定的框盒图之间建立相对稳定的关系，或在框盒图右上角明显标注出构式的名称，再在框盒图内的特定位置上标注出特定的构式特征和限制条件，则可大大有利于我们准确识别构式的意义和用法。例如，我们可以设计出更为精细的框盒图来表达各种构式之间的细微差异，达到消除歧义的目标，还可透过这种框盒图十分容易地发现句法或语义上的不协调之处，这既可解决自然语言表达不严密的问题，又可克服乔氏形式化语言过于严谨呆板的缺点。


4）自动化


语言学研究与计算机紧密结合是当代语言研究的一大特征。若能对语言的构式作出多维剖析，定好模式，设计出相对稳定的框盒图体系，也就能为计算机所识别，为人机对话和机器翻译带来新思路。

人类想用一套逻辑符号和数学公式来精确地表达各种语言的构式，实现语言翻译的全自动化，但这只能是个理想而已。而通过构式的框盒图，结合框架语义学、事件域认知模型等思路，则可能有所进展。

但到目前为止，构式的框盒图还算是刚刚起步，对其有所研究的构式语法学家还很有限，因此距离完善还很遥远。

2. 框盒图分析法的“弊”


1）缺乏系统性


目前用框盒图来分析构式的应用还很有限，难以形成一个体系。主要面临以下两个理论问题：

（1）一种语言究竟能有多少构式？这恐怕谁也说不清。若按照Goldberg等学者的观点，词素和词都是构式，那么语言中的构式实在难以计数，框盒图就很难做出穷尽性描述，也就只能像义素分析法（Componential Analysis，简称CA）一样，停留在对诸如“孤男寡女
[2]

 ”的个案分析之上。

（2）如果按照激进构式语法（RCG）的观点，构式会因语言而异，也就是说，在跨语言对比中，我们难以找到完全对应的构式，即使在同一语言中句法范畴也不具有普遍性（如NP），这就给框盒图分析法带来了根本性挑战。因为一旦否定了构式的普遍性，构式的数量就会有无限多，相应地，我们就需要无数的框盒图，这到底还有多少概括性和代表性？

因此，我们认为，构式的框盒图分析法到目前尚处于尝试阶段，还没能形成一个明确的研究目标和研究体系。


2）缺乏统一性


认知语言学家认为，构式可为语言各层面做出一个统一的解释，但是研究构式的框盒图却与“统一”目标相去甚远。

稍微深入解读学者们各自所画的框盒图就会发现，他们使用的方法不尽相同，尽管都是在用框盒套叠的画法，但具体套叠的形式却有很大差异，而且在框盒图中的标注方法也有很大出入。倘若要进一步普及这种研究方法，学者们就当尽快商量制定出一套统一的画法和标注方案，规范化运作有利于框盒图的普及。


3）部分信息标注不清


因为框盒图对构式中的有些信息标注不清，有学者提出了用其他方法来形式化表征构式语法的思路，例如，Holmes & Hudson（2005）在题为“Constructions in Word Grammar（词汇语法中的构式）”一文中，就试图运用“Word Grammar（语汇语法）”图表法来代替框盒法表示构式的内部结构，如出自构式“What’s X doing Y”的构式“What is it doing raining”可图示如下（Holmes & Hudson，2005：256）：

[image: 0526-01]
图15.13



图中缩略语和术语分别意为：

comp=complement补语

subj=subject主语

obj=object宾语

extractee：移出项（表示被移出词，如what）和原来对应词的位置

sharer：共享项（类似于主语补语、宾语补语等）

这一图形的明显特征就是比框盒图更为直截了当，关系标注得更加直观清晰。或者说，透过Holmes & Hudson用词汇语法图表法（既有具体的词汇，又表明了词间的具体句法关系）来代替框盒图表示构式结构的思路可见，框盒图仍有不足之处。


4）耗时耗力


框盒图虽能直观地表示构式内部的若干信息结构和属性，但对于初学者来说，没有一定的背景知识，是很难看懂这类图形的。而且这一分析法对于作者来说，画起来既费力又费时；对于读者来说，看起来也很耗时间和精力。

倘若能使计算机识别此类构式框盒图，我们就又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设计软件，尚不知道能否克服上述问题。或许我们当从长计议，解决统一图表和系统设计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和努力之后，才可能初见成效。

第五节　结语

无论如何，构式语法中的框盒图分析法作为一种新生事物，还是有很多优点的。作为纯粹数理演算形式化的一个替代品，它为我们研究语言指引出了一条全新的思路。笔者认为，这种研究方法尚有很大的发展潜势，我们当拭目以待，有此志趣者亦可投身其中，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


[1]
 　Kay & Fillmore（1999）在论文中既用了“WXDY Construction”，也用了“WXDY Construct”，为与全书统一，我们还是主张将其统一称为“WXDY构式”，因它毕竟还是一个抽象的句法构架，其中的X和Y是变体，可替换填入若干不同词语。


附录一　术语索引和汉译对照表


附录二　人名索引和汉译对照表
[1]





	Aarts
	阿尔茨
	257



	Ades
	阿戴斯
	417



	Akmajian
	阿克马俭
	325



	Aoun
	奥恩
	392



	Aronoff
	阿诺罗华德
	87



	Baldwin
	鲍德温
	95



	Barlow
	巴咯
	106



	Bencini
	本契尼
	10，78



	Bergen
	伯根
	119，120



	Bergs
	伯格斯
	12，25，26，27，43，337



	Berlin
	伯林
	460



	Bloomfield
	布龙菲尔德
	28，74，224



	Boas
	博厄斯
	11，12



	Bolinger
	博林杰
	98，390，391



	Bowerman
	鲍尔曼
	391



	Bresnan
	布莱斯曼
	70，75，216，334，397



	Brown
	布朗
	42，69，70，314，460



	Brugman
	布鲁格曼
	443



	Bybee
	拜比
	106



	Cappelle
	卡佩拉
	25



	Carter
	卡特
	68



	Chafe
	切夫
	7，73，98，116



	Channon
	钱农
	392



	Chierchia
	切尔恰
	334



	Chomsky
	乔姆斯基
	74，80，88，333，334，392，462，134



	Comrie
	康姆利
	128



	Cook-Gumperz
	库克-甘伯兹
	7



	Croft
	克罗夫特
	5，10，28，40，100，106，224，309，414，50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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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式语法研究（下卷）：分析应用

前言



第一章 英语双宾构式（上）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双宾构式的体验性及其原型意义

1. 双宾构式的体验性



2. 双宾构式的原型义



3. 英语双宾动词的数量及其分布





第三节 双宾构式的构式程序分析图

1. X生命体



2. X意愿性



3. X施事性



4. Y生命体



5. Y意愿性



6. Y受益性/受损性



7. Z具体性



8. Z事物性



9. Z具有可传递性



10. X传递给Y



11. X原领属Z



12. Y后领受Z



13. 传递类动词





第四节 以角色（人/物）为主线的分析

1. 对单宾句中宾语Y项的角色分析



2. 对双宾句中直接宾语Z项的角色分析



3. 双宾构式间接宾语Y项的角色分析



4. give构式主语的角色分析





第五节 结语

1. 系统梳理



2. 句法不自治



3. 构式语法的意义







第二章 英语双宾构式（下）

第六节 双宾动词与双宾构式的互动

1. 构式义压制词汇义



2. 词汇义与构式义互动





第七节 反思“不变原则”

1. “不变原则”的局限性



2. 修补方案1



3. 修补方案2



4. 修补方案3



5. 笔者的修补方案





第八节 双宾动词的语义分类

1. 概述



2. Pinker与Goldberg等的分类



3. 徐盛桓的三分类



4. 笔者的五分类



5. 双宾动词与双宾构式的组配使用





第九节 与格构式中的介词



第十节 双名构式和与格构式的对比

1. 结果与过程



2. 实物与服务



3. 领属与非领属



4. 传授与非传授



5. 动作前与非领属



6. 生命体与非生命体



7. 间宾约束直宾与直宾约束间宾



8. 使“有”与使“走”



9. 直宾与代词



10. 有意志与无意志



11. 工具与材料





第十一节 结语





第三章 汉语双宾构式

第一节 汉语双宾动词的分类

1. 赵元任的分类



2. 朱德熙的分类



3. 马庆株等的分类



4. 李临定的分类



5. 张伯江的分类



6. 陆俭明的分类



7. 石毓智的分类



8. 范晓、朱景松的分类



9. 笔者的分类





第二节 汉语双宾构式的原型意义

1. 诸位学者的观点



2. 笔者的观点





第三节 英汉双宾构式对比

1. X是否兼有“传递”和“取得”



2. 英汉双宾构式和与格构式的差异



3. 汉语“给”字的构词用法



4. “给我”的语法化



5. 数量对比





第四节 两段式与三段式的分析法

1. 两段式分析法



2. 三段式分析法



3. 三段式分析法的解释力





第五节 余论





第四章 “吃他三个苹果”构式新解：传承整合法

第一节 “吃他三个苹果”构式

1. 概述



2. 评论



3. 相关问题的思考





第二节 “吃他三个苹果”的构式程序分析图

1. 可省主语



2. 有无“了”



3. “吃”与“他”搭配不合理



4. 仅用单数第三人称



5. “他”的实指与虚指、轻声



6. 位置确定



7. 语气词/宣泄



8. 意愿/随意/异常/难得/计划



9. 口语化



10. 必有数量



11. 从无界到有界



12. 概数



13. 可省宾语





第三节 传承整合观



第四节 结语





第五章 英语动结构式（上）

第一节 动结构式的句法研究

1. DOR原则



2. 小句分析法



3. 复合谓语



4. 增量主题



5. 词汇功能语法



6. 赋格动词





第二节 使动构式与动结构式

1. 使动构式



2. 动结构式





第三节 动结构式分类

1. 以动词的及物性为基础



2. 以RP的词性为基础



3. 以AP和PP语义为基础



4. 以主体的句法成分为基础



5. 致使性与非致使性



6. 以动作与RP之间的逻辑关系为基础





第四节 动结构式的多重意义及其语法化

1. 动结构式的多重意义



2. 依据体验性事件结构的语法化





第五节 结语





第六章 英语动结构式（下）

第六节 动结构式中的假宾语

1. 什么是假宾语



2. 假宾语不能转用成其他三种表达式



3. 中动态与假宾语的特征对比



4. 动结构式和假宾语的认知分析





第七节 英语动结构式的使用限制

1. 结果补语不与方向短语共现



2. 两个结果不共现



3. 方向动词与动结构式不共现



4. 动结构式不与双宾构式共现



5. 双题元中的主语限制



6. 动结构式与体限制





第八节 动结构式用法限制的认知解释





第七章 汉语动结构式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动结构式的语法化

1. 引言



2. 构式程序分析图：十二点详解





第三节 动结构式中的假宾语



第四节 英汉动结构式简单对比

1. 汉双英单（英语为单词素词）



2. 汉双英双（英语为多词素词）



3. 汉动英副



4. 汉语动形词组的英语译法



5. 汉语动动组合的英语译法



6. 英汉动宾补构式



7. 汉词英体



8. 汉补英状



9. 英汉结果状从对比



10. 更换句型







第八章 汉语中的BD构式

第一节 由“动作＋结果”构成的BD构式

1. 引言



2. BD构式与非BD构式





第二节 BD构式的分类

1. 能否插入形态标记



2. D可用形容词或动词





第三节 D可用趋向动词

1. 趋向动词连用的原则



2. BD构式与C的相对位置





第四节 BD构式的发展简史和成因

1. BD构式简史



2. “得”、“个”语法化简史



3. BD构式的成因





第五节 结语





第九章 汉语拷贝动结构式（上）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拷贝句的构式程序分析图

1. 动作B作谓语动词



2. 对象C1作宾语



3. 拷贝动作B



4. 可用“得、到、了、不”等



5. 结果D作补语R



6. 辅体C2





第三节 D在（非）拷贝构式中的语义指向

1. 在A B D C构式中D不一定总是指向C



2. ABC＋BD构式中D不一定总是指向A



3. “ABC＋B得D”构式中D的指向更复杂





第四节 对“吃烤鸭吃胖了”的再思考

1. 在A B D C中D仅指向C？



2. 若要使D指向A需用拷贝句？



3. A B D C构式中D指向A时用词有限？



4. 宾语只能限于“饭”和“酒”？



5. A B D C构式中D指向A的用法完全没有能产性？







第十章 汉语拷贝动结构式（下）

第五节 事件域认知模型和多重传承解释方案

1. 事件域认知模型



2. 多重传承



3. 用ECM和MI解释拷贝句





第六节 拷贝构式的语用功能

1. 结果性



2. 增量性



3. 简洁性



4. 文体性





第七节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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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汉语“动名构式”与英语“VN构式”的对比

第一节 “吃/eat”语义链

1. 引言



2. 语料库统计和分析





第二节 汉语“动名构式”与英语“VN构式”对比



第三节 ECM对动后语范畴的解释力



第四节 语法构式使得词义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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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汉语“副名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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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


笔者（2004，2007a）曾将狭义的认知语言学（即首字母大写的Cognitive Linguistics）权且定义为：

一门坚持体验哲学观，以身体经验和认知为出发点，以概念结构和意义研究为中心，着力寻求语言事实背后的认知方式，并通过认知方式和知识结构等对语言作出统一解释的、新兴的、跨领域的学科。

Lakoff和Talmy等所倡导的认知语义学就是依据这一基本原理，基于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建立了“认知方式、概念结构、语义系统”的语义分析框架，以此来详细论述词句意义的形成、理解、心智表征等。

Langacker所倡导的认知语法也遵循着这一思路，以上述分析框架为基础，认为句法是由语义驱动的，主张以语义为中心来论述语法，从概念结构入手分析语法结构，采用自下而上的路径来分析语法系统的心智表征。

构式语法也接受了上述理论框架，主张语言研究当聚焦于发现语言事实背后的认知机制，其语法理论则当聚焦于研究发话者和受话者有关语法结构在心智中的表征，因此将一切语言单位视为“象征单位”和“构式”，这两者就是语言系统（或语法系统）在心智中的表征形式，强调将句法、语义、语用等因素紧密结合起来对其进行系统分析，从而就可以“构式”为基本单位对整个语言系统做出全面而又统一的论述。一言以蔽之，语言具有构式性（Constructionality）。

我们知道，乔姆斯基继承了17世纪法国的普遍唯理语法和笛卡尔的唯理论思想
[1]

 ，于20世纪50年代，在反思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之种种不足的基础上首倡从心智角度研究语言，重在解释语言从何而来，而不仅仅对已有语言事实作描写，从而开启了语言研究的认知时代。他从心智和语言之间的关系来解释语言的运作机制，努力发掘语言表达背后的认知机制，解释人类为何能用有限符号表达无限思想，发动了一场语言学领域的乔姆斯基革命，实现了语言研究的认知转向。乔姆斯基的这一研究思路可记作：

认知——语言

即语言来自认知，语言是心智的窗户。

他还竭力主张将当时亦已流行的“形式主义”研究方法运用到语言学之中，以图将语言学纳入到所谓的“科学主义”研究轨道上来。乔姆斯基清醒地认识到语义较为复杂，语用更是变化多端，难以作形式化处理，因此为能实现语言形式化之梦想，就不得不“一意孤行”，奉行模块观，将语义和语用排除在外，研究对象被局限于“句法”上，以期能用数学公式来表征其背后有限的形式系统。他还以偏概全地将句法视为语言之本质，因此语言就成了一个抽象化的符号系统，且还认为这种形式化句法运算能力是先天就有的。乔氏为能自圆其说，提出了对语言的几个基本认识：天赋观、普遍观、自治观、模块观等（详见《上卷》第三章）。因此我们可将他的研究思路详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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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koff、Langacker、Taylor、Talmy、Dirven等所倡导的认知语言学接受了从心智角度研究语言的方法，但坚决反对乔氏上述语言观，通过对其多年的反思和批判，逐步形成了认知语言学，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体验性、非普遍性、非自治性、非模块性、非形式化”的研究思路，将“体验哲学（Embodied Philosophy）”视为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以批判乔氏的天赋观。为此，我们拟将乔氏上述的研究思路修改为：

现实——认知——语言

即在“认知”的左边增加“现实”，意为人们的认知来自对外部世界的经验，须从人的体验角度来认识和解读语言，这就明显使得认知语言学带上了我们所熟悉的“实践观”、“人本性”。该式可解读为：语言是人们在对现实世界进行“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的基础上形成的。这就是我们为认知语言学所下定义开头两小句话的含义，以区别于乔氏的立场。国内有个别学者至今还将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立场与乔氏的语言认知观相混淆，将前者所论述的概括性承诺（王寅，2007：30）误读为后者的“普遍语法”，且将认知语言学定位于研究“语言的普遍原则”和“认知规律”之间的关系，这显然是一个原则性误导。

我们知道，认知语言学主要包括认知语义学和认知语法，前者主要研究概念系统、意义和推理（Lakoff & Johnson，1999：497），后者也将语法归结为概念化，从意义角度探讨语法的形成机制，因此定义中的第三小句则点明了这两个核心分支学科的主要内容。倘若不以“概念结构”和“意义研究”为中心，恐怕就不是在做认知语言学了。

Lakoff（1990：40）曾指出：

For me，cognitive linguistics is defined by two primary commitments，what I will call the Generalization Commitment and the Cognitive Commitment. The generalization commitment is a commitment to characterizing the general principles governing all aspects of human language. I see this as the commitment to undertake linguistics as a scientific endeavor. The cognitive commitment is a commitment to make one’s account of human language accord with what is generally known about the mind and the brain，from other disciplines as well as our own. （对我来说，认知语言学可由两个基本承诺来定义，我将其称为“概括性承诺”和“认知性承诺”。前者是一种旨在描写能约束人类语言所有方面的承诺，我将其视为语言学可作为科学研究事业的一种承诺。后者是可使语言描述与我们从自己的学科以及其他学科所获得的有关大脑和心智的一般认识相一致的承诺。）

我们在权宜性定义中的第四小句则阐明了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进路，信守“概括性承诺（the Generalization Commitment）”和“认知性承诺（the Cognition Commitment）”。

这里的“概括性”主要是指：事实的归纳（基于用法的模型）、经验的总结（体验性），抽象出语言各层面共通的认知规律（定义中的“统一解释”，而不仅仅是句法层面）。要能“概括”出语言中规则性和非规则性（如习语）用法特征，“概括性”就应当先于“生成性”。此处的“生成性”是指乔姆斯基基于天赋观、普遍观、自治观、模块观和形式观等来解释语言生成的机制。

这里的“认知性”主要是指：语言能力不具有自治性，它与人们的其他认知能力不可分离，语言是建立在人们的互动体验、认知方式、概念结构之上的，语言是认知的结果，前者必须参照后者才能做出较好的解释。据此，语言就不具有像乔氏所说的天赋性，而主要是后天建构的，这就要求我们要从语言事实背后寻找出其内在性的认知方式。

我们认为，语言之所以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是因为人们所面对的世界具有相同或相似的规律，人类具有相同的身体结构和器官功能，在此基础之上就形成了部分共通的认知方式，使得全世界不同语言具有了部分普遍性。世界各语言之所以具有差异性，是因为人们的主观能动性有差异，识解世界的方式有所不同。我们近年来主要论证了认知的体验性和语言的体验性，且还提出了“体验性普遍观”、“体验性人本观”、“体验性概念化”，就是基于此做出的进一步研究。

我们还尝试将有限的认知方式用来解释语言的各个层面，以图建立语言研究的统一分析方案，这就是定义中“统一解释”的含义，这也是能将众多观点和繁杂论述统一在一个理论框架中进行研究的基础，笔者2007年出版的拙著《认知语言学》就是在此思路上写成的。

认知语言学是基于对以往语言理论，特别是对乔氏TG理论反思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亦已成为当今语言理论中的一门显学，代表着当今语言学的前沿之一，具有“新兴性”。要能深刻而又全面地理解认知语言学，不仅需要了解西方哲学，特别是后现代哲学理论，而且还要了解心理学，特别是认知心理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因此它也具有“跨学科性”，认知语言学的这两点性质是毋庸置疑的。也正因为认知语言学具有新兴性和跨学科性，才更具挑战性，吸引了众多学者为其“坐得板凳冷，享得清平乐”，为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语言真面貌提供了一个新且好的研究方向。


（二）


构式语法理论是一批学者于20世纪80—90年代，在认知语言学框架中对TG语法进行反思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个新语法理论体系，现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识和接受，并被不断拓深和扩展，亦已形成一股强劲的趋势，从而出现了近十几年来认知语言学家将对语法理论的研究逐步归结到“构式语法”上的现象（Croft & Cruse，2004：225），很多学者已经将其视为认知语言学研究句法理论的一个集合名词。Östman & Fried（2004：6）指出：

Construction Grammar can（or could）be a universal theory of grammar. （构式语法可能成为语法的普遍理论。）

Goldberg（2006：3）则将构式上升为语言之本质，是人们头脑中语言知识的表征形式，她指出：

Observations about particular linguistic constructions have shaped our understanding of both particular languages and the nature of language itself. （对特殊的语言构式的观察，形成了我们对特定语言及语言本质的理解。）

正如上文所述，认知语言学与TG两学派有部分相通之处，都认为语言具有心智性，应当从人类心智内部和认知系统的角度来研究语言（Goldberg，2006：3；王寅，2007：28），语言学家的主要任务就应当是描写语言事实背后的认知方式和语言的心理表征。但对于心智的来源、认知的描写、表征的方法、研究的途径、关注的对象、得出的结论等一系列根本原则和基本主张，两学派却出现了重大分歧。构式语法也深入批判了TG理论的五大基本假设（天赋观、普遍观、自治观、模块观、形式观），发现“核心语法（Core Grammar）”以及建立在狭义的同义关系之上的转换规则等解释方法难以令人信服，动词的配价理论和题元分析法存在许多不足，认识到句法结构本身可有独立于动词的意义，不仅如此，构式义还可能改变动词的意义，因此倡导在框架语义学的基础上详细分析动词所出现的句法环境（Syntactic Context）等，逐步使得构式语法发展成为认知语言学研究句法的核心内容。

我们应当注意，构式语法常用术语“Produce/Production/Productivity”应译为“能产（性）”，有时国内学者不经意地将其译为“生成”，但一定要注意它们与TG所讲的“生成（Generate/Generation）”含义是不同的。乔氏所说的“生成”主要是指语言表达生成自基础部分（短语标记和词库表）和深层结构，因此上文所说的概括性先于生成性，其中的生成性就是指乔氏基于天赋观、普遍观、自治观、模块观和形式观（详见《上卷》第三章）等来解释语言的生成机制。而构式语法主要是指基于同一图式性构式“能产”或“特许（Licence/Sanction）”出很多不同的、具体的例示性表达。构式语法的分析思路主要基于“所见即所得”、“基于用法的模型”等原则（详见《上卷》第三章第二节第7点），为此，本书主张将构式语法中的“Produce”译为“能产”，以便与TG语法中的“生成”相区分。

构式语法的核心观点是：在体验哲学的基础上用“象征单位（固化的形义配对体）”和“构式（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象征单位构成）”来建立结构与意义和功能间的最佳和最简心智表征方案，以期能对语言做出统一而又全面的解释。据此，语言就可被定义为“象征单位和构式的大仓库”，语法就可通过这两者做出深入详尽的描写。从构式角度来研究语言的意义在于：可望实现语言理论的充分性（兼顾中心和边缘现象）和统一性（将语法的认知研究都归结为构式），深化句法与语义的接口研究（以形义配对体为基点），以进一步批判语言天赋观、普遍观、自治观、模块观和形式观，拓展对人类一般认知能力和语言心智表征的理解。

这一新理论的出现不仅引起了认知语言学界，而且还引起了该学界以外很多学者的极大兴趣和密切关注，如伯克莱分校的认知科学项目组的语言学家（如Chafe，Ohala等）、哲学家（如Grice，Searle，Johnson等）、心理学家（如Slobin，Ervin-Tripp等）、人工智能专家（如Wilensky，Minsky等）、人类学家（如Cook-Gumperz，Gumperz等），他们过去30年间出版的许多论文和著作都对构式语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也有力地促进了该理论不断发展和壮大，从而成为当今语言学理论中的一门显学。Lakoff（1987：467）得出这样的结论：

Theories of grammar without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simply do not account for anything approaching the full range of grammatical facts of any language. （没有语法构式的语法理论，就不能对任何语言中的任何语法事实做出圆满的解释。）

构式语法起源于Fillmore等（1988）学者对习语（Idioms）的研究，尝试解释被乔姆斯基等视为边缘成分而被忽视的非常规表达现象，可望能为这类语言事实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我们知道，任何语言都有一定数量或较多数量的习语或成语，语言学家必须对其加以充分关注，不少学者根据这一思路开始分析语言中一些较为特殊的表达形式，认为不能像乔氏那样置习语和特殊表达式于不顾，或将其置于词库中简单处理为一个词项。他们通过研究发现，这些习语和特殊表达式都可处理为“形式—语义”固定或相对固定的配对体，具有较高的约定俗成性，语言学家必须对其作出合理的解释，确定其在人们语法知识体系中的合适位置，否则根本就谈不上理论的“充分性”。

构式语法基于这一立场，既关注语言中的特殊现象，又关注普遍现象，认为核心和边缘表达对于语言研究都具有价值，都应受到关注。国内外很多学者尝试从习语和特殊构式入手，着手先解决特殊的、复杂的语言现象，然后以此为基础来反溯和解释概括的、规则的、简单的核心现象，并通过描述某特殊构式能被恰当运用的条件，来逼近和描写具有概括性的讲话人语言能力。这就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否定了TG学派仅研究核心语法（Core Grammar）或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简称UG）的理论取向，抛弃了转换分析法，将研究范围从“中心”扩展到了“非中心”，以求能解释语言中的所有现象，这显然比TG理论更具解释力。国外学者如Wierzbicka（1987）、Fillmore，Kay and O’Connor（1988）、Jackendoff（1997a）、Kay and Fillmore（1999）、Goldberg（1995，1996，2006）等，国内学者如陆俭明（2002）、沈家煊（2006a）、王寅（2007c/d，2009）、严辰松（2008）、江蓝生（2008）等，都尝试对英语或汉语中一些特殊构式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

他们的这一研究思路显然与哲学上的辩证法密切相关：一般存在于特殊之中，可从特殊来反溯一般，须将特殊与一般、归纳与演绎结合起来，既关注特殊，也兼顾普遍。构式语法的这一分析视角真可谓“独具慧眼”，具有理论上的创新性、实践上的可操作性，也是对西方语言学界沉醉于TG理论范式的一大反叛，确确实实给语言学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空气，也给我们以诸多启发。

构式语法与TG的另一根本分歧在于：形义分离还是形义结合（参见《上卷》第三章）。TG语法认为句法形式是天赋的和自治的，可以独立于意义和功能，可用形式化的方法进行单独研究，人们只要有少量的语言输入就可通过天赋能力推导出自治的句法规则，从而就可掌握语言。他们基于这一思路必然要走上“模块论”，将语言分为“音位子模块”、“句法子模块”和“语义子模块”，这三者通过“词库（Lexicon）”连接起来，这样就可取消“构式”的地位。

乔氏所倡导的语言生成理论必然要将注意力聚焦于语言的核心部分（即核心语法或UG），而将诸如“习语”、“成语”、“熟语”、“惯用语”等半规则或不规则的语言表达视为边缘成分或将其简单置于词库中而不予理睬。我们知道，TG理论所倡导的研究目标为：在观察充分性（Observatory Adequacy）的基础上，以描写充分性（Descriptive Adequacy）和解释充分性（Explanatory Adequacy）作为检验当代语言学理论的基本标准。但这就形成了一个“乔姆斯基悖论（Chomskyan Paradox）”，他一方面设定了语言理论的三大标准，另一方面又将自己的分析对象聚焦于不考虑或轻视语义的核心语法上，这似乎与他的三大标准相去甚远，使得“充分性”口号大打折扣。

构式语法则坚决认为，形义是密不可分的，它们紧密结合为一个“象征单位”，这也完全符合人们的语感，人们一听到某个词句的语音，就能晓其义、知其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象征单位可整合成一个构式（包括习语、成语、熟语等），它们都是“形义配对体”。语言就是这些“象征单位”和“构式”的大仓库（Inventory），语言研究必须借助于人们的一般认知能力或认知方式，才能将其解释清楚。语言学家应当集中精力研究这些构式，这才是真正的最简方案（Taylor，2002：22）。





其实，人们早就认识到句义是由词汇义和结构义共同决定的（王寅，2001：234），但自从20世纪中期TG理论登场之后，这一传统观点被打入冷宫弃之一旁，乔姆斯基等学者根据“模块论”得出结论：只有词汇才有意义，而句法仅提供组合词汇的规则，本身没有意义，这就与句法可作纯粹形式化演算的观点相吻合。词汇意义（内嵌论元结构）通过“投射原则（the Projection Principle）”将其意义和论元结构投射到短语或分句上。

许多语言学家于20多年前就认识到这一理论的重大缺陷，力主从完形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和整体主义（Holism）的角度来解释语言，提出很多例证来说明结构意义的存在，将研究焦点重新拉回到构式上来，认为必须将形式与意义、结构与功能紧密结合起来，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形义配对体（即象征单位或构式），这才是语言研究的主要对象。实现了一次既超越又不超越的回归，人们对于构式意义的认识好像走了一个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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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经常所说的，人类的认识经常以螺旋式的方式前进，但这一前进绝不是又旋转到以前的起点，而是上升到了另一个高度。构式语法的形成和发展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现象。

构式语法认为，词法和句法形成一个连续体，它们都是形义配对体，这两者都是人类通过一般认知能力获得的。这就是说，语言中的构式（Construction）和语式（Construct）都是人们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进行语法化的结果，它们作为相对稳定的构架和要素，不仅反映了人们对现实世界进行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的结果，而且也是人们表达现实世界的基本框架，这也与“语言具有体验性”完全吻合。因此，若从这个角度来讲，构式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结构的形式问题，它一定反映了某一概括性意义。

从这一观点出发，构式语法学家就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语法知识都是以“象征单位”和“构式”（或将两者归结为后者）组织起来的，应当寻求和建立“形式与意义”、“结构与功能”之间在心智中的最佳和最简表征方案，这样就能仅用“构式”为语言各层面做出统一而又全面的解释，这与认知语言学追求建立一个能对语言做出统一而又简约解释的研究思路完全一致。

构式语法不仅仅是一个语法理论，它本身就是一个内容丰富、视角独特、方法新颖、解释力强的语言学理论，几乎融合了普通语言学的各个学科，包括音位学、形态学、词汇学、句法学、类型学、语义学、语用学、韵律学（Prosody，基于韵律特征来研究表意单位或信息单位）等分支，难怪有学者要将构式语法称为“构式语言学（Construction Linguistics）”。

Goldberg（2003，2004，2005，2006）将自己于1995年、1996年、1997年提出的构式语法修补为“认知构式语法”，主要代表有Lakoff，Goldberg，Bencini等（参见Goldberg，2006：214），以区别于Fillmore et al.（1988）、Langacker（1987，1991a，b）、Croft（2001）等的构式语法理论，主张将语言中所有基本单位都称为“构式”（包括不可单独使用的词素），这样，语法知识都是以“构式”组织起来的，语言研究就可归结到“构式”上来，它才是语言概括性之所在，认知构式语法就应当将其视为基本单位和核心内容，基于这一思路的语言理论也才真正具有概括性。

我们拟将“认知构式语法”扩展到以狭义认知语言学为基本理论架构的所有构式研究。根据Croft & Cruse（2004）和Goldberg（2006）的观点，Fillmore不能算作是在狭义认知语言学框架内研究构式语法（但他作为构式语法的始创人功不可没），Langacker和Croft等学者的研究都可视为认知构式语法，因此该术语具有广义性，不仅仅限于Goldberg（2006）的观点。


（三）


近来国外许多认知语言学家都对构式语法予以充分关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究，提出了几种不同的构式语法理论，出版了数本相关著作和大量论文，如Langacker（1987，1991a/b，2003），Goldberg（1995，2006），Shibatani（1996），Croft（2001），Croft & Cruse（2004），Taylor（1996，2002，2004a/b），Fried & Boas（2005），详见Goldberg（2006：17—18）的列述。特别是荷兰的John Benjamins出版社于2004年开始出版Construction Approaches to Language
 （语言的构式法研究丛书），大大推动了构式语法理论的传播与发展：

第一卷2004年出版，由Susumu Kuno和Ken-ichi Takami合著，书名为Functional Constraints in Grammar：On the Unergative-Unaccusative Distinction；


第二卷2004年出版，由Mirjam Fried和Jan-Ola Östman合编，书名为Construction Grammar in a Cross-Language Perspective；


第三卷2005年出版，由Jan-Ola Östman和Fried合编，书名为Construction Grammar：Cognitive Grounding and Theoretical Extensions；


第四卷2005年出版，由Mirjam Fried & Hans Boas合编，书名为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Back to the Roots；


第五卷2008年出版，由Jaakko Leino主编，书名为Constructional Reorganization。


Mouton de Gruyter于2008年出版的系列丛书Trends in Linguistics：Studies and Monographs
 第194卷的书名为Constructions and Language Change
 ，由Bergs，A. & G. Diewald主编。

此外，Mouton de Gruyter还有一套丛书Topics in Linguistics
 ，2008年第57卷的书名为Constructional Approaches to English Grammar
 ，由Trousdale，G. & N. Gisborne主编。

这些专著和论文的出版大大推动了认知语言学中的构式语法研究。我们认为，诸位学者在论著中所提出的种种观点，将在近几十年里引起越来越多语言学家的关注和思考，将成为认知语言学家研究语法的焦点，也将进一步促使构式语法成为当今语言学的一门前沿学科。

国际构式语法研讨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struction Grammar）从2001年至今，已经召开了四次国际研讨会：

第一次于2001年4月在美国加州的Berkeley召开，Fried & Boas于2005年主编出版的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Back to the Roots
 一书就是这次研讨会的论文集；

第二次于2002年9月在芬兰的Helsinki召开；

第三次于2004年7月在法国的Marseille召开；

第四次于2006年9月在日本的Tokyo召开；

第五次会议于2008年9月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的Austin召开。





构式语法也引起了国内同行的广泛兴趣和关注，近来在很多外语类期刊上登载了大量文章，汉语界学者也对其显示出了巨大的兴趣。在这些文章中，既有介绍引进、综合评述，也有借用这一理论分析汉语语法构式方面的研究。另外，外语界已经召开了两次构式语法专题研讨会：2006年4月21日至24日在河南大学召开了首届构式语法高级论坛，2007年3月30日至4月1日在重庆大学召开了第二届构式语法专题研讨会。

笔者于2001年在《外国语》第4期上撰文“Lakoff & Johnson笔下的认知语言学”就论及了语法构式的特征，后在2006年和2007年出版的《认知语法概论》和《认知语言学》中对构式语法的相关内容作了初步述评。但由于该理论所含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学科较为宽广，仅作零碎介绍或简要述评已不能满足要求。为能适应认知语言学框架中构式语法理论如此迅猛的发展趋势，特写本书，一方面将国外有关理论作一贯通性梳理，阐述我们对这些论述的看法，对不足之处提出一些修补方案；另一方面还根据构式语法理论做了自己的点滴研究，进行个案分析，算作一点学习体会，以飨读者，更欢迎批评指正。


（四）


本书共分上下两卷，《上卷》主要是理论阐述，包括15章；《下卷》为个案分析，包括16章。《下卷》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二章主要分析了英语的双宾构式。在运用构式程序分析图对英语双宾构式线性结构作系统梳理的基础上，主张将该构式的原型义定位于“传递”。本书首次提供英语双宾动词总数（843），以“传递”为主线将它们串成一个五分法连续体。还建立了典型双宾动词give的语料库，尝试以具体数据说明give在两种构式中的分布情况，相对穷尽地分析了X、Y、Z这三个论元与人和物之间对应关系的分布情况，以数据证明这三个论元的原型语义结构。第二章第十一节的结语部分总结了我们分析双宾构式的新思路。

第三、四章主要论述了汉语的双宾构式。第三章在总结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比了英汉双宾构式的意义和用法，并尝试运用“三段法”对该构式进行认知解读。本章还论述了汉语“给”和“给我”的语法化现象。第四章运用构式程序分析图逐点论述了汉语中一个特殊构式“吃他三个苹果”，并尝试运用“多重传承观”解释该构式的形成机制。

第五、六章讨论了英语的动结构式。我们以动结构式的体验性为基本出发点修补了Goldberg关于构式的隐喻性延伸机制，并基于动结构式的6种含义逐条论述它们如何被语法化成对应的语法构式形式，这意在说明，句法上的差异主要受制于语义角色及其角色突显的差异。第六章提出动结构式假宾语的“顾后不顾前”认知分析方案，还专门论述了动结构式的使用限制。

第七、八、九、十章阐述了汉语的动结构式。第七章在运用构式程序分析图系统梳理该构式线性结构的基础上，较为详细地解读了其原型性意义和扩展性用法，同时还述及其发展简史和形成原因。第八章重点分析了汉语中一种常见动结式BD构式（即BD词组、动结词组），并对照分析了英汉动结构式的表达形式。第九章和第十章重点运用认知语言学中的“事件域认知模型（ECM）”和构式语法中的“多重传承观（MI）”解读了汉语两种动结构式（一般动结式和拷贝动结式）的形成机制，并较为深入地论述了汉语拷贝构式的结构特点和用法规律。

第十一章基于汉英语料库对“吃—名构式”和“eat—N构式”进行了个案对比研究，并以此说明英汉两语言中的“动名构式”差异很大，且得出如下看法：（1）语义链适用于解释英汉这两个构式的隐喻义；（2）汉语动名构式远比英语的复杂；（3）可用原型范畴理论和ECM来分析“吃”后名词所构成的“动后语范畴”；（4）汉语相比英语有更大的容忍逻辑偏差的能力，以求得语言表达的经济性和灵活性；（5）构式确实是词义变化的主要途径。

第十二章尝试运用构式语法理论中“压制、突显、传承、整合”等观点从句法、语义、语用等层面来分析汉语新近常用的“副名构式”的特征。我们认为：（1）该构式中副词所具有的压制作用迫使其后名词向表特征的方向移变，并据此提出以下两个观点修补了Goldberg所论述的构式压制观：a）词汇压制观；b）惯性压制观。

第十三章基于Goldberg和沈家煊的研究，分析了英汉语“steal/rob”和“偷/抢”中的角色突显等现象，意在说明TG的“句法自治论”不能解释它们的区分，仅靠“概念语义学”的分析方法尚留下很多不足，而认知语言学中的“突显原则”（不同动词会突显不同语义角色）正可弥补这一缺陷，据此才能对语义结构做出更为准确的解释。

第十四章分析了英语中的另一个案“AS X AS Y构式”，它是英语使用者基于互动性体验所形成的一种集“明喻”、“隐喻”和“转喻”于一身的特殊构式，也是人们认知事物和理解世界的最基本认知方式之一。笔者首次提供了英语此类习语的具体数据（共586条），对其所用喻体进行了穷尽性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修补了Kövecses对喻体（始源域）所作的分类，同时还尝试分析了该构式的用词、语法、语义，以及用喻特征。

第十五章从汉语39，188条成语中搜集出969条明喻成语，按照其中的四要素（本体、喻体、明喻词、喻底）共现情况以及相对位置分析其内部配置规律。还据此将汉语明喻成语分为六大类11种变体，较为详细地论述了它们的功能、特征、双重明喻和多重比喻现象，且运用定性加定量的方法佐以具体数据详述其分布情况，并与英语明喻习语中所用喻体进行了比较。

第十六章在前两章个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明喻”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修辞现象，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种认知方式，是人类一种最基本的认知方式，可称之为“AS认知方式”。该方式通过两两比拟、以此识彼、互相替代、双双融合，起到了元认知功能。本章尝试运用该方式解释认知语言学中经常述及的隐喻、转喻、范畴化、识解、概念整合等，并尝试用其来解释象征单位、构式和构式网络，以期能进一步简化认知方式。

为能保证各章所述内容相对独立完整，个别之处难免会有重复，本书的处理方法是：同一内容在某章节会重点论述，在其他需要运用处则尽量略述，标出所参见的章节。

附录一列出了第十四章中提及的586例英语明喻习语，附录二列出了第十五章中提及的969条明喻成语，以供读者进一步学习和研究。附录三为本书所用主要术语以及汉译对照表，附录四列出了书中所述及的外国人名及其汉译对照表。这两个附录都标注了索引页码，以便查询。


（五）


语言是一块神奇的土地，令人着迷，值得我们笔耕不辍，奋斗终生。语言研究又是一个艰难的领域，迷雾重重，荆棘丛生，我们为此深感任重而道远！若能揭示语言的奥秘，走出语言的迷宫，同仁尚需加倍努力，定会享得无穷乐趣。“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让我们以此句共勉！

在我访问美国和新西兰期间，G.Lakoff、R.Langacker、J.Taylor、J.Haiman等国外著名认知语言学家给予我很多指导，不仅赠送最新专著，此后还不断给我邮寄资料，认真解答我提出的问题。正是得益于他们的无私支持，我才能在认知语言学（包括构式语法）这一领域取得些许进步。

在编写该书的过程中我得到了国内著名学者胡壮麟老师、钱冠连老师、许余龙老师等的热情鼓励和大力支持；四川外语学院的领导和同事给予我很多支持和资助；我的研究生刘玉梅、赵永峰、郭霞、沈艳萍、明月、宋雅志、梁亮、金睿、崔文灿、马应聪、李雪、张玲、石勇等帮助我收集语料并校对手稿，还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对我一直大力支持。笔者在此向他们一并表示真挚的感谢！

孔子在《论语·雍也》中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我享受着读书、教书、写书的无穷乐趣，信奉着知识分子“坐得板凳冷，享得清平乐”的人生格言，曾自嘲地将李白“将进酒”中诗句“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
 仿拟为“古来学者皆爱书，唯有文章留衷肠”。

众多好友和学生建议我要注意休息，不要再过“没有周六和周日，更无寒假和暑假”的日子了，应当丰富生活，享受人生乐趣。我十分感谢他们的关怀，也一直表示我正在享受着自己喜欢的人生和乐趣，以书房为家，赖纸张为友；少闻窗外事，专心治本业。我真的无法对他们作出更多的承诺，只将一如既往地履行我的人生宗旨：诚诚恳恳待人，认认真真治本，踏踏实实做事！同时也向妻子和各位朋友保证“我会注意锻炼身体的”，以感谢各位对我的支持和关怀。

继往开来，让我们沿着前辈的足迹不断发展语言理论，有所建树；

承前启后，让后来者能踏着我们的肩膀奋力向上攀登，超越我们！

作者

2009年于大川水岸


[1]
 　Arnauld（阿尔诺，1612—1694）和Lancelot（兰斯洛特，1615—1695）于1660年出版了《普遍唯理语法》一书，认为语言运作的根本机制只能到“理性”中发现，理性是唯一重要的原因，语法也应当是唯理的，且具有普遍性特征。这就是该书书名的含义。又因他们常在法国凡尔赛附近的“Port-Royal”（波尔—罗瓦雅尔）修道院讲辩论学，且主要在此写成此书，因此该书又叫《波尔—罗瓦雅尔语法》。（参见他们编著的《普遍唯理语法》，张学斌翻译，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法国的笛卡尔（Descartes，1596—1650）竭力主张用理性演绎法取代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而培根主张用经验归纳法取代经院哲学），提出了著名的“我思故我在”的哲学命题，认为只有理性是可靠的，且是生来就有的，乔氏将这一观点应用到了语言研究之中（参见乔姆斯基，1966）。


第一章　英语双宾构式（上）

本章首先界定双宾构式的两种基本形式VNN和VNpN（后者又可分为两小类）及相关术语，然后论述了该构式的体验性，以及基于其所含三个论元之间的关系，将原型用法定位于“传递义”。此外，还运用本书所倡导的“构式程序分析图”（参见图1.5），根据其结构顺序逐点详述英语双宾构式的原型性意义和扩展性用法，既便于教师系统讲授，也利于读者全面掌握其详细信息和具体用法，层次清楚，分析到位，一目了然。本章还建立了一个英语典型双宾动词3，657条含give例句的封闭语料，分别对其三个题元角色X、Y和Z以“人”和“物”为主线进行了数据调查和分析，以便进一步了解其具体用法特征。

第一节　概述

在论述之前，有必要先界定什么是“双宾构式”，以及其中“两个宾语”的名称和位置。

英语术语“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又叫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在汉语中有多种译法：双宾构式、双及物构式等。很多学者认为这两个术语是相通的。但张国宪、周国光（1997）认为“双宾动词”和“三价动词”这两个术语处于不同平面，前者是针对句子成分（即句法角度）而言的；后者是针对动词配价（即语义角度）而言的，两者可以重合，也可以不一致。徐杰（2004）也接受了这一主张，认为“双宾语”属于句法类型，指某种实现了的特定表层句式，是一种典型的语法问题；而“双及物”是从动词类型角度说的，是根据受事名词短语的潜在能力给动词分出的一个种类，指能够带两个受事名词的动词，描述的是动词的论元结构，反映的是一种纵聚合关系。

我们认为，若从构式语法角度来说，语言中的一切单位都是形义配对体的构式，也就不存在上述问题。为一致起见，本书将这类形式统称为“双宾构式”，其中包含两个小类：“双名构式（Double Noun Construction）”和“与格构式（Dative Construction）”。前者指用两个名词（含代词）作宾语，可表示为VNN；后者在两个宾语中插入一个介词，可表示为VNpN
[1]

 。

VNN构式的典型句法结构可标为［1］，其中的两个宾语分别由两个名词短语（NP，本书为行文简便用N表示）担当，它们在学界有诸多不同名称。



	
［1］VNN：双宾动词＋

	
间接宾语（生命体）＋

	
直接宾语（非生命体）



	
	
指人宾语

	
指事宾语



	
	
近宾语

	
远宾语



	
	
次宾语

	
主宾语（正宾语）



	
	
前宾语

	
后宾语



	
	
第二宾语

	
第一宾语



	
	N1

	N2





一般说来，双宾动词之后要接两个N，这也是有的学者将其称为“双名构式”的原因。在双名构式中，第一个N（即N1
 ）在句法上常叫“间接宾语（Indirect Object）”，指双宾动作所引出的“接受者（Recipient）”，其典型用法为“生命体（Animate）”；第二个N（即N2
 ）在句法上常叫“直接宾语（Direct Object）”，指双宾动作可直接作用到的实体对象，常具有“物”的属性。在实施了双宾动作之后这两个N之间多含“前者拥有后者”的属格关系，即在双宾动作的作用下，间接宾语N1
 当拥有直接宾语N2
 ，此为双名构式的原型性用法。

双宾构式的另一种表达形式则用介词，许多学者拟将其称为“与格构式”，即其中的一个N由介词引出，若将［1］换用为与格构式，可相应地记作：


［2］VNpN：双宾动词＋直接宾语（N2
 ）＋介词接N1
 作间接宾语



［3］VNpN：双宾动词＋间接宾语（N1
 ）＋介词接N2
 作直接宾语


在与格构式［2］中，间接宾语由“介词＋N1
 ”表示，其英语中的原型意义为“在实施双宾动作后表示事物的N2
 将向N1
 处转移”；在与格构式［3］中，直接宾语由“介词＋N2
 ”表示，其意义类似于双宾构式［1］。英语中不是每个双宾动词都能用于这三种构式，它们的分布情况不完全相同，例如：

［4］Mary told only John the secret.

［5］Mary told the secret only to John.

［6］Mary told only John about the secret.

［7］Helen blamed the divorce on Tom.

［8］Helen blamed Tom for the divorce.

［9］We reminded him of the contract.

从上述例句可见，tell可同时用于构式［1］、［2］、［3］，而blame只能用于与格构式［2］和［3］，remind只能用于与格构式［3］。

在与格构式中，介词多用“to”和“for”，前者突显“方向和途径”，后者突显“目标”。但是，我们也发现与格构式中所用介词呈多样性（如with，from，on，in，of，against，off，at等），其中有许多不能转换为双名构式，如《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OUP，1970：xix）所列例句：

［10］Thank you for your kind help.

［11］Congratulate him on his success.

［12］Compare this with that.

［13］Don’t throw stones at the dog.

［14］Protect us from the enemy.

［15］What prevented you from coming？

“介词＋N”常用以表示“原因”（如例［10］、［11］）和“对象”（如例［12］至［15］）等义。有些学者认为与格构式表示“致使转移”，也有学者认为与格构式表示“致使转移”兼“致使领有”，似乎尚不能完全解释上述例句的各种用法。

另外，国内外亦有不少学者还将传统意义上的“宾补构式（Object-Complement Construction）”也视为双宾构式，因为它也涉及三个题元角色，如：

［16］They call John a walking dictionary.

我们还注意到，有学者认为双名构式中的N2
 通过隐喻扩展机制还可被映射为形容词短语、副词短语、现在分词短语、过去分词短语、不定式短语等。这样，这些既相似又有差别的句型，就构成一个以“传递”义为中心的双宾构式范畴家族，参见Goldberg（1995），徐盛桓（2001），李淑静（2001）。

我们认为，双宾构式与宾补构式虽在句法形式上存在一定的相同或相似之处，但是这两种构式在语义和语用上还是存在一定差异的：

（1）说宾补构式和双名构式相同，是因为它们表面上都接了两个N，但是这两个N的用法却存在明显差异，前者中的直接宾语为动词后的第一个成分，如例［16］中的John，这与双名构式明显不同.

（2）说宾补构式和与格构式（这里指与格构式［2］）相同，是因为它们在双宾动词之后都接直接宾语，但是前者没用介词引导另一宾语（传统语法常将其称为宾语补足语），而后者用了介词，且不同的介词往往会突显不同的意义。

（3）这两个构式中动词后的两个N之间的逻辑关系也不同：在宾补中两者多具主表关系，而在双宾中，两者多具领有、转移等关系。

根据认知语言学的观点，形式相似，其语义也当有接近之处。双名构式与例［16］宾补构式之间在句法形式上是相似的，虽在语义上有点差异，但尚可找到相似之处，因为动词后面都接了两个名词，其中N1
 为人，N2
 为物，我们也可根据双名构式来解释这两个名词之间的语义关系，“They”把“a walking dictionary”的名号“施加给予了（或传递给了）”“John”，因此将这两者视为一个范畴来论述也自有道理。但笔者不主张将“形容词短语、副词短语、现在分词短语、过去分词短语、不定式短语”等都视为N2
 作宾语，否则双宾构式所含内容将过于庞杂，不利于阐述其本质特征。

第二节　双宾构式的体验性及其原型意义

1. 双宾构式的体验性

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来自人们对现实生活的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这可用来解释语言的各个层面，例如语音、词汇、词法、句法、语篇等。双宾构式为其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

我们完全可以推断，语言中的双宾构式直接来自现实生活中对“传递”这一常见事件的感知体验和概念化加工，或者说，该构式直接来自对日常生活中若干类似事件的提炼
 和概括
 ，并将其“语法化”成一个较为稳定的语法表达形式，这就形成了我们语言中都有的双宾构式。该构式的形成完全遵循了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原理：

现实——认知——语言

即：语言是人们对现实世界进行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的结果。

由于全人类的生活中必定都会涉及事物的给予和传递，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推断，所有语言都应当有表达这类基本事件的双宾构式。注意，我们这里所说的双宾构式包括双名构式和与格构式。但在全世界语言中是否都同时有这两种构式，到目前为止尚无文献作出肯定回答，因为我们不可能同时调查和知晓世界上所有语言的使用情况。但亦有学者谈及这个问题，认为有些语言没有双名构式，如Harley（1995）曾指出：如果某种语言有“双名构式”，就必然有“与格构式”；但如果有“与格构式”，却未必有“双名构式”。我国学者陈淑梅（2001）和刘丹青（2001）等也发现，在汉语的某些方言中也有类似情况：与格构式存在于所有方言中，但是双名构式则不一定，参见何晓炜（2008）。但是Rappaport Hovav & Levin（2008）则持不同观点，他们认为世界上许多语言缺少真正的与格构式（严格说来，现代英语也没有与格，因为名词有通格和属格，代词有主格、宾格和属格，现已没有与格的变化形式，我们此处仅是借用这一术语而已，用以表示“介词＋N”）。我们因能力所限并不关心这两种构式在全世界语言中的分布情况，这有待类型学家做更广泛的调查之后做出结论。但是，根据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原理我们完全可以推断，应当是所有语言都有表达“传递事件”的双宾构式，因为在日常交往中都要经历和面对此类事件，这正应了“物同此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的规律。

因此，语言的普遍性不像乔姆斯基所声称的那样是“先天就有的”，“生来就内嵌于头脑中的”，而是由于人们所面对的客观世界基本相同，共享自然规律，且我们还有相同的身体器官、感知能力和认知能力，这就决定了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具有基本共通的认知能力，它是人类能够相互交际和理解、互译对方语言的认知基础，这就是我们根据“现实—认知—语言”基本原则所强调的“体验性普遍观（Embodied Universalism）”，有别于乔氏的“先天性普遍观（Nativist Universalism）”，笔者（2005d）于2005年就论述了这一观点。

2. 双宾构式的原型义

人类在对生活中若干同类型的具体事件经过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提炼”和“概括”，提取出该类事件的典型意义和用法，并将其语法化为特定的表达构型，双宾构式也经历了相同的过程。正如上文所指出的，为满足人类表达“传递事件”的需要，这一构式应运而生，因此其基本意义可定位于“传递”。

Langacker（1991a：327—329）主张将英语双宾构式的意义定位于“‘始源—目标’的途径（Source-target Path）”，这里的“始源”由分句的主语X表示，“目标”由分句的间宾Y表示，客体Z由始源向目标移动。Goldberg（1995：32，39，141）则进一步认为该构式主要表示“successful transfer”，她指出：

Ditransitive expressions in English typically imply that the agent argument acts to cause transfer of an object to a recipient. It is argued below that this case of actual successful transfer is the basic sense
 of the construction. （英语中双宾表达的典型意义为：施事者题元发出一个动作，致使一个物体转移到受事者。下文将论述实际上实施了成功转移是这种构式的基本意义。）





...the English 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 has as its central sense‘successful transfer’—someone caused someone to receive something. （……英语双宾构式是以“成功转移”作为中心意义的，即某人使得某人接受某物。）





In particular，the central sense is argued to involve transfer between a volitional agent and a willing recipient.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心意义被认为应包括：在意愿性施事者和意愿性接受者之间的转移。）

我们知道，典型的双宾动词为give，很多学者常以其为例加以论述，现我们根据Goldberg的观点配以例句将她的主要观点说明如下：



	［17］X
	CAUSES
	Y
	TO RECEIVE Z



	［18］She
	gave
	me
	a book.



	
volitional agent

	
successfully transfer

	
willing recipient

	
a concrete object





例［17］是双宾动词give的原型语义结构，例［18］是双宾构式与动词give互动后的具体表达（动词give具体例示了双宾构式的用法），其下为Goldberg所分析的典型用法。现将其与［1］所表示的句法结构结合起来，可运用框盒图（详见《上卷》第十五章）标出双宾构式的象征关系（即句法形式和语义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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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从图1.1以及例［18］中可进一步解读出如下详细信息：


（1）主语She作为Nx
 ，是一个生命体作Donor，“她”原来有一本书（书的所有权属于“她”），自愿地实施了“给我书”这一传递行为。



（2）在“她”实施传递动作时，“我”作为一个受益者N1
 ，十分乐意从“她”那里接受到了这本书N2
 ，似有“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意思。



（3）最典型的被传递对象N2
 是一个具体的、可以直接给予的实物，在此例中为“书”。



（4）自主语“她”实施了传递性行为之后，N2
 书的所有权就发生了转移，从“她所有”变为“我所有”。


Goldberg（1995：146）以其为基础，运用原型范畴理论将双宾构式的原型用法进一步分析如下：


（1）X是意愿性施事者；



（2）O1
 是生命体，且为意愿性受益者；



（3）O2
 为具体事物，且为无生命体；



（4）X失去O2
 ，O1
 领受O2
 。


Goldberg认为这就是双宾构式的原型用法，张伯江（1999）接受了这一观点，将双宾构式的意义表述为“有意的给予性转移”。徐盛桓（2001）也认为，该构式意为：实施者（N（＝S））通过V的行为和V展开的某种方式让N1
 领有N2
 。Rappaport Hovav & Levin（2008）指出give不管是用于双名构式还是与格构式都表示“致使拥有（Caused Possession）”，而throw和send类双宾动词既有“致使拥有”，又有“致使转移（Caused Motion）”，这说明这两位学者也基本主张将“致使拥有”视为双宾构式的原型意义。

Pinker（1989）也区分出两种不同的双宾构式，认为双名构式表示“HAVE（拥有）”，而用介词to的与格构式表示“GO（移动）”，Krifka（1999：265）基本接受了这一观点，用“MOVE”代替“GO”。

我们认为，不管是“GO”还是“HAVE”，其间的主要差别在于是否考虑“结果”，GO或MOVE重在“沿路径向拥有者目标移动”，HAVE重在“移动的结果为拥有”。据此我们就可将双宾构式的原型性意义概括为“传递”，其中包含两层含义：（1）突显传递的结果：成功传递，致使领有；（2）突显传递的过程：朝向新拥有者致使转移。

毋庸置疑，这两种用法都以突显某一部分的方式来表示整体性传递动作，因此双宾构式明显具有转喻性，不管是双名构式还是与格构式，它们都不会将整个传递事件完全表达出来，两个构式聚焦了整体传递性动作的不同部分：双名构式主要突显了传递动作的结果，而与格构式主要突显了传递动作的过程。因此，这两种构式的差别在于它们分别强调了整个传递动作的不同环节。现将这两种用法图示如下（N1
 表示间接宾语，N2
 表示直接宾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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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3




两端的圆圈分别表示施事者X和接受者N1
 ，图1.2中的施事者X实施了一个双宾性给予动作后，该动作就会产生一个结果：接受者N1
 领有N2
 ，因此N1
 用黑圈表示，且在其下注上文字“成功传递至N2
 ”。而在图1.3中，接受者N1
 未用黑圈表示，说明这个结果没被强调，仅只突显了传递的过程，因此带箭头的线条用黑体，且在其下注上“致使N2
 移向”，这里的箭头含有“方向、路径、目标、对象”等义，为表明此义，图中的箭头离右边的N1
 圆尚有一点距离，这就是说，N2
 不一定最终到达N1
 ，即N1
 最终不一定领有N2
 ，或“领有结果”不是该构式的重点所在，该信息不得而知。但是，不管怎么说，N1
 总归要受到N2
 的影响，这就是我们为何在图1.5第（12）点中将Y和Z之间的关系标注为“后领受”的原因，术语“领受”兼有“领属”和“受影响”之义
[2]

 。

一般说来，“传递”主要指“实物”所有权的转移，但所传递的对象也可能从“实物”延伸到“虚体（如信息、知识等）”，即“实物类”兼有“信息类”。另外，传递是否能“成功”尚要视具体语境而定，这一传递结果还可能在随后的语句中被取消（参见下文），因此动作本身也可从“成功性传递”延伸到“转移过程”，也可从“显性传递”延伸到“潜性传递（如教、制作等）”，再到“负传递”，从而形成了多义性双宾构式的大家族。在这个大家族中，将其原型意义定位于“传递”则具有较好的概括性。因此我们主张删除Goldberg所用的“成功”，张伯江的“给予性”和徐盛桓的“拥有”之类的词语，因为根据我们的调查，“意愿性给予”和“成功给予”作为双宾构式的原型意义似乎尚缺乏十分充分的概括力。

我们将在第二章第十节配以具体例句较为详细地论证图1.2和1.3所表示的两种双宾构式的典型意义，为什么将双名构式的原型义定位于“传递结果：成功传递”，为什么将与格构式的原型义定位于“传递过程：致使转移”。

3. 英语双宾动词的数量及其分布

根据OUP（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Hornby等编纂的The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with Chinese Translation
 （《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我们将其中标注为VP 18（与格句型）和VP 19（双名句型）的动词全部摘录出来
[3]

 ，发现英语中的双宾动词共有843个，这也算是首次为国内外学术界提供了英语双宾动词的具体数字，其具体构成如下：


（1）只能用于双名构式中的仅有5个：answer，begrudge，profit，refuse，tip（付小费）；



（2）既可用于与格构式也可用于双名构式的有94个；



（3）只能用于与格构式中的有744个。


关于只能用于纯双名构式中的动词，国内外学者对其论述不很统一，所举例词也不相吻合，就连《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在论述VP 19中的C类型时也只将其解释为“rarely or never convertible into VP 18”，其中的rarely意为“很少”，明显没有排除“可能”，这就很难说它们仅能用于双名构式之中，即使该辞典中所举的例词“ask，envy，forgive，save，strike”，以及其他学者例举的“allow，beguile，blow，deny，grudge，kiss，spare，wish”等13个动词常用于双名构式，但也可用于与格构式。下面是我们收集到的一些例句，说明这些动词也可用于与格构式之中：



	［19］You must ask him about it.
	
《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




	［20］He asked a favour of me.
	
《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




	［21］I asked John a question或I asked a question of John.
	
《英汉大词典》（陆谷孙主编）




	［22］He envied John for his success.
	
《英汉大词典》




	［23］Please forgive me for being late.
	
《英汉大词典》




	［24］forgive sb. for being rude
	
《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




	［25］Please save some for me.
	
《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




	［26］He struck me on the chin.
	
《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




	［27］He struck his foot against a stone.
	
《英汉大词典》




	［28］How much money does your father allow you for books？
	
《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




	［29］beguile sb. into ambush
	
《英汉大辞典》




	［30］The wind blew the papers out of my hand.
	
《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




	［31］blow the fire into the flame
	
《英汉大词典》




	［32］to grudge a penny to the poorest beggar
	
《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




	［33］kiss sb. on the cheek
	
《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




	［34］kiss goodbye to a contract
	
《英汉大词典》




	［35］Can you spare one of them for me？
	
《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





因此，我们拟将它们都排除在外，据此，根据《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的标注，英语中能用于纯双名构式中的动词仅有5个。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该辞典在cost词条中并未标注VP 19（这或许正是该词典的一个缺点），若加上cost，英语中纯双名动词的总数应为6个。

若依据“双名构式主要表示成功传递、与格构式主要表示致使转移”来判断，能用于双名构式中的动词一共才有99（5＋94）个，比例才占10.57％（99÷937），而能用于与格构式中的动词为838（744＋94）个，占89.43％（838÷937）。现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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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数据可见，双宾构式中绝大部分用VNpN句型，而不像传统观念所认为的那样，一谈到双宾构式，首先想到的是双名构式，想到将“成功传递”视为双宾构式的原型义。而从图1.4的数据可见，双名构式才占10.57％，大部分是与格构式，这也足以说明，将双宾构式的原型义基于三个论元之间的关系定位于“传递义”还是较为合适的，它既包括双名构式（VNN）突显传递的结果“成功传递”，也包括与格构式（VNpN）突显传递的过程“致使转移”。

当然了，双宾构式是一个大家族，其中既有典型用法，也允许灵活处理，这正是原型范畴理论解释力之所在。同时，“原型＋边缘”的家族结构分析法亦可证明形式主义语言学是不可取的，要想毫无例外地概括出一个构式的用法规则，企图一刀切下去，画地为牢，用一个模式或公式来限定某构式的所有用法，将人的因素排除在语言用法之外，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也是办不到的。语言乃人之语言，交际乃人之交际，若不从人的角度，基于人本主义的立场来认识语言、谈论交际，势必难以逼近语言之真相，更何谈认识交际之本质。

第三节　双宾构式的构式程序分析图

Goldberg于1995年出版的著作Constructions：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构式：题元结构的构式语法方法》）中提出了“构式语法方法”，在她所出版的2006年专著中又被称为“Constructionist Approach”。该分析法主要是依据构式语法理论详细解读了构式的题元结构，因此她处理双宾构式的重点也在其题元结构上，着重论述了双宾构式中所涉及的X、Y、Z三个题元，并用“X CAUSE Y TO RECEIVE Z”来表示该构式的概念结构。但是，我们觉得她似乎未能系统梳理传递性双宾动词的原型用法和非原型用法，我们现以下一简式（图1.5）为主线，按顺序分段对应注上号码，标上具体用法，系统梳理英语双宾构式的内部结构和13种原型及非原型的用法特征。

我们根据上文的分析，拟将Goldberg所用“RECEIVE（含成功给予之义）”修改为“HAVE/EFFECT”，表示“领有或受影响”之义。下图的第一行表示概念结构，它是对现实生活中对应“事件场景”实施概念化的结果，还可用对应的题元结构（Agent＋Recipient＋Theme）来表示；第二行表示句法功能，是对第一行实施语法化的结果，还可用对应的词法结构（NP＋VP＋NP1
 ＋NP2
 ）来表示。我们可将第一行视为“义”，第二行视为“形”，这一图式性双宾构式就是由这两者组配而成的一个“形义配对体”。

紧接在下面的13点分别说明该构式对应部分的用法特征。我们将下图称为“构式程序分析图”，按照双宾构式的内部结构顺序来分别解释其用法特征，明显具有“好学、便记、易教”的实用效果。

[image: 2051-01]
图1.5



1. X生命体

传递者X能实施传递性行为，原型用法当为生命体，如例［18］中的“she”。X也可作延伸用法，不是生命体，如：

［36］Happiness gave me a lot of inspiration.

［37］Her clothes gave her a fresh and inviting appearance.

［38］The noise gave Terry a headache.

2. X意愿性

Goldberg认为，在双宾构式中传递者X本人愿意将Z给予Y，且这里的意愿性还含有意志性（如例［18］）和计划性，例如：

［39］John painted Mary a picture.

John不仅为Mary画了一幅画，而且还计划把这幅画送给Mary。据此下一句则是不可接受的：

［40］*
 John painted Mary a picture，but he sent it to his father.

但是，X常是在别人逼迫下才实施传递性行为的，这种“被迫给他人物品”的情况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见，因此X也不一定就是“主动情愿地”传递，例如：

［41］The Japanese soldiers were forced to give us their guns.

据此例［39］也可改说为：

［42］John was compelled to paint that guy a picture.

此时难说John情愿为that guy作画了。

当双宾构式中用非生命体作主语时，此时X也谈不上“意愿性”用法，如上述［36］至［38］。

另外，英语中还有部分表示“负传递”的双宾动词，此时也难说X是否“愿意性”地执行了传递动作，如：

［43］He owes you much money.

当然了，有学者会认为英语中表示“负传递”的双宾动词数量较少，不足以否认X的“意愿性传递”，但是汉语中表示“负传递”义的双宾动词数量则较多，几乎与表示“正传递”义的双宾动词各占一半（参见第三章），此时也难以将“意愿性传递”视为双宾构式的原型用法。倘若Goldberg等国外学者了解到汉语的这一实际情况，他们说不定也就不会在双宾构式的原型性用法中继续保留“意愿性传递”这一说法了。

3. X施事性

X既然是生命体，又能实施传递性行为，X当为施事者。但X也可能不是施事者，或施事意义不明确（如表示原因等），此为双宾构式的非原型性用法，如［36］至［38］。

4. Y生命体

Y作为传递事件的收受者，原型用法当为生命体，如例［18］中的“me”。又例：

［44］Tom sent me a box.

但不可说：

［45］*
 Tom sent that place a box.

因为that place无领属能力，难以领属a box，应将其改为：

［46］Tom sent a box to that place.

但有时Y也可延伸至非生命体，例如：

［47］The sauce gave the dish some extra flavor.

此句中的the dish作间接宾语Y，此句中施事者和收受者都不是生命体，但是“一道菜‘领有’一种风味”这是完全说得通的。问题是：究竟在哪种情况下Y处不可用无生命体名词短语，哪种情况下可隐喻性地用无生命体名词短语，能否用“Y是否具有领属能力”作出统一解释，学界目前尚无定论。

注意：一般不可对Y处用who或what等提问，如例［18］She gave me a book.不可转换成：

［48］*
 Who did she give a book？

此时当用与格构式，说成：

［49］Who did she give a book to？

例［47］也不可简单转换为：

［50］*
 What did the sauce give some extra flavor？

而应说成：

［51］What did the sauce give some extra flavor to？

根据Goldberg（2006：137）对Google网络例句的统计，能用who直接提问间接宾语Y的比例仅为2.5%（此时的Z部分较长）。通过调查她还发现，Y处用代词的频率要远远高于与格构式中的“介词＋代词”，这就是说，Y处的信息多为“已知信息（Givenness）”或“背景化信息（Backgroundedness）”，它不处于“焦点域（Focus Domain）”之中，所以就不大可能成为被提取（Extraction）的对象
[4]

 ，因此主动态双宾构式中的间接宾语Y是位于“孤岛（Island）”中的成分，就必然要受到“孤岛限制（Island Constraint）”的约束。可见，焦点域中的成分是受约成分，处于否定词范围之内，具有依存性（Dependency）特征；而预设的、背景化了的成分是不受约束的成分，一般处于否定词范围之外，属于语言中的孤岛现象。Goldberg（2006：135）据此概括出如下一条规律：

Backgrounded constructions are islands. （背景化构式属于孤岛现象。）

并将这一规律简称为BCI。Goldberg（2006：150）后来还画表总结了BCI对几种常见构式（如主语中的题元、双宾构式中的间接宾语Y、附加语、定语从句、Wh-补语、讲话方式动词、叙实动词等）的预测力。她认为，双宾构式中的Y就属于孤岛现象，适用于BCI。

如果将主动态的双宾构式改成被动态，并择用Y作分句主语，此时提问间接宾语Y的疑问词作分句主语，或间接宾语Y提前作定语分句的先行词，就不受“孤岛限制”的约束，不适用于BCI。例如：

［52］Who was given the book？

［53］*
 Who did Tom give the book？

［54］The man who was given a book left early.

［55］*
 The man who she gave a book left early.

例［53］和［55］之所以不能被接受，是因为疑问代词和关系代词who用于主动态双宾构式中指代间接宾语Y。

这亦可见，英语的双名构式和与格构式之间并不存在像TG学派所认为的那种简单而又对应的转换关系。

5. Y意愿性

Y若表示“受益者”，其用法则含“意愿性（Willingness）”，即Y愿意接受X的传递，如例［18］。若Y表示“受损者”，则Y不含“意愿性”，例如：

［56］The policeman gave the driver a ticket.

此时的间接宾语Y就不是意愿性的。

“意愿”与否，都必须是神志清醒，倘若神志不清就不宜用双名构式，据此下一句就不可接受：

［57］*
 John threw the coma victim a blanket.

因为对于“昏迷的受害者”而言，根本谈不上意愿性问题。

6. Y受益性/受损性

Y是该“传递性行为”的收受者，可能是受益者（如例［18］），但也可能是受损者，例如：

［58］His girlfriend gave him a pinch.

［59］The chairman denied the student a chance to speak.

［60］The judge fined her $200 for jaywalking.

此时的间接宾语Y不是受益者，而是受损者。再加上汉语双宾构式中Y既可为受益者，也可为受损者，且两者的比例还基本相当，因此本书拟将“受益性/受损性”都视作双宾构式的原型义。

7. Z具体性

双宾构式的原型用法既然表示执行具体的传递行为，就应当有具体的给予物或传递物，Z的原型用法便是指“具体事物”，且其还具有被传递性，如例［18］中的a book。这一用法也可扩展至非具体的抽象概念，如：

［61］The patient gave Tom a headache
 .

比较：

［62］我没给他好脸色
 。


［63］她给了我一个白眼
 。


［64］只要你给我一句话
 。


这四个例句中的直接宾语Z都不是具体事物。此时双宾构式的意义就可能发生一定的“调变”，有可能是X没有失去，而Y有所获得或受影响，即在发生传递性行为之后，X和Y可能会共享某事体Z（参见第11点）。或者说，传递性行为发生之后，对于X来说无所谓有所失，特别当Z为抽象名词时，大多为这类情况，我们将这种Y与Z的关系称为“受到”或“受影响”关系，它与“领属”关系可合称为“领受”关系。

在阅读中我们发现，Z用抽象名词的例句很多，如张道真（1983）在《现代英语用法词典》中所收录的give例句，其中绝大部分Z是抽象名词，或不是很具体的名词。由于他也是摘录自国外权威的英语词典，因此收录这些例词在此也有一定的解释力。




	［65］
	account，
	advice，
	analysis，


	
	apology，
	approval，
	backing，


	
	beating，
	blow，
	chance，


	
	clean，
	old，
	confidence，


	
	consent，
	consideration，
	cry，


	
	date，
	decision，
	details，


	
	dusting，
	education，
	encouragement，


	
	information，
	injection，
	illustration，


	
	job，
	joy，
	kick，


	
	knock，
	leave，
	lecture，


	
	life，
	look，
	notice，


	
	opinion，
	pain，
	party，


	
	performance，
	pleasure，
	polish，


	
	pull，
	punch，
	push，


	
	reading，
	result，
	shock，


	
	shout，
	sigh，
	sign，


	
	smile，
	song，
	start，


	
	support，
	sweeping，
	tap，


	
	liking，
	thought，
	trouble，


	
	wash，
	welcome...
	






另外，位于句末的Z不可用代词，如不可说：

［66］*
 Tom bought Mary it.

我们知道，从信息结构角度来说，英语常采用“句末信息焦点（End Focus）”的排列原则，而代词表示的是已知信息，所以在英语中一般不置于句末，这对于英语双宾构式特别明显（参见图1.6，Z处用代词的频率为零）。但若用与格构式，就可另当别论，例如：

［67］We have bought some books for them.

这也可见双宾构式和与格构式之间的差异，参见第4点和第12点。

8. Z事物性

从上文分析可见，Z的典型特征便是对象物，为非生命体，但在特定情景中有时也可扩展至生命体，例如：

［68］They sold a slave trader three persons.

9. Z具有可传递性

在双宾构式中，X传递或给予Y的事物Z应具有“可传递性”或“可转移性”，这样才能实现事物的转移，所有权也才可能从X手中转到Y手中，因此，“Z具有可传递性”当为双宾构式的原型用法，参见例［18］。但也不排除其他情形，如夸张性表达，例如：

［69］He promised his girlfriend a harbour.

［70］他答应给我一个月亮。


综上所述，Z当有具体性、事物性、可传递性，为能达到这一点，原型的Z便应具有“定指性”，英语表达常为“数＋名”，汉语表达则为“数＋量＋名”，参见上述例句。

10. X传递给Y

此处从以下三个角度来分析：

（1）答应“传递”。从图1.3可见，“传递义”包括“成功传递”和“致使转移”，因此这里的“答应传递”也包括“答应给予”和“答应转移”。双宾构式原型义“X向Y传递Z”也含有“意向性传递”之义，仅只是“答应传递”而已，不一定真正实施这一动作，例如：

［71］John promised me a bicycle at my birthday.

句中仅只描述了John答应过“给自行车”一事，而不一定意味着真的实施了“给予自行车”这一行为。

英语中“许诺类动词（Verbs of Future Having）”主要表示“将来某个时刻将有某物”，如：promise，bequeath，leave，refer，forward，allocate，guarantee，allot，assign，advance，award，reserve，grant
 等，当它们用于双宾构式时大多表示“意向性传递”之义，是否真的实施了传递动作，尚需视具体上下文而定。

（2）阻断“传递”。X也可能拒绝执行“传递”行为，例如：

［72］My boss refused me a raise in salary.

句中主语不仅不是一个意欲实施“传递”行为的施事者，而正好相反，X意欲加以阻止“传递”行为的发生，使得Y无法获得Z，或Y与Z将被隔离开。英语中表示“阻断传递”的动词（Verbs of Separation），包括banish，deny，prevent，protect，refuse等，就属此类用法。

（3）反向“传递”。传递者X相对于受益者Y的关系来说，应当具有传递性关系，如例［18］，但双宾构式也可用于反向传递（即“负传递”），即Z从Y处转移到了X身上，如：charge，cost，fine，owe，rob，steal等。

［73］The policeman fined John $50.

50美元（Z）从John（Y）转移到了警察（X）身上，实际上是间接宾语Y将直接宾语Z传递给了施事者X。从中我们不难体会到，这种“反向转移”用法，当属英语双宾构式的边缘性用法，因其同时违反了该构式的多项原型用法，如“Y的意愿性”、“X的传递性”等。

上述分析是从动词意义的实际效果角度来说的，其实我们也可通过隐转喻机制作出统一解释：

（1）“答应传递”与“成功传递”可视为一个动作链不同的阶段，前者为动作的起始阶段，后者为动作的结果阶段，它们之间自然具有转喻关系，只是突显了一个动作的不同阶段罢了。

（2）和（3）看上去实施了与双宾构式完全相反的意思，但它们也可视为“传递”义之一种，或“成功传递”用法的隐喻性延伸。如例［72］说的是“加薪”这一事件的转移可能性被阻断了，但从中还是能体会出“传递”之义的。这亦可见将双宾构式的原型义定位于“传递”还是具有较高概括性的。

11. X原领属Z

在正常情况下，传递性行为发生之前X当领属Z，在该行为发生之后，领属权关系从X转移至Y身上，如例［18］，但也有例外。

也有可能是Y有所获取，而X并没有失去，正如英国著名文豪萧伯纳曾说过：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交换之后，还是一人一个苹果。你有一个主意，我有一个主意，交换之后，我们每人就都有两个主意。当Z为表示“信息类”名词时，几乎都是这种情况：

［74］The girl gave him her telephone number.

［75］Now you can give me some advice.

［76］Can you give me more information？

［77］I will give you my opinion if you like.

［78］He has given me the last decision.

当然在“负传递”中情况则不同，Y原领属Z，在“负传递类双宾动词”的作用下X后领属了Z。

12. Y后领受Z

Y在整个传递性行为中的原型意义为“受益者”，因此当传递性行为结束后Y就领属Z，这就是Pinker（1989）所说的“未来占有（Future Possession）”，即直接宾语所表达的事物Z将为间接宾语Y所占有，如例［18］，在X实施了传递性行为之后，Y便开始领属Z了。Y领属Z的关系还可隐喻为Y受到Z的影响，原来的领属关系就被隐含了起来，例如：

［79］Tom gave the girl an insult.

在此句中，我们不能说间接宾语the girl直接领属了直接宾语Z，此处仅只表示“受到（影响）”之义。又例：

［80］Mary gave John a kiss/kick/push.

我们不能说John领属了kiss等，而将其解释为“受到（影响）”则较为合理。

Goldberg（1995）在Pinker（1989）分类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第10类“拒绝类”，直接否定Y对Z的领属，或否定了Z的转移，例如：

［81］They refused her permission.

［82］Why did he deny us a raise in salary？

另外，在双宾构式中，Y与Z之间具有直接的“领属”关系或“受到影响”，这就是我们为何用“领受”一词的含义。为能表示这种“领受”关系，它们在句法空间的位置上就应当紧密相靠，这也完全符合“距离象似性（Iconicity of Distance）”原则：概念较为密切的语符在句法排列时就更为紧密。因此在Y与Z之间就不宜插入其他成分，下一例句就不可接受：

［83］*
 Tom bought Mary yesterday a book.

而只能说成：

［84］Tom bought Mary a book yesterday.

若用与格构式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例［83］还可改为：

［85］Tom bought a book yesterday for Mary.

这亦可见，双宾构式和与格构式之间不像TG学派所认为的那样具有简单的转换关系，参见第4点和第7点。

双宾构式中若用了表示“负传递”的动词情况则不同，Y先领属Z，在此类动词的作用下X后领属了Z。

另外，还有学者对双宾构式的意义常表示“成功传递”一直怀疑，且举出了很多反例，如Oehrle（1977：206）所举两例：

［86］Max handed her a cigarette，but she wouldn’t take it.

［87］I read him the figures，but when I looked up，he was gone.

Baker（1997：89）所举的反例如下：

［88］I taught them English for a year，but they don’t seem to have learned a thing.

Pylkkänen（2002：20）也举了一些反例：

［89］I sent Bill the letter but he never got it.

［90］I wrote Sue a letter but she never got it.

［91］I threw John the ball but he didn’t catch it.

我们认为，这三位学者所举的例句不足以否定双名构式含有“成功传递”之义，倘若深思这些反例，反而可证明双宾构式原来就含有“成功传递”之义，只是其内在的“成功”之义被其后的语句“取消（Cancel）”了，倘若没有其后的语句，双名构式还是要带“成功”之义的，特别是当其用于过去时或完成体中时。

他们所举的这些例句，反而可用以佐证我们将双宾构式的原型意义可基于三个论元之间的关系定位于“传递”的合理性，它们既可表示successful transfer，也可包括intended transfer、future transfer、refused transfer。我们认为，Goldberg等学者强调了双宾构式的“成功传递”，可视为一种“狭义的原型”，而我们的观点比她所说的原型更接近事实，涵盖面也更广，可视为一种“广义的原型”。换言之，Goldberg所指的原型更为狭窄，比起我们的论述是一种更接近于双宾构式范畴中心的“原型观”。

13. 传递类动词

如何将“CAUSE TO HAVE/EFFECT”这个概念词汇化（Lexicalize）成语言中的具体动词，不同语言有不同的分法，数量也不尽相同。如在英语中这一概念既可被词汇化为“单个动词”（即上文所述的双名构式，共99个），也可被词汇化为“动介构式”（即上文所述的与格构式，共838个），共被词汇化出843个双宾动词（其中有94个为两者兼之）。在汉语中这一概念被词汇化出约452个光杆动词。英汉两种语言中的这些双宾动词表示传递物体的情况大不相同，很多学者对其进行了详尽的分类和深入的研究，参见第二、三章。

另外，在理解由这类动词所构成的双宾构式的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会涉及转喻认知机制，例如在

［92］他给了我一脚。


中，“一脚”不是指真的将“一只脚”截下来给了“我”，而是“用脚”踢了“我”一下。此时“一脚”仅仅是“踢人”这一整个事件的一个工具部分，用其来代表整个事件，这显然属于转喻。

我们还可用“注意窗理论”来分析双宾构式。“传递性”行为作为一个事件，可包括多个过程，如“开始”、“途中”、“结束”等，我们可突显动作链中的某一个阶段来表示整个事件，如“制作类”或“准备类”动词常表示一个事件的“开始”和“起动”部分，是“传递”的先行小事件，它可用来表示整个事件，例如“烤饼”、“泡茶”、“斟酒”、“煮饭”等，参见第二节第2点。

严辰松（2007）指出，我们还可用“方式”、“动作本身”、“目的”、“媒介”、“意象”、“致使因素”等来表示整个“传递”事件。

第四节　以角色（人/物）为主线的分析

Goldberg（2006：163）列表标明了双宾构式中X、Y、Z三个题元的“主题化（Topicality）”比例。

所谓“主题化”，就是指语句中的词语指向语篇中的已知信息，它们更易成为句子的“主题（Topic）”，这类词语的信息坐落（Anchor）于语篇上下文之中，也更倾向于排列在语句的前面。Alta Vista所收集的数据表明，双宾构式中的施事性主语X和收益性间接宾语Y的主题化程度较高，它们多为语篇中的已知信息（参见上文第4点），因此主要用“代词（Pronoun）”和“限定性名词短语（Definite NP）”来表示，而表示被传递物的直接宾语Z的主题化程度最低，几乎全用“词汇性名词短语（Lexical NP）”，限定性名词短语占45%，非限定性名词短语（Indefinite NP）或零冠词名词短语（Bare NP）占55%，不用代词。

现将这三者的具体数据列表叙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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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即“人或物”，对英语双宾构式中这三个题元角色进行了数据调查。

根据例［18］所示，英语双宾构式中所涉及的三个题元：X（施事者）、Y（受益者）、Z（传递物）的原型用法分别为：某人X使得某人Y得到某物Z，且实现了某物Z从X向Y的成功传递（此处暂取双宾构式的狭义原型观）。据此，按照三个题元是否为“生命体”可作如下标注：

［93］X∶Y∶Z＝人∶人∶物


这是生活中的典型事件，某人（X）给了另一人（Y）以某物（Z），这一典型的概念结构就被语法化为双宾构式的原型性用法：主语（人，X），间接宾语（人，Y），直接宾语（物，Z）。

若考虑其非原型性用法，按照简单的组合规律当有多种结合方式，产生多种变体，在语言实际运用中的分布情况也较为复杂。本文基于英语语料库（为李亮收集的2000年美国CNN每月逢5号的文字材料，共约1，000万词），摘出其中带有give的例句共3，657句，除去重复的例句427句，实际调查的句子为3，230句
[5]

 。在这些例句中，give用作：


（1）不及物动词共161例，占总数（3，230）的比例为4.98%；



（2）及物动词共3，062例，比例为94.80%；



（3）名词7次，比例仅为0.22%；



（4）及物动词时其后接单宾语共670例，占及物动词总量（3，062）的比例为21.88%；



（5）后接双宾语共2，392例，占及物动词总量的比例为78.12%。


现以图表小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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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对give作及物动词的具体情况作如下初步分析：

1. 对单宾句中宾语Y项的角色分析

（1）有30句后接代词that等作单宾语，从语料来看，难以核实其具体的指称情况，因其数量有限，将其排除在外不会对我们的统计产生多大影响。从总数670中删去这30例，共得640例。

（2）后接“有生命体”角色的词语作宾语共有80例，占单宾语总数（640）的比例为12.5%

（3）后接“无生命体”角色的词语作宾语共有560句，占单宾语总数（640）的87.5%。从这一分析可见，give后主要接无生命的名词角色作直接宾语Z。而且，这也可佐证将give双宾构式中的所给物Z从语义上分析为直接宾语是有充分根据的。

2. 对双宾句中直接宾语Z项的角色分析

我们从语料库中共得give作双宾用法2，392例，以此来论述三个题元在下述四种构式中的分布情况：

give用于D式一共只有16例，而且Z都为抽象概念，它们是：hope 3例，reasons 2例，其他皆为1例：ability，advice，analysis，best，briefings，cause，information，prescription，names，services，training。例如：to give hope for...，to give little reason for...，to give the ability for...，to give the information for...。

未见有C式用法。

其余2，376（2，392—16）都为A式和B式。


A式（双名构式）：　　X　GIVE　Y　Z



B式（与格to构式）：　X　GIVE　Z　TO　Y



C式（与格with构式）：X　GIVE　Y　WITH　Z



D式（与格for构式）： X　GIVE　Z　FOR　Y


在A式中，直接宾语Z指人的共有21例，B式中Z指人的共有10例，两项总和为31，所占比例（31/2，376）为1.30%。

在A式中Z指物的共有1，881例，B式中指物的共有464例，两项总和为2，345例，所占总数比例（2，345/2，376）为98.70%。

这一比例与上述双宾构式原型用法的论述完全吻合，即：大部分或绝大部分直接宾语Z的角色为非生命体。

我们同时还发现，当give用于与格for构式时，Z几乎都为抽象名词。

3. 双宾构式间接宾语Y项的角色分析

在A式中Y指人的共有1，801例，B式中Y指人的共有215例，两项总和为2，016，占总数的比例（2，016/2，376）为84.85%。

在A式中Y指物的共有239例，B式中Y指物的共有121例，两项总和为360例，占总数的比例（360/2，376）为15.15%。

从这两项调查可见，A式中间接宾语Y的角色主要为有生命的“人”。而在B式中间接宾语Y的角色既可指人（215例），也可指物（121例）。与A式相比，B式中的Y用来指物的比例为［121/（121＋215）＝36.01%］，明显高于A式的比例［239/（239＋1，801）＝11.72%］，这一数据也支持了学界的观点：Y为非人时多用介词to双宾构式。

4. give构式主语的角色分析

（1）用作give单宾构式的主语大多为生命体，而用非生命体的名词只有44例，仅占6.57%，这说明在give的单宾构式用法中，X部分的隐喻性用法比例并不是很高。

（2）双宾构式中用it作主语的共34例（其中A式有29例，B式有5例），用that，this，which，who作主语的共70例（其中A式有60例，B式有10例），用动词不定式作主语的共383例（其中A式有347例，B式有36例），另有252例（A式有247例，B式有5例）为无主语的祈使句，2例为主语从句。这五项的总和为741例，从总数2，376例中减去741例，为1，635例，本文主要对这1，635例中主语X部分的角色分布情况作一统计说明。

（3）双宾构式中主语X用人称代词共1，234例，比例为75.47%；指人名词有136例，比例为8.31%，两项总和为1，370例，占总数（1，635）的比例为83.8%。这足以说明双宾构式中X的主要角色为“生命体”，在其他265例中X用非生命体名词，占总数（1，635）的16.21%，它们是双宾构式的隐喻性用法。现将数据汇总为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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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结语

1. 系统梳理

从上文分析可见，英语双宾构式用法甚多，意义丰富，关系复杂，我们尝试运用两条主线对其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


（1）以构式程序图为基础的系统梳理；



（2）以人/物为主线对题元的系统梳理。


通过系统梳理可见，双宾构式基本要素有4项（X、Y、Z和双宾动词V），构式“X V Y Z”可用以表达很多不尽相同但又密切相关的意义，从而形成了一个意义紧密相关的范畴（a Category of Related Meaning，或a Family of Closely Related Senses），可将其称为“紧密相关的构式家族（a Family of Closely Related Constructions）”。同时，这也证明了构式语法的一个发现，同一个构式表达，可能会同时与很多不同的但又紧密相关的意义进行匹配，从而形成了构式的多义性（Constructional Polysemy）。这种多义性可运用原型范畴理论作出合理解释，即在确定双宾构式原型用法的基础上，通过隐喻或转喻等认知机制延伸出了其若干种非原型性用法。

2. 句法不自治

语法构式不能脱离人们的生活经验，倘若一味坚守句法自治论，脱离具体用法和隐喻转喻而空谈转换规则和生成，解释就难以充分。这亦可从双宾构式各自所能突显的角色得到佐证，例如：

［94］Hand：＜施事者　受事者
 　受事物＞

［95］Mail：＜施事者　受事物　受事者
 ＞

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是hand（传递）事物，多为施事者“当面”向受事者传递受事物，两者之间的传递距离很近，受事者当是在场的，这个角色处于突显的位置，一般不可省略；而mail（邮寄）事物，是施事者不可能或不便于当面向受事者传递事物，两者距离相隔较远，其中当有邮递员来实施直接传递动作。这一经验事实对双宾构式的句法成分也产生了限制作用，在Hand句中因受事者为突显角色，因此这一角色一般不可省；而在Mail句中，受事者处于非突显位置，则可以省去。所以省略顺序应为：非突显角色可以省去，而突显角色一般不可省（参见第十三章第三节）。

这一分析也进一步有力地支撑了认知语言学的一个核心观点：“句法不自治”。仅靠纯粹的句法分析是无法解释两句之间的语义和语用差异的，必须从概念语义学（语义角色）和认知语义学（突显原则）的角度才能作出更为完满的解释。句法上的差异，就其根源而言，受制于语义角色及其突显的差异，受制于对现实事件概念化的差异，这足以可见句法自治是不成立的，句法必须借助语义、语用才能作出较为充分的解释。

3. 构式语法的意义

Goldberg不仅从句法、语义和语用等角度，而且还从“隐喻认知机制”角度成功地揭示了各类构式之间的内在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她的构式语法理论的意义在于：

（1）突出了“构式”的基础性和重要性，即《上卷》所说的“语言具有构式性”，将构式视为人们心智中表征语言知识的最基本单位，它当为语法研究的最主要的对象。

（2）建立和接受上一立场，就意味着要彻底抛弃“句法自治论”和“纯形式化”的语言研究方向，深入批判模块论的基本假设。她还用例证有力地批判了TG的基本假设，指出：脱离意义和用法的纯形式化研究模式是没有出路的。句法研究必须紧密结合意义和用法，若不如此就难以作出全面和合理的解释，何谈“充分性”。

（3）TG难以仅从纯句法角度概括出英语双宾构式的生成规律，更不用说能为世界语言提供什么关于双宾构式的普遍语法知识了，“先天性普遍观”只能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美好遐想而已。

（4）通过系统分析双宾构式、使动构式、动结构式和The-Way构式，进一步证明了原型范畴理论和隐喻理论的解释力。


[1]
 　尽管有学者［如Jespersen（1949，1951）和王力（2002）等］认为英汉两语言中不存在“与格”，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论述，这仅是个术语问题。也有学者认为与格构式不是双宾语构式，应当分析为“单宾语＋状语”更为合理，这仅是诸多观点中之一种。若换个角度看，这两种构式都涉及三个题元角色，且这三者之间还具有类似的语义关系，在有些场合这两个构式还可以互换使用，因此，将它们视为双宾构式一起加以讨论也是可以的。当今大多构式语法学家都主张将双名构式和与格构式统一作为双宾构式一起论述。


[2]
 　但在学术界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Rappaport Hovav & Levin（2008）就认为，用介词to的与格构式也可表示“致使拥有”之义。这表明两种双宾构式用法复杂，变化较多，互有交叉。因此图1.4所列述的仅为双宾构式的原型意义，并不排除各种活用的可能性。


[3]
 　感谢我的研究生崔文灿进行了穷尽性的调查。


[4]
 　如She didn’t give him a book. It was a pen. 否定词否定的是直接宾语Z，而不是间接宾语Y。如将其改为：She didn’t give him a book. *
 It was Mary. 该句除非将前面的“him”重读，否则为不可接受的句子。


[5]
 　感谢我的学生陶陶、崔文灿等帮助我做的数据统计。


[6]
 　①图1.8最后三行（即第10、11、12项）是调查2，376个give例句中主语指物或指人的分布情况，这就要将主语用不明确的it、that、主语从句、不定式和祈使句（即表中第5至9项，共741句）排除在外，即用2，376减去741得到了1，635。


第二章　英语双宾构式（下）

本章第六节论述了“双宾动词”和“双宾构式”的互动关系。第七节根据对双宾构式的分析反思了隐喻认知理论中的“不变原则”，主张用“映合原则”对其作出补充。第八、九节论述了英语双宾动词的两种分类方法：语义分类和句法分类。我们首次提出了在徐盛桓语义三分法的基础上增加“阻断传递”和“负传递”的方案，从而使得英语双宾动词形成了一个从“显性传递”、“潜性传递”、“零传递”到“阻断传递”和“负传递”的连续体，同时指出843个双宾动词与三种双宾构式组配分布的不平衡现象，首次提供能用于双宾构式中的介词的分布一览表，并据此提出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方向。第十节从11个方面较为详细地对比了英语双名构式和与格构式的差异，以支持第一章第二节提出的观点。

第六节　双宾动词与双宾构式的互动

1. 构式义压制词汇义

我们（2001：234）认为，句义是由“词汇义＋结构义”整合而成，这也是流行了很多年的传统观点。但是TG学派主张将意义交给词库，诸如实体、事件和性质等概念仅由词汇来表达（Jackendoff，1997b：48），句法仅提供将语核和依存成分组合成短语或分句的组合规则（可对其作形式化描写），在此过程中并不对句子增加任何新内容，这样句法就与语义无关，就可保全“句法自治论”了。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Goldberg（1995，2006）等构式语法学家认为“构式有独立义”，从根本上否定了TG学派的基本假设，上文对双宾构式原型意义的讨论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也是Goldberg等构式语法学家的最大贡献之一（参见《上卷》第六、十一章）。但是，我们也发现部分构式语法学家有过分强调构式义的倾向，认为构式可对动词产生强制性影响，即构式本身可使动词的论元和词义发生变化，使其顺应构式的需要，这就叫“构式压制（Construction Coercion）”，例如：

［1］Harry sneezed the tissue off the desk.

当将不及物动词sneeze置于“作用力—运动”这个使动构式中时（其后带了直接宾语和方向性介词短语），这句话就不是这些词义的简单组合，人们自然会通过激活使动概念，在两个事件（Harry sneezed和the tissue went off the table）之间建立起因果联系，其义就变成：“Harry通过sneeze对the tissue施加了一个力，结果使其产生移动，出了桌子。”
 也可理解成“Harry发出一个动作sneeze，将off the table这一结果传递并给予了the tissue。”
 图2.1较为明确地表明了双宾构式与动词之间的这种内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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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第一行表示双宾构式的原型意义，相当于第一章例［17］中所列述的意义，后面的尖括号表示该构式的题元结构，它由三个角色构成：施事者（Agent）、受益者（Recipient）、受事者（Patient）。中间一行表示双宾构式所能填入的动词，它们相当于第一章所列述的X、Y、Z或Nx
 、N1
 、N2
 。

一般说来，能用于双宾构式中的动词至少应是一个能带有两个参与者角色（施事者和受事者）的及物动词，它们分别与构式的两个语义角色（或叫题元角色）“agt”和“pat”相对应（Correspondence）和融合（Fusion）。如果该动词还有第三个参与者角色，它能与构式的受益者语义角色（rec）对应和融合，此时构式与动词就为自然搭配使用。若动词不带有第三个参与者角色，则构式就可能将rec角色赋予该动词，这就是图中此处用虚线的含义。

更有甚者，若一个动词仅只带有一个参与者角色，即我们常说的不及物动词（只需要一个语义角色作施事者），当其用于双宾构式时，构式就可能会同时赋予这类动词两个语义角色，如上文例中的sneeze就是一个典型的不及物动词，其额外的两个语义角色就是由构式所赋予的，此时pat下的实线当画为虚线，表示双宾构式迫使动词又增添了一个新角色。

这一分析方法也适用于汉语，诸如“愁”、“高”等一类的词，它们常只带一个参与者角色，但也可用于：

［2］烦心事愁得她一头白发
 。


［3］小李高我一头
 。


句中画线部分的题元是由构式压制给“愁”和“高”的。

另外，只要是能用于双宾构式的动词，即使这个动词原来不带有“传递义”，也可能会迫使这个动词带上这样的意义，例如英语动词“bake”原义为“烤”，并没有“传递义”，但当它用于双宾构式：

［4］Mary baked Tom a cake.

中时，bake就有了“烤饼＋传递”之义，其中的“传递义”不是动词本身所有的，而是从双宾构式中临时获得的。换句话说，双宾构式将其原型意义“传递”压制给了动词bake。

英语中还有很多动词本身不含有“传递义”，但当它们被置于双宾构式时，就会带上这种意义，除上文所举的bake之外，还有：

［5］blow，　 buy，　cook， find，knit，

　　 leave，　 make， paint，play，pour，

　　 promise，quote，show， sing，wire，wish

等等（参见石毓智，2004；徐盛桓，2007），所有这些动词都表示其施动者所能发出的有意识动作，同时在这些动作的作用下都能生成一个“产品”，且该产品有一去处。例如：

［6］Tom blew her a kiss.

［7］Mother bought the baby a toy.

［8］Mother cooked me a dinner.

［9］She has found me a good book.

［10］She left Tom a book.

［11］They make Mary a doll.

［12］He painted me a nice picture.

［13］The orchestra played us the symphony.

［14］Pour me a drink.

［15］John showed his teacher his essay.

正是英语的双宾构式才使得这些动词具有了“Z”从左向右传递的意义，即原属于X，后传递给了Y，Z的所有权从X右向转移到了Y上。

2. 词汇义与构式义互动

我们也注意到，Goldberg（1995）在论著中一方面大力倡导“动词义与构式义互动”的观点，但另一方面她有时又像其他构式语法学家一样，过分强调构式义对动词义的压制作用，而忽视了词汇义的重要性。

例如双宾语句的意义不仅仅是由构式义所决定的，而是“双宾构式义＋双宾动词义”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还可能出现词汇义压制构式义的情况（详见《上卷》第十一章第五节“词汇压制”部分）。如例［4］中“bake”本义仅为“烤制”，但在双宾构式的“传递义”作用下，使得a cake发生了移动，传到了Tom手中。这个句子从一般人的语感来说，动词bake的意义较为突显，好像并没有十分在意“双宾构式”意义的存在，这至少可以说明“动词义”对于句义理解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因此例［4］不仅可用以说明构式压制的现象，而且还可用以说明动词义的重要性。当然了，若在bake词条中增加一个“烤饼送给某人”的义项，构式义的地位就显得更不重要了。

双宾构式的意义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它或许就是在生活体验中基于give和“给”类动词的典型用法而逐步提炼出来，从而被语法化成一个抽象的结构体。再如上述例［1］、［2］、［3］中的谓语“sneeze、愁、高
 ”，显然它们对句义形成起着关键性作用，从语感上来说，人们或许不太关注这是一个什么句型，但不可不知这三个动词的基本意义。部分构式语法学家过分强调了构式对词汇的压制作用，我们认为还当考虑词汇对构式的压制作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词汇压制（Lexical Coercion）”现象（参见《上卷》第六章第二节和第十一章第五节）。

因此，理解一个实际语句的意义涉及很多因素，既包括语句本身的意义，还要关注情景义；既要考虑到构式义，也不可忽视词汇义。因此，动词的多义性和动态性常会导致构式义的不确定性。

另外，双宾构式能表示“零传递”和“负传递”，这也不是由双宾构式本身所决定的，而主要体现在动词意义上（参见下文）。但是，这还不足以能否定构式语法的一个基本立场——构式有其本身独立的意义。如果否认这一点，那么就又要回到TG学派的立场——句义仅由词汇义决定。

我们不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TG学派仅只承认词汇才有意义，部分构式语法学家又过分强调只有构式义才对词汇义有压制作用，这都过于偏激了，当取辩证之立场，同时关注语句的两个方面：词汇和构式，两者可相互压制，这样才能实现两者之间的真正互动，这就是“兼顾则明”的道理。

第七节　反思“不变原则”

1. “不变原则”的局限性

Lakoff在分析隐喻特征时提出了“Invariance Principle（不变原则）”。从上文分析可见，give原有的典型意象图式为：施事者X做出传递性行为之后就失去了Z，如在典型用法“I gave you a book.”中，当“我”给了“你”一本书，“我”就没有书了，而“你”原来没有书，现在有了。但是，当give用于隐喻中时，其典型的意象图式可能发生变化，或没能保留下来，例如：

［16］give you an idea

和

［17］give you a kick

当你给了别人idea之后，你并没有失去idea；当你踢了别人之后，此人也没有拥有“踢”。可见，give句中的Z原为具体事物，可视作始源域，作隐喻延伸后用了抽象概念或行为时，可视作目标域，此时隐喻在映射过程中的“不变原则”就明显存在问题，现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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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Z用作抽象概念时，双宾构式的意义就受到了目标域中意象图式（如idea或kick）的限制而发生些许变化，其原型性意义“X有所失，Y有所得”就不再存在，这就是说，所谓的隐喻映射过程中的“不变原则”当作必要修改。

2. 修补方案1

据此，Turner（1990：252）提出了修改方案，对其增加了一条重要限制：在隐喻性推理过程中，还需兼顾到目标域中的信息，不能违反“目标域”中的意象图式结构。可见“不变原则”应当从“始源域”和“目标域”两个角度来考虑才更加全面。

我们也可作这样的解释：当give隐喻性地被用于抽象性概念“想法”和行为“踢”时，它主要将“传递”这一动作概念本身映射到了目标域，其他有关意象图式，诸如“传递者（Giver）失去了所有权”，“被传递者（Givee）获得了所有权”等意象图式，受到当下目标域中“idea”和“踢”意象图式结构的影响，做了适当调变（Accommodation），出现了“目标域为主”的现象，这就是Lakoff（1993：216）后来所说的“target domain overrides”现象。

自从他们提出“不变假设”和“目标域为主”之后，又产生了一个新问题：为什么这两个原则就一定是首要的？既然目标域有自己的意象图式，且“为主”，那么隐喻映射还有必要吗？意象图式结构是从始源域和目标域中提炼出来的图式，是两个不同概念域对同一意象图式的例示性扩展，就谈不上双域之间的映射问题了。

3. 修补方案2

为解决上述问题，Lakoff & Johnson提出了以下修补意见：

（1）尽管目标域有自己的意象图式结构，但它们本身是不完整的，仅用其内部图式来表达我们的思想还不能满足我们的日常交际需要，因此，目标域中缺少某些意象图式结构，这就需要借用其他概念域。Lakoff & Johnson（1980：147—148）基于此进一步提出了“隐喻创造相似性”的观点。

（2）可用“非对称性”来说明隐喻映射是必要的。所谓非对称性是指概念从始源域向目标域的单向映射。如果隐喻中两个域都能从同一意象图式中作例示性延伸，那么就谈不上非对称的方向性问题。尽管有时存在双域交叉的问题，如我们既可有概念隐喻：

［18］PEOPLE ARE MACHINES.

也可有：

［19］MACHINES ARE PEOPLE.

但它们有不同的映射内容。［18］主要把“机器的部分功能”映射到了人上，而［19］主要把人的“意愿”和“欲望”映射到了机器上，属于“拟人化（Personification）”思维方式。

通过这一轮的讨论之后，人们可能又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倘若接受他们的这两个反驳，就需要重新审视“不变原则”和“目标域为主”的重要性，这两条原则没有必要在隐喻理论中占据首要地位，不应当为主要特征，它们仅是隐喻映射理论中的部分特征。

4. 修补方案3

上述诸多观点各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也存在相互矛盾之处，如何将它们融为一个协调的理论整体，这个问题就摆在认知语言学者面前了。

我们认为，Lakoff & Johnson的第一个反驳是有道理的，目标域与始源域之间肯定存在一定的联系，但也有区别，有些目标域的意象图式结构不很完整，尚需从始源域借用或映射过来某些意象图式来丰富自身，以能达到较好地理解目标域的用法。但倘若过分强调从始源域到目标域的映射，势必就会将目标域结构和映射入的始源域结构之间的区分加以对立和绝对化，这似乎又与“互动观”不很兼容。

因此，许多认知语言学家（如Jackendoff & Aaron，1991：334）修正了“互动理论”，认为映射中既有“互动（Interaction）”，也有“整合（Integration）”，还有“新增（Enrichment）”，进而提出双域之间的“结构性融合（Fusion）”或“结构性重叠（Superimposition）”的观点。很多认知语言学家基于这一观点提出“隐喻的融合理论（Blending Theory of Metaphor）”，以期能解决上述问题，除兼容的意象图式能从始源域带入到目标域之外，还可能有其他不兼容的丰富信息映射入目标域。

5. 笔者的修补方案

我们（2003c；2007：478—479）也已注意到隐喻认知理论中的这一问题，主张将“简单映射”修补为“映合（Project & Mix）”，这其中包括两个过程：映射过程和映合结果。

（1）“映射过程”是指通过始源域B中的信息来激活目标域A。既然隐喻可表述为“to say one thing in terms of another”，那么就存在要借用B来理解和诠释A的问题，这一过程相当于心理学中的“激活（Activate，Trigger）”，通过B来激活A，同时，还要将屏幕B中丰富的影像（包括通常所说的特征或复杂的意象）对应投射到A屏幕上。这一过程的有效性当借助于相关语境（Situation，简称S），一方面S可提供相关的背景知识以及意象图式，另一方面S也可帮助排除那些不很相关的特征。跨域之间的激活和对应映射，是通过人类的“范畴化（Categorization）”能力和“联想（Association）”能力得以保障的。

（2）“映合结果”是指A屏幕中的有关信息和特征，也会对B屏幕映射过来的影像做过滤性的筛选，决定着聚焦信息的形成。认知主体在A与B双域信息的互动作用下，自然会激活有关信息进行加工，也会抑制那些无关的信息以保证认知加工的效率。通过认知主体的“激活”和“抑制”运作，某一或某些关键信息通过映合之后，就会产生融合反应并能形成注意焦点，获得突显的效果，再经重点加工之后便能获得语句真正的隐喻意义。关于隐喻认知理论中的激活观，陆俭明（2009）在其论文《隐喻、转喻散议》中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这也说明了该机制在隐喻理解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

区分了“映射过程”和“映合结果”之后，将“通过B来理解A”的过程作细化处理，显然比“简单映射”更为合理，且同时兼顾到A和B的双重互动作用，这与上述围绕“不变原则”所进行的争论是不谋而合的。

这一区分再结合“词汇压制”就可作出更好的解释。正如图2.2所示，双宾构式中Z为具体事物（始源域）时具有“X有所失，Y有所得”的传递义，到了Z为抽象事物（目标域）时，这个“一失一得”的意义就受到Z的意象图式制约，不得不作出调整：无所谓“有失有得”。之所以要作出如此变通，是由“抽象概念”本身的特征决定的，即当Z用了抽象概念之后，双宾构式的原型性“传递义”就要作出适当调变，迫使其失去了“X有所失，Y有所得”的意义。这也可用来印证“词汇压制（即词汇迫使构式义作出适当调变）”的现象。

第八节　双宾动词的语义分类

1. 概述

很多学者尝试对英语双宾动词作出分类，如Quirk等（1985：1171）曾根据双宾动词的句法类型将其分为六类：双名构式、与格构式、that分句作直宾、wh-分句作直宾、wh-不定式分句作直宾、to不定式作直宾。

Croft（2001：2）主要基于用法类型将其分为三小类，分别用三个不同的动词来表示：give，send，throw，且这三者呈现出自左向右的用法规律：give类动词常用于双名构式中，throw类常用于与格构式中，send类则可用于这两种构式中。

Rappaport Hovav & Levin（2008）对Croft这种用三个动词来代表双宾动词三小类的分法提出了不同看法，且指出give主要表示“成功给予”，而send和throw既可表示“成功给予”，也可表示“致使转移”，前者主要用于双名构式，后者主要用于与格构式。我们认为如此论述根据不足。Langacker（1987：39）曾以send为例来说明双名构式和与格构式之间的差异：

［20］He sent a letter to Susan.

［21］He sent Susan a letter.

例［20］中的介词to突显了传递动作所经历的路程（emphasize the path traversed by the letter with Susan as a goal），而例［21］更强调“Susan已领有这封信”的结果状态（emphasize the resulting state in which Susan possesses the letter）。这一方面可见Langacker选用send作为典型动词，就如同很多学者常用give作典型动词一样，都可用来解释两种双宾构式之间的不同用法，他作为一位native English speaker，且还是语言学大师，语感不会出错，这就可说明将英语双宾动词用give和send来分类的根据是不可靠的。另一方面也表明双名构式原型义为“传递结果”，而带介词to的与格构式原型义为“传递过程”，这亦证明我们在图1.4中所列述的双宾构式原型义的分析方案是可取的。

本章主要论述Green、Pinker、Gropen、Goldberg以及徐盛桓等的分类方法，并基于他们的研究作适当修补。

2. Pinker与Goldberg等的分类

Pinker（1989）基于Green（1974），Gropen et al.（1989）等人的研究，将双宾动词分为九类（Goldberg，1995：126）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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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在此基础上，Goldberg（1995：129）又增加了第10类：


10. 拒绝（Verbs of refusal）：deny，refuse


她还基于Gropen等（1989：244）的研究成果进一步论述了不能用作双宾构式的动词类型：


1. 履行类：present，credit，entrust，trust，concede，supply，furnish，donate



2. 特定方式的伴随连续使动：pull，carry，push，lift，lower，haul



3. 说话方式：shout，scream，murmur，whisper，shriek，yodel，yell，bellow，grunt，bark



4. 选择：choose，pick，select，favor，indicate



5. 命题和命题态度：say，assert，question，claim，doubt，think aloud



6. 情感动词（Verbs of mood）：sadden，anger，regret等


（Goldberg，1995：60）

Gropen等（1989）又增加了一类限制：


7. 其他：由per-，con-，-mit，-sume等词素构成的动词，以及词首不带重音的多音节动词（上述7、8两类不在其中）等
[3]

 。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Goldberg（1995：38）还运用原型范畴理论对上述10类双宾动词进行了“中心—边缘式”的分析，她将Pinker的第1、2、3类视为双宾构式的中心成员，其他几类则视作范畴的边缘成分。

3. 徐盛桓的三分类

Pinker和Goldberg等对于双宾动词的分类似乎显得过于繁琐，同时其中有些分类也不很合理，如第4类的“发送”与第7类的“通讯工具”似有重叠；第3类的“定向伴随连续使动”有无必要单列为一类，等等。因此，徐盛桓（2001）将其大加简化，提出了“三分法”观点：


（1）显性给予类：动词本身有给予义，相当于Pinker的第1类，还可包括第2类和第3类。



（2）潜性给予类：动词本身没有显性的给予义，但动作必定要涉及一人一物才能完成，相当于Pinker的第4—7类以及其他。



（3）无给予义类：动词本身不含给予义，只有置于双宾构式中才获得给予义，相当于Pinker的第8—9类。


我们认为，徐盛桓将双宾动词分为三类，较之Pinker的九分法简洁明了，以“给予”为基本标准，按其程度性逐步减弱作出了分类。徐盛桓（2007）按“给予义清晰与否（V＋或V－）”和“方式明显与否（M＋和M－）”对这一连续体做出了更为深入的分类：


（1）清晰“给予”的动作（可标为：V＋＋/M－）；



（2）“给予”动作且又显示“给予”的方式（可标为：V＋/M＋）；



（3）表面无“给予”义，但显示出该动作的生成物可被“给予”的特殊方式（可标为：V－－/M＋）。


4. 笔者的五分类

正如上文所析，双宾构式主要表示生活中的“传递性”事件，并可以其为基础将英语双宾动词大致分为五类。

我们认为，Goldberg所列举的“拒绝”类双宾动词可视为“阻断传递”类，例如：banish，begrudge，deny，deprive，forbid，grudge，prevent，prohibit，protect，refuse，relieve，stop等，这些动词用于双宾构式时的意义与“正传递”不相同，它们表示间接宾语Y原先领属直接宾语Z，但在双宾动词的作用下两者之间的领属关系被隔断了，但也没有明确表明Z转移到主语X处，例如：

［22］The dictator banished his opponents from this country.

［23］They begrudged him this success.

［24］The people deprived the king of his power.

［25］He threw himself in front of the door and prohibited us from leaving.

［26］She refused him the proposal of marriage.

［27］The medicine will help to relieve you from your pain.

［28］I wish you’d stop from playing that trumpet.

在例［22］中，间接宾语his opponents本来可居住在this country的，但在banish的作用下，这两者的领属权被隔断了。在例［23］中him原本领属this success，它可改写为：

［29］They begrudged his success.

但在begrudge（妒忌、怨恨）的作用下，they希望其间的领属关系被隔断，当然也可能暗含希望this success转移到they的头上。

例［26］有点不同，him原先领有the proposal of marriage的想法，但是在refuse的作用下“求婚”这件事被阻断了向主语she处的转移，同时也含有“打消him再有the proposal”之义。

从这些例句可见，它们不像上文所述的双宾构式那样Y将从X处接收到Z，而恰恰相反，Y原先对Z的领有权要被阻断或隔离，据此我们在图2.3中将这一小类列为第10小类。

另外，英语中的双宾构式有时还可表示“负传递”，即直接宾语Z在双宾动词的作用下，不仅仅是给阻断了，而且从间接宾语Y处被转移到了主语X处，被传递物的流动方向正好与“正传递”相反。如英语中的charge，cost，fine，rob，steal等就属于这一小类，例如：

［30］ABC charged advertisers a big $300，000 a minute.

［31］The compilation of this dictionary costs me a lot of time and energy.

［32］The traffic policeman fined that driver $ 500.

［33］A thief stole some books from the shop.

［34］They robbed the Indians of their lands.

［35］You owe me an apology.

［36］They answered me this question very quickly.

在上述诸句中，直接宾语Z原来属于间接宾语Y，如在例［30］中，$300，000原属于advertisers，但在charge的作用下，Z从Y处转到了X处“ABC广播公司”。在例［31］中a lot of time and energy本来是me的，但在cost的作用下，转移到了the compilation of this dictionary这件事上了。例［35］意为“你应当给我一个道歉”，其中的an apology当从me处左向转移到you身上。其余各例亦可作相同解释。

例［36］也可作类似解释，this question本来属于“我”的，如它可以改写成：

［37］They answered my question very quickly.

可见，“这个问题”就是“我的问题”，在双名构式的“负传递”作用下，它从右向左被转移到了主语They上，因此answer也可勉强划归为“负传递”，我们在表2.4中将其置于括号内。

从上述例句可见，直接宾语Z原属于间接宾语Y，在此处作了“左向性”传递移动，即移向了处于分句左端的主语X。而在“正传递”中，Z是作“右向”移动的，从位于语句左边的主语X处转移到了位居语句右边的Y处，Z在这两种用法中的移动方向正好相反，因此我们将其单独列为一个小类。

有学者（如石毓智，2004；Mukherjec，2005：5）认为英语双宾构式具有单一的右向义，Mukherjec认为类似于例［32］的表达可分析为：主语将“$500的处罚或处罚单”传递给了间接宾语。徐盛桓（2001）虽在论文中提及了“负给予”现象，但语焉不详，未能将其正式列出一个小类。我们认为，英语双宾构式原型义为“传递”，根据我们的生活体验可知，既然是传递就必然要涉及“方向”，且可在这一连续体上切分出五种情况（参见下文），这也符合人们的基本认识以及事物的内部规律。Mukherjec的分析似乎较为牵强，因为例［32］中的直接宾语Z明明是“$500”，而不是“$500的处罚和处罚单”，“处罚义”是由动词提供的。将该句的意思表述为“在fine的作用下$500从Y传递到了X处”，即出现了“左向传递”，如此解释也与其他解释相统一，所传递的对象仅就“Z”而言，不必涉及动词义。

我们发现，当前国内外诸多学者在研究双宾语构式时，特别是在论述Z的传递反向时，忽视了“介词”的意义和功能，若将其考虑进来，英语中表示“负传递”的表达不是个别现象，用法还相当多。这亦可见，传递反向不仅仅取决于双宾动词本身，有时还与所用“介词”密切相关，这也支持了我们提出的英语双宾构式存在“负传递义”的观点，同时也证明了语言中确实存在“词汇压制”现象。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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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句中，一句用“to”另一句用“from”，除此之外，其他词语全部相同，但句义全然不同，例［38］表示“正传递”，即some flowers从左边的He处作“右向”移动，例［39］表示“负传递”，即some flowers从右边的her处作“左向”移动。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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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组所表示的意义也相反，一句是右向性的“正传递”，另一句是左向性的“负传递”，且两者的差异来自不同的介词（详见《上卷》第十一章第五节例［151］至［163］）。另外，在上文例［33］中，若将介词from换成for，说成：A thief stole some books for the shop. 则Z的移动方向也就完全相反了。

可见，讨论双宾构式的“正负传递”意义时还需考虑“介词”问题，应当注意“from，off，against”等与“to，for，with”等的差异。

另外，当直接宾语Z用一个“实物”与用“nothing”时，句义也会发生很大变化，直接影响到构式是表示“正传递”、“零传递”还是“负传递”。

我们还知道，汉语双宾构式常用于表示“受损义”，且比例还比较高，同一个双宾动词有时既可表示“正传递”，也可表示“负传递”（详见第三章）。

因此，在徐盛桓“三分法”的基础上增添两类
[4]

 ：


（1）阻断传递：动词表示阻断“传递”。



（2）负传递：动词表示Y“受损义”。


如果前三类分别表示为：“＋传递”、“↓传递”、“0传递”，第四类则为“阻断传递”，可表示为“×传递”；第五类为“反向传递”或“负传递”，可表示为“－传递”。这样，它们就形成了一个具有不同“传递方向和结果”的连续体，现对照列述如下：


（1）＋传递：表示动词本身具有显性传递义；



（2）↓传递：表示动词本身具有潜性传递义；



（3）0传递：表示动词本身不具有传递义；



（4）×传递：表示动词可阻断传递性动作；



（5）－传递：表示动词有反向传递/受损义。


现将我们提出的“五分法”与Pinker加Goldberg的“十分法”大致对照如下（我们在Goldberg“十分法”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第11类“负传递”）：

[image: 2087-01]
 
图2.4



表中的最后一行加上了against，from，off等几个介词，且置于括号中，之所以如此处理，是因为本表主要是针对双宾动词作出的一个大致分类，理应不包括介词，因此将它们置于括号中。但是，在论述双宾构式中“负传递”时又经常要涉及具体的介词，就不能不考虑它们对构式义所具有的压制作用，特作此提示。

5. 双宾动词与双宾构式的组配使用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图2.4中所列动词仅表示它们有此类用法，但并不排除这些动词本身的多义性，它们还可能有其他意义和用法。而有的学者用这些动词的其他用法来否证表中的用法分类，这不一定合适。

另外，图中所列动词与双宾构式的组配方式也不完全一致，有些能用于双名构式，有些能用于一种或两种与格构式，有些两者兼而有之，有些则不行，这其中的情况较为复杂。五类双宾动词与三类双宾构式（参见第一章第一节）之间的对应关系难以作出严格的一刀切（black-and-white），因为语言一直处于动态性的流变之中，有些动词的常规用法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如有的学者曾认为英语中的pull和push可表示“特定方式的伴随连续使动
 ”的动词，Green（1974：80，85）认为可视其为双宾动词，而Pesetsky（1995：137）和Pinker（1989：103，110—111）认为，它们不能用于双宾构式，如图2.3第3类中就未列出这两个词，但是语料显示它们也可大量被用于双宾构式中，正如Bresnan & Nikitina（2003：6）所举例句：

［44］As Player A pushed him the chips，all broke loose at the card table.

［45］He pulled himself a steaming piece of pie.

又如，英语中表示“说话方式
 ”的动词也未被收录在图2.3中，但它们也不是一成不变地就不能被用于双宾构式中，Bresnan & Nikitina（2003：7—8）同样也给出了一些反例：

［46］You just mumble him an answer.

［47］She muttered him a hurried apology.

根据Chung & Gordon（1998：113）所述，汉语中表示“扔（throw）、踢（kick）、拿（take）、带（bring）、传真（fax）”等不能用于双宾构式，可是事实不完全是这样的：

［48］小王，扔他一个球。


［49］他狠狠地踢了我一脚。


［50］小赵拿了他三个苹果。


［51］张三（开车）带了他三里路。


后三个例句都是十分正常的表达，例［48］在口语中（如球赛中）也常有耳闻，不足为怪。即使不很通顺，若在句中加上一个“给”也就通顺了，如：

［52］小王，扔给他一个球。


［53］他踢给我一个球。


［54］传真给他一份急件。


从广义的双宾构式来说，例［49］中的“踢”可视为双宾动词。也许有人会认为该例中的“一脚”是补语，不太像直接宾语，那么“踢”后接上一个“给”（如例［53］）就完全符合双宾构式了。

同样，在例［52］和［54］中，究竟是“扔”、“传真”还是“给”是双宾动词，学界一般认为前两个词为双宾动词，而“给”常被析为“介词”，相当于英语中的“to”。《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上明确指出：“给”作介词，用在动词后面表示“交出、付出”。在这一释义后还加了一个注解：动词本身有传递并给予意义的，后面可以用“给”，也可以不用“给”；本身没有给予意义的，后面必须用“给”，例如（括号中的词可用可不用）：

［55］还（给）他一本书。


［56］送（给）我一支笔。


［57］捎给他一个包袱。


［58］留给你钥匙。


如此说来，“给”是介词，那么，“踢、扔、传真”还是可以分析为双宾动词的。

可见，双宾动词与双宾构式的组配问题，确实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目前尚无完全统一的看法，上述举例仅涉及英语或汉语，尚无统一看法，若是更大规模地跨语言对比，双宾动词与双宾构式之间的配对关系就更复杂了，差异也更大，这充分说明了乔氏所崇尚的“语言普遍性”还是有太多的限制。Levin（2004）曾列表对比了六种语言中的组配情况（图中“√”表示有此组配，“×”表示无此组配，“？”表示未收集到相关语料，“×？”表示对“无此组配”有所怀疑）就很能说明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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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与格构式中的介词

第一章提到用于双宾构式中的动词的概念结构为“CAUSE...TO HAVE/EFFECT（经传递而致使领受）”，英语在将其码化成具体动词时有不同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单个动词”和“动介构式”，前者指一个单独的双宾动词，其句法结构可表述为“N V N N”，题元角色为“X V Y Z”，其后接两个名词短语作双宾语，故而这类构式又可称为“双名构式”；后者指一个动词加一个介词，可表述为“N V N p N”或“X V Z p Y/X V Y p Z”，根据常用的三类介词to、with、for又可细分为：与格to双宾构式、与格with双宾构式、与格for双宾构式。这样，英语中共843个双宾动词（其中744个只可用与格构式，5个只可用双名构式，94个两者兼之）在句法中常表现为以下四种主要句法类型：

A. V＋Y Z （本文称为“双名构式”
 ）

B. V＋Z to Y （本文称为“与格to双宾构式”
 ）

C. V＋Y with Z （本文称为“与格with双宾构式”
 ）

D. V＋Z for Y （本文称为“与格for双宾构式”
 ）

不同的双宾动词能适用于不同的构式，以这四种构式为主线可将英语双宾动词从句法角度分为以下四类：

（1）只能出现在A式中的动词有：answer，begrudge，profit，refuse，tip等；

（2）能出现于A式和B式的动词有：bring，give，hire，lend，offer，owe，rent，sell，show，tell等；

（3）能出现于A式、B式、C式的动词有：feed，serve，supply等；

（4）能出现于A式、D式的动词有：buy，bake，cook，leave，make，save等。

根据上述提供的数据可见：


双名构式：5＋94＝99　　 占总数937的 10.57%



与格构式：744＋94＝838　占总数934的 89.43%


这就是说，从英语双宾动词的数量来说，与格构式是双名构式的8.46倍，这一数据将会动摇有些学者将“双名构式视为双宾构式之典型”的立场，因此，“成功给予”多限于双名构式的原型意义，但不宜视作双宾构式（因其中大多数为与格构式）的原型意义。同时也表明我们将双宾构式的原型意义定位于“传递”更具概括性，也更能代表其典型用法。

我们在第一章还对典型双宾动词give进行了穷尽性数据调查（参见图1.8），得出的数据具有较好的解释力，可用于说明give被实际用于双名构式和与格构式中的具体分布情况，特别是对“X∶Y∶Z＝人∶人∶物”的用法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讨论，这对于我们全面理解give的原型性用法很有帮助。

近来，我们又进一步根据《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1970）》详尽调查了能用于双宾构式中的介词的分布情况，除了上述三个频率最高的介词之外，还有其他一些介词也当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这也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全面理解双宾构式的用法特点。根据调查，能用在与格构式中的介词约有21个，它们的具体分布和比例（有些介词可与843中多个动词搭配，介词使用频率总数为1，017，前五个介词所用频率达80%）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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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图2.6调查表中还得出以下三点想法，这会大大有利于我们全面认识英语双宾构式的属性和用法：


（1）不仅要关注频率最高的三个介词to，with，for的语义内涵和用法特征，还要关注其他介词。



（2）既要注意“用介词to的与格构式”和“用介词for的与格构式”能转用
[6]

 为双名构式，也要关心那些不能转用为双名构式的词语。



（3）既要关注那些能用来表示“正传递”的介词，更要特别关注那些常用来表示“零传递”和“负传递”的介词。


这也足以表明，双宾动词和双宾构式的研究远未完满，尚需进一步加强和深入，更需依靠语料作详细解释。

第十节　双名构式和与格构式的对比

双宾构式曾是TG语法理论中的重要议题，在这方面作出深入研究的有Fillmore（1965），Green（1974），Chomsky（1975，1981），Oehrle（1976），C. L. Baker（1979），M. Baker（1988），Bowerman（1988），Larson（1988，1990），Pinker（1989），Jackendoff（1990b），Hale & Keyser（2002），Harley（1995，1996，2003）等。特别有意思的是，虽然在TG理论框架中双名构式（如Tom gave Mary a book.）和与格构式（如Tom gave a book to Mary.）都被视为出自同一个深层结构的不同表层形式，但这两种表现形式究竟哪个更为基础，哪个是派生的，对此竟然出现了如下三种不同的观点：

（1）有学者，如Dryer（1986），Aoun & Li（1989）等认为双名构式比其对应的与格构式更为基础，后者转换自前者。

（2）更多的学者，如Chomsky（1975），Larson（1988，1990）等认为，与格构式是更为基础的结构，可通过转换规则生成双名构式。

上述两种观点被称为“单义观（Single Meaning Approach）”，认为这两种构式所表达的语义相同，其间存在句法上的转换关系。可单义观存在诸多难以解释的现象，在很多情况下它们不能随意转换（例句参见下文），因此很多学者转向了多义观。

（3）当今大多数学者持“多义观（Multiple Meaning Approach）”，认为这两种双宾构式不是出自同一深层结构，各自表达了不同的意义，不存在转换关系，而且大量事实表明儿童可同时使用这两个构式，它们之间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顺序，也就不存在哪个更基础、哪个是转换而来的问题，因为这两者有不同的句法结构和语义特征（Langacker，1987；Gropen et al.，1989；Goldberg，1995；Krifka，1999；Harley，2003；何晓炜，2003；王奇，2005），下文将从11个方面来论述它们之间的差异。

我们也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论证它们不是出自同一个深层结构：因为语言中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的与格构式V N p N（参见第一章［2］和［3］）：

（1）V Z p Y；

（2）V Y p Z。

这两种构式的差别可从两个方面来论述：

（a）从直接宾语的位置来说，是将其直接置于动词之后，还是由介词引出置于句后；

（b）从所选用介词的角度来说，又可分为若干种，如：to，for，with等。

调查中我们还发现，由介词for或to构成的双宾构式，它们虽具有相同的句法特征，但往往是后者才能转用为对应的双名构式，而前者一般不能转用，为什么？这其间的条件又是什么？尚需深入探讨。

另外，英语和汉语中都有一些双宾动词，它们只能用于某一构式，而不能用于其他构式中，如英语中的answer，begrudge，profit，refuse，tip这五个动词只能用于双名构式，例如：

［59］No one was able to answer him a word.

［60］Some people often begrudge us our good fortune.

［61］It profited him nothing.

［62］She can’t refused him anything.

［63］The lady tipped the porter two shillings.

它们没有对应的与格构式。有的文献将allow，ask，beguile，blow，deny，envy，forgive，grudge，kiss，save，spare，strike，wish等13个动词也列入其中，但我们经过深入调查发现，它们尚能找到对应的与格用法（当然意义不完全相同），因此本书不将它们列入此类之中，例句参见第一章例［19］至［34］。

英语中有些双宾动词只能用在与格构式之中（参见第一章例［10］至［15］），而add，donate，introduce等只能用在与格to构式中，例如：

［64］Add this to what you already have.

［65］She donated a large sum to the poor.

［66］The company introduced a new product to Tom.

它们不能转用为对应的双名构式。这一现象已经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但由于Baker（1979）对其早有述及，因此这一现象又常被称为“贝克悖论（Baker’s Paradox）”，参见王初明（1994）。

汉语中也有类似现象，如双宾动词“赋予”、“答应”等只用于双名构式，而不用在与格构式中，例如：

［67］组织上赋予我们一项艰巨的任务。


［68］老钱答应我一项特殊请求。


这两句没有对应的与格构式。而“打毛衣”、“买书”等一类的表达只用于与格构式，不用于双名构式。例如：

［69］她打了一件毛衣给我。


［70］他给我打了个马虎眼。


［71］我买了一台彩电给她。


［72］她给我买了二斤菜。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认为，“双名构式”或“与格构式”都是直接因为特定场合下的交际需要产生出来的，而不是从什么地方转换派生而来的（参见Goldberg，2006：9，10，19）。

第一章曾指出，双宾构式原型义为“传递”，其中双名构式多表示“成功传递”，与格构式多表示“致使转移”，下文将以其为基本原则来解释英语中这两种构式的差异。倘若这一解释能够成立，那么，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来否定两者之间存在什么转换关系，这又为反思TG转换理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也就是说，Goldberg（1995）所倡导的“题元结构的构式语法分析法”主张抛弃“转换”概念，不必确定哪个构式更为基础，哪个更具派生性，还是语出有因、言之有理的，我们的分析也为这一基本立场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1. 结果与过程

根据第一章图1.4所示，双名构式更强调传递动作的结果，而与格构式更侧重于传递动作的过程，例如：

［73］Tom offered Mary a book.

［74］Tom offered a book to Mary.

例［73］表明Mary已经拿到了“a book”，而例［74］则无此含义，重在论述动作发生的过程和方向，对结果没有明说。

这一区分自然就引出了Y与Z之间存在实质性领属关系还是意向性领属关系的思考，但不管怎么说，这两个构式都与“领属”有关，这就是某些学者主张将它们都划定在“possession field”中的原委，难怪Rappaport Hovav & Levin（2008）将与格构式描述为“the recipient is the goal of a possessional path”。

论证这两句之间存在“结果”和“过程”差异的方法有多种：


1）分析介词to


介词to主要表示方向、距离、状态、程度上的“向、往、趋于”等义，从例［74］中明显可以感到，“a book”经历着一个传递动作的过程，该动作指向将要获得所有权的Mary，正如Langacker（1987：39）所说：the preposition“to”emphasizes the path traversed by the book with Mary as goal.

既然是传递动作的“过程”，其结果就有两种可能：“到达”或“未到达”，因此例［74］未明确表明动作的结果。


2）提问


若对例［73］进行提问，当为：

［75］What did Tom offer Mary？

若对例［74］进行提问，则为：

［76］To whom did Tom offer a book？

很明显，例［75］重在问结果，Tom给了Mary什么？Mary得到了什么？例［76］则通过介词to重在问过程，即Tom把书传递给了谁这一过程。


3）接述


我们还可看一看这两个例句后能否接述“but she didn’t receive it”，以此来检验整个句子是否正确：

［77］*
 Tom offered Mary a book，but she didn’t receive it.

［78］Tom offered a book to Mary，but she didn’t receive it.

对于例［77］大多学者认为这一句不妥，因为前半句表示她已经收到这本书了，后半句又说“未收到”，句义似乎不一致。而例［78］则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前半句仅只说了“过程”，结果未卜，接上后半句之后语义上自然就是顺畅的。

另外，Oehrle（1977：206），Baker（1997：89），Pylkkänen（2002：20）认为双名构式后同样也可接一否定句来消解成功传递这一结果（参见第一章例［86］至［91］）。由于英语不是我们的母语，笔者不便对他们的论述作出具体评判，但估计这些例句是作者根据自己的语感杜撰出来的，不一定是实际生活中的真实语料。但是顺着“双名构式主要表示传递结果，与格构式主要表示传递过程”这一思路，用类似于例［77］和［78］的“接述”来加以验证，在逻辑上是能说得通的。


4）顺序象似性


顺序象似性原则是指语符单位排列的顺序象似于时间等概念顺序，例［73］中Mary与a book并置相连，形成一个紧密的“生命体＋非生命体”线性顺序，极易激活“领属关系”的含义，用双名构式来表示“成功传递”或“拥有结果”正好与这一线性顺序相吻合。

很多学者认为，双名构式中“表示间接宾语的人Y＋表示直接宾语的物Z”，它们含有“Y拥有Z”之义，如Pesetsky（1995）曾指出双名构式中存在一个表“拥有义”的空介词G，而与格构式则没有。Bech & Johnson（2004）也认为，双名构式中存在一个中心语为HAVE的“小句（Small Clause）”，且HAVE位于间接宾语和直接宾语之间，这都支持了双名构式中“Y拥有Z”的说法。

而与格构式没有这一含义，如例［74］，这也可用顺序象似性作出解释，因为句中并未形成“生命体＋非生命体”这一线性顺序，就不易激活“领属关系”和“拥有结果”之义。这一表达的顺序较为直观地反映了实际动作发生的“过程性”顺序：Tom手中拿着一本书传向Mary，即书正在传递过程中，并未述及书是否到达Mary手中的结果。


5）距离象似性


距离象似性原是指语符距离象似于概念距离，即靠得近的概念在句法表达上也应靠得近。由于例［73］中offer与Mary在句法空间上紧密相连，说明这两者在心智空间上也应当是紧密相连的，一般说来在发生offer这一动作时Mary是在场的；而例［74］则无此含义，因为offer与Mary在句法空间上相隔较远，其间被其他词语隔开了。

在例［74］中，offer与a book在句法空间上紧密相连，说明这两者在概念上也是紧密相连的，主要意为“传递书”。


6）其他与格构式


Dixon（1991）研究了与格with双宾构式的用法，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也认为，双名构式重在表示结果，而与格with构式侧重于动作的过程，例如：

［79］The hostess served her guests tea.

［80］The hostess served her guests with tea.

例［79］更含有动作结果之意，表明客人已享受到了女主人的服务，含有已喝到茶之意。而例［80］却无此含义，似乎仍处于“过程”之中，是否已喝茶，则可能由客人们自己做决定。

上文主要论述了用介词to和with的与格构式，从图2.6可见能出现在与格构式中的介词约有21个，其中有些介词常表示“负传递”或“使Y受损”之义，如from，against，off等，另外介词of有时也可用作off之义，这足以可见与格构式并不意在“成功传递”。另外，从上文提及的距离象似性原则来说，在Y与Z中间用一个介词隔开来，一般来说就隐含两者在概念上的距离稍远一点。所以，我们认为双名构式主要表示“传递结果”，与格构式主要表示“传递过程”，这是两种双宾构式的主要区分所在，下文所论述的有关区分也与这一基本原则相关。

2. 实物与服务

由于双名构式强调的是动作结果，其明显结果为实物被成功传递，此当为双名构式的原型性用法，此时Y也就多为实物的受益者。至于非实物性受益者，如服务性受益者，就可能由其他构式来担当。例如：

［81］Tom baked Mary a cake.

该句多表示Mary为获得实物的受益者。倘若Mary不是直接的实物受益者，不是最终的受益者，一般用与格for构式，如：

［82］Tom baked a cake for Jack.

该句中Jack仅为服务性的临时受益者，即Tom烤蛋糕不一定就是让Jack享用的，他可能不是最终的受益者，仅是暂时服务于Jack，可能是通过Jack再去送给其他人享用。

下一组例句也能证明两者之间的这种差别：

［83］Tom baked a cake for Jack，but ended up giving it to his brother.

［84］John baked Mary a cake，*
 but ended up giving it to her brother.

由于双名构式更能体现出实物给予性行为的最终结果，即Y对Z具有最终领属权，就不能再产生其他的结果，因此例［84］后再接表示另一结果的分句就不很妥当。而在与格构式中好像不存在这种最终领属权，参见例［77］和［78］。

3. 领属与非领属

双名构式的原型用法既然是强调动作的结果和实物性受益，则自然含有Y领属Z的关系，即前者与后者有“整体—部分”的关系，而在与格构式中无此明显限制，例：

［85］I sent the book to Shanghai.

［86］*
 I sent Shanghai the book.

［87］I gave the fence a new coat of paint.

［88］*
 I gave a new coat of paint to the fence.

例［86］为不可接受的表达，不仅仅是因为Shanghai是无生命体，更为重要的是，它与例［87］相比，Shanghai与the book之间难以构成“领属关系”或“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例［87］中the fence与a new coat of paint则可形成某种领属关系，或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而例［88］是不可接受的，是因为在刷油漆时，无所谓要突显什么路径，正如Langacker（1987：40）所指出的：在例［87］中

...there is a sense in which a fence possesses a coat of paint（that is akin to a part/whole relation），the notion of a path is inherently far less salient in paint
 than in throw
 ...［此句含有篱笆拥有一层油漆的意思（像部分/整体关系），“刷油漆”动作相对于“扔”动作来说，路径概念根本不需要突显……］

这就是说，在刷油漆时，仅说出“事件结果”即可，此时自然用双名构式更为合适，这就是例［87］。倘若一定要强调刷油漆时刷子移向the fence的路径或过程，例［88］才有成立的可能，而经验告诉我们，在实际生活的刷油漆事件中，这种路径不大可能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这句话自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这也充分说明从生活体验的角度来解释语言现象是可取之法，比起TG理论的“天赋说”、“转换说”更有解释力。又例：

［89］Tom gave John the ball.

［90］Tom gave the ball to John.

［91］*
 John threw the door the ball.

［92］John threw the ball to the door.

我们都有打球的体验，在John和the ball之间可有领属关系，即前者获得了后者，这就是用双名构式（说成例［89］）的依据；打球时也可见到the ball在空中“飞向”John的过程和路径，这就是用与格构式（说成例［90］）的依据。

而在例［91］中，the door和the ball两者之间很难形成领属关系，因为生活经验告诉我们，the ball在双宾动词throw的作用下，无所谓the door将领属the ball，也形不成什么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因为the ball接触到门之后是不会粘在上面的，而总是要弹回来，正是这种常识决定了例［91］是不可接受的。但是“将球扔向门”的运动过程和路径却是明显可见的，常识也决定了例［92］是可以接受的。这就是Langacker上句话的意思所在，在throw事件中“路径”是突显的，而在paint事件中“路径”不那么突显。这也充分体现了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现实—认知—语言”基本原理，语言是人们在对现实世界进行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的基础上形成的，那些与现实生活场景相吻合的语言表达自然具有适切性，而难以在生活常识中找到立足依据的语句表达，其接受程度就可能降低，或需付出较大的认知加工才能理解。

我们这些年来坚持运用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这一基本原理来解释众多语言现象，取得了一些进展，这一方面为语言体验性提供了可靠的证据，另一方面也为语言教学提供了全新的分析思路。

4. 传授与非传授

我们还可通过隐喻机制，从“具体事物的成功传递”之义引申出“知识被成功传授”之义，双名构式比起与格构式来说更能表现“知识被成功传授”，下一组例句也常用来说明这一点：

［93］Tom taught Mary French.

［94］Tom taught French to Mary.

双名构式相对于与格构式表现出更为明显的领受关系，这显然是“成功转移”的隐喻性用法。例［93］显然含有Mary“领属”了French，即Tom成功地向Mary传授了知识，或Mary受到“教”的直接影响，其结果就导致了该句有“Mary学会了法语”之义，而在例［94］所用的与格构式中却无此含义。又例（摘自王寅，2001a：343）：

［95］I poured him a drink.

［96］I poured a drink to him.

例［95］更多地意为“him”是在场的，因为pour和him两词的距离靠得近，概念距离也应当是靠得近的（这就是距离象似性原则的含义），这也为实施“成功传递”作出了保证。

从双名构式的原型用法“成功转移”角度来说也可证明这一点，要能实现“成功转移”，“him”当为在场者。可见，距离象似性原则与双名构式表示成功转移的原型原则是相通的。而例［96］则不含此义，一方面him离动词pour较远，另一方面介词to突显了“过程”而隐藏了“结果”。又例（摘自Goldberg，1995：33）：

［97］Mary showed her mother the photograph.

［98］Mary showed the photograph to her mother（but her nearsighted mother couldn’t see it）.

5. 动作前与非领属

从上文论述可见，双名构式的原型含义是：主语X在实施传递性动作之前，原当领属Z。但这一原型用法也可扩展为“X不一定领属Z，也就无所谓失去Z”，此时多用双名构式作此隐喻性表达，而不用与格构式，例如：

［99］His girlfriend gave him a pinch.

就不能改作：

［100］*
 His girlfriend gave a pinch to him.

因为在“拧”这一动作发生之前，并不能说主语X就一定领属了“拧”，其间的领属关系实在是太模糊了。正因为这一概念是模糊的，也就无所谓X失去了“拧”；正因为这一概念是模糊的，传递的过程也就无法突显，用与格就不合适了（如例［100］）。又例：

［101］The boy gave her a kick.

［102］Mary threw him a parting glance.

这两句都不能改为与格构式。

6. 生命体与非生命体

两构式对间接宾语Y有不同的要求，在双名构式中多用有生命体，且Y对Z具有领受关系，而在与格构式中这种限制则不明显，或没有这种限制。Goldberg（1995：2）曾列举了一组例句：

［103］I brought Pat a glass of water.

［104］I brought a glass of water to Pat.

［105］*
 I brought the table a glass of water.

［106］I bought a glass of water to the table.

在双名构式中Y常需用生命体名词，因此例［105］是不可接受的，而在“to与格构式”中则无此明显限制。上述例［86］和［91］不可接受的原因之一也在于此，下面的例句道理相同：

［107］*
 I sent London a package.

［108］I sent a package to London.

［109］I sent a package to Mary.

例［107］之所以不能被接受，是因为在双名构式的直接宾语Y处用了无生命体的London，只有“有生命体＋无生命体”之间才能形成典型的领属关系，而对于无生命体而言无所谓“领属”。但是在与格构式中对Y就无此限制，所以例［108］和［109］都可接受。

再如Levin（1985：35）所举的一组例句：

［110］She slid Susan the present.

［111］*
 She slid the door the present.

［112］She slid the present to Susan.

［113］She slid the present to the door.

例［111］是不可接受的句子，因为在双名构式中间接宾语Y用了“非生命体”名词the door，两者之间难以形成领属关系。通过上述分析，Goldberg（1995：13）得出如下结论：

...the semantics of（and constraints on）the full expressions are different whenever a verb occurs in a different construction. But these differences need not be attributed to different verb senses；they are more parsimoniously attributed to the constructions themselves.［当一个动词用于不同的构式之中就会使得整个表达有不同意义（对其也会有不同的限制条件），但这些差异不应归因于不同的动词意义，更简洁地说应归因于构式本身。］

Langacker（1991a：325）也曾举过一组例子来解释这一现象：

［114］I mailed the notice to Zelda.

［115］I mailed Zelda the notice.

［116］I nailed the notice to the wall.

［117］*
 I nailed the wall the notice.

一般说来，间接宾语为人，则可用双名构式或与格构式，如果间接宾语为非生命体则宜用与格构式。但并不是所有的间接宾语为人时都能用于双名构式，例如：

［118］I delivered the notice to Zelda.

［119］*
 I delivered Zelda the notice.

7. 间宾约束直宾与直宾约束间宾

在双名构式和与格构式中，代词多受其前有关成分的约束。在双名构式中，由于间宾Y出现在直宾Z之前，因此就当是Y约束Z；在与格构式中，由于直宾Z出现在间宾Y之前，就当是Z约束Y，即：

［120］双名构式：间宾Y　约束　直宾Z


［121］与格构式：直宾Z　约束　间宾Y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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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22］和［123］为双名构式，间宾Y约束直宾Z，［122］句符合这一要求，为可接受句，即“every author”约束“her”。而在［123］中，“代词”是受直宾“every book”约束的，约束方向正好相反，因此不符合要求，故为不可接受句。

例［124］和［125］两句为与格构式，应当是直宾Z约束间宾Y，即“every book”约束“its”，而在［125］中用“her book”约束“every”，一般不可接受。

8. 使“有”与使“走”

Harley（1995，1996，2003）认为，双名构式主要意义多为CAUSE TO HAVE，而与格构式的主要意义多为CAUSE TO GO，如例［122］可解释成：

［126］编辑使得每位作者有了书。


例［124］可解释为：

［127］编辑使得每本书到了它的作者手中。


其实，双名构式表示“致使拥有”和与格构式表示“致使转移”的区分，与前者多表示“结果”和后者多表示“过程”是相通的。因“传递结果”导致“致使拥有”，因“传递过程”产生“致使转移”，参见第一章第二节和本节第1点。

9. 直宾与代词

这也与第1点有关，双名构式表示结果，强调的便是“直接宾语”，间接宾语往往不是强调的对象，如第一章例［18］中直接宾语a book为整个构式的焦点信息，而间接宾语me则为非焦点信息，这才有了间接宾语可用代词，而置于句末的直接宾语一般不用代词，因此，该典型例句中的两个宾语所用的代词和名词短语不能互换，如：

［128］*
 She gave an old professor it.

是不可接受的。

双名构式的这一用法与英语的“句末重量（End Weight）”和“句末焦点（End Focus）”原则是一致的，既然句末是焦点信息的正常位置，而代词往往不表示焦点信息，因此，句末应慎用代词。

由于直接宾语处于双宾构式的句末，这又构成了双名构式的另一限制，它一般不用代词。倘若直接宾语为代词，此时可用与格构式将代词移动到句中，以避免违反句末重量和句末焦点的原则，如可将例［128］改为：

［129］She gave it to an old professor.

可见，在一般情况下双名构式中的直宾不宜用代词，而在与格构式中却无此限制。

10. 有意志与无意志

这两个构式对于主语X是否具有意志性也有不同要求，若X不是有意志的动作发起者，多用双名构式，一般不用与格构式（参见何晓炜，2003），例如：

［130］The trial gave her a lot of grief.

［131］*
 The trial gave a lot of grief to her.

［132］The noise gave him a headache.

［133］*
 The noise gave a headache to him.

［134］Ann’s behaviour gave Beth this idea.

［135］*
 Ann’s behaviour gave this idea to Beth.

这说明，当X为“非人”词语时，一般说来宜用双名构式。注意，我们这里的措词用“一般说来”和“宜用”，并不排除用与格构式的可能，这从我们对give的语料调查也可得到印证。

正如第一章图1.8所示，在双名构式中X表示“非人”或“事物”的数量总归远远大于与格构式，如第5行中X为it时的比例是29∶5；第6行中X用that等时的比例是60∶10；第8行中X用不定式时的比例是347∶36，第10行中X指物时的比例是203∶62。现将这几项加起来我们可得出如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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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从图2.7可见，在双宾构式中X用作“非人”或“指物”（即不表示有意志的动作发出者）是与格构式的5.4倍。

另外，从例［130］至［135］可见，当被传递物Z为抽象概念时则不存在什么“致使转移”的问题，特别是例［134］与［135］中的idea，我们很难说idea从一个地方被转移到了另一个地方，而与格构式主要突出的是“转移”和“路径”，这一构式义与Z为抽象概念时不相吻合，此时若用双名构式来表示“Y拥有抽象的Z”则显得较为合适，我们也可从这个角度对这一现象作出合理解释。

11. 工具与材料

笼统地说，工具和材料都是具体的物质，但它们与双宾构式的结合使用尚有一定的区别。

我们知道，with的典型用法是表示“工具格”的，这其中又可细分为实物性工具（如勺子）和实物性材料（如牛奶），我们可说以下两句：

［136］Tom fed his son with a spoon.

［137］Tom fed his son with milk.

这就是说，与格with构式适用于两类工具格：实物性工具和实物性材料，而双名构式仅只适用于实物性材料，而不能用于实物性工具，如我们一般说：

［138］Tom fed his son milk.

而不能说：

［139］*
 Tom fed his son a spoon.

当然，这里之所以有此区分，也与双宾动词feed本身的语义属性有关。





从上述分析可见，双名构式和与格构式各自有不同的语义和句法特征，它们属于两种不同的构式，分别有不同的语义倾向，两者之间不存在等义转换关系。这就是Langacker（1987：39）所说的：

...there should be cases where one construction is preferred over the other on grounds of semantic compatibility.（……一定存在这样的情况：就语义兼容性而言，一个构式会比另一个构式更适用。）

第十一节　结语

正如本书前言所强调的：笔者在贯通梳理国外有关论述的基础上着重阐发自己的观点，提出许多修补方案，其中既有继承，也有发展，更有突破。同时还根据自己的学习体会做了一些个案研究，以能体现理论联系实践和为语言教学服务的理念。在贯彻这一原则时，本书前两章在总结前人成果、继承发展的基础上对英语双宾构式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

（1）基于认知语言学的原型范畴和隐喻认知理论，将英语双宾构式的原型义定位于“传递”，这其中又涉及传递的两个方面“结果”和“过程”，前者多用双名构式表示，后者多用与格构式表示（参见图1.4）。我们在本章第十节中运用具体例句较为详细地论证了为什么要将双名构式的原型义定位于“传递结果：成功传递”，将与格构式的原型义定位于“传递过程：致使转移”。

（2）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大力倡导构式程序图分析法，这既利于教师有条理和分层次地讲授，也便于学生系统记忆和全面掌握，做到既见树又见林。书中按此程序分析法逐点论述了双宾构式的原型用法及其变化形式（参见图1.5）。

（3）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英语双宾动词的五分类方案，并以“传递”为主线将它们串成一个连续体（参见图2.4）。

（4）反思了隐喻认知理论中“不变原则”和“单向映射”之不足，重申可用“映合原则”来弥补这一缺陷，这将有利于提高隐喻认知理论的解释力（参见第二章第七节）。

（5）建立了英语典型双宾动词give的语料库，以具体数据说明give在两种构式中的分布情况，以及相对穷尽地分析了X、Y、Z这三个论元与人和物之间对应关系的分布情况，以数据证明这三个论元的原型语义结构（参见图1.8）。

（6）首次调查出英语双宾动词的总数（843个）以及具体分布情况（纯双名动词5个，纯与格动词744个，两者兼之94个），同时还穷尽性调查了介词的用法情况（参见图2.6）。

这都是当前国内外研究英语双宾构式时无人涉足或论述不足的内容，但愿能对同行们有所启发，发挥拙书“抛砖引玉”之功效，并衷心希望研究者们能在此基础上作出更为深入、更为精辟的论述。


[1]
 　英语动词envy，forgive可用于双宾构式，但Pinker没收入。


[2]
 　②为便于下文表述，将第3类与第4类换了位置。


[3]
 　这些限制在很大程度上与拉丁词汇（Latinate Vocabulary）和本族语词汇（Native Vocabulary）的区分有关，与专用词汇（Specialized Vocabulary）和通用词汇（Basic Vocabulary）的区分也有吻合之处。


[4]
 　②offer具有明显的给予义，置于第一类“给予”中更为合适。offer的英语解释 为：to hold out（to a person）for accepting or refusal；to give（to God）。另 外，表中“*”表示Pinker原表中未列出的单词。


[5]
 　笔者（2008）曾将“拒绝”和“负传递”归为一类，后经思考觉得这样不很妥当，将“拒绝”划归“阻断传递”更为合理，因为英语动词refuse和deny表示Z没有被传递到Y，而“负传递”是指Z原为Y所有，但在双宾动词的作用下，从Y处转移到X处。因此这两者还是有区别的。


[6]
 　笔者不主张用“转换”，以免与TG学派的观点相混。


第三章　汉语双宾构式

本章总结了国内外学者有关汉语双宾构式的分类、原型意义以及英汉对比方面的研究。根据前面的论述，英语双宾构式主要表示传递义（包括结果和过程），而汉语的双宾构式既可表示正传递（主语实施传递义），又可表示负传递（主语含有获得义），且两种用法几乎各占一半。第三节还讨论了汉语中双宾动词“给”字构式的用法，以及“给我”的语法化问题。第四节指出了Langacker双宾构式“两段论”分析法之不足，尝试从体验角度运用“三段法（给物、送人、获物）”解读该构式的内在含义和认知基础。第五节余论中提出了一些今后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第一节　汉语双宾动词的分类

实际生活中人际交往必定要涉及传递事物、交换信息，人们在对这类事件概念化的基础上进行词汇化和语法化，从而形成了双宾动词和双宾构式，它是语言中一种十分常用的句型，是英语五大句型之一。汉语中也是如此，被列为十三种句型之一（吕叔湘，1999：32）。很多学者研究了古汉语、现代汉语方言、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双宾构式，发现汉语构式句型较多，意义复杂，用法特别，值得深入探讨。本书主要讨论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双宾构式，以及它与英语双宾构式的同异之处。

对能用于现代汉语普通话双宾构式中的动词分类，诸位学者各有见解，出现了多种方案。

1. 赵元任的分类

赵元任（1968：161）曾指出，汉语双宾构式既可表示“向着间接宾语”又可表示“离开间接宾语”的意义，也就是说该构式的施事者角色既含有“向外传递”的意义，又含有“自己取得”的意义。他还基于“给”论述了汉语双宾动词的分类问题：


（1）带间接宾语时必须带“给”的动词：传、交、递、许、寄、卖、输；



（2）带间接宾语时可带可不带“给”的动词：送、教、赏、托（付）、告送、还；



（3）带间接宾语时从来不带“给”的动词：请教、（麻）烦、吃、喝、抽、收、用、赚、赢、抢、偷、佔、罚、骗；



（4）用不用“给”跟动作方向有关的动词：拿、租、借、分。


赵元任居住和工作在美国，对汉语双宾构式的研究与西方学者几乎是同步的，对双宾动词的分类比我们所知道的Green（1974）还要早几年。他与其他学者所提出的汉语双宾构式具有“双向传递”的用法，给后来者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点。

2. 朱德熙的分类

朱德熙（1979）将双宾构式的意义分为“给予类”、“取得类”和“制作类”（这是基于主语而言的），后来他也以“给”为基础重点归纳了汉语双宾构式的四种主要表达形式。为与上文一致，我们还是按照Goldberg命名题元的方法，用X表示施事者（常作主语），Y为受益者或受损者（常作间接宾语），Z为被转移物（常作直接宾语），据此他的观点就可表示为：


（1）X＋V　＋Y　＋Z（我送他一本书。）



（2）X＋V　＋给Y　＋Z（我送给他一本书。）



（3）X＋V　＋Z　＋给Y（我送一本书给他。）



（4）X＋给Y＋　V　＋Z（我给他写一封信。）


朱德熙基本接受了赵元任的观点，在“给予类”和“取得类”基础上又增加了“制作类”。另外，他所总结的双宾构式未考虑到“把字句”，因此可再增加一小类：


（5）X＋把Z＋V＋给Y（我把一本书送给了他。）


我们按照西方学者的习惯，可将（2）至（5）析为“与格构式（Dative Construction）”，如此说来，汉语的与格形式相对于英语（主要有两种）来说位置更为灵活
[1]

 。

3. 马庆株等的分类

马庆株（1983）接受了吴竞存、侯学超（1982）的观点，将双宾构式定义为“述宾结构带宾语”，即在“单宾语”句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个“宾语”，这一分析确有与众不同之处，且与Langacker等学者的“两段论（行为链＋心智运作）”不谋而合。他还将该构式按意义分为14小类：


（1）给予类，　　 如：送给你一支笔
[2]

 。



（2）取得类，　　 如：买小王一只鸡。



（3）准予取类，　 如：问你一个问题。



（4）表称类，　　 如：称他活雷锋。



（5）结果类，　　 如：开水烫了他好几个泡。



（6）原因类，　　 如：喜欢那个人大眼睛。



（7）时机类，　　 如：考你个没准备。



（8）交换类，　　 如：换他二斤大米。



（9）使动类，　　 如：急我一身汗。



（10）处所类，　　如：挂床头一幅画。



（11）度量类，　　如：抬了病人好几里路。



（12）动量类，　　如：给他一巴掌。



（13）时量类，　　如：吃饭半天了。



（14）间宾为虚指，如：逛他两天北京城。


这一分类较其前人来说更为详细，但有些地方似有重复之处，如第（11）、（12）、（13）都是表示计量的，似乎没有必要如此细分。而且他的分类标准也不很一致，有的根据动词本身的含义进行分类，如第（1）、（4）、（9）类；有的根据间接宾语本身的含义进行分类，如第（3）、（10）类；有的根据直接宾语的含义分类，如第（6）、（7）、（11）、（12）、（13）类；有的还要考虑整个构式所表示的语义关系才能作出判断，如第（5）、（6）类。此外，第（2）类的例子还有问题，因为它可有两种解读，这里的“取得”是针对谁而言的？

另外，将双宾构式析为“述宾结构带宾语”似乎也留下了不少问题，详见下文第四节对Langacker两段论的评述。

4. 李临定的分类

李临定（1984）曾将双宾构式定义为：谓语动词后边有两个独立的名词性成分的句式，并按照动词的意义分为11小类，尝试避免马庆株（1983）分类标准不一的问题，它们是：“给”、“送”、“拿”、“吐、吓”、“问”、“托”、“叫”、“吹、限、瞒、隔”、“V给
 ”、“VP”、“习惯语”。


我们可明显发现，他的分类标准也不统一，一会儿用具体动词，一会儿用VP和习惯语。而且用具体动词作为一个类别的名称是否就一定具有代表性？我们在第二章曾提到Croft（2001：2）尝试用give，send，throw为代表来表示三种用法类型，就受到了某些学者的质疑。另外，在这些类别中有些意义似乎也难以一刀切下去，如“给”和“送”合为一类似乎也不无道理；“吐”与“吹”、“问”与“叫”之间也能找到共通之处。

5. 张伯江的分类

张伯江（1999）将汉语表示“给予类”的双宾动词分为六小类：


（1）现场给予：给、借、租、让、奖、送、赔、还、赏、退、优待、援助、招待、支援……



（2）瞬时抛物：扔、抛、丢、甩、拽、塞、捅、射、吐、喂……



（3）远程给予：寄、邮、汇、传、带、捎……



（4）传达信息：报告、答复、奉承、告诉、回答、交代、教、提醒、通知、托、委托、责怪……



（5）允诺指派：答应、许、拨、发、安排、补、补充、分、分配、批、贴、准……



（6）命名类：称、称呼、叫、骂……


张伯江还认为，第（1）类为双宾构式的原型意义，其他五类则是其隐喻性衍生物，用他的话说，“是从第（1）类呈放射状引申出来的”，引申机制主要基于以下两点：

A. 从现场给予到非现场给予；

B. 从物质空间到话语空间。

他还基于上面的论述画出下图，这一分析还是很有见地的：

[image: 2114-01]
图3.1



很明显，他的分类吸取了Green、Pinker和Goldberg等的分类方法，如若仔细考察还是会有遗漏的，如上文有些学者提到的“教类”、“制作类”、“计量类”等并不在其中。另外，将汉语双宾动词分为这六类的语义标准究竟是什么，似乎也不很明确。而且，他主要聚焦于“给予类”动词，其他也能用于双宾构式中的动词则不在他的视野中，这就有点美中不足了。我们知道，汉语双宾构式具有“双向性”这一重要特征，不可不予以重视。

另外，他也未能提供汉语表示给予类双宾动词的具体分布情况和数据。

6. 陆俭明的分类

基于孟琮等（1999）编著的《汉语动词用法词典》中的1，223个动词，陆俭明（2002）并以双宾格式
[3]



［1］（总共/一共）动词＋N1
 （指人与事）＋N2
 （数量名结构）


为准逐一进行考察，共得104个“非给予类”双宾动词，并将它们大致分为以下六小类：


（1）施事有所获取，如：吃、搬、盛、穿、得、读、调、夹、剪、接受、扛、拿、收、运等共24个动词。



（2）与事、受事有所获取，如：表扬、安插、安排、安置、抚养、提拔，共6个动词。



（3）与事受益，如：改、改正、纠正、修、修改、修理，共6个动词。



（4）与事有所损伤，如：打、打破、罢、踩、拆、拆除、处罚、耽误、花、烧、少、咬等16个动词。



（5）施事、与事均有所得，如：采购、采用、承担、出版、雇、买、请、挑、选、邀请、租等12个动词。



（6）施事有所得，与事有所损伤，如：霸占、拔、铲除、抽查、查、逮、斗、夺、勾引、扣留、没收、挪用等40个动词。


与张伯江重点考察“给予类”双宾动词不同，陆俭明重点考察了汉语“非给予类”双宾动词，且通过穷尽性调查共得104个，在一定数量范围内进行分析所得的结果还是具有一定解释力的。同时，他的数据也明白无误地表明了汉语双宾动词兼有正传递和负传递的“双向意义”，与赵元任、朱德熙等学者的观点相吻合，且从数量来说，仅第（6）项（相当于我们所说的负传递）就高达40个，若再加上第（1）项的24个和第（5）项的12个，其比例远远高于50%。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汉语双宾动词可表示“负传递”的比例还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用法。

另外，当上述六类动词用于双宾构式时就会带上“传递义”或“给予义”，它们只是强调了不同的传递方式或给予方式，因此我们也可从“传递方式”这一角度再作深入调查和分类。另外，他尚没有穷尽性调查分析“给予类”双宾动词的具体分布情况，只有将这两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我们才能较为全面地了解汉语双宾动词和双宾构式的具体情况。

7. 石毓智的分类

石毓智（2006：97）接受了赵元任和朱德熙等的观点，将双宾动词分为给予类和取得类，且将前者称为“右向双宾动词”，即Z从施事者X向右传递到了受益者Y处；将后者称为“左向双宾动词”，即Z从间接宾语Y向左传递到了主语X处（详见下文）。这样，按照动作所能导致客体（即直接宾语Z）的移动方向可将双宾动词分为如下三类：


（1）右向动词，如：他给了我一支笔。



（2）左向动词，如：他拿了我一本书。



（3）左右向动词，如：我借了小王两本书。


他还画图表示如下（所谓“给予”和“取得”，是根据主语X而言的，前者指主语X给予间宾Y某物，后者指主语X从间宾Y处获得某物）
[4]

 ：

[image: 2117-01]
图3.2



根据图3.2可见，石毓智所说的“右向”和“左向”，主要是依据语句中词语表达顺序的方向：

（1）“右向”是指：原来属于分句主语X的客体Z在双宾动词所表动作的作用下，发生了从主语X向间宾Y的右向移动，此时间宾Y为“目标”。

（2）“左向”是指：原来属于间宾Y的客体Z在双宾动词的作用下发生了从间宾Y向主语X的左向移动，此时间宾Y为“来源”。

（3）“左右向”是指：客体Z既可向右移动，也可向左移动，如上述例中的“借”，既可表示“借出”，又可表示“借入”。若是前者则意为“两本书”从主语“我”右向移动至间宾“小王”；若是后者则意为“两本书”从“小王”左向移至主语“我”处。这与汉语许多双宾动词具有“一词两反义”有关。

8. 范晓、朱景松的分类

汉语界还有很多学者对这类动词进行了细致的分类，如范晓（1991）、朱景松（2000）等曾基于配价理论分析了汉语中的三价动词，发现其中只有一部分可用于双名构式。笔者拟将他们的分类简单摘录于此，以便读者与英语双宾动词的分类作一比较。

范晓的分类为：

[image: ]


朱景松的分类为：

[image: 2118-01]
图3.3



9. 笔者的分类

我们认为，分类既要具有合理性和概括性，又要具有明晰性和可操作性。一般说来，语义较为复杂，语义分类的标准也较难确定，不易统一，在很多场合下难以穷尽，一旦深入下去，又常会陷入难以切分、顾此失彼的窘境。马庆株、李临定等在这方面做出了大胆尝试，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其间也存在一定的问题。相比之下，赵元任、朱德熙和石毓智的分类方法可操作性较高，因为“动作方向”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概念系统，要么向左，要么向右，要么两者兼而有之，也较容易确定分类的标准。

参照图3.3我们可见，能用于汉语双宾构式中的动词，右向（56.19%）和左向（43.81%）几乎各占一半，而英语中大多是右向的。但有的学者（参见何晓炜，2008）认为“英语只有右向双宾结构”的说法似乎过于绝对，如英语中双宾构式有时可以表示“阻断传递”（如用双宾动词banish，deny，refuse，prevent，protect，stop等），句中的直接宾语好像并没有经历什么实质性传递运动，Y与Z之间的传递关系就被阻断了，也就谈不上什么“右向”了。而且英语双宾构式有时还可表示“负传递（或反向传递）”（如用双宾动词charge，cost，fine，owe，rob，steal等），倘若再考虑到不同介词（如from，out of，against，off等）与双宾动词搭配使用时也参与决定了传递方向的不同，我们似乎就不能说英语只有右向结构了（详见第二章第八节）。

汉语双宾构式既可表示右向传递，也可表示左向传递，而且这两种用法几乎各占一半，例如：

［2］张三偷了小李十元钱。


则表示“十元钱Z”从小李Y左移到了张三X身上。倘若依葫芦画瓢地将其译为英语：

［3］Zhang San stole Xiao Li ￥10.

则意义与原汉语句子完全不同，意为“张三偷了10元钱给小李
 ”。这也说明，英汉两种语言的双宾构式在用法和语义上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我们在充分考虑上述两种情况的基础上，基于徐盛桓（2001）提出的“三分法”增加了“阻断传递”和“负传递”两小类，这五类就形成了一个以“传递”为核心线索的封闭性连续体：


（＋）正传递



（↓）潜性传递



（0）零传递



（×）阻断传递



（－）负传递


这一分类不仅标准统一，同时也得到了语言事实的支撑：英语中尚存在一定量负传递类和阻断传递类双宾动词，汉语中则有大量的此类用法，例如：

［4］我们搬了老王两把椅子。


［5］他没收了我三本小画书。


［6］他蹭了我一顿饭。


［7］他赢了我一百块钱。


［8］张三昨天一下子就喝了我两瓶酒。


［9］那家公司采购了我们五万元产品。


很显然，上述例句中的Z从Y处被传递或转移到了X处。而下面两例则表明Y和Z之间的所属关系被阻断：

［10］那家建筑队经常克扣农民工工资。


［11］他们一夜就拔除敌人三个据点。


在例［10］中，“农民工”和“工资”之间的传递关系在动词“克扣”的作用下被阻断了，在例［11］中“敌人”和“三个据点”之间的所属关系也被阻断。例［10］中，工资（Z）原本就是那家建筑队（X）该支付的，也无所谓将其析为左转移到了X上，而例［11］更明显，“拔除”了“敌人”拥有的“三个据点”之后，这“三个据点”也没有转移到“他们”身上。

张伯江的第（1）、（2）、（3）小类明显属于“＋传递”，而第（4）、（5）类则大致相当于“（↓）潜性传递”，因为这两小类的双宾动词本身并不表示任何实质性的物体传递，所传递的内容为抽象的言语信息或其他事体；张伯江的第（6）“命名类”大致相当于“创造类”，即为某人或某物“创造出”了一个名称，因此可归为“（0）零传递”。

我们所提出的以“传递”为核心线索的分类方法，也兼顾到了石毓智的分类方案。他的“右向动词”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正传递”动词，他的“左向动词”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负传递”动词，他所说的“左右向动词”则是“正负传递”兼而有之，这或许是汉语的一种特殊情况，是专门针对汉语提出的分类方案，但是在传递中所涉及的这五种情况应当是各民族都有的，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其与双宾构式结合使用的分布情况会各不相同。石毓智等的方案没有考虑到“（↓）潜性传递”、“（0）零传递”、“（×）阻断传递”，这也算是美中不足之处。

双宾动词可按照传递的方向和程度分出上述五小类，这足以可见将双宾构式义定位于“传递”还是有充分理由的，也足以可见认知构式语法在反思TG学派的“词汇中心论（Lexicalism）”或“动词中心论（Verbalism）”基础上所提出的“构式具有独立义”的观点，还是很有见地的。汉语和英语中那些原本没有“传递义”的动词［如“（↓）潜性传递”和“（0）零传递”］当被用于双宾构式时，构式会迫使这些动词带上“传递义”。另外，汉语双宾构式用“左右向”动词时也常需借助整体构式和具体语境才能明确其传递方向，仅靠词汇投射尚不全面。

第二节　汉语双宾构式的原型意义

上文主要小结和评述了多位学者对汉语双宾动词的分类问题，且提出了笔者的观点，本节主要论述双宾构式的原型意义。

1. 诸位学者的观点

西方学者曾就哪种构式（双名构式还是与格构式）是双宾构式的原型展开过争论，出现了几种不同的观点，汉语界也就汉语双宾构式哪种意义（正传递还是负传递）为双宾构式的原型意义展开过争论。不同学者给出了不同答案，现将主要观点小结如下：

（1）欧洲科学院院士、著名汉学家（法国）贝罗贝（Alain Peyraube，1986）认为“给予（正传递，即主语‘给予’，间宾‘得到’）”为该构式的原型意义，张伯江支持这一观点，认为正传递是其原型用法，负传递（主语“获取”，间宾“失去”）是从这一基本用法延伸而出的派生结构。张伯江（1999：3）指出：

从现实语料统计中的优势分布，到儿童语言的优先习得，乃至历史语法的报告，都表明“给予”意义是双及物式的基本语义。

宋文辉和阎浩然（2007：29）在对这两种观点做出较好的回顾和分析之后也认为张伯江的观点是正确的。

（2）沈阳（1995）认为“间宾表示失去义”不属于双宾构式，他指出用于这一构式中的双宾动词看上去好像是三价动词，其实是二价动词，因为其后所接的两个名词短语之间具有领属关系。

（3）张国宪（2001，2005）则认为“间宾表示失去义”是原型用法，他分别从语义理解限制、方言类型分布、历史发展证据等方面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论证。

（4）还有学者认为这是两种不同的意义同用一个构式的结果，它们是“异源同构”现象。“异源”是指“不同的意义”即“正传递义”和“负传递义”；“同构”是指这两个不同的意义都用了同一个双宾构式。尽管它们表达了不同的意义，甚至是相反的意义，但是这两种用法中所涉及的题元（施事、受事、客体）和题元特征（原型施事者当为“人”，原型受事者当为“人”，原型客体当为“物”）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因此就不约而同地都运用了这种构式。亦有学者试图通过隐喻机制来解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2. 笔者的观点

我们从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角度提出以下观点：人类生活中必然要涉及“传递”、“给予”、“赠送”、“奖励”和“让与”、“失去”之类的事件，语言是为社会交际服务的，必然会语法化出表达这类活动的语句，双宾构式因此应运而生。但在不同语言社团中双宾构式的用法分布情况不尽相同，只有对双宾动词做穷尽性调查分析之后，才能见其端倪。我们依据《现代高级英语双解辞典》（1970）做穷尽性调查共得843个英语双宾动词，然后分析了能用于双名构式和与格构式中的具体情况（参见第一章）。要对汉语中表示正传递和负传递的情况做出较为可靠的判断，首先应调查清楚汉语中究竟有多少双宾动词，然后再来分析其中有多少能表示负传递，但这似乎一直未见有一个准确的数字。

徐德宽（2004：85）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依据《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2000）对汉语中双宾动词进行了穷尽性调查，共得452个光杆双宾动词（不包括那些“V＋给”、“V＋在”等VP）。由于他将双宾动词后的两个宾语限定在“人＋物”上，即间接宾语N1
 必须为“人”，直接宾语N2
 必须为“物”，且这两者不存在结构关系，这一限制使得汉语双宾动词的总数量比英语的要少很多。我们可以假设，如果没有这一限制，再考虑双宾式动词词组，这个数据恐怕要高出许多。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同时还按照两个宾语（N1
 和N2
 ）之间的语义关系分出四个小类，并佐以具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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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小类和第（3）小类意义较为接近，因此可合并为一类“得到”，相当于上文所说的“传递类”。

第（2）小类和第（4）小类意义也较为接近，因此可合并为一类“失去”，相当于上文所说的“取得类”。

这样上表就可修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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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句子主语X为基准，汉语的双宾构式既可表示“正传递义”，又可表示“负传递义”，而且两者比例几乎各占一半；而英语的双宾构式表示“正传递义”用法较多，这就是英汉双宾构式的主要差异之一。因此，从普通语言学这个角度来看，将“传递义”视为双宾构式的原型用法还是较为稳妥的。

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可通过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原理做出合理解释。语言是人们通过对现实世界进行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而形成的，即遵循着“现实—认知—语言”这样一个基本程序，语言是经互动体验后进行概念化和认识加工的结果，而不同民族对客观世界进行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的过程和方式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同样，汉英两民族在对“传递物体”这一行为进行概念化时的方式有同也有异，“概念化相同”导致了汉英两语言都有双宾构式，且在结构表达上也有大致相同之处；“概念化不同”则导致了汉英两语言双宾构式在“方向性”上存在明显差异：汉民族对双宾构式所表示的传递方向常持“中性”态度，而英民族常持“正向”态度，即双宾构式在方向性上多呈现为“右向移动”，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英语双宾构式的原型性意义。

我们知道，汉民族较为擅长辩证性和综合性思维，常将位于同一传递事件两端的两种不同结果“给予”和“失去”融合为一体，这就出现了汉语“施受同辞”、“美恶同号”的现象。其实这也很好理解，在“传递”事件中，对于一方来说是“给予”，对于另一方来说就是“失去”，这是同一个事件的两个不同的方面。笔者（2005a）曾从体验角度用“事件域认知模型（Event-domain Cognitive Model，简称ECM）”来解释这一现象，不管是“给予”还是“取得”，不管是“授”还是“受”，其实它们都是一个动作的两个不同方面，仅是参照点视角不同罢了。对于X来说是“授”，对于Y来说就是“受”；对于X来说是“取得”，对于Y来说就是“给予”，因此这两者具有一种相辅相成的依存关系。当然了，必须先有“给予”然后才能有“失去”，若从这个角度来说，“给予”在先也是合乎情理的解释。

这种现象在汉语中常用同一个动词来表示右向传递和左向传递，一方面体现了辩证性和综合性思维的特征，另一方面这也与语言的经济性原则有关，从而形成了汉语双宾构式具有双向性的特征。若要进一步明确表明传递的方向，则由构式或构式中的其他词语（诸如“给”或“走”、“出”或“入/进”等）来表示。

汉语中有近百个动词兼有两反义（王宁，1996：122），可表示两个完全不同的意义，如“借”、“租”、“贷”、“赊”、“赋”等。根据陈娇（2009）统计，汉语共有335个对立词，英语共有210个对立词，就属于这类现象（当然不是说它们都能用于双宾构式，但汉语此类一词两反义词能用于双宾构式的要比英语多得多）。若从这个角度来说，既然同一词语能表示同一事件所涉及的两个相反意义，那么同一个双宾构式能用于表示同一“传递事件”两端的相反现象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参见下文例句）。据此我们认为，将双宾构式的原型意义确定为“传递”更具代表性，这其中既包括“正传递/获取”也含有“负传递/失去”两种意义。

第三节　英汉双宾构式对比

我们在上文的基础上进一步从以下五个角度来详细论述英汉语双宾构式的同异之处。

1. X是否兼有“传递”和“取得”

从上文分析可见，汉语双宾构式的用法和意义不完全像英语的双宾构式。如就主语X而言，英语常表示“X传递”，即主语实施了“传递出去”之义，但汉语除此用法之外，还常表示“X取得”，即主语实施了“负传递”之义；如就间接宾语Y而言，英语双宾构式常表示“Y获得”义，而汉语除了这一用法之外还常表示“Y失去”之义。倘若考虑到这两种用法，我们可据此将英汉两语言中的双宾构式概括写为：

［12］X　CAUSE　Y　TO　？HAVE　Z

这里的“？”表示上述五种含义“＋、↓、0、×、－”，且这五种情况在英汉两语言中的分布情况也不平衡。仅在“正传递”和“负传递”方向上，很多学者认为英语双宾构式常取正值，汉语中既可取正值，也可取负值，并将其视为英汉两语言双宾构式用法的最大差异。其实，我们还应当考虑其他三种情况。

正如上文所述，陆俭明（2002）对汉语中可接双宾语的动词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发现其中有104个动词可表示“非给予义”，并将其分为6小类。张建理（2006）认为其中主要有4小类较为典型地表示了X有“获得”义，即实施了“负传递”。本文基于X与Y是获取还是损失作如下陈述：


（1）X有所得，Y有所失，如：他偷了小王三个苹果。



（2）侧重X有所得，如：我吃了小王三个苹果。



（3）侧重Y有所失，如：我打了小王三个杯子。



（4）X和Y都有所得，如：我挑了他三个苹果。（我为他挑了三个苹果。）


另外，我们认为汉语双宾构式中X具有“给予”和“取得”两义，与汉语中存在一词两反义有关，参见上文。在古汉语中由于“授受”不分，它们被概念化为同一个动词，结果就使Z有了两个不同的转移方向。倘若把这类动词用于双宾构式之中，就自然使其有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同时带上了“给予”和“取得”之义，例如：

［13］我租了他一套房子。


［14］我贷了他十万元钱。


［15］我上了他一门课。


［16］我换了他50斤大米。


［17］我分了他一碗汤。


在这些例句中，Z既可能向左移，也可能向右移。但它们在英语中却被概念化为不同的动词或表达方法，往往要区分出这类动作的方向性，要么在词义中反映出来，如分别用lend与borrow来表示“借出”和“借入”，又如在翻译例［15］时可分别用teach和conduct来区分：

［18］I taught him a course.

［19］He conducted a course for me.

要么用不同的介词来加以区分，如例［13］可译为：

［20］I rented a house from him.

［21］I rented a house for him.

这一现象也可解释词汇义与构式义之间具有紧密的互动关系（参见《上卷》第六章第二节）：一方面构式有独立的意义，可以影响动词的论元和词义（包括词性
[5]

 ）；另一方面词义也可能会影响构式义，当汉语的一词两反义用于双宾构式时，自然就使得该构式有了两种不同的含义和用法。

2. 英汉双宾构式和与格构式的差异

我们在第二章第十节中对比了英语的双名构式和与格构式，本节将重点论述英汉两语言在使用这两种构式时的同异情况。

Harley（1995）、刘丹青（2001）、王奇（2005）等认为，如果某语言有与格构式，未必有双名构式；但若某语言有双名构式，则必定有与格构式。我们不妨按照语言类型学中的蕴涵等级（Implicational Hierarchy）方法将其表达如下：

［22］与格构式＞双名构式


这或许就是TG学派为何将“与格构式”视为比“双名构式”更为基础的原型构式的原因。

在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中都存在双名构式和与格构式，但两者的表现形式不完全一样，例如：

［23］I　gave　him　a book.

［24］我　给了　他　一本书。


［25］I　gave a book　to　　him.

［26］我　给一本书　与　　　他。


［27］我　把一本书　给与　　他。


［28］我　把一本书　给了　　他。


根据第一节朱德熙和我们的列述，若将“给”和“把”都析为介词，文中（2）到（5）式都可视为与格构式，因此汉语双宾构式也可像英语一样分为两大类：“双名构式”和“与格构式”。

英汉两语言在双名构式表达上基本相同，结构和顺序也较为对应，但在与格构式上却不完全一样。汉语中“与格”出现的位置较为灵活，从而形成了四种句型，这比英语的多。而英语中的“to Y”位置较为固定，一般出现在句末，偶尔也可出现在句首，但不能出现在动词之前（即主语与谓语之间）。此外汉语还可借助“把”或“将”来表达直接宾语Z，此时常可填入体词“了”以表示动作已完成，如例［28］。这一用法也促进了“把”字的语法化。关于“给”的语法化问题参见下文。

现代汉语普通话双宾构式中常用介词主要是“给、把、将
 ”，而古汉语似乎要多一些，常见的有“于、於、与、以、持、遗
 ”等。英语的“to Y”中的to还可译为：对、向、与、朝
 等。

分析至此，我们会面临这样几个问题，需要深入研究汉语何时开始出现“把某物给某人”这种构式，其间的变换机制是什么？在汉语中这两个构式哪个更基础，是双名构式还是与格构式？汉语是否与英语一样也有纯双名构式或纯与格构式？其中的分布情况如何？

按照语法化的观点，汉语的介词“把”来自动词“把”，但英语中这里的“to”是来自哪个实意词？它原来是否也相当于汉语的动词“给予”之义？这里就给历史语言学、词源学和语法化研究带来了一个新课题。

3. 汉语“给”字的构词用法

与英语的“give”不同，汉语的“给”字在组词能力上有高度的能产性，可接在其他动词后面构成很多动词词组，例如“交给”、“派给”、“补给”、“送给”、“拿给”、“买给”、“传给”、“借给”、“寄给”、“租给
 ”等等。根据朱德熙（1979）的论述，能和“给”搭配共现的动词是一个不大的封闭类，常见的动词有“送、还、卖、递、写、付、发、移交、归还
 ”等，约53个。

我们认为，汉语之所以出现这类词组，或许传承自汉语“动作＋结果”或“动作＋目的”构式的特征。

汉语中双宾动词以Y为基准可分为两大类：“获得（即正传递）”和“失去（负传递）”，似乎表示“Y获得”时后面都可接“给”，表明对Y的受益性。也就是说，汉语双宾构式表示“获得”义时可借用“给”，按此思路，在有些歧义性的动词（既可表示“获得”又可表示“失去”）后若加上一个“给”字，就可排除歧义，如：

［29］他借了我十元钱。


既可表示他向我借了十元钱，对于Y“我”来说是“失去义”；也可表示我向他借了十元钱，对于Y“我”来说是“获得义”。如在“借”后加上一个“给”字，将上句说成：

［30］他借给我十元钱。


这意思就十分清楚了。

这一现象在英语中未见。

4. “给我”的语法化

例［30］中的“借给我
 ”还可析为“借＋给我
 ”，这样汉语中“给＋Y”就语法化出多种不同形式，如：

［31］他送了一支笔给孩子。


［32］张三买了一朵花给小王。


［33］老板盖了一座别墅给父母。


也可将“给Y”前置：

［34］公司给每个员工买了保险。


［35］小王给老板打工。


［36］我给老板干活。


［37］他给我打工。


上述各例中“给Y
 ”虽还可体会出“传递”之义，但由于句中还有其他实义性动词表示句子的主要意义，如例［31］中的“送
 ”，例［32］中的“买
 ”，例［33］中的“盖
 ”等，“给Y
 ”的原义就被虚化，它也就从“动宾结构”虚化为“介词短语”。如在例［37］的基础上我们还可说：

［38］（他）给我开车。


若这句话说得平和一点，就与例［37］的语气差不多，尚能体会出双宾构式的意义。若这句话说得语气重一点，再将主语“他”省去，双宾构式的传递意义就会被虚化，从而突显出一种祈使语气。汉语在这类用法的基础上进一步语法化出“给我
 ”这一形式：

［39］
给我
 站起来。


我们认为，这里的“给我
 ”两个字已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传递”之义了，已被虚化成“为我”之义，它在整个祈使句中多用于表示“强烈要求”、“显示权威”的语气，也已成为某些领导常用来表现身份的口头禅。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算是一种司空见惯的语言表达格式，每当听到这类“给我
 ”两字时，头脑中首先反应出的是对方具有“权威性”，是“长官”一级的人物。

若从根源上来说，我们也可将例［39］中的“站起来
 ”这一动作通过隐喻机制转用为一个“抽象性实体”，在句中充当直接宾语Z，将它“给了”我。但从语感上来说，国人的理解更倾向于将其视为一种表示命令的祈使句，句中“给我
 ”两个字已被语法化了，不再表示双宾构式的传递意义，整个句子的意义主要落在后面的动词短语“站起来
 ”上。在实际语境中，若是下级（或处于被指令的一方）听到这句话，他应当顺从这位上级的语用意图，“乖乖”地站起来才是。

这种汉语双宾构式的延展性用法也是英语所没有的。

5. 数量对比

根据徐德宽（2004）的调查，汉语双名动词表示“正传递”和“负传递”的比例几乎各占一半，平分秋色，而英语双宾构式大多表示“正传递”。正如第二章所述，英语也有部分双宾动词可表示“负传递”，但数量远没有汉语的多，具体数据尚需继续调查。若再考虑到英语与格构式中的某些介词也能决定传递动作的方向，那么英语中表示“正传递”和“负传递”之间的分布情况究竟如何，比例各为多少，尚需进一步研究。

另外，徐德宽所调查出的汉语的452个光杆双宾动词，实际上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双名动词，他并没有考虑到能用于与格构式中的动词，也没有考虑到复合动词（包括同“给”、“与”、“予”等组合起来的复合动词）。倘若将这些情况都统计出来，这个数据要大得多。

因此与452相对的英语双名动词的数量为99个，这对数据才具有可比性。

第四节　两段式与三段式的分析法

我们在第一、二章中主要从语义、句法（因对“传递动作”实现词汇化的方式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双宾动词）、角色这三个维度对英语双宾构式进行了概念结构分析，并尝试将三者结合起来讨论它们之间的部分对应情况。下文进一步分析英汉双宾构式“传递”原型义的概念结构，主张将Langacker的“两段式分析法”修改为“三段式分析法”，以期能为该构式的概念结构做出更为合理的认知解读。

1. 两段式分析法

Langacker（1991a：326—327），Ungerer & Schmid（1996：180）认为，双宾构式包含了两个认知过程：


（1）动作链（Action Chain）；



（2）心智运作（Mental Operation）。


这为我们理解双宾构式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所谓“动作链”，是指施事者实施了一个传递事物的事件，若用Goldberg的题元名称可表示为X V Z（其中的V为动词），即常见的主谓宾（S V O）构式。所谓“心智运作”，是指在双宾构式中，间接宾语Y将在心智上启动一个与传递物Z的互动过程，并且Y感觉到将要成为Z的受益者。该观点图示见图3.5。

现以下句为例作具体说明：

［40］Aunt Emily gave the present to Susan.

动作链是由施事者Aunt Emily发出的，她用手或其他方法（如邮寄、托人等，句中没有明说）实施了一个传递动作gave，其能量直接作用到受事物the present上。同时，经历者（the experiencer）Susan启动了一个与受历者（the experienced，此处的受历者就是“受事物”，即为the present）在心智上进行互动运作的过程，其结果为，经历者Susan认识到她将要成为“该传递动作”的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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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作分句主语的施事者（agent）可视为分句的图形（Figure），用最黑的圆圈表示；图中作直接宾语的受事物（patient）可视为分句的背景（Ground），用较黑的圆圈表示。施事者和受事物构成了一个动作链，它也是双宾构式的主干，因此Langacker，Ungerer和Schmid将句中的间接宾语视为经历者，将受益者Y视为动作链的“局外”成员（an external additional element），因为动作链所产生的能量是直接作用到受事物Z上的，而没有直接作用到Y身上。

Langacker（1991a：327）还从语义角度将双宾构式中的四个要素从纵和横两个维度上分成四小类：主动与被动，始源域和目标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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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从横向来看，原型性双宾构式所涉及的两个参与人，即动作链的发出者X和受益者Y，具有主动含义；传递性动作或传递性工具本身以及直接宾语Z，具有被动含义。

从纵向来看，原型性双宾构式涉及的四个要素可分为“始源域”和“目标域”两大类，作为始源域的施事者X和传递工具，它们处于动作链的上游，能将能量传递下去；作为目标域的受事物Z和受益者Y，它们处于动作链的下游，可接受能量。

现根据Langacker的分析，将双宾构式涉及的四个基本要素的两组特征分别对照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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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为始源域中的主动参与者，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X是发出能量和实施互动的起始点；

在始源域中传递工具处于被动的位置，因为它仅从施事者X处接受能量，并将其传递给受事物Z；

受事物Z是施事者X所发出动作能量的直接接受对象，具有被动性，而且位于目标域；

与受事物Z一样，受益者Y也位于目标域，但具有主动性，因为作为经历者而言，它是产生心智运作的主体。

据此，Langacker（1991a：327—329）将英语双宾构式的转移路径概括为：始源域到目标域（Source-target Path），即受事物Z只能从作为主语的始源域向作为间宾的目标域方向转移，如图3.5和图3.6中的双线箭头所示方向。

通过上文对比我们便可发现，汉语的主语既可以是始源域，也可是目标域，间接宾语同时兼有这两种角色。

同时，X和Z分别用“最黑圈”或“较黑圈”来分别表示其突显程度，X是施事者，动作链之源泉，又是分句主语和图形，具有最突显的作用，用最黑圈表示；Z是动作链能量的直接承接者，是分句的宾语和背景，用较黑圈表示。而且X、工具、Z之间还用双黑线直接明示其动作链关系。

而作为间接宾语的受益者Y，对于这一动作链中的图形或背景的选用没有什么直接影响，它相对于这个动作链来说，仅是一个外在要素，是“动作链局外”的受益者，它是动作链结果的影响对象。因此，双宾构式的主干当为：

［41］施事者——传递动作——物对象


若依据这一观点，双宾构式就是在单宾构式的基础上再添加一个题元角色而形成的，这也可见双宾构式与动宾构式之间存在紧密关系。如果把：

［42］John gave Susan a book.

改为与格构式：

［43］John gave a book to Susan.

就更能体现出动作链本身具有主干性，它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传递过程，Susan相对而言可视为动作链事件的局外人，用介词短语来表达。

据此，Langacker对双宾语构式作出“两段式”的分析：

［44］动作链（Action Chain）＋心智运作（Mental Operation）。


动作链直接涉及行为动作本身，其最直接的两个成分当为施事者X和受事物Z，至于受益者Y则是这个行为链的局外角色。这使我们想起在第一节中提及的马庆株（1983）的分析方案，他主张将双宾构式定义为“述宾结构带宾语”，即在一个主谓宾构式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个宾语，这似乎与Langacker的这一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我们认为，Langacker的论述相对而言更具理论性，他在论述中尝试运用体验哲学的基本原理，将他所提出的“行为链”理论用来统一解释双宾构式的认知机制。

若以“行为链”为基础就不得不把“经历者Y”排除在动作链之外，将其处理为与受历者Z之间的“心智互动”关系。此时，连接这两个阶段的关键角色就是Z，它既是“受事物”，又是“受历者”，它在双宾构式中集两个角色于一身，与此同时也就将“动作链”和“心智运作”连接了起来，形成了一个双宾构式整体。

我们认为，将经历者Y与受历者Z之间的关系仅视为“心智运作”容易使人产生误解：

（1）即使按照上述两段论（行为链＋心智运作）来分析，也不宜将Y说成是“在心智中启动了一个与Z的互动过程”，这很容易引起误解，好像Y在双宾构式中发挥着主动因素，在心中盼望能获得Z。而根据我们的经验，双宾构式主要是施事者X意欲向Y传递Z。因此按照两段论来解释，似乎应当将第二阶段的“心智运作”表述为下一说法更为妥当：“施事者在实施动作链时心智中还意向性地指向一个事物的接受者Y
 ”。

（2）那么Y与Z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按照Langacker（1991a：327）的观点，两者之间仅是个心智运作问题，是一种“认知活动（Cognitive Activity）”或“心智运作”或“心智接触（Mental Contact）”，其间的关系仅存在于心智之中，相对于明显的动作来说，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没有明白显露出来。但根据国内外大多数学者的观点，原型性双宾构式意为“具体事物Z从X成功地转移到Y”，Z最终从X手中传递到了Y手中，这就不是一个“心智运作”所能概括得了的。这种分析似乎仅考虑到双宾构式的一些边缘性用法，适用于感知类动词（Verbs of Perception），如tell，show等（参见第二章图2.3的第6、7类），也适用于直接宾语Z为抽象事物，例如：

［45］He told me a good news
 .

［46］They offered me an opinion
 .

在“我”与“好消息”和“意见”之间确实存在一种“心智运作”关系，“我”从心智上知道了这条好消息，或者获得了一条意见。但这尚不能视作双宾构式的原型性用法。

（3）即使分析为“心智运作”，不能仅视为Y与Z之间的关系，根据Langacker的分析，还应包括X在作出传递性动作时心智中就已经蕴涵了一个Y。

（4）若将X的意愿性也包括在双宾构式的“心智运作”过程中，这也只适用于双宾构式的初始阶段，这尚能说得通，或仅只表示抽象性的Z，但未能涉及该动作原型用法的最终结果，没能将“传递的结果”这一常见意义表达出来。

2. 三段式分析法

从上文分析可见，Langacker提出的双宾构式两段论分析法，既有创新亮点，也存在不足之处。鉴于此，我们主张将其修改为“三段论分析法”，并将第二阶段的“心智运作”修改为“送人”：


（1）给物；



（2）送人；



（3）获物。


现详述如下：


1）给物


“给物”为双宾构式的主干性结构，这也是传统语言学中将Z分析为直接宾语的原因之所在，也与Langacker的“行为链”观点相一致。朱莉莉（1999）还从汉语宾语的省略情况来论证这一分析法，她发现表示给予类的双名构式可全部省去间接宾语，且省去之后句义基本明确，而只有27%的双名构式在省略了直接宾语之后语句还可接受。这就说明直接宾语对于双宾构式更具有基础性。她还尝试运用认知语言学中“图形—背景”理论为其做出认知解释，被传递的事物Z具有移动性，因此更具有图形性，而间接宾语相对于直接宾语而言更具静止性，因此更适宜作为背景。我们在语言交际中一般常可省略背景信息，以突出图形信息。这一观点与沈家煊（2001）的观点基本相同（参见第十三章）。

我们在对give接单宾的分布情况做相对穷尽性调查之后也有相同的发现，“给物”的使用频率远远高于“送人”，前者（87.5%）是后者（12.5%）的7倍（参见第一章第四节），这是从“基于用法的模型”角度做出的论证：双宾构式在很多场合下可省去间接宾语Y，而不宜省去直接宾语Z。

据此，施事者X主要实施的是“传递某物”的动作，句法上表现为一个“单宾构式”，其中宾语为Z，可表述为“X V Z”，V表示传递性双宾动词或传递工具，即图3.5和3.6中由双黑线连接的三个部分，例如：

［47］You have to give a photo now.

［48］You could give a dollar.

汉语也有类似的情况，在很多场合下可省去作间接宾语的Y，而不宜省去作直接宾语的Z，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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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的语句在语境不明的情况下一般不可接受。

我们发现，英语和汉语中表示“制作类”的双宾动词一般不可省略直接宾语而单独用间接宾语，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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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还发现，将直宾左移作为话题的情况较多，但将间宾左移作话题的情况较少，这也可用来证明直宾Z比间宾Y的意义更为重要。这或许就是Langacker建立以动作链为基础的两段论分析法的主要依据。


2）送人


施事者X意欲传递受益者Y（某一事物），或向Y传递（某物），这在句法上表现为另一“单宾构式”，其中的宾语为受益者Y，可表述为“X V Y”，例如：

［61］He only teaches me，not her.

［62］Please tell me.

［63］学校照顾我们（一套房子）。


例［63］中省去直接宾语“一套房子
 ”后完全可以接受。

我们也发现，汉英两语言中的双宾动词绝大部分也可用作单宾动词，这也可用以解释三价动词与二价动词之间可以互相换用的现象（英语例句见上），张伯江（1999：11）也注意到了汉语中的两种情况：


（1）动词＋接受者，即动词只与接受者Y结合使用，此时在语义上并不一定涉及受事客体Z，如：他经常帮我。类似的动词还有“照顾”、“优待”、“赢”、“骂”等。



（2）动词＋受事客体，即动词只与受事客体Z结合使用，此时在语义上并不一定涉及接受者Y，如：小王扔球。类似的动词还有“进（球）”、“吐（痰）”、“放（假）”等。


这两种情况所述动词都是二价动词，但它们也可用作三价动词，即再插入一个受事客体论元Z或接受者论元Y，如：

［64］他帮我一个工。


［65］领导照顾我一级工资。


［66］小王扔我一个球。


［67］观众吐他一身痰。


这一现象也支持我们的分析方法，即双宾构式中的“动＋人”与“动＋物”还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分开来认识的。


3）获物


“获物”表示了Y与Z之间的动结关系，当施事者X成功实施了传递性动作之后，结果便使X失去了Z，Y也就获得了Z（参见第一章图1.5第10，11，12三点），表明了动作链所产生的结果或影响。当然，双宾构式在很多情况下并不一定表示Y获得了Z，也可能表示Y失去Z等情况，这就是我们在［12］中所列公式的含义：

X　CAUSE　Y　TO　？HAVE　Z

其中的“？”包括“获得性”结果、“失去性”结果，还可能出现“潜在性”、“阻断性”、“零性”结果。总之，在双宾构式中Y和Z之间会产生某种结果。

现将本文提出的三段论分析法图示如下：

[image: 2139-01]
图3.8



3. 三段式分析法的解释力

将“两段式”修补为“三段式”更具解释力。“两段式”对于单宾语大多为物的情况有一定的解释力，对于双宾构式的B式也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对于双宾构式为何大多用A式却显得捉襟见肘，难以自圆其说。

从第一章图1.8可见，双名构式使用频率明显高于与格构式，若将双名构式的第2、3行（间宾Y为人，直宾Z为物）数据相加：1，801＋1，881＝3，682，将与格构式第2、3行数值相加：215＋464＝679，两项总和为4，361，它们的比例分别为：


双名构式的比例：3，682/4，361＝84.43%



与格构式的比例：679/4，361＝15.57%


这一数据表明give用于双宾构式时，主要使用双名构式，其频率是与格构式的5.42倍。

这一现象却是Langacker基于动作链的两段论分析法所解释不通的，因为按照两段论分析，当是与格构式为主要用法（参见3.5和3.6），它的使用频率自然就应当较高，这又与我们调查give的实际数据相差较远。按照距离象似性原则，give后接用表示人的Y，双宾动作与Y之间的关系就较近，那么为何要避开Y来“保全”Langacker所说的动作链呢？若将两段论修补为三段论，即双宾构式中既有“给物”，也有“送人”的含义，且将“送人”这一含义从“心智运作”提升到实际性“行为操作”，就可有效地避免两段论遗留下的难题。“给物”与“送人”既可分别用于单宾构式中，也可同时出现于双宾构式中。而且有很多双宾构式是表示“成功转移”的，最好的解释就是受益人Y理当在场，按照距离象似性原则，将Y靠近谓语动词也就顺理成章了。图1.8的数据也为我们将两段论修补为三段论提供了实证性支撑。

这样，三段论既可解释作单宾时突出了“给物”事件，也可解释作双宾时“给物”兼“送人”事件，在“给物”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送人”要素。且“送人”不必是“心理性运作”，而是有结果的“行为性操作”。

另外，双宾构式中蕴涵了多层含义，同时也体现为它与其他基本构式之间的关系。“给物”与“送人”可体现为两种S V O构式，“给物”兼“送人”体现为S V O O构式，Y“获物”实际上为一种动结含义。因此，双宾构式与单宾构式（这里的宾语包括人和物）、“动结式”构式、“动宾补”构式之间自然就存在一种联系，都是为了表示人际之间对事物处理的句型，仅是各有侧重罢了：

（1）S V O：　人/物，或人/人之间的关系

（2）S V O O：人际之间对物的传递关系，如涉及地点就要用put或place

（3）S V O C：人对人/物发出某动作后，出现结果C

（4）动结构式：侧重强调动作所引出的结果

这样就可将英语几个基本句型从生活体验角度作出连贯而又统一的解释。

第五节　余论

双宾构式引起了众多语言学家的密切关注，他们出版了很多专著和论文对其从各个角度加以论述，特别是近年来认知语言学家和构式语法学家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多有益的尝试，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这并不意味着有关双宾构式的问题已经得到圆满解决，仅就汉语双宾构式而言尚有很多议题有待进一步思考。

（1）如果汉语双宾构式兼有“传递”和“获得”义，那么就又引出一个问题：在汉语发展历史上，究竟哪一个是原型用法？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回答。很多学者认为先有传递义，然后才有获得义，而张国宪（2001）则认为，汉语在上古时期就有用双宾构式（主语）表示“获得”义的情况了，而“给予”义是后来才有的。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尚未有定论。

（2）汉语中为什么会有同一构式兼有两反义的现象？上文从汉语“一词两反义（Ambivalent）”角度作出了论述，这种兼有两反义的动词在汉语中约有三百多个，但尚需进一步调查其中能有多少个用于双宾构式之中。除此之外，汉语双宾构式具有两反义是否还有其他原因？

（3）汉语双宾构式有“一式两反义（Ambivalent Construction）”的用法，表达这两种用法的语句各有什么句法特征，“右向传递”和“左向传递”是否都可转用为其他对应的句型，还是存在“一定”或“较大”的差异？倘若差异很大，是否能定性为“貌合神离”现象？

（4）汉语双宾构式具有什么句法特征？该构式可同时表示传递义与获得义，那么它们在句法（如时、体等）上究竟有无区别？卢建（2003）认为表示获得义的双宾构式常没有时体标记，那么表示传递义就一定会有特别的句法特征，具体是哪些特征？两者的区别有多大？

（5）汉语双宾构式与其他基本构式之间有何关系？一个新构式的出现必然要与其他已有构式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上文虽有所涉及，但还有待深入论证。人类语言史上究竟什么时候出现双宾构式的？由此可见，双宾构式可从历时、共时、比较、实证等角度进行深入研究。

（6）根据构式语法理论，特别是激进构式语法（Croft：2001），各语言都有各自的构式系统，一个语言有的构式不一定总能在另一个语言中找到对等的构式，这就是Croft的名言：Constructions are language-specific. 通过英汉两语言中的双宾构式的对比研究，我们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但仍旧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和对比英汉双宾构式对于语言教学的指导意义。

（7）双宾构式原本是TG学派研究的课题，但结果却可作为否证TG学派的例子，似乎很值得人们深思。

A. TG理论框架中，双名构式和与格构式被视为同出自一个深层结构，但是事实表明，这两种构式在语义和句法特征上都存在较大差异，不宜视作同源，参见第二章第十节。

B. 既然论证了两构式不是生成自同一个结构，各有各的用法，那么将与格构式视为深层结构，或将双名构式视为深层结构，就都失去了基础。那么这两个构式之间到底有无关系？若有，又有什么关系？

C. 在TG理论框架下用“给予”义来统述双宾构式，似乎难以达到“完美解释”，如“kick”等似乎谈不上“给予”或“方向”的问题，必须借助原型范畴理论才能作出较为完美的解释。

但愿后来者能对这些问题作出更深入的研究。


[1]
 　有学者认为汉语不像西方屈折语那样有“主格、宾格、与格、属格”等之分，也就无所谓有什么“与格构式”，我们此处也仅是借用这一术语而已。


[2]
 　朱德熙（1997：152）认为在“给”字双宾句中，直接宾语最占优势的形式是：数量词＋名词。


[3]
 　陆俭明（2002）主要以“总共/一共”的语义指向为基础认定“吃了他三个苹果”为双宾构式，因为人们可说“总共给了他三个苹果”，也可说“总共吃了他三个苹果”，因此可将后者分析为双宾构式。


[4]
 　为与本文术语一致，此处对相关符号作了必要调整。


[5]
 　构式会改变词性的情况在汉语中尤为突出，例如句子“学习要管用”由三个词组成：学习、要、管用，它们本身都是表示动作概念的词语，单独分析时当为动词，但当它们被用于“主谓宾”或“主系表”这类构式时，其词性就要受到该构式的“调整”。因为此类构式的原型用法，主语、宾语、表语当为名词，在这一思路的统摄之下，“学习”和“管用”就在心理上倾向于被视为名词。


[6]
 　图3.5中右边的竖箭头线与Ungerer & Schmid（1996：179）的画法不同，此处改为虚线，为与Langacker（1991a：327）的画法一致。


第四章　“吃他三个苹果”构式新解：传承整合法

本章主要回顾并讨论了国内外学者对汉语中“吃他三个苹果”这类构式的五种观点：（1）单宾构式；（2）双宾构式；（3）两种构式兼而有之；（4）动补宾构式；（5）“他”作虚化处理，主要出于韵律需要与其前动词构成双音节。笔者采用构式程序分析图，从13个方面分析了该构式的句法、语义、语用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运用了认知构式语法理论中的“传承观”和“整合观”对其做出一个全新解读，将其视为从“单宾构式”、“双宾构式”、“语气构式”和“双音构式”经传承并整合后而产生出的新构式。

第一节　“吃他三个苹果”构式

1. 概述

TG学派认为语法由“词汇”和“规则”两大部分组成，前者有意义，而后者没有，仅只提供组织词汇的方法，由这两者就可生成语言中的所有语句。很多学者发现这一理论过于理想化，不能解释语言中所存在的大量习语、俗语、特殊构式或语式；但是，将它们划归“词汇”也过于勉强，因为它们毕竟不是一个词，而是词以上的语言单位。《上卷》第十章第三节中列述了很多英语和汉语中的非常规表达，它们不能按照TG学派所认为的那样处理为词汇，也不是由“规则”生成的。有趣的是，这类特殊表达既不是一个词汇，但又需要像词汇那样去逐个习得；它们既涉及语法规则，也常违背规则，或许是几种语法现象的结合体。这对TG学派严格区分词汇与规则或词法与句法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构式语法就是在反思TG学派的这一基本立场以及其他相关观点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汉语中

［1］吃他三个苹果。


就属于这类特殊表达，也能说明TG学派之不足（它不是生成自某单个规则），为构式语法提供了依据。

首先，例［1］当划归何种构式？如何才能作出合理解释？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者已经提出了五种不同的看法：

（1）刘乃仲（2001）认为，这是一个简单的动宾句型，句中“他”可视为“三个苹果”的定语。

（2）徐杰（1999，2004）和陆俭明（2002）等认为这是一个双宾构式；马庆株（1983）认为“他”在句中的指称不是很清楚，可将“他”视为一个虚指宾语，形成一个“准双宾构式”。

（3）朱德熙（1982）认为，如果N1
 与N2
 中间有“的”，或者没有“的”但最后的名词之前有指量词“那所
 ”、“那张
 ”或“那个
 ”等，那么分析为单宾结构；如果中间没有“的”，最后的名词之前是数量词，则分析为双宾结构。

（4）袁毓林（2002）认为，“他”没有具体的指称，其存在主要出于韵律的需要，它与其前的动词可构成一个双音节。

（5）熊学亮（2008）主张将这一构式视为“动补宾结构”，可将

［2］逛他三天。


［3］写他三篇。


等一类的句式分析为“动补”结构，即句中的“三天”和“三篇”是补充说明“逛”和“写”的程度。那么据此例［1］中的“三个”就可析为“吃”的补语。如果在“三天”和“三篇”之后添上“北京城”和“文章”等一类的名词，如：

［4］逛他三天北京城。


［5］写他三篇文章。


这类句式又该如何处理呢？熊学亮主张将其分析为“动补宾”结构。

2. 评论

我们认为，刘乃仲得出单宾构式的结论主要是基于语义关系的分析，因为从语义角度看，句中“他”和“三个苹果”确实可能被理解为领属关系。可当用这一观点来解释其他例句时就显得捉襟见肘了，如例［4］中的“他”与“三天北京城”之间似乎就不存在什么“领属关系”。

徐杰和陆俭明等得出双宾构式的结论主要是基于结构形式，因为该句从结构角度看，与双宾构式确实相同，动词后面接两个名词短语N1
 和N2
 ，前者表示人，后者表示物，这与他们将双宾句式视为一个较为宽广的构式家族密切相关。

我们知道，原型性双宾构式的关键特征为：中心动词其后同时携带两个名词短语，它们分别跟中心动词构成动宾关系，且X CAUSE Y TO ？HAVE Z。但是，诸如例［1］的表达式与该语义特征相去甚远，有些甚至连边都扯不上，如：

［6］我们先赌他一万元。


“赌”与“他”不能形成动宾关系，赌后这一万元也不一定是“他”的。

朱德熙试图用“的”来划分此类构式，有“的”就算单宾构式，没有“的”就算双宾构式。据此，例［1］当析为双宾构式，似兼有刘乃仲、徐杰与陆俭明的观点。

袁毓林主要是从语音角度做出分析，“他”在语义上无所实指，已被虚化，这样，整个句子就可视为一个单宾构式，这似乎与刘乃仲的观点接近。但是，根据这一观点，句中有“他”无“他”都无所谓，可是“他”毕竟还是“他”，在该构式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分，一旦将这个“他”省去，就与原句所要表达的意义和口气相差甚远，这样的处理方案似乎也不能对其做出全面解释。

另外，我们也发现，袁毓林与刘乃仲的区别似乎主要在于：袁主张将“他”与前面的动词结合起来考虑，而刘则主张将“他”与其后成分结合起来考虑。他俩所采用的分析标准是不同的，却有殊途同归的结论。

若根据熊学亮的分析方案，人们势必要将例［5］中的“三篇”与“文章”拆开来分析，前者析为动词“写”的补语，后者析为动词“写”的宾语，这样的分析方案似乎与语感不很相符，因为从语感上来说，“三篇文章”好像是一个整体单位。他在文中还进一步解释说，“他”具有“焦点转移”的语用功能，使得原来的偏正结构“三篇文章”的焦点从“文章”转移到了表示数量程度的“三篇”上，从而达到了突显数量、表示宣泄的语用意义。这一分析确有慧眼独到之处，因为只能在例［5］中省略“文章”，将其表达成例［3］，而不能省略“三篇”将其表达成：

［7］*
 写他文章


同样，我们也只可将例［4］省略说成例［2］，而不能说成：

［8］*
 逛他北京城。


熊学亮的这一分析方案，也体现了当前构式语法的解释力，强调将句法、语义、语用等诸多因素综合起来研究的思路是可取的。

3. 相关问题的思考

仔细想来，就例［1］所展开的争论，有点类似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汉语界的“主宾语大讨论”，有的学者依据结构位置，有的学者依据语义关系，更多的学者（如吕叔湘等）主张“参合”或“兼顾”结构和语义，即应当依据意义兼位置来确定分句的主语。

认知语言学所倡导的原型范畴理论，则可为此提供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它不仅适用于分析汉语分句的主语，同时也适用于分析诸如例［1］这一特殊构式。Ungerer和Schmid（1996：186）认为语言中的原型性“主语（Subject）”应当符合以下4条标准，即：


（1）主语实现了施事者这一原型角色；



（2）主语表达了动作链的第一成分（能量源成分）；



（3）主语是主动性的参与者；



（4）主语是分句的主要图形、射体。


在这一基础上可延伸出其他类型的主语。

我们不难发现这4条标准都是从意义或功能角度作出的分析，因此，笔者认为还可再加上一条：


（5）典型的分句主语应当位于谓语动词之前。


这样就可兼顾到吕叔湘的观点：意义兼顾结构。

同样，刘乃仲和陆俭明的分歧原因也大致相同，前者主要是从意义角度做出分析，后者主要是从结构形式上来考虑问题，两者各有其道理。其实我们也可采用上述分析主语的思路：既考虑形式，又兼顾意义，也关注语用，同时运用原型范畴理论才能做出较为合理的解释。例［1］所反映的构式主要从与其相关的构式中传承了句法、语义、语用等信息，并将它们整合为一个复合体。汉语典型的双宾构式与英语相仿，主要表示“传递”，相对于主语X而言既可“给予”又可“取得”（参见上文），而例［1］即使能算作一个双宾构式，也是一个处于十分边缘的例子。

第二节　“吃他三个苹果”的构式程序分析图

现根据笔者（2008）提出的“构式程序分析图（Construction Procedural Analysis Frame）”，将有关“吃他三个苹果”构式的用法详细归纳整理如下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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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省主语

该构式可省去主语，用作祈使句型，此时多用以表示“宣泄”、“主观意愿性”、“随意性”等用法，参见第8点。

有学者认为，该构式主要用于第一人称“我”，如用了除第一人称以外的其他形式，则有可能要突出主语与“他”（或其他人称）的对比性关系，此时“他”就更多地用作“定语”，例如：

［10］李四吃了他三个苹果。


［11］李四吃了李老师五个苹果。


可见，该构式的主语是否出现，可能会直接影响整个构式的结构和意义，参见下文第4点说明。

2. 有无“了”

有学者（如王晓凌，2006）认为，该构式不能和完成体标记“了”合用，可是根据我们的语感，这一观点似值得商榷。熊学亮（2007）用上海话作为例子来反证了这一观点，如：

［12］我逛了他一天南京路。


其实除了上海方言之外，即使在其他很多场合中，该构式也是可以用表示完成体的“了”字。

3. “吃”与“他”搭配不合理

动词后紧接一个名词或代词常构成一个动宾关系，“他”接在很多动词后面都具有这一特征，此时“他”具有指称性，不应轻读，例如：

［13］给他三个苹果。


［14］卖他五斤白菜。


［15］送他十本书。


［16］借他二两油。


［17］还他六块钱。


等等，句中的动词和“他”之间在语义上搭配合理，可形成动宾关系，这时“他”就是“指称性”用法。人们可凭直觉认识到例［9］中的动词“吃”与紧接其后的“他”之间不具有语义上的正常搭配关系，语义发生冲突，从而自然就会将“他”作其他解释，如降低它的指称性功能，做虚化处理，在口语中应当轻读，或仅将其视为一个语用标志语。

这也是一个“构式压制（Construction Coercion）”的好例子，即例［9］中动词“吃”与“他”在句法上虽具有临近性，貌似单宾构式，但语义上又违背常理。这种违反常识组配起来的构式，迫使“他”虚化为一个虚指性的“语气词”，用以表示多种复杂的语用涵意。能用于这种违反常识的“动词＋他”构式中的动词似乎很多，从笔者所收集到的语料中，主要有如下这些动词：

［18］喝、赌、拼、赚、闹、花、写、骂、跑、遛、逛


等。

4. 仅用单数第三人称

在此类构式中，此处大多用单数第三人称“他”或“它”，而很少用其他词语。若要用其他词语，则更多地含有定语特征，如：

［19］李四吃了我三个苹果。


［20］李四吃了小王三个苹果。


此处的“我”和“小王”则为“苹果”的定语。

5. “他”的实指与虚指、轻声

将“他”视为“实指”还是“虚指”是理解这类构式的关键，也是给该类句式归类的主要依据。

若将其视为“实指”，“他”就可实实在在地指称某一具体对象，按照徐杰（1999，2004）的观点，“他”可与主语在语义上具有同指关系（也可指称句外其他对象），且此时也作其后名词短语的定语。若是“虚指”，则“他”不与主语同指，往往也找不到句外的具体指称对象，也不能作其后名词的定语。或许正是这个“他”的一实一虚，才导致了汉语界学者的诸多争论。

正如上文所述，此处的“他”亦已虚化，丧失了“指称性”功能，没有确切的外指对象，笔者拟从两个方向来论述“他”的虚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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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如上文第3点所析，此时“他”已不能与前面的动词短语在语义上建立正常的动宾关系，从语感上来说，只要“他”与动词不存在动宾关系，人们自然会朝向虚用“他”的方向来解读，但这还不是唯一的依据。

（2）若“他”与其后的“数＋名”构式之间存在所有关系，“他”与“数＋名”短语就能形成一个语义合理的偏正结构，“他”可分析为定语，具有实指意义；如若两者之间不存在这种所有关系，则“他”就进一步被虚化，轻读“他”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我们通过反复体会，认为该特殊构式从意义上来说，“他”与“苹果”之间的语义关系确实有两种可能：

（1）在某特定场合，两者确实存在偏正关系，这“三个苹果”确实就是“他”的，“他”与“三个苹果”之间存在领属关系，就例［10］而言，句中的“他”可以与“李四”同指，也可指称其他对象，此时的“他”为实指用法，发音可能会相对重一点。我们还发现，特别是将句中“他”换成其他词语时，这一意义更为明显，参见例［19］和［20］。

（2）但也不排除这“三个苹果”不是“他”的可能，马庆株主张将其分析为虚指的宾语，袁毓林主张将其处理为韵律需要，就是从这一角度考虑的。

6. 位置确定

“他”作虚指用法时，其位置较为确定，一般不能移至句中其他位置；而作实指用法时，位置则相对要灵活得多，如例［9］中的“他”若有实指，则可理解为定语，比较：

［21］李四吃了他的三个苹果。


句中“他的三个苹果”可移至句首，说成：

［22］他的三个苹果被李四吃了。


“他的”也可与“三个”互换位置：

［23］李四吃了三个他的苹果。


而作虚指用法的“他”却没有此类用法：

［24］
*
 他三个苹果被李四吃了。


［25］
*
 李四吃了三个他苹果。


另外注意，“李四吃他三个苹果
 ”，即使句中的“他”是实指用法，也不能与例［21］视作全等的同义句，因为后者中“他的三个苹果”含有“他全部共有三个苹果”之义，而前者不含此义。

此处所述的几个现象，成为许多学者主张将例［9］析为双宾构式的理由。

7. 语气词/宣泄

我们还可从讲话人的语气角度来考虑，“他”在句中更像一个“语气词”，可根据语境的变化含有多种不同的含意。

笔者在与同事们讨论时，提及这个“他”有点类似于骂人话“他X 的”缩略形式，大家还是能接受这个说法的，因为很多语句用了“他X的”来代替“他”，句子也说得通，且语气似乎也有相同之处，只是用“他X的”显得粗鲁罢了。例如：

［26］先吃他X的三个苹果再说。


［27］先逛他X的三天北京城再说。


［28］写他X的三篇文章给你看看。


据此，“他”可视为虚指性的、插入性的“语气词”，在句中轻读，带有“发泄性”、“不屑一顾”的语用特征。

8. 意愿/随意/异常/难得/计划

这个“他”的语用含意，实在是太丰富了，除了含有“宣泄”、“不屑一顾”的语气之外，还可随语境不同含有多种复杂的语用意图。有时明显带有“意愿性”和/或“随意性”的语用涵意，即心中想去做，但仅顺便一说而已。又例：

［29］要么不做，一做就做了他三十万。


［30］要么不写，一写就写他个几十万字。


若仔细揣摩这两句话的意思，则句中还含有“异常”、“意想不到”之义。在某些场合下这一构式还可用来表示“难得”之义，如：

［31］拼他三年，就不信搞不成功。


［32］干他一年半载，还怕没成果。


该构式还含有“计划”之义，如例［4］和［5］。

可见，一个小小的“他”，虽无所实指，被构式“虚化”了，但它却向许多方向引出了很多隐含性语用涵意，这些语用涵意却是实实在在的，一点儿也不“虚”，在整个构式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9. 口语化

这一构式主要用于口头语言中，具有明显的口语体色彩，书面语中虽也出现过此类用法，但一般多是记录或转述某人所说的话语。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在正式的、书面文体中出现这类构式。我们穷尽性地调查了2002年全年人民日报（共3，100万字）的语料，未发现此类表达。

10. 必有数量

正如上文所说，该构式中表示“数量”的词语是不可或缺的成分，倘若将其省略，整个句子就不通了（参见例［7］和［8］）。这也充分说明，这类构式所要传递的主要信息在于“数量”上，重点表达了讲话人对某事物或某行为所进行的“物量”或“时量”的处理结果。如例［9］中的“三个”表示“物量”，例［31］中的“三年”表示“时量”，它们是语句所要传递的最重要信息，因此不能省略。

汉语中用数量词作“程度补语”是一种常见用法，这或许也是熊学亮主张将此类构式析为动补宾结构的主要原因。

11. 从无界到有界

能用于该构式的动词多为“延续性动词”，它们具有“无界性（Atelicity）”，而根据“语言表达式必须有界化”的原则（参见刘辰诞，2007），在此类延续性动词后用上数量词作补语，就可达到这一目的，表示一种“有界行为”，即用数量词来框定延续性活动的界限。因此，这个数量词就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成分，这又从另外一个角度论证了“数量词”在构式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参见上文例句）。又例：

［33］
*
 跑。


［34］
*
 跑他。


［35］跑他三天。


例［33］和［34］都不通，因为“跑”为无界动词，此句要能实现“有界化”，加上时量词“三天”最为可取。

12. 概数

该构式中的数量常为一个“概数”，即不一定要表示十分准确的数字，如例［9］中的“三个”主要含大概之义，这就有点像我们可用“两”表示“几个”之义一样。有时还可直接用概数“几”，如：

［36］先吃他几个苹果再说。


［37］今年冬天要买他几百斤大白菜吧！


如将句中“几百斤”换成一个准确的数字，听上去就不太自然。另外，该构式中所用数字不仅表示的是“概数”，还表示偏多的概念（熊学亮，2007），如例［9］可含“不止三个苹果”之义。

近来，熊学亮（2008）就此又提出了新看法，认为在行事有一定难度或难得性的具体语境中，这个数字不一定是一个“概数”，也可能是一个实指性的“准确数字”；不一定非表示“偏多”的“就高不就低”的用法，也可能“往少处发落”。他认为以下两句是可以接受的：

［38］花了他三元八角。


［39］就喝他一两啊。


但经仔细推敲，这两个例句并不一定就说明了“往少处发落”的语用涵意，也可能这“三元八角”对于讲话人来说就含有数量多的意思了呢？也可能这讲话人根本就不能喝酒，喝“一两”对他来说属于“异常”，就算“多”了，若将后面的句号换成感叹号，其义则更清楚；但若换成问号，则可能有“嫌多”或“嫌少”之义。在这两个例句后接用两种不同的说法似乎都可以接受：

［40］花了他三元八角，太贵了（或：太便宜了）。


［41］就喝他一两啊，喝得太多了（或：喝得太少了）。


因此，我们可以假设，该构式可用以表示“概数”，至于是“偏多”还是“偏少”，似乎得根据语境而定，两种可能都有。

13. 可省宾语

该构式中后面的宾语有时可省略，但其前的数量词是不可省的（参见上文例句），又例：

［42］看他三天书。


［43］看他三天。


而不可说成：

［44］
*
 看他书。


当然，此时将“他”理解为定语，修饰“书”，这又当别论。在现代汉语中要表达这一意义，要么重读“他”，要么添加其他适当的成分，在“他”后加“的”，要么说成：

［45］看他书，有啥看头？


第三节　传承整合观

按照上文刘乃仲等人的观点，该构式为动宾句型，“他”和“三个苹果”之间具有领属关系，特别是当把“他”字换用成其他词语时，这一特征就更为突出了。但从句法形式上来说，该构式很像双宾构式，因为“吃”后面紧接着两个名词短语，NP1
 指人，NP2
 指物，符合双宾构式的典型特征，这恐怕也是徐杰和陆俭明等人为什么将其视为双宾构式的主要原因。

如果在这个例句前加上主语，再增加体概念词“了”，将“他”换用成其他词语，或在“他”后面加上“的”字，恐怕就会有另外一种语感：

［46］小王吃了他三个苹果。


［47］小王吃了他的三个苹果。


［48］小王吃了老李三个苹果。


［49］小王吃了老李的三个苹果。


有了主语，再加上体词“了”，我们就会明显感到在此类句子中，“他”和“老李”更像是“三个苹果”的定语。特别是用了“的”之后，整个构式就很明朗了，就可毫无疑问地将其析为单宾构式。同样，用“老李”来代替“他”，其后即使不用“的”，也是一个“单宾构式”。又例：

［50］我借他五本书。


可兼有三种解释义：

（1）单宾构式：可理解为“我从他那里借到了五本书”，即这五本书是“他”的，“他”和“五本书”之间是领属关系。

（2）双宾构式：可理解为“我借给他五本书”，或“我借了五本书给他”，动作发生后，“他”与“五本书”之间建立了领属关系。

（3）“他”无实指，即句中的“他”已虚化，与“借”和“五本书”之间都无甚直接的语义联系。

因此，我们提出了该构式的第六种解释方案，将“吃他三个苹果”视为从“单宾构式”、“双宾构式”、“语气构式”、“双音构式”等同时传承（Inherit）了相关的句法、语义、语用信息，从而形成了四者（还有可能受到其他构式，如“动补构式”的影响）相结合的“集合体（Assembly）”，这从图4.1的分析也可见，这13个特征（不一定已列全）包含了句法、语义、语用诸方面的信息，这也难怪不同的学者作出了不同的甄别和论述，提出了文首所列的几种观点，因为该构式确实同时具有数种句型的用法特征。

所谓“传承”，是用以描写构式网络中构式之间关系的术语，它可为构式之间的理据性关系作出统一解释。Goldberg（1995：72）指出“当且仅当构式B从构式A传承其特征，那么A就为B提供了理据。
 ”构式网络中各个层次可通过“传承性”连接起来，这个网络就形成了一个“传承性多层结构（Inheritance Hierarchies）”。在构式网络中，信息的传承方向性是：更为具体的下一层级语式（Construct）从更加概括的上一层构式（Construction）中传承有关特征，这样，下层构式（或语式）不断从其上层构式获得信息。Goldberg（1995：75—81）较为详细地论述了构式之间所具有的四种传承性连接关系：


（1）多义性连接；



（2）隐喻性扩展连接；



（3）分部连接；



（4）例示性连接。


参见《上卷》第六章第五节。

所谓整合，是指语词在组配运用时，其整体意义不能从其组成部分中作出可靠预测，Langacker（1987，1991a/b，2000）反复强调：语言仅呈现出部分组合性，主要遵循整合原则。
 Taylor（2002：550）则明白指出：

Strict compositionality is rarely，if ever，encountered. Most expressions （I am tempted to say：all
 expressions），when interpreted in the context in which they are uttered，are non-compositional to some degree.［严格的组合即使能遇到，也是很少见的。大部分表达（我很想说：所有
 表达）当被用于特定的上下文时，其解释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非组合性的。］

完形心理学为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语言中大量用法也为其提供了可靠的证据。构式语法学家研究了语言中习语和很多特殊的非规约性构式，它们都不能从其组合成分中获得可靠解释，参见《上卷》第九章第四节。

本文将认知构式语法中的这两个观点结合成“传承整合法”，并将其用于解释例［1］构式（将其概括为“V＋他＋数量名”构式
 ）的形成，现图示如下（因例［1］没有从这四个构式中完全
 传承相关信息，因此用虚线表示）：

[image: 2157-01]
图4.3



由于单宾构式与双宾构式在意义表达上有部分相通之处，后者仅比前者多出一个题元角色，它可与原来单宾构式中的题元角色发生种种语义关系，最典型的语义关系就是双宾构式的原型关系，如：使动者X传递给间宾Y某物Z（作直宾），间宾Y领属直宾Z（详见王寅，2008b）。例［1］“吃他三个苹果”这一构式同时受到了单宾和双宾这两个构式的影响。同时，该构式也受到了汉语语气构式和双音化韵律的影响，一方面口语常要打上语气词的烙印，在句中某处可根据交际需要插入某类语气词，此处将“他X的”紧缩成一个音节，这样就能与“吃”形成一个双音节，从而又满足了汉语双音构式的需要。这一解释可从图4.1所分析的13个特征得到合理支撑。因此，根据图4.1和4.3所示，我们认为例［1］同时从四种构式中传承到了相关信息，并将其整合［沈家煊（2006a）将其称为“糅合”］为汉语中的这一特殊表达形式。

我们现在来考察下组例句：

［51］李四大战张三。


［52］李四大战两小时。


［53］李四大吃他一顿饭。


［54］李四狠说他一通。


［55］李四猛批他一顿。


［56］李四狠狠批了他三小时。


例［51］为单宾构式，例［52］可析为主谓补构式。例［53］中“他”一般不可能与“吃”发生直接关系，就尝试转向寻找与其后词语的关系（参见图4.2），可能会将“他”理解为“一顿饭”的定语（他的一顿饭）。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他”轻读时与其前的动词“吃”没有语义联系，与其后的“一顿饭”也没有语义联系，将其视为语气上的插入成分，还是有说服力的。

由于例［54］、［55］和［56］中的“他”能与其前的动词“说”、“批”形成动宾关系，此时的“他”可作实指性用法。特别是例［55］在动词“批”前面加上了一个程度副词“猛”，语气得到了强调，动词后的“他”虚指的可能性就减少了，从而更接近于双宾构式。例［56］中的动词“批”前面不仅有程度副词，后面还有体词“了”，这使得“批”的动作性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其后的“他”也就不大可能是虚指用法了，双宾构式的特征亦已十分明显（权且将“三小时”析为直接宾语）。

这一组例句除例［51］和［52］之外，在形式上都像双宾构式，但从意义上来说，大致形成了一个双宾意义渐趋明显的连续体，这亦可见将例［1］析为双宾构式还是有道理的。

第四节　结语

构式语法学家一反TG学派仅只关注“核心语法（Core Grammar）”而忽视边缘性表达的做法，主张既要关注语言中的特殊现象，又要关注普遍现象，认为它们对于语言研究都具有价值，都应受到重视（王寅，2007a）。他们还主张从特殊现象入手，先来解决特殊的、复杂的语言现象，然后再以此为基础来反溯和解释概括的、规则的、较为简单的核心现象，并通过描述特殊构式能被恰当运用的条件，来逼近和描写具有概括性的讲话人语言能力。Fillmore，Kay和O’Connor（1988）从习语和特殊构式入手，引出了构式语法理论，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否定了TG学派以普遍语法为基础的理论取向，抛弃了转换分析法，将研究范围从中心扩展到非中心，旨在解释语言中的所有现象，这显然比TG理论更有解释力，更能体现乔姆斯基所倡导的“三个充分性”这一初衷。国外学者如Wierzbicka（1987），Jackendoff（1997a），Kay and Fillmore（1999），Goldberg（1995，1996，2006）等，国内学者如陆俭明（2002）、徐盛桓（2004）、沈家煊（2006a）、王寅（2007c/d）、江蓝生（2008）等，都尝试对英汉语言中的一些特殊构式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本文基于认知构式语法理论，运用构式程序分析图对其组成要素从句法、语义和语用等层面逐条梳理和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尝试用“传承整合观”论述了“吃他三个苹果”这一特殊表达式。

如此一个简单的表达式，能引发出学者们如此之多的思考，这足以可见该特殊表达式自有迷人之处，深藏着多种潜在性认知机制，对其深入分析亦已获得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成果，这也充分证明了构式语法从特殊表达入手的可取之处，不愧为一种研究语言的好方法、新理论。

从哲学角度来看，这一研究思路显然与辩证法密切相关：一般存在于特殊之中，可从特殊来反溯一般，须将特殊与一般、归纳与演绎结合起来，既关注特殊，也兼顾普遍。构式语法的这一分析视角真可谓“独具慧眼”，具有理论上的创新性、实践上的可操作性、内容上的广泛性，也是对西方语言学界沉醉于TG理论范式的一大反叛，确确实实给语言学研究带来了一股清新空气，给了我们诸多启发。

靠一时冲动拍拍脑袋说上一句“构式语法无前途可言”，是经不住事实检验的虚妄之言，实属不负责任的浮躁之行、毫无根据的武断之举。近年来国外构式语法研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已召开了四届国际构式语法专题研讨会，国内外语界和汉语界也对其予以充分关注，许多期刊发表了大量有关构式研究的论文，我们也召开了两届全国性构式语法研讨会，这足以可见构式语法研究正如日中天，亦已成为当今语言学之显学，确实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细加研究。


[1]
 　本章部分内容曾与王天翼合作发表在《中国外语》2009年第4期上。


第五章　英语动结构式（上）

英语动结构式主要有以下三种研究方法：（1）TG的句法分析，（2）Rappaport Hovav & Levin的事件结构模式，（3）Goldberg的构式语法。三者均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也有缺陷：TG忽视语义和事件结构；R & L的分析过于微观，未提体验性；Goldberg将动结构式视为使动构式隐喻性衍生用法值得怀疑。为此本章第四节提出“体验性事件结构”分析法，从人类经验的角度详细分析了动结事件结构的六种含义，并基于此逐条论述它们如何被语法化成对应的句法构式，以期能弥补其不足。这一论证也可说明：句法上的差异主要受制于事件结构和概念结构及其对不同语义要素的突显差异，“句法自治”难以成立。

第一节　动结构式的句法研究

Simpson（1983），Bresnan & Zaenen（1990），Hoekstra（1984，1988），Levin & Rappaport Hovav（1995）等都曾在TG的句法理论框架中对英语动结构式作过论述，其基本假设认为，表示状态变化或位置移动的结果短语（Resultative Phrases，简称RP）是表述句中直接宾语（或潜在性直接宾语）的。

下文主要论述几种句法分析方法。为便于论述，本书将动结构式的原型性概念结构和句法结构分别标示为（参见图5.4）：

概念结构：A＋B＋　C　　 ＋D

句法结构：S＋V＋O（NP）＋RP

其原型对应关系为：施事者A语法化为分句的主语S，动作B语法化为“主要动词（Main Verb）”，受事者C语法化为宾语O，结果D语法化为“结果短语（Resultative Phrase）”，亦有学者将其称为“宾语补足语（Object Complement）”。

1. DOR原则

Simpson（1983）认为，表示结果的RP是对句中宾语O的表述，不管这些宾语是否为谓语动词V的论元。Levin & Rappaport Hovav（1995：34）将这一观点称为“直接宾语限制原则（Direct Object Restriction，简称DOR）”，这一原则曾随着TG理论的盛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解释动结构式的基础（Rappaport Hovav & Levin，2001：692）。

DOR原则确实可为典型的S Vt O＋RP作出合理解释，适用于大部分动结句。尽管实际使用中的RP用法变化较多，但该原则在很多场合下还是能自圆其说的，RP确实常指向宾语O，即使部分RP作主语补足语，DOR似乎还能解释得通，例如：

［1］The blackboard was wiped clean.

这明显出自对应的主动态句型：

［2］to wipe the blackboard clean

也就是说，在例［1］中尚可找到潜在的宾语。

又如该原则也可勉强用来解释动结构式的特殊构式“V＋oneself＋RP”，例如：

［3］She sang herself hoarse.

句中的主语与宾语同指。而且，若将句中的herself省去，则为不合格句子（参见例［9］），可见RP与宾语还是存在紧密关系的。

汉语似乎也能为这一观点提供证据，如由“动词＋结果补语”构成的动词词组后接宾语时，若补语是说明主语的多用拷贝句，这说明“结果补语”有强烈说明宾语的倾向，如下例句摘自石毓智（2007：48）：

［4］
*
 a. 他吃胖了烤鸭。



　　　b. 他吃烤鸭吃胖了。


［5］
*
 a. 他做累了功课。



　　　b. 他做功课做累了。


［6］
*
 a. 他学病了日语。



　　　b. 他学日语学病了。


例［4a］之所以不能接受，是因为作结果补语的“胖”原本应当按照DOR原则修饰其后的宾语，可此处在逻辑上不通，因为“烤熟了的鸭子”不可能再“吃胖”了。这句话原本的意义是“他吃了烤鸭”，“他变胖了”，因此“胖”应当修饰主语“他”，要表达这一意思就不能用［4a］，应当用［4b］才妥。这从反面印证了上述基本观点“结果补语指向宾语”。其他两个例句亦可作相同解释。

除此之外，DOR还基于一个重要假设：“作格假设（Ergative Hypothesis，又叫非受格假设：Unaccusative Hypothesis）”，主要代表人有Burzio（1986），Rosen（1981），Levin & Rappaport Hovav（1995），Perlmutter（1978）。作格动词的主语（如The vase broke.中的“the vase”）可作为潜在的宾语（如在Tom broke the vase.中），因此，DOR也能为下面的例句提供合理的解释：

［7］The pond froze solid.

［8］The bottle broke open.

这两个例句中作格动词（freeze和break）的主语，也可理解成对应的宾语。但是对于非作格动词的主语，就不能这样处理，不能用光杆RP（the Bare RP，指没有宾语的RP），如：

［9］*
 She sang hoarse.

此句若在sang后加上herself则为正确的句子，见例［3］。

因此，持句法分析观的学者认为，DOR当从潜在的而不仅是表层角度来审视宾语，这不是没有道理。

但是DOR原则说明不了RP指向主语的情况，即RP作主语补足语，如：

［10］The girl danced waltz out of the room.

［11］The wise men followed the star out of Bethlehem.

用作格与非作格来解释此类现象也留下了不少问题。从例［7］、［8］可见，作格动词可接光杆RP，而非作格动词则不可（如例［9］），但是英语中表示运动方式的动词（run，dance，hop，walk，kick等）和发声动词（creak，rumble，whistle，ring，screech等）也是非作格动词，却可用于光杆RP（参见图5.1），如可将例［10］改为：

［12］They danced out of the room.

又例：

［13］The lift creaked to the basement.

表示运动方式的动词和发声动词属于非作格动词，它们既可接光杆RP，如例［12］、［13］，也可接反身代词＋RP，又例：

［14］run oneself out （跑得筋疲力尽
 ）

［15］If the telephone bell rang，it could ring itself silly.

另外，Rappaport Hovav & Levin（2001）还提供了几组成对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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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为什么就这两类非作格动词能同时有这两种用法，而其他类型的非作格动词（如sing，fret，laugh，play）只能接反身代词＋RP，而不能接光杆RP？另外，根据Manning（2006：212）提供的数据，全世界只有约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语言在不同程度上有作格性，要想以其为基准对全世界的语言作出一个普遍性解释，似乎还有较远的差距。

句法理论对其一筹莫展，至今未能作出合理的解释。Rappaport Hovav & Levin（2001）从两个次事件的时间依存性、共延性角度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2. 小句分析法

美国加州大学Williams教授于1975年提出可用小句分析法来解释动结构式。这里的“小句（Small Clause）”是指在逻辑上具有“主谓关系”的一种特殊结构，它与完整句结构不同（结构完整，且有人称、数、时、体等屈折变化）。小句中的主语为名词短语（NP），谓语可用不带to的动词短语（VP，相当于传统语法中用不带to的动词不定式作宾语补足语，没有人称、数、时、体等屈折变化）、形容词短语（AP）、介词短语（PP）、副词短语（Adv.P）等，且没有时态性和体貌性（Williams，1975：249），这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如：Kayne（1984），Chomsky（1986），Higginbotham（1985），Kroch（1988），Hoekstra（1988，1992），Aarts（1992）等。

用“小句分析法”来解释动结构式，即将主要动词后的NP和RP分析为具有逻辑上主谓关系的小句，该小句作主要动词的补语。例如：

［22］The dog barked the baby awake.

句中的the baby和awake具有逻辑上的主谓关系，它们构成一个“小句”，其中的the baby作小句的主语，形容词awake作小句的谓语，整个小句作主要动词barked的结果补语。

这一分析法可标注为（SC为Small Clause的简称）：

［23］NP［VP V［SC NP RP］］

这确实又为解释动结构式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Boas（2003：5）在其论著中也有提及。

荷兰Leiden大学的Sybesma（1992，1999）率先用“小句分析法”解释了汉语的动结构式，袁毓林（2001）、熊仲儒等（2006）、Sybesma和沈阳（2006）也先后以这一分析法为出发点作出了论述，参见第七章例［37］、［38］、［39］。

小句分析法认为，主要动词V与其后的名词短语之间不存在语义上的逻辑搭配关系，即不存在“论旨关系”，这虽可很好地解释例［22］，但也引出了新的争议：如在很多动结构式的主要动词V和其后的名词短语之间还是明显存在动宾关系的，如上文所论述的DOR原则就是基于主要动词的及物性得出的结论，如例［2］中主要动词wipe与其后的名词短语“the blackboard”之间就存在语义上的动宾搭配关系。

3. 复合谓语

Chomsky（1955），Pustejovsky（1991），Kaufmann（1995），Neeleman & Van de Koot（2001），Müller（2002）等为解释例［7］和［8］找到了另外一种答案。他们认为，这里的solid与open与普通动结构式中的RP不同，它们可处理为添加在谓语动词上的成分，用于进一步修饰本身就含有结果状态的动词（freeze和break），可将freeze solid和break open处理为“复合谓语（Complex Predicate）”，而不必视为结果补语。但这又该如何解释下一类似的句子：

［24］The door rumbles open.

学者们认为，“rumble open”不能被处理为一个复合谓语。

这还需要从语义角度，特别是主要动词rumble的“体”来论述才行。因为rumble为“无界动词”，而无界概念后面一般不能直接用表示结果状态的词语，而break为有界动词，因此可说break open，这一解释尚有待进一步论证。

4. 增量主题

Rothstein（2000）主张借用Dowty（1991）提出的“增量主题（Incremental Theme）”来解释此类句型的主语。

所谓“增量主题”，是指可以一部分一部分逐步递增变化的主题，如在build a house，write a letter，proofread an article等表达中，其中的a house，a letter，an article即为增量主题。

据此，freeze的主语the pond就是一个增量主题，它在结冰时有一个逐步递变的过程，而rumble的主语the door不是。若用其来解释例［8］似乎十分牵强，“瓶子”可能一下子就被砸碎了，不一定非要经历一个逐步递增的变化过程。

5. 词汇功能语法

Bresnan & Zaenan（1990）主张运用“词汇映射模式（Lexical Projection）”来分析上述现象，将动结构式中的句法属性归结为谓语动词投射。他们认为，不同句型中的表层主语，实际上可能蕴涵着不同的语法关系，它们被谓语动词赋予了不同的初始“题元分类（Argument Classification）”，因此就有了不同的实现情况。

但仅从词汇角度（Lexicalism）分析构式的题元角色具有太多的局限性，这正是构式语法（Goldberg，1995）所主要批判的对象（参见《上卷》第二章第三节）。

6. 赋格动词

尽管在动结构式中非作格动词不能为其后的名词短语赋予论元角色（Theta Role），但它却可为其后的名词短语赋予一个特定的格（Burzio，1986：185），这类动词可称为“赋格动词（Case-assigner）”，如上文例［22］，句中the baby不是bark的论元角色，因为bark为不及物动词，不可接宾语，但可将the baby视为bark的“方位格”。也就是说，bark为the baby赋予一个方位格，因此，可将非作格动词bark处理为一种“赋格动词”。

与其相对的作格动词，就不是赋格动词（Bresnan & Zaenen，1990：47—48；Levin & Rappaport Hovav，1989：323；Levin & Rappaport Hovav，1995：39）。

此时，处于宾语位置的名词短语虽不能从谓语动词获得一个论元角色，但可从其后的RP中获得（Hoekstra，1988：121—122；Rothstein，1992：127），如例［22］中的the baby可从awake中获得一个“施事性”的论元角色，而作格动词却不可从其后的RP获得论元。这样就可将动词分为赋格动词（非作格）和非赋格动词（作格），便能为两种不同类型的动结构式提供句法上的合理解释。

现将作格动词与非作格动词、非赋格动词与赋格动词的对应情况和用法特征列表对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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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增加一个“赋格动词”与“非赋格动词”的区别，虽可提供部分解释力，但也带来了区分“论元”和“格”的麻烦，很多学者论述了什么是“论元”，什么是“格”，但并没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区分“作格动词”和“非作格动词”也存在难以一刀切的情况（参见第1点）。





上述学者在句法分析框架中为英语动结构式作出了种种解释，既有合理之处，也留下了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因此，Van Valin（1990：254—55），Goldberg（1995：180—198），Jackendoff（1997a），Verspoor（1997），Wechsler（1997）等认为，仅从句法角度来分析英语的动结构式是远远不够的，主张从语义角度才能为其作出更为圆满的解释。Rappaport Hovav & Levin（2001）还主张从事件结构角度来剖析它是如何向句法结构映射的，可将接用光杆RP的动结构式视为一个较为简单的事件，其中两个次事件在时间上具有依存性（Temporal Dependency）和共延性（Coextensiveness）。如例［10］，意为：当跳舞跳到房间外面时就不再跳了，“跳舞”与“出房间”在时间上具有较高的依存性和较强的共延性。而接用“反身代词＋RP”的动结构式是一个相对复杂的事件，两个次事件之间不一定具有明确的时间依存性和共延性。如例［3］，可理解为：唱完歌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或隔了一夜之后嗓子才哑。其他几例，如［16］—［21］这三组例子，也可作同样的解释。

笔者针对上文的分析提出了“体验性事件结构”的分析方法，将其与“句法—语义”结合起来，则可从宏观性体验角度来解释动结构式的语法化形成机制（参见第四节）。

第二节　使动构式与动结构式

英语“主＋谓＋宾＋补”构式的实际用法有多种变化，能表示很多意义，适用于多种交际情景，这一句法构式主要可用于表示“使动”、“动结”、“使能”、“意欲使成”等意义，现将其归纳如下：




	［25］使动构式：A
	CAUSES
	C
	TO MOVE
	D



	［26］动结构式：A
	CAUSES
	C
	TO BECOME
	D



	［27］使能构式：A
	ENABLE
	C
	TO BECOME
	D



	［28］意欲使成：A
	INTENDS TO CAUSE
	C
	TO BECOME
	D






Goldberg（1991；1995：81，180）认为，［25］所表示的使动构式是英语“主＋谓＋宾＋补”的原型用法，其他三种构式都是基于隐喻机制延伸而出的变种构式，包括用以表示使成意义的动结构式［26］。本节将从英语的使动构式说起，然后重点论述动结构式。

1. 使动构式

使动构式（Caused-motion Constructions）主要指施力者发出一个动作，使某对象朝着某一方向，经过某一途径作出了移动，典型的使动构式的图式性构式可表述为［25］。Goldberg认为该构式的典型补语为介词短语
[1]

 ，如：

［29］Tom moved the car into the yard.

该例意为：Tom发出了一个动力，使得对象the car沿着由介词短语into the yard所表示的方向移动了一段路程，这就是图式性表达式［25］的含义。

我们认为，使动构式在用法上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方向、路径、目的、结果”相通


既然某一对象在一动力的作用下沿着某一方向移动了一段路程或距离，它就到达了一个目的地，因此英语中作补语的介词短语往往可兼有“方向”、“路径”和“目的”义，如：

［30］He put the book into the shelf.

“into the shelf”兼有“方向”、“路径”和“目的”义。

现分别从构式层次、词汇层次、句法层次三个维度对英语动词put作如下对照分析：

［31］构式层次　使动构式　＜施力者　受力者　目标＞


［32］词汇层次　PUT　　　＜putter　puttee　put-place＞


［33］句法层次　谓语　　　　主语　　宾语　　旁格


动词在插入这一构式时，其参与者角色（［32］的信息）与构式的题元角色（［31］的信息）根据“语义连贯原则”和“对应原则”，建立了上述所示的一一对应关系，同时被语法化为对应的句法成分：

（1）putter是动词put的动作发出者角色，与构式的使动者（即施事者）题元角色相对应，体现为句法上的主语。

（2）puttee是动词所发出动作的接受者角色，与构式的受动者（即受事者）题元角色相对应，体现为句法上的宾语。

（3）put-place是动词的目的地角色，与构式的目标题元角色相对应，体现为句法上的旁格（Oblique）。

“到目的地”也可以视为这个动作的“结果”，可见，“方向”、“路径”、“目的”和“结果”这四个要素之间的关系是明显相通的。因此，英语中作补语的介词短语可能兼有上述四义，参见下文。


2）使动构式与双宾构式


使动构式与双宾构式也有紧密关系，例如：

［34］Tom threw the book off the table.

［35］He gave the book to Tom.

在使动构式［34］中用介词短语表示物体所到达的目的地，而在双宾构式［35］中用介词短语不仅表示物体所到达的目的地，而且还表示该物体有了新的“所有者”。Goldberg认为这两种构式之间明显存在一种隐喻性关系，即“物体移动”被映射为“所有权转移”，双宾构式与使动构式在这一表达上存在语义相通性。


3）构式可强加给动词额外义


倘若是不明显具有“使动力”或“作用力”的动词，只要能被用于使动构式之中，构式就可能迫使（impose on）该动词具有“使动力”，且能使得物体移动，例如sneeze本来是一个不及物动词，但当置于该构式时，就迫使其产生了它原来所没有的新义：

［36］Tom sneezed the tissue off the table.

又例：

［37］The boys laughed the poor girl out of the room.

这充分证明了构式本身具有独立义。

2. 动结构式


1）概述


动结构式的概念原型在上文记做［26］，因式中用了BECOME来表示宾语的状态变化或位置移动，所以亦有学者将其称为“使成式构式”。Goldberg（1995：180，188）从语义角度对动结构式的使用环境作出了如下描写
[2]

 ：

Resultatives can only be applied to arguments which potentially undergo a change of state as a result of the action denoted by the verb. （动结构式仅指：在动词所表示动作的影响下，结果将有题元经历一个潜在性状态变化。）

对于引语中用potentially似乎不很准确，因为动结构式确实可表示受事性题元发生“明显的”状态变化，因此我们主张将其修补为：

……结果受事性题元（潜在性）经历了一个状态变化。

将“潜在性”置于括号之中，以表示不一定就是潜在性的变化。

Goldberg（1995：180，188）随后对“题元”作出了解释：

Such arguments are traditionally identified as patients.

The argument must therefore be classifiable as a type of patient.

即“题元”应当为或必须为“传统上被称作受事的成分”，至于她为什么没有直接用“宾语”，参见第四节第1点。

从上述描写可见，动结构式的关键在于：动词后面出现的宾语题元必须有状态改变或位置移动（Change of State or Location）。Goldberg以形容词性动结构式
[3]

 为例分6小类进行了论述，本文将其合并为4小类：

（1）AP可用于及物动词的宾语之后，如：

［38］kiss sb. unconscious

但并不能都这样用，有些及物动词的宾语之后就不能接AP，如：

［39］*
 watch the TV broken

［40］*
 believe the idea powerful

从认知角度来说，例［39］和［40］不能被接受主要是因为其中的谓语动词的“使动性”动作特征不明显，具有静态性特征。

（2）当上述可接受的主动态表达变为被动态后，AP可用以表示主语的状态变化，即我们常说的，主动态的宾语补足语变为被动态的主语补足语，如：

［41］The tools were wiped clean.

（3）AP也可用于修饰某些作不及物动词的非受格性（Unaccusativity，即作格性Ergativity）主语：

［42］The vase broke apart.

但也不都能这样用，如不能用于修饰某些作不及物动词的非作格性（Unergativity）主语，如：

［43］*
 He talked hoarse.

［44］*
 At his wedding，he smiled sore.

［45］*
 He coughed sick.

（4）AP有时可用于假宾语（详见第三节），如：

［46］They laughed themselves young.

从例［42］可见，英语的动结构式还可能出现以下的变体形式：

［47］A　　　CAUSED　TO BECOME D

　　主语　＋　动词　＋　补语


即省去［26］中的动作对象，据此语法化出的句法就与传统语法中所说的“主系表构式”相同，如：

［48］Tom went crazy.

但所表达的意义有较大的差别。

本书所讨论的动结构式主要指［26］式，即A＋B＋C＋D（D可为AP，即形容词短语作结果补语，或PP，即介词短语作结果补语）。


2）动结构式不一定是使动构式的隐喻延伸


按照Goldberg的观点，上文例［25］是使动构式的原型成员（Prototypical Member）或中心成员（Central Member），它直接来源于生活经验，然后基于隐喻机制可延伸出另外三种常见变种构式，即［26］、［27］、［28］。这几种构式之间的主要差异在于补语所表示的意义有所不同，Goldberg接受了她的老师Lakoff的隐喻认知理论，主张通过该理论对其作出解释，将使动构式中表示“运动”的意义视为“始源域”，然后映射到了表示“状态改变”的“目标域”。

Goldberg（1995：88）以下图表示动结构式与使动构式之间的隐喻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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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berg认为使动构式是原型成员，直接来自生活体验：施力者发出一个动作，使得某对象朝着某一方向、经过某一途径作出了移动，并认为用介词短语表路径、方向、目的为其原型用法，从中就能通过隐喻机制延伸出表示“结果”的意义。

但我们并不完全赞成这一观点，动结构式不一定就是基于语言结构和隐喻机制形成的，主要理由有五：


（1）先后难辨


既然“动结构式”源自“使动构式”，那么后者就应当先于前者存在于语言表达之中，可证据何在？为什么“使动构式”就一定早于“动结构式”？这仅是一个假设而已，到目前为止尚未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论证。

另外，这一思路似乎与乔姆斯基的观点“派生结构是通过转换规则从基础结构延伸而来的”相似，其差别似乎仅在于把“转换规则”换成了“隐喻机制”而已。


（2）难以二分


使动概念和动结概念之间的界限本身也难以一刀切。Goldberg认为“使动构式”的补语常表示方向、路径和目的，其实将其理解为“结果”也未尝不可。如例［28］中的“into the yard”兼有方向、路径和目的之义，但细想起来它们与“结果”也是紧密相连的。


（3）隐喻说之困惑


按照隐喻认知理论，抽象的目标域当借用具体的、可见可触的始源域来认识，我们认为，这里不存在“使动构式”或“动结构式”哪个具体、哪个抽象的问题，也不存在“结果”就一定比“目的”、“方向”、“路径”更抽象的问题，因某动作所产生的结果在原型用法中也常为“可见”现象。因此隐喻理论不一定就是唯一的解释。


（4）特殊用例


我们还发现英语中有些动词只能用于使动构式，如move等；也有的动词只能用于动结构式，如make等；但也有能用于两者的动词，如drive，kick等。例［28］就不能改为：

［51］*
 Tom made the car into the yard.

而英语动词drive则可用于上述两类构式：

［52］Tom drove me mad. （动结构式
 ）

［53］Tom drove me from the cinema to my flat. （使动构式
 ）

要对上述现象从隐喻机制角度作出合理解释，不是对隐喻机制作出种种限制，就是要分析专项特用词语的语义特征和语用限制等，势必会理论繁琐，解释啰嗦，难以将这一现象分析透彻。


（5）顺序象似性


原型性使动构式和动结构式之所以按“主动宾补”顺序排列，是因为都受到实际动作顺序的支配，这就是“顺序象似性”，它是受制于“语言体验性”总体原则的约束，构式表达顺序可直接反映客观实际的动作顺序，其间无所谓隐喻问题。





鉴于上述五个原因，我们尝试提出如下观点：“使动构式”和“动结构式”都可理解为“主要源自生活和交际的需要”，因为人类生活中必然会有很多此类经验：发出一个物理性动作，作用于某对象后该对象就会出现变化，产生某一结果，这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生活经验。为了要表达这种经验，适应交际的需要，人类自然就会语法化出这种动结构式。当然，我们也不完全排除在语法化过程中存在构式互参的可能性。

第三节　动结构式分类

英语动结构式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可分出不同的类型，很多学者对其做出了论述（参见Boas，2003：4）。本文主要从以下六个角度对英语动结构式进行分类。

根据Goldberg等构式语法学家的观点，在语义上和句法上关系紧密的构式，就可形成一个家族，可称为“紧密相关的构式家族（A Family of Closely Related Constructions）”。同样，所有这些不同类型的动结构式，形成了一个动结构式家族（A Family of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s），它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生成语法学家企图为其建立一个普遍性参数，提供一种统一解释的模式，而构式语法学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正如Goldberg & Jackendoff（2004：563）所指出的，动结构式在语义上和句法上都存在较大差异，我们尚不能为动结构式家族确定一个普遍性参数（no learning theory based purely on setting universal parameters）。Goldberg & Jackendoff（2004：535）还指出：

The literature on the whole has treated resultatives as a unified phenomenon （“THE resultative”）. We think this is a mistake. （各文献总体上将动结构式视为一个统一现象，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错误。）

因此，动结构式系统内部的类型十分复杂，用法呈现多样化，其家族内部仅具有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的联系，无法为其抽象出一个统一的规律，对某些特殊的动结构式应当分别处理和单独学习。

1. 以动词的及物性为基础

动结构式中的谓语动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动结构式的特征和类型，因此我们首先按照谓语动词的及物性将动结构式分为两大类：及物性动结构式和不及物性动结构式。及物性构式又可分为三小类，不及物性又可分为两小类，现列表并分述如下（下图分别用Vt和Vi来表示动词的及物性或不及物性，用小写的o表示假宾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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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择性（总第1类）


这是最常见的一类动结构式类型，动宾搭配合乎逻辑，在直接宾语后面即使不接结果短语RP，表达仍能成立。或者说，直接宾语接受了及物动词的句法和语义上的选择，可将这一类型表示为S Vt O＋RP，如例［50］，若将其说成：

［54］Sam kicked Bob.

还是一个正确的句子。


2）非选择性Ⅰ型（总第2类）


“非选择性”主要是指句中“宾语”没有接受谓语及物动词的句法和语义上的选择，也就是说，动宾搭配不具有或不很具有逻辑性，倘若去掉RP，表达不成立或难成立。此类构式中用名词短语（这里指除反身代词之外的名词性词语）作“宾语”，之所以将其置于引号中，是因为这类宾语是一种“假宾语（Fake Object）”，又叫非次语类成分（Nonsubcategorized NP，Nonsubcategorization）。

本书拟将这一类型表示为S Vt＋o＋RP，用小写的o表示假宾语（注意与选择型表达式的区别，选择型中的Vt O两者紧密相连，大写的O是Vt的直接宾语），例如：

［55］They drank the pub dry.

“drink”虽为及物动词，但不可接“the pub”作宾语，因此去掉dry后句子不成立：

［56］*
 They drank the pub.


3）非选择性Ⅱ型（总第3类）


非选择性Ⅱ型，是指用反身代词作假宾语的动结构式，与Ⅰ型不同的是，此类动结构式中的“宾语”用反身代词。此时，动宾之间不存在明显的逻辑关系，因此这里的宾语也是一种“假宾语”。该类型可表示为S＋Vt＋oneself＋RP，如：

［57］The cows ate themselves sick.

句中eat为及物动词。此时不可用名词短语替代反身代词：

［58］*
 The cows ate dogs sick.

也不可省去RP，单独用反身代词作宾语（但可作强调用法）：

［59］*
 The cows ate themselves.

可见，这类反身代词与正常的反身代词不完全相同，因此Simpson（1983）主张将其称为“假反身代词（Fake Reflexive）”。


4）不及物性动结Ⅰ型（总第4类）


与非选择性Ⅰ型不同，此处的谓语动词用不及物动词，可见其“假宾语”之假。如例［36］、［37］。又例：

［60］The joggers ran the pavement thin.

同样，这类句子其后的RP也不能省去。


5）不及物性动结Ⅱ型（总第5类）


这也与非选择性Ⅱ相似，但区别在于此处用不及物动词，例如：

［61］They yelled themselves hoarse.

这就是说，在用及物动词的非选择性动结构式中，也可用不及物动词。


6）不及物性动结Ⅲ型（总第6类）


这是一种特殊的动结构式，句中的谓语动词为不及物动词，句后的RP不是用来说明宾语的，而是说明主语的，可称为“主语补足语”，如例［42］。


7）不及物性动结Ⅳ型（总第7类）


与不及物性动结Ⅲ型相同的是，句中也用不及物动词；不同的是，句后的RP不是主语补足语，而是充当一种“隐含”的宾语补足语。说其“隐含”，是因为句中没有出现宾语，其宾语的意义已经包含在作谓语的不及物动词之中了，例如：

［62］Tom spit out of the window.

句中spit为不及物动词，意为“吐痰”，因此其后不需要接表示“痰”的宾语，而作RP的“out of the window”当说明“痰”，此义被隐含在不及物动词spit中了。

用于此类动结构式的谓语动词主要有两类：

A. 表示“外排体液或气流（Bodily Emission）”等意义，如：spit，urinate，sweat，bleed，sneeze，cough等；

B. 表示“吸收或内纳外物”等意义，如：eat，drink，swallow 等。

2. 以RP的词性为基础

从RP的词性角度可将英语动结构式分为：


1）RP为形容词短语


指动结构式中的D为形容词短语（Adjective Phrase，简称AP），例略。


2）RP为介词短语


指动结构式中的RP为介词短语（Preposition Phrase，简称PP），例略。

3. 以AP和PP语义为基础

AP和PP的语义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整个动结构式的特征，因此可从AP和PP的语义角度将英语的动结构式分为：


1）特征性动结构式


特征性动结构式（Property Resultative）中的RP主要表示其说明对象的特征，常用AP作RP，如例［57］、［60］；但有时也可用PP，如：

［63］Tom broke the bathtub into pieces.


2）空间性动结构式


空间性动结构式（Spatial Resultative）中RP主要表示空间路径，常用PP作RP来表示，有时也可用AP（如clear，free等），例：

［64］The sailors rode the breeze clear of the rocks.

4. 以主体的句法成分为基础

这里的主体（Host）是指RP所说明的对象，RP所陈述的对象在句中可作宾语，也可作主语，也可能是隐含未现的成分，据此可将其分为三小类。


1）主体为宾语


主体为宾语的动结构式，即RP作宾语补足语，常指宾语经历了RP所表述的状态变化或位置移动，例略。


2）主体为主语


主体为主语的动结构式，即RP作主语补足语，常指主语经历了RP所表述的状态变化或位置移动，例略。

另外，在典型的S Vt O＋RP构式中，RP还可能说明主语（参见Goldberg & Jackendoff，2004：537），如例［10］，又例：

［65］We drove Highway 5 from SD to SF.

［66］Fred tracked the leak to its source.


3）隐含性主体


主体隐含，即RP所描述的对象没有出现在句中，即上文所述的“不及物性动结Ⅳ型”，参见例［60］，又例：

［67］Tom sweated/bled on the floor.

［68］The toilet leaked through the floor into the kitchen below.

［69］Tom drank from the hose.

汉语动结构式有一种特殊用法，RP可用来说明句外的“环境”，如“她洗衣服洗得一地水”，“一地水”既不是说明宾语，也不是说明主语的，而是说明句外的环境（参见第七章第二节第2条的第12点），这在英语中未见。

5. 致使性与非致使性

按照构式是否表达致使性意义，可将英语动结构式分为两小类。


1）致使性


指主语发出的动作使得主体（被RP所说明的对象）发生了状态变化或位置移动，如果这个主体是句中的直接宾语，就是主语使得宾语发生了状态变化或位置移动，例如：

［70］Tom rolled the ball down the hill.


2）非致使性


指主体不是在明显外力作用下所发生的状态变化，可包含3个小类：


（1）特征性动结构式


RP主要表示其说明对象的特征，参见上文。


（2）路径性动结构式


RP主要表示其说明对象所经历的路程，例如：

［71］The ball rolled down the hill.


（3）发声类动词


由发声类动词（Verbs of Sound Emission）作谓语的动结构式是一种特殊的句型，如：

［72］The trolley rumbled through the tunnel.

［73］The wagon creaked down the road.

［74］The bullet whistled past the house.

此类句子的特征是，必须是因某种运动而引发出来的声音，否则就不能用于此构式，如下一句就不可接受：

［75］*
 The car honked down the road.

汽车喇叭声是另外一种声源，不是因为车本身在运动中发出的。又例：

［76］*
 The dog barked out of the room.

［77］*
 Tom whistled past the house.

这两句不可接受，都是因为运动和出声分属两个不同的动作，就是说，由谓语动词所表示的“声音”不是在运动中产生的，而是另外单独产生的，它们可转换为“way-构式”：

［78］The car honked its way down the road.

［79］The dog barked its way out of the room.

［80］Tom whistled his way past the house.

这一构式也不能用于“发光类”的动词，如：

［81］*
 The trolley sparked through the tunnel.

而只能说：

［82］The trolley sparked its way through the tunnel.

6. 以动作与RP之间的逻辑关系为基础

很多学者认为，动结构式主要由两个次事件组成，谓语部分所表示的动词次事件（Verbal Subevent）和结果补语及其叙述对象所表示的结果次事件（Result Subevent），我们这里的分析方法与Goldberg & Jackendoff（2004：538）的方法不很一致。就这两个次事件而言，它们之间主要存在以下四种逻辑关系。


1）原因


动词次事件是结果次事件的原因，例如：

［83］Tom watered the flower flat.

该例句中动词water这一次事件，是the flower being flat这一结果次事件的原因，两者的逻辑关系可转换成by构式，例［83］可表述成：

［84］The flower became flat by Tom’s watering it.

又例：

［85］The boy yelled himself hoarse.

“嗓子哑”的原因是“叫喊”所致。


2）方式


动词次事件是结果次事件的方式，例如：

［86］The iron box broke open.

铁箱子是通过砸破的方式被打开的。


3）语义加强


结果次事件是对动词次事件的语义加强，如：

［87］The pond froze solid.

池塘由液体结冰成固体，本身就已经是“solid”了，此处RP再用一个“solid”，是对动词次事件的语义加强。


4）共同表示后果


两个次事件共同表示后果，它们不可转换为by构式，只可用并列句型，例如消失类事件就是这类构式的典型：

［88］The witch vanished into the forest.

不可说成：

［89］*
 The witch went into the frost by vanishing.

但可说成：

［90］The witch went into the forest and thereby vanished.

［91］The witch vanished her way into the forest.

又例：

［92］Tom disappeared down the road.

［93］*
 Tom went into the room by disappearing.

［94］Tom went down the road and thereby disappeared.

另外，这两个次事件在时间逻辑顺序上的原型当为：动词次事件先于结果次事件，但细究起来，其间的关系也很复杂，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况：

（1）动词次事件结束，出现结果次事件

当谓语动词所表示的次事件结束之后，才出现了结果次事件，例如：

［95］The girl sang herself hoarse.

当那个姑娘唱完以后，或唱完之后还要过一段时间才出现“嗓子哑”这一结果。

（2）两个次事件同时开始

尽管是先有动词次事件，然后才有结果次事件，但两者的时间逻辑关系可能是“同时开始”，即前者一开始，后者也就开始了，两者处于同步关系，如例［10］，又例：

［96］They drank the pub dry.

［97］He wiped the table clean.

开始“喝”，“干”也就开始发生了。一边擦桌子，一边桌子变得逐步干净起来。又例：

［98］They pulled the boy out of water.

一边拉，一边出水，出了水以后还可能要将他拉出水边一段距离。

值得注意的是，Rappaport Hovav & Levin（2001）曾分析了两个次事件之间的时间依存性（Temporal Dependency）与副词使用情况，如在例［96］中谓语动词具有较强的施力性（Exertion of Force），两者在时间上同步，间隔较短，因此具有明显的时间依存性，此时句中若出现副词，可能同时修饰两个次事件，如：

［99］The police quickly
 pulled the boy out of water.

警察拉得快，小孩出水也快。

如果两个次事件之间不具有明显的同步性，时间相隔也较远，句中的副词可能仅修饰一个次事件：

［100］Mother quickly
 rocked the baby to sleep.

此句中的动词次事件和结果次事件之间的逻辑关系不如例［96］那么紧密，只要“拉”，总归能“出水”，但“摇晃”，不一定就“入睡”，而且两个次事件的间隔也可能较长，因此例［100］中的quickly只能修饰“to sleep”，而不能说明rock。而且从经验角度来说，要想将孩子摇晃入睡，只能是慢悠悠地晃，不可能是“quickly”。

当然了，如果将quickly改为slowly，则有可能同时修饰两个次事件。可见，这一分析尚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3）动词次事件先于结果次事件，有部分重叠

先有动词次事件，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出现结果次事件，例如：

［101］He is about to party himself out of a job.

只有当举办“社交聚会”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才有可能失去工作。

（4）动词次事件后于结果次事件，或情况不明

一般说来，先发生一个动作，然后才能出现一个结果，这是动结构式的原型用法，但也可能是结果在先，例如：

［102］The door banged open.

有可能先撞门发出了“响声”，然后门才“开”；但也有可能门先“开”了，然后撞到墙上发出了“响声”。

第四节　动结构式的多重意义及其语法化

1. 动结构式的多重意义

Goldberg & Jackendoff（2004：538）将动结构式分为两个次事件：动词次事件（Verbal Subevent）和构式次事件（Constructional Subevent），前者指由句中谓语动词所表示的次事件，后者指构式所决定的次事件。如例［83］的两个次事件分别为：


（1）动词次事件：
 ［103］Tom watered the flower.


（2）构式次事件：
 ［104］Tom made the flower flat.

我们认为，前一个术语尚不能准确引导人们从概念结构来分析句法结构，给人的感觉依旧是从语法中的动词角度来论述事件的性质，为此我们主张将其修改为“动作性次事件（Action Subevent）”，更可体现出我们分析的基本出发点，即主要是从概念结构角度作出的论述。

后一个术语也不很清楚，这里的“构式”应当用来指整个动结构式，倘若仅从water中提炼出一个“make”，用一个上义词（make为water的上义词）来改写句子并将其处理为构式次事件，我们总觉得有点不妥。用其上义概念来指整个构式，那么它就不能与“动作性次事件”同处一个平面，构成两个对立性平行术语；与动作次事件相对的当为“结果性次事件”。

因此，我们依据日常生活经验，主张将原型性动结构式的内部核心语义关系分解为三个次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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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个次事件为“施事性次事件（Agentive Subevent）”，即A发出一个作用力B，形成了图中的“A B结构”，这个概念结构就被语法化为“S V构式”。B的原型意义当为动态性动作，也可能为静态性动作，参见下文。

（2）第二个次事件为“动作性次事件（Action Subevent）”，动作B会作用于一个受事对象C（根据此概念所词汇化出的主要动词则为及物动词），形成了图中的“B C结构”，这一概念结构就被语法化为“V O构式”。它也可能没有实际的作用对象，此时的主要动词就为不及物动词。

（3）第三个次事件为“结果性次事件（Resultative Subevent）”，该受事对象C在受到动作的作用力之后，就会出现一个结果，从而形成了“C D结构”，这一概念结构就被语法化为“O＋RP”的构式。

在第二个和第三个次事件之间存在“因果（或方式）关系”或“共同表示后果的关系”（参见上文），即动作性次事件是结果性次事件的原因或方式，也可能D是这两个次事件共同作用后而出现的结果。

若将这三个次事件整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A＋B＋C＋D概念结构，对应语法化为S＋Vt＋O＋RP 动结构式，现将这三个次事件的语法化整合过程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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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根据上文提出的动结构式的三事件分析模型以及图5.5来剖析原型性动结构式的内部事件结构和语义关系，其间包含着六种关系类型，含有多层含义：


1）施受关系


原型性施力者A当为人，原型性受力者C当为物。在此构式中前者直接对后者发出一个作用力。


2）及物性关系


人对物所发出的动作当具有及物性，它作用于一个受力对象，且前者对后者的动作多具有直接性和接触性的关系。


3）动态性关系


既然一个及物性动作能作用于对象物且使其发生变化，这个动作就当具有动态性，或当具有较为明显的动态性。


4）动结关系


施力者A发出的动作会对受力者C产生一个直接结果D，结果与动作在时空上应没有间隔，或者不应当有太大的间隔，而且还多含有“身体接触”之义。其非原型用法也可表示受力者只受到间接影响，结果与动作之间可有一定的间隔，也不一定有身体接触。


5）因果（或方式）关系


施力者发出的动作也可视为产生后果的“原因”或“方式”，因为动结关系和因果关系本来就具有相通性。


6）顺序关系


这三个次事件具有明显的时间顺序性，施力者A发出一个动作B，B作用于一个受力者C，先动后果或先因后果，既反映了顺序象似性原则，也反映出能量传递和受力者变化的特点。


7）整体事件


上述三个次事件所蕴涵的六种关系类型，在形成一个整体动结事件时尚需考虑其间的合理协调，以保证形成一个完形性整体。若在某一或某些环节上出现了偏差，就会出现动结构式的非原型性用法。

2. 依据体验性事件结构的语法化

现依据上述分析的六重意义和图5.5 所标注的对应句法成分，逐条论述它们对构式语法化的映射关系。倘若这一论证可以成立，就可说明仅靠句法分析是无法全面解释句法成因、语义语用特征及其间的差异，语言构式必须从体验性事件结构和心智概念结构上作出详尽分析才能获得更为完满的解释。这也是认知语言学的一个主要观点，句法上的差异主要受制于人类经验和概念结构，及其语义角色突显上的差异，这足以可见“句法自治”难以成立，构式的语法化当从体验性事件结构、语义角色、突显原则、语用策略等方面才能作出较为合理的解释。


1）主宾关系


根据对原型性动结构式所作的事件结构分析法的第1点，施受性次事件和动作性次事件中的题元结构，可分别被语法化为语句表达中的主语和宾语。据此，它们当受到原型性主语和原型性宾语的有关限制（本文略，详见Lakoff（1977），王寅（2007a：164））。


2）及物动词


正如上文所说，动结构式具有及物性这一原型性事件结构特征。受其影响，在具体表达时就当选用“及物动词”，这样，动结构式才能涉及一个直接性的对象宾语C，这也才谈得上该宾语发生了什么变化或出现了什么结果。因此这个“对象C”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起着连接图5.5中“动作本身”和“对象结果”这两个阶段的纽带性作用。

现从“语义角色”和“详述位（Elaboration Site，简称e-site）”角度来解释这种语义关系和句法结构。如果这个动词本身包含这样一个语义角色，能将其映射到其后的名词短语上（也有可能映射到其前的名词短语上，参见图5.4中所述的非原型用法），使其成为该动词的受事性宾语O，则两者之间在语义关系上自然就是协调的，这就是Langacker（1987：304；王寅，2007a：338）在认知语法中所提出的“详述位（原译为‘精细化空位’）”的具体应用。

在及物性动词当中含有一个e-site，它可由句中的某一名词短语带入其中并作其受事性对象。换句话说，动词和名词之间当具有相互的语义搭配协调性（Semantically Collocational Coordination），这时，两者在句法上就可体现为一个“真宾语”，如例［110］中的shot与Jack之间在语义上就十分协调，“shot”含有一个e-site语义空位，就由Jack来充当。或者说，动词“shot”能分派出一个语义角色给“Jack”，两者就有了相互协调性，这一语义协调性就被语法化出“动作—受事”这一动宾语法关系。

如果一个动结构式中的动词本身不能分派出一个语义角色给其后的名词短语，就可能会出现“假宾语”。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种动结构式中的“假宾语”是在“动作”、“对象”和“结果”三者之间难以周全的情况下临时作出调变而产生的，此时动作本身更像是引起其后结果的“原因”，参见第六章第六节第4点。

因此，从理论上来说不及物动词不适用于动结构式。但在英语中有些不及物动词也能用于这一构式，如著名的sneeze例句。这也是TG理论中的词汇投射法（Lexical Projection Approach）所不能解释的问题，因为在sneeze的固有论元结构中不包含受动对象这一论元，它也无法投射到句法上使其带上一个宾语。Goldberg针对TG语法这一严重缺陷提出了构式语法理论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构式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动词的论元结构，可以赋予不及物动词以及物用法，以修正词汇投射理论之不足，而且这已成为她的构式语法理论中的一个亮点。

另外，动结构式主要突显的是动作所产生的结果，在句法上就常将其语法化至句末，因为句末常为信息焦点，例［110］主要向人们传递了“他死了”这一信息。当受力者宾语被省略之后，这个结果补语的突显度就更高了。由于汉语动词对于及物与不及物用法不如英语那样严格，大多动词后可跟名词短语，也可省去，这就出现了动结构式中的受力对象C常被省去的现象，动结构式就演变成了一个无宾语的构式，这就是上文所说的光杆RP，如：

［105］drink（the wine）up

［106］kick（the ball）off

［107］run（a horse）into a hut

［108］advance（the price）by 10%

此时，动结事件结构中的受事对象被隐匿了起来，从而亦可达到突显“动作直接导致结果”的目的。


3）动态动词


动结事件中的主要动作B须对受力者C产生动态性作用力，该构式中的动作就被词汇化为及物性动词，且还应当是动态动词，因为经验告诉我们，只有这类动词才能表达一个实在性动作使得某对象（包括人和物）发生某状态变化，突显出一种能量转换和受力者发生变化的特点。据此，“静态动词”一般来说不能满足动结构式的这一条件限制，例如：

［109］*
 They believed the idea powerful.


4）动与补的瞬时性


在动结事件中，结果因动作而起，因此原型性动结句中的动态性动词对引出结果补语RP有决定性作用，特别是用“有界动词”时，它当对RP产生瞬时性影响。如动词shoot，不仅具有强烈的动态性，而且射击的能量即刻就转移到了受力者身上，会产生瞬时性结果：

［110］Tom shot Jack dead.

一旦shot发生，Jack即刻发生了“从生到死”的变化。倘若是多次开枪才打死一个人，此时就不宜用dead作结果补语，而当用to death。

但是，我们还可能会有另外一种动结事件结构，发出力之后对象并未立即发生变化，其间存在一定的时间差，此时可体会到介词to含“朝某结果延续一段时间”之义。如果换用表示“不是一下子致人死命”的动作动词stab，bat，batter，frighten，crush，scare，burn等，其后就可用to death作结果补语，而不用dead。可见，根据经验，不同的事件可有不同的性质和结果，选用什么样的结果补语取决于事件结构和动作性质。又例：

［111］He hammered the metal flat.

根据经验，“锤打金属”不可能一锤子下去就让金属立即出现flat这一结果，需要锤打一段时间之后金属才能被锤扁平，因此hammered与shot有不完全相同的内部概念结构。

我们还可能有另外一种事件结构，受力对象C事实上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或动作仅对其产生了一些间接的影响。

也可能仅是一种意愿性的想法，还没有付诸实施，这自然也要用这种构式来表达，例如：

［112］He wanted to reverse the car into the garage，but failed.

［113］十年才能磨成一剑。


图5.5表示动结构式的原型意义，当动作施力于对象之后，即刻就能产生某一结果，因此在“对象”下面仅画了一根竖线。若要表示“不直接产生结果”或“意愿性想法”时，可将图5.5修改为图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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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结果”下画两条线，一虚一实，“虚线”可用来表示上述含义，即没有出现明显的、可见的或直接的结果（如例［112］和［113］）。

Goldberg依旧运用隐喻机制来解释这种非原型性用法，但本文同样认为，这种变化用法不一定就完全是通过隐喻机制产生出来的，也完全可能是直接受到生活经验的影响所致，即主要受到了事件结构或语义关系的影响。Rappaport Hovav & Levin（2001）的事件结构模式也未能为其提供解释。


5）动结与因果


我们还认为，动结关系中的“动”既可表示产生D的方式，也可表示“原因”，动结关系与因果关系之间具有相通性。施力者发出动作后产生了一个结果，完全可理解为：正因为施力者发出了一个动作，所以才可能出现一个结果。根据这一理解，自然就可将“动作”视为“原因”，也就是说“动—结”关系可以识解为“因—果”关系。

由于动态性和静态性动作都可能成为原因，这就可能降低对谓语动词的动态性要求，如下三例中带下划线的动词：

［114］The sun kept
 us warm.

［115］这件事难
 得他愁眉苦脸。


［116］这位老先生长期坐在书桌旁，坐
 坏了脖子。


另外，当谓语动词为不及物动词时就会促使后面所接的名词短语与其补语在语义关系上更趋紧密，此时将前面的谓语动词视为“原因”也十分合适。


6）顺序象似性


根据句法的顺序象似性原则可知，句法成分上的顺序反映了概念上的顺序和时间上的顺序，如例［110］、［111］，它们的表达顺序与实际动作发生的顺序完全吻合，这受制于语言体验性这一大原则。

但经验还告诉我们，“动作”和“结果”这两者常在时间上紧密相连，正如上文第4）点所述。基于这一经验人们就有可能将这两者概念化为一个整体，在语言表达时，可将它们词汇化为一个单词，这就有了英语中诸如break一类的动词，它同时兼有动作“打”和结果“碎”这两个语义要素，see兼有“看”和“见”。这也可说明，表示动作和结果的意义不一定非用动结构式不可。

这一“动结”紧密相连的概念，就可能被语法化为“（动作＋结果）＋对象”，即“（B D）＋C”这一构式，这也体现出了距离象似性原则：概念上靠得近的成分，其对应的句法成分也应靠得近。例如：

［117］Push open the door.

相对于

［118］Push the door open.

来说，更含有“门一推就开”的意义。此时，“顺序象似性原则”就让位于“距离象似性原则”了。

另外，根据句末信息焦点（End Focus）的原则，例［117］主要突显的是the door，例［118］主要突显的是open，同时例［117］也突显了“动作”与“结果”这两个概念的紧密关系。又例：

［119］He cut the long story short.

也可说成：

［120］He cut short the long story.

还有：

［121］Tom proved the forecasts by the leading economic experts wrong.

［122］Tom proved wrong the forecasts by the leading economic experts.

等。

相对于汉语来说，英语中这种提前结果补语的表达方法频率不高。


7）整体动结构式


Goldberg & Jackendoff（2004：538）指出：动结句不仅仅是两个次事件的简单相加，整个动结构式的意义要多于两个次事件之和（more than just the conjunction of the verbal subevent and the constructional subevent），这也是构式语法的基本观点：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我们认为，将动结构式分析为三个次事件，比起两个次事件来说，可更为深入和细致地解释其内在的概念结构和语义角色。增加一个施事性事件，可以单独论述动结构式的主语分布情况，以及动词本身的特征。而且这三个次事件都有其对应的论元结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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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型性动结构式中，施事性次事件中的主要论元为施事者A，且当为人或有生命者，该动作还应具有动态性；在动作性次事件中，其主要论元为受事者C（在与前一次事件作整体考虑时，亦可兼含A）；在结果性次事件中，主要论元也是受事者C。正是由于在后两个次事件中共享同一个C，从而可使它们结合在同一个表达之中，被语法化为宾语和结果补语。又因为在前两个次事件中，它们共享同一个动作B，两者也就自然结合在一起，这两个论元就可语法化为主语和宾语。正是由于这三个次事件是一环扣一环地顺序向下发展的，它们才整合为一个整体性动结构式A＋B＋C＋D。

在原型性动结构式中，这四个题元要分享三个带语义标记的句法位置，即主语、宾语、结果补语。在后两个次事件融合过程中，动作性次事件中的论元和结果性次事件中的论元若为同一个事体，则两者在语法化的过程中就融合为一个句法成分，占有“宾语”的位置。此时，它（相当于图5.6中的“对象”）就起着“承前启后”的双重角色，因此在其下面仅画了一条线，正好可体现出这一“融合”过程。

若在融合过程中排除了动作次事件中的受事对象，而接纳了结果次事件中的论元作宾语，就可能会出现“假宾语（Fake Object）”现象，例如：

［123］Tom drank the pub dry.

句中的the pub显然不能算作drank的逻辑宾语，因为“喝”的直接宾语当为beer或wine等一类的酒或饮料。这个句子的三个次事件为：


（1）施事性次事件：
 ［124］Tom drank.


（2）动作性次事件：
 ［125］Tom drank beer/wine...


（3）结果性次事件：
 ［126］the pub became dry

但在将这三个次事件进行融合处理的语法化过程中，beer/wine 在实际表达中却被隐藏了起来，或被“挤出”了表达层面，未能分派到相应的“受事”这一语义角色，也未能获得相应的句法地位，这就使得人们对乔姆斯基的观点“每一个论元必须被分派到一个语义角色
 ”产生了疑问。

此时，结果性次事件中的论元the pub被指派到一个语义角色，并获得了句法位置，填补进入动词宾语的位置，从而就出现了“假宾语”这一现象，这也是一种“顾后不顾前”的认知策略，此时我们可将图5.6 修改为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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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图的“对象C”下面将虚线置于实线左边，意为：谓语与此对象之间的关系不很“实”，不很合乎逻辑，语义关系不紧密。虚线后面的“实线”与结果补语下面的“实线”形成邻近关系，这可用以说明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较为紧密的语义关系。

因此，动结构式的整体题元结构取决于上述三个次事件的论元结构，及其两者的逻辑关系和结合方式。从理论上来说，这三个次事件的论元在结合时须得到全部实现，在出现重叠的语义角色时则要采用“合并”的策略，让它们共享同一个句法位置，如“宾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两个次事件中的不同论元竞用同一个语义角色时，就要根据交际需要有所选择，隐藏某一个论元（如上例中的beer或wine），彰显另一个论元（如上例中的the pub），出现“顾后不顾前”的现象，此时就出现了“假宾语”。

第五节　结语

语言成因十分复杂，这给众多学者带来了诸多研究空间，本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列述了当前国内外有关学者研究动结构式的主要方法和观点，但尚未有深入到事件结构内部诸多关系做体验性探索的论述。本章基于Lakoff和Johnson（1999）的体验哲学反思了句法自治论之不足，指出了Rappaport Hovav & Levin的事件结构微观分析法之不足，修补了Goldberg关于动结构式是使动构式隐喻性衍生物的观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动结构式的体验性事件结构分析方法，着重从生活经验角度较为详细地分析了动结构式的“事件结构”和“内部语义关系”，尝试从体验和认知这两个角度（即体认）来解释动结构式的语法化成因，以开辟动结构式的另一研究进路。

我们认为，生活实践中本来就存在“施事性动作会使某对象产生某后果
 ”这样的事实，语言为适应交际需要就相应地语法化出了对应的构式表达，因此，我们可从生活经验和宏观角度来探讨“事件结构”与“动结构式”之间的对应关系，而不必完全依赖于“句法分析”或“隐喻机制”。本章据此详析了动结构式的七种经验性意义，并以此为基础逐条论述了它们如何被语法化成不同的表达形式。

有学者曾提出疑问，为什么基于同样的体验产生了不同的动结表达形式，我们认为，这正可用认知语言学“现实—认知—语言”的核心原则来回答。语言是人们在对现实进行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的基础上形成的，“互动体验”主要解释了客观性，而“认知加工”中既有客观也有主观，正如本章述及的“识解”和“象似性竞争原则”等认知机制（可能还有其他）可用来有效解释动结构式的差异（详见王寅，2007a，2008a）。


[1]
 　大多数学习英语的中国学生认为：动词不定式作为使动构式的补语似乎更为典型，因为汉语更倾向于用动词表达动作。


[2]
 　两处说法不很一致，但意义基本相同，本处取第188页的语句。


[3]
 　Adjectival Resultative，可简称为AR，即形容词短语作动结构式中的RP表示结果。为与下文一致，本书采用术语Adjective Phrase，简称AP。


第六章　英语动结构式（下）

第六节重点论述了英语动结构式中的“假宾语”。所谓假宾语，是指主动词后的名词短语看上去像句法上的宾语，但从语义角度来说它不是从主动词中分派出的论元角色（直接参与者角色），不是真正的直接受事宾语。本节还尝试从认知角度论述假宾语因何而“假”的原因：当在动结构式中“动作”、“对象”和“结果”三者之间难以周全时，以牺牲动作与对象之间的“搭配协调性”为代价来取得对象与结果之间的“搭配协调性”，并突显后者，此时动作本身更像引起其后结果的“原因”。第七节从六个方面论述了动结构式的使用限制。第八节尝试对这些限制做一认知解释。

第六节　动结构式中的假宾语

1. 什么是假宾语

Goldberg（1995：188）在描述动结构式时用了这样的语句，“结果有一个题元
 潜在性地经历了一个状态变化
 ”（下划线为笔者所加）。她为什么没有直接用“宾语”，而用“题元”呢？Goldberg随后在文中对其作进一步描述时才提到了“传统上被称为受事”。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1）虽说是“受事”，大多对应于句法上的“宾语”，但也可能是句法上的“主语”，见上文例。可见，Goldberg把“题元”视为施事和受事，或宾语和主语的上义性术语，从而使命题更具有概括性。

（2）这还涉及学界讨论已久的一个问题：动词后面的名词短语（NP）不一定都是真正的宾语
[1]

 ，这就出现了Simpson（1983）所说的“假宾语（Fake Object）”现象，此时动词后面的NP不是动词所表动作的直接受动对象。按照管约论的词汇投射法，动词没有给其后的NP分派任何论元角色，C不是谓语动词的次语类化成分（Subcategorization）。

就动结构式而言，在主动词之后的NP看上去像是句法上的宾语，但是从语义角度来说，它与真正的直接宾语有很多不同之处。上文对这一现象已有所述及，本节将作专题讨论。

我们先从下面两个例子说起：

［1］The students cried their throats
 dry.

［2］The dog barked the baby
 awake.

［3］Paul had roared himself
 hoarse.

［4］She ate herself
 sick.

从这四句中的下划线NP可见，它们与其对应的谓语动词，可以说没有什么直接的受动语义关系，“哭叫”的直接受动对象不是“自己的喉咙”，“吼喊”的直接受动对象不是“自己”，等。它们都可用第五章图5.8作出合理解释。

有学者（如Jackendoff，1990a）不同意将这样的NP视为题元，而主张将其分析为“附加语（Adjunct）”，但在很多地方它又不像附加语，如附加语可省略，而这里的NP一旦省去，整个句义将发生重大变化，甚至使得整个句子不可接受，例如：

［5］*
 The dog barked awake.

既然是附加语，就不能做句子的题元，但例［2］中划线NP经过转换之后可做句子的主语，如：

［6］The baby was barked awake every morning by that dog.

附加语的位置较为灵活，但例［2］中的“the baby”必须紧靠动词“barked”，其间不可插入其他成分。

还有学者（如Bresnan & Zaenen，1990）主张将这样的NP分析为“补语（Complement）”，但问题是，这很难解释清楚谓语动词后的这个补语是从何而来的。

构式语法学家认为，从句法角度可将其视为宾语，可是从语义角度来讲，它们又不太像谓语动词的直接受事宾语，故而将其称为“假宾语”，仍可视为构式（不是谓语动词）的题元。而且，假宾语现象难以仅从句法角度作出合理解释，必须从语义角度才能作出有效说明。

2. 假宾语不能转用成其他三种表达式

“假宾语”，从语义上说，不是从动词中直接分配出来的语义角色，即不是动词所表动作的直接参与者角色，因而有学者（Simpson，1983；Jackendoff，1990a）认为“假宾语”不能充当动结构式的题元角色（Goldberg（1995：186）不同意这一观点），这才有了“动后名词短语（Postverbal NP，可简称‘动后语’）”这一术语，它们仅是位于动词后面的NP。与“假宾语”相对的是“真宾语”，即及物性动结构式（Transitive Resultative）中的NP。

Simpson等人从以下三个方面对真假宾语作出了区分，认为许多及物性动结构式可改为：

（1）中动态　　　　（Middle Formation）；

（2）构成过分形容词（Adjectival Passive Formation）；

（3）过程名词化　　（Process Nominalization）。

如及物性动结构式句：

［7］He hammered the metal flat easily.

可转换成下面三种表达：

（1）中动态：　 ［8］This metal hammers flat easily.

（2）过分形容词：［9］the hammered-flat metal

（3）名词化：　［10］the hammering of the metal flat

而假宾语动结构式则无这三种用法，如：

［11］He drove his tires bald.

不可改写为：

（1）中动态：　 ［12］*
 Those tires drive bald easily.

（2）过分形容词：［13］*
 the driven-bald tires

（3）名词化：　 ［14］*
 the driving of the tires bald

通过上述对照可见，例［7］中的NP“the metal”是主动词hammer的“真宾语”，即为动作“锤打”的直接受事对象，因此它可被改写为［8］、［9］、［10］三种用法。而例［11］中的NP“his tires”则为“假宾语”，因为它不能被改写为［12］、［13］、［14］这三种表达式。

我们认为，不能以“能否转换为另三种表达”为唯一标准来区分真假宾语，即使英语也还有例外，更不用说汉语了。如英语很多及物动词如kick，wash，shoot等都可用于动结构式，且其后的NP也是“真宾语”，但它们依旧不能改写为中动态，也不能构成由过去分词形成的形容词，也没有对应的名词化形式，汉语更无此规律可循。

Goldberg（1995：181—186）认为，带假宾语的动结构式虽然不能被改写为另外三种表达式，但并不能就确认“假宾语”不能用作构式的题元。她接受了“假宾语”这一术语，但认为它也是一个语义角色，也可以充当动结构式的题元角色，也可从语义角度作出解释。

3. 中动态与假宾语的特征对比


1）中动态的特征


一般说来，英语的中动态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隐含了一个不确定的（indefinite）、意愿性（volitional）的施力者，可被理解为“通常意义上的人们（people in general）”，如例［8］，隐含了一个愿意执行“hammer”这个动作的任何施力者，具有不确定性，但在语句中没有明确表述出来，因而也就是“不确定的”，因此，在中动态中不可出现确定的施力者。如：

［15］*
 He cries asleep easily.

该句中“He”显然具有“确定性”，因而此句不妥。

（2）充当受事主语的某物具有某种特定的内在属性，例：

［16］His novels don’t sell.

［17］The door won’t fasten.

［18］These colours don’t wash.

［16］表示他的小说自身就有“不能畅销”这种内在的特征。［17］表示门自身就有“不能被关紧”的内在特征。［18］表示这些颜色本身就有“不耐洗、掉色”的内在特征。

如果事物本身不具有这种内在属性，就不能这样用，参见下文例［23］。

（3）中动态中常用一个副词，以能显示这一内在特征。又例：

［19］She doesn’t photograph well.

比较：

［20］She has not been photographed well.

例［19］表示“她本人有不上照的内在特征”，含有本人就长得不漂亮之义。而例［20］则无此义，照片没照好，责任在摄影师。又例：

［21］This wood saws easily.

［22］Your speech reads well.


2）假宾语的特征


假宾语一般有以下几个特征：

（1）假宾语用于动结构式中，其结果常含有“否定性”意义，因此与中动态所含“意愿性”不符，如例［11］，谁也不情愿很快就将轮胎磨平。

（2）带假宾语的动结构式常含有“动作发挥过度，结果会损害某物”之义，这就与“某物具有某特定内在属性”不符，如例［11］，又例：

［23］*
 The pavement runs thin easily.

人行道一般不具有这种内在属性。

（3）动结构式中的假宾语常与该构式的主语共指，如用反身代词，当然不能算作是真正的宾语了。

（4）不一定是由动词分派的一个参与者角色，因为动词与假宾语之间没有直接的语义关系，如例［11］中的“轮胎”就不像由动词drive分派出的一个参与者角色，或者说，人们很难预料出drive其后的宾语可用tires来担任，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十分直接的语义关系。

所以，我们也可从语义角度对“中动态”和“假宾语”做出用法限制上的认知解释。通过揭示这两种构式的用法特征，可进一步认识到动结构式中假宾语的性质。

4. 动结构式和假宾语的认知分析

我们以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主要观点为基础，对动结构式中的假宾语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认知解释：


1）动结构式的及物性


基于动结构式的体验性，其典型意义和用法当是“该动作具有及物性”，因此这一动作常应涉及一个对象，即句法构式中当有一个受事性宾语，然后才能谈得上这个宾语发生了什么变化和结果，详见上文。

但我们知道，语言中的句法角色允许有较大范围的语义角色对其赋值，这个作为动结构式的“宾语”句法角色可由很多语义成分来充当，上文仅说的是原型性用法，当为直接性受事，但也可能不是直接性的受事，动词中不能分派出一个语义角色给其后的名词宾语，这就会出现“假宾语”情况。


2）“假宾语”因何而“假”


从上一点出发就可对动结构式中的“假宾语”做出统一解释。动结构式中的宾语既要考虑到前面主动词的参与者角色，又要兼顾到与其后结果补语RP的协调性，以能实现两者兼顾，有效调和。正如第二节第2点所言，如果主动词后的名词短语所担当的宾语角色是从动词本身所含的语义角色中分派出来的，就可自然出现一个“真宾语”。倘若这一条件得不到满足，动词后所出现的成分与动词本身所需语义角色难以完全协调，或达不到讲话人所要表示的意思，人们就只能另择思路。方法之一就是：放弃宾语与谓语动词之间的搭配协调性，侧重考虑宾语与其后的结果补语RP在语义和语用上取得一致，这就是第五章图5.8中在“宾语”下所划虚线的含义。

正因为讲话人在认知上采取了“顾后不顾前”的策略，重点在突显宾语与补语所表示的结果关系上。或者说，宾语虽不能充当谓语动词所含e-site（详述位），但却能充当结果补语所含的详述位，与补语分派出的语义角色相吻合，这才导致了“假宾语”的出现，这也是此时RP与宾语在语义上关系更为密切的主要原因。

现以第五章图5.5来说明，谓语动词发出动作、受事对象接受动作，并通过补语表示产生的结果，三者在图上方大括号的调控下处于一种完全协调的完形状态。但也有可能三者不能齐全的情况，此时在图5.5上方大括号的调控下，为能传达将主要信息聚焦置于对象所发生的结果上，就势必要重点考虑让后段的对象与结果在语义上协调起来，而放弃前段的动作与对象之间的语义协调关系，或以牺牲前段的动作与对象之间“搭配协调性”为代价，来取得对象与结果之间的搭配协调性，这就出现了图5.8在“宾语”下的虚线。

此时，这个貌似对象的名词短语在句法上是直接跟在谓语动词之后的，占据了“宾语”的句法位置，因此仍有点像“宾语”；但它又不如“真宾语”那样具有直接性、受事性、代表性，不太像谓语动词的直接参与者角色。

当然了，这个“假宾语”并不是与动词在语义上一点关系也没有，如例［11］，当人们说到“驾驶”时，首先想到的是“车辆”，也就是说，动词drive用作“驾驶”义时，所能分派出的一个常见参与者角色当为“车辆”。而“轮胎”与“车辆”这两者之间不是一点儿关系也没有（转喻关系）。那么此处为什么会择用“轮胎”作宾语呢，主要是考虑到须将语义重心聚焦于其后所要表达的“轮胎磨平用旧”这一结果上。这时，讲话人就在“驱动”和“旧轮胎”两者之间进行调和运作，在上文说的“顾后不顾前”以及“两者兼顾，以果为主”的基本认知机制的作用下，讲话人作出了调变处理，择用了将“轮胎”置于该构式“宾语”的位置，这才引出了学者们对“假宾语”的一番研究。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种动结构式中的“假宾语”是在“动作”、“对象”和“结果”三者之间难以周全的情况下临时作出调变而产生的，此时动作本身更像引起其后结果的“原因”。


3）动结构式独立义的影响


很多认知语言学家认为，Goldberg（1995）所倡导的构式语法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就在于，明确提出了构式本身具有独立于动词的意义，构式具有特定的题元结构（The construction itself is associated with a particular argument structure configuration，independently of verbs which instantiate it.），或构式可以赋予动词以额外的意义。显而易见，这可弥补词汇投射法之不足（参见《上卷》第二章第三节）。

这一论断也同样适用于动结构式。当某些动词，特别是不及物动词，被用于这一构式时，它就会赋予该动词以额外的意义，迫使其改变论元结构，可使其带上宾语，且还可能带上表示结果的补语，这也是出现假宾语的又一原因，如著名的sneeze例就属此类情况。

又例，英语动词talk常用作不及物动词表示动作的过程，很少用于动结构式中，如可说：

［24］The baby is learning to talk.

［25］The professor talked for 3 hours.（用介词for表示动作过程，而不可用介词in，因为in侧重动作的结果。）

但当talk与动结构式共现时，如要表示“他谈话谈得脸色发青”的意思时，就必须要给talk找一个“宾语”，又由于这里的宾语与主语具有共指性（Coreference），英语自然就用到了反身代词，这就出现了下一表达：

［26］He talked himself blue in the face.

很显然，himself与真正的宾语不同，按照原型理论，典型的宾语应当与主语为两个不同的实体（Lakoff，1977；王寅，2007a：164），且为动作的直接对象，这里的宾语与主语在语义上却完全相同，指同一个人，而且也不像是talk的直接对象。此处择用himself的认知原因与上述第2）点相通。

择用反身代词的另一认知解释与“中动态”有关。从上文例［7］可见，接有“真宾语”的动结构式可以自由地转换成中动态，也就是说，这类动词既可在动结构式中需要有一个作宾语的论元角色，也可在中动态构式中需要有一个作主语的论元角色，若两者为同一个实体，明显地具有共指性关系，这就说明了主语与宾语在这两种表达式的改写中还是有一定的内在联系的。受其影响，具有共指性作用的反身代词，此时就可成为动结构式给动词指派新角色（或添加宾语）时的最佳选用对象。

我们认为，一个语法构式在为其中的谓词指派“新角色”的过程中，若不能保证动作、对象、补语三者之间完全协调，则在更多情况下就会放弃动宾之间的语义搭配关系，以保全对象宾语能够与结果补语之间在语义上取得协调，可以相互搭配，此时“又真又假”的宾语就临时应运而生了。说其真，是因为它还是接在谓语动词之后的，在句法上仍然像是一个“宾语”，且动结构式的题元结构表明此处确实也需要有一个宾语；说其假，是因为两者在语义上不具有内在一致性，不完全相互协调，与原型性宾语或真宾语尚有一定差异，这就是图5.8中在对象宾语下增添一条虚线的含义。

第七节　英语动结构式的使用限制

动结构式来自使动构式，但是动结构式在实际使用时却有很多不同于使动构式的地方，Goldberg（1995：81—88，193—197）分两处论述了英语动结构式的使用限制或共现限制（Co-occurrence Restrictions），本节将其归于一处，合并总结为6点，并对Goldberg的某些观点作出评述。

1. 结果补语不与方向短语共现

在动结构式的结果补语后面一般不可再接表示方向的短语，也就是说，结果补语不与表示方向性的短语共现（Co-occur，Occur with），如：

［27］*
 Sam kicked Bill black and blue out of the room.

［28］*
 Sam kicked Bill out of the room black and blue.

上述两个例句如果分开来说则是可接受的：

［29］Sam kicked Bill out of the room.

［30］Sam kicked Bill black and blue.

但其后可用不表示方向的介词补语，如：

［31］Sam pried the door open with a screwdriver.

也就是说，“动结构式”其后不可再接表示方向的介词短语，但可接除方向之外的介词短语，其原因见第八节。

2. 两个结果不共现

动结构式中不可出现两个结果，如：

［32］*
 He wiped the table dry clean.

从认知角度来说，一个事物经过一个作用力之后，一般只产生一个状态改变的结果，该句中出现了两个表示结果的成分，因而是不可接受的。

我们认为，上述的认知分析从理论上来说是可以接受的，但如不从认知角度而仅从句法角度来看，这个例句也是明显不可接受的。例［32］中的“dry clean”在英语表达中，不管在哪种情况下，即使不用于动结构式中，一般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作为常识，英语的两个并列成分必须用and连接起来，而不像汉语的意合法。这个例句显然是杜撰出来的，针对性欠妥，说服力不强。

我们也调查了部分母语为英语的留学生和外教，他们认为其后加上一个and，不管在句法上还是在语义上，都是可接受的，即表达为：

［33］He wiped the table dry and clean.

此时，我们也可将两个结果用and连接起来，视为一个结果，这就符合上文的解释了。

3. 方向动词与动结构式不共现

表示方向性的动词不可用于动结构式之中，如：

［34］*
 She ascended sick.

该句不能用来表示“上升过程使得她发晕”。

4. 动结构式不与双宾构式共现

构式具有“多重传承性（Multiple Inheritance）”的特征，即一个子构式可能会从多个母节点构式处传承到相关信息和用法，如一个简单肯定构式与一个强调构式可以同时传承给另一个构式，从而出现了英语中“It is...that...”句型。

但是，动结构式与双宾构式不能同时传承给同一个构式，即这两个构式不能融合于同一表达之中，例如：

［35］*
 Sam kicked Bob a suitcase open.

5. 双题元中的主语限制

基于原型性动结构式能够产生很多不尽相同的变体构式。从上文分析可见，典型的动结构式当有三个题元，即“施力者”、“受事者”、“结果或目标”，最后一个题元常用形容词短语（AP）或介词短语（PP）来表示。

但在只有两个题元的动结构式（Two-argument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中，对构式的主语有明显限制。此时，主语题元多为生命体（Animateness），具有发动者（Instigator）意义，指主语仅只发出了一个动作，但这个主语不一定就是该动作的明显施力者（施力者当具有意愿性），如：

［36］She coughed herself sick.

一般说来，不可用“工具”作此类动结构式的主语。但当动词本身具有使动意义，且包含了状态变化义时，其主语也可为无生命体，如：

［37］The cold weather turned the leaves red.

另外，英语动词fill本身就预示了状态变化之义，因此下一表达也是可以接受的：

［38］Water filled the tank half full.

6. 动结构式与体限制

很多学者一直认为，动结构式总是表示“有界”概念（Resultative sentences are invariably telic.），这主要是从该构式常规用法得出的结论。根据“动结”这一术语本身就可知道，当发出一个动作之后就会出现一个结果或状态变化，此时该动作理应就是有界概念。也就是说，没有“结果”的概念（即无界概念）就不能用于“动结构式”，或者说，动结构式就应当是表示有界概念的。关于这一观点已有很多学者做出过论述，如Boas（2003），Levin & Rappaport Hovav（1995），Rappaport Hovav & Levin（2001），Rothstein（2000），Tenny（1994），Van Valin（1990），Wechsler（2001）等。

根据上述论述，国外一些学者（如Goldberg等）就认为，原型性动结构式应该有以下四点体限制：


（1）主要动词不应当用静态体动词；



（2）主要动词当用动态的有界动词；



（3）B与D之间不应该有时间间隔；



（4）形容词表示D时当为非分级性。



1）不与静态动词共现


根据动结构式本身的含义和特征，显而易见，其中的主要动词（即谓语动词）一般不用静态体动词（Stative Verb），而要用动态体动词（Dynamic Verb），因为只有发出一个明显的动作才有可能产生一个结果。


2）有界动词


整个动结构式是由三个次事件构成的：施事性次事件、动作性次事件和结果性次事件，讨论动结构式与有界体的问题主要涉及后两个次事件。


（1）动作性次事件与有界体


根据动结构式本身的特征，动作性次事件主要当用动态的有界动词（Telic），如Van Valin（1990）就强调了这一点。

但也有学者（如Dowty，1979；Jackendoff，1990a）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动结构式只能用动态动词中的无界动词（Atelic，Unbounded）。

Goldberg（1995：194）则提出了一个中庸方案，认为两者都可用，如：

［39］Sam talked himself hoarse.

例［39］中的talk为无界动词，而且Sam在谈话之后可能会经过较长一段时间嗓子才“哑”，该例也正可说明动作性次事件与结果性次事件之间可有较长时间的间隔。


（2）结果性次事件与有界体


既然发出一个动作之后会产生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表示了动结构式的界限，也就是说，动结构式中的结果短语当具有限界性，很多学者（如Goldberg，1995：196；Levin & Rappaport Hovav，1995：56—58；Rothstein，2000）都强调了这一点，例如：

［40］Tom pushed the cart into the cave.

［41］He ate himself sick.

“into the cave”，“sick”当表示有界性，将小车推进了山洞就不推了，吃到sick之后就不再吃了。这就引出了作结果补语RP的形容词短语AP是否具有限界性的问题（参见下文）。但也有例外：

［42］Tom pushed the cart along the trail.

［43］He made the metal flat.

［44］They painted the house red.

Goldberg（1995：196）对用此类AP作RP的解释是：谓语动词具有明显的使役含义。


3）B与D之间不应有时间间隔


在动结构式中，虽然可兼用有界动词和无界动词，但必须注意动作与其后结果之间不应该有时间上的间隔，因为动结构式主要用以表示“使动的直接性”，即动作一结束，就应马上出现RP所表示的状态变化。也就是说，在动作的结束点和动后语NP状态变化开始点之间不能有时间上的拖延或间隔，如第五章例［110］Tom shot Jack dead.，shot动作一结束，Jack就死了，如果Jack在隔了一段时间之后（如在医院里）才死的，一般就不能这样用。

Goldberg（1995：194）画了两个图来解释这一观点，认为图6.1是允许的，动作结束后状态变化立即开始；图6.2 是不允许的，因为动作结束后尚有一段间隔状态变化才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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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1　（允许）
	图6.2　（不可接受）




但是，就我们的观察，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如第五章例［111］He hammered the metal flat.锤打金属，也不是一锤子下去就能将金属锤平的，或许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有趣的是，上面提到的例［110］固然正确，但人们还是发现在英语中有如下的表达：

［45］The police shot the robber to death.

“shoot”虽是有界动词，但是否就能招致D马上发生，还须根据RP的体来决定。


4）AP当具非分级性


从上文分析可见，用作RP的AP当为“非分级性形容词（Nongradable Adjective）”，因为只有这类形容词才能更为明显地表示出动结构式中的结果具有限界性
[2]

 。这类形容词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不能与表示等级程度的词语共现，例如不可说：

［46］
*
 a little sick/hoarse/sober等


因此，在动结构式中的RP部分不可出现这类表示等级程度的词语。

Goldberg & Jackendoff（2004：560—561）指出：dry为非分级性形容词，而wet是分级性的，因为英美人觉得下一表达是奇怪的：

［47］*
 a little dry

但可说：

［48］more or less wet

这一分析似乎不能完全使人信服。我们可以设想，当衣服很潮湿时被晒了一会儿之后就可能说 more or less dry。

另外，他们还认为awake为非分级性形容词，而sleepy是分级性的，这一结论是根据如下标准得出的，如

［49］*
 a little awake

是不可接受的，但可表达成：

［50］more or less sleepy

因此，下一表达是可以接受的：

［51］She jerked herself awake.

而下一句为不可接受的句子：

［52］*
 She cried herself sleepy.

可改为：

［53］She cried herself to sleep.

但我们似乎也能做出类似的假设，当一个人刚从睡梦中醒过来时，完全可以说more or less awake。

又如famous，dusty也是分级性形容词，因此它们不宜用作结果补语，可用“to＋对应的名词”，如：

［54］She danced herself to fame/*
 famous.

［55］They danced themselves to dust/*
 dusty.

须用“非分级性形容词”作结果补语的认知原因也是十分清楚的，因为非分级性形容词才能表示有界性的状态终点，这才符合动结构式中表示“结果”的概念多为“有界性”。

Goldberg & Jackendoff（2004：543）认为，AP可表示状态变化的起点，也可表示状态变化的终点，但也有很多例外，如表示“X-er and X-er”就是一种分级性（无界）用法，如：

［56］For hours，Tom heated the mixture hotter and hotter.

［57］For hours，Tom hammered the metal ever flatter.


5）小结


动结构式的体限制，特别是关于有界体的限制问题，学界也有不同看法。Goldberg & Jackendoff（2004：543）指出：表示路径的动结构式若表示“终点”才是有界的，如表示“非终点”的路径，则为“无界”概念，例如：

［58］Tom floated into the cave.

表示有界概念，其后不可接介词短语*
 for hours。而

［59］Tom floated down the river.

则表示无界概念，因此其后可接介词短语for hours。

另外，表示“静态性路径”也多是无界的，例如：

［60］The road zigzagged down the hill.

［61］The weights stretched the rope over the pulley.





我们（2005a，2006b）曾于2005年提出“事件域认知模型”并于2006年运用这一模型解读了语言中基本句型的形成过程，以论证语言的体验性。这一基本原理也可用来解释语言的动结构式（参见第五章），同时也能用于解释作格现象和动结构式与体的关系。

[image: 2211-01]
图6.3



一个事件蕴含（或潜伏）上述四个主要要素（或许更多），并不是每个构式都将其中的要素表达出来的，人们可突显该整体事件中的不同要素并进行语法化处理，从而形成不同的构式，例如：


（1）SVi 构式主要突显了施事者和动作本身；



（2）SVtO构式主要突显了施事者、动作和受事者；



（3）SVOR构式主要突出施事者、动作、受事者和结果；



（4）若要突出受事者O和结果R，且将它们语法化为主谓结构，这就出现了上述第（4）种构式，参见图6.7。


第（4）种构式与第（2）种构式在不同语言中有不同的格表现形式：若前者的主语所用的格形式与后者的主语同格，这就是主格/受格系统的语言；若前者的主语所用的格形式与后者的宾语同格，这就是绝对格/作格系统的语言。

第（4）种构式与第（1）种构式虽同为不及物构式，但其间的差别在于前者是受事者作主语，后者是施事者作主语，也就是说，这是因为人们对事件要素所聚焦的要素成分不同所致，参见图5.1中the vase例句。

从图6.3可见，实际生活中的事件结构与语法化后的构式组织之间存在一种对应性的突显和选择关系，语言表达中之所以出现不同的构式（相当于传统语法中的不同句型），是因为人们可根据实际交际需要，在人的主观识解（Construal）作用下突显事件中的不同成分。

若在受事者和结果之间再增加一个“过程阶段”，就可更清楚地揭示动结构式的内部语义关系，可用其来解释动结构式与体之间的关系（黑体表示聚焦部分）：


（1）聚焦于有界的结果，而忽视其状态变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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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2）聚焦于状态变化的过程和有界的结果：


[image: 2213-01]
图6.5




（3）聚焦于状态变化的过程，而忽视结果（即动结构式表示一个无界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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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




（4）RP说明主语的动结构式：


[image: 2213-03]
图6.7



图6.7表明：the river尽管用作主语，但仅是一个句法主语，与上述的施事主语不同，我们可以理解成“冷空气”使得the river结冰了，原本应当置于宾语位置的成分被突显为表述对象。此时，结果性次事件就成为主事件，事件的终结性结果决定了句子的有界性（telicity，end-boundedness）。

用上述几个图形来解释动结构式与体的关系，主要是从体验角度依据事件所蕴含要素，并将“无界”与“有界”视为一个动作的“过程”和“结果”，借用“注意窗（Window of Attention）”理论做出了统一解释。表示有界的运动概念，就是指某物体运动路径的终点，或某时段的终点。“有界”重在动作过程的结束点，“无界”重在动作过程本身，而不在于动作的结果。

第八节　动结构式用法限制的认知解释

为何会出现上述限制，Goldberg（1995：82）为此提出了“独特路径限制原则（Unique Path Constraint，简称UP）”：

If an argument X refers to a physical object，then no more than one distinct path can be predicated of X within a single clause. The notion of a single path entails two things：（1）X cannot be predicated to move to two distinct locations at any given time t
 ，and（2）the motion must trace a path within a single landscape.（假如一个题元X指称某一个物理性客体，那么在同一分句中X就不可能有一个以上的不同路径。这种“单一路径”概念包含两点：（1）X不能在某特定时间t移动至两个不同的地点；（2）在同一场景中，移动必须经历一个路径。）

我们认为，“UP限制原则”也是基于对生活现实的体验建立起来的，对于解释动结构式的上述限制是有解释力的。

该限制原则可以概括成以下三点，一个物理性客体对象在遭受到一个作用力之后：


（1）他或它不能经历两条不同的方向或路径；



（2）他或它不能同时处于两个不同的地点；



（3）他或它不能产生两个不同的结果。


这一概括完全符合我们对实际事件的体验和认知。

动结构式为何不能与表示“方向”的介词短语搭配使用或共现？因为“方向”本身就是表示物体移动的，其中就隐含了“路径”，这与上文的第1点所述是相通的。也可将其表述为两个结果不共现。

“UP限制原则”同样可用以解释第七节第3点限制，含有物理性方向和路径的动词，诸如ascend，arrive，bring等，已经暗示了“方向”，如例［34］中的ascend含有“向上”之义，就不能再有另外一个方向“being sick”了。倘若这里的方向性动词能作隐喻性延伸，用于指“状态变化”，此时其后就可接表示状态性的词语作补语，就可用于动结构式，如：

［66］Sam fell asleep.

同样，“UP限制原则”也可解释第七节第4点，即“动结构式”不能与“双宾构式”共现的限制，因为这两个构式各自分别预示了一个过程和一个结果，所以两者不能同时运用。

至于第七节第6点中关于“动静体的限制”也是显而易见的。动结构式主要表示一个实在性动作使得某对象发生了状态变化，这个动作当用“动态动词”，而“静态动词”就不能满足动结构式的这一条件限制。

一般说来，动结构式主要用于有界性，这在理论上也是解释得通的，但也不排除无界性。至于两者具体用法的分布情况，还有待进一步调查研究。


[1]
 　笔者（2007c）分析了汉语动词后面的NP，发现它们与英语的不尽相同。英语后的NP大多充当“宾语”，而汉语动词后的NP充当宾语的比例要比英语的少得多。据此我们主张将汉语动词后的成分统称为“动后语”，然后再按照语义情况分出宾语等成分。


[2]
 　英语中能用在动结构式中作补语的形容词并不多，调查发现，主要有以下近20个形容词：asleep/awake，open/shut，full/empty，dead/alive，flat/straight/smooth，free，sick，hoarse，sober，crazy等。

　　动结构式中的AP还有一个限制，AP当为非派生自动词的形容词（Deverbal Adjective），即只用“纯粹形容词”，而不用由动词派生的过去分词或现在分词构成的形容词，例如：

　　Tom kicked the door open.

　　*
 Tom kicked the door opened.

　　*
 Tom kicked the door opening.


第七章　汉语动结构式

本章采用构式程序分析图系统梳理了汉语动结构式的原型性意义和语法化形式，并分析了汉语常见的BD构式（动作动词＋结果补语）。第四节基于动结构式的体验性、及物性、突显性、独立性等特征论述了汉语假宾语的认知机制，指出：倘若体现为谓语动词的B、体现为对象宾语的C和结果成分的D，三者在语义关系上难以周全时，人们更倾向于保留“突显结果”，采取“顾后不顾前”的认知策略，以牺牲BC间搭配协调性来满足CD的搭配协调性。本书据此主张在汉语语法分析中用“动后语（Postverb）”来代替“宾语”，以消除因术语而引起的误解。

第一节　概述

汉语界许多学者认为，汉语的谓语部分比起英语的谓语部分来说，虽然缺少形态变化，但其构成类型和成分却要复杂得多。汉语界通行的做法是：从其结构形式来说常将汉语句的谓语部分分为：动词性谓语、形容词性谓语、名词性谓语、主谓句谓语（即用一个主谓结构做句子的谓语，如套用英语的语法术语，可叫做“谓语从句”）。其中动词性谓语又可主要分为：


（1）动词谓语：不及物动词做谓语。



（2）动宾谓语：及物动词做谓语。



（3）动补谓语：补语是置于谓语动词后面（置于前面的叫状语），在功能上作补充说明（即修饰谓语动词，但在语义上可解释宾语、主语或句外环境），多表示程度、结果、趋向、时间、处所等意义。充当补语的词主要是：动词、形容词，另外也可用数量词、介词结构、联合词组、主谓词组等。在谓语和补语之间有时可插入“得”、“了”、“个”等表示形态类的词语。



（4）连动谓语：两个以上的谓语结构直接连用，且共有一个主语。前者多为后者的方式，后者多为前者的目的。



（5）兼语谓语：从句法成分上来说，两个谓语结构不共有一个主语，其中前一个谓语结构的宾语作后一个谓语结构的主语。从语义角度来说，前一个谓语结构可表示原因和方式，后一个谓语结构可表示结果和目的。


第（3）小类的动补谓语也很复杂，很多学者主张从语义角度将补语分为8小类，它们是：结果补语、程度补语、趋向补语、情态补语、状态补语、时间补语、地点补语、对象补语
[1]

 。现以图7.1小结。

吕叔湘（1952：67）曾指出：

动词的后附加语主要是表示行为的结果。

其实，只要仔细推敲一下就会发现，这8小类补语大多与“结果”有关，这亦说明吕叔湘的分析还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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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国内外很多学者对汉语的动结构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特别是近二三十年间，许多学者尝试在乔姆斯基的TG理论框架中对其做出了种种解释，如：Li Yafei（1990）、郭锐（1995）、袁毓林（2001）、Sybesma（1999）、Huang（1992）、王玲玲（2001）、Cheng（1997）、Huang（1997）等。本书则尝试在构式语法和ECM理论框架中分析汉语动结构式的语法化特征，并重点论述汉语中BD构式和拷贝动结构式的句法、语义、语用等特征。

另外，从图7.1可见汉语动补构式可分为8小类，它们可由动词或动词短语、形容词或形容词短语、介词短语（主要表示后3类补语）来担当。本书主要分析前5类构式，因为“程度、趋向、情态、状态”都与结果有关，暂不讨论后3类，即主要论述动词和形容词作结果补语的具体用法和特征。

第二节　动结构式的语法化

1. 引言

认知语言学常从概念化角度来分析语法化现象，这一思路也适用于分析汉语的动结构式。运用这一基本原理来理清其间的语义关系，可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动结构式形成的心智机制和具体用法。

从第五章图5.4和5.5可知，动结构式的概念结构主要包括三个部分：（1）施事性次事件；（2）动作性次事件；（3）结果性次事件。

［1］张三打
 　打李四
 　李四流血


这三个次事件主要包括以下四大主干要素，现以A、B、C、D来代表它们
[2]

 ，并将动结构式内部的句法成分、语义角色、原型用法及其12点主要变化概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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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图中的［3］表示动结构式的原型性概念结构，将其以具体的句法形式［2］表达出来，当可视为一种语法化（王寅，2006a：126）。汉语中动结构式在具体表达时常还借助“得”、“个”、“不”、“得个”等形态标记，如［4］中括号所示，它可代表以下几种表达式：

［5］张三打得李四直流血。


［6］张三打李四个直流血。


［7］张三打得李四个直流血。


［8］张三打得个李四直流血。


当然还可说成：

［9］张三没打得个李四头破血流。


［10］张三能打得个李四头破血流。


一般说来，用“得”、“个”之后才能带较为复杂的“主谓式”、“重叠式”、“联合式”等结果补语，如例［9］和［10］，补语“头破血流”本身就是一个主谓式构式。比较：

［11］
*
 张三打李四头破血流。


又例：

［12］他把这件事说清楚了。


［13］他说得我头昏眼花。


［14］他说得清清楚楚。


［15］他说得既清楚又生动。


［16］他说得头头是道，娓娓动听，而且还说得很清楚。


例［12］的谓语动词“说”后面接了一个简单补语“清楚”。从例［13］至［16］的补语是较为复杂的补语，例［13］为主谓式，例［14］为重叠式，例［15］为联合式，例［16］是联合式，且补语“清楚”带了一个程度状语“很”。如果将“得”从例［13］至［16］省去，句子就不通顺了，即使能够被接受，也不再是动结构式了，如：

［17］
*
 他说我头昏眼花。


2. 构式程序分析图：十二点详解

如［1］和［3］所示，该构式的典型语义关系为：“张三”发出动作“打”，其直接宾语为“李四”，结果是“李四流血”，这一顺序完全对应于实际动作的顺序，这就是［3］中三个右向箭头的含义，完全符合顺序象似性原则。

根据人们的实际生活体验以及这一原型用法，人们逐步根据交际需要变化出很多其他相关用法，现依据图7.2所标示的动结构式程序详解其12种主要用法特征和变化形式。


1）A可用生命体，也可用非生命体


我们知道，在典型的SVO句中，典型的主语当为生命体作施力者（参见Lakoff，1977；王寅，2007a：164），但也可隐喻为非生命体。这一隐喻性变化也适用于动结构式，如：

［18］这件事难得他愁眉苦脸。



2）A可为施事，也可为非施事


正如上文所说，典型的A当为生命体作施力者，但汉语中宾语的词序较为灵活，也可出现在句首，如下文例［19］至［23］就是宾语提前的例子，使其作句子的语法主语，就会出现非施事成分做分句语法主语的现象，这有点像英语中的被动态构式（但省去了“被”字）。汉语界亦有学者认为，例［19］中的“破”，原来是作“宾语补足语”的，现在可分析为“主语补足语”，这又有点像英语的中动态（参见第六章第六节第3点）。

［19］李四的头打破了。


［20］这封信打好了。


［21］那句话听懂了。


［22］还有一件事没处理完。


［23］宵夜吃晚了。



3）B可用及物动词，也可用不及物动词


根据上述动结构式的原型用法，B当为及物动作，词汇化为及物动词，但也有B用不及物动作的现象，它就词汇化为不及物动词，例如：

［24］喊哑了嗓子。


［25］哭坏了身体。


［26］笑痛了肚子。


这3个例句中的“喊”、“哭”、“笑”为不及物动词，详见第三节。


4）BD构式


汉语除了运用像例［4］所表示的A B C D（或S V O R）动结构式之外，还普遍使用A B D
 C动结构式，即将表示结果补语成分D提前到C之前，使其与谓语动作B结合为一个BD式的动词或动词词组。由于S V O C这套符号更容易使人们联想到传统的句法成分，为此本书拟用“A B C D”取而代之，表示概念结构，用BD构式表示由“动作＋结果”形成的动词词组。上文例［24］至［26］中的“喊哑”、“哭坏”、“笑痛”就属于这一类动结式词组或BD构式，又例：

［27］
打破
 了李四的头。


［28］
写好
 了这封信。


［29］
清洁完
 了这个房间。


［30］
听清楚
 那句话。


［31］
处理完毕
 一天的事。


例［27］和［28］，前移的都是单字补语，它们与单字主动词形成了一个双字BD构式。但也可能前移单字补语与双字主动词形成一个动词词组，这就形成了三字BD构式，如例［29］；也可能前移双字补语与前面单字主动词形成一个三字BD构式，如例［30］；还可能是前移双字补语与前面双字主动词形成一个四字BD构式，如例［31］。

有关BD构式的详细论述参见第八章。


5）兼语构式


从［3］可见，原型性动结构式为汉语的“兼语构式”，即“兼语构式”与“动结构式”具有一定的兼容性。

兼语构式还常表示“使动”的意义，特别是谓语动词用“使”、“叫”、“让”、“令”时，例如：

［32］这件事使我很着急。


［33］叫他马上来。


［34］让他等等。


［35］这消息令人很激动。


例［32］的谓语动词“使”之后还可插入“得”，说成：

［36］这件事使得我很着急。


加上“得”，其“结果”意义就被突显出来了。这亦可见，“使动构式”与“动结构式”之间的语义关系是十分密切的。王力（1980：466）就曾将本书所说的“动结式”说成是“使成式”，且将其解释为：把行为及其结果在一个动词性短语中表示出来，这种行为能使受事者得到某种结果。

当然了，“使动构式”主要表示使得某人或某事体“动”起来（cause sb. or sth. to move），若按照“注意窗（Window of Attention）”理论来分析，此时将注意点聚焦于“动作的起始部分或过程部分”，而“动结构式”主要表示因某动作而产生了某结果，则将注意点聚焦于“动作执行后的结果”，当然也可能不是最终结果。如从例［32］和例［36］的对比可见，前者侧重于动作的起始和过程部分，后者则侧重于动作所产生的结果。

另外，缪锦安（1990：129）认为：“‘使、令、叫、让’等字和兼语之间不能插入任何成分”，这一说法似乎值得推敲。


6）C为B的直接受事，也可不是


这与上文所述的第3点是相通的。在BD构式中，如果B为不及物动词，后面的名词短语C在语义上就不像是B的直接宾语，这就可能促使C与作补语的D（R或RP）发生语义上的直接联系，从而出现了汉语动结构式中的假宾语，参见上文第3）点中的例句和第六章第六节。

正如第五章第一节第2点所述，Sybesma（1992，1999）率先用小句分析法解读了汉语的动结构式，袁毓林（2001）、熊仲儒等（2006）等也先后发表文章，主张用“小句分析法”来解释汉语这类构式的生成机制。他们按照Sybesma的观点，将结果补语D中的题元投射到C上，它们共同形成一个小句（Small Clause），该小句作主动词V的补语。根据这一方法，可将例［24］至［26］的语义结构分析为：

　　　 B［C　　　D］

［37］喊［嗓子　哑］


［38］哭［身体　坏］


［39］笑［肚子　痛］


这种分析方法主要是依据概念关系上的远近作出的，在上面这3个例子中，B后面的C明显与其后的D在概念关系上更为紧密，而C与B之间的动宾关系不明显或被削弱
[3]

 。如例［24］中的B“喊”，它的宾语不是“嗓子”，因此可将B“喊”理解为“原因”，正是由于有了这一“喊”的动作，才导致了后面“嗓子哑”这一结果。这一分析方法倒是与“主要动词”后可接“结果补语”相吻合，而且也与B为“不及物动词”相一致，只不过这里的“结果补语”是以一个小句的形式出现的，将其称为“补语小句”倒也较合适。

当然，这种分析方法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参见第五章第一节第2点，以及熊仲儒等（2006）、谢都全等（2008）。


7）C可省去，即B可用不及物动词


亦可省去受事概念C，此时B则表示一个不及物动作，就被词汇化为一个不带支配对象的动词，B处用了一个不及物动词，常用句型为：

　　　动词V＋得/个/不
 ＋结果R

［40］打　　　得　　　　痛快


［41］看　　　个　　　　够


［42］玩　　　得个　　　过瘾


［43］笑　　　不　　　　够


［44］休息　　得不　　　充分


这一用法与汉语动词的基本特征相符，即大部分汉语动词既可用作及物动词，也可用作不及物动词，在一个动词后面接不接C（作宾语）似无大碍，要求不严。这与英语不同，英语动词还是要严格区分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的（当然也有部分动词是两者兼而有之的）。


8）“把”字句


在汉语的SVO句中，可通过介词“把”字将受事的宾语提到动词前面，这就是常说的“把”字句，这种用法大致开始于唐代，除“把”之外还可用“将”，但现代汉语多用“把”，“将”多含书面语色彩。

很多学者都专题研究过“把”字句，对其作出过不同的论述，如：

（1）王力（1943，1980）将“把”字句分析为“处置式”；

（2）朱德熙（1982）称之为“特殊连动式”；

（3）薛凤生（1989）和戴浩一（1989）将“把”字句归结为“致使式”；

（4）梅祖麟（1990）将其分析为“连谓式”；

（5）沈家煊（2002，2006b）将王力的观点修补为“主观处置式”；

（6）牛保义（2008）将其解释为“掌控式”

等等，不一而足。

很多学者认为，“把”字句中后面的动词多用复杂形式（沈家煊，2006b：151），这其中也包括动结构式，即通过“把”字将受B支配的C提前，其后用一个BD构式，常用句型为：

　　　　　　　　把＋宾语O＋BD构式

［45］他　　　　把　这封信　打好了。


［46］马拉多纳　把　球　　　踢进了。


［47］那帮人　　把　他　　　打得头破血流。


在“把”字句中，原来的“把”为实意动词，此时的“把”字句当可视为连动句。后来“把”字逐步虚化为介词，才成为一个形态标记，充当“宾语提前”的格标记形式。当然了，并不是所有接在动词后的名词短语都可改写成“把”字句的，例如：

［48］他走进公园了。


就不可说成：

［49］
*
 他把公园走进了。


又例：

［50］他们已经跳起舞来了。


似乎不宜改为：

［51］
*
 他们已经把舞跳起来了。


对于例［49］可解释为：动词后面表示“处所”的名词短语不是真正的“对象宾语”，因此不可改为“把”字句。例［51］可将“跳舞”视为一个动词词组，不必将“舞”视为“跳”的宾语（在口语中似乎可这样说，但不能算作规范表达）。

这也是本书为何倡导在汉语语法分析中可用“动后语”这一术语来代替“宾语”的原因，因为在汉语的谓语动词后面所接名词短语不一定都是真正的“宾语”，其用法较为宽泛，与英语情况大有不同。


9）D可用动词，也可用形容词


在汉语动结构式中表示结果补语的R或RP，从句法角度来说，既可用“动词”，也可用“形容词”，这在王力（1980：466）的《汉语史稿》中就有论述，他指出：从形式上说，这种结构包括两种：


（1）动词＋形容词；



（2）动词＋动词。


他称（2）中的前一个动词为“外动词”，后一个动词为“内动词”。上文已经举了很多例子，现再分别列举部分例子：

（1）D为动词：

［52］推翻、打倒、踢倒、轰垮、

　　　打退、打破、打死、搬回、

　　　吵醒、改进、画成、说完、

　　　赶跑、看见、听到、听懂、

　　　哄笑、带走、吹散、撕碎、

　　　弄丢、吓哭……

（2）D为形容词：

［53］做好、做错、　　　染红、　　　算清、

　　　弄坏、喝大（了）、说急（了）、拧紧、

　　　看惯、晒干、　　　走远、　　　吃饱、

　　　喝足、拉长、　　　剪短、　　　放大、

　　　缩小、削尖、　　　磨钝、　　　切薄、

　　　摆平、弄脏、　　　切碎、　　　拌匀、

　　　煮熟、洗干净、　　说清楚……

参见第三节。

作补语R的动词或形容词还可能以联合式构式（如例［54］和［55］）、重叠式构式（如例［56］和［57］）、主谓式构式（如例［58］和［59］，这相当于我们上文所说的“补语分句”）、动宾式构式（如例［60］）等形式出现：

［54］她们高兴得又蹦又跳
 。


［55］这篇论文解释得既清楚又深入
 。


［56］孩子们高兴得蹦蹦跳跳
 。


［57］姑娘们穿得漂漂亮亮
 。


［58］天气热得我们连气都喘不过来
 。


［59］这事急得我满头冒汗
 。


［60］他惊慌得抓耳挠腮
 。


BD构式在汉语中是一种能产性很高的语法手段，它可以临时创造出很多新动词，且B与D之间的结合方式自由、多样，例如一个“洗”，就有很多BD构式，如：

［61］洗干净


从体验角度来说，这是最常见情形，“洗”的最自然结果就是“干净”。但在汉语中还有很多其他表达：

［62］洗脏、洗坏、洗破、洗丢、洗湿、洗掉、洗累、洗哭、洗没……



10）D可为不及物/及物


从语义角度来说，用作D的动词（V2
 ）一般应具有以下三个主要属性：

（1）不及物性：多用不及物动词，表示B发生后C所出现的情况，因此D应当具有自主性；

（2）终结性：表明B的动作产生了一个结果，从而实现了语句的有界化（Boundarization）；

（3）可控性：D是由施事者发力所产生的，当具有一定的可控性，而且还可能显现出不同的程度性。

就第（1）点来说，D若为动词，主要用不及物动词，例如：

［63］逼他走了。


例［63］中的“走”为一个不及物动词，更多的例子参见［67］。但我们也发现V2
 可用及物动词的例子，例如：

［64］孩子玩忘了时间。


例［64］中的“忘”为一个及物动词。

有时，BD构式中的D可作两种解释，如“打破”中的“破”既可视为一个不及物动词，如：

［65］头破了。


又可视为一个及物动词，如：

［66］破土动工。


现将第3）点和第10）点结合起来，按照B和D各自为及物动词或不及物动词，这样就可形成四种不同的搭配，小结如下：



	［67］
	B
	＋
	D
	例子


	
	及物
	
	及物
	
吃得、听懂



	
	及物
	
	不及物
	
逼死了杨白劳、喝醉酒、吃饱饭



	
	不及物
	
	及物
	
玩忘了时间



	
	不及物
	
	不及物
	
饿死、飞掉、站住、走光、昏倒、哭醒






11）拷贝动结构式


拷贝动结构式是指在一个ABC构式后重复使用表示动作的B，再接一个表示结果的成分D，即（A）BC＋BD构式（参见第九章例句）。

这种拷贝动结构式是汉语的一个特点，很多学者对其作出了论述，笔者将在第九章从ECM和多重传承角度作一论述。


12）D的语义指向分析


汉语动结构式中表示结果的D可与句中多种成分形成逻辑关系，我们在此处区分出“修饰关系”和“语义指向”：

（1）修饰关系：指结果成分D主要用于修饰表示动作的B，或者说，D主要是说明B所引出的结果，因此所有的D首先都应具有这种修饰关系；

（2）语义指向：指结果成分D的意义直接指向宾语，还是主语，还是两者兼而有之，还是其他成分（如句外语境）的语义关系。

我们根据语料拟将结果成分D的语义指向分为四小类：

（1）语义指向动词后的参与者事体，如宾语等，这当为BD构式的原型性用法，此时在宾语和结果成分之间存在一种明显的语义关系，如例［3］。

（2）语义指向谓语动词前的参与者事体，如施事性主语，例如：

［68］他洗衣服洗得满头大汗。


此时“他”处于句法主语的位置。但是，当受事宾语前移成为句子的语法主语时，如：

［69］衣服被他洗得干干净净。


句中的“衣服
 ”作句法主语，结果补语“干干净净
 ”的语义也是指向句法主语的，但此时“衣服
 ”不具有施事性。

（3）语义指向前后两个参与者事体，如主语和宾语，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如：

［70］他跟错了人。


［71］她挑对了对象。


例［70］中的“错
 ”，其语义指向主语“他
 ”，但也与后面的“人
 ”有关，好像两者皆可。例［71］中的“对
 ”，是在说“她
 ”对了，同时也在说“对象
 ”对了，似乎两者兼而有之。正是由于存在这种语义指向两者兼而有之的现象，才出现这类语句中D的语义含糊现象，作两解似乎都可接受，又例：

［72］妈妈打哭了孩子。


［73］李四骑累了马。


［74］李四骑累了三匹马。


例［72］可能是孩子哭了，但也可能是妈妈本人哭了（当然“孩子哭”的可能性更大）；例［73］可能是李四累了，但也可能是马累了（当然，“马累”的可能性更大），这时就需要根据情景和上下文才能确定补语R的语义指向。而例［74］后面的宾语为有定名词短语，没有歧义，只能是“马累
 ”。

（4）语义还可能指向句外的环境，如：

［75］他洗衣服洗得遍地是水。


［76］他洗衣服洗得太阳都下山了。


［77］他洗衣服洗得水都没了。


［78］他洗衣服洗得搓板都坏了。


例［75］—［78］中结果补语的语义指向与句中主语、宾语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语义关系，因为充当结果补语的是一个“主谓构式”，自有主语。我们可将这类结果补语的语义指向分析为“句外环境”，当然从修饰关系上来说，这一成分主要还是用以说明谓语动作发生的句外环境、状况或结果的。

可见，汉语动结构式中的结果成分，在不同场合下会有不同的语义指向，这只能依靠语句的意义和当下使用的语境来判断，似乎很难仅从句法角度做出一个统一而又合理的解释。

第三节　动结构式中的假宾语

第六章第六节专门讨论了英语动结构式中的假宾语问题，本节将论述汉语中的假宾语情况。

汉语属孤立语，英语属屈折语，两种形态的语言各有特征，强行用分析屈折语的一套语法术语来分析汉语，在很多地方总会有“削足适履”的感觉，不应当将拉丁文法的普罗克鲁斯特之床强加于汉语之上（李葆嘉，2008自序：3）。近年来很多从事英汉语对比研究的学者对这一问题作出了深刻的反思，如英语的“sentence”等于汉语的“句子”吗？英语的“主语”、“宾语”适用于汉语语法分析吗？此类问题随之而出，讨论也越来越深入。

笔者（2007c）曾以汉语的“吃”和英语的“eat”为例分析了动词后面所接名词词语的具体分布情况，发现汉语的“吃＋NP”与英语的“eat＋NP”两者之间确实存在很大的差异，很难用“单宾构式”作出统一解释。据此我们主张用“动后语”来代替“宾语”，详见第十一章。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汉语中接在动词后面的很多名词短语并不是真正的宾语，其“假宾语”情况较英语也更为常见，更为复杂
[4]

 。同样，就“动结构式”而言，汉语比起英语来也存在较多的假宾语现象，例如：

［79］他吃坏了肚子。


很明显，“肚子
 ”不是“吃
 ”的对象，很难将前者视为后者的宾语，但是表示结果的“坏
 ”却可分派出一个语义角色给“肚子
 ”，或者说，“坏
 ”中含有一个“e-site（详述位）”，它能够映射到论元“肚子”上，即允许名词“肚子
 ”填入“坏
 ”的e-site中，从而使得两者能作正常搭配，它们具有“动名协调”关系。

下面的例子道理相同，恕不一一分析。

［80］玩脏了衣服


［81］哭湿了手帕


［82］哭肿了眼睛


［83］笑断了肠子


［84］笑弯了腰


［85］长高了一头


［86］跑丢了钱包


［87］看歪了脖子


［88］饿坏了身体


等等，不一而足。

第四节　英汉动结构式简单对比

英语和汉语表示结果的构式有很多相通之处，但也有不同之处，现将两语言表示结果的构式列述对照于图7.3中：

从图7.3可见，两语言表示结果的构式除了第5点之外基本相同，大多有对应的表达形式。

第5点中英汉两语言之所以有差异，主要是因为汉语没有小品词to，两个动词可以直接置放在一起表示动结意义；而英语将两个动词置放在一起时，除个别情况外，大多情况下中间要用小品词to。

[image: 2232-01]
图7.3



在实际翻译时，不可能将它们一一对应入座，而要根据主要动词的性质、习惯和语用等因素来决定选用哪一种表达形式，因此上表中间用虚线。英汉两语言在表达动结意义时，除部分对应情况之外，更多的是交叉用法，例如：

1. 汉双英单（英语为单词素词）

汉语中的动结构式可译为英语的一个单词：

［89］打扫干净
 　　clean

［90］砸得稀巴烂
 　smash

［91］找到
 　　　　find

［92］打碎
 　　　　break

2. 汉双英双（英语为多词素词）

与第1点不同的是，这里用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英语词素构成的单词，可用前缀或后缀为词根添加相当于汉语结果补语的意义，除图7.3中所给例子之外还有：

［93］好得很
 　It is wonderful
 .

［94］靠近
 　　ap
 proach

［95］加重
 　　ag
 gravate

［96］露出来
 　e
 merge

当然，我们也可根据汉语的理解思路，将英语中的前缀与词根理解为动结关系，但英语是以一个单词的形式呈现出来的。

另外，例［94］—［96］中三个BD构式还可有其他译法，如可分别译为：

［97］get near

［98］become serious

［99］come out

等。

3. 汉动英副

汉语的趋向动词可译为英语的副词，除了图7.3中的例子之外，还有：

［100］站起来
 　　stand up

［101］跌下去
 　　fall down

［102］卸下来
 　　take off

［103］钉上去
 　　sew on

如果英语词组具有及物性，其中的副词就变成了介词，例如：

［104］将螺丝卸下来
 　take off the screw

4. 汉语动形词组的英语译法

汉语中的动形词组在英译时常被处理为“V O R”顺序，例如：

［105］拧紧它
 　　　make it tight

［106］染红这块布
 　dye this cloth red

英语中也有将表示结果的形容词提前与主动词V1
 结合构成一个动词词组的构式，如prove wrong，make sure等，但这种用法远没有汉语普遍，用法也没有汉语那样灵活。

汉语除例［53］中所列D为形容词之外还有很多，且这种构式具有较高的能产性。而且汉语的“动＋形”所形成的BD构式，除上文译法之外，还可能译为英语的其他构式，例如：

［107］他做错了
 　He has done it wrong（ly）.（将汉语的形容词译为英语的副词）

［108］吃饱了
 　　to be full to the throat

5. 汉语动动组合的英语译法

汉语中有大量由V1
 ＋V2
 构成的BD构式，而英语除个别惯用语（make believe，let go）之外，几乎没有对应的表达形式，此时只能转译为英语的其他构式，例如：

［109］打败
 　defeat

［110］毒死
 　poison sb. to death

6. 英汉动宾补构式

两语言都有A B C D构式，但相比而言，英语的此类构式远远多于汉语，因为汉语自15世纪起，这种构式已基本被A B D
 C构式所替代（参见第八章），例略。

7. 汉词英体

汉语在用实意性词语作结果补语时，有时可转用英语的时体形态标记来表示，例如：

［111］新工厂已建成
 了
 ：The new factory has been
 built.

亦有学者主张将“过”、“了”等一类词视为表示体概念的形态标记，这样汉英两语言就可在“体”上对等使用，例如：

［112］你吃过
 早饭了
 吗？


可直接译为：

［113］Have
 you had your breakfast？

8. 汉补英状

汉语中很多表示结果的补语可直接译为英语的状语，位置也可移到动词前面，例如：

［114］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
 。


可译为：

［115］The room has been completely
 cleaned.

英语用宾语补足语来表示结果为一常见构式，这里可用带to或不带to的动词不定式，用带to be或不带to be的形容词，用动词的现在分词或过去分词，用名词或副词等来表示汉语的结果补语，还可用介词短语，当然它们用来表示结果的情况并不相同，有些使用频率较高，如用分词、形容词和副词，用名词表示结果的可能性较小。这仅是笔者一个直观的感觉，尚有待具体数据佐证。

值得注意的是，在将下一例按照B C D词序排列的英语句子

［116］get yourself ready

译为汉语时，必须作词序调整才符合习惯表达：

［117］
*
 准备自己好


［118］自己准备好


此类英语句子译为汉语时更多地要借助“了”、“得”、“把”，如：

［119］made clothes dirty

有多种说法：

［120］弄脏了衣服


［121］弄得衣服都脏了


［122］把衣服弄脏了


［123］把衣服弄得脏兮兮


有时也可用拷贝句来翻译这类英语句子，如：

［124］wash the clothes clean

［125］洗衣服洗得干干净净


9. 英汉结果状从对比

英汉两语言中都有表示结果的状语从句，其中既有对应的地方，也有各自的独特之处，例如：

［126］他没有把时间计划好，结果他没能完成这项工作。


［127］He didn’t plan his time well，so that he didn’t finish the work in time.

汉语的普通动结构式也可转译为英语的结果状语从句，例如：

［128］我们急得吃不下晚饭。


［129］We worried so that we could not eat our supper.

10. 更换句型

汉语中有些动结构式可换译为英语的其他句型，例如：

［130］她们那时渴得要死。


可译为：

［131］They were dying for a drink.

又例：

［132］他的眼睛都熬红了。


可译为：

［133］His eyes became bloodshot from lack of sleep.

英汉表示结果的10种基本形式都是在“基于用法模型”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通过对比亦可见，尽管英汉两语言都有基本相同的动结构式，但它们的应用范围各不相同，出现频率也有较大差异。熟悉汉语动结构式，掌握英语的基本表达形式，对照它们之间的同和异，才能更好地了解母语，学好英语。

翻译难以走对应之路，当以灵活处理为本，这才能在英汉互译中应变自如，出神入化。


[1]
 　汉语的补语与英语的补语不同。英语的补语有两大类：主语补语和宾语补语，前者含传统上所说的主系表构式，参见Quirk等（1972）。

　　汉语界不同学者对补语的解释和分类不尽相同。文中对补语的描写结合了各家说法的主要观点。张志功（1953：196—200）主张将补语分为5小类：（1）结果；（2）趋向；（3）目的；（4）程度；（5）情状。丁声树（1961：56—58）把补语分为4小类：（1）结果；（2）程度；（3）趋向；（4）受事、时间、处所。缪锦安（1990：12）则将补语先分为2类：简单式补语（不带“得”）和复杂式补语（带“得”），这两者相当于朱德熙（1982：125）所述的“粘合式述补结构”和“组合式述补结构”。缪锦安又将简单式补语分为9小类：（1）受事；（2）受命行事；（3）趋向；（4）感受；（5）程度；（6）被描述者；（7）评述；（8）次数；（9）时间和处所。后者又分为2小类：依从和描述。


[2]
 　这里没用S、V、O、C/RP，其主要原因是这四者分别代表了主语、谓语、宾语、补语/结果短语，它们都只代表了句法成分。而本章主张从概念结构角度进行分析，故而用A、B、C、D来指代各个部分，参见第八、九章。

另外，按照图7.1和7.2所述，谓语部分包括主动词和结果补语，但为了细致分析的需要，我们在下文论述中将谓语与补语分开来论述，并分别用B和D来表示。


[3]
 　也可能是分句的语法主语与补语之间的语义关系更为紧密，此时补语的题元可投射到主语上构成小句，例如：

　　老师站累了。

可分析成：

　　站［老师　累］

当然，“站”的施事性题元也是“老师”，但该句所传递的主要信息是“累”，因此作上述分析有其道理。


[4]
 　另外，汉语中还有“准宾语”一说，参见丁声树（1961：38），他主张将动量词视为与宾语性质相近的准宾语。


第八章　汉语中的BD构式

现代汉语常将表示结果的D提前与表示动作的B结合为一个动结式词组，本书将其称为BD构式。本章重点论述汉语中BD构式的运用情况、基本分类、组合特征、词性分布规律等。第三节论述了D为趋向动词时的用法特征和基本规律，并尝试从认知角度对其表达理据进行分析和解释。第四节扼要介绍了BD构式形成的简史和原因，并简述了“得”和“个”的语法化过程。

第一节　由“动作＋结果”构成的BD构式

1. 引言

现代汉语的基本语序是SVO，这是从大处着眼得出的结论；若从小处着眼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仍有一些微观调整，如：汉语中动结构式就是一例，这也可从体认（体验＋认知）角度作出合理解释。

第七章中的图7.2清楚地表明了该构式的正常句法顺序，它完全符合实际动作发生的顺序，句法结构顺序［2］是由概念结构顺序［1］所决定的，这当为动结构式的原型性表述顺序，充分显现出语言中的顺序象似性规律，句法结构是对动结概念结构进行语法化的结果：

　　　　　　　　　　A　　　B　　　C　 　D


［1］概念结构顺序：施力者＋动作＋对象＋结果



［2］句法结构顺序：主语 ＋ 谓语＋宾语＋补语


　　　　　　　　　　S　　　V　　　O　　R（RP）

第七章中的“例［4］张三打（得、个）李四（个）直流血”就是根据上述动结构式的原型概念结构及其实际发生时间顺序而形成的自然表达形式，这种A B C D思维顺序，以及基于其上语法化出的S V O R表达顺序，在先秦时期和汉代的文献中还多有运用。从汉代起逐渐出现了特殊的BD构式，即将表示结果成分的D提到动作对象C的前面、谓语所表动作B之后，这就形成了汉语中一种常见的动结式概念结构“BD＋C”。由于B与D两者经常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一个双音节的“词”或“词组”，这就是“BD动结构式”，可简称为“BD构式”。

本书所论述的BD构式是以双音节为主体，D可体现为动词（包括不及物动词和及物动词）或形容词，BD可体现为一个词或词组。也就是说，BD构式包括“动结式词”和“动结式词组”，将它们统称为“BD构式”可避免一些无谓的争议（参见第二节）。

我们知道，英语中有一部分概念可用两个不同的词（或词语）来分别表示同一“动作过程”和“过程＋结果”，例如：

　　过　程　　　　　　　结　果

［3］look（看）
 　　　see（看到）


［4］look for（找）
 　 find（找到）


［5］listen to（听）
 　hear（听到）


［6］hit（打）
 　　　break（打碎）


这就是说，英语母语者在认识这类动作时注意到了“过程”与“结果”的区别，开启了动作进程中的不同“注意窗”，可将注意力分别聚焦于一个动作的不同阶段。这就是我国部分初学英语的同学常用错上述动词的主要原因，如进行体主要是表示动作过程的，当与表示过程的动词连用才算正常搭配，一般不与表示结果的动词（特别是终止性动词）连用；完成体主要表示动作的结果状态，可用表示结果的动词，一般不与表示过程的动词（延续性动词）连用，若要用，一般需加表示时间长度单位的for短语或since短语等，例如：

［7］A：What are you looking for？

　 　 B：I am looking for my key.

［8］A：Have you found your key yet？

　 　 B：Not yet.

中国学生有时一不小心就会说出这样的句子来：

［9］*
 What are you finding？

［10］*
 I have looked for my key.

英语可用不同的单词来表示动作的过程和结果，这一区分还常借用不同的语法体来实现（参见下图），有时也可在动词后接不同的小品词或副词来表示过程或结果，例如：

[image: 2239-01]
图8.1



汉语常常在动词后面直接加上一个表示结果的动词或形容词就可达到同样效果，也可在动词后加诸如“得、了、过”
 等体助词来表示动作结束或结果。还可将表示结果的D前移到B后面，从而形成一个动结式的“BD构式”，这在汉语中已成为表示动结事件的常规用法，充分体现了汉语的经济性原则（参见王寅，1996，2007c）。

与例［3］至［6］所举英语例子相比，汉语表示结果的BD构式在结合使用过程中，“动作”与“结果”这两个语义成分还能被明显地区分出来，而在英语的see，find，hear等词中，却难以从形式上区分出动作和结果的义素。

我们也可将这种BD构式视为一个完形整体，这依旧符合汉语宏观的SVO基本顺序。例如石毓智（2006：25）就主张将受事名词视为整个BD短语的宾语，他举的例子是：

［11］他吃圆
 了肚子。


［12］他哭湿
 了枕头。


例［11］中的“肚子
 ”就可析为“吃圆
 ”的宾语，例［12］中的“枕头
 ”可析为“哭湿
 ”的宾语。

2. BD构式与非BD构式

根据顺序象似性原则可知，句法成分上的顺序可以直接反映概念上的顺序和时间上的顺序，如句法表达形式［2］是概念结构［1］的语言体现，即前者是对后者的语法化，这与动结构式的体验性完全相吻合。

但经验还告诉我们，“动作”和“结果”这两者常在时间上紧密相连，此时人们就倾向于将它们概念化为一个整体，一方面可将其词汇化为一个单词（这也可说明表示动作和结果的意义不一定非用常规的BD构式不可），另一方面也可将其语法化为BD构式，这也体现出距离象似性原则：概念上靠得近的成分，其对应的句法成分也应靠得近，例如：

［13］Break the box open.

［14］Break open the box.

下一句比起上一句来说更含“一打就开”的意义。此时，为了突显“动结”概念之间的紧密关系，顺序象似性原则就让位于距离象似性原则了。汉语中也有类似的现象，例如：

［15］逼杨白劳死，可他偏不死。


［16］
*
 逼死
 杨白劳，可他偏不死。


例［16］中的“逼
 ”与“死
 ”距离靠近，更含有他已“死
 ”之义，所以后面再接着说“可他偏不死
 ”，语句似乎就有毛病了。而在例［15］中，“逼
 ”与“死
 ”中隔了一个“杨白劳
 ”，两者距离相对要远一点，因此前半句可用来表示“意向”，尚未成为事实，后面就能接“可他偏不死
 ”。又例：

［17］小王追累
 了她，明天不能上班了。


［18］小王追她太累，决定另选目标。


我们凭语感不难体会到，例［17］的前半句更像是一个事实，表明小王已经累了，而例［18］更含有“推测”之义，不一定表明他当下真的追累了。

从上文分析可见，若同时存在A B C D和A B D C两种表达形式，BD构式（后者）比起非BD构式（前者）来，由于表示结果的D与表示动作的B在距离上紧密相靠，根据距离象似性可知，两者在概念上也应当是紧密相靠的，这就使得该构式所表示的动作与结果之间的关系显得更为密切，自然也就含有“结果随动作已出现”之义了。

第二节　BD构式的分类

BD构式根据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分类：

（1）根据能否插入表示结果或情态的形态标记（亦有学者将其称为“结构助词”）分为两小类；

（2）根据BD中D的词性分为两小类。

下面分别对这两种分类进行详细阐述。

1. 能否插入形态标记


1）能插入形态标记


在BD构式中能插入诸如“得”、“个”、“不”
 等形态标记，如：

［19］打死　打得死，打个半死　打得个半死，打不死


［20］吃饱　吃得饱，吃个半饱　吃得个半饱，吃不饱


［21］听懂　听得懂，听个半懂　听得个半懂，听不懂


［22］写完　写得完，　　？　　　　？　　　写不完


从这些例子可见，BD之间能插入形态标记的情况分布并不均匀，如“打死、吃饱、听懂
 ”可被插入的成分较为灵活，而“写完
 ”能被插入的成分就受到一定的限制。


2）不能插入形态标记


也有部分BD构式不能插入形态标记，如：

［23］改进、改善、认定


等。由于汉语这类构式分别是由表示动作和结果这两个语义成分构成的，如仅发生了动作而没有出现相应的结果，就会出现如下的说法：

［24］引进：引而不进


　　　嫁接：嫁而不接


　　　移植：移而不植


据此，例［23］似乎也可说成：

［25］改而不进、改而不善、认而不定


汉语界曾就这种BD式是“词”还是“词组”出现了重大分歧，且争论得还较为激烈（宋亚云，2007：176）。有的学者认为不必区分；还有的学者认为应当区分，但提出了不同的标准，如朱德熙（1982：126）认为，可根据BD结构中能否插入形态标记将其分出“动结补语”和“动结复合词”，且还指出前者较为灵活，可分开也可合用，其中还可插入一些形态标记；而后者则不行。还有的学者提出可用语义关系的紧密程度作为区分标准。特别是在TG理论框架中研究此类现象更重视作此区分。我们认为，上述学者强调区分“BD词”和“BD词组”的主要原因可归结为以下两点：

（1）对于TG学派来说，这一区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词”划归于词库（词有意义），“词组”划归于句法（句法组合规则没有意义，在组合过程中不增加任何意义）。若BD结构属于前者，TG学派就不必在句法理论中详细研究BD词，可将其交给词库作统一处理；若BD结构属于后者，就必须在句法理论中研究它，因此这一区分对于运用TG理论解释动结式是十分重要的。

（2）这一区分还涉及BD结构的出现时间和数量。若坚持BD结构必须是一个“词”，则此类表达式数量也就较少，且在汉语中出现的时代也较晚；如认为BD可以是词组，则在汉语中出现这类表达式的时代就较早，数量也较多。

可是，区分“词”和“词组”谈何容易。用语义关系紧密、中间不能插入其他成分作为标准早已被证明不可靠：“语义关系紧密”这话说得较为空洞，不同的人对“紧”与“松”有不同的理解，可谓人言人殊。而且将“能否插入其他成分”作为区分标准也颇有争议，如列在《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上的65，815个词中，其中许多词就可以拆分开来使用，例如：

［26］幽默、破案、吃苦……


等，可分别说成

［27］幽他一默、破不了案、吃得了苦……


等等。

另外，在这些词中还包括很多成语、熟语，它们是词？是词语？还是小句？这也是一个仁者智者，各有所见的老问题。

构式语法将“构式”视为语言的基本单位，它们存在于语言的各个层面，因此，不管这种动结式是“BD词”还是“BD词组”，它们都是构式，可用“构式本体”来统一汉语界“语素本位”、“字本位”、“词本位”、“词组本位”、“小句本位”等观点，从而这些争论在构式语法理论框架中也就自然消失了，也避免了上述难题。

因此，我们所说的BD构式既包括“BD词”也包括“BD词组”，主要以双音节为主，也包括少量的三音节或多音节，其中可能B是双音节，也可能D为双音节，前者的例子如：

［28］
分配
 光、抑制
 住


后者的例子如：

［29］弄清楚
 、整明白



也有个别都用双音节的，如：

［30］排列整齐、解释明白


等。

Givón（1971）的一句名言或许也可帮助我们认识到区分词与词组的困难，他指出：

Today’s morphology is yesterday’s syntax. （今天的词法曾是昨天的句法。）

后来他又补充说：

Today’s syntax is yesterday’s discourse. （今天的句法曾是昨天的章法。）

Givón（1979：209）将这一思想进一步总结如下（“＞”意为：前实后虚，语法化程度逐步增强）：

［31］Discourse＞Syntax＞Morphology＞Morphophonemics＞Zero


　　　章法＞句法＞词法＞词素音位＞零


可见，在语言发展长河中，词和词组，词法和句法，一直处于不断流变的动态过程之中，企图强行将它们切分开来，似乎是没有必要的，也是办不到的事情，既然如此，我们为何还要费此周折呢？构式语法将其做模糊处理，自然就显得棋高一着了。

另外，从图7.2可见，在B和D之间还可插入很多其他词语，诸如：得、了、个、过、不、到
 等，此时D的音节数量变化较多，从单音节、双音节，直到n音节都有可能，例如：

［32］吃得准
 、吃得舒服
 、吃得直冒汗
 、吃得浑身缓和
 、吃得太阳都下山了
 ……


我们将这类情况统称为“B得D”构式，只是其中的用法有不同，特别是D的语义指向较为复杂，参见第九章。

2. D可用形容词或动词

从词性角度来说，BD构式中的D包括两种情况：形容词或动词。即BD构式包括“V＋形”和“V1
 ＋V2
 ”两类。


1）动词＋形容词


BD构式中的B为主要动词V1
 ，后可以接用一个形容词作补语，表示因某一动作而使其后的名词短语处于某种状态D之中，王力（1980：466）将其称为“外动词＋形容词”，例子参见第七章例［53］。

当然，汉语中有些作D的形容词演变自其对应的动词，如胡敕瑞（2005）曾指出，“破”可出现于动结构式作补语的位置上，此时自身可兼有“动作”和“性状”两种语义特征，从上古到中古，其“动作”语义特征渐趋削弱，而“性状”语义特征日益突显，这也可运用认知语言学中的“注意窗”和“突显原则”做出合理的解释：若人们主要关注其动作性的过程，则它就更具有“动作”的语义特征。我们知道，BD构式中的动作义主要是由B来表达的，此时D的动作义就会与B的动作义相融合，很可能D的动作义就被B所掩盖，其表示“性状”的语义特征得到了注意和突显。


2）动词1＋动词2


BD的两个部分可分别由两个动词（V1
 ＋V2
 ）组成，王力（1980：466）将其称为“外动词＋内动词”。这一用法又可细分为以下6小类：


（1）及物＋及物


从原型意义角度来说，前一个动词（即V1
 ）多为及物动词，就其根源来说，它要作用于一个宾语对象，后一个动词（即V2
 ）多为不及物动词，表示该对象宾语在V1
 作用下所产生的后果，这一结果应具有不及物性。但这并不是说，BD构式中的D就一定不能用及物动词，如例［15］和［16］中所举的例子，在“吃得
 ”和“听懂
 ”中的V1
 “吃”和“听”都可作及物动词，V2
 也可作及物动词。


（2）及物＋不及物


正如上文所说，BD构式（B用动词）的最典型用法当为：及物动词＋不及物动词，这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虽说V2
 可用及物动词，但相对于不及物动词来说，其数量还是少很多，V2
 主要应是不及物动词。

据此，该构式的原型用法可表示为：

［33］B　　＋　　D　 ＋　　C

　　　V1　　
 ＋　　V2　
 ＋　　O

　及物动词　不及物动词


［34］刮　　　　倒　　　　树


［35］毒　　　　死　　　　人


又例：

［36］砸碎、推翻、踢倒、拿走、打败、堵死、说完……



（3）不及物＋不及物或及物


主要动词（即V1
 ）也可为不及物动词。这一构式也很好理解，不及物动词可以没有自己的动作对象，但却可作为“原因”引出一个结果来。这就是为什么有学者主张采用“小句分析法”的原因：将CD视为一个小句，作主要动词的补语（参见第七章第二节）。又例：

［37］与其在家被饿死
 ，不如出去闯闯。


［38］睡着、飞掉、站住、走光、昏倒……


朱德熙（1982：126）认为，动结构式之所以为及物或不及物，与主要动词V1
 是否具有及物性没有必然联系，如“哭”为不及物动词，可是动结构式“哭哑”却可能是及物的，如“哭哑了嗓子”。“买”是及物动词，可是动结构式“买贵了”却可能是不及物的，如

［39］这辆车买贵了。


而不能说

［40］
*
 买贵了这辆车。


我们认为这样的例子不是很多，不必作为一条基本规律。再说“哭”还是能用作及物性的，如在

［41］哭死人


［42］哭亲娘


中，“哭”就可析为及物动词。这就涉及上文所说的“真宾语”和“假宾语”的问题。另外，在“哑了嗓子”中“嗓子”究竟是主语还是宾语，这恐怕也是一个仁者智者，各有所见的问题。

王力（1985：117）认为第二个动词（即V2
 ）须是不及物动词，如在：

［43］睡过了时间。


中的“睡”为不及物动词，“过”也是不及物动词。表面上看“时间”接在动词“过”后面，但实际上可以是“时间过了”之义。

宋亚云（2007：176）曾指出：大多数学者都使用一条严格的判断动结式的标准——“V2
 自动词化标准”，即V2
 应为不带宾语的不及物动词。这也是学者们对于汉语中何时才有动结构式出现了重大分歧的主要原因，若认为V2
 必须是不及物动词，汉语中的动结构式就出现得较晚。

但是，我们也发现V2
 可以是及物动词，这就可能使得整个动词词组具有了及物性，例如：

［44］玩忘了时间。


则“忘”为及物动词，“时间”作“忘”的宾语。有时亦有难以判断的情况，如：

［45］跑丢了钥匙。


中的“丢”究竟是及物（丢了钥匙）还是不及物（钥匙丢了），好像两者都可，这似乎可用“作格现象”做出较好的解释。

很多学者认为，大部分V2
 是不及物动词，特别是V1
 是及物动词时V2
 也用及物动词的例子较少。但V2
 也有用及物动词的，如例［44］中的“忘”，《现代汉语词典》（2005年第5版：1410）中就列出了它的很多及物性用法：

［46］忘本、忘恩负义、忘情、忘我、忘形


等。因此我们同意宋亚云（2007：181）的观点：不及物动词充当动结构式中V2
 的占绝大多数，用及物动词充当V2
 的只是少数。


（4）动词＋到、成、见


“到”和“成”多表示一个动作过程的结果，意为所“到达”或“成为”的状态，接在动词后自然就有了表示“结果”的意思，如：

［47］来到、想到、拿到、说到……


［48］变成、摆成、连成、改成……


“见”原义是指“看到的结果”，因而就有了：

［49］看见、遇见、望见、听见


等动结式BD构式。


（5）动词＋过/了


“过”的本义为“经过”、“到了动作的结束点”，自然就有了“结束”之义，后经语法化过程虚化为表示“过去”的体概念形态标记，如：

［50］数过、说过、写过、抓过……


“了（liǎo）”在秦以前还不见用，汉魏以后，主要用于表示“明白”、“结束”之义（曹先擢，1999：312），如：

［51］了解


［52］了如指掌


［53］不了了之


［54］一了百了


后由“结束”义语法化为体形态，表示动作或变化“已经完成”，此时也从原来的读音“liǎo”弱化为“le”。

另外，这两个表示体概念的“过
 ”与“了
 ”还可连用，如：

［55］吃过了、看过了、读过了


但在否定句中两者不连用：

［56］没吃过


［57］吃不了


“过
 ”和“了
 ”还可接在其他结果补语之后，形成“三合式”或“四合式”构式（王力，1985：122），如：

［58］听见过


［59］送上去过


我们还发现五合式的动结构式，例如：

［60］走不进来了


［61］吃不下去了



（6）动词＋趋向动词


D还可用趋向动词。由于这一部分内容较多，相对于英语而言也较为特殊，因此本书专门列出一节加以论述，参见下文。

第三节　D可用趋向动词

主要动词（即V1
 ）可为及物或不及物动词，其后可接表示趋向的不及物动词，如：“进”、“出”、“上”、“下”、“来”、“去”、“起”
 等，例如：

［62］引进、推出、爬上、跌下、拿来、走去、跳起……


有些学者主张区分动趋式与动结式，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表示趋向的词语也可理解为主要动词所产生的结果，如例［62］中的“引进”、“推出”
 等，我们也可理解为“引
 ”的结果是“进
 ”，“推
 ”的结果是“出
 ”等。因此本书暂且将两者都视为动结构式。

现将汉语中可用作趋向动词的简单式和复合式列表如下（摘自缪锦安，1999：33。我们根据吕叔湘（2007：17）所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增加了“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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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见，D主要是表示动作B的方向或趋向，相对于不同参照点又可细分为两小类：

（1）相对于发话者的趋向：来、去


（2）相对于某一点的趋向：上、下、进、出、回、过、起、开、到、拢


在实际语言表达中，可能会同时涉及这两个参照点（Reference Point），既可以发话者为参照点，也可以实际场景或其中的某一处为参照点，这就出现了两小类趋向动词重叠使用的情况，例如图8.2中所举的例子，B本身就可为一个趋向动词，D也是一个趋向动词，如“来
 ”和“去
 ”：

［63］上来、下来、进来、出来、回来、下去、进去、出去、回去……


从这些组合来看，只能重叠使用两个不同参照点系列的趋向动词，而不能重叠使用相同参照点系列的趋向动词。当我们说：

［64］来去自由，上下方便


时，它们都是用作实意动词，第二个词不是趋向动词，即不是BD构式。

在例［63］的基础上还可能再加上一个表示运动的实意动词，如：

［65］爬上去、跌下来、引进来、走出去……


它们也都是BD构式，只是D含有两个趋向动词了。与例［63］道理相同，只能是不同参照点系列的趋向动词才可连用，例［63］中的“来
 ”和“去
 ”是相对于发话者的，而其他趋向动词都有其特定的语境参照点，如“上”、“下”、“进”、“出”
 等就是相对于发话者所在场所或场所中某一点而言的。为何两者连用时“来
 ”和“去
 ”总是位于后面，我们认为原因有三：

1. 趋向动词连用的原则

我们知道，汉语中的动趋构式较为复杂，变化颇多，吕叔湘（2007）在《现代汉语八百词》第38到45页中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动趋式的四种句型以及诸多变体，并详述了趋向动词轻重读法的诸多条件。本节主要从BD构式角度论述趋向动词的连用顺序。


1）先大后小、先远后近的原则


第（2）类趋向动词主要是相对于场所或场所在某一参照点而言的，而第（1）类趋向动词是相对于发话者而言的，由于场所要大于发话者，人在场所中，参照点就常遵循“先大后小”、“先远后近”的原则，总是先“进”或“出”某个场所，然后再参照发话者，例如：

［66］走进教室来


中的“进
 ”是相对于教室或教室门来说的（当然也间接地相对于发话者），“来
 ”是相对于发话者而言的。讲这句话的人是位于教室之中的，他按照自己的立场来认识和描写这个事件，并按照实际动作的方向和顺序来组织这个句子。

仔细想来，这一原则与汉语中对场所描写总依据的“先大后小”原则是一脉相承的，如我们在描写地址时，总归是遵循着从大到小的顺序（与英美人的表达方式正好相反），如：

［67］重庆市 沙坪坝区 壮志路33号



2）顺序象似性


若我们仔细思考一下“走”、“进”、“来”
 这三个动作的顺序，就会发现它们是严格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只有先“走
 ”，然后才能“进
 ”，进了之后才能“来
 ”，尽管“进
 ”和“来
 ”都可作结果补语，但这两种结果还有先后之别，这可用顺序象似性（Iconicity of Sequence）作出合理解释（参见王寅，1999：137—145；2001：361—368），也完全符合汉语常按照时间顺序组织语句的规律，这就是我们常将汉语称为“临摹式”语言的原因，即按照实际动作发生的顺序组织词语，例如：

［68］他从北京坐火车经西安到重庆
 。


［69］我们已经做完了
 这个实验。


若这类BD构式带的不是处所宾语，而是受事宾语，其语句顺序的变化形式较多，如：

［70］一个纸条塞进来。


［71］塞一个纸条进来。


［72］塞进一个纸条来。


［73］塞进来一个纸条。


也就是说，作为受事宾语的“一个纸条
 ”用法十分灵活，可填入“塞进来
 ”的任何位置，现图示如下（“【】”表示插入受事宾语的槽位）：

［74］【】 塞 【】 进 【】 来 【】


这同样可用顺序象似性作出合理解释，何时讲哪一句话取决于发话者对场景中事件的识解。首先，“塞进来
 ”的相对位置没有变，是严格按照时间顺序组织起来的，至于“一张纸条
 ”的位置，则取决于讲话人对其作出的具体识解：在例［70］中发话者是以“一张纸条
 ”为出发点来论述的，而其余三句则是先从动作“塞
 ”说起的。例［71］给人的感觉是先有动作“塞
 ”，而且“塞
 ”的对象为“一个纸条
 ”，这两者首先被识解。

至于例［72］中先说“塞进
 ”，则更加突显了场所参照点，好像在描写发生了“塞进
 ”这个动作之后“一个纸条
 ”来了。而例［73］更加突显了场所和发话者这两个参照点，“塞进来
 ”作为一个连贯的动作被识解。

这四句话再与“了
 ”结合起来，情况就更复杂了。汉语BD构式有一规律，“了”可以插入BD中间或位于其后，即出现两种表达：

［75］B 了
 D（也有部分BD构式中不可插“了”）

或

［76］BD了


这同样可用顺序象似性作出合理解释。“了”接在动词或形容词后面表示动作或变化已经完成和结束，因此［75］将“了
 ”置于中间，突显了动作结束后才出现了结果D，而［76］更偏重于将BD识解为一个整体，即将“动作＋结果”视为一个动作完形，然后用“了
 ”来表示其亦已完毕。据此，上述四个句子分别就有对应的八种表达形式：

［77］一个纸条塞了进来。


［78］一个纸条塞进来了。


［79］塞了一个纸条进来。


［80］塞一个纸条进来了。


［81］塞进了一个纸条来。


［82］塞进一个纸条来了。


［83］塞进来了一个纸条。


［84］塞了进来一个纸条。


［85］塞进来一个纸条了。


例［81］将“塞进
 ”视为一个动作，“了
 ”置于其后；例［83］依据［76］的规律插入“了
 ”，将“塞进来
 ”视为一个动作整体；例［84］则是根据［75］的规律插入“了
 ”。

例［85］中是用于句末的“了
 ”，与上述的“了
 ”用法稍有不同，但也表示某种情况已经出现或将要出现。


3）先过程后结果原则


我们再仔细考察一下第（2）类趋向动词，它们或多或少还具有动作过程之义，只是相对于主要动词（如“走
 ”）来说，更显得像“结果”或更接近于“结果”，因为必然先是“进教室
 ”，只有进入了教室之后才有“来
 ”可言。按照顺序象似性原则，将它们置于“来到
 ”和“去了
 ”之前也在情理之中。按照这一分析，我们就会发现以下两例是不可接受的：

［86］
*
 走教室进来


［87］
*
 走进来教室


因为它们违反了上述三条原则，不符合实际动作顺序：“教室
 ”不应当出现在“进
 ”之前，也不能出现在“来
 ”之后，因而是不可取的。

另外，由于表示趋向动作的D相对于表示主要动作的B而言，意义要轻一点，所以在现代汉语中D多读轻声。当多个趋向动词连用时，一般是最后一个词轻读，如例［66］中的“来
 ”要轻读，而前面表示过程的“走
 ”和“进
 ”要重读。

2. BD构式与C的相对位置

在D用趋向动词的BD构式中，其后所接名词短语的位置较为复杂，朱德熙（1982：129）认为，这主要与以下三个因素有关：


1）“一般宾语”与“处所宾语”之别


若为一般宾语，其位置较为自由，参见下文例句；若为处所宾语，则只能插在复合补语的中间，如例［66］中的“教室”，只能插在“进
 ”和“来
 ”之间。我们尝试对这一现象背后的认知机制进行了分析，参见上文所述的三个原则。


2）“有定宾语”与“无定宾语”之别


在一般宾语中还要作“有定”与“不定”的区分，因为无定宾语比起有定宾语来位置更为自由。

若这个一般宾语为有定宾语，我们只能说成：

［88］拿那本新书出来。


［89］拿出那本新书来。


［90］
*
 拿出来那本新书。


比较：

［91］拿一本新书出来。


［92］拿出一本新书来。


［93］拿出来一本新书。


可见，有定宾语“那本新书
 ”的位置只有两种，而无定宾语“一本新书
 ”的位置有三种，位置更为灵活。


3）“及物动词”与“不及物动词”之别


若B为不及物动词，宾语位置不能出现有定名词短语，如不可说：

［94］
*
 飞进来那只苍蝇。


而只能用不定名词短语：

［95］飞进来一只苍蝇。


例［94］可改为：

［96］那只苍蝇飞进来了。


我们还可说：

［97］一只苍蝇飞进来了。


这就是说，不定名词短语可自由地出现于这类句型的主语或宾语位置，而有定名词短语只能出现在这类句型的主语位置，而不能出现在宾语位置。又例：

［98］张小姐跑回去了。


例中“跑”为不及物动词，宾语位置上可出现不定名词短语，而不能出现有定名词短语，此时需用有定名词短语作主语，因此不可说：

［99］
*
 跑回去了张小姐。


下面两句却是可以接受的：

［100］一个人跑回去了。


［101］跑回去一个人。


第四节　BD构式的发展简史和成因

1. BD构式简史

从概念的重要性角度来说，汉语原来的B和D两个词可分别为独立运用的实意动词，两者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证据之一是：古汉语中两者之间能用“而”来连接，形成并列构式，如：

［102］推广之


可说成：

［103］推而广之


又例：

［104］射中


可说成：

［105］射而中之


再例：

［106］散去


可说成：

［107］四散而去


等等。又如：

［108］袭虞，灭之。《左传·僖公五年》


［109］袭灭虞。　《史记·晋世家》


我们知道，《左传》为春秋（前770—前476）末期的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成书于公元前5世纪，而《史记》为西汉司马迁于公元前1世纪所作，同一事件在经过约400年之后，其描述方式从并列构式改为动结构式。

随着动结式构词法的广泛运用，汉语中逐步形成了大量的BD构式，其句法位置逐步固定，两个独立运用的实意动词的重要性产生了一定的区别。一般说来，就动作性而言，V1
 比V2
 更为重要，可就信息轻重而言，人们有时更加关注动作所产生的结果。BD构式中的B多表示动作本身，常可视为“原因”或“方式”等，D表示动作的“结果”，因此B和D之间常具有“因果关系”，这也是确定动结构式的主要依据。

王力（1980：466；1984：115—116）认为，BD动结构式的产生，是汉语语法的一大进步，因为在产生BD构式之前，汉语书面语主要采用“致动结构”，用一个单字动词接一宾语来表示，如（摘自王力，1980：466）：

［110］小之


　　　 正之


　　　 广之


　　　 洁之


　　　 死之


　　　 活之


很明显，这一表达不是很精细，如人们可有很多方法使得一个事物变小，可有若干方法处死一个人或动物，而上述表达则过于粗犷，忽略了具体动作的方式，未能表达出“如何使其变小”、“如何使其清洁”等意义，汉语后来发展出的动结构式正可弥补这一缺憾，可使我们将思想表达得更为精细和完善。

BD构式究竟起于何时，现在只能提出一个大概的时间。有学者认为殷周时期就有了这种构式，而王力（1980：467）在《汉语史稿》（最早出版于1958年）中则认为，这种BD动结构式（王力将其称为“使成式”）产生于汉代，逐渐扩展于南北朝，普遍应用于唐代。宋绍年（1994）、吴福祥（1999）、宋亚云（2007）、张斌、胡裕树（1988）等学者都持这一观点。

张斌、胡裕树（1988）指出，先秦时期的动词很少紧接使用结果补语，即动结构式尚不多见。这种构式到了汉代才较为多见，此后逐步流行，沿用至现代，且所表达的意义也更加多样，形式也更为灵活。也有学者认为该构式的出现要晚于汉代，可能出现于南北朝时期（参见李讷、石毓智，1997a）或六朝隋唐时期（参见太田辰夫，1958/1987；梅祖麟，1991；蒋绍愚，1999）。

在《尚书》中虽出现了“扑灭”这一BD构式，但在《老子》中还有“使心不乱
 ”，《孟子》中还有“助苗长
 ”、“助之长
 ”，《荀子》中有“使天下乱
 ”等B C D表达式。这类构式在东汉时期的文献中还有使用，如《论衡》中还运用了诸如：

［111］使之去


　　　 使太平绝


　　　 使吾国亡


　　　 使霜降


　　　 使天柱折


等表达形式。

但也是从这个时期起，汉语逐渐出现了一种特殊的BD构式，即将表示结果成分的D提前到C之前、B之后，这就形成了汉语中一种特殊的动结构式“B D＋C”的表达顺序，由于BD经常紧密结合形成一个双音节的“动结词组”或固定为一个“词”，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本书所说的“BD构式”。如《史记》中出现了较多的BD构式，诸如：

［112］攻杀、弑代、伐取、攻出、激怒、辩明、推高、减轻、填满


等。在东汉时期的《论衡》中也有很多：

［113］击折、摧折、消却、删去、除去、隔绝、毁败、激怒


等。

到了南北朝及其后的唐朝，BD构式更为普遍，出现了诸如：

［114］驱走、斥退、放去、吹散、唤起、压倒、吹散、说出来


等词语。唐朝诗人李白、金昌绪、李商隐的诗句中也用了很多BD构式，如：

［115］无令长相思，折断
 绿杨枝。


［116］
打起
 黄莺儿，莫教枝上啼。


［117］无端嫁得
 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


但此时的B C D构式并没有绝迹，如《隋唐嘉话》中尚有这样的句子：

［118］未尝放我过
 。


唐代诗人杜甫的诗句中也常有B C D构式，如：

［119］石角钩衣破
 ，藤枝刺眼新
 。


［120］检书烧烛短
 ，看剑引杯长
 。


在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中还有：

［121］不能收拾身起。


元末明初施耐庵所著的《水浒》中尚存有此类用法，如：

［122］王婆收拾房里干净了。


王力（1980：470）认为，至少从宋代以后，B和D两者的结合已经十分密切了。这就是石毓智（2002）所说的BD构式到了12世纪之后才成为常见现象，到了15世纪之后才盛行开来，此后B D C构式才基本代替了B C D构式，也就是说，汉语直到15世纪之后B C D构式才基本消失。

这样，BD构式大致成型于汉代，后使用范围逐步扩大，频率渐趋增高，经过1，000多年的沿用和发展，到了明朝才逐步固定下来，成为汉语中表示动结意义的主要形式。

2. “得”、“个”语法化简史


1）“得”语法化简史


“得”的原义为“获得”、“得到”，例如：

［123］得胜


［124］大得人心


等。随着唐宋时期开始普遍应用BD构式，“得
 ”就逐渐语法化成该构式中的形态标记，表示“结果”和“可能”。此时的“得
 ”虽仍可理解为“得到”或“可能得到”之义，但其义已逐步虚化为词缀。现代汉语中大部分表示动作或变化的动词都可接“得”表示结果。

当“得
 ”用作实意动词时，我们也可认为“得
 ”与“V2
 或形容词”一样都是B的结果补语，但由于“得
 ”字后面经常要出现其他成分表示具体的结果，它就逐步演变有了“提示某结果将出现”的功能，从而逐步走上了虚化的道路，成为一个表示结果补语的形态词。例如：

［125］你什么时候变得
 谦虚起来的？


［126］这景象让他看得
 心花怒放。


［127］他的几句谎言哄得
 那姑娘团团转。


很明显，在这几个例句中，“得
 ”的语义远没有其后的“谦虚起来”、“心花怒放”、“团团转
 ”来得重要，它只起到提示动作结果的作用，久而久之，“得
 ”字就虚化为表示结果的形态标记。

吕叔湘（1995：143）专门撰文分析了“得”字的演变趋势，从古代置于动词前面，如：

［128］不得而知


转为后置，如：

［129］气象四时清，无人画得
 成。


李讷、石毓智（1997a）也论及了“得”字的形态化过程，在该字语法化之前，它作为及物动词可用作D，基本顺序为“B D C”（在表示可能性时位置可为B C D），例如：

［130］又请得
 一解书人。


［131］二将听得
 此事。


杜轶（2007）也撰文论述了“得＋VP”和“V得O”之间的关系。在唐宋之时“得”与“趋向动词”和“宾语”之间的相对位置还有多种变化情况，此后“得”与其他相邻词语的结合紧密程度逐步成形，其顺序主要为：“得”与动词的吸力最强，“趋向动词”和“了”、“个”
 等次之，而“宾语”相对于这些表示结果的成分来说，倒显得最弱了，因此，当这些成分共现时，其编排顺序一般为：

［132］他吃得进
 饭，睡得着
 觉。


［133］谁能吃得了
 亏？


［134］
打得个
 张三两眼直冒金星。


［135］新来的领导听不得
 这种议论。


［136］他能钻得进来
 ，这才叫本事呢！


张斌、胡裕树（1988）认为，这种用“得”连接的补语始见于唐宋之际的白话。


2）“个”语法化简史


“个”，原写作“箇”，俗作“個”，其原义为“单独”、“身体或物体的高低大小”，如“个体”、“高个儿”等，先秦和汉时虚化为表示计算竹器或其他条状物的“量词”，如“竹竿万箇”，后又扩大使用范围，用以计算其他物件数量。后又进一步虚化为置于动词后面作补语，表示动词的“量”或“程度”之意，从而就有了表示结果或程度的意思，如：

［137］写个不停。


［138］笑个没完。


［139］喝个大醉。


［140］说得个不明不白。


还有一些词尚未彻底虚化为词缀，因此有学者将其称为“准词缀”，而有些已经虚化得较为彻底。林新平（2006：22）曾列出从“结果意义”到“完成体意义”的语法化链：

［141］结果补语→动相补语→完成体补语


有些词仅用来表示动作的结果，如“脏”、“湿”、“肿”、“断”
 等。而有些词经过虚化过程（语法化）可用作动相补语和体标记，虚化程度较高，最高的当算“着”、“了”、“过”
 一类的体标记，参见上文。“得
 ”和“个
 ”的虚化程度也较高。

3. BD构式的成因

我们认为，前移结果成分形成BD构式的主要原因有三：


1）双音化


汉语自汉代后倾向于接受

偶字易适，奇字难平

的发展思路，认为偶字具有音节平稳、节奏和谐的特点，这也就是《马氏文通》中所说的：

语欲其偶，便于口诵。

基于这样一个基本倾向，汉语中出现了以“双音构式（Disyllablization Construction）”为主流的发展趋势，采用叠字或双音叠韵的表达形式，从而形成了汉语中大量的双音词和四字格成语，使得现代汉语出现了“单音节站不住
 ”的现象（此为吕叔湘语，参见潘文国等，2004：171）。

或许，将一个单音节的B与一个单音节的D组合成一个BD构式，也是实现双音化发展趋势的手段之一，或者说，BD构式的出现受到了双音化趋势的影响，触动了表示结果成分的前移，将其与光杆动词结合成一个双音动词词组。


2）结构匀称


汉语常将除结果补语之外的一些成分前置作状语，表示目的、方式、程度、工具、地点、时间等，这样就可形成一个结构匀称的表达构式，因此汉语分句的基本顺序为：

［142］主语＋状语＋
谓语

 ＋补语＋宾语


从中可见，汉语围绕谓语形成了一个“状语＋谓语＋补语”的匀称配置结构。

其实仔细想来，这样的排列也还是符合顺序象似性原则的，置于谓语之前的状语也可理解为是先于谓语动作的，如人们心中先有目的、或想好某种方式、或准备好某种工具、或先存在于某一地点或时间，然后再来做某个动作，因此前置也是合情合理的，又例：

［143］在教室里掉了钥匙。


［144］钥匙掉在了教室里。


例［143］描述的出发点是人先存在于教室中，然后“在教室里
 ”发生了某事；而例［144］也是按照时间顺序组句的，先有动作“掉
 ”，然后再有该动作所引致的结果“在教室里
 ”。


3）意义密切


我们知道，动作与结果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当人们发出一个物理性动作之后，常期待某一结果的出现，因而将两者结合起来视为一个词组构式，也是合情合理的，这样就只好把动后语置于BD构式之后了。

这一解释也完全符合“距离象似性（Iconicity of Distance）”原则，概念关系若较为紧密，其对应的句法成分就当靠近，这也是补语D提前的认知动因之一。

第五节　结语

本章主要论述了汉语中BD构式（即动补式词组）的运用情况、基本分类、组合特征、词性分布规律等。此外还论述了D为趋向动词的用法特征和基本规律，并尝试从认知角度对其表达理据进行分析和解释，最后还介绍了BD构式形成的简史和原因，并简述了“得”和“个”的语法化过程。

BD构式在运用中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D的语义指向，它有时指向分句中的宾语，有时指向分句中的主语，有时还可兼指主语和宾语，情况较为复杂，我们拟在第九章论述拷贝构式时统一考察。


[1]
 　①在缪锦安（1999：33）书中，此两处为横线，意为不可说“开去”、“到去”，但我们认为，这两种说法还是可以接受的，如方言中会听到人们说“走去”。 “到去”分开来用的情况较多见，如“到教室去”，“到田里去”等。在孟琮等（1987：14—20）编写的《动词用法词典》中共列出了26个趋向词，其中就包括“到……来／去”。


第九章　汉语拷贝动结构式（上）

汉语常用拷贝句（即重复使用表示动作的B）在同一句中同时表示动作事件（B C）和动作结果（B D），这就出现了“B C＋B D”构式。迄今为止国内外已有很多学者对其做出了论述。我们基于自己所建立的拷贝句语料（1，195条例句），较为详细地调查和分析了该构式在音律、句法、语义、语用等层面上的特征和信息。第二节采用“构式程序分析图”逐点梳理和总结了该构式的用法特征，并佐以定量数据加以说明。第三节中运用大量例句专题论述了该构式中D的语义指向问题，并指出，用语义指向作为解释拷贝构式的生成机制尚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第四节重点讨论了有学者根据“吃烤鸭吃胖了”提出的五点假设，我们发现，若将其置于更广阔的背景，这些假设似乎有待改进。

第一节　概述

汉语动结构式可有多种语式表达方法（参见第七章图7.3），但就是否重复表示动作的B而言，形成了两大类不同的构式：

（1）A B D
 ＋C，如：

［1］他吃饱
 了饭。


（2）A B C＋B D
 ，如：

［2］他吃饭吃饱
 了。


第二类又可分为若干小类（参见下文）。

我们可将动结构式从概念（和句法）上分解为两大部分：B C（V O）构式和B D（V R）构式，当既要考虑到B C又要兼顾到B D时，现代汉语主要有两种表达方式：

（a）必须前移D，从而形成了上述第（1）种句型；

（b）在正常的B C构式后再接上一个B D构式，从而形成上述第（2）种句型，即本书所说的拷贝构式。

正如丁声树（1961：65）所说：

动宾结构加补语的时候要重复动词。

吕叔湘（1980；1999：164）持相同的观点：

一般的动宾短语加“得”时，要重复动词。

“动词拷贝构式（Verb Copying Construction）”是Liu Xianmin于1996年所用术语，李讷和石毓智于1997年也采用此术语。但国内不同学者常用不同的术语来指称这一结构，如：

（1）王力（1944；1984：399—400）将其称为“叙述词复说”；

（2）戴浩一（1990，1991）等将其称为“动词照抄现象”；

（3）吴竞存和梁伯枢（1992）等将其称为“动词重出”；

（4）范晓（1993）等将其称为“复动句”；

（5）高更生和王红旗（1996）等将其称为“复制动词句”；

（6）汉语界用得较多的术语为“重动句（Verb-copying Clause）”，以其为标题（或含此术语）的论文就多达五十多篇。

本书拟将其称为“拷贝构式（Copying Construction）”，这里的“拷贝（Copy）”主要是指重复使用分句前面亦已出现的作谓语的动词，如上述第（2）式中的两个B是相同的（并不排除实际的动态性用法中有些微调变化），且B C与B D是出现在同一个分句之中的，其间不用逗号隔开。

国内外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拷贝构式的定义、性质、类别、特点、功能、限制、变换、演变简史，以及各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等。特别是从语法成分角度分析其句型时，有人将其称为“主状动句”、“主谓谓语句”、“连动句”，还有人将其析为“主动宾补句”、“主动补句”等。因为这一构式主要用以表示动结关系，所以我们拟将其归属于“动结构式”中的一个小类型，又可称为“拷贝动结构式（Copying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李讷和石毓智（1997b）在题为《汉语动词拷贝结构的演化过程》的论文中探索了该构式的演变简史。他们认为，自明朝A B C D构式大幅萎缩直至清朝消失后，拷贝构式才作为一种替补形式（还有：A B D C、把—构式、被—构式、话题化构式等）出现。因此，相对于A B D C构式（“产生于汉代，逐渐扩展于南北朝，普遍应用于唐代。”（王力，1980：467））而言，A B C＋B D构式历史较短，才有200—300年的历史，直到《红楼梦》写作时代才出现。

本书则在认知语言学和构式语法的理论框架中，首先采用构式程序分析图对其句法、语义和语用等特征逐点作出论述，然后论述了D的语义指向，解释拷贝句与非拷贝句的区别，并尝试运用ECM和M I来解释这类构式的建构机制。

第二节　拷贝句的构式程序分析图

我们在第七章第二节第2条的第11）点中已述及拷贝构式，现按照构式程序分析图逐点简述现有的观点
[1]

 。我们将在第十章第五节中尝试运用ECM和构式语法理论框架阐述我们的新见解，并重点解释其形成的认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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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动作B作谓语动词

图9.1第一行为“概念结构”，用A、B、C、D表示相关的概念成分；第二行为概念结构的“语法化形式”，用S、V、O、R表示相关的语法成分。这两者之间存在相对固定的对应关系：一般来说，表示动作的概念B被语法化为谓语动词V，概念成分C被语法化成O，结果概念D被语法化成补语，等等。式子中置于括号里的成分属于可选项，它们在实际表达中可出现，也可不出现。

王天翼（2010）从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语料库（CCL）以及相关论文标明出处的用例中共收集到1，195条拷贝句，建立了一个小型语料库，统计发现其中共有197个动词，在1，195个“标记（Token）”中有197个动词“类型（Type）”，即下表中的第二栏“动词B1
 ”。第三栏“B1
 （C）”列出与其搭配的词语，它们有的是词，有的不是；大多为动宾搭配，也有部分不是，因此将“C”置于括号中。第四栏则为被拷贝的动词，即B2
 。现按频率为序排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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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料来看，能被拷贝的动词B1
 共有197个，它们覆盖了很多概念域，似乎只要能产生某一结果或需要表示程度的动作，都可用于该构式之中。拷贝后的动词B2
 绝大多数为单音节，只有3个双音节动词“崇拜、计较、喜欢
 ”，仅占总数的1.52%。

2. 对象C1
 作宾语

能用于拷贝构式中的动词理论上应为及物动词，这才谈得上其后能接宾语，且语料中绝大部分例句也支撑了这一观点。但是与其相对的A B D
 C构式中的B却不一定都用及物动词。

上文曾提及B或V没有什么限制，但有学者认为C或O却有一定的限制，如李讷、石毓智（1997b：33）认为：（宾语）通常只能是“类属词（Generic Term）”，而不能是“定指成分（Referential）”。项开喜（1997）则将这部分分为“无标记形式（Unmarked Form）”和“有标记形式（Marked Form）”，且认为只有前者才能用作宾语。王灿龙（1999）则认为他们的论述似乎难以成立，在文中举出了很多反例。李讷、石毓智（1997b）所举的例句为：

［13］他喝酒喝醉了。


［14］他喝茅台酒喝醉了。


［15］
*
 他喝那瓶酒喝醉了。


［16］
*
 他喝昨天买的酒喝醉了。


他们认为例［15］和［16］是不可接受的。但根据我们的语感，这两句话似乎不一定不可以说。王灿龙（1999）举了许多反例，此处仅摘录了5句：

［17］明明吃这种饼干
 吃上了瘾。


［18］新来的民工掏那口井
 掏出了一枚戒指。


［19］昨晚我劝你弟弟
 劝了一夜。


［20］他说他看王朔写的小说
 都看腻了。


［21］他吃三顿饭
 就吃掉了半个月的工资。


据此，他得出的结论是：重动句中的宾语并没有李讷、石毓智和项开喜所指出的那些限制。

我们的语料显示，在1，195条例句中有197个动词能用于拷贝构式，而这些动词所接宾语的分布情况不尽相同，出现的频率也有较大差异，有些拷贝句也有不能用定指成分的情况。我们尝试从B C部分提供背景性信息和“动作增量”的角度做出解释（详见第十章第五节第3条第6）点）。但总体情况是：重动句的宾语具有较大的开放性，对能否进入其中的宾语成分并不取决于有、无标记，或定指、无定指。

3. 拷贝动作B

拷贝构式的基本形式为B C＋B D，第二个B重复使用第一个B，因此我们也可将其标注为B1
 C＋B2
 D，在绝大部分情况下B2
 ＝B1
 。

最常见的B2
 为重复单音节的B1
 （详见第十章第五节第3条第2）点），但当B1
 为双音节时，一般多重复其第一个词素，也有可能重复其第二个词素，还有可能重复两个音节（详见第十章第五节），例如：

［22］她结婚结
 早了。


［23］她害羞羞
 红了脸。


［24］她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注意
 得太过分了。


4. 可用“得、到、了、不”等

第四槽位（Slot）可以空缺，即此处可不用任何字词，参见例［3］，又例：

［25］每天花钱花那么多要死啊！


［26］开刀开一大口子，损伤很多。


［27］他可以看书看一整天，足不出户。


［28］不管他骑马骑多快，他都不会错过这景象。


［29］没有用的，睡觉睡昏啦！


但这种句子比例很少，在我们的语料中约有30例（其中有5句为“打蛇打七寸”、“打蛇打三寸”），仅占2.5%。其余都要用上“得”、“到”、“了”、“不”
 等。它们的分布情况按频率排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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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得”主要指已经出现了某一结果，且该字有时可与“的”字通用（参见《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第284页），例如：

［30］你帮我想想，那个追我追的可厉害了。


虽然这两个字可以通用，但是我们的语料显示用“得”字（575）的情况远远多于“的”字（36）。我们在计算频率时将两者合并，共得611例，占拷贝句总量（1，195）的51.13%。

由于带“得”拷贝句的频率达到一半以上，因此有学者主张以此为标准将拷贝构式分为两小类：带“得”字的B D构式（此时B D可为多音节）和不带“得”字的B D构式（可含双音节）。

（2）“到”有187例，文言文中曾用“至”，共2例，“不到”有8例，这三者的总和为197例，占16.49%。与“得”相比，“到”更含有“朝向某一结果发展而去”之义，相当于英语中的介词“to”。如：

［31］读书读到呆傻，行路行得疯狂。


［32］我爱你爱到海枯石烂。


［33］我不愿意熬夜熬到那样晚。


［34］唱歌唱到你我歌不落。


［35］抄家抄到后来几次，我人都麻木了。


虽然“到
 ”有时可指“结果”，但常指“得到不久”，且更含“过程、反向”之义，如：

［36］她抽签抽到一个题目《捉蝴蝶》。


（3）“了”更强调“动作结束”的含义，很多书将其析为“体词（Aspect Word）”。如：

［37］怕你怕了一辈子。


［38］爱你爱了这么久。


［39］游泳游了23个小时。


［40］装孙子装了几年。


“了
 ”的位置比较灵活，不仅可插在第4槽位，还可能出现在补语D之后或整个句子之后，如：

［41］吹牛吹豁了边。


［42］读书读懒了身子。


［43］养猪养出了门道。


［44］抓水抓对了。


语料中出现大量“了
 ”用于D之后的例子，诸如（按频率从高到低列述）：

［45］累了、疯了、醉了、多了、错了、输了、惯了、厚了……


“了
 ”字的这两种情况加起来共有209例，占17.49%。

（4）“不
 ”和“没”表示否定，其位置也较为灵活，置于第4槽位的有73例，占6.1%，例如：

［46］不怕他，在车子上打枪打不准。


［47］你可别看这些伪军士兵们，打仗打不过八路军。


“不
 ”也可与其他词连用：

［48］你整天抽烟抽个不停，把房子弄得乌烟瘴气。


［49］庸才吹牛吹不出来大水平。


［50］开会开得不少了。


（5）除了上述四个高频词之外，还会用：

“过”：共有7例；

“个”：共有4例；

“成”：共有3例。

也有将这些词合用的情况，如：

［51］搞运动搞得
 人都精了
 。


［52］爱这侄儿爱得不得了
 。


［53］受刑受得
 两条腿都成了
 残废。


［54］最近搬家搬到了
 这一块地方。


［55］喝酒喝得超过了
 安全的程度。


［56］批他批了过了
 分。


［57］楼上小两口打架打到了
 他的家。


［58］爱她爱到了
 这种程度。


［59］她老婆告奸告到了
 局里。


［60］他已喝酒喝到了
 第三个阶段。


（6）还可能用到诸如“上/出/入/在/来/去/进
 ”等表示趋向和方位的词，这些方位词本身可以重复使用，还可与图9.3中的其他词连用，例如：

［61］小封跳舞跳上个对象，蛮不错的。


［62］讲故事讲得出来。


［63］开会开出毛病来。


［64］看书看入了迷。


［65］花钱花在刀刃上。


［66］打蛇打在七寸上。


［67］原来我吃亏吃在这儿了。


［68］是抄家抄来的吗？


［69］抽签抽出来的幸运者。


5. 结果D作补语R

出现在这个槽位上的成分较为复杂，我们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总结：

（1）从词性上来说，好像除感叹词、连接词等虚词之外没有什么限制，可用名词、动词、形容词、数量词、副词等。

（2）从字数上来说，可能是单字词（如例［7］和［8］）；可能是双字词（如例［3］和［6］）；也可能是多字词（如例［4］、［5］、［9］），或更长的词组，如：

［70］他喝酒喝得晕晕乎乎抽筋似的
 。


（3）从词句性质上来说，这个槽位上的成分可能是词或词组，也可能是分句，参见下文。

（4）从D的语义指向上来说情况较为复杂，它可能是指向主语的（如例［99］至［108］），可能是指向宾语的（参见例［109］至［118］），也可能是主宾语兼而有之（参见例［129］），还可能指谓语（如例［71］和［73］）或动作事件环境中的辅体（如例［11］和［12］）。由于这部分内容较多，也是我们需要论述的重点之一，拟单独论述。

6. 辅体C2


辅体C2
 是动作事件“A B C”场景中的相关事体（Thing），在实际表达时可语法化为小句的宾语或主语，有时难以确定成分，如例［11］中究竟是“破了两双鞋
 ”，还是“两双鞋破了
 ”，似乎两种解释都可以。但比较下面两例：

［71］他干活干到天黑
 。


［72］他干活干累了
 。


在例［72］中，“累了”为D，其语义指向为A。依据这一分析，例［71］中的“到天黑”不妨也可析为D，将其语义指向析为谓语“干活”更合理。又例：

［73］他做实验做到了鸡鸣
 。


［74］有时她给人家做活做得两手竟被勒出青一道紫一道儿的血印，疼得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觉
 。


在这类表达中，出现在第5和第6槽位的常为一个主谓构式或动宾构式，也有单用一个词语的，如例［11］和［12］。

第三节　D在（非）拷贝构式中的语义指向

分析结果补语D的“语义指向”，是论述汉语动结构式的常见方法。正如上文所说，拷贝动结构式主要用来表示：施事者主体A（作主语S）发出一动作B（作谓语V）作用于受事对象客体C（作宾语O），出现某结果D，它可有以下五种情况（六小类）：


（1）D的语义指向A，即使得主体A呈现出某结果状态，如图9.4所示。



（2）D的语义指向C，即使得客体C呈现出某结果性态，如图9.5所示。



（3）D的语义可能同时指向A和C，两者兼而有之，如图9.6所示。



（4）D的语义也可指向作谓语的B，如例［6］中的“三年”似乎既不直接指向主体，也不直接指向客体，将其析为“指向作谓语的B”较为合理（有学者主张将“三年”析为程度补语，正如本书第七章所说，“程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结果”）。这种情况可参见图9.7。



（5）D还可能指向语句所直接所述内容之外的对象（可称为“辅体C2
 ”）呈现出某结果状态，如例［11］，句中作D的“破”指向“鞋”，“鞋”既不是整个语句的主语，也不是宾语，而是该语句直接所述内容之外的对象。当然了，这个对象也是与语句所述事件相关的。参见图9.8。此为第一小类。另外我们发现还有第二小类，D部分可能是一个主谓构式，如例［71］、［73］、［74］，其中下划线部分D也是指向谓语动词的，如图9.9所示。比较：


［75］他打架打破了鼻子。


［76］他打架打得鼻子破了。


例［75］属于第一小类（图9.8）；例［76］属于第二小类（图9.9）。





上述五种情况（六小类）可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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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横线箭头表示主体A对客体C或C1
 的作用，竖线表示由动作所产生的结果，向上带箭头的线表示D的语义指向。）

这一分析方法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也留下了一些缺陷。本节主要通过大量例句来说明该分析方法的不完善之处，为本章提出运用ECM和M I的分析思路作一铺垫。

所谓补语“语义指向”，就是指作结果补语的D与句中哪一成分（如主语或宾语等）存在潜在的陈述与被陈述的关系，即具有逻辑上的隐性主谓关系（朱德熙，1980：130；吕叔湘，1986）。在上述两种动结构式中，即A B D C和A B C＋B D中，D的语义究竟指向主语，还是宾语，还是其他成分，这通常是分析拷贝句的基本出发点，我们先从第一式讨论起。

1. 在A B D C构式中D不一定总是指向C

不少学者认为汉语A B D C构式中的D指向C，这或许受到了英语中的DOR限制原则的影响（参见第五章第一节）。但学界也存在不同看法，如有多位学者论述过下一例句：

［77］张三追累
 了李四。


若按照DOR限制原则，其中作结果补语的R“累
 ”，就当指向宾语“李四
 ”，即解读为：

［78］张三追李四，李四累了。


更多的人认为，“累”指向主语“张三”的可能性更大，即应当解读为：

［79］张三追李四，张三累了。


从这一讨论中可见，汉语A B D
 C构式中的D存在两种不同的语义指向，这一现象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并著文论述。我们也持第二种观点，即D既可指向宾语，也可指向主语，甚至还有其他可能。

先看下面五组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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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句法结构角度来说，它们都可视为A B D
 C构式，但有趣的是，当它们的语法主语和语法宾语被颠倒之后，语句依旧能够成立，而且B和D的语义指向并没有因为主宾语位置的颠倒而有所改变。在例［80a］中，“吃
 ”和“腻
 ”都是指向主语“夫人
 ”的，在例［80b］中则指向处于宾语（或动后语）位置的“夫人
 ”。例［81a］中的“听
 ”和“乐
 ”都是指向主语“大家
 ”的，而在例［81b］中指向处于宾语（或动后语）位置的“大家
 ”。其余情况亦可作同样解释。

各组（除个别例句中字词上有所差异之外）中两个例句的命题意义基本相同，但语用意义是不同的，这涉及以哪一个作为认知参照点或已知信息，以及意愿性等问题。它们的“图形—背景（Figure-Ground）”发生了变化，所表现出的意愿性也不相同。在这几组例句中，第一句的施事者为人，作图形，则句子更含意愿性之义；而第二句是以受事者为图形，则句子含有不得已而为之、无可奈何的含义。如例［85a］更含有“厂领导”主动地、意愿地去弄明白这件事，而例［85b］则更含有“厂领导”处于被动位置，被这件事“教训”明白了。

那么，为什么主宾语位置颠倒之后还能保持命题意义不变？我们可能会发现，上述诸例句中的主语与宾语之间已建立起了较为稳定的ICM关系，如“人吃大餐”、“人听故事”、“人喝酒”，这种施受关系是人们在生活体验中获得的稳定认识，逻辑关系不可改变，它们即使在语法位置上发生了变化，其内在的施受语义关系仍保持原样。

倘若如此解释又会引出一个新问题，为何这种语法主语和宾语颠倒的现象在上述六组例句中可行，而在其他很多场合下，即使主宾语之间也存在稳定的施受关系，却又不行了呢？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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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仅用ICM难以做出合理解释，其间的认知机制尚需深入研究
[2]

 ，或许还要深入调查动词内部的属性特征，特别是结果成分D的语义性质。

原则上说，在A B D
 C构式中很多D可用来指向C，但也不排除指向A的可能，且语料表明这类表达情况还不在少数，例如：

［89］范雎在宫内半道上碰见
 了秦昭王。


［90］早晨的阳光穿透
 了雾一样的热气。


［91］他们比输
 了篮球就比足球。


［92］中国打赢
 这场战争势在必得。


［93］人们吃惯
 了“大锅饭”，做事不讲效益。


［94］蚂蚁能背走
 比它自身重几十倍的东西。


［95］她喊叫着又哭又闹，恨死
 了那长长的白布条。


［96］他们拿跑
 了我的一只棕色皮鞋。


［97］他忙死
 了工作也没用。


［98］老人似乎听懂
 了我的话。


这十条例句是笔者从2008年毕业的硕士生杨玲的论文《动结构式体限制理论的反思与应用——一项基于语料库的汉语动结构式的体限制研究》的附录5（含219条动结构式例句）
[3]

 中随意摘出的。为何要举这么多例句，就是意在说明这一用法不在少数。

从例句中的划线词可见，它们都可视为BD构式，其后又都接了一个可作宾语的C，但其中的D的语义不是指向C，而是直接指向其前的施事者A的，如例［89］中的“见
 ”当为范雎见到了秦昭王，例［90］中的“透
 ”的逻辑主语显然是“阳光
 ”，而不是“热气
 ”，其他例句中D的语义指向也十分清楚。根据汉语界通行的：

例不十，法不立。

和

例不十，法不破。

的原则，这就有必要重新审视DOR限制。

另外，将D笼统地说成仅指向宾语也有问题，当这个语义上的宾语用作句子的语法主语时，似乎这一表述就显得不很严谨，例如：

［99］火塘才算安好
 。


［100］阵势已经摆好
 。


［101］老师气病
 了。


［102］企业逼急
 了，只能铤而走险。


［103］许多儿童饿死
 了。


［104］长长一串佛珠全都拨完
 了。


［105］勋章给错
 了。


［106］局面拉平
 了。


［107］武器全都丢光
 。


［108］书改好
 了，出版社的通知又到了。


上述例句也是从杨玲的论文附录5中随机摘录出来的，其中的结果成分D显然是指向句子的语法主语的。

后来，我们又进一步逐条考察了这219条例句中所用的BD构式，惊奇地发现，除了四个之外，其余几乎都可用于两种表达形式，且意义基本相同，占98.17%。例如我们可将上述10条例句换说成：

［109］
安好
 了火塘。


［110］
摆好
 了阵势。


［111］
气病
 了老师。


［112］
逼急
 了企业。


［113］
饿死
 了许多儿童。


［114］
拨完
 了佛珠。


［115］
给错
 了勋章。


［116］
拉平
 了局面。


［117］
丢光
 武器。


［118］
改好
 了书。


其他那些BDC形式，也可换说成CBD，意义基本相同，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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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不一而足。

例［99］至［108］大致相当于英语的中动态（Middle Voice）构式，例［109］至［118］则属于动宾构式，在英语中这两种构式互相转换且命题意义基本不变的情况非常有限，而在汉语中竟然如此普遍，其间的认知机制尚需深入研究，似乎不是仅用汉语被动句常省略个“被”字就可解释得了的。

还有些例子，它们只能表达成B D C，若换成C B D，要么语义不同，要么语法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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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表明汉语的A B D
 C构式十分复杂，笼统地说成D是指向C，充其量就是个大概的情况，其中尚有很多问题值得深思。

2. ABC＋BD构式中D不一定总是指向A

但是，并不是在所有的A B D
 C表达式中D都有两用，石毓智（2006）、邓云华与石毓智（2007）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们共举出了5个例句（参见下文）来说明其中的D不能用于指向作主语的A，而只能将它们修改为拷贝句。为便于下文统一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3. “ABC＋B得D”构式中D的指向更复杂

上文仅论述了单音节的B，再接上单音节的D，也就是说，在非拷贝句或拷贝句中，BD是一个双音节词。根据第二节第4点所述，在拷贝B之后还可接上诸如“得、到、了、不”
 等词再接D，如例［4］至［9］。此时D的语义指向更为复杂，可能会出现上述所说的四种情况，例如：

［126］他看电影看得肚子叽叽咕咕直叫唤
 。（指向主语）


［127］要别挨打，你就要做汤做得鲜一点
 。
 （指向宾语）

［128］有一种情况是，讲话讲得明白
 ，不见得做事做得明白
 。
 （指向宾语）

［129］这两个姑娘上错了
 花轿嫁对了
 郎。
 （指向主、宾语）

［130］他们抓工程一向抓得很紧
 。
 （指向谓语）

［131］我熊他们有时熊得太厉害
 。
 （指向谓语）

［132］专家们研究这道题已研究了好几遍
 。
 （指向谓语）

［133］他经常读书读到天亮
 。
 （指向句外环境）

例［126］中划线部分明显指向主语“他
 ”，因为“电影
 ”不可能有“肚子
 ”。例［127］中的“鲜一点
 ”只能描写“汤
 ”。例［128］通过对比说明结果补语“明白
 ”的语义是分别指向宾语“话
 ”和“事
 ”的。例［129］中的“错
 ”可以同时指向分句的主语“这两个姑娘
 ”和宾语“花轿
 ”；“对
 ”也是如此。例［130］至［132］中划线补语的语义是指向谓语部分的，说明谓语的程度（类似于结果）。例［133］中“天亮”的语义，既不是指向例句中的主语“他
 ”，也不是指向宾语“书
 ”，与谓语“读
 ”有关，但与上述三句还是有差别的，我们可暂且将其表述为“语义指向整个分句的时间环境”。

第四节　对“吃烤鸭吃胖了”的再思考

石毓智（2006：25）在《语法的概念基础》中以“他吃烤鸭吃胖了
 ”为例论述了汉语拷贝句的用法特征和限制条件。邓云华与石毓智（2007）后来在论文“论构式语法理论的进步与局限”中又论述了这一现象。他们认为汉语“A B D＋C（作宾语）”有一个严格的规律
 ，若D是描写主语的属性或状况时，一般不能直接带宾语，而必须
 用动词拷贝句构式才能引入宾语，即必须用A B C＋B D构式。而且该构式中D指向A的只限于几个特定的动词
 ，宾语名词也很有限
 ，且这类用法目前完全没有能产性
 。

根据他们上述观点，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1）A B D构式带作宾语的成分C时，结果成分D一般指向作宾语的C。

（2）若D不指向宾语而指向主语时则不能用上述构式，必须
 借助动词拷贝构式，即A B C＋B D。

（3）A B D
 C构式中D指向作主语的A的用法只限于几个特定
 的高频使用的复合词，如“吃饱
 ”和“喝醉
 ”等。

（4）宾语也只能
 是“饭
 ”和“酒
 ”一类的词语。

（5）目前第（3）种用法完全没有能产性
 。

他们对于两种动结构式的用法似乎可以小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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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A B D
 C中D仅指向C？

根据邓云华与石毓智（2007）的观点，A B D
 C构式（即第1类动结构式）中作补语的D的语义指向C，不指向A，可将这一观点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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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举的例子是：

［134］他吃圆
 了肚子。


［135］他笑弯
 了腰。


例［134］中的结果补语“圆”的语义不是直接
 指向“他”，而是直接
 指向其后“肚子”的。当然了，“肚子”也是他身体上的器官，但我们一般不说“他圆了”，而常说“肚子圆了”。据此，笔者在这里加了“直接”二字。同理，例［135］中“弯”的语义是直接
 指向其后的“腰”，因此这两个句子可以接受。

他们顺着这一思路接着说，在A B D
 C构式中，D的语义一般是指向后面作宾语的C，若要使其指向动词的施事者A，则不能直接带受事成分C作宾语，此时必须借助动词拷贝构式才能带宾语，并以此为根据判定：

［136］
*
 他吃胖
 了烤鸭。


［137］
*
 他做累
 了功课。


［138］
*
 他学病
 了日语。


［139］
*
 他洗累
 了衣服。


［140］
*
 他看病了书。


为错句，因为句中表示结果成分的D是指向主语的，此时不能直接用A B D
 C构式，因为例［136］意为“鸭子胖了
 ”，而讲话人是想说“他胖了
 ”，应当将其改为拷贝构式。据此上述错句应当改为：

［141］他吃烤鸭吃胖了。


［142］他做功课做累了。


［143］他学日语学病了。


［144］他洗衣服洗累了。


［145］他看书看病了。


但是也有例外，他们紧接着举了两个例子：

［146］我已经吃饱了饭。


［147］老王又喝醉酒啦。


用这两句话作例外，其表述好像有点含糊，可有两解：

（1）“BD构式中的D有时可指向主语”，但仅限于“吃饱
 ”和“喝醉
 ”，其他似乎不行。如此理解就与他们在上文中强调A B D
 C构式中D是指向宾语的观点相一致了。石毓智（2006：25）就例［134］和［135］分析道：补语“圆
 ”和“弯
 ”分别都是描写受事宾语“肚子
 ”和“腰
 ”的，正可用来说明D的语义是指向宾语的。石毓智（2006：25）以及邓云华和石毓智（2007）再次用“吃饱”和“喝醉”同样的例子重申了这一观点。

（2）“不用拷贝句D也可指向主语”只有“吃饱
 ”和“喝醉
 ”这两个例外，若是其他词语必须要用拷贝句。也似乎意味着其他词语用了拷贝句后，其中的D只能指向主语。

现分别论述这两解是否符合 A B D
 C和A B C＋B D构式中D的语义指向。本处先论述第一解：除“吃饱
 ”和“喝醉
 ”之外的A B D
 C构式中的D能否也指向主语，正如本部分的标题所示：D是否仅指向C？我们认为，此类用法并不是个别现象，随意收集一下就发现很多，参见第三节例［89］至［98］。

2. 若要使D指向A需用拷贝句？

邓云华、石毓智（2007）指出：

动补结构带宾语有一个严格的规律，如果补语是描写主语的属性或者状况，一般不能带宾语，要引入宾语只能用动词拷贝结构。

按他们这一观点，从第（1）点自然就推导出了第（2）点，在使用BD构式表示动结关系时，要使得D指向施事者A，就必须借助拷贝动结构式。据此我们可将他们的观点图示如下（将图9.11修补为图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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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在A B D
 C构式中D一般指向C（如图中上方箭头所示），而一般不指向A（如图中下方带花的箭头所示），只有将其改为A B C＋B D拷贝构式才能使得D指向A（如图中右侧拷贝构式下的箭头所示）。可我们发现A B D
 C构式中的D也可指向A（参见例［89］至［98］），而且拷贝构式中D的语义指向较为复杂，既可指向施事者A，也可指向受事者C，例如：

［148］孩子还小，拉门拉不开
 。


［149］他看书看多
 了，有点傻乎乎的。


［150］你要是偷这偷那的爹会揍你揍扁的
 。


［151］今天他花钱花多
 了。


［152］耍钱耍没
 了。


［153］她作诗作海
 了去了。


［154］现在的人，说话说重
 了就恼火，说话说多
 了就嫌烦，说话说少
 了还说你不负责。


［155］打枪打准
 了真不容易。


［156］他们卖票卖贵
 了。


［157］做戏做好
 了就能赚大钱。


例［148］中的“拉不开
 ”的语义显然是指向句中宾语“门
 ”的；例［149］中的“多
 ”当是说明“书
 ”的，而不是直接说主语“他
 ”；例［150］中“扁
 ”的语义更是明白无误地指向了宾语“你
 ”。

这些例句告诉我们，BD拷贝句中D的语义指向是主语和宾语兼指。

3. A B D
 C构式中D指向A时用词有限？

邓云华、石毓智（2007）认为，A B D
 C构式中D的语义指向A的用法“只限于几个特定的词汇”，诸如“吃饱
 ”和“喝醉
 ”等，且还对其原因做出了分析：因为它们连在一起使用的频率较高，已经相对凝固成一个复合动词，它们就可像普通双音节动词那样带上宾语。但从第三节所举的例［89］至［108］可见，这一论点似乎未经仔细验证。

我们还可随手举出许多除“吃饱
 ”和“喝醉
 ”之外的例词，它们既可用于A B D
 C构式中，也可用于A B C＋B D构式中，其中D的语义指向是相同的，都指向作主语的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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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例句中的结果成分D“够”、“紧”、“惯”、“死
 ”、“快
 ”等的语义是明显指向分句主语的，这里的“够
 ”表示程度过高，从而使得主语有“厌烦”之义。这里的“惯
 ”的语义也是指向分句主语的，意为某一动作持续较长时间，使得主语已经“习以为常”、“积久成性”了。例［165］中的“死
 ”显然不是宾语“你们
 ”，而是主语“我
 ”。顺着这样的语感和思路，这种A B D
 C构式和A B C＋B D构式中D的语义指向相同的例子还有很多。

因此，将A B D
 C构式中D指向主语“只限于几个特定的复合动词”似有不妥，可见，用语义指向作为区分这两类动结构式的依据尚不完全可靠。

4. 宾语只能限于“饭”和“酒”？

顺着第（3）个观点，A B D
 C构式中D指向A时“只仅限于几个特定的复合动词”，如“吃饱
 ”和“喝醉
 ”等，此时其宾语也只能是“饭
 ”和“酒
 ”一类的词语。但从第二节所举的例句可见，能用于该构式中的动词分布很广，与这些动词相结合的宾语也就很广，不可能仅限于“饭
 ”和“酒
 ”这一类的词语。

5. A B D
 C构式中D指向A的用法完全没有能产性？

从第二节的例句和分析可见，在A B D
 C构式中D指向作主语的A的例外情况不仅仅只有两个，似乎还有很多，称这种用法“目前完全没有能产性”似乎太过绝对。但邓云华、石毓智（2007：327）所说的下一段话还是可取的：

虽然目前“吃饱饭”这种用法完全没有能产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该类用法的数目可能会逐渐增多，最后变成一个能产的语法结构，从而打破旧有的语法规则，成为一条新的语法规则。

他们的这个预言是2007年做出的，而杨玲的语料也是2007年从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现代汉语语料库中收集而来的。可见，这一预言似乎晚了，因此说“目前这种用法完全没有能产性
 ”是不符合事实的。

根据上文的例句和分析，我们拟将图9.10修补为图9.13：

[image: 2296-01]
图9.13



正如上文所说，用语义指向作为区分这两类动结构式的依据是不太可靠的，那么汉语存在这两种动结构式的依据是什么？它们又是如何形成的？笔者在下一章尝试用事件域认知模型（Event-domain Cognitive Model，简称ECM）和“多重传承（Multiple Inheritance）”对其做出解释。


[1]
 　本节部分内容和语料为王天翼（2010）硕士论文中的部分成果，本书对其做了较大修改收录于此。


[2]
 　文中几组句子表明在A B D
 C构式中有颠倒A和C的位置后语义基本相同以及不可颠倒位置的情况。但还存在一种中间情况，即语法和语义都可接受，但语义完全不同，如：

　　[image: ]



[3]
 　杨玲从吕叔湘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中共找到249个动结构式词，并据此从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现代汉语语料库收得的例句中随机摘取3，000条，其中缺少了30个动结构式词。


第十章　汉语拷贝动结构式（下）

本章在前一章分析的基础上尝试运用认知语言学中的“事件域认知模型（ECM）”和构式语法中的“多重传承观（M I）”对拷贝构式做一全新解释，并基于这两个观点分15点详细解读了拷贝构式的形成机制，以及内部运行特征和限制条件。根据所收集的语料，本章还重点分析了该构式阻断“否定”和“非及物”的情况，论述了“双音化、隐喻化、离合化、背景化（参照点，先整体后部分的顺序）、增量化、有界化、突显性（动结完形体优先）、象似性（距离、数量、顺序）、调变性”等认知机制。第六节还从“结果性、增量性、简洁性、文体性”等角度论述了该构式的语用功能。

第五节　事件域认知模型和多重传承解释方案

1. 事件域认知模型

国外认知科学家在阐述人类认知过程时提出了很多认知模型，诸如：Schank & Abelson（1975，1977）的脚本模型，Talmy（1985，1988）的力量动态模型，Lakoff（1987）的形式空间化模型，Panther & Thornberg（1999）的言语场景分析模型，Langacker（1991a，2002）的弹子球模型和舞台模型，等等。这些模型各有一定的解释力，但都存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1）主要基于单层面和线性的分析，忽视了模型内部要素之间的层级性。



（2）过于强调动态性场景和事件，忽视了静态性场景或事体。



（3）主要用以解释句法成因，而没能或很少用于解释语言的其他层面。


为弥补上述模型之不足，我们（2005a）提出了“事件域认知模型（Event-domain Cognitive Model，简称ECM）”的分析方法，并以其为基础阐述了语言的许多层面，如词汇、词法、句法、语义、交际等，且为转喻认知机制提供了一个统一的体验性解释。ECM分析思路也与认知语言学试图对语言做出统一解释的出发点完全一致。ECM的基本思想可以图表示如下：

[image: 2299-01]
图10.1



建构ECM的理论基础是：以事件域为基本单位是人们体验和认识世界的主要途径之一，知识常以事件域（与语义场理论有关）为模块储存于大脑之中。人们自幼就开始感知、体验一个个具体的事件，如吃奶、睡觉、玩球、走路、挖土等等，围绕这些事件就形成了许多相关场景，并将有关信息围绕这些事件域和场景组织起来，储存于记忆之中。随着幼儿概括能力的增强，逐步概括出这些事件的抽象图式和概念结构，并基于此逐步形成了语言中的几类基本句型。

幼儿在概括过程中，逐步认识到一个基本事件EVENT（简称E）主要包括两大核心要素：行为（Action，简称A）和事体（Being，简称B）。一个行为A，包括动态性行为和静态性行为（如存在、处于、判断等
[1]

 ），可由若干子行为（如图中的A1
 ，A2
 …An
 ）构成；一个事体，可包含很多个体参与者（如图中的B1
 ，B2
 …Bn
 ），包括人、事物、工具等实体，也可能包括抽象或虚拟的概念（儿童是在对具体事物体认的基础上，在成人和社会的影响下逐步掌握虚拟实体和抽象概念的）。

为显示事件域中各要素的层级性，笔者在图10.1下面增设了第三个层次X和Y，用以表示一个动作或一个事体还可分别带有很多特征性或分类性等相关信息。这就是说，一个事件域可能会围绕A和B这两大核心要素形成两大集丛（Cluster）：


（1）行为集丛（A-集丛：A-Cluster）



（2）事体集丛（B-集丛：B-Cluster）


可见，一个事件域可能包括若干要素，而不仅仅是施事者、受事者、动作等，它们常可组织成两大集丛，且这些诸多要素之间存在明显的层级性关系，人们在表达时可根据实际需要来决定将事件讲述到哪一个层次［相当于Langacker所用术语“识解（Construe）”中的“详略度（Specificity）”］。

现根据图10.1将事件域三层次信息（即A-集丛与B-集丛的三个层次）概述如下：

第一层级：一个事件主要包括两个核心要素：动作要素（A）和事体要素（B）。

第二层级：A和B又包括很多子要素：如A1
 、A2
 直到An
 ；B1
 、B2
 直到Bn
 。

第三层级：各子要素又可各自包括很多特征性或分类性等相关信息。

事件与事件之间总归是相互关联的，为此我们还充分考虑到事件的关联性或模糊性这一重要特征，即一个事件很可能会牵涉到另一事件，有时两个事件之间很难做出明显的区分，这一特征在图10.1中用虚线边框来表示。

ECM具有较大的解释力，不仅可用以解释语言各层次（词汇、词法、句法、语义、交际）形成和变化的原因（当然绝不是唯一解释），而且还可作为一个基本模型来分析有关事件域，如对比同一场球赛用英汉两种语言解说时的隐喻表达，就能以“A-集丛”和“B-集丛”这两条主线来分类梳理，并逐条进行对比研究（参见苗萌，2007）。又如分析中国菜肴命名方式，可根据“制作方式（A）”和“所用原料（B）”之间的不同组合方式，将主要命名方式定为五大范式：BB、BAB、AB、BBB、B（参见唐国宇，2008）。ECM还可用来解释汉语动后语形成的认知原因（参见本章第三节）。

我们发现，ECM也能为汉语为何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动结构式提供一种全新的解释方案。

2. 多重传承

构式语法认为，形义配对体的构式是语言的基本单位，即语言是由若干构式组成的。这些众多构式之间又具有种种连接关系，Goldberg（1995：75—81）描写了四种：多义性连接（Polysemy Links）、分部连接（Subpart Links）、例示性连接（Instance Links）、隐喻性扩展连接（Metaphorical Extension Links）。这些连接关系就将语言中众多的构式串通起来形成了一个构式网络（Construction Network）。网络中构式所具有的这几种连接关系，又可统称为“传承性连接（Inheritance Link）”，通过它就可深入探讨构式网络中的奥秘。我们还可用这一概念来描写一个新奇表达式的形成机制和途径，它可能从语言中现存的多个语法构式中传承到了相关信息，如汉语中新近逐步流行的“副名构式”，就是从汉语中多个现存语法构式中传承到了一系列用法特征而形成的（参见第十二章）。

Goldberg（1995：73—75）在专著中还论述了构式之间的三种传承模式：

（1）完全传承模式（Complete Mode of Inheritance）；

（2）正常传承模式（Normal Mode of Inheritance），又叫：缺省传承模式（Default Mode of Inheritance）、部分传承模式（Partial Mode of Inheritance）；

（3）多重进入模式（Full-entry Mode），又叫：多重传承模式（Multiple Mode of Inheritance，可简称M I）。

所谓“完全传承模式”，是指处于上位节点的构式在信息传承过程中完全控制了下位节点的语式，后者完全从前者传承了相关信息。当然，这仅是一个理想化的假设而已，在实际用法中常会出现与完全传承模式不同的情况，下面两个模式就是对该模式的有效补充。

所谓“正常传承模式”，也可称为“缺省传承模式”或“部分传承模式”，是指处于上位节点的构式在信息传承过程中仅发生“部分性”控制作用，而不是“完全性”的，这就是说，下位节点的语式仅从其某一上位构式节点中传承了部分信息。之所以将这一模式称为“正常传承模式”，是因为这种情况相对于“完全传承模式”而言更为常见，下位语式不一定完全从其某一上位构式中传承一切信息，在这一过程中会有所选择，也有所剔除。

所谓“多重传承模式”或“多重进入模式”，是指下位层次的语式可能会面对多个上位层次的构式，在这些上位层次构式中有时还存在互相冲突的信息，此时在多重传承过程中就要做出较为复杂的选择、剔除和整合。

现将上面的三个模式再图示如下：

图10.2表示“完全传承模式”，在构式C1
 和C2
 之间用实线表示这种关系，说明C2
 可从C1
 完全传承有关信息，C1
 完全控制着C2
 的主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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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2　完全传承模式
	图10.3　正常传承模式




图10.3表示“正常传承模式”，在构式C1
 和C2
 之间用虚线表示不完全传承（或部分传承）的关系，即C1
 中部分信息被C2
 所传承，还有一部分被阻断。

[image: 2303-03]
图10.4　多重传承模式



图10.4表示经“多重压制”和“选显压制”而形成的“多重传承模式”，下位构式C2
 可能会面对多个上位构式C1
 、C′1
 、C″1
 ，且它们之间经常既有相互协调的特征，也有相互冲突的特征，C2
 是经过较为复杂的选择和剔除过程之后经突显和整合而成的表达形式（参见《上卷》第十一章第六节第2和3点论述的“选显压制”和“多重压制”机制）。

我们认为，汉语拷贝动结构式是受到多个上位构式压制的结果，换言之，它是从多个上位构式中传承到了相关信息而形成的。

3. 用ECM和MI解释拷贝句

图10.1分别在动作A和事体B的下面设置了两个小项X和Y，以表示A和B所具有的若干具体特征或属性。也就是说，在每个动作中都可能包括若干个具体相关信息，如“时间、地点、方式、工具、原因、结果、关涉对象”等，这些X就大致相当于Langacker所论述的“e-site（详述位）”。

Langacker当初基于配价理论提出了“详述位”概念，实现“精细化详述”的主要途径就是在谓词语义次结构中填入适当的论元角色，这样谓词的语义就会变得丰满起来，从而可显示出更为“详细”的特征，这一能使谓词语义表达得更为丰满的次结构就可叫做“详述位”（详见《上卷》第五章第三节）。

我们基于ECM进一步扩大了Langacker这一术语的解释范围，将其分别用于解释事件域认知模型中的三层要素：

（1）在事件（Event）层次上，一个事件主要由Action和Being构成，这两个核心要素结合起来就可相对完整地表达一个事件，就能使“事件”丰满起来，以命题的形式出现。

（2）在动作（Action）层面上，一个动作可关涉很多相关要素，不仅是参与者一类的论元角色，且还可包括一切用以修饰和精细该动作的相关要素，诸如：时间、地点、方向、方式、结果等。这些要素也使得一个行为或动作得以相对丰满。

（3）在事体（Being）层面上，一个参与者也可关涉很多相关要素，它本身也可受很多成分修饰，使其更为精细或丰满。

这样，我们就可扩展Langacker的“详述位”，提出“详述位链”的分析方案：一个事件（或命题）含有两个“核心详述位”，须由动作A和事体B填入；事件中表示动作A的动词又含有若干个详述位（相当于图10.1中的X），可为这个动词提供更多的详细信息，这或许就解释了语言表达中之所以出现VP（包括动词修饰语X与宾语事体B）的认知原因；事件中表示事体B的名词也含有若干个详述位（相当于图10.1中的Y），这就是语言表达中出现NP的认知原因。据此我们可得出以下三点：

（1）一个事件，或一个表达事件的命题或语句，主要由两个核心部分组成：动作和参与者，即图10.1中的A和B。它们相对于整个事件来说，可称为“动作详述位”和“事体详述位”。

（2）基于“详述位”，围绕这两个部分就形成了一个事件（或命题和语句）的两大集丛（Cluster）：动作集丛（A-集丛）和事体集丛（B-集丛）。这或许就是语言学家常将语句划分为VP和NP两大块的认知基础。当然，我们所说的这两个集丛比VP和NP内容更为丰富。

（3）从事件E，到动作A或到事体B，都有自己的若干附属要素，分别形成了三个层次的详述位，这也足以可见详述位具有层级性。正是这种事件和概念的层级性，决定了语言结构的层级性。

Langacker（1987：138—141）在《认知语法基础》中提出了一个十分关键的术语“Construe（其名词形式为Construal）”并定义为：

the ability to portray a conceived situation in alternate ways

沈家煊将这一术语译为“识解”，已为国内很多学者所接受。

当我们识解一个“动作—结果”事件时，可将该动作首先作用于某对象，此后这个对象才出现一个结果。这就是说，人们也可将BC视为一个事件完形，然后以其为“参照点（Reference Point）”再描写该事件所产生的结果，这自然就出现了ABC
 D构式。之所以为BC
 添加下划线，正是考虑到“动—宾”结合的完形性，它作为一个“认知参照点（Cognitive Reference Point）”而引出其后的结果。这一构式在英语中用法普遍，且还有多种变化形式。

但在汉语中，由于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而逐步演变为将D前移，与B形成一个BD动结式词组，其后再接C（参见第八章），因此汉民族就逐步形成了ABD
 C构式，并在其基础上语法化出“主谓补宾（SVR
 O）”形式。之所以为BD添加下划线，是因为“结果”被处理为随从动作本身的一个属性详述位，即虚框中的“动作＋结果”已经整合为一个完形单位，这两者紧密相连，动作上的顺序性让位于概念上的紧密性。也就是说，汉语在从ABC
 D构式让位于ABD
 C构式的过程中，“顺序象似性”原则在竞用过程中让位于“距离象似性”原则（参见下文）。

我们认为，汉语在演变过程中之所以出现ABD
 C构式，主要是“距离象似性”原则这一认知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反映出汉民族在双音机制的作用下更倾向于将“动-结”视为一个认知完形体，这就语法化出BD构式，其中许多BD构式已被固化（Entrench）为一个固定词组，列入词典之中。据此我们拟将图10.1修补为图10.5。

[image: 2306-01]
图10.5



另外，我们还有一种识解此类动结事件的方法：顺着上文BC
 完形体的思路前行，当我们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习惯于“施—动—受（ABC）”思维方式时，基于其上所形成的语法化形式“主谓宾（S V O）”表达也已成为基本表达形式，若要在此基础上接着表达该事件的结果，就可以BC为参照点，引出事件集丛中的“动—结（BD）”概念体，将其接于“施—动—受”之后，从而就逐步演变出ABC＋BD拷贝构式（本书拟将其简称为BC＋BD），参见图10.6。

[image: 2306-02]
图10.6



图10.6中有一条竖虚线，其左侧稍大的框是形成ABC（或BC）的基础，其右侧较小的框来自A-集丛中的AX或AR，它是一个动结完形体，是形成BD的基础。从本质上来说，表示结果要素的D是因动作而起，它依旧是动作（Action）的一个详述位。BC
 和BD
 都是概念完形体，拷贝构式就是由这两个概念完形体整合而成的，两者紧密相连，不可分离，体现出了距离象似性原则，而在排列的先后顺序上，也就自然采用顺序象似性原则，先BC，后BD，即BC先铺垫性地提出一个有关事件，为下文详细论述提供一个大致的信息范围，如例［1］中的“看书
 ”，然后就可以其为参照点进一步论述其所引出的结果、程度或其他情况，此处引出了“看不够
 ”。

正如本章第一节所说，拷贝构式是既要考虑到BC又要兼顾到BD的产物。既然如此，拷贝动结构式就要既从ABC构式和BD构式传承相关信息，同时又阻断某些用法，它是MI（多重传承模式）作用的结果。现再将“B得”和其他相关形式考虑进来，汉语拷贝动结构式的多重传承关系可图示如下：

[image: 2307-01]
图10.7



本书前文已经较为详细地论述了BD构式中词性的分布情况，以及拷贝构式中D的语义指向等问题。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了拷贝构式的如下用法特征和限制条件：

首先，图10.7中上方的右边三个方框都带“B”，这一方面说明汉语表示动作的B是组织这类语句的关键；另一方面也说明，一个B后面就带一个突显信息，这是该构式形成的一个重要机制。现再按照“构式程序分析图”逐点依次论述如下：


1）阻断ABC部分的否定信息


正常的ABC
 可用否定句，而这一用法特征在向拷贝构式传承过程中被阻断了，这一部分的信息应当是肯定的，否定常出现在BD部分，如：

［1］他看书看不够。


［2］
*
 他不看书 看……（结果）


［3］他不看书就看电视。


我们好像很难再顺着例［2］说下去，若将其表述为例［3］，它就不是拷贝构式了，而是由“看”引出的并列谓语，且例句中的两个宾语“书”和“电视”形成了一个对比。

拷贝构式BC部分不用否定式也在情理之中，只有出现了一个动作事件，然后才谈得上其后有没有出现某一结果。若没有出现一个动作事件，又何来的结果要被强调呢？但在我们的语料中确实找到一个例外：

［4］这以前，乡里做公路，村里没打算。没打算是村里有想法：公路做到乡里，离村里也只有四里了，你乡里就看得去不接龙样
 接到村里。（迪伟《一亩二分地》）


在该例句中BC部分为否定构式，它之所以需用否定构式，是因为BC本身在这里就需要引入“某否定性现象——不接龙样
 ”，然后再以其为出发点，接着它向下叙述。


2）BC多为动宾关系，且双音化


由1，195条拷贝语式构成的语料表明，BC大多体现为动宾关系，而且具双音化特征，即B和C各用一个音节，这类现象共有931条，占 77.9%，这也完全符合现代汉语双音节趋势（在《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中共收录65，815条词，其中双音词比例为99.98%）。

BC为三个音节共有129条，占10.79%，其中的C大多为两个音节的名词词组，如：电视、电影、电池、我们、你们、他们、自己、妻子、儿子、女儿、孙子、傻子、大地、脑门、脑袋、爱情、恋爱、情人、工作、好事、生意、管理、关系、哲学、文化、学问、功课、小说、游戏、钢琴、衣服
 等，以及人名
 。这也是一种双音化表达式。

三音节有14例，大多为人名；C为四音节以上的有18例，如“一瓶汽水”、“一颗红心”、“毛主席像章”、“你那两个儿子”
 等。

在BC双音节中，两者之间的原型性关系大多为“动作＋对象”或“动宾”关系。但是，也不是所有具有动宾关系的动词词组都可用于拷贝构式之中，还要考虑到B与C能否分离使用［参见第5）点］，它是否能产生什么结果，到达什么程度，如果不满足这些条件，尽管具有动宾关系的动词词组也不一定都能用于拷贝构式中，例如：

［5］所以我们说蒲松龄三苦并存，生活
 苦，考试考得苦，写书写得苦，我们现在就看看他这三苦究竟是怎么个苦法。


例中的“三苦”，其中两个用了拷贝构式，唯有“生活苦”未用，是因为“生活”作为一个双音词，它不能拆分使用，也未见过其中能插入什么词的。

有些具有动宾关系的BC即使能用于拷贝构式，用法也受到限制，如：

［6］你负责负得了吗？


［7］
*
 他负责负得很……


“负责”具有动宾关系，虽偶尔听到人们说例［6］，但很少听人说例［7］这种表达，似乎难在其后添加什么成分来表示负责的结果或程度。

双音节的BC部分虽以动宾关系为主，但是也可能会出现其他情况，参见第4）点，C部分也会出现其他情况，参见第14）点第（3）和（4）。


3）阻断非及物用法


在ABD
 C构式中，C不一定能用作B的真宾语，也就是说，在这一构式中可以出现“假宾语（Fake Object）”，如：

［8］他哭湿了手帕。


在这个句子中，可用不及物动词“哭”，其后的“手帕”不是它的真宾语。而在拷贝构式中B用不及物动词的情况较为少见，因此“假宾语”现象在拷贝构式中也就有限。由1，195条拷贝例句构成的语料表明，其中的动词大多为及物动词，不及物动词一共才有103条，主要有“跳舞（27例）、睡觉（16例）、打仗（14例）、打架（11例）”，
 其余还有“赌博、考试、考核、哭泣、摔跤、说笑、洗澡、游泳
 ”等，仅占8.62%，参见第九章图9.2。


4）BC关系隐喻化


在隐喻机制的作用下，BC之间所具有的典型动宾关系也出现了一些变体用法，在“双音节”韵律机制的控制下，BC关系可从“动作＋对象”扩展到：

（1）动宾关系不明显，如：跳水、跑步
 ，等。

（2）联合式关系，如：游泳、洗澡、管理
 ，等。

例如：

［9］她从小跳水就跳得很出色。


［10］他每天跑步跑出一身汗才回家。


［11］他游泳游得不怎的。


［12］那老兄洗澡洗昏过去了。


［13］管理都管到这个分上了，还有啥说头。


但是，BC一般不能为：

（1）偏正关系，如：

［14］热爱、紧逼……


（2）动结关系，如：

［15］抓紧、打败、推翻、损坏、衰亡……


上文所举的联合式关系，似乎还有点像动宾关系，而偏正结构就离动宾关系较远了，因此它们一般不出现在拷贝构式中。倘若BC之间具有动结关系，后面再接上一个拷贝式动结构式，就显得有点多余，所以当B为以下两种动词词组时不用于拷贝构式：

（1）“动词＋到/见”，如：

［16］遇到、得到、遇见、看见、梦见、听见……


（2）“得＋X”或“X＋得”，如：

［17］得胜、得意、取得、获得、博得……


当它们后接一个名词时，在句法上虽属于动宾关系，但是在语义上已或多或少地带有“结果”的含义了。

另外，上述偏正关系中的“偏”是修饰动词的，多表示动作的程度，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程度”与“结果”还是有不少相通之处的，这或许就是BC不能为偏正关系的又一认知机制。


5）BC若合若离


我们认为，能否用于拷贝构式的关键之一还在于BC之间的微妙关系，用“若合若离”来描写还是较为恰如其分的。

首先，BC之间的关系要“合”得起来，能形成一个由双音节（或多音节）构成的动宾关系（或近似于动宾关系），若两者不具有合理的搭配关系，这个ABC
 分句也就无从说起。

再者，BC之间的关系又要“离”得开（参见第10）点），即B可作为一个单独的词素使用，此时它才能被“拷贝”，形成拷贝构式，前提是其意义需保持不变。如：

［18］观光


等，这个词组中的两个词素尽管具有动宾关系，但是一般不拆开用。汉语中这类词组究其根源来说是动宾关系，但久而久之人们已经将它们视作一个固定的动词词组了，也就不宜再拆分使用，不宜用于拷贝构式之中了，再如由“失”构成的一些动词：

［19］失察、失火、失言、失望……


另外还有：

［20］遇难、遇害、着凉、着慌……


某些具有并列关系的双音词，若它们不能在不改变语义的情况下分开来单独使用，也不可拆开来单独拷贝其中的一个词，例如：

［21］复习、注意、生活……


我们只能说：

［22］他复习功课复习得好好的，你去干什么？


而不能说：

［23］*
 他复习功课复得好好的，你去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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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他复习功课习得好好的，你去干什么？


另外，当“管理、研究、会办、思考、分析
 ”等在口语中用作谓语时，也可重复第一个成分再接结果补语，有学者认为这不是拷贝构式。我们若从“原型范畴理论”和“构式家族”的角度来看，充当谓语的两个字虽不明显具有第九章图9.1中BC式的支配关系，但从音节上来说，它们还是由两个音节构成的，是套用拷贝构式衍生而出的一种表达形式，用构式语法的观点来看，它们也从拷贝构式中传承了相关信息，可视为拷贝构式家族中的边缘成分，参见下文。

综合上文第4）和5）两点，不能用于拷贝构式中的动词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


（1）BC不具有合理的语义搭配性；



（2）BC具有动结关系或偏正关系；



（3）BC不能在保持原义的情况下分离开。



6）BC提供背景化信息


李讷和石毓智（1997b）曾提出C通常为“类属词”而不能是“定指词”，文中也未提供详细的解释。但是我们根据语料调查发现，C不一定就全用“不定指词”，例如：

［25］还不是哭你那两个儿子
 哭瞎的。（杨朔《三千里江山》）


［26］小林拿这些东西
 拿不动。（张天翼《大林和小林》）


［27］送你
 送到小村边，有句话儿要交代，虽然已是百花开，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路边的野花不要采》歌词）


［28］小刘追我
 追得很紧。（赵青《爱的禁果》）


［29］哪个追我
 追的最厉害，扛着铺盖卷要跟我归堆儿。（王朔《许爷》）


［30］就因为你当时追我
 追的最顽固？（王朔《人莫予毒》）


［31］还有一个追他
 追得很紧。（岑凯伦《还你前生缘》）


［32］王美美追他
 追得很紧。（岑凯伦《还你前生缘》）


在我们所收集的1，195条语料中，用“爱”字的拷贝句共有118例，占9.87%，其后所接的宾语大多是“定指性”名词，诸如“你、我、她、妻子、儿女”等，共有110条，占“爱”拷贝句的93.22%，其中只有8条例外：

［33］你爱财
 爱得太厉害，必然带来不好的后果。


［34］只因他爱大地
 爱得深沉。


［35］冯军爱读书
 爱得如醉如痴。


［36］她虽然爱孩子爱得很深，很诚挚，却没有爱在点子上。


［37］他爱事业
 爱得痴迷。


［38］中国人爱土地
 爱得发狂，搬家这件事是不大发生的。


［39］中国人因为爱土地
 爱得太厉害。


［40］他爱下棋
 简直爱到入迷的程度。


但是，李讷和石毓智（1997b）的发现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在其他的拷贝句中，大部分也还是用“不定指”作宾语的。但是，我们也可将其中的“不定指”名词换成“定指”名词，语句同样通顺，例如：

［41］帮人帮到底。


也可说成：

［42］帮你帮到底。


我们还调查了语料中同一动词既能接定指名词，又能接不定指名词的例子，现尽量全部对比列出，以飨读者（为简洁起见，摘录时省去了主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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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我们认为，李讷和石毓智提出的“C须为不定指”的说法似乎太过绝对，不足以作为拷贝构式的限制性条件。但是，他们却也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类属性”或“不定指性”词语，相对于“定指性”来说，所提供的信息范围较大，这就是说，BC才可为其后BD提供背景化信息。我们根据上文提出的认知参照点原则，进一步做如下论述：

［60］BC所描述的概念范围大于BD，前者为后者提供认知参照点，后者隶属于前者，是基于前者形成的目标。


这样，我们就能用认知语言学中的“认知参照点（Cognitive Reference Point，简称CRP）”这一基本原则，来对汉语拷贝句做出一个全新解释。（注意，这里所用的术语“认知参照点”，不是指一个“点”，而是指“论述出发的基础”。）在拷贝构式中，BC为其后所论述的BD提供了一个较为广阔的事件背景，前者所含范围总归要大于后者，后者仅是前者中的一项小内容——“结果”。拷贝构式中的BC是参照点，基于它带出的BD就是“目标（Target）”，参见图10.6。

因此，不管拷贝构式中的C用“定指词”还是用“不定指词”，只要它能为其后的BD提供一个背景性的概念范围，提供一个参照点，这个C就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同时，只要BC这两者能合理搭配，且“能合能离”，它就有可能用于拷贝构式之中。如上文

例［25］中的“你那两个儿子
 ”，

例［26］中的“这些东西
 ”，

例［28］至［30］中的“我
 ”

都是定指性词语，它们分别出自当代作家杨朔、张天翼、王朔，其可接受性是不言而喻的。

另外，例［27］中用的是人称代词“你
 ”，在特定语境中是有定指的；当然，作为歌词，此处有警戒义，亦可含泛指功能。这更说明“定指性”不必作为拷贝构式中宾语使用的限制条件。

我们完全可用［60］观点对其做出合理解释：例［25］是以“哭你那两个儿子
 ”这一事件为“参照点”，它所提供的背景范围为其后表示结果的“哭瞎
 ”提供了一个论述的基础，例［26］中的“拿这些东西
 ”是一个背景性事件，以它作为“参照点”进一步论述其后的“拿不动
 ”。在事件背景“哭你那两个儿子
 ”和“拿这些东西
 ”中可包含很多更为具体的内容，然后以其为“参照点”进一步聚焦出一个“结果性目标”来，其后就自然有了“哭瞎
 ”和“拿不动
 ”之类的表达。

我们还注意到，在含有拷贝构式的汉语谚语中，BC部分中的C常为不定指概念，它们都是为其后成分提供认知参照点的，先从大处说起，然后再引出其中的结果，从而解释了一种道理，例如：

［61］擒贼先擒王。


［62］打蛇打七寸。


［63］帮人帮到底，救人救到头。


［64］种田种到老，勿要忘记秧边稻。


［65］种麦种到边，卖酒买烟有现钱。


［66］救人救到底，送人送到家。


［67］渡人渡到岸，帮人帮到底。


［68］杀猪杀到喉，做事做到头。


由于谚语具有“给人以警示，说明一个道理，阐明做人准则”等特点，因此BC部分可说得较为笼统，仅只提及一种类型的事件便可，而不必定指某件事，它就可为其后的详细论述提供一个背景性铺垫。因此从上述谚语可见，BC部分中的C可用不定指性词语，这是由谚语的特征所决定的。

这一构式也常见于报刊文章的标题中，其基本原因同上，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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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9］扶贫扶到点子上。（《宁波日报》1998.4.17）


［70］助残助到心坎上。（《新民晚报》1998.5.16）


［71］抗洪抗到水低头。（《人民日报》1998.7.31）


［72］摸奖摸到轿车，喜出望外；领奖领出麻烦，对簿公堂。（《宁波日报》1998.3.10）


［73］发票抽奖抽得偷税者心慌。（《羊城晚报》1999.5.15）


［74］种果菜种出一个上市公司。（《羊城晚报》1999.10.28）


［75］摔跤摔进“尿瓶子”。（《北京晚报》2000.10.18）


［76］传销传进医院。（《北京医院》2000.9.7）


当然，这一用法特征不能无限扩大，不及其余。通过对语料做数据统计可见，定指性用法有275条，占23.01%，不定指性用法有817条，占68.37%。这说明C用“定指名词”的数量也不少。特别是上文对“爱”字拷贝句的调查显示，其后所接定指性宾语的比例占到94.91%。

这些都说明，拷贝构式中的C兼有“定指性”和“不定指性”，这一对特征不构成C的限制条件。我们认为，只要BC能为其后的BD提供一个合理的背景范围，两者之间能建立起一个合乎常情的“参照点——目标（Reference Point—Target）”关系，它们就是可接受的搭配。


7）B因拷贝而增量化


从“数量象似性”原则来说，语符数量增加，其所表达的概念数量也就增多。动作B之所以能重复作谓语，正在于这个动作具有一定的延续性（无界性），或可以反复发生或出现。我们从第九章例［158］至［166］的对比中不难发现，拷贝构式明显具有数量增多之义，强调了B的延续性和反复性。

这就涉及拷贝构式中B能否用终止性动词（或点性动词）的问题，从理论上讲，延续性动词用于拷贝构式合情合理，但终止性动词也可反复出现，因此它也可用于拷贝构式中，通过拷贝B来达到增多数量的效果。据此，点性动词能否用于拷贝句中，主要应考虑这个终止性动词能否反复出现：若不能反复，一般不宜用于拷贝构式中。例如：

［77］她跳水跳累了。


［78］
*
 她跳河跳累了。


体操中的“跳水
 ”这一动作可以反复进行，而且也只有经过反复练习才能达到一定的水平，因此该句是可以接受的。若说成“跳河
 ”，通过“跳河”
 来寻死，这件事是不能“反复”的，所以一般情况下，例［78］不可接受。

但是，倘若“她”数次“跳河”之后都被人救起，没有死成，“她”还有机会以后再“跳河”，在此情形下，这句话倒是成立的。我们明显可以感到，在结果补语“累”的作用下，“跳河”这一动作本身有了复数概念，含有“跳了很多次河”之义。当“跳河”有了复数概念之后，就可能有如下表达：

［79］她跳河跳怕了。


［80］她跳河跳得很后怕。


［81］她跳河跳错了时间和地点。


这也反证了“拷贝句常用于表示动作的复数概念，即可赋予动作以增量的语用效果”的观点是正确的，其原因就是“数量象似性原则”在起作用。

有学者据此认为，这可为部分拷贝句中宾语不用定指成分（李讷、石毓智，1997b）作出合理解释，如：

［82］
*
 他踢那场球踢上了瘾。


“那场球
 ”仅只一场而已，难以再重复踢一次。而要说到“上瘾”，一般来说当具有一定的“量”，动作应“反复”，“那一场球”似乎不具有这样的特征，因此这句话似有问题。但可说“他踢那场球踢坏了脚。”这是因为“踢坏了脚”对BC没有数量要求。


8）BD的有界化（体变化和否定式）


虽说B2
 D部分中所用的动词B2
 与句前谓语和宾语部分B1
 C中的动词B1
 相同，但也有一点明显不同，那就是B1
 多为及物动词，而B2
 多为不及物动词。

由于B1
 C部分的B1
 多用及物动词，原型性BC就多具有动宾关系，且这部分多为双音节，即常用一个音节的“动词”加上一个音节的“对象”组成一个BC构式，多指一个不很确定的概念，诸如喝酒、唱歌、看书等，它们基本属于“无界性”概念，或至少是界限不明确，因为这一部分很少有体的变化形式，也不大可能有否定形式，一般也不被其他词语修饰，仅给其后的表述提供一个大致的背景化概念范围。

而B2
 D部分相对于B1
 C而言，其“有界化”性质则是显而易见的。B2
 虽为不及物动词，但其后接了一个结果补语，就明确将其范围限定了，使其具有了“有界化”特征。如上文所举的例子“喝酒喝醉了
 ”，第一个“喝
 ”为及物动词，其后接了一个“酒
 ”；第二个“喝
 ”为不及物动词，其后接了一个“醉
 ”表示喝酒的结果。“喝醉
 ”相对于“喝酒
 ”这一延续性动作来说更具有界性。

从这里也可看出认知语言学中所说的“有界化”具有层级性，如“喝”为“无界动词”，但“喝酒”相对于“喝”来说则是“有界”的，而“喝醉”则明显具有有界性。拷贝构式中“BC＋BD”遵循着“从无界到有界”的组词规律。

既然BD具有明显的有界性，其后再接上诸如“得、到、了、过”等词，也就顺理成章了，例如：

［83］我想你想死了
 。


［84］她当老师当过
 五年，后来下海了。


［85］老李做事做得
 很到位。


［86］她平时说话说得
 太少了
 。


我们在第1）点指出，拷贝构式中的ABC部分一般不可有否定式，而BD部分却可用否定式，且否定构式使用频率还较高（6.1%），这也完全符合人们的生活经验：我们可以发出一个动作，但不一定非出现某个结果，例如：

［87］她唱这首歌老唱不好。


［88］这车跑长途跑不了。


BC部分一般不用其他词语修饰，而BD部分则可，如例［87］中的“老”。但是有些例句的BC之前确实有表示时间、地点等一类的词语，有学者将其析为BC的状语，但将它们视为整个拷贝构式的修饰语也未尝不可，例如：

［89］我昨天
 喝酒喝大了。


［90］他在法国
 学绘画学了三年。


这两个例句中的划线词只能置于BC之前，不能置于BD之前，具有修饰全句的功能，因为它们同时控制着BC和BD。

另外，还有一些副词和介词短语既可置于BC之前，也可置于BD之前，例如（摘自赵新，2001）：

[image: ]


从这些例句中我们尚能体会到，这些副词和介词短语置于BC之前时，更多地含有修饰全句的意思；而置于其后时，则主要是修饰BD的，更加突显了动作所产生的结果。

上文主要论述了BC为双音节的情况，如果不是双音，则在语音空间上为这一部分提供了可放置更多内容的位置，此时就为“体标记”的出现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例如：

［96］小赵提了
 两大包东西提到了部长家里。


［97］她拉着
 我的手一直将我拉到走廊。


“了”是表示完成体的，“着”是表示进行体的，它们在这里都修饰BC部分，这只有在打破BC为双音节的情况下才能发生。且从这两个例句来看，BD部分还包含一个“到”字，其间的规律尚需进一步探索。这也表明，有些学者认为BC部分不用体助词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虽说B2
 D部分中所用的动词B2
 与谓语中主要动词B1
 相同，但也有一点明显不同，就是BC中多用及物动词，而BD中用不及物动词。在同一个分句中同时出现一个动词的两种用法，即及物性和不及物性，充分说明了大多数汉语动词既可用作及物动词，又可用作不及物动词，这一特征在汉语拷贝句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正是汉语中这种灵活性特征，在具体的句法形式和词类属性上不拘一格，使汉语更具“意合法（Parataxis）”性质
[4]

 。


9）B为双音时的重复情况


在原型性拷贝构式B1
 C＋B2
 D中，B1
 大多为单音节，B2
 拷贝了这个单音节的B1
 ，后接“结果补语D”或接“得＋结果补语D”。

但B1
 也可能为双音节动词（包括C也可能已成为B的一部分，即昔日的动宾结构逐步演变为一个固定动词，参见上文），此时拷贝情况有以下三种：


（1）拷贝整个谓语动词B（例［98］至［99］）；



（2）拷贝谓语的第一个成分（例［100］至［110］）；



（3）拷贝谓语的第二个成分（例［111］至［117］）。


例如：

［98］人在吃饭后分泌胃液分泌
 得多。


［99］你伤害她的感情也伤害
 得太深了。


［100］不管他们考试考
 得如何好，大部分老师都只给他们3分。


［101］打折就打
 个零头。


［102］开放还开
 得不够。


［103］开方开
 不尽。


［104］开窍开
 得晚。


［105］开刀开
 得很及时。


［106］开头开
 得不错。


［107］开会开
 得很晚。


［108］睡觉睡
 得很死。


［109］跳舞跳
 上了瘾。


［110］大盘走势
 走得高。


［111］生气气
 昏了头。


［112］害羞羞
 得脸通红。


［113］发烧烧
 得一嘴泡。


［114］仓库爆炸炸
 开了花。


［115］我们说笑笑
 得肚子都痛了。


［116］他们打闹闹
 得人心烦。


［117］她绘画画
 得不算好。


我们可按照“相关构式家族（Family of Related Constructions）”的观点，将第（2）类视为拷贝构式家族的原型用法，将第（1）和第（3）类视为该家族的边缘成分或变体用法。


10）结果突显性


项开喜（1997）认为拷贝句主要是“突出强调事物和动作行为的超常方面
 ”，所谓的“超常”主要是指“出乎预料的
 ”、“居然、竟然
 ”、“非主观意愿
 ”等含义，如例［88］，“汽车跑长途
 ”是理所当然之事，后面的BD却为“跑不了
 ”，这属于“超常”。王灿龙（1999）认为这一结论并不符合事实，只能适用于部分具体的拷贝句，若将其视为拷贝句的一个重要性质，则有失偏颇，他在文中举了很多反例加以说明。他在文后还说：

很难说动宾结构重要还是动补结构重要。

本书认为，王灿龙否定项开喜的“超常说”是可以接受的，但提出BC和BD无所谓哪个重要，这尚有待深思。我们通过与非拷贝构式对比发现，拷贝构式主要突显了BC所表动作引来的结果，因此，一般说来BD所提供的信息为该构式的语义中心所在。

第九章对比了例［158］至［166］中的a、b两个句子，我们不难体会到，b句比起其对应的a句来不仅动作增量了，而且更加突显了动作的结果状态，如例［158］中a仅在于描写“他看够了书
 ”这样一个事实，而b句重复了谓语动词之后，一方面“看
 ”的量增加了，另一方面“看够
 ”这一结果也得到了加强，语气显然要重多了。再例：



	ABD
 C
	ABC＋BD



	［118］a. 李四看够了电视。

	
b. 李四看电视看够了。




	［119］a. 我睡足了觉。

	
b. 我睡觉睡足了。




	［120］a. 他穿惯了这件衣服。

	
b. 他穿这件衣服穿惯了。




	［121］a. 我想好了题目。

	
b. 我想题目想好了。




	［122］a. 孩子做错了题。

	
b. 孩子做题做错了。




	［123］a. 上错花轿嫁对郎。

	
b. 上花轿上错了，嫁郎却嫁对了。




	［124］a. 你跟错了人。

	
b. 你跟人跟错了。




	［125］a. 我们选对了路线。

	
b. 我们选路线选对了。




	［126］a. 你可问对了人啦。

	
b. 你这下子问人可问对了。




	［127］a. 这姑娘看准了对象。

	
b. 这姑娘看对象看准了。




	［128］a. 这次他出难了题。

	
b. 他这次出题出难了。




	［129］a. 她洗干净了衣服。

	
b. 她洗衣服洗得很干净。




	［130］a. 他跑到了工作。

	
b. 他跑工作跑到了。




	［131］a. 手机充足了电。

	
b. 手机充电充足了。




	［132］a. 车加足了油。

	
b. 车加油加足了。





如果仔细品味这两种动结构式，我们就会发现拷贝句似乎更强调动作的延续性和反复性。正如上文第6）点所说，因为句中出现了同一动词的两次运用，根据数量象似性原则，动词所表动作的“量”自然就会较多。因此，b类句子相对于a类而言，更含动作“量多”且“延续”或“反复”。在动作增量的基础上产生了一个结果，这个“结果”的语义自然也就得到了强调。


11）由“得”等引导D


拷贝构式中的结果补语D可为单音节，也可为双音节和多音节，还常可通过“得”字引导出来。

正如第八章第四节所述，随着唐宋时期开始普遍应用BD构式，“得
 ”就逐渐语法化成该构式中的形态标记，此时“得
 ”从实义性的“得到”或“可能得到”之义逐步虚化为语法形态表示“结果”和“可能”。现代汉语中大部分表示动作或变化的动词后都可接“得”来表示结果。同样它也可用于拷贝构式中表示结果，例如：

［133］他教书教得好，育人育得好。


［134］他想，怎么闯发财发得快，怎么干捞钱捞得多，得费一番心思，筹划筹划。


我们知道，“得”是紧跟在动作B后面的，表示B的结果补语，若B接了宾语（或近似于宾语）之后，就不能直接用“得”字了，因此，在例［133］中讲完了“教书
 ”之后就不能直接用“得”，不能说成：

［135］
*
 他教书得好。


若要表示该动作的结果，只能重复B，这就出现“B得D”构式表示结果。因此，我们认为拷贝构式也从“B得D”构式中传承到了相关信息。


12）宾补争动（象似性）


正如上文所述，汉语的BC是一个完形概念体，BD也是一个完形概念体，这两者都可分别单独成句，例如：

［136］他喝酒了。


［137］他喝醉了。


倘若宾语“酒
 ”和补语“醉
 ”这两者都要置于动词之后，且C和D都不宜与B分开来，这又该如何处理呢？王力（1944；1984：400）曾用“双重障碍
 ”来说明BC和BD都要连用的现象，赵元任（1968；吕叔湘译，1979：219）曾用两者“都拒不分开
 ”来解释这一情况，这就是学界所说的“宾补争动
 ”的问题，即作宾语的C和作补语的D都想要紧挨着作谓语的B，他们认为这就是拷贝句形成的主要原因。对此，我们同意戴耀晶（1998）的观点，认为这一说法似乎太过了，参见例［138］。

我们现回到上述问题：汉语在实际表达中是如何解决这一矛盾的？从理论上来说途径不外乎以下三种（仅考虑动词之后的情况，不考虑主题化问题）：

［138］他喝酒醉了。


［139］他喝醉酒了。
 （顺序象似性让位于距离象似性）

［140］他喝酒喝醉了。
 （顺序象似性，兼顾BC和BD）

有学者认为（参见第八章），例［138］不可接受，因为现代汉语没有ABCD构式，而要用ABDC构式取而代之，因此例［139］是可以接受的。其实，例［138］还是可以接受的，口语中常听到有人这么说。另外，若D表示“时量”或“动量”概念时，这种表述方式就很正常了，例如：

［141］他能喝酒二斤
 。


［142］他一天喝酒两次
 。


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就是将这两者结合起来使用，既考虑到了BC完形体，又兼顾到了BD完形体，可谓是一个两全齐美的方案。此处就引出以下三个问题需作进一步讨论：


（1）为何可在BC之间插入D？


从例［139］可见，作结果补语的D可以插入表示动宾关系的BC之间，而不是像王力和赵元任所说的BC和BD这两者“都拒不分开
 ”，问题是为何BC可分开，BD却不可分，即不能将作宾语的C插入BD之间？如例［138］。

我们尝试从认知角度做出以下解释：汉民族的思维习惯是更注重“动结关系BD”，这就导致了D对于B的高依附性，即它比起C对于B的依附性更高。尽管C和D这两者都要依附于B，但当它们同时出现于B之后时，在BD的高依附性的作用下，BC的紧密度就稍逊于BD的紧密度，故而可将D插入BC之间，而不能将C插入BD之间。

我们还可用下一组例子来证明动宾关系的灵活性和可分离性，这也就是上文第5）点所说的BC之间须具有“若合若离”的关系。例如：

［143］
酒
 他喝了。


［144］他酒
 喝了。


［145］他把酒
 喝了。


可见，我们可通过主题化（Topicalization）手段或“把字构式”将BC拆分开来成句，这充分说明BC的相对位置具有较高的灵活性，而BD关系则不能作此处理，这也表明BD的紧密度高于BC的紧密度。


（2）拷贝句的形成机制是什么？


我们尝试运用ECM和M I来解释（参见上文），这其间还包含“象似性原则（the Principle of Iconicity）”。例［140］就是按照顺序象似性组织成句的，先有“喝酒
 ”，才有“喝醉
 ”，这一顺序合情合理，我们所收集到的拷贝式例句也证明了这一点，似乎“BC＋BD”的顺序没有例外。

例［139］中的“喝醉
 ”之所以能出现在宾语“酒”之前的原因在第八章亦有解释，若从象似性原则角度来说，还涉及到一个距离象似性竞争获胜的问题，因为汉民族更注重动结关系的完形性（参见上文），汉语中之所以形成了ABD
 C构式，是顺序象似性让位于距离象似性的结果。


（3）成分和位置上有何限制？


拷贝构式主要讨论的对象是动结构式，因此本书将“拷贝动结构式”简称为“拷贝构式”。由于我们将“程度补语”也暂时归入本研究之中，这里就涉及量词补语（包括物量补语、动量补语、时量补语）与拷贝构式连用时的情况。一般说来，表示计量成分的补语像其他表示结果的成分一样，都可用于拷贝构式中，且位置也是BC＋BD，例如：

［146］王师傅今天喝酒喝了三大瓶。
 （表物量的D）

［147］他修电脑修了大半天。　　　
 （表时量的D）

［148］老张等你等了三个小时。　　
 （表时量的D）

［149］校长批评张三批了好半天。　
 （表时量的D）

［150］李小姐找我找了三次。　　　
 （表动量的D）

这些都是可以接受的表达，若将它们转换为非拷贝构式，可直接将后面重复的B（或连带“了”字）去掉，或将“了”置于作谓语的B后面，这样的语句同样可接受，例如：

［151］王师傅今天喝酒三大瓶。


［152］他修电脑大半天了。


［153］老张等了你三小时。


［154］校长批评了张三好半天。


［155］李小姐找了我三次。


这就是说，作时量和动量补语的D可用于ABCD构式，但不一定都适用于ABD
 C构式，例如：

［156］王师傅今天喝了三大瓶酒。


［157］他修了大半天电脑。


［158］
*
 老张等了三小时你。


［159］
*
 校长批评了好半天张三。


［160］
*
 李小姐找了三次我。


例［156］完全可以接受，但是句型不同了，“三大瓶
 ”成了“酒
 ”的定语。例［157］属于有争议的句子，在口语中似乎可以接受。而例［158］至［160］则不可接受。这就是说，作时量和动量补语的D一般不适用于ABDC构式，却可用于ABCD构式（参见例［151］至［155］）。解释是：“物量”与“名词”可形成合理的计量关系，体现为句法上的偏正结构，如例［156］；而“时量、动量”不能与其后的名词形成偏正关系，因此不可接受，如例［158］至［160］。也就是说，汉语ABCD构式中作补语的D多用数量构式。

另外，戴耀晶（1998）认为：数量补语和代词宾语在动词后共现时，语序是宾语在前，补语在后。他举的例句是：

［161］校长批评了我好半天。


但是我们发现，不仅仅是代词宾语，名词宾语也是这样，例［154］可以接受，而例［159］是不可接受的。

汉语界有学者将“计量补语”与“结果补语”区分开来，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计量”可划归“程度”或“频度”，它们与“结果”毕竟还是有差别的，因此D为纯粹结果时，汉语还是要依照“ABDC”顺序组句。


13）与其他构式的关系


李讷和石毓智（1997b）曾述及拷贝构式出现之前汉语中已存在的四种句法构式
[5]

 ：


（1）紧缩复句：
 　　 （X）V O＋（X）V R


（2）两个单句：
 　　　V（了）O＋V（得）R


（3）宾语为时间词：
 　V T＋V R


（4）两个动词不一致：
 V1
 O＋V2
 R

例如：

［162］虽说佛家语亦说得好。


［163］人不进去，只顾拉人，拉的手脚儿不着。


［164］打了十分钟，打的皮开肉绽。


［165］饮羊羔吃的丰肥。


他们在论文中指出，拷贝构式不是从上述四种格式中演化而来的。我们觉得这话说得有点绝对，或许下文的表达更为合理一点：正如图10.7所示，拷贝构式是受到多种构式的影响所致，即从多种构式中传承到了相关信息，正是由于汉语中早已存在上述这四种构式，当人们欲将“动宾”和“动结”这两个概念融为一体时，它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现存这四种构式的影响，从而产生出了现代汉语的拷贝构式。

范晓（1993）曾指出汉语拷贝句可有12种变换式和变化式，后来他的弟子刘雪芹（2003）又增加了一种，此处不再详细列述。这一方面说明拷贝构式可能会有多种变化形式，另一方面也说明汉语表达的丰富性，更说明了构式不可能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依存的，从而形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构式网络体系。这也证明了构式语法的研究思路是正确的，应当从宏观的网络体系角度来研究构式以及构式之间的相互关系（参见《上卷》第六章和第十四章）。


14）拷贝构式的调变性用法


常见拷贝构式为ABC＋BD，其中B多作整个分句的谓语，但在语料中我们也发现了该构式的一些变化用法。


（1）谓语以外的用法


被拷贝的B主要出现在语句的谓语之中，即B1
 C＋B2
 D构式中的B1
 多作谓语，但整个拷贝构式也可能用作其他语法成分，如主语或定语等，例如：

［166］管理管到位，才算真管理。


［167］管理管到位的领导，才是真正的领导。


“管理管到位
 ”在例［166］中可析为主语，在例［167］中可析为定语。可见拷贝构式可有多种语法形式。

我们还发现了下一例句：

［168］一场绞杀战
 杀得难解难分。


它重复的不是谓语动词，而是一个名词短语中的第二个成分。


（2）BC1
 ＋BC2
 ＋BD


在我们的语料中还见到用两个BC构式，然后再接一个BD构式的情况，即“BC1
 ＋BC2
 ＋BD”，例如：

［169］希望有些读者在看小说看电视看得腻味
 的时候，拿来换换口味，而不至于毫无所得就是了。


［170］这些天吃鱼吃肉吃腻了
 ，多搞点蔬菜来。



（3）BC1
 ＋BC2



在原型性拷贝构式中，BC为BD提供动作事件参照点，BD为BC动作事件所产生的结果，但是我们在语料中还发现了“BC1
 ＋BC2
 ”构式，它虽在句法上具有拷贝构式的主要特征，但在语义上BC2
 部分却又不太像“动作＋结果”关系，例如：

［171］荆都人早些年抽烟抽荆山红
 ，喝酒喝荆水液
 。


（王跃文《国画》）

［172］别人不过拣各人爱吃的拣了一两样
 就算了。


（曹雪芹《红楼梦》）

在上一例中，BC1
 部分为“抽烟
 ”，BC2
 部分（不是典型的BD）为“
抽荆山红

 ”，两者之间的语义关系相同，都是“动宾”，但是C2
 “荆山红牌香烟”仅为C1
 “香烟”之一种。其后的分句也具有相同结构，用作C2
 的“荆水液”为用作C1
 “酒”之一种。

在例［172］中，“
各人爱吃的

 ”和“
一两样

 ”都是“拣”的宾语。将BC2
 析为BC1
 的结果似乎有点勉强，但将BC1
 视为BC2
 的背景范围却是完全说得通的，上文［60］的观点“BC所描述的概念范围大于BD，前者为后者提供认知参照点，后者隶属于前者，是基于前者形成的目标
 ”则可为其做出合理解释。


（4）C部分可能是个分句


在原型性拷贝构式中C为名词，做B1
 的宾语，但在我们的语料库中也发现C部分可能是一个词组或分句，例如：

［173］我想卖力气
 都想疯了，可是找不到活干。


［174］我们顾衣裳打扮
 还顾不过来呢，哪有功夫去管功课呢？


［175］你没正经的，要不请我吃饭去吧，我这坐着听你说
 都听饿了。


［176］我爸想我读书
 想得六亲不认了。


［177］我们街坊还有一档子事，念祭文给人家
 念砸了。


［178］爹妈盼孩子们有出息
 盼了一辈子了，盼到自己作了军官了。


在上述六个拷贝例句中的C部分“卖力气”、“衣裳打扮”、“你说”、“我读书”、“祭文给人家”、“孩子们有出息”
 为短语或分句。


（5）“B也B”、“B都B”、“B就B”


我们还发现以下两种边缘性表达语句：

［179］任一帮小男孩在后面怎么追也追不上。


［180］追都追不上，到底要上哪儿去呀！


［181］要讲就讲到学生心里去。


［182］干就干漂亮了。


这里被拷贝的动词B是“追
 ”、“讲
 ”和“干
 ”，在这两个B之间没有用名词作宾语，而是用了副词“也
 ”、“都
 ”、“就
 ”，即在BC＋BD构式中，C不是名词，不作宾语，而是副词，作状语。从韵律角度来说，这也有点像拷贝构式，但细究起来又不是很像。我们权且将其视为拷贝构式的变化用法，为该构式家族的边缘成员。


（6）在BC和BD中间插入主语


［183］“我也不是怪你，怪你我
 怪得着吗？”栓子无奈地解释着。


在BC“怪你”和BD“怪得着”之间插入了一个主语“我”。这一用法显然具有口语特征。


15）拷贝构式的语用功能


拷贝构式之所以能出现于现代汉语中，必为语用功能所驱使。由于语用功能可相对独立于句法关系、语义分析，因此本书另节专门论述。

第六节　拷贝构式的语用功能

上文尝试运用ECM和M I来论述拷贝构式的形成机制，以及在传承过程中所吸收或排斥的有关信息，本节主要论述拷贝构式的语用功能。

1. 结果性

在BD构式中，有学者认为第一个成分B为语核，也有学者认为第二个成分D为语核，各有其理由。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认为，B可以控制其后的宾语；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是D而不是B可以控制其后的宾语，如在

［184］他吃圆了肚子。


中，是“圆
 ”控制了其后的“肚子
 ”，而不是“吃
 ”。

关于拷贝句的语义重心问题，到目前为止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有学者（如范晓，1993；项开喜，1997；林达青等，2001；刘雪芹，2003）认为BD更重要；



（2）有学者（如聂仁发，2001）认为在某些特别拷贝构式中，BC更重要；



（3）有学者（如李纯，2006）认为有时BC重要，有时BD重要；



（4）有学者（如王灿龙，1999）认为两者都重要。


我们基本同意第一种观点，在缺少语境的情况下，拷贝构式中的语义重点多在BD上，即发话人重在传递“动结”概念。当然，任何规则都有例外，如在口语中若将BC部分重读，或换成“是……的”构式，或者在具体语境中，动作结果已成为已知信息而意在追问该结果的原因时，拷贝句的信息焦点就可能落在BC上。

正如上文所析，BC部分主要对动作事件做了一个粗略性描述，提供一个背景范围，然后以其为参照点，通过认知途径寻求到“目标（Target）”BD，这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一个基本方式，人们往往是在背景性参照点基础上识别出一个目标，例如：

［185］他喝汤喝圆了肚子。



“喝汤”
 仅为我们提供一个动作事件的“大致范围”或“大背景”，而“喝圆了肚子
 ”是这个动作事件的结果性目标，当为该句的重点所在。

我们之所以提出BC与BD具有“参照点—目标”关系，以及“拷贝构式的语用目的在于突显动作结果”的观点，也是基于对实际语料所做的分析。我们反复阅读了从实际语篇中获得的例句，这些例句基本支撑了我们的上述观点。例如：

［186］这个菲利普是个害忧郁症的人，是个家庭哲学家，人们都说，他“看书看得太多
 ，把脑子看糊涂了”，说他上吊多半是由于受到斯维德里盖洛夫先生的嘲笑，而不是由于……


［187］1957年，有一天他喝酒喝得晕晕乎乎
 ，在给乡政府写标语时把“东风压倒西风”写成了“西风……


［188］首先改善小黎的学习环境，请她到家里做功课，替她买练习本，有时做功课做得太晚
 就留她在家里住宿。


［189］因为韩信这个时候没有任何理由要反，也没有什么条件要反，他做楚王做得也挺滋润
 ，日子过得很快活，回到自己家乡，他干嘛要反。


［190］所以我们说蒲松龄三苦并存，生活苦，考试考得苦
 ，写书写得苦
 ，我们现在就看看他这三苦究竟是怎么个苦法。


［191］徐太太确实能干
 ，在巴黎华人社会中，她说法语说得最好
 ，绣花绣得最美
 ，治家治得最精
 。


［192］胡伯博士说话说得慢条斯理
 ，不慌不忙，简直就是理想的一个学者馆长。


［193］进门一看，老娘的眼睛竟然想他想瞎了
 ，李逵大为伤心，抱着老妈就是一通暴哭，哭得老太太……


［194］他们打仗打得非常漂亮
 ，他们已经使德国的军事力量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195］他已不再打女仆的嘴巴，当巴斯克替他开门开得太慢
 时，他提起手杖跺楼梯板，也没有从前的那股狠劲了。


例［186］“看书看得太多

 ”中的BD“看得太多
 ”，引出了其后的“把脑子看糊涂了
 ”。例［187］中的“
喝得晕晕乎乎

 ”，引出了其后写错标语这一严重后果。其他随手摘来的例句基本也可做类似的解释。

当然，从语篇组织信息的顺序来看，不一定总是在拷贝构式出现后再展开信息，也可能出现于前面，如例［191］中的三个拷贝构式“说法语说得最好
 ，绣花绣得最美
 ，治家治得最精

 ”都是用以说明前文的“
能干

 ”。这就是说，前文的“能干
 ”属于“总叙”，引出下文对其做进一步详细解释，关键信息还是体现在BD中：“说得最好、绣得最美、治得最精
 ”属于“分述”。“总叙”与“分述”形成了前后互相照应的关系。

也有可能BD同时引出其前和其后的详细信息，如例［190］中前文的“三苦并存
 ”，后面用“生活苦，考试考得苦
 ，写书写得苦

 ”来详解“三苦”之由来，接着又引出下文的“我们现在就看看他这三苦究竟是怎么个苦法
 ”。可见，这个小语篇就是围绕“生活苦，考得苦
 ，写得苦

 ”组织起来的。

这就是说，若将拷贝构式置于高于句层面的语篇层面来考察，我们不难看出，与拷贝构式同现的前后语句大多是围绕BD所提供的信息展开的。

2. 增量性

根据数量象似性原则可知，语符量与信息量成正比关系，若在一个语句中重复使用了某个词语或某些词语，一般来说，该词语所表示的概念就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增强。因此，在拷贝构式中重复了表示动作的B，就表明这个动作的量在一定程度上被增加了。

如例［190］中的“考试考得苦
 ，写书写得苦

 ”，两个拷贝构式所含有的“动作增量性”正可突显蒲松龄的“苦中苦”之缘由。

正是由于拷贝构式含有“动作增量”的信息，这就限制了用于其中的动词的性质当为延续性动词，若终止性动词可以被重复，也可用于该构式之中。

另外，人们会问，为何例［190］“三苦”中仅“考试”和“写书”用了拷贝构式，而“生活”为何不用拷贝构式？这可用上文所说的“能合能离”来解释。我们知道，汉语中大部分双音词可以分开来应用，而有些则不能，“生活”就是其中一例，其中不可插入任何成分，这两个语素不能分离，也就不能用于拷贝构式。

3. 简洁性

在一个语句中同时兼顾到事件本身BC和事件结果BD，这充分表明拷贝构式实现了“用较少文字传递较多信息”的经济原则，简洁明了，一句到位。若不用拷贝构式，这类表达就要用较多的文字，语句就会显得啰嗦。如上文例［195］中的“当巴斯克替他开门开得太慢
 时”
 如不用拷贝构式就可能要说成：

［196］当巴斯克替他开门时，而且还开得太慢
 时，……


显然这一表达既不经济，也显得啰嗦。

从上一例句我们也能看出，若将拷贝构式中的BC和BD拆分开来说，即分布在两个小分句中，按照距离象似性原则，这两个概念之间的距离就被拉大了，它们的紧密程度就显得稍差，两者都可能成为语义重点，为“双核结构”。若将这两者置于同一分句之中，组织为一个拷贝构式，BC为BD提供事件背景，用作参照点，为BD的突显做好铺垫，且发展和详述了BC所含的信息，该构式则显示为“单核结构”，语句自然就更为简洁明了。

我们知道，现代汉语中分句的特点之一为“单焦点（Single Focus）”，即一个分句往往就突出一个焦点信息，亦有学者将其称为“分句单焦点原则（the Principle of One Focus in One Clause）”，这就是现代汉语常以“散连句（又叫‘竹竿型’）”形式出现的主要原因。汉民族更倾向于一个事情接一个事情地向下叙述，不采用叠床架屋式的方式堆砌信息，而英语中的长句比比皆是（参见王寅，1990；王寅、李弘，1996）。

由于拷贝构式表达简洁，具有言简意赅的语用效果，不少谚语和报刊的标题都用到了这种构式，例句参见例［61］至［76］。

4. 文体性

据调查，拷贝构式在整个语言实际应用中的比例并不高，而且确有部分例句是出自作品中人物的口头言语，有的还是引自语言学论著中的人造例句。因此有学者认为拷贝构式具有口语性。

但从我们的语感上来看，这一观点似乎不很全面，拷贝构式虽常用于口头语言，但也频频出现在书面文体之中。尽管如此，该构式的用法还是有一定的文体限制，如在较为正式的政论性书面文体中，拷贝构式的出现频率似乎很有限。

另外，谚语既具有书面性，也具有口语性。正如上文所述，谚语中也出现了一定数量的拷贝构式，这也可证明不能仅将拷贝构式限于口语文体。

第七节　结语

从上文论述可见，汉语之所以出现两种不同的动结构式，主要原因不在于D的语义指向不同（与语义指向有关，但不是主要或唯一原因），而在于汉民族在事件域认知模型中对“结果”有两种不同的识解方法：经历了不同的完形路径，采用了不同的认知顺序，聚焦了不同的信息层次，强调了不同的表达方法，且同时从不同构式中传承了相关信息，这才是产生两种不同动结构式的主要原因。

1. 先整体后部分

先认识整个动作事件（包括动作+对象，即BC），然后再论述该事件所产生的结果，即BD，这也符合汉民族常常“从大处着眼，然后再详述细节”的思维习惯（如多个地点或时间短语连用时，一般用从大到小的顺序）。比如先端出整个事件“他+吃+饭
 ”，然后再从细节上作交代“吃饱了
 ”。如图10.6所示，优先处理事件整体ABC（即左边的事件整体框），然后再考虑动作集丛中的“动+结”关系（即右边的虚线小框），将其置于其后加以论述，这就是图中下方带右向箭头线条的含义。该构式之所以要拷贝B，主要受到汉语ABCD构式消失的影响，以及与“双音节化”、“B得D构式”、“结构均衡”、“固化复合动词”等因素有关。拷贝构式主要突显了动作的增量性和结果性。

据此，我们可用象似性和参照点这两种原则来总结BC与BD之间的语义关系和认知原则：

（1）距离象似性。之所以要重复B，就在于BC
 是一个完形性概念，BD
 也是一个完形性概念，两者不便轻易分开。

（2）数量象似性。重复使用B还意在动作本身具有一定的增量性。一般说来，拷贝构式中的B当具有延续性和重复性，重复使用了表示动作的B，更含有该动作可被增量之义。

（3）顺序象似性。先用BC粗略性地提起一个事件背景，然后以其为基础用BD来详述其所引出的结果，这两个完形体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而成的。图10.6从左框的BC到右框的BD正体现了这一顺序象似性原则。

（4）认知参照点。BC作为参照点，以其为出发点进一步详述该事件所引出的结果，先从大处入手，然后再从小处详述，这也与汉民族的一般思维方法相吻合。

2. 多重传承和语用原则

（1）多重传承。拷贝构式的形成不仅要受到上述几个认知原则的作用，还受到汉语现存构式的影响。它分别从几个构式中同时传承到了相关信息，同时也阻断了有关信息。

（2）语用原则。新句法结构的形成必为特定交际目的所驱使，它不可能凭空而出。人们之所以运用上述4点认知原则建构出拷贝构式，最终还是为了特定的实际运用。该构式既考虑到动作事件本身（即BC），也兼顾到动作所引出的结果（即BD），主要传递了动作的增量性和结果性。

3. 动结完形体优先

也可优先处理图10.5中A-集丛层次上的“动＋结”关系，然后再考虑动作对象等要素，即将A-集丛中的“动作＋结果”视为一个整体单位，先行和盘托出，其后再接对象C。如图10.5所示，其中某一X为动作A的“结果详述位R”，例如“他吃饱
 了饭
 ”中的“饱
 ”。ABD
 C认知方式及其语法化SVR
 O表达形式与拷贝构式相比，更加突显了“动＋结”关系的优先性和完形性，这就是给BD和VR加下划线的原因。


[1]
 　英语还将这一区分直接体现于语法形式之中，如在疑问句和否定句中对be类用法和do类用法的严格区分就是基于动态和静态区分之上的。be是典型的静态类动词，构成一般疑问句时可直接将其提前，构成否定句时可直接加否定词not；而do是典型的动态性动词，构成一般疑问句时句首要用do，构成否定句时要加do not才可。have作“有”解释时，属于静态性（但在have breakfast等用法中具有动态性），在英国英语中将其归属于be类用法之中，在美国英语中则将其归属于do类用法之中。另外，be之外的静态性动词常归属于do类用法。

　　这给我们的启示是，以英语为母语的儿童在这种语言用法的潜移默化中，很早就注意到静态和动态之间的差异，在他们的概念结构中早就建立了这一区分，且这一区分还体现在其他很多表达中（参见王寅，2001：268）。相对而言，汉语用法中不太重视这类区分。


[2]
 　我们不排除口语中有这样说的可能，而例［24］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可接受的。


[3]
 　例［69］至［74］为赵新（2002）所收集的例句；例［75］和［76］为李纯（2006）所收集的例句。


[4]
 　我们这里所说的“意合法”，不再局限于王力（1944；1984：89—90）所说的狭义的意合法，仅指词与词、句和句之间的结合在外部形态上常不用明显标志（如连接词语），主要依靠意义上的关联来“黏合”。这一点我们（1996/2003）在《英汉语言区别特征研究》第三章中已有详细论述。


[5]
 　为与本书一致，我们将他们用的“C”改为R（补语），X为关联词语，T为时间词。


第十一章　汉语“动名构式”与英语“VN构式”的对比

本章基于汉语和英语语料对“吃/eat构式”进行了对比研究，初步得出以下看法：（1）语义链适用于解释英语和汉语中这两个动词的隐喻延伸途径；（2）汉语与英语相比，在动词“吃”后除可接对象或受事语义成分外，还可接更多的其他成分；（3）可用原型范畴理论和ECM来分析“吃”后名词所构成的“动后语范畴”；（4）通过两个构式的对比可见，汉语比英语更能容忍逻辑偏差，以求得语言表达的经济性和灵活性；（5）构式确实是词义变化的主要途径，这亦说明：整合观比组合观更有解释力。

第一节　“吃/eat”语义链

1. 引言

Brugman（1981）首先对英语多义词over进行了分析，Lakoff（1987：419—440）对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认为其中心义为“上方穿越”，然后延伸出其他各种意义：上方静止、覆盖、反射、过分、隐喻用法等。Taylor（1989：108）提出“语义链”理论，认为多义词中的不同意义往往是通过语义链而形成的：意义A与B基于某一或某些共享属性而关联，意义B又成为C的延伸基础，意义C又成为D的延伸基础，这样可一直链接下去：A→B→C→D…。Taylor（1989：114）还将over的主要意义归结为四大义丛，我们可以根据其间的语义关系拟构出语义链形成的过程：

［1］上方运动→覆盖关系→静止居上→路径终点


它们基本能够囊括over的近20种意义。

笔者（2001：212）受他们的启发，尝试对“吃”的多义用法进行了整理，大致拟构出其语义链程序如下：

［2］为生存而吃→进口、进入、收入、获得→受到、遭受→耗费→损失、消灭


本文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以汉英语料为基础，对“吃/eat构式”的多义用法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对比，以揭示汉英语中动名构式之间的异同。另外，在英语和汉语中还有很多表示“吃”的动词，如英语中的“have”。两种语言中还有一系列表示各种方式的“吃”的动词，以及具有一些特殊意义的动词，现对照列述如下：



	bite
	
咬

	browse
	
吃嫩枝叶

	champ
	
大声咀嚼




	chew
	
嚼

	crunch
	
咬碎

	devour
	
吞




	feast upon
	
款宴

	feed
	
喂

	nibble
	
轻咬




	gnaw
	
啃

	graze
	
吃草，吃零食

	grind
	
嚼碎




	masticate
	
嚼碎

	munch
	
用力嚼

	swallow
	
吞




	sip
	
小口饮

	
	
	
	




这些都不在本书的研究范围内。本文主要通过分析汉语“吃”和英语“eat”来解读两种语言中的动名构式。

我们基于2004年《人民日报》光盘版做了一个封闭语料库，共有3，162万字，其中含有1，942个“吃”，通过穷尽性调查和分析，结果为：

［3］及物动词为　　1,453个，占74.82%


　　 不及物动词为　426个，　 占21.94%


　　 名词为　　　　63个，　 占3.27%


及物动词的语义分布情况参见图11.2。

英语语料库为美国CNN每月逢5所收集的文字材料
[1]

 ，共760万词，其中有701个eat：

［4］及物动词为　 483个，占68.9%


　　不及物动词为　214个，占30.53%


　　名词为　　　　4个，　占0.57%


“eat”用作及物动词的语义分布情况参见图11.2。

基于Taylor的语义链理论及上文对“吃”的语义分析，我们对语料库中“吃/eat”中的义项关系（主要是及物性意义）做了较为详细的梳理和对比，将延伸义项细化成两条分别加以叙述，以对比出汉英两语言中的用法差异。现将细化的语义链列述如下：

[image: 2339-01]
图11.1



2. 语料库统计和分析

现按照图11.1的分析列出下表，配上了语料库中的典型例句（带“*
 ”的例句摘自《现代汉语词典》），同时标出了各种用法的详细分布情况：

[image: 2339-02]
图11.2



分析及说明：

（1）“吃/eat”的及物、不及物和名词用法的分布大致相当，具体为：

［5］及　物（74.82%/68.9%）＞


　　 不及物（21.94%/30.53%）＞


　　 名　词（3.27%/0.57%）


而且是及物性用法远远多于不及物用法，后者又远远多于名词性用法。

（2）及物性动词内部的语义分布也有类似的情况。从上表可见，“吃/eat”作为及物动词的主要用法为第1义，作为其他延伸义（即隐喻义）的用法所占比例都较小。

（3）“eat”比“吃”的第1义用法高出11.42%，这说明汉语的“吃”可以更多地用于延伸义（即隐喻义）。而且eat作为第1义用，所接词语几乎都是：

A. 食品（含代词）

B. 餐名，如meal，dinner，breakfast，lunch，等

C. 量、卡，如quantity，portion，ration，more，less，share，a lot，（a）little，（a）few，calorie，等

而汉语“吃”后所接词语较为丰富，参见下文分析。

（4）从表面上看“吃/eat”大致经历了相仿的语义延伸途径，在两语言中都能找到大致对应的2、3、4、5义。而且从认知和逻辑角度，从2.1义到2.2义和3.1义，再到4.1义和4.2义，以及从4.1义到5.1义和5.2义，其间存在较为接近的渊源关系，做出这种语义延伸实属正常，但通过对比也发现这两个词存在一些语义空隙，且一些用法的搭配方式、使用频率以及延伸分布尚有差异。如“吃”作2.1义（占4.2%）和3.1义（占12.46%）用时，频率明显高于eat。eat的第2.1义用法仅发现2例，使用频率很低，仅为0.4%，在习语

［6］eat the ginger（获得最好的一部分）


［7］eat the wind out of the vessel（占其他船的上风）


等中尚能体会到此义。该义的其他用法主要用于被动语态，似乎已成为一种固定表达：

［8］be eaten up with/by...

这与“吃”对应的用法有较大的不同。

另外，汉语还延伸出2.2义“吸收”，而eat无此义。

eat作4.1义和4.2义，及5.1义和5.2义用时，比例高于“吃”。“吃”没有延伸出“使……苦恼”、“腐蚀、侵蚀、蛀坏”义，而英语eat可作此义用，且尚有一定的使用频率。

（5）“吃”还进一步语法化出“被”义，这一延伸从认知和逻辑角度来说也算正常，因为从“吃”的3、4、5义中我们不难体会出“被动”含义。“吃”的3.2“被”义接近于3.1“遭受”义，“吃他耻笑”就相当于“遭受到他的耻笑”，因此这两种语义就都被列于第3类之中了。这两种意义的区别在于后者经历了意义虚化过程，可用语法化理论做出解释，eat没有发现这种用法。

（6）如果详细调查分析第1类用法，获得的数据还可作为分析中、美两国饮食结构的参考，这不是本文研究的范围。

第二节　汉语“动名构式”与英语“VN构式”对比

及物动词后应接一个名词短语，这在西方语法中叫做“宾语（Object）”，这又可分为两类：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前者主要指在句中承受动词发出动作的对象或承受者（可是事体或人），在屈折语中通常用“宾格”表示；后者指一个动作是对于他（它）或为了他（它）而进行，在屈折语中通常用“与格”来表示。由于在笔者的语料库中未发现英语动词eat有接双宾语的用法，只用于单宾语句型之中，因此本文只讨论直接宾语。

英语中动词后的宾语主要也是用来表示动作的对象或承受者，也存在不同种类的宾语（见Quirk et al.，1972）：

［9］地点宾语，如：jump the fence


［10］结果宾语，如：write a letter


后者含

［11］同源宾语，如：sing a song


但是从例句看，或多或少还能体会出名词相对于动词含有一定程度的“对象”或“受动”之义，且

［12］jump the fence＝jump over the fence

宾语相当于一个省略介词的状语（Quirk et al.，1972；王中浩等译，1982：20），这种用法具有个别性。

章振邦（1983：584）认为英语的宾语还可能表示方式或工具，如：

［13］nod one’s approval

［14］point one’s forefinger at sb.

等，但从其所举例句来看似乎有点勉强。如果仔细琢磨，例［13］在逻辑上应为：以点头的方式表示同意，表示方式的应是谓语动词，而不是宾语。例［14］将“食指”视为工具也很牵强，而且这些例句正好可用来说明构式可以使得词义发生变化：由于动词“nod”后接“approval”，不仅使“nod”的词性从不及物动词变为及物动词，且词义也从“点（头）”变为“点头表示”。由于动词“point”后接“forefinger”，就使得“point”有了“把……指向”之义。

通过对动词意义的适当调变，做出上述的解释，依旧可以保全英语“VN构式”中的“动作-对象”关系。当然，这种词义变化分析是人为的，是为了满足在这个构式中V与N在逻辑上应符合“动作与对象”或“动作与受事”这一条件做出的。

近代，我们在分析汉语语法时也一直在套用“宾语”这一术语，以此来理解汉语动词后的名词成分，即将汉语“动名构式”中的名词视为宾语。其实汉语动词后面的名词成分不仅是动作的对象或承受者，还常紧接表示许多其他意义的词语，根据孟琮（1984）编著的《动词用法词典》，他定义了14个宾语语义格，动词后的成分除了接表示对象（教育孩子）和承受者（钓鱼）的词之外，还可能是：结果（盖房）、工具（捆绳子）、方式（存定期）、处所（来重庆）、时间（熬夜）、目的（跑项目）、原因（避雨）、致使（改变关系）、施事（下雨）、同源（唱歌）、等同（担任书记）、杂类（闯红灯），并对各类宾语做了一个大概的数据调查：

[image: 2344-01]
图11.3



从图11.3可见，汉语中动词后除可接表示“对象、受事”等语义的成分之外，还可接许多表示其他语义的成分，即使考虑到Quirk等（1972）认为英语宾语可能会用来表示地点和结果，汉语及物动词后所接名词的用法和含义比起英语的“宾语”依旧要宽广得多
[2]

 ，这些在英语中往往不用宾语来表示，常用被我们习惯称之为“状语”的句法成分来表达，这就出现了一个术语错位的问题：西方语法中的宾语与汉语动词后所接的名词，在两种语言中有着不全等的表义和语用功能。正是由于汉语的“动名构式”与英语的“VN构式”两者既有对应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可从上文“吃/eat”例句看出），英汉语中的这两个构式实际上各自在行使着不完全对等的功能。

我们认为，倘若将汉英语中两种构式视为等同，将两种构式中的名词和N同用一个术语“宾语/object”概而论之，就难免会出现理解上的偏差。因此本文主张可将汉语的这类结构叫做“动名构式”，英语的叫做“VN构式”；将汉语中动词后接的名词短语叫做：“动后语
 ”，它包括相当于英语的“宾语和状语”等语法功能，上述孟琮（1984）表中的“宾语”最好换成“动后语”，这样就可摆脱分析汉语时套用西方术语“宾语”所产生的困扰。

上文分析汉语“吃”语义链的始源处，即第一类用法，主要接了与“吃”最基本义密切相关的名词成分，而且还能明显体会到“为生存而吃”这个意义，包括与“吃”这一动作相关的各类事物、场所、施事、方式、目的、原因等，似乎皆可置于“吃”之后被用作吃的动后语。

作为语义链第一义用的“动后语”还可细分为以下五小类：

（1）所吃的是饭菜、食品、药物、餐名等，这是真正意义上动作的“对象”或“受事”，例如：

［15］吃饭、吃菜、吃肉、吃糖、吃药，吃早餐/晚餐/西餐


等。

（2）“吃饭”的场所、时间等，例如：

［16］吃食堂、吃馆子、吃夜宵、吃下午


等。

（3）“做饭”的用具，“吃饭”的餐具等，例如：

［17］吃大锅、吃小灶，吃筷子、吃大碗


等。

（4）食品的出处、来源，可意指生活的来源，例如：

［18］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吃瓦片、吃皇粮、吃工资、吃救济、吃利钱、吃大户、吃补贴、吃集体、吃父母


等。

（5）“吃”的具体方式，例如：

［19］吃零嘴、吃包餐、吃零点、吃外卖


等。

在上述五类中只有第一类真正相当于英语的“VN构式”；而其他四类须根据具体情况转用为英语“V＋PREP＋N构式”或“V＋AD构式”或其他构式，可见英语动词的宾语更讲究其在逻辑上应是动作的对象或受事的含义，倘若不具有这种逻辑上的严格意义，常会采取其他表达手法，因此没有出现汉语中用法广泛的“动后语”成分。如：

［20］吃食堂：to eat（one’s meal）in the dining-hall


［21］吃馆子：to eat in a restaurant


［22］吃筷子：to eat by chopsticks


［23］吃工资：to live on one’s wage


第三节　ECM对动后语范畴的解释力

下文进一步分析在汉语“动名构式”中，动词后面究竟可接哪些相关名词。按照认知语言学中的范畴理论，动词后所能紧接的词语可视为一个范畴，本文权且将其称为“动后语”范畴，其中究竟能接哪些词语、融入哪些意义，笔者仍以“吃”和“eat”为例来加以说明。

从上述语义链分析来看，汉语和英语的“吃/eat”都是以第一类“为生存而吃”作为原始语义的，本节将以其为基础来对比“吃”的动后语和“eat”的宾语。这样，只有将分析确定于同一类别之中，才能对其进行较为确切的分析。

英语eat作为第一义用，表示为了生存而“eat”，其后所接的成分几乎都是表示各种具体食品或可用作食品的名词（在我们的语料库中共出现了126种食品）、泛指食品的词语，例如：

［24］anything，everything，the whole thing，nothing，the wrong stuff，food，this one，what you eat，whatever you want

等，以及与食品有关的“量、份额、（低）卡”，例如：

［25］much，too much，a lot，lot，less，（a）little，（a）few，full rations，portions，100 pounds，seven slices，（unlimited）quantities，low，low calories

等词语。

而汉语“吃”作为第一义用法，后面所接的词语语义类型可谓是五花八门，上文将其大致分为五个小类。但我们也发现，与“吃”这个事件域有关的事体，只要有此需要，似乎都可接在其后作“动后语”。因此可用ECM来为汉语动词后面的成分做出合理解释。

很多学者为解释概念结构的形成和句法构式的基础拟构了许多模型，如：Schank & Abelson、Talmy、Lakoff、Langacker等，但这些理论模型都存在一些缺憾，笔者为此提出了事件域认知模型（ECM），可望对其有所弥补（详见第十章第五节）。就汉语“吃”的动后语而言，只要是与“吃”事件域有关的事体，根据表达习惯的需要，似都可作“吃”的动后语。

说汉语的中国人没有完全形成西方人那种对“宾语”的敏锐认识，将其定位于动作的对象和受事，而是扩大化地使用了“类推法”，按照ECM规律来统一处理，从而形成了“动后语”这一语法范畴，使得“动名构式”具有了广泛适应性、高度灵活性和表达经济性等特点。只要是与某一动作事件A有关（包括A下面的X），以及事体B（包括B下面的Y），在理论上似乎都可接在动词后面（实际上还要根据习惯和需要来确定），这就使得“动名构式”这一表达更具灵活性和多样性，比起其对应的、符合逻辑的表达来说，显得更为简便经济，且有些用法似乎无法或很难转用成其他表达，例如：

［26］吃喜，意为：为了某件喜事来吃饭。


［27］吃瘪，意为：受窘，受挫，被迫屈服，服输。


又如，近来笔者访问一位苏州的朋友，当按楼下的防盗门电铃后就听到主人说：

［28］我开你。


想来也是出于经济性原则，倘若按照“动宾”关系来理解，难免有点令人发笑，将其说全了应为：

［29］我给你开门。


第四节　语法构式使得词义发生变化

构式具有独立义，可影响动词的意义，这就产生了构式与动词之间关系的研究，Goldberg（1997）论述了动词与语法构式之间所存在的四种关系。同时我们还发现，构式不仅可以改变动词的意义，还可能改变动词后面的名词，甚至整个构式的意义，这就是说，我们不仅要研究动词和构式之间的关系，还当兼顾动词与名词之间的顺应问题，本文仅以“吃/eat”为例作一简述。

词义延伸和变化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从认知语言学角度来看，主要取决于一个词能被不断用于各种不同的构式和不同的搭配之中。由于许多不同的名词能被用于“吃-名构式”中，这才使得动词“吃”的词义发生了延伸和变化。

正如上文所说，“吃”的最初用法和意义是“吃食品”，后来由于有了

［30］吃食堂


［31］吃环境


［32］吃文化


等说法，使其延伸出“在某一出售食物的地方吃饭”的含义，后又据此延伸出：环境优美的地方和具有文化品味的地方。

由于“吃”有了

［33］吃筷子


［34］吃大碗


的说法，“吃”就延伸出“靠某种用具吃饭”的语义。

正是由于汉语“吃”的高频使用，接用了五花八门的动后语，“吃”在其原义的基础上延伸出了约10种意义（参见《现代汉语词典》）。由此可见，动词“吃”的意义不仅与构式意义有关，还与“吃-名构式”中所接名词的意义和类型密切相关，当两者出现于非原型性动名构式中时，各自的意义都要做出适当调整，才能互相配合，产生顺应效果。

又例，汉语“吃人”原义为“人被吃了”，但当用于

［35］这桌饭能吃八个人。


时，“吃”与“人”的语义关系各自都要发生一些变化，在例［35］中，“吃”的对象不是“人”，不能作常规理解，“人”产生出了“施事”义，这才能与“吃”互相顺应。

再换一个角度说，在“吃-名构式”中，构式不仅能使“吃”改变意义，也可使“动后语”改变意义，如在“吃小灶”中，一方面我们可以将“吃”解释为：“按某种标准吃”，同时也可使得“小灶”有了新义：“用小灶做出的、标准较高的饭菜”，“一种较高伙食标准”，“特殊待遇”。

而且我们也注意到，当“吃-名构式”因某风俗或习惯后接某些特殊名词时，常成为一个固定习语，此时整个表达便获得一个全新的隐喻义。现以“吃”后面仅接与食品有关的动后语为例说明如下：

［36］吃白食：不是指吃白色的食品，而是意为：不付钱就吃别人的饭菜，只吃饭不干活，或者指只拿报酬不干活。


［37］吃醋：指在男女关系上产生妒忌情绪。


［38］吃大锅饭：不论工作好坏，贡献大小，待遇和报酬都一样。


［39］吃豆腐：常指调戏妇女。


［40］吃独食：独占利益，不让别人分享。


［41］吃现成饭：不劳而获，坐享其成。


［42］吃鸭蛋：在考试或比赛中得零分。


英语“eat-N构式”也有类似情况，如在

［43］eat big time

表达中，由于eat后接big time，使得eat获得了“耗费”义。又例：

［44］eat a bite

由于bite是接在eat后面的，其意义就从指动作过程“咬”变成指动作结果“咬下来的一块食物”。又由于“咬下来的一块食物”比起整个食物来说较小，因此bite又有了“少量”的意思。又例在

［45］eat one’s purchases

的表达中，名词purchases获得了“购买来的食物”义。

当“eat-N构式”因某风俗或习惯后接某些特殊名词成为习语时，就使得整个表达获得了全新的隐喻义，现也仅举与食品有关的宾语例子：



	［46］eat sb.’s salt
	
在某人处做客，受某人款待




	［47］eat the leek
	
被迫收回说过的话，被迫忍受屈辱




	［48］eat Dunmow bacon
	
夫妻和睦相处




	［49］eat humble pie
	
忍气吞声，忍辱含垢




	［50］eat rue-pie
	
后悔，悔恨




	［51］eat one’s own flesh
	
懒散，好逸恶劳




	［52］eat no fish
	
不做天主教徒；做诚实的人





可见，不管是汉语的动名构式，还是英语的VN构式，都可能使得构式中


（1）动词/V延伸出新义



（2）名词/N延伸出新义



（3）整个构式获得新义


这三种情况是无法用传统的组合观解释的，只有依据完形理论和认知语言学中的“整合观”才能做出合理解释，特别是第（3）种情况。

第五节　结语

本章基于汉英语料对“吃/eat构式”进行了对比研究，初步得出以下看法：

（1）Taylor于1989年提出的语义链理论完全适用于拟构汉语“吃”和英语“eat”这两个动词的多义延伸途径，而且通过语料库的调查显示，这两个词在各自语言中的意义延伸途径基本相似。

（2）由于汉语动词后面除可接对象或受事的语义成分之外，还可接许多其他成分，与英语的宾语就有了较大差异，这就使得汉语的动名构式与英语的VN构式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对等。为避免术语误解，笔者主张用“动后语
 ”来通指汉语动词后面的名词短语，以免受西方语言学术语“宾语”的困扰。

（3）根据认知语言学的范畴理论，汉语“吃”后的名词构成了一个“动后语范畴”，它们都是发生在动作事件域“吃”中的相关词语，因此，可用事件域认知模型（ECM）做出合理解释。

（4）通过对比亦可见，汉语有较大的容忍逻辑偏差的能力，以求得语言表达的经济性和灵活性，而英语则以合逻辑性为首选，这就使得英语“VN构式”缺乏汉语“动名构式”的经济性和灵活性。

（5）本章进一步证实了构式语法的一个重要观点：构式是词义变化的主要途径。我们还进一步指出：构式不仅可以改变动词的词义（如“吃/eat”），还可以改变动词后面的名词的意义，甚至还可能因动名之间的特殊搭配而改变整个构式的意义。这也足以说明：认知语言学所倡导的整合观比组合观更有解释力。


[1]
 　语料由李亮收集，在此向他表示感谢。表中带*
 表示在语料库中未发现实例，其例句来自词典。


[2]
 　英语的“VN构式”中的N有时可能会用作状语，如“walk three hours”，但这种用法较少，而且walk three hours=walk for three hours。英语语法为了能顺应“VN构式”中的N一般用作宾语的规则，对某些用法做出了特殊解释，如在walk home的表达中，将home解释为副词，这也表明英语语法学家始终存在将“VN构式”中的N用作宾语的心理倾向。


第十二章　汉语“副名构式”

本章尝试运用构式语法理论中的“压制、突显、传承、整合”观点来分析汉语中副名构式在句法、语义、语用等层面上的信息。我们认为：（1）该构式中“副词”具有明显的压制作用，据此从两个方面修补和发展了Goldberg，Michaelis等的构式压制观，提出：a）词汇压制；b）惯性压制。（2）该构式中“名词”在副词的压制下其指称功能大大衰减，从其外延义转向内涵义，启动转喻机制，激活其所代表的“典型特征”，从而使得该构式产生“异常感觉、语气时髦”等语用意义。（3）它从多个其他构式中传承了相关信息，如副形构式、主谓构式、动名构式等。（4）单靠组合原则难以获得该构式丰富的整体含意，必须运用完形理论和整合原则对其作通盘处理。

第一节　“副名构式”研究现状

当前汉语中的“副词＋名词（本文简称为‘副名构式’）”用法可谓“一枝独秀”，此类表达越来越多，流行范围越来越广，被接受程度也越来越高。这一现象一方面可很好地说明构式的静态性与动态性特征，另一方面也证明了认知构式语法理论的解释力。

我们知道，在汉语的语法系统中副词一般不直接修饰名词。胡裕树（1962：322）明确指出：

副词的主要语法功能是修饰动词或形容词，但不能修饰名词。

赵元任（1979：340）也指出：

副词一般不修饰名词。

吕叔湘（1980：18）也持相同观点：

副词主要用途是做状语，修饰动词、形容词或者修饰整个句子。

从这句话明显可见，名词被排除在外。黎锦熙（1953）、张志公（1956）、丁声树（1961）、邢福义（1962）、朱德熙（1980，1982）等著名学者都持此观点。

但亦有学者持与其不同的看法，如张静（1961）说：

副词真不能修饰名词吗？我看能。

邢福义（1962）对其做出回应，强调“副词一般不能修饰名词
 ”，他（1997）又说：在通常情况下副词不修饰名词，这仍然是现代汉语里的一般规律。他主张将

［1］这个人很阿Q。


中的“阿Q”视为名词临时活用作形容词。邢福义与胡裕树、赵元任、吕叔湘等著名学者的观点都表明，汉语中不存在“副名构式”。

但是在近几十年里，国内此类表达越来越多，这一构式已经从广告语进入到寻常语言，从南方迁移到北方，从口头语进入到书面语，也从小报进入到正规刊物。这一发展趋势充分说明了构式一方面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在一定的范围内发生些许调变。国内很多学者对汉语中这一调变现象产生了兴趣，分别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理论对其做出了尝试性解释，如：邢福义（1962，1997）、于根元（1991）、桂诗春（1995）、储泽祥和刘街生（1997）、王小莘和张舸（1998）、杨永林（2000）、刘正光和刘润清（2005）等等，近年来这类论文竟多达五十多篇。此处拟将他们的观点大致归结为以下九小类：

（1）胡说类，其代表为王还教授。据桂诗春先生（1995）所述，有一次他与王教授同行时问她能否说

［2］很郊区、很中国


时，她予以坚决否定，并斥之为“胡说八道”。

（2）误用类，其代表为杨永林。杨永林（2000）认为，副名构式当下仍属于“虽为误用，但很广布
 ”的现象。有学者所说的“病句类”与此观点相同。

（3）变异类，又叫“活用、转类、词性裂变、功能游移”等，其代表为：胡明扬（1992）、张伯江（1994）、邢福义（1962，1997）、方华（1986）、徐洁（1992）等。

（4）临界类。这与变异类亦有相通之处，认为该构式处于两种或多种用法的临界之处，其代表人物为邹韶华（1995）等。

（5）省略说。朱德熙（1982：196）认为，有些副词可直接用于名词之前，是省去了动词“是”的结果，如在句子“光（是）北京就有两千人参加
 ”中，之所以能说“光北京
 ”，是因为原来的表达为“光是北京”，因省去“是”而出现了副名构式，亦可将其称为“动词脱落”现象。于根元（1991）认为该构式省去了“有、是、像”等一类的动词；或在名词后省去了诸如“化”等动词性标记，或“风度”等名词性标记，如：

［3］他很绅士。


可视为

［4］他很有绅士风度。


或

［5］他很有绅士派头。


的省略表达。

（6）合成说。于根元（1991）还认为，该构式可能是两个用法（省略动词、临时修辞）的合力造成的。

（7）非范畴化。刘正光和刘润清（2005）认为可用Taylor（1989）的“非范畴化（Decategorization）”理论对其做出合理解释，该构式是一种偏离原型范畴的表达形式，趋向于边缘化区域的用法。

（8）激活说。陆俭明（2009）提出了一个分析副名构式的新方案，它也可从转喻角度加以解释，是一种由具体事物或人
 （可用B来代表，下划线部分为笔者所加，因为在副名构式中有很多是由“副词＋人名”组成的，参见下文）来激活B所具有的性质或特性（可用A来代表）的认知现象。他还据此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转喻不一定都是从“具体到抽象”，也可能从“抽象到具体”，这与我们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参见王寅，2007a：463）。

（9）接受说。正式承认汉语中存在副词修饰名词的现象，以张静（1961）、张谊生（1990，1996，1997）等为代表，我们亦持该观点。鉴于其渐趋广布，再将其视为“胡说”、“误用”、“病句”显然不妥。既为胡说或误用，何以能流行和广布？既然亦已流行和广布，再将其称为病句或超常规就难免会令人生疑。我们认为，很多“副名构式”表达不一定都是“误用”，但“于今为烈
 ”（杨永林语）确是事实，我们应当正视这一语言事实。

但是，我们也发现部分学者所举例句不太严格，误将那些不属于“副名构式”的例子也列举了出来，如该构式中前面的“副词”不应包括已兼用为形容词的例子，如“非常、特别、相当、绝对、真、巨、单、多
 ”等；后面的“名词”也不应包括亦已兼用为形容词的例子，参见例［74］和［75］。

刘正光和陆俭明等首次尝试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副名构式做出解释，为我们探索这类语言现象拓宽了视野。但是刘正光将“Decategorization”译为“非范畴化”似乎尚值得商榷，因为汉语中的“非”有“不是、不合、错误
 ”等否定之义，倘若如此翻译，不免会使人想到“跑出某一范畴”、“不属于某范畴”等义，这显然有悖于该术语的原意。另外“是与非”这对概念本来就是传统二分逻辑的核心，现再用来说明基于多值逻辑的原型范畴理论，似乎有误导之嫌。据此我们建议将其译为“去范畴化”，因为英语中的前缀“de-”本来就意为“away，down”，正可反映该术语的本意：去除了原型样本的一些属性，偏离了位于中心位置的原型样本。

另外，他们将副名构式笼统地说成“去范畴化”或“转喻”，似乎还仅停留在描写层面上，尚未能深入解释其结构形成过程和内部运作机制。据此，本章提出了构式语法分析方案，尝试运用认知构式语法中的“压制、突显、传承、整合”等观点来综合分析汉语的副名构式，深入考察其在句法、语义和语用等方面的特征和信息，从而提出了文首陈述的四个观点。

同时，我们还将所举例句严格限制于《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所标注的词性范围内，因为有些学者举例时，将部分已经标注为形容词的副词或名词也列入其中，视为副名构式，这显然不妥。

最后，我们还根据此个案研究提出了一点假设：在汉语语法系统中或许潜伏着一个副名搭配的可能性，只是到了20世纪70—80年代受到粤语和广告语等影响才被激活并释放出来，逐步形成了副名构式。

另外，汉语中之所以能在这些年来“孕育”出如此多的副名语式，正说明了“基于用法的模型（the Usage-based Model
[1]

 ）”和“构式动态性”的解释力。

第二节　副名构式程序分析图

“副词＋名词”构式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副词”，主要包括：

［6］很、十分、挺、最
[2]

 、顶、极、极度、极其、极为、特、尽、还、更、更加、够、太、越、越发、又、比较、有点


等，我们可将它们统称为“副词增强语”，多表示程度上的加强。第二部分是“名词”，它们在副词的语义压制下，大大衰减其指称性功能，更加突显了该名词所表事体的“典型和公认的特征”，以使整个构式产生了丰富的含意。大部分这类构式的顺序是副词在前，名词在后，但也有可能是名词在前，副词在后的，主要是由“得”字引导的副词短语，如“名＋得很”、“名＋得不得了”，例句参见下文。

这两者的用法特征和互动关系可用构式程序分析图列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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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逐条论述这两者的用法特征。

1. 增强语为多

我们知道，副词和形容词有分级性（Gradable）与非分级性（Nongradable）之分，前者是评价事体等级性量度的词语，大致包括三个等级：“增强语”、“减弱语”、“负端语”。我们通过调查发现：用于“副名构式”中的副词大多为例［6］一类中所列述的增强语。此类构式较少使用减弱语（如：稍微、略微、些许、不大
 等）或负端语（如：不、非、否
 等），若用也多用作谓语，例如：

［7］他稍微现代了点。


［8］他这人可不书生。


［9］A：这人太奶油。


　　 B：哦，他可不奶油。


［10］她骨子里也并不现代。


2. 词汇压制

构式语法学家认为，一个词的句法、语义和语用特征必须依靠其所在具体的整体语法环境才能做出较为准确的限定，语法构式整体可能会迫使其中词汇（特别是动词）改变语法和语义特征，这就是“构式压制（Construction Coercion）”（详见《上卷》第十一章）。汉语中常说的“词无定类、入句显类
 ”现象也可用构式压制来做出合理解释，如名词或名词性之外的成分进入主语这一构式位，就可能被压制出“抽象化的指称性意义”，成为语句论述的对象；若动词、形容词、副词之外的成分进入谓语这个构式位，就可能被压制出“对主语作描写或说明的述说性意义”。

但是我们认为，事物都有两面性，过分强调构式压制而忽视词汇的基础性作用也是不妥的，为能真正实现词汇与构式之间的“双向互动”的目的，我们提出了“词汇压制（Lexical Coercion）”，汉语新近出现的“副名构式”就可很好地说明这一现象。

在汉语“副名构式”中，“压制”作用不一定仅来自组配起来的语法构式整体，副词和名词这两者的地位并不相同，凭借我们的语感，该构式中的副词“很”等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正是这个副词，它“压制”着其后的名词，迫使其要作局部微调和另样理解，“副词”本身的语义在整个构式中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依旧意为“程度加强”，但它却可迫使其后所接名词在语义和语用上发生一系列的明显变异。正如Taylor（2002：589，287）所论述的“Coercion”，一个单位会迫使与其结合的单位有关性质作出改变（one unit forces a change in the specification of a unit with which it combines）。他这里主要指语言单位在横组合方向上的压制现象，而构式语法主要强调了构式整体对词汇意义的压制现象，若将这一定义中的a unit扩展为“词汇”和“构式”这两项就更为全面了。这样就会出现四种情况：词汇压制构式、构式压制词汇、词汇压制词汇、构式压制构式，语言中这四种情况都有（详见《上卷》第十一章第五节）。

“副名构式”是由副词＋名词这两个部分组成的，其中副词表示程度的基本意义没有变化，它处于主导地位，迫使其后的名词在功能上作出调变。这就是说，语法构式中的某些核心词汇本身起着关键性作用，具有明显的“压制”功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词汇压制”。据此我们认为，词汇并不像某些构式语法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总要受到构式的压制，词汇在句义理解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不可小视，“词汇分析法”自有适用范围，也自有其一定的解释力，不一定都应将压制现象归结到“构式”上去。

正如第一节所述，有学者草率地将已能用作形容词的副词也列入其中，如“非常、特别、相当”
 等，可是它们已在《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中被标为形容词了。当然，这三个词也都能用作副词，或许正是由于它们与名词搭配多了，自然就从副词转用作形容词了。另外，“太”除了用于惯用词语“太空、太学、太湖”之外，一般不与其他名词连用。

3. 惯性压制

汉语中“副形构式”、“副动构式”、“副副构式”为正常搭配，若再用上一个不算很正常的“副名构式”，就可能在正常搭配的惯性驱使下，在心理上倾向于视其为与正常搭配相似或并列的成分，因而趋向于被接受。我们将这一机制称为“惯性压制（Inertia Coercion）”。

而且我们还认为，惯性压制这一认知机制也可从体验哲学的角度做出合理解释：生活中“物理惯性”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人在快速奔跑时若想要停下来，总要向前冲出几步；当人站在快速行驶的车辆上，急刹车时人总要向前倾倒，这些都是物理运动中的惯性现象。这一“物理惯性”也映射到了“认知惯性”上，形成了人们常说的“思维惯性”。我们还认为，这种认知惯性还可能形成一种“惯性压制”的认知机制，时而制约着我们的语言表达，如本文所讨论的“正常搭配＋副名构式”就可运用“惯性压制”做出合理解释。

从位置上来说，这种惯性压制又可分为两小类。


1）前压制：正常搭配＋副名构式


在“正常搭配”与“不很正常搭配”连用的顺序上，可能是前者在先，后者在后，惯性压制的顺序“从前向后”，例如：

［11］她举止很轻盈、很文雅，也很淑女。


“很淑女”就在前文“很轻盈”、“很文雅”的惯性压制下趋向于被接受。*left*又例：

［12］他觉得这一举动很高雅，也很风度。


副形语式“很高雅”为正常用法，惯性压制出了副名语式“很风度”，使其具有了一定的合法性。又例：

［13］人家已经很富了，很贵族，很标签了，你还扶持个啥劲儿？


［14］人们评论他的表演很真实，很生活。


［15］这家理发厅装修得很舒适、也很香港。


［16］摆弄些旧陶器，很时髦，也很贵族。


另外，惯性压制也可用来解释英语中的轭式修辞格（Zeugma）和汉语中的拈连，即在前一个符合正常搭配用法的惯性驱使下，将后一个不符合正常搭配的表达朝向合法化方向压制。例如：

［17］At noon，Mrs Turpin would get out of bed and humour，put on kimono，airs and the water to boil for coffee.

在这一例句中同时运用了两个轭式搭配，使得该句取得了很好的新奇效果：get out of bed 为正常搭配，惯性驱使着get out of humour（心情不佳），使其成为可接受搭配；put on kimono（穿上和服）和put on airs（摆架子）为正常搭配，惯性压制着 put on water 为合理运用。

汉语中类似于英语轭式修辞格的现象称作拈连：当把甲、乙两件事并提的时候为了提高表达效果，故意把只适用于甲事物的词也用于乙事物，而在一般情况下乙事物是不能用这个词的。例如：

［18］从小就会推车，可那时是赤臂滚丁板，推的腰弓背弯，推
 不完的冤深仇重，推
 不完的苦难；如今推的是啥？推
 的是胜利，推
 的是希望，越推腰背越直，越推心越甜。　　　　（王颖《车轮滚滚》）


作者在例中顺着“推车”一直往下叙说，借用其中的“推”这一惯性，压制出了一连串新奇表达。也正是有了开头的“推车”作为参照点（Reference Point），迫使其后由“推”引出的异常表达趋于正常化，这就是惯性压制的运作原理。这一认知机制有效地体现了语篇文风的新颖性，增强了语句表达的感染力，也反映了作者驾驭语言的技巧。又例：

［19］在高原的土地上种下一株株的树秧，也就是种下了一个美好的希望。（《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诗选·植树歌》）


［20］铁窗和镣铐，坚壁和重门，


　　　锁得自己的身，


　　　锁不住革命的精神！


　　　……


　　　黄饭和臭菜，蚊蝇和虱蚤，


　　　瘦得了我的肉，


　　　瘦不了我的骨。　（《坚强的战士》）



2）后压制：副名构式＋正常搭配


但我们也发现，从顺序上来说也可能是“后者压向前者”，即将不很正常的“副名构式”置于正常的“副形构式”之前，例如：

［21］张艺谋很潮很强悍。


［22］配音演员很动漫也很激昂。


［23］又苏又新。


［24］这位信通集团公司的总经理金燕静——这名字很女性、很轻盈、很文雅。


［25］看着那张很西藏、很忠厚的脸。


这其实也是一种惯性压制的现象。例［21］和例［22］摘自对北京2008奥运会开幕式的评价文章，作者似乎在担心“很潮
 ”的说法不一定能为所有读者理解和接受，后面就紧接上一个“很强悍
 ”的正常表达，以作语法和语用上的“说明”。从作者和读者的心理角度来说，他们或许正是以“很强悍
 ”为参照点来使用和解读“很潮
 ”的用法和含义的。

例［23］是笔者于2008年夏天参观苏州博物馆时收集来的。该博物馆是由世界著名建筑设计师贝聿铭设计的，十分强调与苏州建筑整体风格相协调，也重视与周边环境相和谐，还要体现出“新”的特征，因而就有了这一表达。这里的“苏”也是受到其后“新”的压制产生的，对于读者来说，在听到“又苏”时，不一定能马上理解其义，但在其后“又新”的惯性压制下，“苏”就趋向于被识解为形容词，这与王还教授所说的“苏得不得了”的语感是相同的，参见例［116］。

在英语的轭式修辞中也存在“后压制”现象，例如：

［26］This is the city of broken dreams and windows.

［27］Loud lightning and thunder shook the temple wall.

［28］Words and feathers are tossed by the wind.

［29］Render your heart，not your garments.

［30］Clean your breath while it cleans your teeth.

在例［26］中，broken为参照点，它同时指向两个名词dreams和windows，其中broken windows为常规搭配，而broken dreams则为非常规性或隐喻性搭配，这是一种后者向前者压制的顺序。

在例［27］中，形容词loud为参照点，同时指向lightning和thunder，loud与后者为正常搭配，因为只有雷声才能称得上“响”，真正能撼动墙壁的也是雷声，又因为雷声和闪电是同时出现的，所以促成了这一轭式搭配表达，用loud thunder压制出loud lightning。倘若语句中没有loud thunder这一搭配，我们很难说loud lightning可被接受。

例［28］明显可见，“风吹起羽毛”当为正常用法，顺着这一表达就带出了words，正是这后者的常规用法，向前压制，带出了“风吹流言”这一隐喻性表达。同样，句中若无toss feather的正常表达，人们或许很难接受或理解toss words的表达和含义。例［29］中很明显render是参照点，与其正常搭配的当为garments，顺着这一表达带出了“献出你的心”这一隐喻性表达，这也是一种后压制现象。

例［30］中clean your teeth很好理解，人们可以顺着这一思路，揣摩出clean your breath的含义，意为“让你的口气清新”，这也是由后压制认知方式所产生的表达结果。

汉语中的拈连也有后压制现象，例如：

［31］冲出离愁与牢笼，奔向重逢与乐土。


［32］未言心先醉，不在接杯酒。
 （陶潜《拟古》九首之一）

［33］一双茧手力万钧，掰开大山夺乌金。


　　　壮志在胸镐在手，干劲万吨煤万吨。
 （李隆汉《采工》）

例［31］中连着两个后压制现象，“冲出牢笼
 ”是正常搭配，以此压制出“冲出离愁
 ”；“奔向乐土
 ”也是正常搭配，以此压制出“奔向重逢
 ”。

例［32］后面的“杯酒
 ”，带出前半句的“心醉
 ”。

例［33］中“镐
 ”，可用来掘煤万吨，以此带出“干劲万吨
 ”来，也是一种后压制现象。

4. 语义：外延转内涵

在此构式中，由于副词在语义上所起到的压制作用，结果就使得名词的指称性功能大大衰减，从而突显出其表示“典型特征”
 的功能。我们知道，一个名词具有丰富的信息，不仅可传递指称性信息，还可能含有若干其他信息，当它出现在副词之后，受其所含“程度增强义”的压制，名词义从“外延”转向“内涵”，因为内涵义（典型特征）才更有可能有程度等级之分。此时该名词就发挥了“激活（Activate）”作用，启动转喻机制，在文化背景知识的作用下突显出该名词所能代表的典型特征，如上文例［11］中的“很淑女
 ”表达，特别是在前文表示特征的词语“轻盈、文雅
 ”的惯性驱使下，“淑女”不再用以指称一个表现出“文静、温柔、善良、美好”等气质的具体女子，而是激活出了这类闺秀所具有的“典型特征”。这一观点可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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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上文所说，一个名词蕴含着若干与之相关的特征信息，因此从图12.2亦可见，一个名词可能会激活出很多与其相关的内涵项，在特定的文化背景知识作用下，那些位于长方形条顶端的、最突显的内涵义最容易被激活，也最能代表这个名词的内涵义。如在特定的中国文化背景下，人们都知道当年树立“雷锋”这一典型好榜样，就是要倡导“乐于助人、无私奉献”的品格，当人们听到“很雷锋
 ”这一说法时，自然就会理解这一表达的内涵义。倘若一个人的典型特征还未被大众所接受，我们就不宜将这个人的名字用于副名构式中，因为仅靠这个专有名词尚无法激活其典型品格。下文例［43］所列述的专有名词之所以能这样用，是因为它们所具有的典型品格已被我国广大民众所接受。如某人的独特品格在一个小群体中已被达成一定的共识，就可被用于副名构式中，参见下文例句。

我们知道，一个人可有多重性格，在他的知识域中一个名词究竟能激活哪一个内涵特征，尚须依赖于特定的语境和文化背景。

根据图12.2所揭示的副名构式的认知性运作机制，我们就能解释为什么有些名词能进入副名构式，有些名词则不能，我们认为这完全取决于这个名词是否具有


（1）转向性：能否在人的识解作用下从外延转向内涵；



（2）典型性：能否激活出一个值得人们利用的典型特征；



（3）程度性：能否被程度性地主观量化处理。


一般来说，符合这三个条件的名词就能顺利进入副名构式，即使目前尚无此类表达的名词，一旦需要，人们随时都会脱口而出，下笔成文；不符合这三个条件的名词就不宜进入副名构式，或暂时不能进入。学者们经常举例说为什么不说“很桌子”、“很青草”，就是因为我们尚不能从具体的“桌子”中激活出什么可被利用的内涵性“典型特征”作喻体来说明另一事体，也不能对其作程度化处理。等有朝一日这些名词符合了上述三个条件，人们的识解能力到了这一步且达成了共识，它们自然就水到渠成，能被用于副名构式了。

这也充分说明，语言是人化的语言，是“惟人参之”的产品，服务于人们的交际需要，在讨论语言表达限制条件时不能仅从纯粹句法角度分析，尽管我们承认其中的部分合理性，但必须充分考虑到人的识解因素和人的交际需要，兼顾到“转向性”、“典型性”和“程度性”。从图12.2可见，首先，一个“名词”的确立，对其进行的范畴化就是人之所为的结果，我们常将范畴定位于“人们对现实世界进行概念化和识解的结果”，这也可解释为什么不同民族、不同个人在理解范畴时会有差异。其次，“激活”也必定是人之所为，不同民族和个人对表示同类外延物的指称名词会激活出不同的内涵义，即人们虽都在运用转喻机制，但运用该范畴来转指哪一个范畴属性的“转向性”却可能存在差异。再次，在所激活的内涵集合中所突显的具体内涵义的典型性也不尽相同，对其能否做主观量度的程度性也会有所不同。可见，该构式运作机制的每一步都会涉及到人的因素和操作理念，因此，要能全面理解汉语“副名构式”的语义信息和语用特征，必须结合人文因素才能作出更为全面的解读。

让我们再重温一下刻在古希腊特尔菲城的阿波罗神庙（Apollo’s Temple at Delphi）上的一句神圣的谕示（Robins，1967：273）：

ΓΝΩθΙ ΣΕΑYΤΟΝ.（Gnôthi seautón.＝Know thyself. 认识你自己
 。）

这句话一直被视作人类文明的始源，但就是这样一条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直白得不能再直白的观点，却在漫长的人类人文科学研究进程中不断被遗忘、反复被抛弃，虽经文艺复兴运动的宣传，但又再次被湮灭在理性至上、科学主义的大潮之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就始于尝试光复这一基本观点，终于在人文研究中亮出了人本精神的旗帜，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哲学理论观下的语言观，其基本原理就旨在倡导从人的角度来理解语言，分析意义，这样才能直抵语言之真谛。这确实值得我们“深思而后行”。

5. 语用：突显异感、新奇等

我们知道，认知语言学与TG学派不同，完全接受语用学的立场，将人的因素、社会场景、背景知识等要素结合起来研究语言，正如Lee（2001：200）所述及的，真正的语言创新与句法无关，而是与认知密切相关的，当须从人的认知角度来揭示语言创新现象。这就是说，各语言中的特殊构式须从人的概念化和识解角度才能做出较好的解释，新奇表达也是人之所为，这也是当今构式语法既考虑句法和语义，也兼顾语用分析的原因之所在。

“副名构式”相对于“副形构式”、“副动构式”、“副副构式”显得较为特别，令人有“异常”的感觉，从而取得一种新奇的语用效果。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象似性，特殊的构式能产生特殊的涵义和表达效果。正因为“很淑女
 ”这一表达不常见，乍听上去还有点生疏，才会使人们感到新鲜，也就可激发出一种“异常感觉”
 ，从而可传递出“不很寻常、表达新奇
 ”的语用功能。亦有学者认为在“很淑女
 ”中的“淑女”二字可能是两种情况兼而有之，既可指称一个具体的女子，也可描述其典型特征，但多数学者认为，“淑女
 ”的指称性功能已被衰减，其典型特征得到较大突显。

也正是由于名词的指称性功能被衰减，从外延转向内涵，名词的语义就显得较为抽象和泛化，才可被加以“程度化”识解，此时其前一般就不能再用数量词，倘若说成“好一个淑女
 ”，此时“淑女”为指称性用法，但在“很淑女
 ”中，就难以再插入数量词“一个”了。书中所举的副名构式的例子都可说明这一语用效果。

再从该构式的启用和发展过程来看，也可见人才是语言运用的决定因素。从对其加以否定、怀疑，再到接受，直到不自觉地运用（如王还，参见第七节），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基本原理，语言本身就是人使用创造出来的，不存在什么先天的、固定的法则，语言表达因人而定，因事而宜，因地而妥。正如Langacker（1987：155）所指出的：

Language is learned and used in context.

我们不妨在其后再加上一个by-phrase：

Language is learned and used in context by human beings.

意在突出语言的人本性。Stukker，Sanders and Verhagen（2009：127—128）则将这一观点阐述得更加明白：

According to this approach，the language system does not consist of rules generating grammatical instances of language use，but rather of generalizations over individual usage events，which in turn categorize or license other usage events. In other words，according to the usage-based approach to language，“grammar is the cognitive organization of one’s experience with language”.（Bybee，2006：711）根据这一研究方法（指“基于用法的模型”），语言系统不是由能生成语言用法实例的规则构成的，而是基于对个别用法事件进行概括化的产物，它又能范畴化或特许出其他的用法事件。换句话说，根据基于用法的模型来研究语言，“语法就是人们对语言进行体验，通过认知加工组织起来的”。（Bybee，2006：711）

认知语言学（包括认知语义学、认知语法、构式语法等）的基本原理“现实—认知—语言”，旨在强调语言不是与世界直接建立联系的，其间必有一个“认知”环节，这个环节意在突显人的“作用”，这就是我们多年来在论述语言体验性时所强调的一个关键出发点，语言是人们在对现实世界进行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的基础上形成的，语言表达中处处预示着人的因素，闪烁着“识解”的智慧。例如，同样一个事物若从不同角度来认识它，就能发现它的不同特征，也就会赋予其不同的名称，“远近高低各不同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认知语言学所强调的“语言表达是人识解之产物”正道出了这一立场。因此，构式语法毫不犹豫地将“人的因素”和“语用原则”纳入到自己的分析框架，“基于用法的模型（Usage-based Model）”也正是这一立场的产物。

6. 名词种类层级

很多学者都深入研究过名词分类，如黎锦熙（原著1924，1992：81—86）、吕叔湘（原著1942，1990：16）、胡裕树（1962：318）、朱德熙（1982：41—45）等，笔者深入考察了副名构式中名词的具体使用情况，发现黎锦熙将名词分为“特有名词、普通名词、抽象名词”的分法十分适合这一构式。我们也接受了储泽祥和刘街生（1997）的观点，可根据被接受性程度将它们大致排序为：

［34］抽象名词＞具体类别名词＞专有名词


我们认为，这一蕴含等级（Implicational Hierarchy）也可运用认知语法的“突显观”对其做出较为合理的解释。

（1）抽象名词，顾名思义，是人们进行抽象思维的结果，它不一定描写某一具体的个体事物，本身就突显了这类事体的抽象性和特征性，而“抽象”和“特征”就较多地涉及到“性质”等。若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们就更接近形容词了，此时就可用副词来修饰。如此说来，这类表达也就谈不上“胡说”之错、“误用”之过。正如张伯江、方梅（1996）所说：抽象名词不是典型的名词，它带有明显的性质含义，容易活用一些（转引自储泽祥、刘街生，1997）。我们认为，这里的“活用”主要是指名词转用作其他词类，如形容词等。因此“副词＋抽象名词”这一构式能特许（License）很多具体表达语式，如：

［35］很风度、很风（风得很）、很风采、很生活、很气量、很青春、很朝气、很诗意、很情趣、很情调、很情致、很情欲、很情绪、很感情、很柔情、很温情、很激情、很色情、很福分、很雄心、很文艺、很艺术、很技巧、很技术、很文学、很哲理、很学问、很原则、很格局、很款式、很权略、很权势、很优势、很骨气、很偏见、很布尔乔亚、很唯物主义、很资本主义


［36］最潮流、最本事、特学问、特文化、特罪恶、极危机、极其暴力、极为物质、太公式、太军阀、挺个性、更款式、更诗情画意、比较唯物、十分市侩


等。另外还有与“时间”有关的一类词语也可用于该构式中，如：

［37］现代、当代、古代、历史、未来、春天、古董


等。表示本质特征的一些名词也可用于此类构式，如：

［38］本质、实质、要害、基础


等，这也完全符合上文的分析。

在所有副词增强语中，以“很”最为常见，因此例［35］专门列为一类，例［36］为其他增强语，例［39］—［41］、例［42］—［44］也作相同处理。

（2）具体类别名词，是从若干具有共同特征的事体中概括出来的，以表示某一具体类别的集合（Set）名词。谈到“概括”，就必然要与“抽象”沾上边，因此这类名词还是多多少少具有一定的“抽象”性质，这其中依稀还能体会到含有一定程度的“形容词”特征，例如：

［39］很权威、很贵族、很威风、很智慧、很神童、很官僚、很牛皮、很油条、很绅士、很淑女、很女孩、很男人、很女人、很男子汉、很女中丈夫、很农民、很知青、很贫农、很贫民、很（小）市民、很老板、很瘪三、很市侩、很君子、很奴才、很学究、很天才、很傻瓜、很军阀


［40］很木头、很牛皮、很脓包、很饭桶、很水、很专业、很档次、很营养、很喜剧、很悲剧、很美味


［41］十分淑女、十分小人、最牛皮、特好汉、特知音、特朋友、特草包、特流氓、顶悲剧
[3]

 、极度绅士、极度恐龙、太儿戏、太绵羊、太笨蛋、太草包、挺汉子、挺咯嘣豆、比较大丈夫、比较儿童、比较高手/老手、比女人还女人


等。例［39］用“很”修饰表示“人”一类的词语，例［40］用“很”修饰其他词语，例［41］为其他副词。

可见，这类用法中的名词大部分为表示不同种类“人”的名词。类似的名词还有：男性、女性、父性、母性、韧性、耐性、柔性、兽性、情敌、王八蛋、书王、笑面虎、江湖骗子、集体、个人
 等等。

（3）专有名词则是指某一个人、地方、机构等专有的名称，有普遍存在的，全世界各民族、某民族或某社区共享的专有名词，也有某人所独享的特殊事体。在汉民族中，人们若能对某些专有名词的典型特征或主要性质达成相对共识，就可将其用于“副名构式”之中，从而使得此类名词带上“衰减其指称意义，突显其典型特征”的功能，例如：

［42］很国际、很西方、很都市、很农村、很乡村、很德国、很日本、很美国、很中国、很上海、很西藏、很广东、很海南、很山东


［43］很雷锋、很杨子荣、很阿庆嫂、很祥林嫂、很东方朔、很阿Q、很葛朗台、很纪晓岚、很张艺谋、很贾平凹、很克林顿、很王启明


［44］十分国际、极其中国、极为莎士比亚、太林黛玉、越发阿Q、最最上海


等。鲁迅曾在《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中写道：

［45］这一切等等，确是十分堂·吉诃德的了。


台湾影星凌峰有一年曾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说：

［46］我的长相很中国。


有时还见几个表示地名的词语一起使用，确实能产生一种特殊的表达效果：

［47］她的服饰很陕西、性格很杭州。


［48］我有一种很北京很大陆的感觉。


［49］其实我是一个很中国很北京很沈阳的女人（巩俐语）。


从例［42］—［49］可见，这里的专名主要有两类：


（A）地名和方位名词，如例［42］；



（B）人名，如例［43］。


例［44］中用了除“很”以外的其他副词，其中的名词也都是些地名和人名。有些学者将“非常可乐”、“非常6＋1”
 等表达也归于此类，这似有不妥，因为“非常”已可用作形容词了。

我们知道，“德国”是一个表示国家的专有名词，由于当代社会的高度流通性和媒体的广布性，它已逐步在全世界人们心目中形成了一个突显的独特风格，代表“西方风度”或“德国味道”、“德国生活方式”、“德国形象”等德国所具有的典型性质。20多年前当人们初次在电视广告语中听到

［50］蓝带啤酒很德国、很德国。


时，感觉十分异样，觉得饶有风趣，现在此类表达频率高了，在耳濡目染式的熏陶下，人们运用隐喻机制和类推方法，又生成了如下的说法：

［51］“很德国”的家具，“很德国”的生活。


［52］他在德国呆了几年，越发德国起来了。


人们或许就是从这些具体语式中逐步概括出了一个“副词＋专有名词”的构式，这就是近年来国内此类表达逐步增多的认知机制。

第三节　语法特点

在汉语语法中历来有“词无定类”、“入句显类”、“入句变类
 ”的说法，这实际上就是在强调“词语须置于整个构式中才能显示其具体的语法特征”的观点。本节将较为详细地分析“副名构式”的语法特征。

1. 汉语缺少形态变化

汉语与西方大部分语言的区别在于缺少复杂的形态变化，这是形成此类构式的重要原因。

我们知道，在屈折语（如英语、德语等）中，组词成句时可通过词尾变化来改变词性以能适应不同的语法环境，如英语（以及其他很多屈折语）可将不是形容词或副词的词通过添加词尾屈折形式变为形容词或副词，以满足英语“形合法”要求（参见王寅、李弘，1996：51）。而汉语缺乏丰富的
 词尾屈折变化形式，可直接将副词用于名词之前，这或许是汉语中出现副名构式的原因之一。

我们之所以用了“丰富的”这样的限定语，是因为汉语还是有部分形态变化的，如加“的”可变为形容词，加“地”可变为副词，加“们”可使部分单数名词或代词变为复数等。但这一现象相对于英语来说，变化形式要少得多，且在许多场合下有无形态变化皆可接受，如：

［53］我们（的）老师


［54］认真（地）工作


有学者认为，“副名构式”中副词可迫使其后名词向形容词方向转化，也有学者认为是后面的名词迫使前面的副词活用为形容词，这当然不失为一种稳妥的分析方案，意在保全传统语法分析框架，但很多学者并不同意这一观点，我们也认为不妥，很多副名语式中的副词在《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中并未标注为形容词，例［42］—［44］中的专有名词，将其析为形容词似乎也较为牵强。

目前，国内就“副词＋名词”为题的论文已有三十多篇，这表明很多学者更倾向于接受这种非常规的搭配现象。李一平（1983）也明确指出：“承认一部分副词能修饰名词性成分，列举有哪些副词能这样用，说明它们的出现环境，这样做比较妥当
 。”

2. 语法成分

该构式可用作多种语法成分，如：主语（如例［55］，有时加“的”，如［56］）、谓语（如例［57］—［61］）、表语（如例［62］和［63］）、定语（如例［64］—［69］）、补语（如例［70］和［71］）、状语（如例［72］—［79］）等，例如：

［55］太书生在这不顶事。


［56］最大众的还是参加旅游团出游。


［57］他很家庭，我很社会。


［58］这人特水。


［59］王四海这人很“四海”


［60］那种感觉“很新娘”。


［61］独立封闭的小空间，很私人。


［62］他一直是很西方的。


［63］几年不见，她已变得很城市。


［64］她是个很现代的女孩。


［65］但肚皮给了我最唯物主义的教育。


［66］人是很蜡烛的动物。


［67］上面刻着一个很民族的名字——“红腰带”。


［68］立即，一种很母亲的感觉笼罩了全身。


［69］这在那时是一种很民间的色彩。


［70］他唱起京剧来京得不得了。


［71］因为花了大价钱，看得很宝贝。


［72］我很淑女地回她一笔。


［73］爸很绅士地点点头。


［74］他拉着车很农民地向前走。


［75］他很四川地“噢”了一声。


［76］张爱玲很经验地认为……


［77］一只低飞的海鸥很尼采地萋立在观音台上。


［78］陶大宇还很“唐僧”地要记者提醒大家。


［79］大家都爱趴在窗沿很儿童地数飞机。


3. 名词做谓语

汉语中名词可以直接做谓语（参见下文），这是“副名构式”得以形成的又一潜在性认知机制，也是例［57］—［61］能为人们所接受的一个主要原因。

4. 惯性压制

邢福义（1997）曾指出，在“形容词＋形容词＋名词”的并列构式中，名词因受其前两个形容词的影响，自然会出现“随之而变”的取向，使得人们倾向于将其视为形容词。如他所举的例子是：

［80］下去前个个都文绉绉的，幼稚而书生，不出半年，再回县里办事，人也野了，话也粗了……


例句中“书生”受到前面的形容词“文绉绉的
 ”和“幼稚
 ”的压制，人们也更倾向于将其析为形容词。又例：

［81］他太冲动，太个性。


人们在“太冲动
 ”的惯性驱使下，顺口带出了“太个性
 ”，这就是上文所述的“惯性压制”认知机制，从而使得该构式趋向于合法化，这也是一种语法现象，参见第二节第3点。

5. 加引号

某些作家经常在“副名构式”上加引号，如例［59］和［60］，这到底该做何种解释较为入情入理呢？

我们知道，语篇中的“引号”本身含义十分丰富，也颇费解读：是表明试探性应用，还是害怕被斥之为不规范？是转引自他人误用，还是彰显个人独创？是意在引人注目，还是隐藏其他含意？是属于故意所为，还是出于行文需要？是突显个人风格，还是另有他谋？等等。或许只有将“副名构式”的意义研究得比较透彻之后，才能较好地回答这个问题。

第四节　语义和语用特点

构式语法学家接受了完形心理学的基本原理，认为整个构式的意义不等于其各部分意义之和，并基于此提出了“整合观（the Principle of Integration或the Principle of Blending）”，更强调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当为“1+1＞2”，而“组合观（the Principle of Compositionality）”仅只具有部分解释力。

汉语中“副名构式”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它所含意义是不能从字面上通过简单组合获得的，而必须将其置于更大的背景框架中，通过“体验、突显、整合”等方式才能做出更为合理和全面的解释。我们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听话人多采取如下策略：激活有关百科知识和当下认知语境，添加很多字面上所没有的信息，才能解读出说话人适切的交际意图。

1. 典型特征

从上文分析可见，这一构式的语义主要表现了名词所代表的典型的特征、气质、作风、样式、姿态等。一言以蔽之，名词主要表示该事体在某文化社团中所能代表的“原型性特征”，它能被该文化社团中的人们所把握和认识，且在语言社团中已基本达成共识。倘若不能形成原型性特征，就不能用于此构式之中，如我们为何不能说“很桌子”、“很椅子”，是因为“桌子”、“椅子”等物的原型性特征似乎还没有形成什么值得人们聚焦的抽象含义，从而具有副名构式所需的特定语用功能。再如，若某人不具有一定的名气，未能形成被大众所接受的特定风格，也未成为一类人的代表，就不会被用于这一构式之中。当今人们之所以能说：

［82］他说话很克林顿。


是因为克林顿由于他的绯闻案，已被很多人视为一个“善于说谎”的人，这才有了例［82］的说法，其意义相当于：

［83］他是一个很善于说谎的人。


2. 异样感觉

该构式还可使人产生“异样的感觉”，如“很德国
 ”，其中就多少带上了一点“异国情调”、“别有风味”的含意。又如例［82］也会让人明显感到有“另一番滋味”、“别样情调”，若将其表达为例［83］，其异样感觉就会丧失殆尽。

用副名构式来表达这种异样感觉，还可从其他例句中体会出来。

3. 难以替代

“副名构式”有其特殊的语用功能和交际效果，有时很难找到与其对应的“副词＋形容词”构式，即使能找到，也不一定就能完全替代。如此说来，该构式在某种程度上还可起到完善语言表达的功能，如上文所举的“很德国
 ”，似乎就很难找出一个恰当的“非副名构式”取而代之。又例苏州电视台2008年8月9日凌晨在对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作评价时说到：

［84］很中国、很张艺谋、很惊奇。


倘若不如此表达，似乎一时间还较难找到替代性词语。

4. 含蓄性和委婉性

此类表达具有一定的“含蓄性”和“委婉性”，若将具有“小气、吝啬、贪财、死要钱”等特点的人说成“很葛朗台
 ”，话语就要显得含蓄和文雅一点，众多贬义信息就被隐藏在这个人名之中了，口气也就婉和了许多。储泽祥、刘街生（1997）曾举了一个例子：

［85］学员高岗，籍贯广东，模样长得也很广东。


这句话中的副名构式“很广东
 ”究竟是什么意思，又含有多少信息，似乎是一言难尽。根据他俩的分析，拟将其理解为“长得矮、黑、高颧骨、塌鼻梁”，那么用“很广东”取而代之，从“面子保全理论（Face-saving Theory）”角度来说，显然也是可取之佳策。

而我们认为，对于许多北方人来说，“广东”代表着经济发达地区，经理特别多，大款满街走，办事精明麻利，思想开放，这些特征从模样上也能看出来，说他一副“老板相”也可解释得通。当然了，要弄懂这句话的准确含义，尚需从特定的上下文和认知语境中才能做出较好的解读。

5. 表达的简明性

正如上文所析，“很张艺谋”、“很广东
 ”的含义十分丰富，符合用较少语符传递较多信息的经济性原则，也能解释人们为何会突然想到要临时用这几个字来“模糊”地传递出很多想要表达的意思。

6. 修饰的新奇性

“副名构式”可满足人们追求语言时尚的要求，它所能达到的“新奇”、“幽默”、“俏皮”、“时髦”等修饰效果自不待言。而正是这种新奇构式，才使得语句令人耳目一新，使得表达风格更具鲜明性和感染力，难怪它常出现在广告和新闻语言中。

第五节　名词与形容词之别

我们在本章中所举的副名构式例子，严格依据《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中的标注，仅列可用作“名词”的词语。但也发现，有不少学者此处不太严格，在所举的副名构式例子中，常将“很＋形”构式也包括在内，我们认为这是不妥的。如下列词语：

［86］传统、道德、规矩、精神、人道、内行、系统、正统、水平、能耐、小儿科、模范、阳光、光彩、夕阳、时尚、反感、感性、理性、理想、理智、性感、英雄、威风、风光、风趣、性感、典型、经典、标准、秘密、科学、民主、经济、环保、卫生、文明、自由、鬼、教条、困难、矛盾、根本、关键、火、铁、木、牛、油、毒、三角、红色


［87］热心、傲气、娇气、傻气、常规、速效、耐心、前卫、先端、低调、虚荣、玄虚、偏心眼、灰色、新潮、专业、古典、下三滥


等，已被明确列为“形容词”，因此，这些表达也就不可再视为“副名构式”的例子了。当然，它们原先是用作名词的，但在长期使用中已成为兼类词或已转化为形容词了。

例［87］都是由“形容词＋名词”构成的词语，我们通常称之为“偏正构式”，即以名词为主，整个构式具有名词性质，这就是传统语言学所说的“向心结构（Endocentric Structure）”。在前面形容词的压制下词语带上了形容词特征，如“热心”，现已成为一个标准的形容词了（《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仅将其标注为形容词）。又如，当我们听到：

［88］很傲气


这一表达时，似乎更容易接受，或许就是因为其中含有一个形容词“傲”的缘故。因此，《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上已将该词标注为“名词兼形容词”了，这或许也是因其能被副词修饰所致。又如：

［89］很新潮、太新潮、挺新潮


等，人们恐怕不会怀疑其可接受性，因为人们可在心理上将其语法结构切分为“很新的潮”等。又如“笨蛋”或“傻瓜”，若在其前加上副词“很”、“十分”，说成：

［90］很笨蛋/傻瓜、十分笨蛋/傻瓜


等，人们或许在心理上会将其大致切分为“（很＋形）＋名”的搭配方式，但遗憾的是《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还没有将“笨蛋”和“傻瓜”标注为名词兼形容词，这或许是因其接受程度尚不高，再不然就是词典有待更新。

汉语中还有很多类似于例［39］的词语：

［91］高手、老手、好手、老好人、神童、贵族、老板、好汉、大丈夫、专业、狭义、广义、悲剧、喜剧、温情、激情、柔情、诚意、新意、偏见、难度、美味、优势、危机、坏处


等等，它们都是“形容词＋名词”的语式，《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中还没有列出形容词的用法，但随着副名构式的流行，我们完全可以预料，它们将会很快兼用作形容词的，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从中又获得另外一个启发：例［87］都是由“形＋名”组配而成的名词性构式，由于其中含有一个形容词，整个表达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这个形容词的“压制”，从而使得这类“偏正式名词短语”具有一定程度的形容词特性。这就给我们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从传统角度来说，在“偏正式形名构式”中，形容词为“偏”，名词为“正”，那么自然就会认为该词组的语义核心当落在“名词”上。可是，在这里我们不得不产生另外一条思路：在许多偏正构式中，语义核心不一定就落在名词上。又如英语例子：

［92］washing machine

［93］raining coat

等，从语义和语用角度来说，washing和raining似乎比machine和coat所提供的信息更为重要，也更加突显。这就是说，这些表达从语法角度来说是一种偏正结构，可是从语义和语用角度来说，似乎并非如此，结构上的“偏”并不能说明语义信息上就一定“偏”，这也说明“句法自治观”是难以解释这一现象的。

这一现象也可用“词汇压制”做出合理解释，在部分“形＋名”构式中，形容词可压制其后的名词，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其词性，从而使得整个词组带上了形容词的特征。

第六节　多重传承

从构式语法理论的角度出发，“副名构式”的出现，可视为是传承（Inherit）自多个构式的结果，这其中可能包括“副形构式”、“主谓构式（名作谓）”、“动名构式”、“隐现构式”、“主表拷贝构式”等，而且这一格式还反映出汉语中“词无定类”、“缺乏形态变化
 ”等语法现象，这也体现出构式语法理论从边缘现象着手向中心逼近的思路确实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1. 传承“副形构式”的部分特征

“很”等一类的程度副词主要是修饰形容词、副词和动词的，若其后接名词，不少学者主张将其分析为“名转形”现象（虽有不妥，但尚有道理），因其消显了名词的指称功能而突显了其表示性质的特征。我们不妨说：“副名构式”受到了“副形构式”的影响，前者从后者传承了部分信息。

2. 传承“主谓构式（名作谓）”的部分特征

我们知道，汉语可用名词直接做谓语，例如：

［94］明天星期五。


吕叔湘在《中国文法要略》中指出，汉语中名词可转为动词作句子的谓语，他（原著1942，摘自1990：26）所举的例句为：

［95］不怕你笑话
 ，这总是我们一点小小意思。


［96］要礼貌
 他。


［97］原来姑娘天不怕，地不怕，单怕膈肢
 她的膈肢窝。


这是60多年前的例子，现在“笑话”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中也已被标注为动词，“礼貌”一词已被标注为形容词。

由于出现在谓语位置上的词语大多为动词或形容词，且“副词可修饰谓语”，那么当名词充当谓语时，就会从“典型谓语”处传承部分信息，多多少少染上部分“谓语动词”的特点，若从这个角度考虑，做谓语的名词前能用副词修饰的现象，似乎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那么“‘副词＋抽象名词/具体名词’作谓语”这个构式，自然就会影响到“‘副词＋专有名词’作谓语”的构式，又例：

［98］你也太上海了。


［99］他十分苏州。


既然名词能作谓语，谓语又能被副词修饰，那么名词与副词之间似乎就存在一种潜在的共现关系，可以图表示如下：

[image: 23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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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传承“动名构式”的部分特征

动名构式“够朋友”中的“够”是动词，意为“达到某一标准或程度”，如《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中的例子：

［100］够格、够条件、够意思、够交情、够不够长


等。仿照“够朋友
 ”的说法，就有了：

［101］够哥们、够娘们、够洋相、够奶油


等表达。

因为“够”后所接为名词，可将其视为“动宾构式”；若说成“够冷、够热”，其后接的是形容词，词典上就将其标注为“副词”；若其后的词性难以判断，人们就多了一个选择，可将其视为“副名”组合，例如很多人在研究“副＋名”的论文中都列举了“够＋名”的例子。

4. 传承“隐现构式”的部分特征

于根元（1991）曾将这种“副名构式”视为一种省略现象，这当然是一个十分保险的分析方案。例如：

［102］他很书生。


视为

［103］他很书生气。


的省略说法。

［104］很德国


视为

［105］很具德国风格


等的省略说法。若从这个角度来说，“副名构式”还受到了隐现构式的影响。

邢福义（1997）也曾指出，如果在这类名词之后带上诸如：

［106］气、味、腔、调、样、性、主义、风度


等词语，它们就比较容易与“很”搭配使用了。如人们听到

［107］很贵族


会觉得有点异样，若说成：

［108］很贵族风度


［109］十足贵族气


［110］更加贵族腔


它们可被接受的程度就要高多了。

当然了，“副名构式”中所省略的成分到底是什么，能不能都按照他们所述的思路补上，这还有待进一步考察。

5. 传承“主表拷贝构式”的部分特征

我们可将Wierzbicka（1987）所讨论的“boys will be boys”的特殊构式视为主表拷贝构式，这一表达在汉语中也有很多。因为汉语中的系词“是”在很多场合可以省去，如：

［111］那就算了，不哥们就（是）不哥们。


［112］人不人，鬼不鬼。


［113］什么经理不经理的。


［114］国将不国，家将不家。


［115］我才不管他干部不干部呢，在家里他就是老百姓。






从构式语法角度来看，“副名构式”受到了上述数种构式的影响（但不一定是每个副名表达都同时受到上述几种构式的影响，第5种仅限于主表拷贝表达式），即从它们那里传承了很多语义和语用特征，人们顺此思路就类推出了很多类似的表达语式。现将该观点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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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结语

1. 四点体会

本章主要运用构式语法理论中“压制、突显、传承、整合”等观点来分析汉语中的“副名构式”，初步得出以下四点体会，同时也尝试对构式语法理论做出点滴修补。

1）该构式中的“副词”具有明显的压制性（Coercion），可迫使其后名词向表示特征的方向移变，据此我们提出了以下两个观点，以修补和发展Goldberg和Michaelis等所论述的“构式压制”：


（1）词汇压制
 （Lexical Coercion），以说明词汇规则法和构式分析法各有所用，不必用一者取代另一者；


（2）惯性压制
 （Inertia Coercion），可用以解释“副名构式”的一些表现形式和轭式搭配。

2）该构式中的名词在副词压制下其指称功能大大衰减，以突显其表“典型特征、异常感觉、表达新奇、引人注意
 ”等语用意义，且这类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可替代性。

3）该构式从多个其他相关构式中传承了很多信息，如副形构式、主谓构式、动名构式、隐现构式、主表拷贝构式等。

4）单靠“组合原则”难以获得整个构式的丰富含意，必须运用完形理论和整合原则才能对其作出通盘处理。

2. 一点假设

通过本研究，我们似乎还可做出如下假设：由于汉语中存在“名转形”和“副转形”的用法和机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语言中潜存着一个“副名构式”，只是用得较少，频率甚低，一直未被激活。再加之学者们常将这一现象视为不合语法，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副名构式”的呈现。

该假设还可从上文桂诗春先生所举的一个例子得到证实：王还教授从语法角度将这类构式斥之为“胡说八道”，可有意思的是，当他们第二天在回忆苏州出生的杨周翰教授，提到他可讲一口流利的苏州话时，她脱口而出：

［116］简直苏得不得了。


桂先生以她日前的标准提醒她这一说法可行否，她才意识到其中的问题，顺口掩饰道“这也是胡说八道”。

这个不经心的表达经过有心人的整理，却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足以可见“语法规则”与“自然语感”之间、“法官身份”与“自然心态”之间的差异。我们似乎还可以认为：或许在王还教授的潜意识中深藏着一个“副名构式”的机制，只有在非常自然放松的状态下才能摆脱“语法框框”的约束，使得这一机制得到激活。同时，这也预示了除上文所列的“副词＋名词”构式之外，还有“名＋得很”和“名＋得不得了”的构式。

正是在汉语语法系统中可能有这样一个潜存的构式，到了20世纪70—80年代受到粤语和广告语等影响，它才被激活了出来，从而特许出很多此类表达式。当然了，也不是任何名词都能用于此类构式之中，它在用法上还是有较大限制的，特别是用“专有名词”时，它必须要有一定的知名度和流行度才行，即上文所说的“共享性特征”必须为一群人所接受，否则，当它用于“副名构式”时就难以被接受和理解，这也充分说明了构式既具有相对的静态性，也存在一定的动态性，惰性和活性这两种性质兼而有之。

3. 支持“基于用法的模型”

汉语中的“副名构式”，从70年前像顾八奶奶所说的“顶悲剧
 ”那样受到人们的嘲笑，到现在还有学者依旧视之为“误用”，斥之为“胡说”，但不少学者已从观望怀疑逐步转向认同并接受，其所经历的轨迹也颇值回味。我们当从“人本主义”立场出发，采取“回归自然语言”的态度，语言处于一种“源自规则又突破规则
 ”（桂诗春，1995）的动态过程之中，既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也具有一定的动态性，这也充分证明了“基于用法的模型（Usage-based Model）”这一认知语言学的一个基本原则所具有的理论解释力。

从体验哲学的角度来说，语言之所以成为今天这个样子，是人们基于对现实世界的认识，以及不断实践“基于用法的模型”的结果。在实际的“语言游戏（Language Game）”过程中，人们通过语言在实际活动中的运用，通过不断对语言功能的提炼从而掌握了语言，这就有力地反驳了语言天赋说和普遍说，语言正是在不断应用中逐步发展的，而不是由什么先天所具有的普遍语法或语言习得机制所决定的。

该模式还蕴含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频率（Frequency）”。要能形成某一固化了的或相对固化了的图示性构式，频率是一个基本条件；当然，要能改变某一语言形式的意义，语法化出另一用法，也需要一定量的频率做基础，因为人们常对那些经常出现的、使用频率较高的语言形式给予更多的关注，刺激多了，印象也就深了，据此就会抽象化或图式化出其间的共同点（忽略次要枝节），并逐步将其固化（Entrench）为一种抽象性表达式，使其成为心智表征中的一个部分。正是由于近年来“很＋名”表达式的频繁出现，它才引起国人的注意，很多人不仅接受了这一表达形式，且还跟着用了起来，使其流行开来，它也就被概括化（Generalize）为一个图式化构式，逐步深入人心，并在我们的心智表征系统中占有了一席之地，“生了根也就要结果”，一旦在心智中成为一种表征形式，它自然也就会具有能产性。也正是由于副名构式的频繁出现，才引起很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到目前为止关于副名构式的文章已发表的有近百篇之多，对这一构式的固化和流行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参见《上卷》第三章第二节第7点）。

但是我们认为，到目前为止“副名构式”的应用只能算是刚刚起步。可以预测，几年之后这一表达恐怕会像“滚雪球”那样越用越多，我们也定会收集到更多的例句，到那时再作评述也许会更加到位。


[1]
 　该术语有若干近义词，如：the Usage-based Account，the Usage-based Analysis，the Usage-based Approach，the Usage-based Assumption，the Usage-based Conception，the Usage-based Framework，the Usage-based Grammar，the Usage-based Interpretation，the Usage-based Method，the Usage-based Pattern，the Usage-based Perspective，the Usage-based Research等等。参见Sanders，T. & E. Sweetser（2009）。


[2]
 　“最＋方位词”已属正常用法，如“最南方”、“最东方”，本书不再收录此类例子。


[3]
 　“顶悲剧”是曹禺《日出》中顾八奶奶所说的话，曾受人嘲笑。曹禺笔下的顾八奶奶是个俗不可耐的女人，一张口就是满嘴文明词：“我顶悲剧，顶痛苦、顶热烈、顶没法子办。”作者正是用这种特殊的违反常规的表达方法，勾画出这位人物的个性。但是，在事过七十多年的今天来看，她说不定还可称得上是“副名构式”的开发者呢。


第十三章　英汉语“偷抢”构式比较

本章在Goldberg（1995）和沈家煊（2006）研究英汉语“steal/rob”和“偷/抢”的基础上，结合笔者建立的语料库，按照构式语法所倡导的研究方法，分别从八个方面论述了这对构式的句法、语义、语用等特征，特别强调了认知语义学一贯坚持的“角色突显原则”在语义分析和语言理解中所具有的关键作用，且对某些传统观点和相关论述做出修补。这一个案分析给我们以诸多启迪，说明仅靠TG学派的句法生成观遗留问题太多，仅靠概念语义学也不能做出完满解释，语言分析时必须运用“突显原则”，即不同的动词会突显不同的语义角色，才能对语义结构做出更为准确的解释。

第一节　概述

TG学派认为语法包括“词汇”和“规则”这两项内容，且将重点置于后者即“句法规则”上。后来，不少学者发现语言中若干现象仅靠句法规则难以做出合理解释，所谓的“核心语法（Core Grammar）”不能担此大任，必须借助语义分析才更为有效，因此，句法与语义的接口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有些学者主张应当重点分析动词能跟几个语义角色以及与什么类型的语义角色相联系，特别是配价语法（Valency Grammar）、格语法（Case Grammar）、概念语义学（Conceptual Semantics）等，并在这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但是人们很快又发现，仅凭动词所含的论元角色，或动词中所含概念成分，还会有不少缺憾，对诸多语言现象难以做出圆满解释，如英语中的steal和rob的用法（参见Goldberg，1995：45—48）就是一例。

认知语义学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突显原则（the Principle of Prominence，the Principle of Salience）”，认为不同动词会突显不同的语义角色，这也是同义词存在于语言体系中的一个合理理据。所谓“突显”，是指在人们的认知上更易引起注意的现象，被突显的事物（即突显对象）不仅更易引起人们的关注，更容易做心理处理，也更容易被记忆和提取（参见Langacker，1987，1991a）。认知语义学家认为，突显原则可用来弥补“格语法”和“概念语义学”分析法之不足，是对它们的一个补充和发展，如英汉两语言中的“steal/rob”和“偷/抢”就为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

首先，我们尽量将英汉两语言中有关这两个概念的动词全部列出，且做一大致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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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可见，英汉两语言为“偷”和“抢”这两个基本概念进行词汇化的方式基本相似，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如：

（1）英语为“小偷”这一动作专门词汇化了一个动词pilfer，而汉语没有，是通过词组的方式“小＋偷”来表达的。

（2）汉语中的“夜盗”、“拦路抢夺”、“掠夺”都是复合词，而英语用一个单词表示，可见英语在这一点上词汇化程度较高。

（3）汉语中“偷”与“扒”含义不很相同，前者涵义较广，后者仅指扒窃“人随身所携带的财物”，一般不用来指偷窃房屋中的财产。这一涵义大致相当于英语中的pickpocket，但后者是名词（未见有动词用法），其英语释义为“a person who steals things from people’s pockets，esp. in a crowd”。

（4）汉语中表示“偷、扒、窃”等没有明显的文体差异，而英语中有正式词，如“purloin”，有口语词，如“hook”，还有俚语，如“sneak”、“snaffle”。一般说来，steal为中性词，适用于任何文体。

（5）汉语中表示“偷”的同义词还有“窃”和“盗”，而英语常用一个steal就可同时表示这三个汉语词。在《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中，对“窃”和“盗”的释义都是“偷”，但从语感上来说，“盗”的“恶劣”程度似乎更高，如我们可说“大盗”、“江洋大盗”、“盗匪”、“盗劫”等，近乎于“抢”。

（6）汉语中“抢”和“夺”为近义词，英语中表示这一概念的主要有三个词“rob，grab，snatch”。很显然，这组词的语义程度最强，正如图13.1中的英语释义所示，含有“often by force”之义。但是，英语中这三个词在用法上有句型上的区别：一般说来，rob的典型句型为rob sb.（of sth.）（当然也有很多其他用法，参见第四节），而grab和snatch的直接宾语常为财物。

本章主要论述“steal/rob”和“偷/抢”这四个词，且还为其建立了语料库。前者从BNC语料库进行搜索，共得803条“steal”用做动词的例句，236条“rob”用做动词的例句。后者从国家语委现代汉语语料库进行搜索，用做动词的“偷”共401条，做动词的“抢”共611条。

第二节　“steal/rob”、“偷/抢”中的角色突显

1. 引言

Goldberg（1995：45—48）指出，英语中steal和rob属于近义词，两者都涉及到三个“参与者角色（Participant Role）”，或叫“语义角色（Semantic Role）”。为便于描述，在图13.2中列出了本文论述“steal/rob”和“偷/抢”时所用到的有关术语（其中英语术语为Goldberg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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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它们在具体应用和表达时会有不同的突显方法。为解释这一现象，Goldberg（1995：45）给出了下面一组例句：

［1］Jesse stole money（from the rich）.

［2］*
 Jesse stole the rich（of money）.

［3］Jesse robbed the rich（of all their money）.

［4］*
 Jesse robbed a million dollars（from the rich）.

汉语也有类似的区分和表达：

［5］他偷李四钱了。


［6］
*
 张三偷了李四。


［7］他抢李四钱了。


［8］他抢了李四。


［9］？他抢人钱了
[1]

 。


从以上例句可见，“steal/rob”和“偷/抢”其后虽都可同时接两个参与者角色：“遭偷抢者Y”和“遭偷抢物Z”，但句型有所不同。仅用一个参与者角色时，两者也存在差别：从上面例句可见，“steal/偷”主要接“被偷物Z”（用黑体表示突显的角色），“rob/抢”主要接“被抢人Y”。可见，仅从TG的句法理论，或者仅用概念语义学所提出的概念成分很难将其解释清楚。据此，认知语义学发展出“突显原则”，认为尽管这两组词所涉及到的参与者角色相同，但在各自的具体应用中有不同的突显对象。

一般来说，在“steal/偷”事件中，往往突显了图13.2中所述的第（1）个参与者角色“偷窃者X”和第（3）参与者角色“被偷物Z”，而第（2）个参与者角色“被偷人Y”相对而言不是突显角色，这就是图13.2将其置于“［ ］”里的原因。而在“rob/抢”事件中，突显的是第（1）个参与者角色“抢劫者X”和第（2）个参与者角色“被抢人Y”，而第（3）个参与者角色“被抢物Z”相对而言不是突显角色，因此也将其置于“［ ］”里，这是当前构式语法学家研究所得的结论，参见下文。

但是，这一结论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更多地是靠语感获得的，缺乏详实的语料做支撑。为此我们建立了自己的语料库，以实例和统计数据做说明。

2. 统一术语

国内外学者在论述这类现象时所用术语不尽相同，为此我们有必要先从有关术语说起。

Goldberg（1995：45—48）在分析“steal/rob”时所用术语为thief，target，goods，并根据上述的突显分析列述如下（黑体部分为突显的角色参与者）：

　　　　　　偷抢者　遭遇人　遭遇物


［10］steal〈thief
 　target　goods
 〉

［11］rob　〈thief　target
 　goods〉

沈家煊在解释汉语的“偷/抢”两词时，也运用了相同的分析方法，认为这两个词虽同时包含了三个参与者角色，但有不同的突显对象。他在分析时所运用的术语为（黑体部分为突显的角色参与者）：

［12］偷［偷窃者 遭偷者 被偷物］

［13］抢［抢劫者 遭抢者 被抢物］

后来沈家煊（2006b：76）将这组术语统称为：

［14］偷
 ［施事 夺事
 受事］

［15］抢
 ［施事 夺事 受事
 ］

我们觉得这组术语不是十分明了，有时还会造成理解上的困惑，因为从字面“夺事”两字来看，很难体会到它指的是“受害人”，故而建议采用如下术语，且用“X、Y、Z”三个字母分别表示这三个参与者角色（或叫“语义角色”或“题元角色”），这也与双宾构式的分析思路相仿：

［16］偷/steal［施事者 遭遇人 遭遇物］

［17］抢/rob　［施事者 遭遇人 遭遇物］

　　　　　　　　agent　target　goods

　　　　　　　　　X　　　Y　　　Z

第三节　讨论

第二节将有关学者所用术语做了统一，也提及了这两组词所突显的参与者角色之间的差异。本节主要结合我们的观点对这一现象做一较为全面的总结，介绍了这一研究的语言学意义，从不同维度论述了这组词的语义特征和语用差别，强调从构式语法的“参与者角色”和认知语义学的“突显原则”角度进行分析比其他方法更具解释力。

1. 句法不自治

仅靠TG的句法规则分析法无法解释这两组词之间的语义和语用差异，必须从认知语义学的“概念分析”和“突显原则”这两个角度才能做出较为完满的解释。

尽管steal和rob这两个词在词典上都标注为及物动词（也都可用做不及物动词），但其后所接的句法成分却存在较大差异。正如上文所析，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不是在句法上，而是在语义角色上，且它们之间的句法差异主要受制于角色突显上的差异。显而易见，仅从句法规则角度，而不考虑语义，根本就谈不上乔姆斯基所设定的宏大目标“解释充分性”，这就是构式语法学家为什么要尖锐批判乔姆斯基的“句法自治性”。

从《上卷》的分析亦可见，Langacker之所以提出“象征单位”和“构式”，坚决倡导“它们都是形义不可分离的配对体”这一划时代的立场，就是针对TG学派“专注句法而忽视语义”和“形式主义”的缺陷提出的。仅从形式上建立的句法学不仅误导了语言学的研究方向，而且也不符合人们的正常语感，因为人们在日常交际中更多关注的是语义，而不在乎什么句法形式，形式所表示出的意义才是第一重要的。我们在本书中列述了很多这类例证都可用以说明：句法必须借助语义和语用才能做出较为透彻的解释。此处的“steal/rob”和“偷/抢”也是我们经常列举的一组例证。

2. 突显不同角色

正如上文所述，当下学界普遍认为，当说到“steal/偷”和“rob/抢”时，两者都涉及到偷窃者和抢劫者，而对“遭遇人”和“遭遇物”的关注程度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如图13.2所示，在说到“steal/偷”时，突显的角色为“财物”，因此人们的第一反应大多是“小偷偷了什么？”“蒙受了什么财产损失？”而当说到“rob/抢”时，突显的角色为“受害人”，因此大多数人首先关注的常常不在于财产损失，而是“被抢人遭遇如何？”“是否受到了伤害？”这是有道理的（参见上文例句），又例：

［18］A：她家昨天被偷了。



　　　B：财产损失大不大？


［19］A：她昨天遭抢劫了。



　　　B：她人有没有受到伤害？


如果倒过来问和答，则似乎不很自然：

［20］A：她家昨天被偷了。



　　　B：*
 她人有没有受到伤害？


［21］A：她昨天遭抢劫了。



　　　B：*
 财产损失大不大？


通过对比可见，“steal/偷”和“rob/抢”之间的语义差异主要在于它们所突显的“参与者角色”不同。同时亦可见，这一差异不是来自句法的内部结构，而是产生自人类的生活常识和经验认知，这也证明了构式和语言具有体验性（参见下文第3点）。

3. “rob/抢”比“steal/偷”严重

经验告诉我们，“rob/抢”比起“steal/偷”来说性质更为恶劣，所产生的后果也要严重得多（尽管有时从财产损失角度来说并非如此），因为“rob/抢”常涉及到“by force/武力”，这就要影响到人身安全或有关生计的大问题，而“steal/偷”主要涉及的是一般财产问题，这也可从法律角度得到验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根据“偷窃、盗窃、抢夺、抢劫”等之间的严重性程度做出了较为明确的处罚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3条规定：偷窃、骗取、抢夺少量公私财物等情况，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或者警告，可以单处或并处二百元以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若数额巨大或特别巨大时所判徒刑更重；若涉及到盗窃金融机构、珍贵文物等可判无期乃至死刑。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7条规定：抢夺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特别巨大，视情节严重程度可处3—10年，或10年以上，乃至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3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3—10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若涉及到“入户抢劫、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冒充军警人员抢劫、抢劫银行或军用等物质、持枪抢劫、且导致人重伤或死亡”时，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

根据上文描述，若是很小的损失，不涉及武力，没对遭遇人造成任何身体伤害，一般就用“steal/偷”，不应用“rob/抢”，例如：

［22］Jesse stole a penny from him.

［23］*
 Jesse robbed him of a penny.

一个“便士”属于“小偷小摸”，谈不上“抢劫”。我们还可通过对比看出这两个词之间的语义差异，若将例［22］说成：

［24］Jesse robbed him of his last penny.

失去“最后一个便士”就比失去“一个便士”的后果要严重多了，因此例［23］当做笑话说说尚可，一般不合常情，而例［24］却是可以接受的，意味着他要丧失最后的生计，涉及到生存大问题。

汉语中也可找到相同的例证：

［25］他偷了我的饭碗。


［26］他抢了我的饭碗。


例［25］仅有一个含义，即把“我”吃饭的碗偷走了（隐喻用法的可能性较小）；而例［26］则有两个含义，除了有抢走了“我”吃饭的碗之外，还有“抢了我谋生的手段”之义。例［26］中的“我的饭碗”比起例［25］中的“我的饭碗”更可能含隐喻意义。可见，当“steal/偷”和“rob/抢”与同样词语搭配使用时，“rob/抢”可以突显其“影响更为严重”的因素。

英语也有相应的表达，例如：

［27］Jesse robbed him of his pride/his livelihood/his nationality.

由于“rob/抢”的性质，以及所产生的影响和效果比起“steal/偷”来说更为严重，“rob/抢”突显了“被抢者”也就在情理之中，将其直接用在rob后做宾语也就显得很正常了（但也有很多其他灵活用法）。

4. 遭遇者Y是否在场

“steal/偷”和“rob/抢”尽管都涉及到“被偷人”或“被抢人”，正如图13.2所示，但这两个角色在两个词中的突显程度却大不相同。一般说来，发生“steal/偷”事件时，被偷者不一定在场，即使在场，这一行为通常也是不被觉察到的，否则就不叫“偷”或“窃”了。因此“steal/偷”的释义为“take sb. else’s property secretly”和“私下里拿走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这才有了诸如“steal（move secretly and quietly）into the room”和“瞒着人做事（偷看、偷听、偷渡、偷跑）”、“偷偷摸摸”等表达。

而发生“rob/抢”事件时，遭抢者一定是在场的，这才有了“rob with violence”、“open robbery”或“公开地抢夺”、“公然进行抢劫”一说。既然抢劫者和被抢人都在场，抢劫者意在夺取财富，被抢人则大多不甘心被抢，必然要保护自己的财富，就很可能在“抢劫者X”和“被抢人Y”之间发生争执和格斗，抢劫者X是有备而来，在这一场合下，被抢人Y很容易受到伤害。这也完全符合人们一般的经验结构和认知过程，在场的当为“突显的”，应在句法中显现出来，且应当处于重要位置；而不在场当为“非突显的”，可以省去，或处于不很重要的位置。

Goldberg（1995：47）曾十分形象地画了两幅图对其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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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较大的人为“施事者X”，必须有他，故用实线；较小的人为“遭遇人Y”，以实线表示“突显”，以虚线表示“非突显”。“steal”突显的是财产Z，用实线圆圈标示；rob突显的被抢人Y，财产用虚线圆圈，这一分析简易而又形象，入情入理。笔者将遭遇人Y处左手的线段做了一点调整：

（1）在steal情形中，表示Y左手的虚线画得稍短，以表示Y对该财物Z的控制力较小，这才有可能使得小偷得手；

（2）而在rob的情形中，Y左手的实线画得较长，横穿整个财物，以表示他对财物的控制力。正因为Y对财物有控制力，才使得X要动武才能获得财物Z，这就要伤害到遭遇人Y。

沈家煊（2006b：75）也曾给出下一组例句并做了相同的说明：

［28］她出门旅游期间有人偷了她一台电视。


［29］
*
 她出门旅游期间有人抢了她一台电视。


我们现在再来比较下一组例句：

［30］
*
 她被抢劫时人不在场。


［31］当她出国时，她的家产被抢劫一空。


当“抢”专门用于表示“抢劫财富”时，即突显“抢财富”这一意象时，被劫者也可不在场，但更侧重于“暴力”和“财富多”，会出现“破窗而入”、“砸门闯入”、“家中橱柜被砸”、“满地狼藉”等场面，与“小偷小摸”形成了鲜明对比。

由于“steal/偷”事件突显的是“被偷物Z”，“rob/抢”事件突显的是“遭遇人Y”，因此下面的例［32］至［40］都是正常表达：

［32］Someone has stolen my watch.

［33］I have my watch stolen.

［34］Someone stole a painting from the museum.

［35］They robbed the woman of her purse.

［36］The woman was robbed of her purse.

［37］The thug will rob you then punch you in your face till you go blind.

［38］小偷偷了我二百元钱。


［39］小偷偷了二百元钱。


［40］李四抢了我。


许多学者认为“steal/偷”的直接宾语为“财物”，不能直接用“人”做宾语，认为下一例句不可接受：

［41］
*
 小偷偷了我。


且做出了如下解释：例［41］之所以不能被接受，是因为“被偷人Y”不是“偷”所突显的对象，而且“我”在“偷”事件中也不一定在场。又如沈家煊（2006b：72）给出一组例句：

［42］
*
 张三偷了李四。


［43］
*
 张三被李四偷了。


［44］
*
 张三把李四偷了。


并认为应将其分别修改为：

［45］张三抢了李四。


［46］张三被李四抢了。


［47］张三把李四抢了。


我们认为，例［41］至［44］还是可以说的，特别是例［43］是一个完全正确的汉语句子。汉语中还有诸如“偷警察”、“偷公安”、“偷父母”的说法，有学者主张用Goldberg的观点，将这里表示“人”或“类似人”的参与者角色视为“来源”或“地点”，我们认为这一结论似乎有待商榷（参见第四节）。

Goldberg（1995：48）曾指出，由于“steal/偷”并不突显“被偷人Y”，而且“被偷人Y”也不一定在场，因此其后可接表“来源”或“地点”的词语，如：

［48］Jesse stole $500 from my house/my safe.

而该句不能说成

［49］*
 Jesse robbed my house of $500.

［50］*
 Jesse robbed my safe of its contents.

但是我们的语料显示，类似于例［49］和［50］的英语表达还是有的，且数量还不是个别（详见第四节）。因此，做研究不必因噎废食，仅为规则所限而将那些可以表达的句子硬说成不可接受。

5. 近宾语与远宾语

按照“距离象似性（Iconicity of Distance）”原则，语义关系密切的成分在句法安排上的距离应当靠得近，也就是说，突显的成分应当靠近动词本身，作为“近宾语”紧接在动词后面，而非突显的成分可安排为动词的“远宾语”，“steal/偷”、“rob/抢”的用法基本上证明了这一点（但有很多例外），现基于沈家煊（2006b：76—77）的图形改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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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学界一般的观点，若在“遭遇人Y”或“遭遇物Z”之间仅选用一个，则大致按照突显原则做选择，“steal/偷”当选用突显的遭遇物Z，“rob/抢”当选用突显的遭遇人Y。按照认知规则，“突显成分”比起“非突显成分”来说，不应该先被省去。也就是说，近宾语为突显的成分，一般不可省去，省去的当为远宾语，是非突显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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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分析，很多学者认为，英语的“steal/rob”和汉语的“偷/抢”具有相似的认知机制和用法规则，运用认知语义学的“突显原则”就可做出统一的解释：语义上突显的角色常被安排得紧靠动词，做句法上的近宾语。可是，语言用法是灵活的、多变的，不一定按照语言学家的规定行事，例外也是常见之事，就这四个词而言，不按此规则表达的比例还不小（参见图13.6）。

6. 单向蕴涵式

沈家煊根据上述英汉语的例证分析，还从人类的认知机制角度建立了如下的单向蕴涵式：

［51］突显角色＞非突显角色


即：突显角色在认知上比非突显角色更为重要。根据这一单向蕴涵式可知，在一种语言的句子中若非突显角色可以做近宾语，那么突显角色也可做近宾语；反之则不然，例如：

［52］小偷偷了我
 二百元钱。


根据上文分析可知，“我”为“偷”的非突显角色，在此句中做近宾语，那么突显角色也可做近宾语，如

［53］他抢了我
 二百元钱。


句中“我”为“抢”的突显角色，做近宾语。这一规则反之不然，即突显角色可做近宾语，而非突显角色不一定能做近宾语，例如：

［54］张三抢了李四一个包。


“李四”为“抢”的突显角色，用做近宾语，此为正常表达。按照［51］原则，有学者认为下句有疑问：

［55］
*
 他抢人十块钱。


这里用泛指的“人”，受害者就不很突显，就不宜作近宾语。但我们认为上例还是可以说的，因此这里的“反之不然”似乎欠妥，且上面所举例句用了不同的动词“偷”和“抢”，而此处用的则是同一个词“抢”。

这一规则是否完全适用于英语，我们现通过以下例句检验：

［56］He robbed me of $200.

句中的me为rob的突显成分，做近宾语，此为正常用法。非突显成分是否也能用做近宾语呢？例如：

［57］Jesse robbed $1，000 from Susan.

句中用非突显的$1，000做rob的近宾语，为正常英语表达，因此蕴涵式［51］似乎存有疑问。又例：

［58］He stole me $200.

句中的me为steal的非突显角色，但用做近宾语了，从句法上来说，steal用于双宾构式，为英语中的正常句型。但一定要注意，其义不是“他偷了我二百美元”，而是“他偷了200美元给我”。倘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蕴涵式［51］就不完全适用于英语了。

从图13.3和13.4可见，“近宾语”为突显成分，用黑体标示；远宾语为非突显成分，用正常体标示。一般来说，近宾语当为突显成分，因其更靠近谓语动词，也就是说，语义上突显的角色常被安排为句法上的近宾语（但也有不少例外）。这样表述似乎更贴近语言事实。

7. 省略的顺序

沈家煊（2006：80，91）还得出这一结论：一种语言的句子中若突显角色可以隐去，那么非突显角色也可隐去；如果非突显角色可以隐去，突显角色不一定可以隐去，他并举例（此句似不妥，参见上文）：

［59］他抢了十块钱。


句中突显角色“遭抢人Y”被省去了，那么非突显角色也可省去，如：

［60］他偷了十块钱。


这里他依然用了不同的动词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若用同一个动词来检验：

［61］他抢了我。


也是说得通的，省略了非突显角色“遭遇物Z”。也就是说，“抢”的宾语可为人或钱。沈家煊为“反之不然”所举的例句为：

［62］他抢我。


非突显角色被省略，那么突显角色能否省去呢？他举的例句为：

［63］
*
 他偷我。


句中“我”对于“偷”来说是非突显角色，而突显角色“遭遇物Z”被省去了，根据上述原则，此句当不可接受。但是，这个句子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好像并非不可接受（参见第四节例句）。

这一单向蕴涵式是否完全适用于英语的省略情况？我们从上文例［57］可见，rob也可出现于steal的句法环境之中，又例：

［64］Two men robbed ￡10，000 from the bank.（《英汉大词典》陆谷孙主编）

也能够说：

［65］Two men robbed ￡10，000.

即在实际运用中，rob中的突显角色“遭遇人Y”也可以省去，仅保留非突显的“遭遇物Z”。而且这样的用法还不在少数，在我们的语料中大量存在，又例：

［66］A lawyer with a briefcase can rob
 more money in a week than a man with a gun can.

［67］That man used cucumber to rob
 building societies of 9，205 pounds.

［68］Rejection of the latest offer by the association would rob
 the Government of the legitimacy to be gained from imposing an agreed deal on the...

［69］Otherwise it will rob
 other facilities...

另外，rob还可用做不及物动词。

那么，上一蕴涵式是否也适用于steal呢？正如上文所析，steal的突显角色为“财物”，那么英语中steal能否直接用有生命的人做宾语呢？国内外一些学者对此大多持否定态度，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8. 象似性理论

通过上述分析，沈家煊还将其上升到象似性理论进行了论述。他指出：

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关系往往不是完全任意的，也不是完全可以预测的，而是一种“有理据的约定俗成（Motivated Convention）”。

这可对语法结构做出了合理解释。

正如Goldberg（1995：3）所指出的，象似性原则是构式语法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其中一个核心思想为，不同的句法形式必定有不同的含义，她将其称为“the Principle of No Synonymy of Grammatical Forms（语法形式无同义原则）”，这就是Bolinger（1968：127）的名言：

A difference in syntactic form always spells a difference in meaning.

国内外很多语言学家都接受了这一观点，如Haiman（1980a/b，1983，1985a/b），Givón（1985），Kirsner（1985），Langacker（1985），Clark（1987），Wierzbicka（1988）；许国璋（1988），李葆嘉（2001），严辰松（1997），文旭（2000，2001），王寅（1999，2001，2006a/b，2007a/b），项成东（2003）等（详见《上卷》第九章第十节）。

第四节　语料分析

笔者在第三节论述了国内外学者对“steal/偷”和“rob/抢”的分析，也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之处，现根据我们建立的语料库进一步加以论证。

首先，我们将这四个词的语料统计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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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图13.6的调查可见，国内外学者关于“steal/rob”和“偷/抢”的观点基本正确，但其中有些论述过于凭借个人语感，而缺乏具体的数据支撑。现根据我们的语料分别论述如下：

1. “steal/偷”＋人

很多学者认为，steal sth. from sb. 为原型构式，但语料中一共才83例，占10.34%。除了用from之外，还可用of（19例），off（7例）和out of（2例）。steal sb. sth. 两例。这五种用法共113例，占14.04%。

英语中steal不能排除其后的近宾语不用人，但频率较低（3.12%），共25例，它们是man（4），husband（2），young females（2），infants（2），children（2），her（2），you，hero，audience，me，themselves，the pygmy，babies，jumper，Contralto，them，lover。例如：

［70］...so things could get interesting when she does realise that you’re out to steal
 her man.

［71］I am not out to steal
 her man！

［72］Isabelle’s daughter，to steal
 another woman’s man，as your mother did before you.

［73］to steal
 the victim’s Army Captain husband

［74］She didn’t like being thought the kind of woman who would steal
 another woman’s husband.

［75］...they can steal
 young females and set up an oligarchy of their own.

［76］...that must bide their time until they can steal
 young females and set up an oligarchy of their own. The advantage of this...

［77］Steal
 you？You’d go like a shot mate！

［78］Alex Ferguson’s awkward attempt to steal
 the hero of...

［79］to steal
 infants...

［80］When Hollywood sees her luminescent qualities，they will steal
 her forever.

［81］...I were to steal
 one of his crews.

［82］This was the avenging angel who would steal
 her lover away from her.

［83］He’d swear of course that he’d never again steal
 me from my proper duties with the children.

［84］Ye’s been trying to steal
 our mens away.

［85］Do you want somebody to steal
 her？

［86］Where they’d steal
 your children if you didn’t bolt them to the ground！

［87］While I’m out you steal
 your lovers in here and entertain them，with sweet biscuits，almonds and sugar...

［88］He was an old hand at knowing how to steal
 his audiences.

［89］People used to say that the Jews liked to steal
 Christian children and babies.

汉语中的“偷”也可接“人”，诸如“汉子”、“男人”、“别人的老婆”、“老人家”、“黄瓜郎”、“人家”、“丁举人”、“死者”、“区长太太”等，共有29例，占总数的7.23%。

2. “rob/抢”＋物

从图13.6可见，rob sb.有56例，rob sb. of sth.有48例，两者共104例，占总数212例的49%，即大约一半。

其后也可接物，如rob sth.共有41例，rob sth. of sth. 有13例，两者共54例，占总数212例的25.47%。近宾语为“物”时主要表示钱财（rob two point seven million dollars等），以及机构或场所，如the government，the bank，a toy store，an electricity showroom，a shop，a post office，your house，a garden，his corpse，the kiosk，your company，nests，supermarkets and charities，其中bank就占到20例，house、shop、store、supermarket共12例。

3. 接抽象名词

这四个词后面都可接抽象名词做宾语，如：

［90］to steal information/a kiss/a glance/a march

［91］...its rivals guaranteed that they would not steal
 its markets while the firm was out of production.

［92］...young designers，painters，musicians，and other talented young people often steal
 their ideas.

［93］Tories did come near to letting Neil Kinnock steal
 the election from us.

［94］...and see if we can steal
 another victory.

［95］to rob
 the thoughts of value

［96］to rob
 a phrase of its necessary precision

［97］When they prevail，they rob
 our work of serenity and balance，and we all suffer.

［98］...would rob
 the music of some of its beauty. Melody and harmony alone can make complete...

另外，在rob sb. of sth. 的构式中，sth. 也可为抽象名词，例如：

［99］...this additional shock seemed to rob
 her of all her courage.

［100］If you touch me，you rob
 me of choice.

［101］If I will not bring his bride to life，then he will rob
 my bride of her life.

［102］The shock of his touch seemed to rob
 her of what little control she still had，and her eyes flew open.

［103］...there are all sorts of invisible plots afoot to rob
 you of your autonomy of thought and action.

［104］...just to rob
 us of our sleep.

［105］An influence is strong enough to rob
 her of the natural exuberant self-confidence.

［106］...they fear that causal influences on human action rob
 people of their freedom of choice and dignity of action.

［107］The pursuit of sexual satisfaction at work will completely rob
 you of any job satisfaction.

［108］偷闲、偷吻、偷心、偷时间、偷懒、偷情、偷欢、偷税……

［109］抢困难、抢市场、抢速度、抢戏、抢风头、抢生意、抢任务、抢位置、抢天下、抢第一、抢头功……

4. steal与双宾语

英语中rob后可接两个论元，即表中所列述的rob sb. of sth. 和rob sth. of sb.，其中必要用到介词of。而steal用于双宾构式时，情况就较为复杂，可有以下几种情况：

（1）steal sb. sth.，共两例，如：

［110］Steal me a mink.

（2）steal sth. from sb. 或steal sth. from sth. 用法最多，共83条，例如：

［111］...try to steal
 a stamp from them.

［112］...steal
 the election from us...

［113］...steal two shillings from his pocket.

其后的两个宾语也可换位，如：

［114］...steal from his home food.

（3）在上一构式中除了能用from之外，还能用off，out of，of，共有28条，例如：

［115］...steal a blanket off the back seat...

［116］...steal the food off their plates...

［117］...some might be out to steal
 or cheat you out of your money.

［118］...steal some things out of the folks.

［119］...steal the fruit of our labors.

［120］...steal the souls of those...

将例［118］至［120］三例中的of介词短语视为其前名词的定语也未尝不可，但为与本章论述一致，也与rob...of...分析一致，此处将其视作双宾构式较为合理。

（4）除上述介词之外，还见可用介词over和on的情况，例如：

［121］...the Ferrari crew could steal an advantage over the McLaren mechanics.

［122］...and therefore steal a march over competitors like Oracle Corp and Informix Software.

［123］...wants to steal a march on its competitors in the X-Windows terminal market with a new distribution strategy...

［124］...the trade unions could be the first to sign new staffing-level agreements and steal a march on the competition.

从以上分析可见，“steal/偷”和“rob/抢”后面的宾语既可是人，也可是物，在句法上并没有十分严格的限制；有时两者都可省去（用做不及物动词）。但在一般情况下，英语中“steal”后多接物做宾语，“rob”后多接人做宾语，但不排除若干例外；而汉语中“偷”和“抢”后大多接物（从图13.6的统计可见），这与英语对应词语的用法不完全一致。


[1]
 　沈家煊（2006b：75）认为该句在汉语中不可接受或值得怀疑，而很多人认为这句汉语是可以接受的。此处先按照沈家煊的观点来论述。


第十四章　“AS X AS Y构式”的认知研究

本章分析了另一个案：英语中的“AS X AS Y构式”。笔者在对国内外几本常用习语大词典做穷尽性调查后，共获得586例此类固定性明喻习语，据此来分析其喻体分布情况，并以其结果来修补Kövecses对喻体（始源域）所作的分类。我们认为，“AS X AS Y构式”是英语基于互动性体验所形成的一种固定构式，集明喻、隐喻和换喻于一身，是人们认知事物和理解世界的最基本认知方式之一，对其加以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第五节还尝试分析了该构式的用词、语法、语义以及用喻特征。

第一节　概述

在过去30多年中，国内外有不少学者述及英语中的“as...as...”构式，如Horn（1972），Close（1975），Klein（1980），Quirk（1985），张道真（1995），林有苗（1998），王寅（2007d）
[1]

 ，李淑静（2007）等。本章仅将研究对象集中于由其构成的586例习语，以期能在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中对这一穷尽性语料做出较为透彻的认知分析。

传统修辞学或词汇学常将“AS X AS Y”视为明喻习语（Simile Idiom），语法书上也常将这一构式视为“同等比较（Comparisons of Equivalence）”，由第二个as所引导的成分分析为状语（或状语分句），所表示的意思为：本体（即主语）“像Y一样具有X性质”、“如Y一样”，或表示性质的程度，常用“非常”、“极”、“极其”、“很”、“完全”等词语，主要属于语言层面的修辞现象。

但根据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隐喻认知理论，明喻习语（本文将其视为“AS X AS Y 构式”，用全大写字母，强调其为一种概念隐喻和思维机制）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更重要的是一种思维手段，是一种认知世界的特有方式。我们认为，该构式是英语为母语者在互动性感知体验和认知加工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固定习语，用人们所熟知的、具有某典型特征的事体作为认知参照点，通过比较来说明另一事体也具有同类特征。通过下文分析我们还可见，明喻习语不仅是一个“明喻”，或扩展了的隐喻，其中还包含“隐喻”和“转喻”，当视为集“明喻”、“隐喻”和“转喻”于一身的特殊语法构式，它本身就是一个具有独特功能的“形义结合体”，是多种认知机制兼而有之的产物，同时，它也是人们认识事体和识解世界的最基本方式之一。

通过对国内外几本常用大型习语词典（参见下文）做穷尽性调查，我们共得这类固定构式586条（不包括十几条非固定表达，见第二节）。很多认知语言学家从认知角度阐述了明喻及其与隐喻之间的关系，但尚未见过对“AS X AS Y 构式”做穷尽性调查和系统性研究的论述。本章拟基于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隐喻认知理论首次对其从构式角度做专题论述。

第二节　剖析“AS X AS Y构式”的认知机制

我们一般将带有as，like等词的比喻性表达称为明喻，可写作：X is as Y，有学者认为，如将这类词去掉就是隐喻，可表述为X is Y。

关于明喻和隐喻两者之间的关系，Croft和Cruse（2004：211—215）认为主要有以下4种观点：


（1）隐喻是未加明言的明喻；



（2）明喻是说明了的隐喻；



（3）明喻和隐喻明显不同；



（4）隐喻、明喻可结合使用。


现分别论述如下。

1. 隐喻是未加明言的明喻

这是一种较为传统的观点，将隐喻视为明喻的缩写形式（shorthand），隐喻是缩写的明喻（A metaphor is just an abbreviated simile.）。这一观点在哲学界常被称为“朴素明喻理论（Naïve Simile Theory）”（参见Lycan，1999：213）。

由于隐喻的字面意义是典型的“假”，即具有假值，因此可将其转换为对应的明喻，因为明喻具有真值，这样就可通过明喻直接给出隐喻的意义。但是我们知道，很多隐喻表达是不能被改写为明喻的，参见下文。

2. 明喻是说明了的隐喻

这是当前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很多学者，如Stern（2000）和Glucksberg（2001）就持这一观点。Knowles & Moon（2006：8）指出：

Similes are very like metaphors，but there is one important difference：the comparison is explicit. That is，similes are introduced or signalled by words such as like，as，compare，resemble
 ，and so on....There may appear to be littl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etaphor and the simile.（明喻非常像隐喻，但是有一重要区别：明喻中的比较是明说的。这就是说，明喻是由诸如“像”、“比如”、“似”等引导或标示的。……看来隐喻和明喻之间可能没有什么区别。）

从这段话可见，他们认为，除了明喻是“明说”，隐喻是“暗说”之外，两者看来没有多大的区别（但他们在下文中还是从哲学角度论述了其间的区分）。

明喻意义与隐喻意义原则上没有什么重大区别，都是用一个事体Y去说明另一事体X，人们通常将Y理解成一个范畴中的好样本，然后将Y的典型知识和特征归结到X上。明喻中包含着隐喻意义。

3. 明喻和隐喻明显不同

明喻就是说明了的隐喻，而隐喻是未加明说的明喻，这一观点主要是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参见第三卷第四章）传承下来的。Davidson（1978）在“What Metaphors Mean（隐喻的含意）”一文的注5中指出，Murray于1931年曾在“Countries of the Mind（心智的领域）”中提出

一个隐喻就是一个被简缩的明喻

的观点。Black则把这一观点归之于Alexander Bain（1887），参见Martinich（1985；牟博等译，1998：869）。

尽管明喻和隐喻都涉及到两个域，但两者是明显不同的，其差别在于隐喻与其对应的明喻根据语境和它们的类型存在很多不同之处：


1）命题结构不同


明喻中的“比较”是明显的，因为经常要用到as，like，compare，resemble等词；而隐喻中的“比较”是隐藏的。

明喻陈述的主要是两者在某些方面相似，而在隐喻中，用喻体来直接表述本体的特征。用Langacker的话来说，明喻侧显的是相似，而隐喻侧显的是被述对象的特征。

从表述层面上来看，隐喻的表达形式极其广泛，不仅存在于用“是”一类的句子中，还可存在于语音层面、词汇层面、语法层面、语篇层面等。另外，一个典型含“是”的隐喻句子包含“目的域”、“始源域”，还可能包含“喻底”，但这几者不一定都同时出现（参见王寅，2007a：426—432）。


2）命题真值不同


从哲学角度来说，明喻和隐喻有本质之别，说

［1］He is as a lion.

是明喻，从字面上来讲，尽管不那么精确，但却是可能的，具有真值；如果说成

［2］He is a lion.

却永远不可能成真，人就是人，不管怎么努力也不可能成为狮子，即隐喻总归具有假值（参见Searle，1979）。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隐喻总是始于矛盾，是以“假”为基础，很多学者像Searle一样，主张从真值条件角度来谈论隐喻，如Knowles & Moon（2006：8）所说：

...on the surface，metaphors are paradoxes or falsifications.（从字面上来说，隐喻是悖论或假话。）

Martinich也持类似的观点（参见陈嘉映，2003：362）。

Davidson（1978）也主张从真值角度来区分明喻和隐喻，认为前者都是真的，后者中的大多数
 则是假的。（注意，Davidson的话在表述上与其他哲学家不同，他用了“大多数”，话没说太绝对，例如，否定性隐喻表达则可能具有真值。）

Davidson不同意将隐喻视为缩减的明喻，因为隐喻包含着比明喻更多的内容，其中有很多隐喻无法改述为其对应的明喻。


3）划分依据不同


大多数哲学家主张以“像”和“是”作为划分明喻和隐喻的标准，如Searle，Davidson，Lakoff & Johnson等。但我国著名语言哲学家陈嘉映（2003：371—373）自有新论。

首先他主张从狭义角度来界定隐喻，用“结构性”作为定义隐喻的主要标准，那些本身结构完好的东西才能成为始源域，据此就将Lakoff & Johnson所划定的“方向隐喻”和“本体隐喻”排除在外了。他以此为依据区分明喻和隐喻：明喻依赖于事实知识，主要讲述“属性”上的相似性；隐喻利用概念知识，主要是“结构性”上的相似性。隐喻主要参照某种已有结构来成象、成形、形成概念，借用在语言层面上成形的经验对未成形的经验做系统描述。

据此他另辟蹊径，放弃了传统上以“像”和“是”作为划分明喻和隐喻的标准，并提出以始源域是否有“具体性”来划分明喻、隐喻和一般的概念联系：

（1）明喻一般是两个现成的、具体而分离的东西之间的比较（如：李四是猪。李四像猪。）；

（2）隐喻则是用一个具体的东西来比喻不具体的东西（如：生活是赌博。）；

（3）一般的概念联系是指两个不具体概念之间的关系（如：道德优越是高，道德欠缺是下）。

因此陈嘉映认为“锦绣前程
 ”与“前程似锦
 ”没什么区别，“李四是条狗
 ”、“李四像条狗
 ”、“李四这条狗
 ”都可视为明喻，仅只是前者比后者表达更为强烈。但从句法角度来看，两种句型还是有所差异的，如果将它们都视为明喻，我们就要重新界定明喻和隐喻，而且要在明喻之中再做进一步细分。


4）双域对应问题


明喻和隐喻所说的两个域不完全对应，如明喻的典型表述为A is like Y，而这种形式在实际语言表达中并不多见，更多的是将like短语用做状语或定语。如果缺少了这一限定，句义就可能不清楚，也难以找到其他对应的形式来替代。而隐喻映射的形式却是难以穷尽，有A is Y的典型形式，也有动词、名词、副词、介词等从其原义转用到其他语义域的。


5）双域融合问题


典型隐喻包含“双域融合（Double-scope Blending）”，两者之间更含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义，融合程度较高。而在明喻中虽然我们要考虑到两个域之间的相似问题，但双域是明显分开的，比较也是明显的。正如Knowles & Moon（2006：8，132）所说：

Similes，of course，draw upon comparisons between two very different but explicit entities....（当然了，明喻凭借两个并不相同但明晰可辨的实体间的比较……。）

可见，在明喻中相比较的两个实体是不同的，且是明晰可辨的。


6）意义差别


Goodman（1968）曾认为：明喻与隐喻的差别是微不足道的（参见Martinich，1985；牟博，1998：856），但是当今很多学者认为这是一种不能接受的观点，认为隐喻和明喻的意义有较大差别。

Davidson（1978）明确表示不能在两者之间划上等号，类似于“一个隐喻的比喻意义是与之相应的明喻的那种字面意义”、“隐喻是一个省略的明喻”
 等一类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过于简单化。

Knowles和Moon（2006：67）也有类似的说法：

When a metaphor is used，it implies a similarity between the topic and vehicle of the metaphor，and is a shorthand way of saying that the vehicle“is like”the topic.（当使用了隐喻时，它就暗含了其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相似性，隐喻是“喻体像本体”的缩略性表达。）

但是很多学者不同意这一观点，因为所谓“缩略的”、“省略的”等说法，主要是涉及一个形式上繁与简的问题，并不涉及到意义上的变化，因此从这种“省略观”必然要引出“对应等同观”。

其实，有很多隐喻很难转写成对应的明喻，且还有很多表达是不能随意互相转换的，如：

［3］A headache began boxing with my brain.

就难以转写成对应的明喻。又例：

［4］My house is like yours.

就不能转成：

［5］*
 My house is yours.

因此，Croft & Cruse（2004：211）依据明喻能否转换成对应的隐喻将其分为两类：

（1）表述性明喻或字面性明喻（statements of simile，literal simile）：指那些不能转换成隐喻或没有对应隐喻表达的明喻。

（2）隐喻性明喻（metaphorical simile，simile proper，或简称为simile），指那些可以转换成隐喻且意义没有很大变化的明喻。

4. 隐喻、明喻可结合使用

隐喻和明喻可以结合使用，这时它们能发挥出特殊的功能，常常无法用其他语言表达来代替。这其中又可分为两小类：


1）含明喻的隐喻


当对隐喻喻体中的关键词可做出范围较广的识解时，可借助明喻来加以适当的限定，例如：

［6］She was standing there，her eyes
 fastened
 to me like steel rivets
 .

动词fasten从物理性的“捆紧”来喻指“眼睛紧盯着看”，当为隐喻用法，但是“捆紧”有很多种方法，这里用明喻like steel rivets（像钢制铆钉一样）来加以进一步限定，描写一种特定的“捆紧”方法，使得fasten的意义缩小。


2）含隐喻的明喻


在一个明喻表述中本身就包含着一个隐喻，这又可细分为两小类：

（1）包含完整的隐喻，既有本体又有喻体，例如：

［7］He looked tired，as if life
 had pushed
 him too far.

本体为life，将其拟人化为“车”，用push来喻说。

（2）明喻本身看上去仅是字面用法，只有将其与前者相比较时才为隐喻性用法，如：

［8］Talley read the book as if he were starving.

“as if he were starving”仅从字面上看是个明喻，但将其用来说明前半句的read the book，则明显是隐喻用法。





但是，Croft和Cruse未能对“AS X AS Y
 构式”做出专门论述。我们现以下例为样句进行具体分析：

［9］He is as brave as a lion.

首先，我们认为例［9］从形式上来说当属于明喻，因其用了as。若将其与典型的明喻例［1］对比，发现它比例［1］多了“as brave”，直接点明了“他像狮子”的原因，即交代了“喻底”。

例［1］是一个典型的明喻构式，其“形象性”表达的实际意义是，借用具体形象之物“a lion”来明确地喻说主体“他”具有抽象属性“brave”。因此，本文首先将例［9］视为对例［1］增加喻底的扩展式表达，采取直接增加“喻底”的方法使得明喻“更明”。

这也是隐喻认识理论中的一种值得密切关注的认知现象。这一增加，使得“喻底”和“喻体”共现，不仅使“明喻更明”，还产生了语义互相阐明和限制的强烈效果（参见第五节）。

第二，如果对AS X AS Y构式做一深入剖析，我们能从例［9］进一步解析出如下4个命题：

（1）He is brave.

（2）He is as a lion.

（3）He is a lion.

（4）A lion is brave.

我们认为，上述析出的这4个命题的意义不尽相同，它们的认知机制也各有差异：

（1）为整个语句的核心内容，具有直陈式表达的特点；

（2）因含有“as”，为简单明喻表达；

（3）直接用喻体“a lion”来跨域喻说人，为隐喻表达；

（4）为转喻表达，因为“lion”有很多特征，仅择其一个典型特征“brave”来理解它，为部分代替整体的用法。

某范畴具有某特征，一般是由某语言社团长期以来通过规约而形成的，多具有典型性。在例［9］中狮子具有“勇敢”特征，这不仅是英语社团，也是世界上很多其他社团的共识。从范畴“狮子”可十分容易地获得“勇敢”特征，并将其映射到人身上。如果一个民族能共享这一认识，那么在理解例［9］时就不会有任何困难。

Glucksberg（2001）曾提出“隐喻的双重指称观（Dual Reference）”，认为所有“A is Y”的隐喻形式是一种“类包含陈述（Class Inclusion Statements）”，即将A视为Y中的一个成员，如在He is a lion中，将he视为lion类中的一个成员。

另外，Y还可用来指称范畴中的一个典型成员或其所具有的规约性典型特征，由于lion范畴在西方文化中常被人们规约性地理解为“勇敢”，这样He is a lion自然就意为“他是
 一个勇敢的人
 ”。

我们认为，喻体中的指称还可分解成两个指称：


（1）范畴中的“典型成员”；



（2）该典型成员的“典型特征”。


这样，Glucksberg的双重指称可修改为“三重指称（Triple Reference）”，即本体被指称为喻体范畴，又被指称为喻体范畴中的典型成员，典型成员再被指称为其所具有的常规性典型特征，并将其映射到本体上。通过这三步指称链，人们便可通过喻体来识解本体，从而获得整个隐喻的意义。

通过上文分析可见，例［9］同时蕴涵了4个命题，表明该构式同时蕴涵了4种认知方式：直陈式、明喻式、隐喻式、转喻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将“AS X AS Y
 构式”视为同时是多种认知机制的集合物的原因。

现将这一观点详细图示如下：

[image: 2419-01]
图14.1



图中所用术语“本体（Tenor）”，相当于隐喻认知理论中的“目标域（Target Domain）”；“喻体（Vehicle）”，即Y，相当于“始源域（Source Domain）”。图中的X为“喻底”，它是理解隐喻意义的关键，表示始源域和目标语之间潜在的或所能创造出的相似性（参见王寅，2007a：479）。

“AS X AS Y
 构式”是多种认知机制相结合的产物，完全可基于隐喻认知理论对其做出论述。

第三节　本研究的语料

本研究所收集的语料主要来自以下几本权威性词典：

（1）The Penguin Dictionary of English Idioms
 （Gulland & Hinds-Howell，1996）；

（2）PONS English and American Idioms Dictionary
 （Spears，1989）；

（3）Times/Chambers Dictionary of Idioms
 （Kirkpatrick & Schwarz，1982）；

（4）《当代英语习语大词典》（秦秀白，1999）；

（5）《英语成语典故大辞典》（刘新桂等，1994）；

（6）《英语成语词典》（厦门大学外文系，1972）。

从上述六本词典中做穷尽性收集，共得“AS X AS Y
 构式”58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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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是作为“习语”处理，其中的X和Y都应为固定要素（同义的X视为不同条目，Y若为同词的单复数用法也视为不同条目），一般不能用其他词语替代，因此下述两种情况不在本语料库之中：

1. 排除Y不确定的用法

有明确的X做喻底，而没有明确的事体Y做喻体，如：

［10］as bad as ever

［11］as badly as ever

［12］as often as not

［13］as soon as not

［14］as little as may be

［15］as wise as before

［16］as X as possible（该构式中X还可填入诸如soon，quick，fast，slow，much，many 等一类的词）。

另外，喻体可能是部分确定的，部分是不确定的，如：

［17］as far as...is concerned

整个喻体为一分句，其中“...is concerned”为不确定用法，空白处可填入很多变项，诸如sb.、sth.、that等，分别意为“就某人、某事、此事而言
 ”，因此也不列做本研究的对象。

2. 排除X不确定的用法

喻体Y为确定因素，而喻底X可有多个代入词项，此类构式共有7条具体的构式：

（1）as X as one can，意为“尽所能X”。

（2）as X as the sun shines on，意为“世界上最X”、“世界上最罕见的X”。


（3）as X as hell，表示程度极高，如：

［18］as black as hell 意为“极黑、漆黑”；


［19］as cold as hell 意为“冷得要命”；


［20］as sure as hell 意为“肯定无疑、必定”；


［21］as touchy as hell 意为“过于敏感”。


另外，X还可代入诸如bad-tempered，angry，grumpy，mean，stingy，tight，uncomfortable等词。

（4）as X as anything，可代入pleased等一类的形容词，意为“无比X（如高兴等）
 ”。

（5）as X as they can，可代入big等，意为“非常或极为X（如非常大、极大等）”
 。

（6）as X as they make them，可代入clever等一类词，意为“非常X（聪明等）
 ”。

（7）as X as the next（man/woman/person），意为“像其他人一样
 ”。

第四节　分析喻体Y并修正Kövecses对喻体的分类

既然“AS X AS Y
 构式”可视为明喻、隐喻、转喻多种认知机制相结合的产物，其中又蕴涵了隐喻、喻体和喻底，那么就可据此调查隐喻表达中喻体的具体分布情况。英语此类固定构式共有586条，范围相对确定，而某一语言中的隐喻却无法做具体统计，这就为我们分析喻体的运用和分布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研究基础，便于进一步深入阐述语言的体验性，从某一角度深入了解英语使用者如何用一个概念域Y来识解另一个概念域X。

Kövecses（2002：16—20）在《隐喻：实用入门》一书中曾总结了可作为喻体（始源域）的13种类型，Deignan（2001）在《隐喻》一书中也曾将喻体总结为12类，现对比列述如图14.2：

Deignan去掉了Kövecses第8类“金钱和经贸”和第12类“力量”，增加了“天气”。

通过对“AS X AS Y构式”做穷尽性的调查和分析，我们发现该构式中作为喻体的Y（始源域）与Kövecses和Deignan的分类有许多相同之处，但亦有部分差异，我们据此提出了修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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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与人体

Kövecses和Deignan的第一类都是“人体”，在我们的语料库中Y处用“人”以及“人体部位”等做喻体的共有117例，占总数的19.96%，其中用“人”做始源域的共84例，占14.33%，现按使用频率从高到低排列如下（括号中为出现频率）：


人（含死人、人活着、人站着、人坐着、人躺着，等等，共36）；



小孩（10）；



约伯（3）；



国王（3）；



法官（2）；



Punch（2）。


以下各有1例：


Dick、Doctor Doddypoll、Lararus、Lucifer、Methuselah、Paul、toucher、参议员、慈善机构、稻草人、霍普金斯、极富的国王、恺撒、猎人、帽商、木乃伊、女王安娜、上帝、手套商、所罗门、屠夫、小偷、新闻界、修道士、亚当、印第安人、犹太人、预言家。


除此之外，还有用身体部位及体内所含物做喻体，共有33例，占总数的5.63%，如：


眼睛（含眨眼，7）；



手（含手背、手掌，3）；



鼻子（2）；



骨头（2）；



屁股（2）；



腿（2）；



嘴（2）；



指甲（2）。


以下都各仅有1例：


皮肤、血、脸、额头、眉毛、舌头、牙齿、脖子、胆汁、臂、脚。






我们知道，拟人化也是一种常见隐喻，即用人作为喻体来认识其他事体，可以推断，世界各语言都有这类现象。因此，不仅是人体，还应包括“人”本身，据此，我们拟将Kövecses和Deignan的第一类修改成“人和人体”。

2. 生命、健康与疾病

Kövecses和Deignan的第二类都是“健康与疾病”，但在我们的语料库中仅发现2例用headache做喻体，但与其相关的表示“生命”的词语，如：生死、坟墓、魔鬼、地狱等，共22例，占3.75%。如：


坟墓（6）；



死亡（4）；



魔鬼（3）；



生命（2）；



命运（2）；



头痛（2）；



出生（2）；



棺材（1）。


因此，我们拟将他们的第二类修改为“生命、健康与疾病”。

在这些喻体当中，出现了一些抽象概念，如：生命、死亡、命运、出生，“魔鬼”似乎介于具体与抽象之间。这也说明，隐喻不一定总是用具体事物来说明抽象概念，也有可能用抽象概念作为喻体。

3. 动物

Kövecses和Deignan的第三类都是“动物”，在我们的语料库中共发现用动物做喻体的有173例，占29.52%，是该构式的主要用法。这里拟将其分为以下4小类：


1）飞鸟类



鸡（包括母鸡、鸡蛋、小鸡、公鸡、火鸡、秧鸡，共17）；



（猫头）鹰（7）；



乌鸦（6）；



鸟（含羽毛，4）；



（天）鹅（3）；



鸽子（3）；



孔雀（3）；



云雀（3）；



渡渡鸟（2）。


以下各为1例：


鸠、潜鸟、鸭、鹦鹉、鹧鸪。



2）兽畜等类



马骡驴（11）；



猫（11）；



老鼠（7）；



熊（6）；



羊（6）；



牛（5）；



狮子（5）；



兔（5）；



狗（5）；



蛇（3）；



象（2）；



猴子（2）；



狐狸（2）；



猪（2）；



蝙蝠（2）。


以下仅各有1例：


虎、鹿、狼、鼹鼠、松鼠、刺猬。



3）昆虫类



蟋蟀（4）；



臭虫（2）；



蝴蝶（2）；



蜂（4）；



蜗牛（2）；



跳蚤（1）。



4）水生与两栖类



鱼（12）；



牡蛎（4）；



蟾蜍（3）；



蛤蜊（2）。


以下各为1例：


龙虾、乌龟、青蛙、蝾螈。


4. 植物

Kövecses的第4类和Deignan的第8类是“植物”，但在我们的语料库中做喻体Y的植物大多可用做食品，此处拟将其并入第9类。

5. 建筑、建材和家具

Kövecses的第5类仅列述了“建造”，Deignan的第4类为“建筑物和建造”，后者包含更多内容。我们语料库所得结果与Deignan的论述更为接近，但还用到很多其他相关的喻体，如建材、家具等，此处拟将这类喻体修补为“建筑、建材和家具”类，共有54例，占9.22%。它们包括：


柱子（7）；



钉子（5）；



板条（5）；



油漆（4）；



教堂（4）；



玻璃（3）；



钟表（3）；



雕塑（3）；



池塘（2）；



钢铁（2）；



画（2）；



门（2）；



剃须刀（2）。


以下各有1例：


高速公路、塔尖、坝、渠、图画、地毯、笔、锯末、刨花、原木。


有些建材为自然物质（如石头、大理石、沙等），我们将其单独归为一类。

6. 机器和工具

Kövecses的第6类为“机器和工具”，Deignan的第5类为“机器、机动车和工具”，后者多出“机动车”。在我们的语料库中未见用“机器”做喻体的，但有后两者，其中用“工具”做喻体的共27例，占4.6%。它们是：


棍子（2）；



车（2）；



箭（2）；



耙子（2）；



推弹杆（2）；



纸（2）。


以下各有1例：


笔、捕兽夹、长矛柄、船、拐杖、绳子、盒子、磨石、墨、喷气式飞机、枪、马鞍、刷子、风向标、轮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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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游戏和体育活动

Kövecses的第7类和Deignan的第6类都是“健康和运动”，在我们的语料库中此类喻体共有12例，仅占2%，它们是：


球（含弹子球，2）；



提琴（2）；



哨子（2）。


以下仅各有1例：


比赛、风筝、弹子桌、鼓、黑桃A、游戏。


8. 金钱

Kövecses的第8类为“金钱和经贸”，但这没有出现在Deignan的分类之中，我们的发现更接近后者，未发现表示“经贸”概念的词语。喻体Y用金钱的共4例，仅占 0.68%，它们是：


nine-pence（3）；



畿尼［旧金币］（1）。


9. 烹调与食物（含植物）

Kövecses的第9类和Deignan的第7类都是“烹调与食物”，这也符合我们的发现。由于我们的语料库中有关植物的喻体大多可直接食用，在植物与食品之间很难做出明显的区分，本文拟将他们的“植物类”并入第9类。又由于烹调和食品与厨房用具和餐具紧密相关，因此也将其归入此类，共得87例，占14.85%。它们是：


苹果、桔/橙、樱桃、浆果、草莓（13）；



（馅）饼/饼干/布丁/土司（10）；



玫瑰、花、啤酒花、百合、雏菊、蓟花的冠毛（10）；



（豌）豆/豆荚（9）；



牛奶、奶酪、奶油、黄油（7）；



树（含树篱、乌木）（4）；



白菜、甜菜根（3）；



（羊）肉（3）；



面包（2）；



汤（2）；



炸土豆条（2）。


以下仅各有1例：


白兰地酒、醋、糖浆、蜂蜜、草、蒿、黄瓜、芥末、辣椒、芦苇、小麦、盐。


烹调和餐饮用具有：


拨火棒（4）；



锅/罐子（4）；



盘子（3）。


以下仅有1例：


撑壶三脚架。


10. 冷与热

Kövecses第10类为“冷与热”，Deignan的第10类是“热、冷和火”，两者的分类基本相同。但在我们的语料库中未发现此类喻体。

11. 明亮与黑暗

Kövecses的第11类为“明亮与黑暗”，Deignan的第11类为“光、黑暗和颜色”，两者的分类也基本相同。但在我们的语料库中未发现此类喻体（我们将日、夜、光、闪电归入自然现象）。

12. 力量

Kövecses的第12类为“力量”，Deignan没有列出这一项，我们同意后者的观点，“力量”与“活动和运动”密切相关，可将其合并。

13. 活动和方向

Kövecses所列述的第13类为“运动和方向”，Deignan的第12类为“方向和运动”。在该构式中未发现表示“方向”的喻体，但有少量表示“活动”的喻体（多出现于喻体为分句或动词短语的情况中），共约50例，占8.53%。因此该条可修补为“活动和方向”。

see和look（7）；

wink（3）；

go（3）；

live（3）；

make（2）；

sit（2）；

stand（2）；

born（2）；

do（2）；

say（2）。

其他仅各有1例：

break，carry，fall off，fry，harvest，have，kiss，lie，pant，parish，print，promise，prove，put，reach，say，shell，spit，stick，thought，trod，touch。

除了Kövecses和Deignan所列上述类别外，我们还发现以下4类喻体在“AS X AS Y构式”中用得较多：

14. 自然现象

共52个，占8.87%，它们是：


日（含太阳、日光）（19）；



雨、雪、冰、风暴、冰雹、雷、闪电（15）；



夜（5）；



月（含五月）（4）；



火（2）；



夏天（2）。


以下各1例：


天空、星、春天、时间、蓝色
[4]

 。


15. 自然物质

共59例，占10.07%，它们是：


石头（含燧石、白垩石、大理石）（17）；



灰尘泥土和粪土（8）；



水（8）；



沙（6）；



地球（3）；



煤（3）；



山（2）；



空气（2）。


以下各1例：


金、银、铜、铁、铅、墨、晶体、空气、沥青、蜡。


16. 衣着与饰针

共25个，占4.27%，它们是：


饰针/针（6）；



鞋子（含靴子）（3）；



白革/矾鞣革（2）；



床单和布（2）；



口袋（2）；



帽子（2）；



纽扣（2）；



褥子套（2）。


以下均为1例：


衬衣、帽带、丝绸、丝绒。


17. 地名和词语

共12个，占2.05%，包括：


地名（10）、ABC（1）、词语（1）。


18. 其他

共7个，分别为：sin（3）、历史（1）、信息（1）、长度（1）、理论（1），占1.2%。





现以下表来比较Kövecses和Deignan的喻体分类，并总述“AS X AS Y构式”中喻体的分类和分布情况。由于在部分“AS X AS Y构式”的喻体中出现了两个不同的事物，如：two peas in a pod，chalk and cheese，a pudding for a friar’s mouth，an egg is full of meat，as a shoulder of mutton to a sick horse，a pocket in a shirt，an apple to an oyster，York is to foul Sutton，Lenson hill to Pilsen pin，hen’s teeth等，为能做更为精细的处理，此处拟分别加以统计，因此总比例稍超出100%，但这并不影响排列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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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按照出现频率从高到低排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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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övecses的分类虽能大致适用于该构式，特别是前几类较为接近，但后几类差别较大，从10到12类还出现了空缺。Deignan的分类则与我们的发现更为接近，他删去了Kövecses的“金钱和经贸
 ”和“力量
 ”这两类，增加了“天气
 ”（属于“自然现象”），较为符合“AS X AS Y 构式”的喻体分布情况。

我们认为14-17类既然可用于“AS X AS Y 构式”（且第14和15两类比例还较高），也就能用于隐喻之中，而Kövecses未将其列入，Deignan也有遗漏。另外，Kövecses和Deignan没有将这些喻体按照出现频率进行描写和分析，因为隐喻数量实在是太大了，分布也实在太广，没有办法做成一个封闭的语料来做较为准确的数据分析。

我们对586条“AS X AS Y构式”中的Y做了穷尽性分析，可大致看出喻体的分布情况：该构式中的原型成员主要为动物（包括人），次之为吃住和自然现象与物质，其他便可视作喻体Y范畴的边缘成分。

第五节　该构式的用词、语法、语义及用喻特征

1. 喻底X的具体用词、语法、语义特征及分布

典型的X为形容词，典型的Y为表示具体事物的名词（可数或者不可数）。从上述数据可见，X为形容词的共578个，占98.63%。在另外8例中：


名词为3例：
 much need of a wife，much use，nice a person


动词为3例：
 well do something，well be hanged for a sheep，witness sb.’s poverty


介词短语为1例：
 like sb.


分句为1例：
 one shall see on a neat

另外，在578个形容词中大多为单个形容词，只有7例形容词前有修饰语，如much akin，还有6例为形容词短语：

［22］full of gifts

［23］full of something

［24］honest a man

其余571个皆为单个词。另外，在这些形容词中：


表示行为与性情的有：　　　　207例



表示人的性格或事物特性的有：214例



表示外貌与人体特征的有：　　85例



表示颜色与视觉的有：　　　　65例


等。

2. 喻体Y的具体用词、语法、语义特征及分布

喻体Y大多为表示人或具体事物的名词或名词词组，共549例，占93.69%，其中：

可数名词330例（由不定冠词构成的名词词组共289例，名词复数共34例），占该构式总数的60.11%；不可数名词141例，占25.68%；

其他表达，包括所有格词组15例、定冠词词组44例，共有59例，占名词总数的10.75%；

专有名词（含用到专名的词组）共36例，占名词总数的6.56%。

非名词或名词词组共37例（其中分句29例，动词短语8条），占6.31%。

这也可用原型范畴理论做出较好的解释：在“AS X AS Y
 构式”中Y的最典型用法为具体的、常见的名词（包括可数名词、不可数名词、名词词组、定冠词词组、所有格词组、专有名词）。在这些表示Y的名词或名词词组中，除人、人体、动物外，常见典型物共涉及130种，其中：

穿着和食物共44种（衣着饰针16种，食物28种）；

自然现象与物质45种（自然现象23种，自然物质22种）；

建筑、建材与家具等32种，娱乐品9种。

3. “AS X AS Y构式”的用喻特征


1）隐喻具有体验性


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具有体验性。隐喻认知理论认为，隐喻多以具体的、可见的、摸得着的事体来喻说抽象的、看不见的、摸不着的事体（Lakoff & Johnson，1980，1999），这就是“隐喻的体验性”。

通过对“AS X AS Y构式”统计分析可见，其所用喻体绝大部分为动物、人和人体、自然物质和现象、生活中常见常用事体，也完全证明了上述观点。这也可套用我国古人的一句话来总结：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

这就是我们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通过具体事物（特别是身和物）来认识和理解其他概念。

但在我们的语料中也发现了少量名词性喻体不是具体事体或不十分具体，它们具有不同程度的抽象性质，如：


死亡（4）；



地狱（4）；



魔鬼（3）；



罪恶（3）；



生命（2）；



诅咒（2）；



命运（2）；



允诺（1）；



慈善（1）；



时间（1）
[5]

 ；



思想（1）；



历史（1）；



理论（1）。


等，共26例，占名词总数549例的4.74%，比例较小，远不足以能否定“隐喻的体验性”。


2）比方具有不确定性


一个性质或特征可用多个事物来打比方或做形象性说明，一个事物也可用来比方多种性质或特征。如，同是一个性质“black”，竟然可用19种不同的喻体做说明，“good”、“sure”也各用了15个和13不同的喻体打比方。

同一个喻体，如同一个“day”可用来喻说“晴朗”、“明亮”、“清楚”、“开阔”、“易见
 ”等，“the day is long”可用来喻说“高兴”、“诚实”、“幸福
 ”等。

一个“老鼠”竟可用来描写5种不同的性质或特征：“穷”、“胆小”、“沉默”、“安静”、“湿透
 ”。

“ice”可分别用来喻说“贞洁”、“寒冷
 ”等。

可见“AS X AS Y构式”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这也与语言具有模糊性（王寅，2001a，2006a）相吻合，或也体现出了语言的这一特征。一方面，同一性质可用不同的喻体来认识；另一方面，同一个喻体又可用来识解不同的性质，这充分说明了人们在认识喻体和性质时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另外，从上文分析可见，在具体与抽象之间也难以截然分开，其间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这种不确定性也可用来解释语言具有“不可预测性”。Kövecses（2002：67，19）指出：“可预测性（Predictability）”是形式主义语言理论（如TG）中的概念，主张理论或模型本身应像物理学一样，具有科学的严格性，并能做出预测。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并不认同这一观点，特别是对语言做一般性描写或论述隐喻时，我们当抛弃“可预测性”这一概念，取而代之以“理据性（Motivation）”，从经验关联性角度来解释隐喻的理据性。Goldberg（2006：217）也指出：

Motivation is distinct from prediction：recognizing the motivation for a construction does not entail that the construction must exist in that language or in any language.（理据性与预测性不同：认识到一个构式的理据并不意味着这个构式就一定存在于那个语言之中或其他任何语言之中。）

概念隐喻不具有可预测性，也不可能被预测出来，仅具有理据性。


3）意义具有含糊性


在我们的语料中，绝大多数的喻底X与喻体Y之间存在明显的理据性关系，明喻表达的意义较易理解（可参见附录1所列586个明喻习语）。但也有一部分用喻意义不很明确，如：

［25］as slick as whistle　　（干干净净；毫不费力）


［26］as smart as a steel trap（非常精明泼辣）


在whistle和slick之间，a steel trap和smart之间，似乎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语义关系。另外，有些词典的标注不很到位，也使得明喻成语具有一定的含糊性，例如：

［27］as tight as a tick

意为“喝得烂醉”，可是这一意义从何而出，很多词典并未解释，《新英汉词典》甚至标注有误。

tick有很多义项，《新英汉词典》（1979）将这一表达列在tick的第三个词条之下，其义为：褥子（的外表）、棉花、枕芯套
 等，但这些意义似乎与“醉”都扯不上什么关系，显然这样的处理使得明喻不“明”，读者不得不再花精力和时间去寻求合适的解释。原来，这一明喻成语中的tick用的是《新英汉词典》中tick的第二义，意为：（寄生吸血的）蜱、扁虱
 ，它在俚语中还可比喻为“讨厌的人
 ”或“可鄙的人
 ”。这类血吸虫在吸食后肚子鼓得圆圆的，恰似喝醉酒的人。只有这样标注，这一明喻成语的意义才具有透明性。


4）用喻具有民族性


若将这586条“AS X AS Y构式”都译成汉语，我们就会发现其中有些构式用喻与汉语相同，如：

［28］坚如磐石
 （as firm as a rock），

［29］轻如鸿毛
 （as light as a feather），

等。

但也有很多英语构式在汉语中没有对应的用喻方式（参见汪榕培等，1997：435），它们是英语为母语者所独有的识解方式。特别是那些打上了丰富历史和文化背景烙印的表达形式，更需要我们下功夫来学习，通过这些构式可深入了解西方文化以及他们独特的思维方式。


5）三者搭配的限制性


喻底、喻体与本体的三者搭配，会减少构式歧义的可能性。喻体与喻底共现能有效地起到语义澄明和互相限定的作用，单独的喻体可有多种特征和意义，通过与X共现便可确定其范围，如owl同时有“眼瞎”、“严肃”、“愚蠢”、“聪明
 ”等特征，当人们说

［30］He is an owl.

时，可能会难以确定其义，若添加进不同的喻底形容词X便可一目了然：

［31］as blind as an owl

［32］as solemn as an owl

［33］as stupid as an owl

［34］as wise as an owl

显而易见，此时X不仅能起到显现喻底的作用，而且还能限定喻体的意义范围，排除歧义。

另外，有时单独的形容词X也可能有多种含义，同样可通过与喻体Y搭配来限定其义，如：

［35］as hot as fire 意为“像火一样热”。


［36］as hot as pepper　则意为“像辣椒一样辣”。


可见，喻底除了增加语句形象性、体现跨域思维的认知特征之外，还有进一步明确句义的功能。

有时该构式本身也会有歧义，当其与本体（主语）搭配使用时，才可能确定其具体意义。另外，同一构式说明不同主体时，有时还会有字面性用法和隐喻性用法之别，例如：

［37］He is as clean as a whistle.

主要为字面用法，意为“他干干净净的
 。”

［38］His reputation is as clean as a whistle.

则为隐喻用法，意为“他的名誉清白
 ”。

这说明同一构式可有不同用法，我们必须注意其语用特征。


6）构式具有独立义


构式语法认为，语言中的构式具有独立的意义（Goldberg，1995；王寅，2006a：62），“AS X AS Y构式”也具有其相对独立的意义，只要将X和Y这两者置于该构式中，它们之间就应当具有某种明显的语义关系，Y就应当具有X属性。这就是上文所说的，X与Y之间具有特定的转喻关系，人们在选用Y时常根据其典型的属性或特征来解释X和主体。

同样，由于as brave as a lion的广泛流行，使得人们大大突显了对狮子这一特征的认识。

第六节　结语

“AS X AS Y”是英语中十分常见的一种构式，其后蕴藏着十分有趣的认知现象，它不仅是简单明喻（A is as Y）的扩展性用法，将Y所具有的典型性质通过“as X”明示出来，揭示其确切的喻底，而且蕴涵着多种认知机制，它是人们基于互动体验形成的，集明喻、隐喻、转喻和直陈于一身。世界上所有语言或许都有类似的表达形式，这一认知方式不仅是英语使用者，而且也是全人类认知事物和理解世界的最基本认知方式之一。因此，对其从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角度进行深入研究十分必要，很有意义。

本章详细解读了586条“AS X AS Y构式”中喻体Y的分布情况，有助于深入了解英语为母语者在隐喻性思维过程中择用喻体的基本倾向，并以其分布结果对Kövecses和Deignan的始源域分类做了修补。笔者同时还尝试分析了该构式的用词、语法、语义，以及用喻特征。

笔者还将在第十六章论述“AS X AS Y构式”可视作人类心智中一种普遍存在的“AS-认知方式”，它不仅反映了现实世界中事体间两两相似的关系，更为重要的，它是一种比其他认知机制更为始源和更为基础的认知策略，狭义认知语言学中经常述及的隐喻、转喻、明喻、范畴化、识解、概念整合等认知方式可能都是源自这种最为始源的认知策略，倘若如此，我们就能为统一解释语言各层面提供一种更为简洁的理论论述。


[1]
 　该文为2007年3月31至4月1日在重庆大学召开的“第二届构式语法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其部分内容发表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上。


[2]
 　当然还可能有遗漏，但这一数字已是当前所收集到此类构式的最大数字，也较为可靠，详见附录1。


[3]
 　因轮胎属于交通工具“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也将其归入此类。


[4]
 　“时间”和“蓝色”是否客观存在，在学界颇有争论，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认为，它们是人的认识结果。由于仅这两个词，较难归类，暂且置于此类。


[5]
 　day、night、midnight、noonday等也是用来表示时间的，但它们是可以被直接感知的，因此可不算作抽象概念。


第十五章　汉语明喻成语的认知分析

本章从汉语39，188条成语中摘录出969条明喻成语，按照其中的四要素（本体、喻体、明喻词、喻底）共现情况以及相对位置分析其内部配置规律。本章还据此将汉语明喻成语分为六类及其11种变体，较为详细地论述了它们的功能、特征、双重明喻和多重比喻现象，且运用定性加定量的方法佐以具体数据详述其分布情况，并与英语明喻习语中所用的喻体进行了比较。

第一节　概述

传统修辞学或词汇学教材常将明喻视为一种比喻，意在表达本体与喻体之间的相似性，前者像后者一样具有某形状、性质、特征等，且认为明喻主要属于语言层面的一种修辞现象。但根据认知语言学的隐喻认知理论，明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更重要的是一种思维手段，是汉民族基于互动体验形成的认识事体和识解世界的基本方式之一。

汉语明喻成语是一种以四字为主的语式
[1]

 ，常为一个固定表达，其中蕴含着多重命题，如：陈述、隐喻、转喻、明喻，它是多种认知机制兼而有之的产物（参见王寅，2007d）；第十四章。本章基于《汉语大辞典V4.00版》中所收39，188条成语，摘录其中含明喻词的成语语式共969条，尝试对其做一穷尽性调查分析。

形成明喻的关键特征是构式中含有“明喻词”，它们可分为17类共80个。但明喻成语并没有全部用到这些明喻词，且出现频率差距较大，其具体分布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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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1　汉语明喻词总表



从上表可见：

（1）汉语中的明喻词共80个，以其中的关键字为基础可归并为17类，明喻成语共用了其中的14类，占总类数的82.4%。

（2）在明喻成语中出现频率在40以上的明喻词仅4个，按频率高低顺序排列如下：如＞若＞比＞似。
 频率最高的明喻词是“如”，共642例，占总数的66%，是位居第二位的“若”的三倍多，“若”又是“比”和“拟”的四倍多。

（3）从图15.1可见，明喻词分单字、双字和多字，用于明喻成语中的明喻词绝大多数为单字明喻词，这是由四字构式本身的限制所决定的，因此所用到的18个明喻词，才约占总数80个的22.5%。

另外，并不是所有用到图15.1中字词的成语都是明喻成语，因为这80个词大多为多义词，只有用做“比拟”时才能算是明喻成语，如带“同”字的成语在《汉语大辞典V4.00版》有304条，其中只有10条中的“同”有“比拟”之义，如“恩同父母、非同儿戏、情同手足”等才能算作明喻成语，而“同病相怜、同床异梦、同归于尽、同心尽力、同舟共济”等就不能算明喻成语。还有几十个有争议的成语，如“称心如意”、“从容自若”等，本文暂不将它们收入其中，因其数量有限，因此对整个数据统计影响不大。

还有一些明喻词亦可用做比较词，这样“明喻句”就与“比较句”有交叉现象，有学者未加区分，如陈望道（1997）曾把“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
 ”也视为明喻句；有学者主张加以区分，如陈焕良（1997）认为，明喻句主要强调比喻过程，而比较句重在比较的结果。其实，按照认知语言学的注意窗分析法：动作的过程和结果是一个连续体，仅是人们注意的焦点有所不同罢了，两者之间的交叉和转换实属正常的心理过程，如“淡若水，甘若醴”究竟算作过程，还是结果，似乎难以明确切分。据此，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强调这一区分，因此图15.1中的有些明喻词亦可兼用做比较词。

第二节　结构与功能分类

从结构和功能的角度来说，一个完整的隐喻当含有本体X、喻体Y、喻底G这三个部分（除判断词之外），明喻除了这三个要素之外还当包括明喻词M。这四个要素共现的情况差异较大：有时四者共现，有时三者共现，有时仅用两者。因此，从结构和功能的角度来说，可将明喻成语分为以下三大类：

1. 四要素共现


1）GXMY


明喻成语中的四个要素共现时，喻底G可位居第一位，此类明喻成语共有38例，如：

　　喻底G＋本体X＋明喻词M＋喻体Y

［1］瘦　　骨　　　　如　　　柴


　　 繁　　花　　　　似　　　锦


　　 甘　　心　　　　如　　　芥


　　 绿　　草　　　　如　　　茵


　　 巧　　舌　　　　如　　　簧


位居首位的词看上去好像是直接说明本体X的，但它同时也是喻体Y的特征。如“瘦”表面上好像是直接说明“骨”的特征，但也是“柴”的特征；“繁”是“花”和“锦”的共同特征。因此，此类明喻成语的首位词，实质上是X与Y得以能类比的认知基础，也就是喻底G。


2）XGMY


喻底可位居第二位，这类明喻成语共有36例，如：

　　本体X＋喻底G＋明喻词M＋喻体Y

［2］情　　深　　　　似　　　海


　　 官　　 清　　　　似　　　水


　　 日　　 长　　　　似　　　岁


　　 恩　　 重　　　　如　　　山


　　 囊　　 空　　　　如　　　洗


　　 笔　　 大　　　　如　　　椽


　　 胆　　 小　　　　如　　　鼠


能以“海”喻“情”的认知基础是“深”，能以“水”喻“官”的理据是“清”，能以“山”喻“恩”的原因是“重”。因此，此类明喻隐喻的第二位常用形容词来表示喻底G。


3）XMGY


明喻成语也可将喻底G置于第三位，这类成语共有15例，如：

　　本体X＋明喻词M＋喻底G＋喻体Y

［3］声　　如　　　　洪　　　钟


　　 心　　 如　　　　坚　　　石


　　 面　　 若　　　　死　　　灰


处于第三位的词表面上是直接说明喻体Y的，但仔细想来，它却是本体与喻体能建立明喻关系所共有的认知基础，因为我们也可说“声音洪亮”、“面如死色”等，因此第三位揭示了两者之间得以比拟的相似点，当可视为“喻底”。


4）XMYG


将喻底置于最后，此类明喻成语共有3例：

　　本体X＋明喻词M＋喻体Y＋喻底G

［4］胆　　　如　　　　斗　　大


　　 笑　　 　比　　　　河　　清


　　 心　　　 比　　　　天　　高



5）XGYM


将明喻词置于最后，这一类型可视为第2）类的变体，G依旧处于第二位，只是后面的M与Y颠倒了一下顺序，语料中仅发现1例：

［5］力大无比
[2]





6）MYGX


将明喻词置于开头，这可视为第3）类的变体，G处于第三位，Y与X的位置有较大变化，不仅前后颠倒了顺序，而且明喻词也出现于首位，但在我们的语料中仅发现一例：

［6］如椽大笔


四要素共现的明喻成语共有117例，约占总数的12%。在这六种顺序中，犹以前三种为主，频率高达四要素明喻成语总数的95%，因此明喻成语四要素共现的基本格式为XGMY，也就是说本体X、明喻词M、喻体Y这三者的位置相对稳定，其中G的位置较为灵活，可在第一位，也可在第二位，或第三位。G也可以不出现，即只有三个要素共现，详见下文。

2. 三要素共现


1）XMY


正如上文所说，XMY为明喻成语的基本格式，是表示“X像Y”的正常顺序，而喻底G的位置不仅十分灵活，甚至还可以不出现。省去G的理据可能是，X与Y两者之间所具有的相似性是显而易见的，喻底不必明言。此类成语共413例，占总数的42.62%，接近一半。

为能满足成语四字语式的韵律要求，在这三要素中M常用一个字，在X或者Y处就要增加一个字。若M位居第二位，Y就用两个字，如例［7a］；若M位居第三位，则X就用两个字，如例［7b］。

［7］a.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面似靴皮


　　　b. 日月如梭；风雨如磐；宾客如云



（1）X的句法成分


从句法成分上来说，X可为名词（例［7a，b］），X也可为动词（例［8］），动词短语（如动词＋名词，构成一个动宾语式，例［9］），或分句（名词＋动词，构成一个主谓结构，例［10］），X也可为形容词（例［11］）。若句中没有出现主语，则X可析为名词，用做本体。

［8］暴跳如雷；答问如流；奔走如市；变化如神


［9］爱财如命；杀人如麻；爱才若渴；料敌若神


［10］宾至如归；汗下如流；气涌如山；恩重如山


［11］坚如磐石；蠢如鹿豕；多如牛毛；美如观玉


例［11］若用于具体语句之中，句中出现主语，此时的首位形容词就可视为喻底G，如：

［12］我们的友谊坚如磐石。


此时“我们的友谊
 ”就可视为本体X，“坚”可析做喻底G。


（2）Y的句法成分


例［7a］中所举的双字喻体Y是一个偏正结构，它们为一个事物，但在三要素共现时，还可能出现两个并列的喻体Y1
 和Y2
 ，即为X M＋Y1
 Y2
 格式，如例［22］。

Y可为名词（如例［7b］）、数词（如例［13］）；Y也可为动词（如例［10］的前两例）、动词短语（如例［14］），还可能是分句（如例［15］）。

［13］始终如一；心口如一；齐整如一；表里如一


［14］学如登山；势如破竹；面如傅粉；齿如含贝


［15］泪如雨下；千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


还可能X和Y都是小分句，如：

［16］兵败如山倒；病来如山倒；耳闻不如眼见



2）GMY


在明喻成语中之所以没有出现本体X，是因为X可出现于实际语句之中，因而仅出现了G、M、Y这三个要素。在我们的语料中共有此类成语124例，其数量仅次于XMY，占总数的12.8%。例如：

　　喻底G＋明喻词M＋Y

［17］安　　如　　　磐石


　　　多　　如　　　牛毛


　　　呆　　若　　　木鸡


　　　福　　如　　　东海


　　　富　　比　　　陶卫



3）YMG


这也是明喻词M位于中间位置的一种情况，将第2）类的G和Y的位置顺序颠倒，喻底就出现在结尾部分了，此类情况很少，在我们的语料中仅发现一例：

［18］天下乌鸦（Y）一般（M）黑（G）


另外，在三要素共现结构中我们还发现以下两种格式，它们都是三要素共现中第1）类XMY的变体，X和Y的位置相对固定，只是M的位置较为灵活，可出现在首位，也可出现于末位。


4）MYX


如：［19］似水流年；如椽之笔



5）XYM


如：［20］今非昔比；彼此一样


正如上文所说，由于此类明喻成语仅用了三个要素，其中的X或Y就可能要用到两个字，这就产生了三要素共现中第1）类的另外两种变体，即：


6）X1
 X2
 ＋MY


此类型在我们的语料中有30例，如：

［21］表里如一；车马如龙；答问如流；奔走如市



7）XM＋Y1
 Y2



此类型在我们的语料中有7例，如：

［22］恩同父母；功均天地；量如江海；势如水火


同样，第2）类GMY也可产生出一种变体：


8）GM＋Y1
 Y2



此类型在我们的语料中有34例，如：

［23］冷若冰霜；了如指掌；判若黑白；蠢如鹿豕；疾如雷电；


　　　动如参商；和如琴瑟；华如桃李；急如风火；昭如日月


这一类型与第7）类结构相同，第7）类首位词为名词，而第8）类的首位词多为形容词和动词，当它们用于实际语句时，句中可能会出现本体X，此时首位词就成为喻底G，参见例［12］。

3. 两要素共现

在一个明喻成语中还可能仅出现两个要素：明喻词M和喻体Y，在实际使用时所述本体X就出现于上下文的实际语句之中。这又分两种情况：


1）MY


即明喻词M在前，喻体Y在后。在我们的语料中这一类型的成语共有165例，占总数的17.03%，如：

［24］若无其事；若有所思；如箭在弦；


　　　如狼牧羊；如鸟兽散；如鱼得水


在这一类型中，Y可为一个事体，也可能是两个实体，这就出现了“M＋Y1
 Y2
 ”的格式（参见下文），也可能是个短语，如“无其事
 ”、“有所思
 ”，也可能是个分句，如“箭在弦
 ”、“狼牧羊
 ”等。注意，这里的两个实体，不是X和Y的关系，它们合起来作为喻体来说明X。


2）YM


即喻体Y在前，明喻词M在后，共17例。有仅用一个实体做喻体Y的，如：

［25］无与为比


此例中的Y为“无”，又如：

［26］无与伦比；无可比拟


等。此类更多的是用两个实体做喻体Y，这就出现了“Y1
 Y2
 ＋M”的格式，共有6例，如：

［27］猪狗不如；粪土不如；禽兽不如


4. 仅用一要素M

语料中还有5例，除了M之外，其他成分似乎不好归类，如：

［28］一模一样；一式一样；迥然不同；截然不同；何其相似乃尔


第三节　否定性明喻成语

本语料从汉语39，188条成语中共收集到969条明喻成语，含“不”的共有67条，含“无”的共有27条，含“莫”的共有6条，含“非”的共有3条，含“蔑”、“弗”、“罔”、“勿”的各1条，原本理应为107条，但在“尽信书不如无书
 ”中用了2个否定词，在“欲人不知，莫若勿为
 ”中用了3个否定词，这样否定性明喻成语的数量减去3条，实为104条，占总数的10.7%，如：

［29］今不如昔；生不如死；猪狗不如；无可比拟；今非昔比；知子莫若父


等等。

这一比例恐怕比传统观念想象的要多得多，因为一般学者认为明喻不大用于否定表达，正如张志公（1982：81）所说，“明喻不大适于用否定的说法
 。”“尽管否定的明喻在适当的地方也可以用，究竟效果要差一些
 。”潘文（2007）对这一现象从修辞角度和认知心理学角度进行了阐释。

但从所统计的语料来看，否定性明喻成语占所收集的明喻成语的10.7%，这一事实不可忽视。

第四节　双重喻体和双重明喻

在一个明喻成语中可同时用两个并列的喻体，这可称为“双重喻体”，又可分为双重喻体和双重明喻的现象，共有107例，占总数的11.05%，现详述如下。

1. 按结构位置可分两小类


1）两喻体连用：


（1）X M＋Y1
 Y2
 ，参见例［22］，共7例，比例为0.72%。

（2）G M＋Y1
 Y2
 ，参见例［23］，共34例，占3.51%。

其实这两种情况没有多大区分，只是将首位用词视作本体还是喻底的问题，这要依据它们在具体用法的环境中来确定，如在具体使用时句中出现了本体，则首位用词就可视为喻底G。另外还有两类用法，出现频率都很低。

（3）MY1
 Y2
 ，共2例，即视如粪土、视如土芥
[3]

 ，占0.21%。


（4）Y1
 Y2
 M，共6例，即粪土不如、狗彘不如、禽兽不如、猪狗不如、狗彘不若、牛马不若，占0.62%。



2）两喻体分用


这也可称为双重明喻，又分两小类：

（1）用两个相同的M，包括“如”（有20例）、“若”（有8例）、“为”（有2例）、“像”（有1例）、“比”（有1例），共32例，占3.3%。例如：

［30］如手如足；如狼如虎；车如流水马如龙；若明若暗；


　　　若隐若现；为鬼为蜮、为裘为箕、像模像样；比张比李


（2）用两个不同的M，主要是“如”与“似”的组配连用，“如……似”（有20例）、“似……如”（有11例），还有1例变体，共32例，占3.3%。例如：

［31］如花似玉；如饥似渴；似胶如漆；似水如鱼


该类中的1例变体为“方斯蔑如
 ”，其中“方”意为“比”，“斯”意为“此”，“蔑”意为“没有”之义，该明喻成语意为“与此相比，没有比得上的
 ”，其中也有两个不同的M，“斯”和“蔑”都可析为Y，因此这算是M1
 Y1
 M2
 Y2
 的变体，后两者位置做了调换，仅此一例。

2. 按照喻体用法可分为两小类


1）两喻体构成小分句


明喻成语中所用两个喻体Y1
 和Y2
 可构成一个小分句，如例［24］中的“箭在弦
 ”、“狼牧羊
 ”。


2）拆分用法


Y1
 和Y2
 为两个并列成分，除上文所述连用外，还可能拆分开来用。通过分析这两者之间的语义关系，亦可窥见到汉民族的概念化方式。通过考察明喻成语语料，这类并列喻体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语义关系：


（1）拆分词组


即将一个常用词组拆开来，分头论述，如“模样”和“饥渴”为一常用词组，可将其拆分说成

［32］像模像样；如饥似渴



（2）比邻共现、互为依存


做喻体的两个物体之间具有比邻共现或/和互为依存的关系，例如：

［33］鱼和水；弓和剑；雷和电；胶和漆；霜和雪；骨和肉；形和影；狗和彘；鲠和喉；参和商


等，特别是鱼水关系用得较多，如

［34］如鱼得水；如鱼似水；如鱼饮水；如鱼离水


等。


（3）对比关系


也可能强调两个喻体之间的对比关系，主要有（括号中数字表示出现频率）：

［35］有无（4）、明暗（2）、隐显（2）、始终（2）、生死（2）、险夷（2）、天地（2）、形影（2）、进退（1）、轻重（1）、是非（1）、存亡（1）、远近（1）、父子（1）、功过（1）


等。第（3）类比第（2）类更强调反义对比关系。

3. 认知分析


1）拆分分析


汉语成语绝大多数为四字语式（占94.3%），为能满足这一格式和韵律的要求，汉语常将一个“双字词组”拆分开来并插入其他两个字（同一个字用两次，或词性相同、词义相关的两个字），参见例［32］，又例：

［36］有模有样；大模大样；人模人样


将“南北
 ”和“东西
 ”拆分说成：

［37］南征北战；南腔北调；声东击西；东一榔头，西一棒子


等，将“上下
 ”拆分说成：

［38］七上八下；不上不下


等。这是一个明喻成语可包含两个小明喻的一种形成机制。


2）比邻共现与反义对比


这两种用法都是直接来自于生活体验，都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
 ”造字原理的延伸运用。如例［32］中所列述的两个事物，它们都互为依存，经常共现，例［35］中的反义对比关系，也是处于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之中的［汉语中还有用一个字表示两种相反意义的用法（参见王寅，2007a：254）。根据陈娇（2009）的统计，汉语共有335个反义同词］。因此将它们连在一起使用是十分正常的，也充分说明：这类明喻成语是汉民族在对现实生活进行“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的基础上，在长年累月的运用中逐步形成的，这也有力地证明了认知语言学基本原理“现实——认知——语言”的解释力。

第五节　多重比喻

1. 一本多喻

在明喻成语中，存在很多同一个本体用多种喻体作比的现象，如：

（1）将“目光”喻说成：

［39］目光如豆；目光如鼠


等。

（2）将“人生”用多重喻体来作比，说成：

［40］人生如朝露；人生如风灯；人生如梦；人生如寄


等。

（3）将“杀人”喻说成：

［41］杀人如草；杀人如蒿；杀人如麻；杀人如刈爇；杀人如艺


等。

（4）一个“心”字，竟然用了17个不同的喻体，诸如：

［42］心如槁木；心如古井；心如寒灰；心如火焚；


　　　心如坚石；心如木石；心如铁石；心如死灰；


　　　心如刀绞；心如刀割；心如刀锉；心如刀锯


等，而且都是指心情不佳、缺乏情感等。

2. 一喻多本

同一个喻体也可用于喻说多个不同的本体，如“水”可用在很多明喻中，喻说不同的含意，如：

［43］似水如雨；官清似水；流年似水；如蹈水火；如水投石；如水赴壑；如鱼得水；势如水火；心如止水；臣心如水；簟纹如水；一败如水；一廉如水；一清如水；归之若水；交淡若水


等等。又如与“水”有关的字词，如：

［44］河、江、海、洋、渊、壑、雨、雪、冰、雹、霜


以及以“氵”构成的汉字：

［45］汤、深、漆、泣、涕、浇、灌、沃、涌、滴、流、游、渴、洗、清、泥、消


等，也常被用于明喻成语之中。

第六节　喻体分类研究

当代认知语言学常将“隐喻”做广义用法，视为一个上义概念，其中可包含明喻、转喻、提喻、反语等（但也可能做狭义用法，常与转喻相对）。目前，很多学者尝试对隐喻中所涉及到的喻体做分类研究，如Kövecses（2002：16—20）在《隐喻：实用入门》一书中曾总结了可作为喻体（始源域）的13种类型（详见下文图15.2）。我们顺其思路，穷尽性调查了969条明喻成语中喻体的分布情况。

1. 人和人体

语料中除了以人做喻体之外，还有很多用人体部位做喻体的，共有108例（用人做喻体的共59例，用身体部位做喻体的共49例），占总数的11.15%。现按使用频率从高到低排列如下：

1）频率大于3的有：人/路人（16）、掌（9）、指（6）、仇/雠（6）、宾（6）、耳（5）、兄/弟/手足（5）、父/考妣/父母（4）、目/眼（3）、处女/处子（3）、子（3）、面（3）。


2）频率为2的有：手、背、骨肉、发、身、士、众、敌/寇。


3）频率为1的有：首、眉、口、喉、臂、心、肚、肝肺、足、踵、声、影、形、将、近邻、己、孙仲谋、张、李、陶卫、代、亲、贤。


拟人化是一种常见隐喻方式，即用人做喻体来认识其他事体，很多学者认为全世界各语言都有这类现象。本语料表明，不仅是人体且还应包括“人”本身，据此可将Kövecses的第1类修补成“人和人体”。

2. 康病、生死与神鬼

Kövecses的第2类为“健康与疾病”，英语和汉语的明喻成语语料中此类喻体用法较少。英语中仅发现2例用headache，因此我们将这一类修补为“生死与鬼狱”（参见第十四章第四节第2点）。由于汉语明喻成语语料中除出现了“健康”与“生死”之外的喻体，还出现了“神鬼”之类的喻体，据此我们将其修补为“康病、生死与神鬼”。现根据频率高低分述如下：

1）频率大于3的有：神/神明（15）、命（9）、生（9）、鬼/鬼蜮/蜮（5）、死（8）、丧（4）、伤（3）、鬼（3）。


2）频率为2的有：亡。


3）频率为1的有：活（1）、仙（1）、疾（1）、盲（1）。


另外还有：梦
 （10），权且将其归入此类。这几者的总数为72，占7.43%。

3. 动物

共有111例，占11.46%，这一类别比起英语的29.58%来说，种类要少，比例要低。现按使用频率列述如下：

1）频率大于3的有：虎（11）、鱼/鲫/鲠（11）、龙（8）、毛/牛毛/羽（7）、狗/犬（6）、鸡/鸡肋（6）、猪/彘/豸（5）、鸟/黄鹤/乌鸦/鸿/鹗（5）、翼（5）、兔/脱兔（5）、牛（4）、狼（4）、羊/膻（3）、鼠（3）、卵（3）、禽/兽（3）、鹜（3）、狐/腋（3）。


2）频率为2的有：小鲜、凝脂、蚁。


3）频率为1的有：马、豺、鹿、鼷、蝉、犀、蝇、蝗、蟹、角。


4. 植物

英语的明喻习语构式中做喻体的植物大多可用做食品，而汉语似有不同，很多不能做食品。共有53例，占5.47%，现按照频率列述如下：

1）频率大于3的有：草/芳草/芥/茵（14）、花/朵（12）、麻（5）、桃李（4）、芒（3）。


2）频率为2的有：木、竹、豆。


3）频率为1的有：林、荼、落叶、蒿、兰、葫芦、蒜、渖、瓠犀。


5. 建筑（物）与建材

Kövecses的第5类为建筑和建筑物，我们拟将建筑材料也归入此类，共28例，占2.89%，现列述如下：

1）频率大于3的有：城/市/金汤（9）、漆和胶（6）、椽（4）。


2）频率为2的有：井、路/途。


3）频率为1的有：堵、垛、砥、沙、家。


6. 器械与家具

Kövecses的第6类为“器械和工具”，本语料中主要包括武器和家具，共有53例，占5.47%。

1）频率大于3的有：箭（8）、刀（6）、梭（4）、画（3）、簧（3）。


2）频率为2的有：戟、斗、镜、弦、蜡。


3）频率为1的有：锅、炉、厉（同“砺”）、盘、锥、规、埙、篪、车轴、钟、针毡、琴、瑟、罄、磬、旌、瓶、秤、灯。


7. 游戏和体育活动

仅3例，占0.3%，它们是：官场如戏、视若儿戏、非同儿戏。


8. 金钱

未发现此类喻体。

9. 烹调与食物

共12例，比例较低，仅占1.24%。

1）频率大于3的有：饴（4）、柴（3）。


2）频率为2的有：烹。


3）频率为1的有：醍醐、醋、油。


10. 冷与热

未发现此类喻体，但带“寒”字的明喻成语有2例：心如寒灰、噤若寒蝉，
 这里的“寒”可视作Y中的定语，也可视作喻底G。

11. 明亮与黑暗

此处拟将其归入“自然现象”一类中。

12. 力量

并入下条。

13. 活动和方向

由于“力量”
 与“运动、方向”密切相关，笔者拟将Kövecses的第12和13小类合并处理，合称为“活动和方向”。

我们知道，汉字构字的基本思路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
 ”，人们自然会用到很多与人以及人的动作有关的词语来做喻体，现按频率高低将明喻成语中的常用动词或形容词列述如下：

1）频率大于3的有：流（22）、有（12）、失（10）、见（10）、渴（10）、归（9）、狂（9）、无（9）、观（8）、在（8）、洗（8）、下（6）、惊（6）、飞（5）、焚（5）、释（4）、崩（4）、游（4）、登（4）、捣（4）、投（4）、醒（4）、画（4）、赴（3）、嚼（3）、坐（3）、隔（3）、寄（3）、履（3）、获（3）、离（3）、悬（3）、及（3）、出（3）、拾（3）、闻（3）、割（3）、始（3）、饮（3）。


2）频率为2的有：编、充、倒、蹈、定、堕、谔、泣、得、傅、灌、胜、使、烹、破、涉、隐、涌、注、壮、披、劈、愚。


3）频率为1的有：操、持、抽、穿、刺、从、存、搓、磋、剉、挫、滴、敌、睹、翻、反、负、附、贯、过、含、合、激、疾、集、浇、绞、搅、揭、解、锯、觉、累、燎、料、列、裂、临、蒙、迷、牧、慕、泼、齐、弃、切、求、去、蜷、踡、入、散、上、升、驶、受、舒、数、睡、思、随、添、退、畏、为、沃、显、现、相识、消、笑、省、旋、压、偃、移、应、豫、运、造、振、知、织、指、逐。


所有这些动词的总数为348，占总数的35.91%，这也足以可见相对于英语来说，汉语的动词使用频率较高。





除了Kövecses所列上述类别外，我们还发现以下4类喻体用得较多。

14. 衣着与珍宝

共有55例，占5.68%，它们是：

1）频率大于3的有：玉（8）、珍/珍宝/宝（7）、敞履/屐（7）、锦（6）、珠（5）、贝（4）、金（4）。


2）频率为2的有：衣、线、带、丝、裘。


3）频率为1的有：靴皮、粉、缕、练。


15. 自然现象

共120例，占12.38%，它们是：

1）频率大于3的有：云（12）、雷/雷电（11）、雨（10）、日（9）、冰（9）、天（8）、星（8）、风（7）、霜（7）、月（6）、雪（5）、年（3）、岁（3）、雾（3）、秋（3）、朝露（3）。


2）频率为2的有：春、晦、潮、昧、明。


3）频率为1的有：暗、参商、河汉。


16. 自然物质

共178例，占18.4%，它们是：

1）频率大于3的有：水（26）、火（23）、山（25，内含“南山”、“泰山”）、河/悬河/川（13）、石（12）、海（11）、灰（9）、土（6）、泉（6）、渊（5）、汤（5）、泥（4）、金（4）、地（3）、磐（3）、烟/烟雾/烟海（3）。


2）频率为2的有：沟、壑、谷、粪、田、铁、木。


3）频率为1的有：江、川、炬、沙、原、林。


17. 数字与字词

数字和“字”、“词”等常被用在汉语的成语、谜语、歇后语中，它们在明喻成语中做喻体的共有33例，占3.4%，主要有：一（27）、三（1）、七（1）、字（1）、言（1）、书（1）、句（1）。






现将频率高于6的五类按顺序排列如下：


活动与方向＞自然物质＞自然现象＞动物＞人与人体


第七节　英汉对比

我们知道，隐喻面大量广，难以形成一个封闭语料对其做出相对穷尽性调查和分析，而明喻既然为隐喻之一种形式，且明喻成语在语言中的数量也相对有限（本研究语料中，英语由“As...As...”构成的明喻习语为586条，汉语的明喻成语共约969条），我们可通过分析明喻成语中的喻体分布来窥见整个喻体的分布情况。

笔者（2007d）曾通过对“As...As...”做穷尽性调查和分析，发现该构式中作为喻体的Y（始源域）与Kövecses的分类有许多相同之处，但亦有一定的差异，进而提出了修补建议。本节亦以同样的方法穷尽性分析了汉语969条明喻成语中喻体Y的分布情况，并与英语做一对比，简述其同异之处，且还以此为依据修补了Kövecses的喻体分类方案。详见图15.2及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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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2　英汉明喻成语喻体对比



1. 修补喻体种类

不管是英语中的明喻习语，还是汉语中的明喻成语，第14、15、16这三类所占比例都较高。明喻既然可作为隐喻的一个小类，在分析隐喻的喻体时，就不能忽视这三类，且它们在英汉两语言中的分布频率大致相似：自然物质＞自然现象＞衣着饰针。

2. 喻体的动名差异

汉语中人的行为常用动词来表示，这样，在拟人化的明喻中，喻体就必然要涉及到动作，因此明喻成语中的Y所用动词的频率就较高，如上文所述，在969个明喻成语中喻体部分所用动词的总数为356，占总数的36.74%，现列举部分如下：

［46］矢如雨下
 ；势如破
 竹；了如观
 火；宾客如归
 ；视死如归
 ；齿剑如归
 ；临难如归
 ；酬应如流
 ；从令如流
 ；从恶如崩
 ；从善如登
 ；寸心如割
 ；大雨如注
 ；东山如睡
 ；肺肝如见
 ；观者如织
 ；步履如飞
 ；健步如飞
 ；举步如飞
 ；落纸如飞
 ；行步如飞
 ；赤贫如洗
 ；家贫如洗
 ；囊空如洗
 ；囊匣如洗
 ；易如反
 掌；如有所失
 ；若有所丧
 ；若有所思
 ；若有所亡
 ；若失重负
 ；人生若寄
 ；泪如泉涌
 ；磕头如捣
 蒜；兵败如山倒
 ；


等等。

而英语As...As...由于语法结构的要求，在第二个As后面大多接一个名词（也有少量接其他成分的），这样在图15.2的第13类上就出现了较大差异，汉语明喻成语中的喻体表示“活动和方向”的词语比英语的高出8倍多，两者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区别。

3. 喻体的范围差异

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当用有形和具体的事体来映射和认识无形和抽象的概念，这当为隐喻认知理论的一般规律（Lakoff & Johnson，1980）。英语的明喻习语基本符合这一规律，但在汉语明喻成语语料中例外较多，喻体常用抽象概念、人的行为等。


1）抽象概念


在英语明喻习语中，喻体Y大多为表示人或具体事物的名词或名词词组，占到93.69%，非名词（或非名词词组）共37例（其中分句29例，动词短语8条），仅占6.31%。在汉语明喻成语中，大多也为具体事物的名词或名词词组，但抽象名词、非名词（或非名词词组）的数量比英语的高，如：

［47］恍如隔世


的“隔世
 ”就是一个较为抽象的概念，恐无人经历过，也不太好想象这究竟是个什么感觉。又如：

［48］奉公如法；邈如旷世；恰如其分；讳莫如深；杖莫如信


等，其中的喻体也不是什么有形和具体的事体。

我们现在列举明喻词“如”、“若”后面所接的词语，便可见一斑：

［49］如流（20）、如故（12）、如痴（9）、如洗（8）、如新（7）、如归（6）、如渴（5）、如飞（5）、如焚（4）、如捣（4）、如响（3）


［50］若惊（6）、若失（6）、若狂（6）、若有（5）、若观火（4）、若渴（3）、若迷（1）、若崩（1）、若揭（1）



2）人的行为


为便于对比，我们以英语明喻习语中Y为非名词（或非名词词组）为准，调查了汉语明喻成语中Y的词性分布情况，含有动词的共约356个，用形容词的共约48个，两者共计405个，占总数的40.79%，比英语高出6倍多。


3）无喻体


在有些汉语固定的明喻成语中，有不用喻体的现象，比例虽不高，但却存在；英语的明喻习语也有类似的情况，如

［51］as easy as damn it（非常容易）


　　　as near as dammit（非常接近）


　　　as...as possible（尽可能）


　　　as...as hell（非常……）



4）双重喻体和明喻


英语明喻习语很少用两个并列的喻体，只有3例：

［52］as different as day and night

　　　as different as chalk and cheese

　　　as like as chalk and cheese

且也未见同时用两个小明喻的情况。

而汉语明喻成语中用两个并列喻体的数量较多，即同时出现Y1
 和Y2
 ，共约113例（参见下文图15.3），占总数的11.66%。且一个明喻成语中用两个小明喻的情况也较多，我们的语料中共有约70例（参见例［30］和［31］），占总数的7.2%。这或许又是与英语明喻习语的一大差异。

总的说来，英汉两语言明喻习语或成语中所用喻体Y的类型有相似之处，如第7、8、10、11这几类频率都较低或没有，其他几类虽都有，但频率不尽相同。喻体的词性和范围差异也较多，且英语缺少双重喻体和双重明喻，而汉语约有18.86%。

第八节　小结

本章采用定性加定量的分析方法，详尽调查统计了969条汉语明喻成语，初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基本查明汉语中所用明喻词M的总数，共有17类80个，明喻成语共用了14类18个明喻词，从类型上来说，约占总类型数的82.4%，从数量上来说，约占总数的22.5%。频率最高的四个明喻词为（从高到低排列）：如＞若＞比＞似。


2）查明此类构式否定用法的比例，约占10%，因此尚不能笼统地说“明喻不大适用于否定用法”。

3）按照明喻成语四要素共现情况，拟分为三大类：四要素共现、三要素共现、两要素共现，分别讨论了其中的小类结构并论述了其对应的功能特征。现将有关规律列表小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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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3



从图15.3可见，汉语明喻成语的基本构式有7种，1—5是按照喻底G为中心编排的，G可出现于首位、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一直到消失（即第5类，用符号Φ表示）。第6类只出现两个要素，即明喻词M和喻体Y，且两者位置可以颠倒。到第7类仅出现一个明喻词要素M。

基于第1类的两个变体，还是以喻底G为首位，只是本体X可能出现于语句之中，这样明喻成语中就可不用X了。变体2用了两个喻体Y。

基于第2类的变体，还是以喻底G居于第二位，只是其后的明喻词M和喻体Y的位置颠倒了。

基于第3类的变体，还是以喻底G居于第三位，只是将本体X放在最后了。

基于第4类的变体，还是以喻底G居于末位，由于本体X可出现于语句之中，而在明喻成语中就可省去X，且M和Y的位置也颠倒了。

基于第5类的变体，在横向上只是变化了X或Y的数量，在纵向上三要素的位置有所调整。M可分别置于首位、中位和末位。

基于两要素的第6类变体，在横向上变换了明喻词M和喻体Y的数量（变体2用相同的明喻词，变体3用不同的明喻词），在纵向上变换了M和Y的位置。

明喻成语必须要用明喻词M，而X、Y、G都可隐现，这就是第7类变体，语料中共有5例。

4）分析了此类成语中双重喻体和双重明喻的现象（共约18.86%），且做了具体分类：

（1）按结构位置可分为两小类：两喻体连用或分用；分用时又可按照明喻词的用法分两小类：用两个相同的明喻词或不同的明喻词。

（2）按喻体用法可分为两小类：两事体可构成一个小分句，或运用了诸如拆分词组、比邻共现、强调对比等方式做并列组配。

5）论述了明喻成语中的多重比喻现象，这亦可用以说明语言表达的不可预测性。

6）调查分析了明喻成语中喻体的具体分布情况，佐以具体数据，并以其为基础修补了Kövecses的喻体分类方案，拟增添以下四小类：自然物质、自然现象、衣着与珍宝、数字与字词。


7）对比汉语明喻成语与英语明喻习语在喻体取用方面的分布情况，且总结了英汉语在取喻上的同异。


[1]
 　汉语明喻成语绝大多数为四字语式，共881个，其余为：五字语式15个，六字语式26个，七字语式8个，八字语式33个，十字语式6个，共88个非四字语式。在八字语式中绝大部分是由两个四字语式组成的，因此本文拟将其归入四字语式中，即881＋33=914，占总数969的94.3%。所收969条明喻成语中有十几个是重复的，因它们分别运用两个不同的明喻词，故可分属不同类别收录。


[2]
 　此处拟将“无”析为“比”的对象Y。另外，按照图15.1所列明喻词，语料中将其置于最后的共有21条成语，它们是：力大无比、硕大无比、无可比拟、无可比象、无与比伦、句栉字比、无其伦比、无有伦比、无与伦比、无与为比、与众不同、粪土不如、狗彘不如、禽兽不如、猪狗不如、狗彘不若、牛马不若、自愧不如、自愧弗如、方斯蔑如、今非昔比。符合XGYM的仅1条，说明这一类型实在太少。


[3]
 　此处的“视”既不是本体，也不是喻底，因此将此类成语归入MY1
 Y2
 类中。


第十六章　“AS认知方式”与语言统一分析模式——重新认识明喻认知机制


本章在第十四和十五章对英汉语明喻习语/成语语料分析的基础上，明确指出：“明喻”不仅是一种修辞现象，它还是一种认知方式，且为一种最基本的方式，本书称之为“AS认知方式”。该方式通过两两比拟、以此识彼、互相替代、双双融合，发挥着元认知功能，是比隐喻、转喻等认知机制更为始源和更为基础的认知方式。人类基于此发展出丰富的想象力，形成了今天复杂的概念结构和语言表达，这或许也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之所在。第四节运用“AS认知方式”来解释认知语言学中经常述及的隐喻、换喻、范畴化、识解、概念整合等认识方式，并尝试以其来解释象征单位和构式网络，以期能进一步简化理论，为统一解释语言各层面提供一种更为基本的认识方式。

第一节　概述

1. 引言

当前许多国内外前沿学科，特别是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钟情于隐喻研究，掀起了一场“隐喻革命”，其基本观点是：长期以来，隐喻被视为一种语言修辞现象，现被视为一种“以一个概念域认识和理解另一个概念域”的认知机制，即将“语言性隐喻”上升为“概念性隐喻”。

在此热浪中我们认真反思了与其类似的as构式，它能否也产生出一种“概念性明喻”，即明喻是否也可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而且认为，“概念性明喻”比“概念性隐喻”或“概念性转喻”更为始源和基础，所含内容也大大超出了as构式本身的范围和意义。

我们知道，世界上很多语言都有大量的“as”，“as...as...”，“like”或“像（似、若、如同、仿佛）……（一样）
 ”等一类的构式，其中大多还作为习语被广泛流传，为人们所喜闻乐见，常被视作民族智慧之结晶。根据汪榕培、卢晓娟（1997：431—438）的统计，英语约有近200个“as...as...”明喻习语，我们通过对几本权威性大型习语词典的全面调查，共得586条英语明喻习语（参见第十四章及附录1）。这一构式主要用以表明，世界中林林总总的诸多事体
[1]

 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之间存在多种相似的关系，传统语文学理论将其视为“明喻”，并认为这是一种常见修辞现象。Langacker（待出）据此主张用“ás”来表示事体间的这种相似关系，并将其进一步解释为“apprehend ás，understand ás，recognize ás”。很多认知语言学家并没有对其做出专门研究，模模糊糊地将其视为概念隐喻之一种。我们认为，这一构式不仅表示了世界上事体之间的相似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它也是人类一种最基础的认识方式，不能轻描淡写，也不能将其简单归类于“隐喻”，应当重新认识明喻的认知机制。据此我们在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理论框架中提出了“AS认知方式”，并主张深入探究其背后的认知机制。

当代国外认知语言学家，如：Ortony（1979），Lakoff & Johnson（1980，1999），Lakoff（1987），Turner（1987），Kövecses & Radden（1998），Panther & Radden（1999），Barcelona（2000），Dirven & Pörings（2002），Kövecses（2002），Knowles & Moon（2006）等等，对隐喻研究的重要贡献就在于将其视为一种普遍存在于思维和语言表达之中的认知机制，将隐喻上升到人类赖以生存之计这一高度来认识，并对其做出了大量的深入研究和详细论述，运用“Convergent Evidence（趋同性例证）”的方法从各个领域、各个角度来证明隐喻是人类不可或缺的一种基本认知方式。但在他们的论述中，似乎很少有学者认真思考过as构式的认知原理。

我们认为，as构式背后隐含着一种重要的“AS认知机制”，它虽没有像隐喻那样直接用“be”或“是、为”的方式将一个概念域直接等同为另一概念域，而是运用了“as，like”或“像、似”等词语将一个概念域描写成相似于或类似于另一个概念域，明喻和隐喻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点（参见第十四章第一节），我们认为可将它们视为两种十分近似的认知方式，具有思维策略上的同源性。

2. “AS认知方式”的特征

正如上文所述，该认知方式具有始源体认性和简易明了性，且还具有普遍存在性。


1）始源体认性


我们完全可以设想，该认知方式是人类原始初民所具有的一种最基本的生存本能，在生活体验的基础上，运用AS之类的概念和词语对世间事物进行两两比拟，基于“同则同之，异则异之
 ”
[2]

 的原则，发现其间的异同便可建立和划分“范畴”，以达到“物以类聚”的目的，易于日后辨识事物并与他人交流。我们知道，“范畴化”是人类认识之始源，是一种最基本的认知方式（Jackendoff，1985：77），只有认识了事物的种类，知晓其基本性质和用途，它才能与我为伴，为我所用，成为人类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中的一员。倘若人类初民不能区分敌友，分不清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地方适于居住，什么地方危险较大，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就不可能生存下来。可见，该认知方式是在人类生活体验中逐步形成的，它既来自于生活，又被应用于生活，具有鲜明的体验性。

另外，曾有学者认为隐喻是来自简化了的明喻，即在隐喻表达中省去了其对应明喻中的“as，like”或“像”、“似”等一类词语，这不一定完全正确，但也从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先有明喻后有隐喻的道理，佐证了“AS认知方式”更具始源性。


2）简易明了性


说其具有简易明了性，是因为将一事体与另一事体直接进行比较，简易便行，清楚明了，易于理解，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有比较才有鉴别
 ”，经过比拟后就可做出肯定、否定或其他判断。


3）普遍存在性


生活中处处有比较，事事有同异。通过比较做出判断是人类一种基本而又普遍的思维方式。正如金岳霖（1979：34—35）所指出的：

在任何两个或两类事物之间，却有一种最普遍的关系，这就是同异关系。

逻辑学家所论述的概念间所具有的四种关系
[3]

 就是建立在“AS认知方式”之上的。通过概念的两两比对，其间的关系首先可区分出“相容”和“不相容”，前者可进一步分为：全同、包含、交叉；后者为：全异（包括矛盾和反对）。

3. 小结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在对现实世界观察和体验的基础上对事物做两两比拟是一种最方便且切实可行的思维方式，也是人类赖以生存、了解世界、扩展知识的最基本手段，它直接影响着其他认识能力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元认知”功能，也当是隐喻认知机制的基础，故而“AS认知方式”比其他认识方式更为始源、更为简便、也更为普遍。本章尝试运用“AS认知方式”来进一步简化和统一解释狭义认知语言学中经常论述的几种基本认知方式（王寅，2007a）和语言中的诸多现象。

第二节　荀子的范畴观基于“比方之疑似”

不仅西方学者发现了通过比较建立事体间的“同异”关系对于人类思维和生活的重要性，我国古代学者对其也早有论述，如我国战国末年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荀子（赵国人，约公元前313—前238）对此就提出了很有价值的观点。

1. 荀子范畴观浅析

荀子在《正名篇》中从朴素的唯物主义立场提出了“范畴观”和“命名原则”。他在论述了人们如何通过感觉器官获得事物的感觉和印象之后，建立了

比方之疑似

的方法。这里的“比”意为“对事物的描摹，比喻”；“疑”通“拟”，即“模拟”。

这句话的意思为：通过“比较或比拟”的方法进一步深入认识，然后还要运用

心有征知，稽实定数

的方法对已经获得的认识加以验证，经过这样的认知过程之后，就可区分出事物和名称的同和异，据此便能划定范畴，给其命名。

荀子接着说：

然后随而命之：同则同之，异则异之；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单与兼无所相避则共，虽共，不为害矣。知异实者之异名也，故使异实者莫不异名也，不可乱也，犹使同实者莫不同名也。

故万物虽众，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共然后止。有时而欲偏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也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止。

这段话的意思是：在人们取得了感觉和认识之后，就依照它来给事物起名称，起名称的基本原则为：相同的事物就给予相同的名称，不同的事物就给予不同的名称；单音节的名称能够足以使人明白的就用单音节，单音节的名称不能够使人明白的就用复音节。单音节与复音节的性质如果不相违背就共同使用一个名称（或译为：单名和复名没有必要加以区分就用共名），虽然用了共名（相当于当今语言学中所说的上义词），但对于了解事物也不会有什么妨碍（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在不影响理解的前提下，可以直接用一个上义词代替下义词）。认识到是不同的事物，就应当用不同的名称，所以要给所有不同的事物取不同的名称，这是不可能错乱的，正如给同样事物都应起相同名称的道理一样。

万物虽然众多，但有的时候想用概括性词语来说明它（或译为：将万物做一概括性的列举），就可以把它们统称为“物”。“物”这个名称，是个最大的共用名称。由此类推下去，可以把单个事物归成类，给同一类事物起一个共名，共名之上又有共名（又译：不同类的东西还可以归成更大的类），直到不再有共名为止。有时候想把万物中的一部分列举出来，如飞禽走兽就叫做“鸟”、“兽”。“鸟”和“兽”这两个名称，是个大别名（又译：一种较大的区别性名称）。由此类推下去，别名之外又有别名（一类事物可以加个别名，其中的个别事物还可以再起个别名），直到不能再用别名为止。

从荀子这段对范畴划分的论述，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4点：体验观、认知观、二分观、层级观。


1）体验观


荀子在论述范畴划分和事物命名时，首先强调了感知体验这一基本原则，“然则何缘而以同异？曰：缘天官。
 ”此句意为：那么根据什么来区别名称的相同和相异呢？回答说：是根据人自然具有的各种感觉器官。

接着他论述了“物同此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道理，他说：

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凡同属人类，感觉和感情器官就相同，对外物的印象和反应也就相同，所以只要把所要表达的事物加以比方，模仿得大体相似，就可使别人明白，这就是人们能用共同约定的事物名称互相交流的原因。


2）认知观


荀子认为，人们在体验的基础上便可进行认知加工，起初要经过“比方之疑似
 ”的认知方式，也就是说，人们可以通过各种比较、比喻就能将大致相同的事物归为一类，就可用同一个名称来称呼它们。可见，“比较”、“比方”、“比拟”、“模仿”等是人类认识世界不可或缺的最基本方式，这一基本方式与本文所说的“AS认知方式”是相通的。

通过这种认知方式认识了事物，即可获得相应的概念，此时就要

随而命之

即为其命名，荀子的这一思路正可视为当今认知语言学“现实——认知——语言”的先声。值得一提的是，荀子生活于我国先秦时期，其生卒年约为公元前313到前238年，这比起西方的有关理论实在是出现得早得多。


3）二分观


荀子提出划分范畴的基本原则为

同则同之，异则异之。

这就是说，相同的事体就可归为同一类，用相同的词语来表示；不同的事体就当归为不同的范畴，用不同的词语来表示。但我们知道，世界上还有很多事体不能简单地用“同和异”来加以辨别，特别是社会科学中的许多概念，它们往往介于同异之间，说同也不同，说异也不异，是些“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似是而非、是非而似”的事体。荀子似乎没有很好地认识到这一点。

顺着“同则同之，异则异之”
 划分范畴的思路，我们可以发现荀子这一观点具有亚里士多德经典范畴理论的特点，他主要强调了事体特征具有二分性，范畴边界清楚可辨，范畴内部所有成员地位相等，而忽视了事体之间的普遍联系性，难以解释那些介于同异之间的现象。


4）层级观


荀子十分清楚地论述了范畴内部的层级性。我们可把他在上文所论述的“大共名”、“共名”、“大别名”、“别名”列述如下：

[image: 2478-01]
图16.1



前两栏是荀子所用术语，后一栏为我们的理解和举例。说“白马是马”自是成立，因为下义词必然蕴涵上义词，若从这一涵义出发，自然不能说“白马非马”；但是若从范畴的不同层次来说，说“白马非马”也并非毫无道理。

墨子（约公元前468年—前376年）也曾将概念按照范围从大到小分为“达”、“类”、“私”，现将荀子的分类与墨子做如下对应：

[image: 247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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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我国学者不仅早已认识到范畴中的层级性问题，而且还对其做出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这些论述至今也不为过时。

2. 荀子的范畴观与逻辑学中的“相容关系”

荀子提出的“同则同之，异则异之”
 的范畴观，与西方逻辑学中常将概念间关系分为“相容关系”和“不相容关系”的观点，既有相同点，也有相异处。

荀子的“同”大致对应于“相容关系”，“异”大致对应于“不相容关系”。但在逻辑学中，“相容关系”又可进一步细分为：“同一”、“包含”、“交叉”；“不相容关系”指：全异（包括矛盾和反对）。显然西方逻辑学中的论述比起荀子的“同和异”来说更为深入
[4]

 ，而且在“相容关系”中还论及了“交叉”现象，这实际上已经涉及介于同异之间事体的问题。

逻辑学中的“相容关系”和“不相容关系”，反映在语言中可用以解释许多词义之间的关系，如：

“同一关系”可解释同义词；

“包含关系”可解释上下义词、整体—部分；

“交叉关系”可解释近义词；

“相对或矛盾关系”可解释各类反义词。

现小结如下：

[image: 2479-01]
图16.3



我们认为，“AS认知方式”正是认识“同和异”或“相容或不相容”的基础，同时也解决了介于两者之间的灰色地带。这一认知方式是人类概念发展的必经之路，是认知世界的必由之径，也是逻辑学的基本出发点。人类正是有了这种认知能力，通过对概念两两关系的比拟、比较、对比，才能够“以此识彼”，这也与Langacker（1991a）提出的“认知参照点（Cognitive Reference Point）”密切相关。

本文所强调的两两关系与传统客观哲学中的二元论完全不同，也与结构主义语言理论过于强调双项对立的差异性不同
[5]

 ，我们更强调事体两两之间的有机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关系，将一事物（X）比拟成另一事物（Y），或通过X来认识Y。而且我们还认为，人类就是通过这种认识事体的常见方法不断扩大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增加了认识范围，发展出了想象能力，延伸了概念体系。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明喻构式表达背后所隐含的“AS认知方式”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并以其为出发点来统一分析语言中的诸多表达现象。

3. 荀子的范畴观与“AS认知方式”

据上文分析，荀子可谓当今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先声，且根据这一理论，“AS认知方式”是在人类对世间事体感知体验的基础上，通过“比拟”的认知方式逐步形成的，它既来自于生活，又被应用于生活，具有鲜明的体验性。

我们通过认真思考认为，荀子主要倾向于用类似于亚里士多德二分经典范畴理论的“同和异”来划分范畴，确实有“一刀切”之嫌疑，忽视了人类思维具有模糊性的特征，未能认识到介于同异两者之间的现象，更难以解释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

原型范畴理论深刻反思了亚氏的经典范畴理论，从哲学家Wittgenstein到数学家Zadeh，再到心理学家Rosch和认知语言学家Lakoff、Taylor等，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和完善，原型范畴理论确实在很多方面能够弥补经典范畴理论之不足，特别是对于社会科学中的大部分概念和术语，显示出其更为强大的解释力，可有效地处理介于“同和异”、“是与不是”、“似是而非”、“是非而似”之间的灰色地带。

因此，“AS认知方式”可作为对荀子观点和经典范畴理论的一种弥补策略，用来处理这种灰色地带（当然还可用其他方法），或者说，正是由于有了这种认知方式，才导致了这一灰色地带的产生，使得人类的思维和概念变得丰富多彩起来。同时，这一认知方式也充分证明了辩证法的“发展联系观”，反驳了黑格尔形而上学的“孤立静止观”。正是有了这一认知机制，才在英语中出现了“as”或“like”一类的词语，汉语出现了“像”或“似”一类的词语。例如，英语说“这块布很白”可表达成：

［1］This cloth is as white as snow.

汉语则可说成：

［2］这块布像雪一样白。


“这块布”和“雪”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物，布就是布，雪就是雪，两者明显相异，当属“异则异之
 ”的现象，但是这两者之间也不是毫无相通之处，它们在“颜色”这一点上则是相同的，这就是我们在上文所说的“异中有同
 ”。

辩证法认为世间的事体不是孤立存在的，其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不一定都能用“同和异”来一言以蔽之，做出“一刀切”式的精确范畴划分，人们或许正是通过“AS认识方式”在认知层面上来处理事物之间的种种联系。

可见，“AS认知方式”一方面是确立“同和异”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也是处理“同和异”之间灰色地带的可行之法，它确实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必要手段。

同时，我们还须强调的是，从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人文观来看，事物的同和异，或其间的联系，不是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特质属性，而是在人的认知作用下才形成和建立的，因此“AS认知方式”只能是我国古代学者刘勰所说的“惟人参之
 ”的结果。

第三节　传统语言理论之困境

1. 模仿说与AS认知方式

我们基本接受“语言模仿论”，即语言起源于对客观外界有关声音或形状的模仿，基于这一观点很多学者提出了：


感叹说（又叫“啵啵说”：the Theory of Pooh-pooh）



拟声说（又叫“咆哮说”：the Theory of Bow-bow）



声象说（又叫“叮咚说”：the Theory of Ding-dong）



喘息说（又叫“吆嘿嗬说”：the Theory of Yo-he-ho）


另外，还有姿势说、口势说、打击说等。而能形成这种模仿的认知机制似乎都可归因于“AS认知方式”，因此，我们也可说，人类语言就是基于这种认知机制才得以形成的。

我们基于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可做以下假设：人类语言之初主要是借助于“AS认知方式”形成的，如言语之初就曾经历了用声音模仿事物所发声响的原始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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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人类又有了用文字表示言语的想法，拼音文字主要是拟音，象形文字主要是拟形，表意文字主要运用了据意造字的智慧。词义扩展（参见下文）、组词造句等都要用到该认知方式。可见，语言在形成和运用过程中都离不开“AS认知方式”。

当然了，根据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原理“现实—认知—语言”，语言是人们通过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后的产品，其上必然要打上人类主观性的烙印，而不是“语言”与“现实”之间的直接对应，之所以出现了上述多种模仿论，正说明人们在“模仿”时所采用的认知策略是不同的。虽都在模仿，但是模仿的角度和方法不尽相同，因而得出了不同的模仿说。

2. 象似性、隐转喻与AS认知方式

我们知道，认知语言学理论框架中所讲的象似性，不是传统意义上所说的“语言符号”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其间增加了体现后现代人本主义精神的“认知”这一重要因素（详见《上卷》第九章第十节）。“象似性认知方式”与“AS认知方式”是相通的。

我们知道，用有限字词表达无限思想的出路之一就是“词义扩展”。认知语言学认为，扩展的途径主要是“隐喻”或“转喻”，人们常以原始义为基础来延伸出派生义；况且语言的进化和运用还要涉及从短到长、从词到句、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它们也都得借助于成对相关和比较异同，这些都离不开“AS认知方式”。

3. 相互联系还是二分隔离

传统语言理论也认识到了语言中各种成对成分之间的相互联系，但不少学者过于强调语言中两两要素各自的独立性和差异性，常会择其一而弃之另一，或将它们割裂开来置于独立层面分别加以论述，产生了“系列二分法”的研究格局，结构主义语言理论就是这一思想的典型产物。索绪尔提出的五对二分法：


语言内部和语言外部



语言和言语



共时和历时



横组合和纵聚合



能指和所指


依旧是当今普通语言学课堂上的主要内容。索氏在做出前三对二分之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内部语言学、语言、共时）作为其语言学研究对象，单独进行详细论述，而将后者（外部语言学、言语、历时）做了边缘化处理。今天人们试问：这种二分法有何根据？如此切分是否具有可行性？它们真的就能被分开吗？这种分开独立的研究是否具有普遍意义？会不会导致以偏概全的结论？忽视事物之间的联系，否定它们之间的“AS式联系”，不利于全面认清语言的本质和现象。

我们必须认识到，承袭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二分法，也在其他很多领域受到挑战，如在现代和后现代哲学中，二分法的昔日风光早已不再，处境不妙。在这种形势下，语言学界也开始疑问和责难二分法，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也对其做了较为彻底的反思。如果站在学术发展的前沿和高度来看，如果学习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以及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有关论述，我们就不难得出结论：结构主义语言学作为一种方法可供人们学习和参考，但将其奉为唯一的分析手段，将自己终身学术生涯托付于它，必将会面临重重困难，无疑也会大大落伍，谈何与时俱进。

在近代许多语言理论或语法理论中，大多依靠二分法区分出了词项与句法，乔氏理论（至少是早中期）也延续了这一思路，忽视人本因素，不谈语言中的AS关系，而且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任凭猜想，提出了他认为十分重要的二元区分“语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和“语言运用（Linguistic Performance）”，且将研究聚焦于前者。乔氏还提出了“语言自治”和“句法自治”的大胆猜想，但稍加思辨我们就能觉出其间的漏洞：


1）是“能力独立于运用”还是“运用独立于能力”


“语言能力”与“语言运用”这两者能区分开来吗？稍加思考便可发现这实际上是无法操作的。离开“运用”，何谈“能力”？离开“能力”，哪来“运用”？我们认为“能力”不能独立于“运用”，“运用”也不能独立于“能力”，或许，运用即能力，能力即运用。

认知语言学所大力倡导的“基于用法的模型”正是针对这种凭空强调语言能力并将其从语言运用中独立出来的思路提出的。


2）何来“自治”


乔姆斯基不仅做出上述区分，还进一步大胆猜想，人的“语言能力”是独立于其他认知能力的，句法是独立于语义和语用的。稍有一点哲学常识的人便可看出，这本身就完全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产物，过于强调事体孤立静止的一面，看不到事体具有普遍联系和发展的一面，进而沿着“模块论”方向发展出TG的一整套理论，难怪乔氏要公开宣称TG理论的主要哲学基础之一就是笛卡尔的二元论。

提出语言自治观和句法自治观，明显是个神话般的假设，难以获得语言事实的支撑，纯粹演绎式的研究尚需依据事实，详见《上卷》第三章。


3）模块论之困惑


人们在思考和运用乔氏“模块论”时，经常会遇到如下的尴尬：哪些语言现象属于句法，哪些可划归语义？哪些属于词项，哪些可划归句法？这从理论上似乎能做出人为的、大致的界定，但在实际操作中却难以运行，令人不知所从。

我们知道，将词项和句法做二元切分是不符合语言实际情况的，因为语言从来就是在现实交流中被成句说出来的语音流，何以能只见树而不见林？正如Malinowski（1935，Vol 2：11）的名句所说：

孤立的词实际上仅是虚构的语言单位，是高深的语言分析的产物。

Harris（1952：357）也持相同观点：

语言不存在于零散的词或句子中，而在于连贯的话语中。

其实，对于词和句哪个第一的问题，古希腊哲学家和印度学者也早有论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词具有第一性和独立性，句子由词组成，部分印度学者也持此观点。而印度学者Bhartrhari（约5—7世纪）在《词通》中指出：句子是一段不可分割的话语（a single undivided utterance），它对于说话者和听话者才具有第一性和独立性，是“在一瞬间”表达出了意义，正像一幅图画一样，先看到的是一个整体，尽管以后可以把它进一步分析为更小的组成图形。据此，词和词义大多只是语言学家和留心的说话者想把句子意义分为更小成分而创造出来的（Robin，1967：173）。可见，传统语言理论人为地将词项和句法对立起来本来就是一个颇有争议的研究方法，认知语言学则明确认为，这不仅行不通，也不符合语言事实，进而提出了“象征单位”和“构式”这两个概念，可用它们将词法和句法做统一处理，奉行“AS认知方式”来认识语言，研究语言。

第四节　“AS认知方式”与语言分析

认知语言学家，特别是认知语法学家和当代构式语法学家，所做出的重要突破就在于将词项和句法视为一个连续体（Fillmore，1988；Fillmore，Kay & O’Connor，1988；Goldberg，1995；Michaelis & Lambrecht，1996；Croft，2001，etc.）。Langacker早在1987年就明确提出这一观点，他（1987，1991a）还将其视为认知语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认为词汇和语法不能截然分开，它们是一个“连续体（Continuum）”或“渐进体（Gradation）”。Langacker在后来出版的论著中反复强调了这一基本立场，如他在（2000：18，122）出版的专著Grammar and Conceptualization
 （《语法和概念化》）中进一步指出：

There is in fact no distinction：lexicon and grammar form a continuum，structures at any point along it being fully and properly described as symbolic in nature.（事实上不存在词汇和语法之间的区分，它们形成了一个连续体，处于这个连续体上任何一处的结构在本质上完全具有象征性，将其描述成象征单位是十分恰当的。）

类似的说法还有（Langacker，2000：122）：

Lexicon，morphology，and syntax form a gradation claimed to be fully describable as assemblies of symbolic structures.（词汇、词法和句法形成一个渐进体，可完全被描述为象征结构的结合体。）

Lexicon and grammar grade into one another so that any specific line of demarcation would be arbitrary.（词汇和语法互有融合，因此要对其做出特定区分只能是一种任意所为。）

Langacker（2008：5）近来又强调了这一基本原则：

The basic tenet of CG is that nothing beyond symbolic structures need be invoked for the proper characterization of complex expressions and the patterns they instantiate. More specifically：lexicon and grammar form a gradation consisting solely in assemblies of symbolic structures.（认知语法的基本原则就是：适合于描写复杂表达式及其背后构型的只有象征结构，除此之外别无他物。更具体地说，词汇和语法形成一个渐进体，它仅存在于象征结构的复合体之中。）

在认知语法中，词项和句法这两者之所以能被称为一个“连续体”或“渐进体”，有时还被称作“词汇语法构式（Lexico-grammatical Construction）”，是因为它们都是通过“象征单位”和“构式”连接起来的。

前面述及的人类原始初民用语音表示事物的现象，就是依据了用A表示B的“AS认知方式”，久而久之AB就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语言单位，用Langacker的术语来说，就是一个“象征单位”。

Langacker还坚决认为，认知语法只需要设立三种单位：语义单位、音位单位、象征单位（也叫作三种结构：语义结构、音位结构、象征结构），这就是他（2008：5）所说的“除此之外别无他物”的含义。

象征单位是语义单位和音位单位的“结合体（Assembly）”，又被称为“sound-meaning pairing（音义配对体）”，可替换“sound-meaning”的术语还有“form-meaning，form and content，syntax and semantics”等，可替换“pairing”的术语有“correspondence，constellation，association”等（参见《上卷》第一章第二节）。一个词素就是一个象征单位，两个词素或两个象征单位经过并置和整合加工后，就形成了一个最小的语法构式（或叫：复合表达式、象征复合体），小构式可以进一步结合成较大的构式，依此类推。这样，任何语言表达式，包括词素、词、短语、句子等都可被视作约定俗成的音义配对体，其间的差别仅在于其概括性或复杂性的程度差异，语言就可被视为是由“象征单位”和“构式”组成的总库，就可将整个语法研究归结为“词素结合类型的研究”
 ，基于此的构式语法理论也逐步成为认知语言学对语法理论研究的最终落脚点（Croft & Cruse，2004：225）。

“象征结构”和“构式”分布于语言的各个层面，用它们就可实现将分析词汇和句法的方法统一起来的目标。这样，分析词义的方法，如Langacker（1987，1991a）提出的“识解（参见下文）”，同样适用于分析复杂的构式，包括：短语、分句、句子，乃至语篇，这一观点不仅符合语言事实，而且还有效地简化了语言分析理论，不愧为“真正的最简方案”（Taylor，2002：22；Croft，2001：362）。

我们（2004，2005a/b，2007a/b）在论述狭义认知语言学时，强调其基本研究思路为寻求和建立语言表达背后有限的认知方式，并运用它们为语言各层面做出统一解释。这些基本认知方式主要包括：互动体验、意象图式、原型、范畴（化）、概念（化）、认知模式（包括框架）、识解、隐喻（含转喻）、概念整合等。我们发现，上文提出的“AS认知方式”几乎涉及其中所有的内容，因此可将这些认知方式做适当合并，以便进一步简化理论模型。同时，运用该认知方式还可有效地更正传统语言理论（包括结构主义语言学、TG语法）中二分法和模块论所产生的不良影响，为实现认知语言学尝试运用统一的认知策略（Unified Cognitive Strategy）来分析语言各层面又提供了一条有效的分析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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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今很多认知语言学家（Langacker，1987，1991a/b，2000，2008）主张用“网络（Network）”作为表征语言系统的基本模式，它包含：概念成分、范畴结构、对应连接和组织方法，可用其来解释语法构式和构式组织，论述构式的传承性和多层性，这样语言也可被视为一个“构式网络”。象征单位、构式、网络，它们都是基于“AS认知方式”层层级级地建构起来的。

综上所述，人类基于体验和认识事体间两两关系之上形成的“AS认知方式”，是人类初期最基本的生存能力，是其他认知能力的始源，也是人类知识的基本出发点，这才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最根本的一种认知方式。“AS认知方式”不仅包括两两比拟，还包括“以此识彼”、“互相替代”、“双双融合”等内容，我们基于这一思路尝试对认知语言学中一些基本认知方式做进一步求源，兼述认知过程中的方向性，论证该认知方式的元认知功能特征。

1. 隐喻和转喻

隐喻和转喻被认知语言学家从语言修辞层面上升到概念认知层面，被视为人类一种重要的认知方式，是我们须臾不可缺少的、赖以生存的一种思维机制，自Lakoff & Johnson于20世纪80年代正式提出这一隐喻认知理论以来，众多认知语言学家乃至全世界众多学者都给予了密切关注，开展了深入研究。

隐喻常被描写为用一个概念域B来喻说另一个概念域A（A和B分属不同的概念域或不同的理想化认知模型ICM），或者说，隐喻的运作机制就是基于通过B来认识A的一种“AS认知方式”。Lakoff & Johnson（1980）认为，隐喻的认知运作机制是从始源域B向目标域A的映射，但很多学者认为，他们过于强调了这种单方向性的投射过程，但是，我们也不能排除目标域A对于始源域B方向上的影响（参见王寅，2003c，2007a：478）。

转喻常被描写为同一概念域或ICM中整体（A）替代部分（B），或一个部分（B′）替代另一部分（B″），也可能是部分（B）替代整体（A）。毋庸赘言，这也是基于“AS认知方式”之上的一种认知方式。但是转喻中的替代方向比隐喻更为灵活，可能是A→B，也可能是B→A，还可能是B′←→B″。

2. 词义扩展

认知语言学认为，一个词语的多种意义主要是通过隐喻或/和转喻这两种认知方式来不断扩展的，所以能用以解释隐喻和转喻的“AS认知方式”同样可用来解释词语意义的扩展问题。

在这一扩展中，一个词语的本意可被视为A，从其延伸或派生出的意义可视为B，常见方向是从本义到派生义，或从动词意义派生出对应的名词意义等，即以A为基础延伸出B来，方向为A→B。但有时也有相反的情况，如英语构词法中的逆成构词法，就表现出一种与常规反向的扩展程序，即从B→A，如从名词television逆成动词televise，从名词belly-dancer逆成动词belly-dance等。这或许与生活体验的顺序有关。

一般说来，时间概念域B是空间概念域A的隐喻，即人们多用A来表示B，方向为A→B，但是我们也发现认知程序方向相反的例子，如英语中可用时间概念来表示空间概念，例如：

［3］three hours’drive

汉语也有类似的说法：

［4］A：从重庆到成都多远？


　　　B：开车三小时。


此时其认知方向则为B→A。

在词义扩展过程中，有时有明显的方向性，有时没有。前者如上例，又如hot表示“辣”显然是来自表示温度的“高”，从温度语义域A转移到了味觉语义域B，方向性很清楚；但是表示“热”的hot，我们则难以判断是先有：

［5］I am hot.

的说法，还是先有：

［6］The bread is hot.

的说法，也就是说，hot是先表示“人感到热”呢，还是先表示“物体发热”？还是两者同时？此时在A和B这两个意义之间难以断定延伸的方向性。

3. 范畴化

从亚里士多德到维特根斯坦的2，000多年间，学者们几乎都笃信经典范畴理论，认为范畴的特征是二分的，边界是清楚的，内部成员地位是相等的（Taylor，1989，2008）。显而易见，这一观点主要是基于形而上学之上的，不是根据经验事实得出的结论，明显具有先验论思想。

自从维特根斯坦提出“家族相似性”以来，一批学者，特别是Rosch经过大量的试验证明：经典范畴理论不具有普遍解释力，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原型范畴理论，认为大量的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必须用原型范畴理论才能做出更好的解释。他们认为范畴的属性不是二分的，经常是一个连续体；范畴的边界不是清楚的，而是模糊的，难以一切为二；范畴的内部成员地位不相等，有些成员是典型样本（中心成员）或接近典型样本，有些成员离典型样本较远，是范畴的边缘成分。人们常见的认知方式是通过范畴的原型A来识别范畴的边缘成分B，这也体现出两者之间的关系，B是在通过与A的对比认知中被识别出来的，这也是一种“AS认知方式”的运用（参见本章第二节）。

认知语法在处理范畴化时，常将A视为“标准（Standard）”，B视为须以A为参照的“目标（Target）”。在处理语法构式时，常将A视为“成分结构（Component Structure）”，将B视为“复体结构（Composite Structure）”，即以A为基础来认知和处理B。不言而喻，这些都可通过“AS认知方式”做出合理解释。

4. 识解

Langacker在1987年和1991年提出用“Image”或“Imagery”来解释语法，主要包括：详略度（Specificity）、背景（Background）、视角（Perspective）、辖域（Scope）、突显（Salience，Prominence）。后来他觉得这两个术语不好，很容易与心理学中的“意象”相混淆，就采用“Construe”和“Construal”来代替它们，国内语言学界多将其译为“识解”。

他所列述的识解的5项内容都与两两关系相关（参见Langacker，1987：42，170；王寅，2005a）：

（1）详略度是经过两两相比后才可做出的概括度区分；

（2）背景与前景也是在两两相比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两者之间存在一种相对的关系，这就是认知心理学和认知语言学中常述及的“图形—背景”问题；

（3）辖域涉及概念的范围，一个概念只有将其置于它的辖域之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某词语的语义也应当被置于整个框架中才能被有效和准确地理解；

（4）视角是人们认识事体的角度，以认知主体为参照点来观察和理解另一事体，即以认知主体和被识客体之间的相对关系为基准；

（5）人们的注意力对于某辖域中所含要素会有不同的聚焦情况，当注意力通过对比与选择后落在被聚焦的对象上时，它就会成为突显的事体，更为引人注目。

可见，“识解”所涉及的5项具体内容都与“AS认知方式”有关，它们都是基于概念两两之间的比拟作用下的思考和运用。

5. 概念整合

概念整合理论（Fauconnier，1985，1997；Fauconnier & Sweetser，1996；Fauconnier & Turner，1998，2002）是Fauconnier和Turner等认知语言学家在心智空间理论基础上提出的一种认知方式，指两个输入空间（Input Space）在类属空间（Generic Space）的统摄下，其中部分成员被选出、匹配和投射到融合空间（Blending Space），在这里它们就可被整合成一个复合概念。在这一融合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一些原来输入空间中所没有的概念成分，Fauconnier将其称为Emergent Structure，笔者主张将其译为“新创结构”。

这两个输入空间可被分别视为 A′和A″，它们被输入到融合空间B并经整合后就可能出现新概念，这就出现了“1＋1＞2”的现象，因为输入空间在两两整合过程中，并不像数学演算一样可将两者简单相加，而是要经过复杂的协调过程，结果就常会产生出原来输入空间中所没有的成分或意义。而且，由于输入情况和新创特征各不相同，这一协调和整合过程往往是不确定的，所以能产生的新义也是难以预测的。

隐喻和转喻也可视作心智空间的两种特例情况，或者说，我们也可用概念整合理论来解释隐喻和转喻（Lakoff & Johnson，1999：47；王寅，2003c），为什么信息差异较大的始源域和目标域被并置之后就能够被融合，而且还能产生出隐喻意义？设立“融合空间”这一术语之后就可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例如：

［7］That surgeon is a butcher.

我们知道，“外科大夫”与“屠夫”，这两个概念差异较大，无甚可比之处，且屠夫也有十分高明的，如庄子所论述的“庖丁解牛”就是一例。这两个差异较大的概念进入融合空间之后，经过比较和融合就可能发生“化学变化”，产生出原来两个输入空间中所没有的新义。正是“AS认知方式”才使得原来的两要素在比拟和整合过程中发生了“化学变化”，使得它俩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相似关系，因此概念整合理论比Lakoff & Johnson早期的概念隐喻理论更有解释力。我们也可以说，“AS认知方式”在运作过程中，可能会使得原来的两个（相差较远或不相干）成分要素在比拟和整合过程中发生化学变化，经过这一认知过程之后就出现了新创信息，此时，它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相似关系了。

6. 象征单位和语法构式

从上文论述可见，象征单位和构式这两者之间也是在两两关系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首先是“音位单位”和“语义单位”两者的结合，其后是两个或多个象征单位的整合而逐步形成了较大的语法构式，依此类推，其基本原理也与“AS认知方式”相关。

象征单位A和构式B的形成方向主要是通过A形成B，即A→B，也可用“AS认知方式”为其做出合理解释，参见下文。

7. 构式网络

很多学派都用到了“网络（Network）”这一术语来解释语法系统（或语言系统），构式语法理论也运用了这一分析方法，我们拟将这种网络称为“构式网络（Construction Network）”或叫“图式网络（Schema Network，Schematic Network）”，但又区别于其他学派。

我们认为当前可暂将词素和单词排除在外，这样就可大大减少构式的数量，便于理清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易于建立构式网络。在这个构式网络中，各构式以一定的方式结合成若干微系统。学者们一般用传承性（Inheritance）和层级性（Hierarchies）来描写构式网络的内部结构。

构式语法学家还认为，构式网络的建立所用认知能力与人们其他知识的获取没有什么差异，它也是人类一般认知能力和正常心理活动的结果，不存在什么分管语言的独立机制，如：构式网络中的图式化关系形成于人类认知活动中的体验能力和抽象能力，范畴化关系形成于比较能力和隐转喻能力，构式间组配关系形成于组合和整合能力，不同层次构式之间的传承关系形成于联想能力和识解能力。所以构式网络完全可用认知语言学所倡导的基本认知方式来做出统一解释（参见王寅，2007a：11—15）。

构式网络与具体语式之间的关系，就是Langacker和Taylor在认知语法中所说的“图式-例示（Schema-Instantiation）”之间的关系，这实际上就有点相当于索绪尔的“语言-言语”之间的二元区分。但是构式语法学家不同于索氏的是，前者并不像后者那样做二分后仅取其一作为研究对象，而是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做统一论述，且主张用“特许（License）”来连接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取代TG理论的“转换”。

我们现将Langacker和Taylor的有关观点（特别是“图式-例示”分析法）做一修补，改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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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4在图式前增加了一个虚线框A（此处用虚线不是表示它们不实在，而是意在区别于方框C），以表明图式性构式的来源，介于A与B之间的连线表示人类运用体验能力和抽象能力（或概括化能力），基于对具体语言单位的典型用法和高频出现的语式，将其概括为一个图式性构式，它就被固化（Entrench）并储存于构式网络系统（或语法知识系统、或语言知识系统）中，即图16.4中间的黑线框B中。

这个抽象图式也可能与类似相关构式由于紧密联系，形成一个“紧密相关的构式家族（a Family of Closely Related Constructions）”集合，相当于一个“局域网（Local Network）”，这就是黑框B中多个虚线小框的含义。当然了，一个具体语言表达式若从不同角度进行抽象，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这就是说，一个构式可能划归于多个构式家族之中，可与多个构式发生范畴化关系。

当人们获得这类图式性构式微系统或图式性局域网知识之后，还能通过范畴化能力（包括选用相关词语，进行对应连接等能力），运用“特许（License）原则”代入具体词语，从而形成若干例示性语言表达（即具体语式）。特许例示框C受制于图式概括框B（如“构式压制”即从此出），从它那里传承了很多相关信息。如WXDY构式就从黑线方框B中有选择性地传承了多个构式的属性和信息，并在传承过程中有所调变。这就是黑框B与方框C之间箭头的含义。在《上卷》的第六章第三节以及第九章第九节中也论述了构式之间的传承关系。

在将抽象图式实现为具体表达时，可能仅是一个简单例示，形成一个具有原型性的表达式，如图16.4中BC之间的实线部分所示；也可能要做部分调变，形成一个非原型性的表达式，即对原型用法的一种延伸（Extension）表达，如图16.4中BC间虚线部分所示，这也体现出Langacker和Taylor在论述这一问题上的具体观点（参见《上卷》第十四章图14.2中所画实线和虚线的区别）。

特许例示框C中的具体构式又可能反过来成为图式概括框B进行抽象加工的基础对象，当诸如“What’s the flying doing in my soup？”，“What’s Tom doing sleeping in my bed？”的用法反复出现之后，人们又会运用抽象能力概括出“WXDY构式”，作为一个语法知识点储存于构式网络之中。这就是图16.4中下方的C与A之间连线的含义。

据此可见，语言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揭示黑线方框B这个所谓“黑匣子（Black Box）”中的奥秘，在这一点上认知语言学与乔姆斯基学派没有分歧，都立足于心智角度研究语言，且都为曝光这个黑匣子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两者在哲学基础和心理学基础上存在原则性分歧，因此在心智的来源、表征的方法、研究的内容、得出的结论等方面存在一系列根本性差异。

构式语法学家也行进在认知语言学这一路线上，继承其基本理念和分析方法，继续深化该方向的认知研究，主张“以象征单位和语法构式为基点，以范畴化和图式化关系为原则”的思路来建立一种分析黑匣子B的全新语言理论，本书大部分论述和研究也意在解决图式概括框B中的表征问题，在《上卷》的第九章第八节中所论述的分类分层法等，第十五章所引介的构式语法框盒图等，都属此类表征方案，因此也就不再需要那些诸如生成、转换、形式化等一系列玄玄乎乎、呆板僵化的数学化描述方法了。

倘若细化这个图形，填入特定概念成分以及相关范畴类型，如在初始表达框A中填入诸如give一类的典型双宾动词表达式，在其黑线方框中填入双宾构式的图式性组织知识（参见第一章图1.1），在它的作用下就能特许产出若干具体的双宾语式。这就是Langacker（2009）所指出的，构式网络中包括：概念成分、范畴结构、语法组织以及对应连接，它们都可通过象征单位和语法构式得到合理描写，这些也可视为运用了“AS认知方式”的结果。

既然确定要用象征单位和语法构式来解释语法，语言就是由它们所建构而成的网络，那么剩下的任务就是要研究语言网络中象征单位和语法构式之间的关系，本书则在这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作为本书的结束章节，我们提出可尝试用“AS认知方式”（即两两相比）为出发点分两步来论述构式网络：象征单位之间的关系和构式之间的关系，它们的总和就是语言的构式网络，即黑框B的内部结构系统。

我们还认为，两两之间的“传承”关系还可用来解释隐喻、转喻、范畴化、概念整合理论等问题，通常是：

目标域从始源域传承有关信息，如隐喻理论；

代替者从被代替者传承了信息，如转喻理论；

派生性词义从本义传承了信息，如词义扩展；

边缘成分从标准原型传承信息，如范畴化理论；

融合空间从输入空间传承信息，如概念整合理论

等。但这种单方向的传承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即不是“不可逆转的（Irreversible）”，也可能会出现反方向或无方向性的传承现象，如上文所论述的词性和词义转换的逆向和无向的问题，以及转喻中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多向转换问题。

在概念整合理论中，常见现象是输入空间的信息向融合空间方向的映射，即融合空间从输入空间传承信息，但有时也会见到在融合空间中所产生的新创结构被映射回输入空间，或与原来的输入空间一起进行下一回合的输入和融合运作，例如：

［8］If Clinton were the Titanic，the iceberg would sink.

两个输入心智空间分别为Clinton和美国政治，若将Clinton比作Titanic，美国政治就可比作iceberg，经过融合空间运作后的结果，又可反过来用以解释美国政治，现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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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们也可用概念整合理论来解释合成词和逆成词，如belly-dancer，是分别由输入空间belly和dancer整合而成的，但它又与dancer一起作为下一回合的两个输入空间，重新融合逆成新的动词belly-dance，现以图表示如下（虚线表示第二回合的整合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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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AS认知方式与人本性

我们知道，英语语言文学有三大方向，其中的文学和翻译学，早已将后现代哲学思想（人本性、反传统、反基础、反理性、反中心、意义不确定等）融入本领域研究之中，而语言学因深受索绪尔和乔姆斯基理论的影响，迟迟未能步入后现代人文研究大潮。结构主义语言学将语言视为一个结构性封闭王国，排除人和社会的因素，实践着“关门打语言”的战略方针，无“人本性”可言，正是这种“语言结构内指论”转向才是索氏哥白尼革命意义之所在。TG学派虽提及了人、人的心智，但最终还是以客观主义哲学观，特别是笛卡尔的天赋观、二元论，以及现代“形式主义”为圭臬，再次创造了一个无视主体因素的“神话”。人所创造的、为人所用的语言，到头来其人本性却被他们无情阉割。不从后现代人文主义这个角度来深入探讨语言，何以能获得语言之真谛，又何谈理论之“充分性”。

认知语言学的登场终于结束了语言学研究相对滞后的局面，改变了人们的理论取向和方法论观念，力主将“人本性”融入语言研究之中，这才是认知语言学的历史意义之所在。其所一贯倡导的基本原理：

［9］现实——认知——语言


正反映了语言研究中的人本精神，语言是人们在对现实世界进行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的基础上形成的，语言象似观也就应运而生，语言表达方式必然象似于人们的认知方式，也在人的作用下，某种程度上象似于现实世界。我们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认识到象似性理论的意义之所在。本章所提出的“AS认识方式”完全符合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原理，突显了语言研究中的人本精神。所谓“AS”，皆人之所为，所谓“比较”，都因人而起。外部世界只有在人的比较作用下才能建立起特定的关系，语言表达正反映出人们概念化和识解世界的方式，因此“AS认知方式”也是语言象似性的重要基础。

第六节　结语

Fauconnier和Turner（2002：389—396）曾指出：双域整合（Double-scope Integration）是我们人类学习的重要途径、认知的创造方式、生存的必由之路、想象力之来源，我们直接生活于融合之中（We are living directly in the blend.）。从哺乳动物到灵长目动物，再到原始人类，祖先们一直在不断地发展着双域整合能力，他们一旦获得和掌握了双域整合能力，现代人类就诞生了。人类5万年的历史似乎就是双域概念整合的发展史，或者说，人类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或许就在于前者具有高度灵活的双域概念整合能力。

这一观点也得到我国古代经典《易经》的证实。《易经》始于阳爻和阴爻，根据郭沫若（殷旵、珍泉，2004）的考证，这两个爻就是模拟男女生殖器的符号，这当为“AS认知方式”的产物。祖先们认识到男女交欢结合可以孕育出新人，这两个爻的叠加也就能产生出新概念，这又是一次“AS认知方式”的实践。伏羲（约公元前28世纪）将它们两两相叠生成了四个卦，再分别叠加上一个阳爻或一个阴爻就形成了8个三画卦。周文王（公元前11世纪）再将8个三画卦两两摞起来，就产生了64个六画卦。根据各组配要素的相对位置和相互关系的比对，就可识解大量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心智现象，阐释众多的义理，并演绎出若干原创性思想。可见，64卦的生成过程就是两个爻或两个卦不断两两叠加和双域整合的过程，其间就可新创出很多意想不到的信息和“道”。这一过程似乎就预示着双域整合思想和“AS认知方式”的潜力之所在，也意味着我们祖先早就在尝试证明该认知方式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性，从而使得《易经》成为我国一部最古老的文化典籍，闪烁着古人深邃而又光辉的哲学思想。

从上文分析可见，“AS认知方式”包含着两两比拟、以此识彼、互相替代、双双融合、不断拓展的基本策略，通过某一语义域认识另一个语义域，用已有知识或经验来处理当前知识或经验，这是我们从小就有的、习以为常的一种最基本的认知能力，它来自我们的生活体验，且将伴随我们一生。因此，语言中的明喻表达看似简单，而其后所体现出的“AS认知方式”却发挥着巨大的元认知功能，不可忽视。

或许，这才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最根本的一种元认识方式，它有待于我们深入研究和继续挖掘。


[1]
 　我们主张用“事体”代替“事物”，因为后者常使人联想到具体的事物，而前者不仅包括具体的事物，还包含抽象的或不可见的其他内容。Langacker所用术语things、thingness是较为概括的概念，因此我们拟将这两个词分别译为“事体”和“事体性”。


[2]
 　此为我国古代哲人荀子《正名篇》中的语句。


[3]
 　亦有分为五种关系，其中“包含关系”可分为“上属关系”和“下属关系”两类。


[4]
 　荀子在《正名篇》中也论述到了“大共名”、“共名”，“大别名”、“别名”，这就涉及到了范畴内部“层级性”的问题，也是关于“上下义词”的问题，但不及西方逻辑学中对概念之间关系的论述详细。


[5]
 　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是一系列声音差异和一系列观念差异的结合，系统中各个成分之间存在着双项对立关系，语词的意义就来源于语言符号的差异性，也就是说，这种双项对立原则表现出的是一种差异关系，语义就是通过差异构成的，基于这种差异关系所形成的语义观可称为“差异论”。


[6]
 　如很多学者所提出的种种语言形成假说：啵啵说（感叹说）、咆哮说（拟声说）、叮咚说（声象说）、吆嘿嗬说（喘息说）等，都涉及模仿自身不由自主发出的声音或外物声响的问题，仅是在模仿的对象和方法上有所不同罢了。


[7]
 　即便如此，这种连续体观点有时仍旧还会遇到尴尬，如分句的某些意义成分究竟是属于谓项还是属于构式（Goldberg，1995）。可见，要能有效地将两者结合起来，彻底解决这类问题，尚需深入研究。


附录一　英语“AS X AS Y构式”总录（共586条）
[1]





	1. as alike as two peas in a pod
	非常相像，几乎一样



	2. as bad as the press
	非常坏



	3. as bald as a coot
	头顶光秃



	4. as bald as an egg
	头顶光秃



	5. as bare as the back of one’s hand
	一无所有



	6. as bare as the palm of one’s hand
	一无所有



	7. as big as a cabbage
	非常大，像洋白菜那样大



	8. as big as a cathedral
	非常大



	9. as big as life
	与真物一样大，栩栩如生



	10. as big as saucers
	眼睛瞪得像个盘子似的



	11. as big as you please
	无拘无束地



	12. as big as the earth
	非常大



	13. as bitter as gall
	像胆汁一样苦



	14. as bitter as wormwood
	非常苦



	15. as black as a bat
	极黑



	16. as black as a raven
	极黑



	17. as black as a sloe
	极黑



	18. as black as a stack of black cats
	极黑



	19. as black as coal
	煤黑、极黑



	20. as black as a crow
	极黑、漆黑、墨黑



	21. as black as ebony
	极黑



	22. as black as ink
	墨黑



	23. as black as jet
	极黑、漆黑



	24. as black as midnight
	极黑



	25. as black as my hat
	漆黑



	26. as black as Newgate
	极黑



	27. as black as one is painted
	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坏



	28. as black as night
	极黑



	29. as black as your hat
	漆黑



	30. as black as pitch
	漆黑



	31. as black as soot
	漆黑



	32. as black as the ace of spades
	非常黑



	33. as black as thunder
	非常生气



	34. as blind as a bat
	近乎全瞎



	35. as blind as a mole
	完全看不见



	36. as blind as an owl
	瞎透了



	37. as bold as a lion
	勇敢



	38. as bold as brass
	厚颜无耻



	39. as brave as a lion
	勇敢



	40. as bright as a button
	非常聪明



	41. as bright as silver
	十分明亮



	42. as bright as day
	很明亮



	43. as brisk as a bee
	轻捷如蜜蜂



	44. as brittle as glass
	很脆



	45. as broad as it is long
	半斤对八两



	46. as brown as a berry
	黝黑



	47. as busy as a bee
	繁忙



	48. as busy as Grand Central Station
	非常繁忙



	49. as calm as a millpond
	风平浪静



	50. as changeable as a weathercock
	反复无常



	51. as changeable as the moon
	反复无常



	52. as chaste as ice
	像冰一样坚贞



	53. as cheap as chips
	非常便宜



	54. as cheap as dirt
	非常便宜



	55. as cheerful as a lark
	非常高兴



	56. as chirpy as a cricket
	非常活泼



	57. as clean as a new pin
	极其清洁



	58. as clean as a new pen
	像新钢笔一样干净



	59. as clean as a whistle
	非常光滑清洁、清白无罪



	60. as clear as a bell
	非常清脆、清晰



	61. as clear as crystal
	清澈、明白



	62. as clear as day
	如同白昼一样明亮，显而易见



	63. as clear as daylight
	如同白昼一样明亮，显而易见



	64. as clear as glass
	非常明晰



	65. as clear as mud
	含糊不清



	66. as clear as noonday
	一清二楚



	67. as clear as （the sun at） noonday
	一清二楚



	68. as clever as a cartload of monkeys
	非常机智和狡猾



	69. as clever as paint
	非常机智，狡猾



	70. as clever as sin
	狡猾



	71. as close as a clam
	非常吝啬



	72. as close as an oyster
	守口如瓶



	73. as close as herrings
	挤得像木桶里的腌鲱鱼



	74. as close as wax
	吝啬的；守口如瓶的



	75. as cold as a frog
	冷冰冰的



	76. as cold as a stone
	冷得像石头一样



	77. as cold as charity
	非常冷



	78. as cold as a wagon tire
	非常冷



	79. as cold as ice
	冰冷



	80. as cold as marble
	摸上去非常冷，冷漠



	81. as cold as toad
	冷冰冰的



	82. as comfortable as an old shoe
	轻松，随和



	83. as common as an old shoe
	不摆架子，平易近人



	84. as common as dirt
	非常普遍，非常多而不值得珍视



	85. as common as muck
	非常普遍，非常多而不值得珍视



	86. as common as the hedge
	非常平常，极其平常



	87. as common as the highway
	非常平常，极其平常



	88. as cool as a cucumber
	非常冷静



	89. as coarse as neck-beef
	极其粗劣



	90. as crazy as a bedbug
	非常疯狂



	91. as crazy as a loon
	非常疯狂



	92. as crazy as a cow
	非常疯狂



	93. as crazy as a lion
	非常疯狂



	94. as crooked as a dog’s hind leg
	极不正派，极其不老实



	95. as cross as a bear
	脾气很坏



	96. as cross as a bear with a sore head
	脾气很坏



	97. as cross as two sticks
	脾气很坏



	98. as cunning as a fox
	非常狡猾



	99. as cute as a button
	（常指小孩）非常聪明活泼



	100. as daft as a brush
	愚蠢的，糊涂的



	101. as dark as a stack of black cats
	极黑



	102. as dark as midnight
	极黑



	103. as dark as night
	极黑



	104. as dark as pitch
	极黑



	105. as dead as a dodo
	彻底死了



	106. as dead as the dodo
	彻底死了



	107. as dead as a doornail
	完全死了



	108. as dead as a herring
	死定了，死僵了



	109. as dead as a salmon
	死定了，死僵了



	110. as dead as （Julius） Caesar
	死僵了



	111. as dead as coffin-nail
	完全死了



	112. as dead as mutton
	死僵了；过时



	113. as dead as Queen Anne
	早就过时了



	114. as deaf as a block
	极其聋，全聋



	115. as deaf as a door
	极其聋，全聋



	116. as deaf as a post
	极其聋，全聋



	117. as deaf as an adder
	极其聋，全聋



	118. as deaf as a stone
	极其聋，全聋



	119. as deep as a well
	高深莫测



	120. as different as day and night
	完全不同



	121. as different as chalk and cheese
	完全不同



	122. as different as chalk from cheese
	完全不同



	123. as drunk as a lord
	酩酊大醉



	124. as drunk as a newt
	酩酊大醉



	125. as dry as a biscuit
	非常干



	126. as dry as a bone
	非常干燥



	127. as dry as a chip
	非常干燥



	128. as dry as a mummy
	非常干燥



	129. as dry as a stick
	非常干燥



	130. as dry as dust
	非常干燥，易碎的



	131. as dry as excelsior
	干透了



	132. as dry as paper
	非常干



	133. as dry as sawdust
	非常干



	134. as dry as the Sahara
	像撒哈拉沙漠一样干燥



	135. as dull as ditch-water
	非常枯燥



	136. as dull as dishwater
	非常枯燥



	137. as dumb as a fish
	沉默无语



	138. as dumb as a wooden Indian
	非常愚蠢［以前美国烟草公司经常以木刻的印第安人做广告］



	139. as dumb as a statue
	沉默无语



	140. as dumb as an oyster
	很少讲话，沉默无语



	141. as early as blackbirds
	起床十分早



	142. as easy as ABC
	非常容易



	143. as easy as apple pie
	非常容易



	144. as easy as damn it
	非常容易



	145. as easy as duck soup
	非常容易



	146. as easy as falling off a log
	非常容易



	147. as easy as my eye
	非常容易



	148. as easy as pie
	非常容易



	149. as easy as shelling peas
	非常容易



	150. as easy as winking
	非常容易



	151. as excited as a child
	像小孩一样激动



	152. as exciting as the match
	像比赛一样刺激



	153. as fair as a lily
	美如百合



	154. as fair as a rose
	美如玫瑰



	155. as fallible as the theories
	像理论一样经常会出错



	156. as far as in one lies
	竭尽所能，尽力



	157. as far as one can see
	就某人的判断，在某人看来



	158. as far as our information goes
	就我们所掌握的材料看



	159. as far as sb. goes
	就某人而言



	160. as far as sth. goes
	就某事而言



	161. as far as the eye
	极目



	162. as far as the eye can reach
	极目，至地平线



	163. as fast as a hare
	非常快



	164. as fast as one’s legs can carry one
	拼命跑，飞快跑



	165. as fat as a pig
	肥胖



	166. as fat as butter
	肥胖
	



	167. as fat as a young thrush
	肥胖



	168. as fat as alderman
	大腹便便



	169. as fickle as fortune
	多变的，反复无常的



	170. as fierce as a tiger
	凶猛如虎



	171. as fine as silk
	柔软如丝，身体好



	172. as firm as a rock
	坚如磐石，可靠忠诚、身体健康



	173. as fit as a fiddle
	非常健康，精神好



	174. as fit as a flea
	非常健康，精神好



	175. as fit as a pudding for a friar’s mouth
	非常合适



	176. as flat as a board
	平坦如板



	177. as flat as a frying-pan
	很平的



	178. as flat as a pancake
	十分平坦



	179. as flat as flounder
	十分平坦



	180. as fleet as a deer
	敏捷如鹿



	181. as free as a bird
	来去自由



	182. as free as （the） air
	自由自在



	183. as fresh as a daisy
	精力充沛



	184. as fresh as a （new） paint
	精力充沛



	185. as fresh as a rose
	艳如玫瑰



	186. as fresh as an oyster
	精力充沛



	187. as full as a tick
	饱满的，酒足饭饱的，烂醉



	188. as full of gifts as a brazen
	吝啬，一毛不拔



	horse of farts



	189. as full of sth. as an egg is full of meat
	（头脑中）充满某物，尽是某物



	190. as full （of meat） as an egg
	内容十分丰富



	191. as funny as a crutch
	一点也不好玩



	192. as fuzzy as a hen with one chick
	像只有一只小鸡的老母鸡一样，在小事上瞎操心



	193. as gaudy as a peacock
	像孔雀一样过分花哨



	194. as gaudy as a butterfly
	像蝴蝶一样过分花哨



	195. as gay as a lark
	欢快无忧



	196. as gentle as a dove
	温柔平和，爱好和平



	197. as gentle as a lamb
	极其温和



	198. as good as a feast
	足够，充足



	199. as good as a headache
	毫无用处



	200. as good as a play
	极其有趣



	201. as good as a prophet at Nostradamus
	其义暧昧难以索解



	202. as good as a shoulder of mutton to a sick horse
	毫无价值



	203. as good as a wink to a blind horse
	没有作用



	204. as good as dead
	半死不活



	205. as good as gold
	十分可靠，信用如金



	206. as good as new
	完好如新



	207. as good as one’s promise
	可信赖的，诚实的



	208. as good as one’s word
	可信赖的，诚实的



	209. as good as pie
	非常好



	210. as good as the next man
	与大多数人一样好，一样能干



	211. as good as wheat
	好极了



	212. as good luck as had the cow that stuck herself with her own horn
	倒霉极了



	213. as graceful as a swan
	像天鹅一样优雅



	214. as grave as a judge
	非常严肃，板起面孔



	215. as greedy as a dog
	非常贪婪



	216. as greedy as a wolf
	非常贪婪



	217. as green as a gooseberry
	青绿的，初出茅庐



	218. as green as grass
	像草一样绿，无生活经验



	219. as gruff as a bear
	粗暴得像只熊



	220. as handsome as paint
	非常漂亮



	221. as handy as a pocket in a shirt
	非常方便



	222. as happy as a clam
	非常高兴



	223. as happy as a king
	非常快乐



	224. as happy as a pig in muck
	身居污秽而内心知足



	225. as happy as a sandboy
	高兴极了



	226. as happy as the day is long
	高兴极了



	227. as hard as a bone
	非常坚硬



	228. as hard as （a） flint
	不饶人的，铁石心肠
	



	229. as hard as a stone
	非常坚硬，铁石心肠



	230. as hard as iron
	非常坚硬，不屈服



	231. as hard as marble
	非常坚硬



	232. as hard as nails
	不为同情心所动，身体非常结实



	233. as hard as rock
	非常坚硬，不屈服



	234. as hard as steel
	刚强，坚强



	235. as hard as the nether millstone
	铁石心肠，冷酷无情



	236. as harmless as a dove
	全然无害，像鸽子一样和善



	237. as hasty as Hopkins
	像霍普金斯那样急促



	238. as healthy as a horse
	非常强壮



	239. as heavy as lead
	像铅一样重，非常沉重



	240. as helpless as a new-born baby
	像婴儿一样无力保护（照料）自己



	241. as high as a kite
	像风筝一样高飞



	242. as high as an elephant
	非常高



	243. as high as the sky
	非常高，喝醉了，麻醉了



	244. as hoarse as a crow
	非常沙哑



	245. as hoarse as an old crow
	非常沙哑



	246. as hoarse as a raven
	非常沙哑，非常刺耳



	247. as honest a man as ever broke bread
	非常老实，非常诚实



	248. as honest a man as ever lived by bread
	非常老实



	249. as honest a man as ever trod on earth
	非常老实



	250. as honest a man as when kings are not out
	狡猾，诡诈



	251. as honest as the day is long
	非常诚实



	252. as honest as the skin between his brows
	非常诚实



	253. as hot as fire
	像火一样热



	254. as hot as pepper
	火辣辣的



	255. as hungry as a bear
	非常饥饿



	256. as hungry as a hawk
	胃口很好，很想吃东西



	257. as hungry as a horse
	非常饥饿



	258. as hungry as a hunter
	胃口很好，很想吃东西



	259. as innocent as a babe
	非常天真



	260. as innocent as a lamb
	完全无罪，十分天真



	261. as innocent as the devil of two years old
	非常天真



	262. as jolly as a sandboy
	非常高兴



	263. as jolly as a sand boy
	非常高兴



	264. as keen as a hawk
	目光犀利



	265. as keen as a razor
	非常锋利，非常急智



	266. as keen as mustard
	极为关心，非常着迷



	267. as large as a cabbage
	非常大，像洋白菜那样大



	268. as large as life
	与真物一样大，栩栩如生



	269. as lean as a rake
	非常瘦小，骨瘦如柴



	270. as lean as an alley cat
	瘦小，瘦而刚健



	271. as light as a butterfly
	轻佻，轻浮



	272. as light as a feather
	轻如鸿毛



	273. as light as air
	无忧无虑的，没有烦恼的



	274. as light as thistledown
	轻如飞絮



	275. as like as an apple to an oyster
	像苹果和牡蛎一样截然不同



	276. as like as chalk and （to） cheese
	相貌相似而实质不同



	277. as like as one pot’s like another
	极相像



	278. as like sb. as if he had been spit out of his mouth
	和某人一模一样



	279. as like as two beans
	简直一模一样



	280. as like as two beans in a pot
	简直一模一样



	281. as like as two eggs
	毫无二致



	282. as like as two peas
	非常相像，几乎一样



	283. as like as two peas in a pod
	非常相像，几乎一样



	284. as like as York is to foul Sutton
	极不相像



	285. as lively as a cricket
	非常活泼



	286. （a face） as long as a fiddle
	拉长了脸，阴郁的脸



	287. as long as one’s arm
	长得要命，十分长



	288. as loose as a rope of sand
	极松散的



	289. as loud as thunder
	很响，声如雷鸣



	290. as lovely as she can be and live
	非常美丽



	291. as luminous as the sun
	阳光灿烂的



	292. as mad as an adder
	非常疯狂



	293. as mad as a hatter
	疯里疯气，古怪



	294. as mad as a hornet
	暴跳如雷



	295. as mad as a March hare
	发疯，发狂



	296. as mad as a wet hen
	非常生气



	297. as mad as hops
	非常生气



	298. as meek as a lamb
	非常恭顺



	299. as melancholy as a cat
	非常忧郁



	300. as merry as a cricket
	非常活泼



	301. as merry as a grig
	非常活泼



	302. as merry as a lark
	非常活泼



	303. as merry as a sand boy
	非常高兴



	304. as merry as the day is long
	非常快活



	305. as mild as a dove
	非常温和



	306. as mild as a lamb
	非常温和



	307. as mild as May
	非常温和



	308. as mild as milk
	非常温和



	309. as miserable as sin
	非常不幸，很不高兴



	310. as motionless as a status
	像雕塑一样静止的



	311. as much akin as Lenson hill to Pilsen pin
	毫不，并不



	312. as much as one can do
	尽最大努力



	313. as much as one can put in one’s eye
	什么也没有



	314. as much as one’s life is worth
	性命攸关，非常危险



	315. as much need of a wife as a dog of a side pocket
	老态龙钟身体衰落的男人



	316. as much use as a headache
	毫无用处



	317. as much as to say
	等于说



	318. as mute as a fish
	一声不响，默不作声



	319. as mute as a mouse
	一声不响，默不作声



	320. as mute as a mackerel
	一声不响，默不作声



	321. as mute as a poker
	一声不响，默不作声



	322. as naked as a jaybird
	裸体的



	323. as naked as I was born
	一丝不挂，赤身裸体



	324. as near as a toucher
	九死一生，侥幸脱险



	325. as near as dammit
	非常接近



	326. as near as kiss your hand
	几乎



	327. as near as makes no difference
	非常接近于



	328. as near as no matter
	极为接近



	329. as neat as a bandbox
	极其整洁



	330. as neat as a new pin
	极其整洁



	331. as neat as nine-pence
	极其整洁



	332. as neat as wax
	极其整洁



	333. as one shall see on a neat as nine-pence
	极其整洁



	334. as nervous as a cat
	害怕的，易受惊吓的



	335. as nervous as a kitten
	害怕的，易受惊吓的



	336. as （nice a person） as one shall see in a summer’s day
	难得见到的好人



	337. as （nice a person） as one shall see on a summer’s day
	难得见到的好人



	338. as nice as a nanny-hen
	矫揉造作



	339. as nice as pie
	很好



	340. as nimble as a squirrel
	像松鼠那样敏捷



	341. as numberless as the sands
	像沙一样数不尽



	342. as numberless as stars
	像星一样数不尽



	343. as nutty as a fruitcake
	发疯的，神经兮兮的



	344. as obstinate as a mule
	像骡子一样固执



	345. as old as Adam
	很久以前的



	346. as old as Methuselah（贬义）
	非常老（Methuselah是《圣经》中以诺之子，享年969岁）



	347. as old as my tongue，and little older than my teeth
	（戏答对年龄的询问）与我的舌头一样大，比我的牙齿大一点



	348. as old as the hills
	很久以前的



	349. as old as the history
	非常久远



	350. as old as time
	非常古老



	351. as old as the world
	非常久远



	352. as open as the day
	光明磊落，心胸开阔



	353. as pale as a ghost
	面色苍白



	354. as pale as ashes
	面色苍白



	355. as pale as death
	面色苍白



	356. as patient as Job
	像约伯一样能忍耐



	357. as pissed as a newt
	酩酊大醉



	358. as plain as a pikestaff
	极为明显，非常清楚



	359. as plain as a packsaddle
	极为明显，非常清楚



	360. as plain as day
	如同白昼明亮、显而易见



	361. as plain as daylight
	如同白昼明亮、显而易见



	362. as plain as print
	极其明显，显而易见



	363. as plain as Salisbury
	极其明显，显而易见



	364. as plain as the nose in/on your face
	显而易见



	365. as plain as way to parish church
	显而易见



	366. as plain as （the sun at） noonday
	显而易见



	367. as playful as a kitten
	像小猫一样欢快



	368. as pleased as Punch
	非常开心（Punch为英国民间木偶戏中的滑稽角色）



	369. as plentiful as blackberries
	多得像黑莓一样多



	370. as plump as a partridge
	肥得像一只鹧鸪



	371. as poor as a church
	非常贫穷



	372. 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
	一贫如洗



	373. as poor as Job
	穷得像约伯一样



	374. as poor as Job’s turkey
	贫穷至极



	375. as poor as Lazarus
	极端贫穷（Lazarus是《圣经》中提到的乞丐）



	376. as powerful as the sun
	像太阳一般的威力



	377. as pretty as a picture
	很好看



	378. as pretty as paint
	非常漂亮



	379. as prickly as a hedgehog
	极易生气



	380. as proud as a peacock
	非常高傲



	381. as proud as Lucifer
	狂妄自大（为撒旦堕落之前的名字）



	382. as proud as Punch
	非常骄傲



	383. as pure as the driven snow
	非常纯洁



	384. as quick as a flash
	快如闪电



	385. as quick as greased lightning
	非常快



	386. as quick as lightning
	快如闪电



	387. as quick as look at him
	随时，一有机会就



	388. as quick as look at you
	随时，一有机会就



	389. as quick as thought
	极快地，一闪而过地



	390. as quick as wink
	一眨眼功夫



	391. as quiet as a lamb
	非常安静



	392. as quiet as a mouse
	静悄悄的



	393. as quiet as a wasp in one’s nose
	忐忑不安



	394. as quiet as the grave
	安静，寂静



	395. as quiet as the tomb
	安静，激进



	396. as red as a beetroot
	（由于害羞或尴尬）脸红



	397. as red as a cherry
	脸色绯红



	398. as red as a rose
	像玫瑰花一样红



	399. as red as a lobster
	红得像龙虾



	400. as red as a turkey-cock
	（因愤怒）脸红



	401. as red as blood
	血红



	402. as red as fire
	火红



	403. as regular as clockwork
	极其有规律的



	404. as rich as Croesus
	非常富有（Croesus为吕底亚的末代国王，聚敛了大量财富）



	405. as rich as a Jew
	非常富有



	406. as right as a trivet
	安全稳妥，健康舒适



	407. as right as my glover
	完全准确



	408. as right as my leg
	完全准确



	409. as right as nails
	非常健康



	410. as right as ninepence
	身体极佳，情绪高昂，丝毫不差，完全正确



	411. as right as rain
	健康的，身体正常



	412. as ripe as a cherry
	十分成熟



	413. as round as a ball
	圆得像球似的



	414. as round as an orange
	十分圆的



	415. as round as saucers
	惊奇地睁大眼睛盯着看



	416. as safe as a house
	非常安全



	417. as safe as houses
	非常安全



	418. as safe as a herring
	非常安全



	419. as salt as a herring
	咸得像腌咸鲱鱼



	420. as scarce as hen’s teeth
	像母鸡的牙齿一样稀有



	421. as scared as a rabbit
	吓得要死



	422. as secret as the grave
	绝对秘密



	423. as sharp as a marble
	十分枯燥无味



	424. as sharp as a needle
	非常敏锐



	425. as sharp as a razor
	非常尖锐



	426. as sharp as a tack
	非常尖锐



	427. as sick as a cat
	呕吐



	428. as sick as a dog
	大量呕吐



	429. as sick as a parrot
	像鹦鹉学舌般令人可恶



	430. as sick as mud
	非常烦恼



	431. as silent as a mouse
	非常安静



	432. as silent as the dead
	死静死静的



	433. as silent as the grave
	非常安静



	434. as silly as a goose
	蠢得像鹅



	435. as slick as a whistle
	干干净净，身体非常好，彻底地，毫不费力地



	436. as slick as nothing at all
	一瞬之间



	437. as slippery as an eel
	滑头的，不可信赖的



	438. as slim as a reed
	像芦苇一样纤弱



	439. as slow as a snail
	慢得像蜗牛



	440. as slow as a tortoise
	慢得像乌龟



	441. as slow as molasses
	慢得像蜗牛



	442. as smart as a fox
	非常聪明



	443. as smart as a new pin
	极其整洁



	444. as smart as paint
	漂亮，机灵，聪明



	445. as smart as a steel trap
	非常精明泼辣



	446. as smooth as a baby’s bottom
	柔软而光滑



	447. as smooth as a billiard-ball
	非常光滑



	448. as smooth as a billiard-table
	非常光滑



	449. as smooth as a pebble
	非常光滑



	450. as smooth as butter
	非常平滑



	451. as smooth as glass
	非常光滑



	452. as smooth as a mill-pond
	非常平静



	453. as smooth as velvet
	非常柔软



	454. as snug as a bug in a rug
	非常舒适，极其安逸



	455. as sober as a judge
	一点没醉，非常清醒



	456. as soft as a baby’s bottom
	非常柔软和平滑



	457. as soft as butter
	非常柔软



	458. as soft as down
	非常柔软



	459. as solemn as an owl
	非常严肃



	460. as solid as a rock
	坚如磐石，可靠忠诚、身体健康



	461. as soon as look at sb.
	很快地，随时随地，轻而易举地



	462. as sound as a bell
	完美无缺，十分健康



	463. as sour as vinegar
	味道非常酸，脾气极坏



	464. as steady as a rock
	坚如磐石，可靠忠诚、身体健康



	465. as stiff as a board
	非常坚硬，生硬



	466. as stiff as a poker
	非常生硬、呆板



	467. as stiff as a ramrod
	非常坚硬，生硬



	468. as stiff as a post
	非常坚硬，生硬



	469. as still as a statue
	静止不动，默不作声



	470. as still as death
	沉寂，毫无动静



	471. as still as a mouse
	非常安静



	472. as still as a poker
	非常安静



	473. as still as the grave
	安静，寂静



	474. as still as the tomb
	安静，寂静



	475. as straight as a die
	笔直的，不拐弯的



	476. as straight as a poker
	非常坚硬，生硬



	477. as straight as a ramrod
	非常坚硬，生硬



	478. as straight as an arrow
	像箭一样直射，笔直的，快捷的



	479. as strong as a bull
	非常强壮



	480. as strong as brandy
	强壮有力



	481. as strong as a horse
	非常健壮



	482. as strong as a lion
	非常健壮



	483. as strong as an ox
	强壮如牛



	484. as stubborn as a donkey
	像驴一样固执



	485. as stubborn as a mule
	像骡子一样固执



	486. as stupid as an owl
	非常笨，笨极了



	487. as sulky as a bear
	脾气极坏



	488. as stupid as a goose
	蠢得像鹅



	489. as sure as a gun
	的的确确，千真万确



	490. as sure as death
	必然发生，不可避免



	491. as sure as eggs is eggs
	一定，无疑



	492. as sure as fate
	的的确确，一定要发生



	493. as sure as little apples
	必然，一定



	494. as sure as （God made） little apples
	必然，一定



	495. as sure as I’m a living man
	确实无疑



	496. as sure as nails
	确实无疑



	497. as sure as one is standing here
	毫无疑问



	498. as sure as one lives
	决然，必定



	499. as sure as one sits here
	决然，必定



	500. as sure as one sits there
	决然，必定



	501. as sure as one stands
	决然，必定



	502. as sure as there’s snakes in Virginny
	千真万确，确实



	503. as surly as a bear
	脾气极坏



	504. as surly as butcher’s dog
	怒气的，无礼的



	505. as sweet as honey
	非常甜蜜



	506. as swift as an arrow
	快如飞箭，风驰电掣



	507. as swift as lightning
	快如闪电



	508. as tall as a maypole
	个子非常高



	509. as tall as a steeple
	个子非常高



	510. as tame as a cat
	非常顺服



	511. as tame as a chicken
	像小鸡一样顺服



	512. as tame as a child
	非常顺从



	513. as tender as a chicken
	非常顺从



	514. as thick as hail
	密如雨点般的，纷至沓来



	515. as thick as herrings
	非常紧密



	516. as thick as hops
	多得不得了，有的是
	



	517. as thick as huckleberries
	多得不得了，有的是



	518. as thick as pea soup
	非常稠（常用来描写“雾”）



	519. as thick as thieves
	亲密无间，交情甚浓



	520. as thick as two short planks
	非常愚蠢



	521. as thick skinned as an elephant
	感觉迟钝，不听人劝



	522. as thin as a lath
	骨瘦如柴



	523. as thin as a rail
	骨瘦如柴



	524. as thin as a rake
	骨瘦如柴



	525. as thin as a thread-paper
	骨瘦如柴



	526. as thin as a wafer
	极薄的



	527. as thin as a whipping-post
	骨瘦如柴



	528. as tight as a drum
	非常吝啬，一毛不拔



	529. as tight as a tick
	烂醉如泥



	530. as tight as Dick’s hatband
	非常紧固



	531. as timid as a hare
	胆小如鼠（兔）



	532. as timid as a rabbit
	胆小如鼠（兔）



	533. as timid as a mouse
	胆小如鼠（兔）



	534. as tough as leather
	像皮带一样咬不动的，身体健壮，经得起批判



	535. as tough as nails
	不为同情心所动，健康强壮



	536. as tough as old boots
	非常健壮



	537. as tough as whitleather
	极其坚韧



	538. as tricky as a monkey
	像猴子一样诡计多端



	539. as true as a die
	绝对真实



	540. as true as Coventry blue
	非常忠实可靠



	541. as true as steel
	非常忠实可靠



	542. as true as flint
	非常忠实可靠



	543. as true as needle to the pole
	像指南针一样可靠



	544. as true as touch
	绝对真实，非常可靠



	545. as ugly as a scarecrow
	难看极了，像个丑八怪



	546. as ugly as a toad
	难看极了，像个丑八怪



	547. as ugly as sin
	极其丑陋，特别难看



	548. as unstable as water
	像水一样不稳定，变化无常



	549. as vain as a peacock
	非常自负、傲慢



	550. as valiant as an Essex lion
	像小牛那般勇敢



	551. as varied as the people
	像人一样多样化（人各有志；变化无常）



	552. as wanton as a calf with two dams
	左右逢源



	553. as warm as a toast
	暖烘烘的，非常暖和



	554. as watchful as a hawk
	像鹰一样注视着



	555. as weak as a cat
	非常虚弱，无力



	556. as weak as a kitten
	虚弱



	557. as weak as water
	非常虚弱，无力



	558. as welcome as a storm
	不受欢迎



	559. as welcome as snow in harvest
	不受欢迎



	560. as welcome as water in a leaking ship
	不受欢迎



	561. as welcome as（the）flowers in May
	非常受欢迎，极合时宜



	562. as welcome as（the）flowers in spring
	非常受欢迎，极合时宜



	563. as well be hanged for a sheep as（for）a lamb
	偷大羊偷小羊反正都是绞刑，一不做，二不休



	564. as well do sth. as do sth. else
	做某事不明智，同样无益



	565. as well as the next man
	和其他人做得同样好，不比别人差



	566. as well as the next person
	和其他人做得同样好，不比别人差



	567. as well-known as Paul’s
	声名狼藉



	568. as wet as a drowned rat
	浑身湿透，犹如落汤鸡



	569. as white as a cloth
	面色苍白



	570. as white as a ghost
	面色苍白



	571. as white as a sheet
	面色苍白



	572. as white as chalk
	面色苍白



	573. as white as driven snow
	非常白



	574. as white as milk
	极白，雪白



	575. as white as snow
	雪白，洁白



	576. as white as whale-bone
	白如鲸骨



	577. as white as wool
	（脸色）苍白



	578. as wide as the poles apart
	相距甚远，截然相反



	579. as wide as the poles asunder
	相距甚远，截然相反



	580. as wise as an owl
	非常聪明的，非常博学的



	581. as wise as Doctor Doddypoll
	一点儿也不聪明



	582. as wise as Solomon
	非常聪明



	583. as witness sb.’s poverty as his poverty proves
	某人的贫困足以证明



	584. as yellow as a crow’s foot
	（皮肤）黄如鸦足



	585. as yellow as a guinea
	（因病或气候）发黄的



	586. as yellow as gold
	黄得像金子









其他常用as ... as表达式




	1. as ... as possible
	可填入soon，quick，fast，slow 等



	2. as ... as one can



	3. as ... as the sun shines on
	世界上最……，世界上最罕见的



	4. as ... as hell
	as black as hell 极黑、漆黑

as cold as hell冷得要命

as sure as hell肯定无疑，必定

as touchy as hell过于敏感 （touchy可替换为：bad-tempered，angry，grumpy，mean，stingy，tight，uncomfortable等）



	5. as far as ... is concerned
	可填sb.、sth.、that等，意为：就某人、某事、此事而言



	6. as pleased，etc. as anything
	无比高兴



	7. as big，etc. as they come
	非常，极



	8. as clever，etc. as they make them
	非常聪明





[1]
 　感谢我的研究生梁亮帮我调查了部分语料。


附录二　汉语明喻成语总录（共969条）

1. 如椽大笔

2. 如臂使指

3. 如不胜衣

4. 如操左券

5. 如潮涌至

6. 如持左券

7. 如出一口

8. 如出一辙

9. 如此而已

10. 如此这般

11. 如蹈水火

12. 如蹈汤火

13. 如登春台

14. 如堕五里雾中

15. 如堕烟海

16. 如堕烟雾

17. 如风过耳

18. 如鲠在喉

19. 如虎得翼

20. 如虎傅翼

21. 如虎生翼

22. 如虎添翼

23. 如火燎原

24. 如获石田

25. 如获至宝

26. 如获至珍

27. 如痴如呆

28. 如痴如狂

29. 如痴如梦

30. 如痴如醉

31. 如痴似醉

32. 如花似朵

33. 如花似锦

34. 如花似玉

35. 如花似月

36. 如火如荼

37. 如椽之笔

38. 如饥如渴

39. 如饥似渴

40. 如见肝肺

41. 如箭在弦

42. 如胶如漆

43. 如胶似漆

44. 如胶投漆

45. 如嚼鸡肋

46. 如渴如饥

47. 如狼牧羊

48. 如狼如虎

49. 如狼似虎

50. 如雷贯耳

51. 如雷灌耳

52. 如临大敌

53. 如临深谷

54. 如临深渊

55. 如龙似虎

56. 如履薄冰

57. 如履平地

58. 如履如临

59. 如芒刺背

60. 如梦初觉

61. 如梦初醒

62. 如梦方醒

63. 如梦如醉

64. 如鸟兽散

65. 如牛负重

66. 如泣草芥

67. 如泣如诉

68. 如切如磋

69. 如泉赴壑

70.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71. 如日方升

72. 如日方中

73. 如日中天

74. 如入无人之境

75. 如丧考妣

76. 如山压卵

77. 如石投水

78. 如拾地芥

79. 如是我闻

80. 如释重负

81. 如手如足

82. 如数家珍

83. 如水赴壑

84. 如水投石

85. 如碎如狂

86. 如汤灌雪

87. 如汤浇雪

88. 如汤泼雪

89. 如汤沃雪

90. 如天之福

91. 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92. 如无其事

93. 如兄如弟

94. 如埙如箎

95. 如蚁赴膻

96. 如蚁慕膻

97. 如饮醍醐

98. 如应斯响

99. 如蝇逐臭

100. 如影随形

101. 如有所失

102. 如鱼得水

103. 如鱼离水

104. 如鱼似水

105. 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106. 如运诸掌

107. 如振落叶

108. 如指诸掌

109. 如锥画沙

110. 如醉初醒

111. 如醉方醒

112. 如醉如痴

113. 如醉如狂

114. 如醉如梦

115. 如左右手

116. 如坐春风

117. 如坐云雾

118. 如坐针毡

119. 如解倒悬

120. 如芒在背

121. 如烹小鲜

122. 如弃敝屣

123. 爱如己出

124. 爱如珍宝

125. 安如磐石

126. 安如泰山

127. 辨如悬河

128. 炳如观火

129. 炳如日星

130. 不如归去

131. 车如流水马如龙

132. 疢如疾首

133. 齿如编贝

134. 齿如含贝

135. 齿如瓠犀

136. 齿如齐贝

137. 唇如激丹

138. 蠢如鹿豸

139. 呆如木鸡

140. 胆如斗大

141. 滴如车轴

142. 动如参商

143. 动如雷霆

144. 动如脱兔

145. 洞如观火

146. 多如牛毛

147. 奉如神明

148. 肤如凝脂

149. 福如东海

150. 福如山岳

151. 诟如不闻

152. 果如其言

153. 果如所料

154. 汗如雨下

155. 浩如烟海

156. 和如琴瑟

157. 恨如芳草

158. 恨如头醋

159. 华如桃李

160. 焕如冰释

161. 恍如隔世

162. 恍如梦境

163. 恍如梦寐

164. 急如风火

165. 急如星火

166. 急如风，徐如林

167. 疾如雷电

168. 疾如旋踵

169. 坚如磐石

170. 皎如日星

171. 敬如上宾

172. 静如处女，动如脱兔

173. 举如鸿毛，取如拾遗

174. 口若悬河

175. 烂如指掌

176. 傫如丧狗

177. 泪如泉滴

178. 泪如泉涌

179. 泪如雨下

180. 量如江海

181. 燎如观火

182. 了如观火

183. 了如指掌

184. 凛如霜雪

185. 马如流水

186. 马如游龙

187. 马如游鱼

188. 美如冠玉

189. 面如方田

190. 面如傅粉

191. 面如冠玉

192. 面如灰土

193. 面如满月

194. 面如凝脂

195. 面如死灰

196. 面如土色

197. 邈如旷世

198. 明如指掌

199. 谋如涌泉

200. 穆如清风

201. 难如登天

202. 飘如游云

203. 裒如充耳

204. 弃如敝屣

205. 亲如骨肉

206. 亲如手足

207. 轻如鸿毛

208. 色如死灰

209. 声如洪钟

210. 矢如雨集

211. 矢如雨下

212. 势如劈竹

213. 势如破竹

214. 势如水火

215. 视如敝屐

216. 视如敝屣

217. 视如草芥

218. 视如粪土

219. 视如寇仇

220. 视如陌路

221. 视如土芥

222. 视如畏途

223. 视如珍宝

224. 室如县罄

225. 室如悬磐

226. 室如悬磬

227. 守如处女，出如脱兔

228. 思如涌泉

229. 退如山移

230. 危如朝露

231. 危如累卵

232. 味如鸡肋

233. 味如嚼蜡

234. 文如其人

235. 稳如泰山

236. 屋如七星

237. 心如刀剉

238. 心如刀挫

239. 心如刀割

240. 心如刀绞

241. 心如刀搅

242. 心如刀锯

243. 心如槁木

244. 心如古井

245. 心如寒灰

246. 心如火焚

247. 心如坚石

248. 心如金石

249. 心如木石

250. 心如死灰

251. 心如铁石

252. 心如悬旌

253. 心如止水

254. 兴如嚼蜡

255. 行如禽兽

256. 褎如充耳

257. 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258. 学如登山

259. 学如穿井

260. 艳如桃李

261. 艳如桃李，冷若冰霜

262. 杳如黄鹤

263. 一如既往

264. 易如翻掌

265. 易如反掌

266. 易如破竹

267. 易如拾芥

268. 昭如日星

269. 昭如日月

270. 诸如此比

271. 诸如此类

272. 诸如此例

273. 作如是观

274. 哀思如潮

275. 爱才如渴

276. 爱才如命

277. 爱财如命

278. 爱国如家

279. 爱民如子

280. 爱钱如命

281. 爱者如宝

282. 爱之如宝

283. 安堵如常

284. 安堵如故

285. 安然如故

286. 安适如常

287. 按堵如故

288. 案堵如故

289. 白首如新

290. 白首如新，倾盖如故

291. 白头如新

292. 白头如新，倾盖如故

293. 百喙如一

294. 暴跳如雷

295. 暴躁如雷

296. 爆跳如雷

297. 奔走如市

298. 鼻息如雷

299. 笔大如椽

300. 笔翰如流

301. 碧草如茵

302. 碧空如洗

303. 变化如神

304. 表里如一

305. 宾客如云

306. 宾来如归

307. 宾入如归

308. 宾至如归

309. 兵败如山倒

310. 病来如山倒

311. 病去如抽丝

312. 不断如带

313. 不绝如带

314. 不绝如发

315. 不绝如缕

316. 不绝如线

317. 步履如飞

318. 才大如海

319. 苍髯如戟

320. 车马如龙

321. 臣门如市

322. 臣心如水

323. 澄江如练

324. 齿剑如归

325. 赤贫如洗

326. 愁绪如麻

327. 酬应如流

328. 出门如宾

329. 触目如故

330. 吹气如兰

331. 春光如海

332. 春山如笑

333. 春雨如油

334. 从恶如崩

335. 从谏如流

336. 从令如流

337. 从善如登

338.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

339. 从善如流

340. 从者如云

341. 寸心如割

342. 答问如流

343. 大笔如椽

344. 大雨如注

345. 大智如愚

346. 丹心如故

347. 胆大如斗

348. 胆小如豆

349. 胆小如鼠

350. 胆小如鼷

351. 但愿如此

352. 倒背如流

353. 得婿如龙

354. 得輶如毛

355. 德全如醉

356. 德輶如毛

357. 德輶如羽

358. 簟纹如水

359. 鼎镬如饴

360. 冬山如睡

361. 度日如年

362. 度日如岁

363. 断决如流

364. 断事如神

365. 堆积如山

366. 堆集如山

367. 对答如流

368. 恩德如山

369. 恩重如山

370. 防意如城

371. 飞箭如蝗

372. 肺肝如见

373. 纷乱如麻

374. 风雨如晦

375.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376. 风雨如盘

377. 风雨如磐

378. 奉公如法

379. 复旧如初

380. 复旧如新

381. 赴险如夷

382. 甘死如饴

383. 甘心如芥

384. 甘之如芥

385. 甘之如饴

386. 隔行如隔山

387. 骨瘦如柴

388. 骨瘦如豺

389. 观者如堵

390. 观者如垛

391. 观者如市

392. 观者如云

393. 观者如织

394. 官场如戏

395. 官法如炉

396. 冠盖如云

397. 光阴如箭

398. 归心如箭

399. 归之如市

400. 果然如此

401. 鼾声如雷

402. 汗出如渖

403. 汗下如流

404. 好语如珠

405. 号令如山

406. 侯门如海

407. 化驰如神

408. 欢声如雷

409. 焕然如新

410. 挥汗如雨

411. 挥金如土

412. 讳莫如深

413. 机变如神

414. 积甲如山

415. 急急如律令

416. 疾恶如仇

417. 疾恶如雠

418. 疾恶如风

419. 疾之如仇

420. 嫉恶如仇

421. 嫉贪如仇

422. 嫉贪如雠

423. 祭神如神在

424. 家贫如洗

425. 健步如飞

426. 谏争如流

427. 江山如故

428. 江山如画

429. 今不如昔

430. 谨终如始

431. 敬之如宾

432. 举步如飞

433. 决断如流

434. 军令如山

435. 磕头如捣

436. 磕头如捣蒜

437. 空空如也

438. 枯瘦如柴

439. 烂醉如泥

440. 泪下如雨

441. 累累如珠

442. 理应如此

443. 历历如绘

444. 两鬓如霜

445. 料敌如神

446. 料事如神

447. 临难如归

448. 令行如流

449. 履险如夷

450. 绿草如茵

451. 珞珞如石

452. 落纸如飞

453. 眉目如画

454. 眉眼如画

455. 门庭如市

456. 猛士如云

457. 面色如土

458. 妙策如神

459. 妙语如珠

460. 庙算如神

461. 摩肩如云

462. 谋臣如雨

463. 目光如豆

464. 目光如镜

465. 目光如炬

466. 目光如鼠

467. 纳谏如流

468. 囊空如洗

469. 囊匣如洗

470. 惄焉如捣

471. 咆哮如雷

472. 剖决如流

473. 齐整如一

474. 齐应如响

475. 气喘如牛

476. 气壮如牛

477. 气涌如山

478. 弃之如敝屐

479. 弃之如敝屣

480. 泣涕如雨

481. 泣下如雨

482. 巧舌如簧

483. 巧言如簧

484. 倾盖如故

485. 清贫如洗

486. 求贤如渴

487. 趋之如鹜

488. 人生如朝暮

489. 人生如风灯

490. 人生如寄

491. 人生如梦

492. 人心如镜

493. 人心如面

494. 日夜如梭

495. 日月如箭

496. 日月如流

497. 日月如梭

498. 色胆如天

499. 杀人如草

500. 杀人如蒿

501. 杀人如麻

502. 杀人如爇

503. 杀人如艺

504. 韶华如驶

505. 舌锋如火

506. 身贫如洗

507. 慎终如始

508. 生不如死

509. 胜友如云

510. 食古如鲠

511. 始终如一

512. 视财如命

513. 视丹如绿

514. 视民如伤

515. 视民如子

516. 视人如伤

517. 视人如子

518. 视日如年

519. 视死如归

520. 视死如生

521. 视死如饴

522. 视下如伤

523. 视险如夷

524. 逝者如斯

525. 守口如瓶

526. 守身如玉

527. 瘦骨如柴

528. 思贤如渴

529. 似漆如胶

530. 似水如鱼

531. 似玉如花

532. 似醉如痴

533. 岁月如流

534. 谈辞如云

535. 谈吐如流

536. 坦荡如砥

537. 涕零如雨

538. 铁案如山

539. 铁证如山

540. 宛然如生

541. 畏敌如虎

542. 我心如秤

543. 无论如何

544. 吾膝如铁

545. 五内如焚

546. 惜财如命

547. 惜墨如金

548. 惜字如金

549. 下笔如神

550. 相待如宾

551. 相敬如宾

552. 相庄如宾

553. 削铁如泥

554. 心急如焚

555. 心急如火

556. 心焦如焚

557. 心焦如火

558. 心口如一

559. 心乱如麻

560. 心细如发

561. 心绪如麻

562. 心焉如割

563. 行步如飞

564. 性烈如火

565. 须髯如戟

566. 栩栩如生

567. 轩盖如云

568. 血流如注

569. 一败如水

570. 一寒如此

571. 一见如故

572. 一见如旧

573. 一接如旧

574. 一廉如水

575. 一面如旧

576. 一贫如洗

577. 一钱如命

578. 一清如水

579. 一文如命

580. 依然如故

581. 亦复如是

582. 音容如在

583. 应答如流

584. 应答如响

585. 应对如流

586. 应对如响

587. 用兵如神

588. 忧心如捣

589. 忧心如焚

590. 有眼如盲

591. 运斤如风

592. 杖莫如信

593. 整旧如新

594. 执法如山

595. 始终如一

596. 众口如一

597. 众心如城

598. 㔉玉如泥

599. 百动不如一静

600. 百闻不如一见

601. 百星不如一月

602. 表壮不如里壮

603. 表壮不如理壮

604. 传闻不如亲见

605. 耳闻不如面见

606. 耳闻不如目见

607. 耳闻不如眼见

608. 方斯蔑如

609. 粪土不如

610. 恭敬不如从命

611. 狗彘不如

612. 好死不如恶活

613. 救寒莫如重裘

614. 千闻不如一见

615. 禽兽不如

616. 请将不如激将

617. 求人不如求己

618. 生子当如孙仲谋

619. 使功不如使过

620. 闻名不如见面

621. 一代不如一代

622. 一动不如一静

623. 一蟹不如一蟹

624. 远亲不如近邻

625. 猪狗不如

626. 自愧不如

627. 自愧弗如

628.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629. 多一事不如省一事

630. 尽信书不如无书

631. 过江名士多如鲫

632. 君子之交淡如水

633.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634. 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

635. 千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

636. 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

637. 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

638. 鸷鸟累百，不如一鹗

639. 时光似箭，日月如梭

640.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641. 如有所失

642. 似有如无

643.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644. 若崩厥角

645. 若不胜衣

646. 若存若亡

647. 若合符节

648. 若即若离

649. 若离若即

650. 若卵投石

651. 若昧平生

652. 若明若暗

653. 若明若昧

654. 若烹小鲜

655. 若丧考妣

656. 若涉渊冰

657. 若涉渊水

658. 若释重负

659. 若无其事

660. 若隐若显

661. 若隐若现

662. 若有若无

663. 若有所丧

664. 若有所失

665. 若有所思

666. 若有所亡

667. 安若泰山

668. 旁若无人

669. 背若芒刺

670. 辩若悬河

671. 炳若观火

672. 炳若日星

673. 灿若繁星

674. 差若天渊

675. 齿若编贝

676. 蠢若木鸡

677. 呆若木鸡

678. 洞若观火

679. 恩若再生

680. 奉若神明

681. 功若秋山

682. 固若金汤

683. 化若偃草

684. 画若鸿沟

685. 欢若平生

686. 涣若冰释

687. 涣若冰消

688. 寂若死灰

689. 寂若无人

690. 矫若惊龙

691. 姣若游龙

692. 较若画一

693. 斠若画一

694. 噤若寒蝉

695. 敬若神明

696. 静若处子，动若脱兔

697. 口若悬河

698. 旷若发蒙

699. 烂若披锦

700. 烂若披掌

701. 烂若舒锦

702. 朗若列眉

703. 冷若冰霜

704. 寥若晨星

705. 燎若观火

706. 了若指掌

707. 凛若冰霜

708. 凛若秋霜

709. 面若死灰

710. 邈若河汉

711. 邈若河山

712. 邈若山河

713. 明若观火

714. 命若悬丝

715. 目若悬珠

716. 判若黑白

717. 判若鸿沟

718. 判若两人

719. 判若水火

720. 判若天渊

721. 判若云泥

722. 判若无人

723. 翩若惊鸿

724. 弃若敝屣

725. 契若金兰

726. 亲若手足

727. 轻若鸿毛

728. 情若手足

729. 阒若无人

730. 色若死灰

731. 势若脱兔

732. 视若儿戏

733. 视若路人

734. 视若无睹

735. 思若涌泉

736. 谈若悬河

737. 惘若有失

738. 危若朝露

739. 心若死灰

740. 行若狗彘

741. 行若无事

742. 悬若日月

743. 言若悬河

744. 隐若敌国

745. 置若罔闻

746. 诸如此类

747. 爱才若渴

748. 安之若固

749. 安之若命

750. 安之若素

751. 被宠若惊

752. 避之若浼

753. 不绝若线

754. 怅然若失

755. 怊然若失

756. 宠辱若惊

757. 从恶若崩

758. 从善若流

759. 寸阴若岁

760. 嗒然若丧

761. 大辩若讷

762. 大巧若拙

763. 大勇若怯

764. 大直若诎

765. 大直若屈

766. 大直若屈，大巧若拙

767. 大智若愚

768. 大喜若狂

769. 得之若惊

770. 动而若静

771. 浮生若寄

772. 浮生若梦

773. 甘之若素

774. 肝心若裂

775. 归之若流

776. 归之若水

777. 欢喜若狂

778. 欢欣若狂

779. 恍然若失

780. 疾恶若雠

781. 疾之若仇

782. 疾恶若仇

783. 见善若惊

784. 交淡若水

785. 诫莫若豫

786. 进道若蜷

787. 进道若踡

788. 进道若退

789. 惊喜若狂

790. 举国若狂

791. 举棋若定

792. 举重若轻

793. 口壅若川

794. 料敌若神

795. 料远若近

796. 履险若夷

797. 茫然若迷

798. 茫然若失

799. 门庭若市

800. 飘然若仙

801. 其应若响

802. 巧不若拙

803. 求贤若渴

804. 求知若渴

805. 趋之若鹜

806. 人生若寄

807. 少成若性

808. 深藏若虚

809. 慎终若始

810. 始终若一

811. 视死若归

812. 视死若生

813. 视险若夷

814. 守身若玉

815. 受宠若惊

816. 爽然若失

817. 泰山若厉

818. 惘然若失

819. 闻宠若惊

820. 夕惕若厉

821. 欣喜若狂

822. 虚怀若谷

823. 言行若一

824. 昭然若揭

825. 指挥若定

826. 终始若一

827. 狗彘不若

828. 牛马不若

829. 知子莫若父

830. 奸同鬼蜮，行同狐鼠

831. 艳若桃李，冷若冰霜

832. 欲人不知，莫若勿为

833. 比葫芦画瓢

834. 比类从事

835. 比量齐观

836. 比权量力

837.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838. 比物丑类

839. 比物此志

840. 比物假事

841. 比物连类

842. 比物属事

843. 比下有余

844. 比众不同

845. 比张比李

846. 富比陶卫

847. 句比字栉

848. 寿比南山

849. 笑比河清

850. 心比天高

851. 坚比金石

852. 近邻比亲

853. 将心比心

854. 将胸比肚

855. 较短比长

856. 连类比事

857. 连类比物

858. 攀金比昔

859. 天涯比邻

860. 无可比伦

861. 无可比拟

862. 无可比象

863. 无与比伦

864. 引律比附

865. 今非昔比

866. 句栉字比

867. 力大无比

868. 硕大无比

869. 天涯若比邻

870. 无其伦比

871. 无有伦比

872. 无与伦比

873. 诸如此比

874. 无与为比

875. 上方不足，下比有余

876. 比拟不论

877. 无可比拟

878. 似箭在弦

879. 似漆如胶

880. 似水流年

881. 似水如鱼

882. 似有如无

883. 似玉如花

884. 似曾相识

885. 似醉如痴

886. 呆似木鸡

887. 口似悬河

888. 面似靴皮

889. 文似其人

890. 春深似海

891. 大奸似忠

892. 恩深似海

893. 繁花似锦

894. 官清似水

895. 光阴似箭

896. 归心似箭

897. 好语似珠

898. 侯门似海

899. 皎阳似火

900. 流年似水

901. 前程似锦

902. 情深似海

903. 日长似岁

904. 如痴似醉

905. 如花似朵

906. 如花似锦

907. 如花似玉

908. 如花似月

909. 如饥似渴

910. 如胶似漆

911. 如狼似虎

912. 如龙似虎

913. 如鱼似水

914. 三分似人，七分似鬼

915. 韶光似箭

916. 时光似箭，日月如梭

917. 何其相似乃尔

918. 得胜的猫儿欢似虎

919. 三分像人，七分似鬼

920. 兵犹火也，不戢自焚

921. 过犹不及

922. 博弈犹贤

923. 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924. 迥不犹人

925. 千里犹面

926. 犹解倒悬

927. 虽死犹生

928. 视死犹归

929. 万死犹轻

930. 虽死犹荣

931. 虽败犹荣

932. 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933. 恩同父母

934. 恩同再造

935. 非同儿戏

936. 感同身受

937. 视同路人

938. 迥然不同

939. 截然不同

940. 情同骨肉

941. 情同手足

942. 与众不同

943. 像模像样

944. 像煞有介事

945. 三分像人，七分似鬼

946. 三分像人，七分像鬼

947. 像形夺名

948. 象煞有介事

949. 无可比象

950. 画虎类狗

951. 画虎类犬

952. 画虎不成反类狗

953. 画虎不成反类犬

954. 刻鹄类骛

955. 言类悬河

956. 拟于不伦

957. 拟不于伦

958. 拟非其伦

959. 拟规画圆

960. 无可比拟

961. 彼此一样

962. 一模一样

963. 一式一样

964. 宛然如生

965. 宛然在目

966. 为鬼为蜮

967. 为裘为箕

968. 功均天地

969. 天下乌鸦一般黑


附录三　术语索引和汉译对照表


附录四　人名索引和汉译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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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Sam cleaned the soap out of her e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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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 Sam saw a piece off the 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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